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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认知是人脑的高级功能，它包括多个层次和多种形式的活动，如感觉、知觉、学习、记忆、注意、思维、推理、语言，以至意识等。

认知科学是研究认知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对认知规律的了解和应用，将有助于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促进人类自身和社会的进步。

认知科学是一门多个学科领域交叉的科学。有许多学科领域对它有贡献，它们是：神经科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人类学、哲学、社会科学等。因此需要不同专业的专家合作进行认知科学研究。

浙江大学是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学校“十五”、“211工程”设置了“脑与认知科学及其应用”的研究项目，“985工程”又设置了“语言与认知”研究项目，对促进理科、工科、农科、医科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研究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上述研究项目的支持下，浙江大学开设了认知科学课程。本书由课程讲义编写而成，书中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认知科学的现况：认知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神经经济学和神经管理学，以及与认知相关的哲学和社会科学问题。

本书共六章：　第一章引言，由浙江大学理学院唐孝威教授编写；第二章认知神经科学，由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孙达主任医师编写；第三章认知心理学，由浙江大学理学院心理与行为科学系水仁德副教授编写；第四章人工智能，由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代建华副教授编写；第五章神经经济学和神经管理学，由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马庆国教授编写；第六章哲学、社会科学与认知，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李恒威副教授编写。

本书得到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国家创新基地的资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认知科学发展迅速，本书内容如有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补充修改。

唐孝威

201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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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学一点认知科学



在21世纪，科学技术将会有迅猛的发展。通常认为，21世纪初的重要科技领域有纳米、生物、信息、认知等领域。

纳米领域包括纳米科学和纳米材料；生物领域包括生物技术、生物医药和遗传工程；信息领域包括信息技术、先进计算机和通信；认知领域包括认知科学和相应的神经科学。认知科学是21世纪科学技术的重要方面，所以要学一点认知科学的知识。

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发展NBIC会聚技术的看法，它的英文全称是Nano-Bio-Info-Cogno converging technology，即纳米、生物、信息、认知四种科学技术领域的会聚和融合。

纳米、生物、信息、认知这四个领域，每一个领域都有巨大的潜力；而这四个领域的会聚和融合，将会产生新的研究思路和技术模式，将会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并且使人的潜能和高效率的机器相结合，促进人类自身和社会的进步。

浙江大学是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学校重视认知科学的学科建设，如“十五”、“211工程”设置了“脑与认知科学及其应用”项目，“985工程”又设置了“语言与认知”项目；学校提倡理科、工科、农科、医科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研究。学一点认知科学的知识，将有利于开展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第二节　认知科学简介






一、什么是认知

认知是人脑的高级功能，它包括多个层次和多种形式的活动，如感觉、知觉、学习、记忆、注意、思维、推理、语言，以至意识等。

心理学对这些活动有过许多研究，下面是心理学对这些活动的定义（彭聃龄《普通心理学》）：

感觉是客观事物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而在头脑中产生的对事物的个别属性的认识。

知觉是客观事物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而在头脑中产生的对事物整体的认识。

学习是个体在一定情景下由于反复的经验而产生的行为或行为潜能的比较持久的变化。

记忆是在头脑中积累和保存个体经验的过程。

注意是心理活动或意识对一定对象的指向与集中。

动作构成行为。行为指个体的反应系统，它由一系列的反应动作和活动构成。

思维是借助于语言、表象或动作实现的对客观事物概括的和间接的认识。

推理是由具体事物归纳出一般规律，或由一般原理推出新结论的思维活动。

意识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认为，在心理状态方面，它指清醒、警觉、觉察等；在心理内容方面，它包括可用语言报告出来的内容；在行为水平上，它指受意愿支配的动作或活动。

由于认知是复杂的过程，人们对认知的整体活动有各种不同的定义。有人把认知看做是脑处理知识的活动，有人把认知等同于智能或智力，还有人认为，认知就是心智（mind），等等。

有这些不同的定义，主要是因为对认知的范围理解不同。狭义的认知指人脑处理知识的过程，较广义的认知把动物和机器都包括进去，再广义的认知指智能，而更广义的认知指心智与脑。确切地说，认知和觉醒、情感意志等心理成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集成为心智的整体。

二、什么是认知科学

认知科学是研究认知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虽然心理学对认知所包括的各种形式的活动分别有过许多研究，但是对认知的整体的本质和规律仍然只有初步的了解。

人是怎样进行认知的？认知所包括的各种形式的活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们是怎样进行相互作用的？认知和智能的关系是什么？认知和心脑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都是认知科学需要研究的问题。

由于人们对认知的整体活动有不同的理解，因此认知科学就有种种不同的定义，而且这些看法还随着科学的发展而改变。

“认知科学是研究知识的性质、组成、发展和应用的科学。”这里强调对处理知识活动的研究。

“认知科学是研究人类的认知和智力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这里把认知和智力并列，并且限于人类认知的研究。

“认知科学是研究人的智能、其他动物的智能以及人造系统的智能的科学。”这里把认知和智能等同起来。

“认知科学是研究心理和智能的科学，特别要研究智力是如何产生的。”这里又把认知、心理和智能并列。

“认知科学是研究心和脑的科学，包括人类、动物和机器。”这里把认知研究扩大到心理和脑的研究。

之所以有如此众多的关于认知科学的定义，是因为它们讨论的范围不同。对认知科学可以有狭义的和广义的理解。认知科学所研究的范围，狭义的指对脑处理知识的活动的研究，广义的指对智能的研究，包括人、动物和机器智能的研究，更广义的指对心脑的研究。本书主要讨论狭义的认知研究，也讨论人工智能。

认知科学是NBIC会聚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和发展认知科学，在应用方面是要增强个体的感觉和认知的能力，提高工作和学习的效率，并且激发人的创造性。此外，研究人类的认知对发展人工智能有重要意义。

三、认知科学概况

人类一直追求对知识本质的理解。在古代，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认知只是哲学研究的对象。

从19世纪末起，开始了认知的自然科学研究。当时的一些探索成为今天认知科学的先驱。在1879年，冯特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心理学家从多个方面研究认知，例如Ebbinghaus用实验研究记忆；Piaget用实验研究儿童认知的发展，等等。

1956年左右，几个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分别提出了关于认知的一些理论。

在心理学领域中，Miller总结心理学实验的事实，指出人的短时记忆容量有限（记忆项目数为7±2），并且提出用信息组块来提高短时记忆容量。

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中，McCarthy，Minsky，Newell，Simon等人开创了人工智能的领域，Newell和Simon还提出了物理符号系统的理论等。

在语言学领域中，提出了生成语法理论，开始了对语言认知能力的研究。

1967年Neisser出版了《认知心理学》一书，书中提出：认知是指感觉输入到转换、简约、加工、储存、提取和利用的全部过程。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认知心理学的诞生。

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了认知科学学会，并且创刊了认知科学杂志。现在欧美大约有60多所大学开设了认知科学的课程。

由于多种学科的实验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神经科学中对认知过程的无损伤的脑功能成像实验技术的发展，认知科学有了迅速的进展。目前认知科学的研究内容包括认知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人工智能，以及与认知有关的哲学和社会科学问题等。

四、与认知科学相关的学科领域

认知科学是一门多个学科领域交叉的科学。有许多学科领域对认知科学有贡献，它们是：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人类学及社会科学。

在1999年出版的《MIT认知科学百科全书》（R.Wilson，F.Keil eds.The MIT Encyclopedia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s）中，有6个专门的章节，分别介绍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社会科学和认知科学的关系。

R.Wilson讨论了哲学和认知科学的关系。认知一直是哲学的研究对象，Wilson举出三个相关的经典的哲学问题：①　心和物的关系；②　心智和知识的结构；③　第一人称观点与第三人称观点。

认知科学不仅研究哲学问题，在心理学方面，认知科学注重研究脑内的信息加工问题；在神经科学方面，认知科学注重研究脑内信息加工的脑机制问题。

K.Holyoak讨论了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关系。心理学研究认知活动中心理表征和信息加工，主要是指从感觉输入到动作输出之间的信息加工。这种研究涉及心理学的许多分支学科，包括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但认知科学和心理学是有区别的，心理学除讨论认知及其他心理过程外，还研究心理特征，如人格等。

T.Albright和H.Neville讨论了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的关系。认知科学要研究认知活动的神经基础，例如信息在脑内加工、储存、提取的神经机制，而这些正是神经科学研究的内容。

认知科学和脑科学有区别。脑科学主要研究脑的结构和功能，讨论的问题有认识脑、保护脑、开发脑和仿造脑。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交叉，产生了认知神经科学，现在这个科学领域发展很快。

M.Jordan和S.Russell讨论了计算机智能和认知科学的关系。计算机科学用计算的观点来研究认知，例如：研究表征和算法、进行计算机建模，以及设计制造人工智能机等。

计算机人工智能和神经网络研究是认知科学的重要部分，但认知科学的内容比计算机智能更加广泛。

此外，G.Chierchia 讨论了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关系。D.Sperber和L.Hirschfeld讨论了文化、认知与演化等问题。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到，认知科学是一门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交叉科学，需要有不同专业的专家合作进行研究。

五、认知的各种研究取向

认知研究中有许多思潮，某一种影响认知研究的思潮，成为认知的一种研究取向。

由于认知过程的复杂性，当代对认知的研究不只有一种研究取向，而是存在着许多种不同的研究取向。这些研究取向对认知过程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它们对认知研究分别持不同的研究方法。

当代认知研究的主要研究取向有：神经生物学的研究取向、信息加工的研究取向、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的研究取向、情境认知（situated cognition）的研究取向和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的研究取向。此外，还有进化心理学的研究取向、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取向、人工智能的研究取向等。

神经生物学的研究取向是用神经生物学的观点研究认知过程，着重讨论认知过程的神经生物学基础。这种研究取向认为，人的认知过程和脑内神经活动有密切关系，因此要了解各种认知过程的不同的神经相关物。这种研究取向关心的问题是：不同的认知过程分别是由哪些脑区参与的，以及认知过程中的神经活动等。

信息加工的研究取向是用脑内信息加工的观点研究认知过程。这种研究取向认为，人的认知过程是脑对环境输入的信息进行编码、储存、提取和操作的过程。这种研究取向关心的问题是：认知过程中脑内信息加工的方式和机制。

具身认知的研究取向是用心身关系的观点研究认知过程。具身认知的意思是：认知植根于人的身体，体现于人的身体。这种研究取向认为，认知过程是身体参与的，认知依赖身体，和身体密切联系而不能分开，因此，认知过程是具身的认知。这种研究取向强调身体影响认知过程，关心的问题是：认知和身体的关系，身体因素对认知过程的影响等。

情境认知的研究取向是用认知与情境相关的观点研究认知过程。情境认知的意思是：认知过程是人置身于实际环境时进行的，认知过程依赖于现实情境。这种研究取向强调，认知过程必须置身于现场情境，而不能把两者分开，因此，认知过程是情境的认知。这种研究取向关心的问题是：认知过程和现场情境之间的关系等。

社会认知的研究取向是用社会环境作用的观点研究认知过程。社会心理学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环境和人的认知过程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要研究社会环境与个体认知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社会与文化对个体认知过程的影响。这种研究取向关心的问题是：家庭、团体、社会对认知过程的作用，以及在社会现场情境中的认知过程等。

进化心理学的研究取向是用生物进化的观点研究认知过程。这种研究取向认为，生物学因素如遗传因素对个体的认知过程有重要的作用，强调要研究生物进化与认知过程的关系，以及遗传因素和个体认知过程的关系等。

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取向是用个体发展的观点研究认知过程。这种研究取向认为，在个体一生中认知能力都在变化，强调要研究个体认知的发展过程，包括儿童认知发展过程，童年期认知和成年期认知的关系等。

人工智能的研究取向是用人脑与计算机对比的观点及人工智能的观点研究认知过程，强调要研究类脑的机器以及机器认知等。

由此可见，当代认知研究中存在着多种研究取向并存的局面。面对这种众说纷纭的局面，建立认知研究的统一理论体系的问题已经提上了日程，需要对各种不同的研究取向进行分析并且加以集成，需要有一种能够从观念和方法上把当代认知研究的不同研究取向集成起来的认知理论。

六、通过多种学科交叉来研究认知

从事不同学科专业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们学习认知科学的知识，以及讨论认知科学的问题，有利于本学科和认知科学的交叉研究。在认知科学与不同学科领域的交叉研究方面，以下一些问题或可供参考：

●　如何进行NBIC的会聚和融合，使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相互结合起来？

●　在自然科学基础领域，如何用数学、物理学、化学等领域的新知识和新技术促进认知科学的发展？

●　在工程技术领域，如何利用脑内信息加工的原理，发展各种新的具有智能的工程技术？

●　在生物学、农学、医学领域，如何从生物、医学角度进一步研究认知活动和规律？

●　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何用脑与认知科学的观点来研究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现象？

●　在管理学等领域，如何与认知科学相结合，提高人的素质，提高人的工作和学习效率？

●　在教育学领域，如何用脑与认知科学的观点来研究教育问题，促进教育的发展？











第三节　本书内容简介






本书分别介绍以下五方面内容。

一、认知神经科学

认知神经科学方面的内容包括：神经科学的发展和认知科学的发展；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技术和方法，如脑功能区定位的方法、脑电图和脑磁图的发展、现代影像技术、图像处理软件的设计和应用；认知的神经解剖学基础，讲述大脑、间脑、小脑、脑干以及大脑皮质的功能区分布；认知的脑功能区定位，讲述感觉和感性认识功能区、运动功能区、语言功能区、学习和记忆功能区、思维功能区等。

二、认知心理学

认知心理学方面的内容包括：认知心理学概述，讲述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认知心理学简史以及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知觉与注意，讲述加工容量与选择性注意，以及模式识别；记忆，讲述记忆模型；知识的表征，讲述知识表征的方式，以及知识表征的组织；语言加工及其获得，讲述语言的理解与产生，以及语言的获得；思维与创造性等。

三、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方面的内容包括：人工智能的起源与发展概述，讲述人工智能的历史以及它的几次兴衰；逻辑推理，讲述命题逻辑、一阶谓词演算以及归结原理；专家系统，讲述几种典型的专家系统；人工神经网络，讲述人工神经网络的发展简史以及典型的人工神经网络模型；计算智能，讲述遗传算法、进化规划、免疫算法、粒子群算法等；机器学习，讲述机器学习的概念和发展、机器学习的策略与基本结构、归纳学习、解释学习、类比学习等；知识发现，讲述知识发现的产生、典型方法、应用等；粗糙集理论，讲述粗糙集理论的产生、基本概念、主要研究内容、应用等；综合推理理论，讲述综合推理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应用。

四、神经经济学和神经管理学

神经经济学和神经管理学方面介绍神经科学和心理学在经济领域（包括经济行为和经济管理）的应用，主要的内容包括：神经经济学的概念及学科的产生，传统经济学所面临的逻辑难题，神经认知科学对经济学的启示，神经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最新成果，以及神经决策学和神经营销学的定义及内涵，决策和营销的神经科学和心理学基础，情绪和潜意识对决策的影响，品牌和文化对经济行为的影响等。最后概述神经经济学和神经管理学研究和应用的前景及发展趋势。

五、哲学、社会科学与认知

哲学、社会科学与认知方面包括：心智哲学，讲述心-身问题、意向性、他心问题、自由意志以及当代意识研究中的哲学问题；认知语言学，讲述乔姆斯基革命、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认知范畴、隐喻的认知研究、突显和注意等；认知人类学，讲述认知的演化、文化中的认知、社会认知等。











第四节　介绍一种认知理论






在认知科学发展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不同的认知理论，例如，物理符号系统（physical symbol systems）理论、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理论、认知功能模块（modularity）理论、生态现实（ecological realism）理论、动力系统（dynamical system）理论等。

这里介绍一种认知理论，即基于心理相互作用的认知的统一理论。先分析心理活动中的各种心理相互作用，再讨论认知过程中的各种心理相互作用，然后说明认知的统一理论，最后讨论用认知的统一理论对当代认知研究中不同研究取向进行集成。（唐孝成《统一框架下的心理学与认知理论》）。

一、心理相互作用及其统一性

在多种多样的心理现象中，存在着不同种类的心理相互作用。某一种心理相互作用，是指心理活动和某一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这种因素对心理活动的作用，以及心理活动对这种因素的反作用。

Kosslyn和Rosenberg在《心理学：大脑•人•世界》一书中提出，心理是在大脑、人、世界三个不同的水平上发生的事件。大脑是生物因素，人指人的信仰、愿望、感觉等；世界（及群体）是社会、文化和环境因素。这三个水平上的事件不是孤立的，而是不断进行着相互作用。

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心理活动是在人的脑内进行的。在研究人的心理活动时，既要考察心理活动的内部因素，研究脑内部各种因素的关系，还要考察心理活动的外部因素，研究脑内部的心理活动和各种外部因素的关系。

考察心理活动的各种内部因素的关系，可以看到各种不同性质的心理相互作用。其中包括心理活动各种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还有心理活动和脑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心理活动的各种成分之间，心理活动的某一种成分对心理活动的另一种成分有作用，而心理活动的另一种成分对心理活动的这一种成分有反作用。这些作用是相互的，因而它们是心理活动各种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心理活动和脑之间，脑对心理活动有作用，而心理活动对脑有反作用。这些作用是相互的，因而是心理活动和脑之间的相互作用。

考察脑内部的心理活动和各种外部因素的关系，可以看到在心理活动和各种外部因素之间也存在各种不同性质的心理相互作用。其中包括心理活动和多个层次的外部因素之间的各种相互作用。这些作用都具有相互性，即既有作用又有反作用。

在个体心理活动和身体之间，身体对心理活动有作用，而心理活动对身体有反作用。这些作用是相互的，因而是个体心理活动和身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个体心理活动和人所处的外界自然环境中的物体之间，环境物体对心理活动有作用，而心理活动通过行为对环境物体有反作用。这些作用是相互的，因而是个体心理活动和环境物体间的相互作用。

在个体心理活动和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社会环境对心理活动有作用，而心理活动通过行为对社会环境有反作用。这些作用是相互的，因而是个体心理活动和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以上这些不同的心理相互作用是在心、脑、身体、环境、社会的统一体中各个层次进行的，它们都以心脑系统的活动作为共同的基础，因此它们可以在心脑统一性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为简便起见，下面把心理活动各种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简称心理成分相互作用，心理活动和脑之间的相互作用简称心脑相互作用，心理活动和身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简称心身相互作用，心理活动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简称心物相互作用，心理活动和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简称心理-社会相互作用。

二、认知过程中的各种心理相互作用

认知是一种心理过程。和其他心理活动一样，认知过程中也存在上述各种心理相互作用。认知过程中的不同层次和不同形式的心理相互作用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

第一，认知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

前面提到，认知有许多组成部分，如感觉、知觉、学习、记忆、注意、思维、语言等，这些组成部分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而且在这些组成部分之间有心理相互作用。

认知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心理相互作用，并不单纯是某两个部分间的两两相互作用，实际上往往交叉地进行着多个部分间的相互作用。许多部分间的各种交叉相互作用，形成了复杂的心理相互作用的网络。

第二，认知和心理活动其他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

内部的心理相互作用除认知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外，认知和觉醒、情感、意志等心理活动成分之间都有相互作用。

认知和觉醒间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一方面，觉醒是认知的必要条件，觉醒程度影响认知过程；另一方面，认知体验又会影响觉醒的程度。

认知和情感间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一方面，情感活动和认知过程有紧密的联系，认知过程影响情感活动。人在认知过程中了解事物的特性和事件的内容，对事物或事件的认知内容要经过脑内评估-情绪的功能系统的评估。个体在对事件的意义作出评价的基础上，产生不同的情感。对事件的积极评价会引起积极的情绪，对事件的消极评价会引起消极的情绪。由这些不同的情绪产生不同的态度和行为。另一方面，情感活动又影响认知过程。不同的情感会引起认知过程中选择性注意的改变；在不同的情绪状态进行认知时，会选择性注意不同的事物或事物的不同方面，从而影响认知的内容。同时，情感活动还对脑内的信息加工起调节和控制作用，并且会影响认知的效率。

认知和意志间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一方面，认知过程对意向的产生有重要的作用，认知内容经过脑内加工后形成相应的意向，从而对行为进行支配和调节；另一方面，意志对认知过程有推动作用，意志活动会指导信息的获取、选择和加工过程，从而影响认知的内容。

第三，认知过程中的心脑相互作用。

认知过程是在脑内进行的，认知活动和脑有密切的关系。认知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有相应的脑基础，认知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各种心理相互作用都有相应的脑机制。

第四，认知过程中的心身相互作用、心物相互作用和心理-社会相互作用。

脑内的认知活动不是孤立的过程，而是在身体中、在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实现的。认知过程和身体、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有紧密的关系。

三、认知的统一理论

以上这些心理相互作用是不同性质的相互作用，相互作用的方式，相互作用的范围，相互作用的途径和相互作用的效果都是各不相同的。这些心理相互作用和物理学中的物理相互作用不同，物理相互作用是物理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心理相互作用不是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是作为脑的功能的心理活动之间的，或心理活动和其他因素如身体或环境等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虽然上述几种心理相互作用的性质不同，但是它们都是以心-脑系统的活动作为共同的基础。它们具有相同的基础，可以在心脑统一性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考察认知过程中各种心理相互作用，并且研究它们之间的统一性的理论，称为认知的统一理论。这个理论认为，认知过程是在心理和行为的多个层次和多个方面进行的。即使是一个简单的认知过程，也往往包含着多种心理相互作用。为了对认知过程有全面的了解，不能只研究某一种心理相互作用，而必须研究认知过程涉及的各种心理相互作用，包括心理成分间的相互作用、心脑相互作用、心身相互作用、心理活动与环境相互作用、心理活动与社会相互作用等，并且要对认知过程中所有这些心理相互作用作统一的研究。

各种心理相互作用之间的统一，并不是把各种不同的心理相互作用等同起来，而是指出各种心理相互作用的统一性，强调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和协调发展。

认知的统一理论可以为认知研究提供观点和方法，但是并不代替对具体的认知现象的研究。

根据认知的统一理论，在研究认知时要考虑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在认知研究中，既要把心理活动作为整体进行考察，同时又要把认知过程看做心理活动的一个部分。

认知过程是个体的心理和行为的重要部分。认知成分是心理活动的主要成分之一。当然，认知过程只是心理活动的一个部分，而并不是心理活动的全部。认知心理学只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并不是心理学的全部。因此，在认知科学研究中要注意心理和行为的整体活动，而不仅是认知过程。

第二，在认知研究中，要考察和研究认知的许多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

认知的许多组成部分互相依赖、互相影响。要注意每一个组成部分对其他部分的作用，以及其他部分对这个部分的反作用。要研究它们形成的相互作用网络的特性。

第三，在认知研究中，要考察和研究认知过程和心理活动其他成分之间的各种心理相互作用。

心理活动包括认知成分、情感成分、意志成分等。觉醒也是重要的心理因素。心理活动各种成分并不是孤立的，认知过程和觉醒、情感、意志等内部的心理活动之间有紧密关系。而且在认知过程中，认知和心理活动的其他成分之间不断进行着相互作用，如认知和觉醒之间的相互作用、认知和情感之间的相互作用、认知和意志之间的相互作用等。

因此，在认知研究中要注意认知和心理活动各种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觉醒、情感、意志等对认知的作用，以及认知对觉醒、情感、意志等的反作用。在认知过程中，这些心理相互作用是交叉地进行的。

第四，在认知研究中，要考察和研究认知过程中的心脑相互作用。

心脑相互作用是认知过程的基础，也是各种心理相互作用统一性的基础。要注意研究认知过程中各种心理相互作用的脑机制。

第五，在认知研究中，要考察和研究认知过程涉及的心理和其他因素间的各种心理相互作用。

认知过程并不是与其他因素无关的心理活动。认知作为心理活动的主要成分之一，和脑、身体、环境、社会等许多因素紧密相关，它们涉及心脑关系、心身关系、心物关系、心理-社会关系等。在这些关系中存在不同种类的心理相互作用，包括心脑相互作用、心身相互作用、心物相互作用、心理-社会相互作用等。

因此，在认知研究中要注意与认知过程有关的各种心理相互作用，其中有脑、身体、环境、社会等各种因素对认知过程的作用，以及认知过程对脑、身体、环境、社会等各种因素的反作用。在认知过程中，这些心理相互作用是交叉地进行的。

第六，在认知研究中，要考察和研究认知过程涉及的各种心理相互作用的关联和统一。

与认知过程相关的各种心理相互作用，包括认知内部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心理活动各种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心脑相互作用、心身相互作用、心物相互作用、心理-社会相互作用等，它们是统一的。因此，在认知研究中要在分析认知过程涉及的各种心理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注意这些心理相互作用的关联和统一。

四、认知的集成研究

前面列举过当代认知研究中许多不同的研究取向，它们分别都有各自的依据。虽然这些研究取向的观点和方法不同，但实际上它们并不是相互矛盾的，而只是讨论问题的侧重点不同。从认知过程涉及的各种心理相互作用来分析，它们着重讨论的分别是各种不同的心理相互作用。

例如：神经生物学的研究取向强调研究认知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它侧重讨论认知过程中的心脑相互作用，也涉及认知过程中的心身相互作用。

信息加工的研究取向强调研究认知的信息加工。它侧重讨论认知内部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及认知过程中的心理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

具身认知的研究取向强调研究认知与身体的关系。它侧重讨论认知过程中的心身相互作用。

情境认知的研究取向强调研究认知与情境的关系。它侧重讨论认知过程中心理活动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

社会认知的研究取向强调研究社会与文化对认知的影响。它侧重讨论认知过程中心理活动与社会间的相互作用。

进化心理学的研究取向着重讨论种系进化中认知涉及的各种心理相互作用的发展。而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取向着重讨论个体发展中认知涉及的各种心理相互作用的发展。

因此，从认知的统一理论看来，当代认知研究中不同的认知研究取向，讨论的分别是认知过程涉及的不同种类的心理相互作用及它们的发展。这些研究都是专一的、深入的，但需要加以集成。

认知的统一理论提出了认知研究中的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即认知过程的统一研究取向或称集成研究取向。这种研究取向用存在多种心理相互作用的观点和不同的心理相互作用统一的观点研究认知过程，着重讨论认知过程中存在着的多种心理相互作用，以及各种不同心理相互作用之间的统一性。

当代各种认知研究取向分别讨论不同种类的心理相互作用，它们都是认知的重要方面。认知过程既有神经生物学的基础，又有信息加工和意识活动的特性，认知过程既是具身的，又是情境的和社会的。认知是进化的，又是发展的。同时还要强调各种心理相互作用的统一性，认知过程涉及的各种心理相互作用有紧密的关联，它们不是孤立无关的。对每一个具体的认知过程，都要分析它涉及的各种心理相互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

认知的统一理论既讨论认知过程涉及的各种不同的心理相互作用，又讨论各种心理相互作用的统一。因此，这个理论可以从观念和方法上把当代认知研究的各种研究取向在心理相互作用统一理论框架中集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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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认知神经科学




认知神经科学是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相结合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在传统的心理学、生物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医学工程，以及物理学、数学、哲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层面上发展起来的。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任务在于阐明认知活动的脑机制，是研究人类的认知和智力的本质和规律的学科。其研究范围包括知觉、注意、记忆、动作、语言、推理和思维想象乃至自我意识在内的各个层次和方面的人类的认识和智力活动等人类高级神经活动的神经机制，进而研究智能的本质和起源。换句话说，它是研究脑是如何创造精神的学科。

神经科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始于20世纪50—60年代。1960年，国际脑研究组织成立；196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推出了“神经科学研究规划”；1969年，“美国神经科学学会”成立；1979年，“美国认知科学学会”成立。在此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心理学家George Miller首先提出“认知神经科学”这一名称；1994年，“美国认知神经科学学会”就应运而生。20世纪90年代，Michael S Gazzaniga连续推出Cognitive Neuroscience、New Cognitive Neuroscience等著作，对认知科学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围绕脑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一批国际重大研究计划问世。例如，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并由总统签署实施“脑的十年”规划；1991年，欧洲议会随之推出“欧洲脑的十年”；从21世纪开始，美国又发起“行为的十年”；1996年，日本提出“脑科学时代”，投入200亿美元，把认识脑、保护脑、创造脑作为其研究目标，并在其著名的理化学研究院建立了脑科学研究所；1998年，国际神经信息学工作组推出人类脑计划，与人类基因组计划对应，重点研究脑结构与功能，建立世界性人脑功能结构信息库，在世界范围内推动脑科学和神经信息学的研究和发展。近30年来，在各国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人们对语言、记忆、注意、思维等脑认知功能的神经机制的研究已取得很大的突破。

脑与认知科学的研究也已经被我国列入科学技术的长期发展规划中。20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就开展了注意、期待的事件相关电位（ERP）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建立了认知科学开放实验室和视觉信息加工实验室；1999年，中国科学院在上海生理研究所和脑研究所的基础上组建了神经科学研究所，其中“视觉和认知”及“学习与记忆”实验室分别由李朝义和郭爱克院士领导。与此同时，杨雄里院士在复旦大学建立神经生物学研究所。进入21世纪，一些大型的研究机构相继在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成立。如北京大学由多学科共同组建了脑科学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在唐孝威和陈宜张院士指导下，浙江大学成立了神经信息研究中心和神经科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先后成立了“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脑与神经科学”教育部网上合作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建立了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生物物理所建立了脑与认知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脑功能基因组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2005年初，国家科技部批准中国科学院的“脑与认知科学”实验室和北京师范大学的“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实验室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国家的财力和物力的支持下，国内的研究者也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第一节　认知神经科学的进展



一、神经科学的发展

1.我国传统中医学的脑主神明和心主神明学说

脑主神明、主思维和心主神明、主思维的观点在中国文化史中曾经并存，后由于受传统封建政治的影响，逐渐由心取代了脑。在明清时期，一些著名中医学者对心主神明的理论进行了反思，又重新提出脑主神明的观念。

（1） 古人对脑主神明的认识

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都属于大脑的生理功能，是大脑对外界事物的反映。这在古文献里早有明确的反映。

殷墟甲骨文是我国三千多年前商朝后期统治阶级祭祀的占卜文（见图2-1）。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中有囟的初文，研究者指出，“卜辞之囟，象头壳之形，其意为首、脑”。当时的“囟”即“头”、“首稽”之意，又有“思考”、“想”、“想象”之意。甲骨文的研究还发现，古人已将“囟”与失语症联系在一起，说明“囟”（头脑）与语言的关系，即脑有主语言的功能。语言是思维的表达方式之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脑主神明、脑主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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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甲骨文



A：实物照片；B：甲骨文字；C：《合集》17450甲骨文拓片（恶鬼之说）；D：《合集》17451甲骨文拓片（鬼宁之说）

殷商时期出土的甲骨文未见有“脑”字，但在阜阳汉简《万物》和长沙马王堆《五十二病方》中可以见到脑字的原形，距今已有2200年的历史。许慎的《说文解字》指出：“脑（堖），头髓也，从匕。”匕是取脑组织表面沟回隆起部分形态之象（像取饭用的筷子一样排列）。在《内经》中称脑为“髓海”，《五十二病方》称之为“头脂”，《颅囟经》中则称之“泥丸”。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进行了人脑的解剖，不仅观察到脑髓外形，如大脑半球的沟回，而且发现用手触摸时呈柔软状。

古代的医学家在临床实践中也已观察到脑病与人体特定功能之间的关系。例如，《内经》通过解剖发现，人的眼球与脑髓连接相通（目系如线，上通于脑，后出于项中）。在《灵枢•大惑论》中对复视症的发病机理也作了准确的描述，指出复视症是因病邪毒气感染后伤及脑神经中的视神经，使两眼的眼肌麻痹，两眼运动不协调，物像不能聚合在一个成像点所产生的病症。表明眼睛的视觉功能由脑主宰（脑主视觉），当外邪伤及于脑就会影响视觉功能。《灵枢•经筋》中说“伤左角右足不用”，说明《内经》的作者已经通过解剖和病例的反证，认识到脑神经左右交叉支配肢体的运动。《素问•刺禁论》在强调针刺“要害”时指出：“脏有要害，不可不察……刺中心，一日死……刺中肝，五日死……刺中肾，六日死……刺中肺，三日死……刺中脾，十日死……中头入脑户，立死。”由此可见古人已认识到脑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性，是生命活动的中枢和关键。正如早在《内经》之前《春秋纬元命苞》中所说：“人精在脑。头者，神之居。”

（2） 心主神明观念的产生

据史料记载，早在殷商时期，人们就已经有了心主思维、心主精神的观点。在甲骨文的卜辞中，最早出现的“心”字是上下结构，上面是人的身形，下面是心脏的外形，是古人将心脏取出进行局解的写形。

古人通过解剖和临床实践了解到心脏位于胸腔的正中，并处于“自充自盈”的状态，一旦心脏停止舒缩搏动，生命也就此停止，从而意识到“心”在人体生命中有突出地位。因此将心与君主帝王相类比，赋予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如《管子》中反复强调“心之在体，君之在位也”。心脏通过血脉与各脏腑相连接，如同君主帝王有众臣辅助一样。正如《晏子春秋》中齐景公所说：“寡人有五子（重臣），犹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

由脑主思维，归并于心的认识过程，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五行学说。五行学说的构架是五脏六腑，脏为主，腑为辅。心为脏而（脑）髓为奇恒之府，因而主神明、主思维这样重要的功能只能由心脏担任。

通过比类思维及封建帝制的影响，春秋战国的中晚期至秦汉时期，在中国的思维、文化以及医学领域全面确立了心主神明、主思维的统治地位。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在医学领域中，脑主神明、主思维的观点虽不占主流，但并未因此而湮灭，时时有所体现。

心主神明、主思维的观念并非我国古代医学家独创，西方也有人认为心脏是心理活动的器官。古希腊学者Pythagoras（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70—475）认为人的灵魂分三部分，其中理性和智慧存在于脑，而情欲则存在于心脏。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Aristotle（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的学说则更具有代表性。他固执地认为“心脏是智慧之源”，所有生物都有灵魂，植物有生长的灵魂，动物有感知的灵魂，人有理性的灵魂。人的理性又分被动和主动两种，被动的理性包括从感觉到概念，是心脏的功能；主动的理性能用概念进行思维，这不是心脏本身的功能，而是外界的理性借助于心脏产生的活动。

（3） 脑为元神之府

明清时期，随着西方医学和解剖学的传入，许多著名的中医大师联系医学实践中的问题，对心主神明、主思维的主流认识进行了反思，并对脑主神明、主思维重新予以重视。明代李时珍首先提出“脑为元神之府”。中医基本理论认为，五脏皆能藏神，都与神的活动有关。《素问•宣明五气》篇：“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臧志，是谓五脏所藏。”虽然《内经》中已将头、脑与神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但未明确脑能藏神。李时珍首次倡言脑能臧神，且冠以“元”字，表明脑藏之神与脏藏之神显著不同。《医宗金鉴》也说：“脑为元神之府，以统全身。”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说“所听之声归于脑”，“所闻香臭归于脑”。表明脑主元神，统司全身之论，是古今中医学家的共识。

2.古希腊的脑解剖研究和脑室中心论

一本可能起源于公元前2500—3000年古埃及的抄本在1862年被发现。该抄本对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作了描述，其中实例描述的病例中有许多与头部的外伤直接相关。例如有一例头部外伤病人头皮下可见颅骨破碎，扪诊可触及有肿胀并向外突出，伤口同侧眼睛斜视，脚只能赘步而行。这是最早的有关脑功能定位的文字记载，说明古埃及人已注意到身体其他部位的症状与脑部的外伤有关。

公元前4世纪，以Hippocrates（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379）为代表的古希腊学者提出脑是意识之源的不同观点。希腊医师Galen（盖伦，131—201）接受了关于脑功能的观点，作了大量细致的动物解剖，根据羊的大脑和小脑的不同结构，推断大脑和小脑具有不同的功能，并详尽地描述了脑室，认为智力功能与脑室有关系，液体通过神经到达和离开脑室的过程使人产生感知和肌体运动。后人在此基础上提出脑室中心论，将心理过程和精神活动定位于脑室。这一学说一直保持其统治地位约1000年，直至文艺复兴的初期。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René Descartes（笛卡尔，1596—1650）提出著名的二元论，认为，精神与脑是相互独立的实体，而智慧属于精神实体，它通过松果体与脑结构相联系，并接受感觉和指挥运动（见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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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笛卡尔和他于1662年描绘的精神通过松果体与脑结构相联系的过程



3.神经解剖学的进展

如前所述，中外古人对脑的解剖结构早有描述，但多为零散和表象的。盖伦的解剖知识来源于对小动物的解剖。因此，在16世纪以前尚无真正的人体解剖学。欧洲文艺复兴时期（15—16世纪），意大利画家Leonardo da Vinci（利奥纳多•达芬奇）研究人体解剖，绘制了750张人体美术（解剖）图，但未能流传于世，对科学解剖学毫无影响。法国解剖学家Andress Vesalius（维扎里，1514—1565年）没有盲从前人的观念，不断地对尸体进行解剖，编写成一本名为Fabrica Human Corpori（《人体构造》）的解剖名著，于1543年发表。书中附有大量图谱，详细地描绘了他对实际的人体，包括脑解剖标本观察所作的解剖图。至17—18世纪，一些科学家摆脱了脑室中心论的传统观念，对脑的解剖和物质构成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发现脑组织可以分为灰质和白质；神经系统包括中枢和外周两部分，中枢部分包括脑和脊髓，外周部分由遍布躯体的外周神经组成；大脑半球的表面有很多沟和回。对大脑皮质表面沟和回的发现成为神经解剖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为脑功能定位研究奠定了基础，开创了神经科学研究的新时代。

4.颅相学和大脑功能统一说

19世纪，人类对脑功能的认识有了巨大的进步，为神经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大脑功能统一说和皮层功能定位说之间的争论。德国医生F.J.Gall（1758—1828）和他的学生首先提出“颅相学”，认为人的头骨外形和脑的形状是相互对应的，不同心理功能定位于不同的大脑区域（见图2-3）。因此根据颅骨的外形可以推知其人格，这种技术也称为解剖人格学。颅相学的观点在当时流行甚广，但并未得到科学界主流的认可。法国神经病学家Pierre Flourens（1794—1867）用局部切除法损毁动物脑的不同部位，发现某一脑区的损伤并不能引起行为上的特定缺陷，并据此提出“大脑功能统一论”，认为大脑的各个区域均等地参与所有的脑功能活动。后来，美国心理学家Lashley（1890—1958）用类似的研究方法发现大鼠记忆障碍的严重程度与脑损毁的部位无关，而与脑损毁的面积大小相关，因而提出“大脑皮层功能等势说”，支持大脑功能统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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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德国医生F.J.Gall和他根据颅骨描绘的特定功能脑区



5.脑功能区定位

然而，对病人的临床和尸检的研究使人们的认识又回到局部定位的观点上来。1861年，法国神经病学家Paul Broca（布罗卡，1824—1880）报告了一个病例，该病人在中风后丧失了言语能力，只能说“tan，tan”一个字。死后解剖发现其左额下回后2/3部位已损害（见图2-4）。后来他又发现一些类似的病例，因此得出结论：该部位为运动性语言功能区。并于1885年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成为脑功能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在该论文中他写到：“我们用左大脑半球说话。”这是第一次在人的大脑皮质上得到功能定位的直接证据，因而Broca被誉为神经科学之父，该部位被命名为Broca's区（运动性语言中枢）。1874年Karl Wernicke（韦尼克，1848—1905）描述了一左侧颞上回病变引起言语理解困难的病例，该部位被命名为Wernicke's区。根据这一发现，Wernicke认为语言涉及相互分离的运动和感觉程序，它们由各自的皮层区域控制。这就是“分布式加工的”概念，并成为理解脑功能的核心。1879年，Broadbent发现左顶下叶角回受损时发生失读症，该区被命名为“阅读中枢”。1881年，Exner报道左半球额中回后部病变时丧失写字和绘画能力，该区被命名为“书写中枢”。其他还有“概念中枢”、“计算中枢”、“空间定向中枢”等，并逐步形成了“主半球优势”的概念。1905年，Campbell（坎贝尔）发表了《大脑功能定位的组织学研究》一文，以阐明脑功能与组织结构的关系，并把脑皮质分为20个区。1909年，德国神经学家Korbinian Brodmann（布洛德曼，1868—1918）发表了他的50个左右脑半球不同区域的分区皮质图（见图2-5），并被广泛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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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法国神经病学家Paul Broca以及他报告的病例脑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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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Brodmann和他的大脑半球皮质分区（1909）



上述研究的特点是通过脑结构损伤与脑功能缺失关系的研究，将复杂的心理过程直接定位于脑的特定部位。与此同时，也有神经学者提出，复杂的心理活动与其说是脑皮质特定部位分工作的产物，不如说是整个脑的活动结果。

此外，从20世纪初开始，脑与行为关系的系统研究方法还包括在行脑外科手术时电刺激皮质各部位并观察病人的反应；切除或损毁动物脑的某一部位或通过埋藏电极刺激脑的某一部位以观察动物的行为改变等。20世纪30—50年代，加拿大神经外科医师、神经生理学家Wilder Graves Penfield（彭菲尔徳，1891—1976）和合作者用弱电流直接刺激开颅手术患者大脑皮质各部位。由于大脑本身没有痛觉，病人只在头皮作了局部麻醉，因此在整个手术期间病人仍处于清醒状态，可以回答各种问题，说出刺激时的感受，据此画出了皮质运动区、感觉区、听觉区、视觉区等脑功能区的精确部位。他们在1937年首次报告了人脑的运动图，经过多年的不断研究，在1950年完成了著名的运动矮人图（见图2-6），至今在几乎每一本神经科学的手册上都可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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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大脑运动皮质区分布



Capenter MB.Human Neuroanatomy.7th
 ed.Baltimore：William ＆ Wilkins，1976

6.功能系统学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大量脑外伤患者，为研究脑解剖结构损伤与脑功能缺失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苏联心理学家、神经心理学创始人Alexander Romanovich Luria（鲁利亚，1902—1977）通过对伤者脑功能改变的观察和研究，包括对失语症、大脑损伤后的功能恢复、语言表达和高级皮质功能的研究，相继发表了《创伤性失语症》（1947）、《战伤后脑功能的恢复》（1948）、《人的高级皮质功能及其在局部脑损伤下的障碍》（1962）、《神经心理学原理》（1973）、《语言与意识》（1975）等专著。他认为心理功能是复杂的功能系统，不能将它集中在某些被隔开的细胞群或小块的皮质之上。而细胞群必须被置于协同工作的区域内，在复杂的系统中分别起到各自的作用。他把这种功能定位称为系统的动态功能定位理论，即“功能系统学说”，指出：

（1） 高级复杂的脑功能活动不可能定位于脑皮质的狭隘区域或孤立的细胞群，而应包括一系列协同工作的脑区所组成的复杂系统，参与其中的每一个脑区在这一复杂的脑功能活动中都有自己的职能，这些区可能分布在脑的不同部位，有的彼此之间相距很远。

（2） 它们在脑皮质中的定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这种定位可以在脑的发育过程中或连续的练习阶段发生变化。

在“功能系统学说”基础上，鲁利亚提出人脑可以分为三个“基本功能联合区”。

第一功能联合区：调节紧张度或觉醒状态的联合区，脑干内上行网状系统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

第二功能联合区：接收、加工和保存来自外部世界信息的联合区，位于大脑半球后部，包括大脑皮质的视觉区（枕叶）、听觉区（颞叶）和一般感觉区（顶叶）及相应的皮质下结构。

第三功能联合区：制订程序、调节和控制心理活动的联合区，位于大脑两半球的前部，中央前回前方。

上述每个联合区中的皮质都有层次结构，至少由彼此重叠的、功能上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三种类型（三级）皮质区组成。第一级区：又称为投射皮质区，它接受并传导冲动；第二级区：又称为投射联络皮质区或认知皮质区，进行信息加工，识别信息；第三级区：又称为重叠区或联合区，负责实现由脑皮质许多协同区参与的心理活动的最复杂形式。

“功能系统学说”强调：一个“功能系统”任何部位损伤可以引起某一特定脑功能活动的损害；而不同部位的损伤可引起不同的症状和体征。

7.实验神经心理学

以前的研究多为在相对自然的状态下研究单一或少数患者的行为与脑解剖定位的关系，没有预先计划好的方案和定量的测定。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用实验方法研究脑和行为的关系，即用预先设计好的方案，对有不同病变部位或不同行为障碍的患者进行探查，并作定量分析，与无脑损伤的对照者进行比较。

这一阶段有价值的研究主要包括：由裂脑人的研究发现两半球功能的不对称性，知右半球也有语言功能；颞叶内侧部位与记忆功能密切相关。

二、认知科学的进展

认知科学是研究人类的认知与智力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研究内容包括知觉、学习、记忆、推理、语言理解、知识获得、注意、情感、意识、动作控制等高级心理现象。认知心理学与人工智能是认知科学的核心分支学科。

探索心智的历史十分悠久，对心智活动的尝试理解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哲学研究，但这些研究局限于哲学思辨和经验观察。

1.心理和精神活动研究史

（1） 中外古今的鬼魂附身说

人自从有了自我意识和语言后就在不断地探查精神和意识的奥秘。而他们的研究兴趣通常也是从精神错乱等病症开始的。在古代，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许多复杂的自然现象，包括人的生老病死都无力解释，只好归因于外来的力量，其中最盛行的就是物质与心理、肉体与灵魂两个对立本源的概念。他们把人的心理活动和情感看做是上帝所赋予的灵魂的作用。灵魂是附着于人体，支配人体思想行为的一种超自然的、无形的、永存的精神实体。人生下来就有灵魂附于其身，睡眠是因灵魂暂离体而去。灵魂归来时若找不到它的附着体，这个人就会死亡，若找错附着体则导致人的精神异常。因此对于精神错乱的现象，古人几乎一致地认为是鬼魂作怪。对于无论是癫痫患者，还是其他精神失常的病人，都认为是由于鬼魂附身，使其失去自由意志，导致行为失常，即患者的症状是鬼的行为。殷商时期出土的甲骨文表明商代人视鬼魂有善恶之分。如甲骨文有“今夕鬼宁”，“多鬼梦不至祸”（见图2-1 D），梦见鬼而无碍，说明这是善鬼。但也有恶鬼，如“庚辰卜，贞多鬼梦，惟疾见。贞多鬼梦，惟言见”（见图2-1 C），表明是做噩梦而胡言乱语，精神失常。在欧洲、非洲、南北美洲和南太平洋区域的许多岛屿发现的史前期人的颅骨上有洞状痕迹，且深浅大小不同，似为环状开颅（钻孔）术所致（见图2-7）。推敲其原因，可能是患有脑中风或癫痫之类脑病，当时的巫医认为颅内有鬼神作祟，因而开颅以祛鬼。而开颅后因颅内压降低，症状可得到缓解。另一种简单的“治疗方法”就是用折磨患者肉体和精神的驱鬼法，迫使患者自己承认是鬼怪。躯体折磨后患者精疲力竭，病症可得到暂时的缓解。其结果均使人们对鬼魂附身说深信不疑，以致这种“鬼魂附身说”到中世纪，尤其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因受宗教的负面影响而更为盛行。至今在少数地区和人群中，“鬼魂附身说”还有一定的市场，“疑神疑鬼”的人和事也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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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史前脑外科手术的证据



距今7000多年的人类颅骨，显示死者在活着时头颅被外科手术打开过的痕迹，箭头显示两处环钻术的位点

（2） 早期的精神心理学

公元前300余年，古希腊学者Hippocrates（希波克拉底）打破了这种传统的观念，他通过研究人体的解剖，包括癫痫患者的脑，大胆地提出，癫痫患者的病因是因为脑部有病（身体内的某种“体液”过盛或毒液所致），与鬼怪没有任何关系。他认为，人身体的某一功能失去了作用，才使人的精神失去常态，导致人的行为异常。希波克拉底对医学和解剖学的贡献使之被称为医学之父，而且他还是精神病学的始祖。同一时期的古希腊学者Platon（柏拉图）也曾描述过人的心理状态，尤其是情绪对生理状态的影响。

（3） 心主神明和七情致病

中医脏象学说以五脏为中心，而五脏又以心为中心。心主神明，“心藏神”，指的是高级神经中枢的功能，包括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心者，精神之所舍也。”在汉语中，心情、心理、操心、细心、痛心、意志、意愿、思、想、情、意等表达精神、意识、思维等的字词都与“心”直接相关。中国古代医典对心理和生理之间的关系也早有详尽的解释，提出七情致病的理论。七情即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的变化，在一般情况下，这些情志活动是人体对外界环境的一种生理反应。但是长期的精神刺激或剧烈的精神创伤，导致情志过度兴奋或抑制而伤及五脏，引起体内阴阳气血失调，脏腑和经络功能紊乱，从而致病。故有“息妄念以养心气，绝躁怒以养肝气，寡言语以养肺气，节饮食以养胃气，淡色欲以养肾气”之说。

（4） 心理生物学和身心医学

19世纪初，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发现人的生理和心理两种活动之间存在极为重要、密切而又微妙的关系。至19世纪中叶出现了两门以研究生理和心理之间相互关系为主的新学科，即“心理生物学”（psychobiology）和“身心医学”（psychomatic medicine），开始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和观察人的心理和生理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前者认为生理影响心理，从而使人行为异常；后者则认为心理影响了生理，从而使人得病。它们的共同理论基础是人是一个精神与物质密切结合的、不可分离的整体。

2.实验心理学

1879年，Wilhelm Wundt（冯特，1832—1920）在德国莱比锡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实验室，标志着实验心理学的诞生。人类开始用实验的科学手段研究心智问题，并使心理学转变成为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独立科学。在此早期，心理学家采用化学分析的研究思路，试图把人的复杂心理活动分解为基本的心理元素。但这种内省研究方法主观性太强，使这种心理的结构主义步入死胡同。

20世纪初，以美国心理学家J.B.Watson（华生，1878—1958）和B.F.Skinner（斯金纳，1904—1990）为代表的行为主义逐渐在心理学领域取得主导地位。行为主义反对研究看不见的心理现象，抛弃了对认知、意识、情感等高级心理活动的研究，只把能观察到的外显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即心理学研究行为而非意识。但是根据条件反射原理建立起来的行为主义只能确定行为产生的条件及其后果，无法解释其产生的内在原因。与此同时，在德国出现的格式塔心理学也削弱了行为主义。至20世纪50年代起，行为主义让位于认知心理学。

3.脑认知心理学

1949年，经过20多年的合作与研究，加拿大心理学家Hebb与Penfield和Lashley合作发表了《行为的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Behavior）一书，奠定了现代认知科学的基础。Hebb成为脑与行为关系方面颇有影响的理论家，被誉为“认知心理生物学之父”。1967年，U.Neisser出版的名为《认知心理学》的专著则被认为是认知心理学理论体系初步完备的标志。随着认知心理学的确立，脑认知功能实验研究（脑激活试验）的广泛开展及新的功能性脑成像技术（SPECT、PET和fMRI）的问世，在过去的30年，脑认知功能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

（1） 认知心理学的确立

认知心理学是用信息加工的观点和术语，说明人的认知过程的科学。它们把人脑看做类似于计算机的信息加工系统，把心理活动看做序列的信息加工过程，而脑的认知过程就是人接受、编码、操作、提取和利用知识的过程。认知心理学家采用严密精细的实验设计，通过不同的刺激和指导语来测量反应和反应潜伏期，由此来推论涉及刺激和反应之间的信息处理过程。对人的感知觉、注意、表象、学习记忆、思维、言语等心理活动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揭示人的认知过程的心理机制。脑认知神经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之一是它不强调研究报告中的例数，即使只对一例脑损伤患者进行了详尽的实验分析，也可以成为一篇优秀的论文。

（2） 脑认知功能实验研究（脑激活试验）的广泛开展

脑激活试验是指对正常人进行特异的生理性（触觉、听觉、视觉等）刺激，或让受试者执行某一特定的作业（思维、学习、注视等），以激活与之相关的特异的脑区；同时对这些被激活的脑区进行定位探查，对其活性变化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脑的正常功能活动模式与脑解剖结构（脑功能区）的关系。脑激活时，相关脑功能区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的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活动的快速增强，突触区域的能量消耗是最高的。局部脑组织对葡萄糖和氧的额外需求导致该部位脑血流量的增加。这样就可以通过测定局部脑血流灌注和血容量（rCBF、rCBV）以及局部葡萄糖和氧代谢率（rCMRGlu、rCMRO2
 ）来测量脑的激活。通过与静息状态的对比，可以探查被激活的脑区及其活性变化。

脑激活试验也可在病人群中进行，以了解脑功能区的损伤与脑功能活动障碍之间的关系。

（3） 新的功能性脑成像技术（SPECT、PET和fMRI）的问世

脑处于封闭的颅腔内，在颅骨严密的保护下免受一般的伤害，但也使我们无法在活体状态下观察脑的解剖结构和生理病理变化。20世纪初和50年代问世的脑电图和放射性核素脑扫描使我们可以在体外观察活体脑内的电生理和脑血流的变化，但其分辨率仍不理想。直到30年前放射性核素脑显像（PET和SPECT）、功能性磁共振显像（fMRI）、脑磁照相术（MEG）和磁共振光谱（MRS）的相继问世，使脑认知功能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有了突破性进展。











第二节　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技术和方法






一、脑功能定位技术的进展

人脑功能区的定位最早和最普遍的方法是临床观察、尸体解剖和动物实验。通过病人生前特异的脑功能损伤的确认和死后病人尸体解剖探查脑损伤的部位，将两者直接联系起来就可以定位特异的脑功能区。然而用这种方法累积大量相同的病例非常困难，Paul Broca为确认左额叶的运动性语言功能区（Broca's区）前后用了20多年时间。近100多年来，多种脑功能定位技术的问世和不断进展使人脑功能区及相互关系的研究有了飞速的进步。

1.脑自发电位和相关技术

自20世纪初以来，动物实验、术中电刺激探查和脑电图的应用加快了脑认知功能的研究。1789年意大利科学家Luigi Galvani在蛙腿肌肉标本实验中发现了神经的电活动，提出了神经是通过电信号，而不是通过流动的液体与脑相联系的观点。这一时期也是电生理的开创期。1929年由德国精神病学家Hans Berger首先发表了脑的自发电位的论文，标志着人类脑电图（EEG）的问世。到20世纪50年代，EEG已在大学和技术中心普遍应用，而到了60年代，在中等医院和小诊所也可见到。在这段时间，Penfield和合作者在给清醒的病人行脑外科手术期间，电刺激其不同部位大脑皮质，观察病人的反应和出现的症状，并据此绘制出人脑皮质运动区、感觉区、听觉区、视觉区等的精确部位，完成了著名的运动矮人图（见图2-6）。随着计算机在生物学中的应用，特别是用于EEG分析而产生了事件相关电位（ERP）。而现代ERP技术则是以1964年英国心理学家Walter发现伴随复反应（CVN）和美国心理学家Sutton发现P300为标志，使脑波与心理关系的研究获得一系列突破。当脑组织发生病理或功能改变时，这种曲线即发生相应的改变，从而为临床诊断、治病提供依据。1968年，David Cohen第一次将磁源显像（MSI）用于测定脑活性。这是一种将MEG和MRI结合形成的脑功能显像技术，而成功的临床报告在20年之后才获得。

2.神经放射学和神经核医学

神经放射学技术是医学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1886年2月，Thomas A Edison进行了第一次人脑X线摄片的尝试，然而因为颅骨的障碍，他的实验以失败告终。1897年，现代神经外科之父Harvey Cushing为一名颈椎含有子弹碎片的神经外科病人作了颈椎X线估价，然而当时的平均暴露时间需35min之久。以后25年所获得的颅骨X线片得到许多像“团块效应”、“钙化的松果体”这样的重要结果。1918年，Walter Dandy介绍了一个令人关注的技术上的突破，即以空气为对比中介，经蛛网膜下腔或脑室穿刺进行气脑造影或脑室造影。但因有明显的风险和严重的不适感，几年后该技术和全身麻醉结合在一起应用。20世纪20年代，Egas Moniz开辟了经脑动脉造影的早期工作，最早需外科手术进入颈内动脉，随后直接经皮行颈动脉穿刺获得成功。1949年，Wada用动脉造影作为显像指导，将异戊巴比妥直接注入讲话优势一侧的颈动脉，第一次描述神经放射学的脑功能估价。1974年，Charles A Mistretta对动脉造影的显像质量和时间进行了改良。该技术是数字减影动脉造影的开始，预告进入一个完全新的神经放射介入学领域。现在的导管几乎仅比人的头发稍粗一点，实际上可以放在脑的任何部位进行探查或介入治疗。1972年，伦敦EMI公司的Godfrey N.Hounsfield（亨斯菲尔德）发明了第一台临床计算机断层X射线成像（CT）仪；与此同时南非物理学家Allan Cormack也发表了CT技术可行性的论文。脑CT显像第一次无创性地把活人脑的解剖结构清晰地展示在人们眼前，是神经放射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性的转变。

在神经放射学技术取得进展的同时，其他神经显像方法也不断出现。1948年，George Moore报告了成功地使用静脉内注射放射性示踪剂技术以探查脑肿瘤。放射性核素133
 Xe脑血流测定和显像及99m
 Tc标记示踪剂脑扫描作为非侵入性的检查，因其无副作用或无并发症而迅速地成为神经学诊断的重要工具，与脑动脉造影一起成为20世纪60—70年代基本的神经显像技术。1963年，Kuhl D.E.和Edwrds R.Q.研制成功一台头颅放射性核素横向断层扫描仪并应用于临床。但因其在图像重建时仅用了简单反向投影，所以图像对比度差。将CT使用的计算机重建技术应用到核医学研究，又促使SPECT和PET相继问世，使放射性核素脑显像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75年，Phelps和合作者描述了现代PET扫描的基本原理。自那时开始，PET技术不断改进，并广泛应用于脑部疾病的诊断和脑认知功能研究，被誉为20世纪继高能物理和基因工程之后第三个最伟大的成就。1973年，Paul Lauterbur第一次报告磁共振（MR）显像，但直到1977年才由Damadian和Cohorts发表了第一个人MR显像图。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MR被推向非侵入性医学显像的最前沿。90年代功能性磁共振显像（fMRI）问世，脑认知功能研究又多了一个简便有效的工具。

二、脑电图和脑磁图

大脑皮层的神经元具有生物电活动，因此大脑皮层经常有持续的节律性电位改变，称为自发脑电活动。临床上把用头皮双极或单极记录法来观察皮层的电位变化，记录到的脑电波称为脑电图。将动物的颅骨打开，或在病人进行脑外科手术时，直接在皮层表面引导的电位变化，称为皮层电图。利用电子计算机处理脑电信息的脑波成像技术则为脑电地形图，亦称等电位脑电图。此外，在感觉传入冲动的激发下，脑的某一区域可以产生较为局限的电位变化，称为脑诱发电位。与刺激有固定时间关系所形成的一系列脑电波则为事件相关脑电图。把大脑神经元的电活动所产生的磁场重叠到相应的MRI图像上即可获得脑磁图。

1.脑电图和脑诱发电位

（1） 脑电图

人体组织细胞总是在自发地不断地产生着很微弱的生物电活动。利用在头皮上安放的电极将脑细胞的交流型生物电活动引出来，并借助电极和电子放大器放大后记录在专门的纸上，得出有一定波形、波幅、频率和位相的图形、曲线，即为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y，EEG）。脑电图所记录的节律性电活动是大脑皮质椎体细胞及其树突突触后电位综合而成，并由丘脑中线部位的非特异性核（如中央内侧核、中线核等）起调节起步作用。这可能是丘脑与皮质间的兴奋和反馈作用决定着脑电的节律性同步活动。

EEG与人体的意识水平密切相关。当大脑活动增加时，EEG节律增高而波幅降低。例如研究者发现声音刺激可以激发脑干的神经活动，并且能够用头皮电极记录下来。目前EEG主要用于诊断脑疾病所致脑功能的异常状态，如癫痫、颅内占位病变（脑肿瘤）、脑外伤、炎症、昏迷、脑死亡等，同时也用于研究正常和异常的睡眠过程。另外，EEG也可用于隨访脑部某些疾病的演变转归及对药物治疗的反应，并且对某些内科疾病、代谢异常（如肝昏迷前期）等亦有诊断上的帮助。脑血管病的脑电图，尽管无特异性改变，但对诊断和预后的判断，以及与脑肿瘤的鉴别仍十分有意义。脑血管病急性期90%脑电图出现异常，主要是慢波增多，尤其是病灶侧更明显。

（2） 脑电图的波形

脑电图的波形分类，主要是依据其频率的不同由人工划分的。在不同条件下，波形频率的快慢可有显著的差别，每秒0.5～3.0次的波称为δ波，4～7次的波称为θ波，8～13次的波称为α波，14～30次的波称为β波。一般说来，频率慢的波其波幅常比较大，而频率快的波其波幅就比较小。例如，在成年人头皮上引导时，δ波可有20～200μV，α波有20～100μV，而β波只有5～20μV（见图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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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常见的EEG波形（Malmivuo ＆ Plonsey，1995）



（a） α波，8～13Hz，正常人清醒闭目/头枕部；（b） β波，13～30Hz，额部、顶部；

（c） δ波，0.5～4.0Hz，儿童、睡眠中成人；（d） θ波，4～8Hz，婴幼儿、儿童、睡眠中成人；（e） 棘波，癫痫病人特征性改变

（3） 脑诱发电位

大脑皮层诱发电位（EP）一般是指感觉传入系统受刺激时，在皮层上某一局限区域引出的电位变化。受刺激的部位可以是感觉器官、感觉神经或感觉传导途径上的任何一点。但是广义地说，用其他刺激方法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的电位变化，也可称为诱发电位。例如，直接刺激脊髓前根，冲动沿运动神经逆向传至脊髓前多角引起的电位变化，亦可称为诱发电位。根据其诱发的部位不同又可分为体感诱发电位（SEP）、听觉诱发电位（AEP）、视觉诱发电位（VEP）、运动诱发电位（MEP）等。由于皮层随时在活动着并产生自发脑电波，因此诱发电位时常出现在自发脑电波的背景之上。在动物皮层相应的感觉区表面引起的诱发电位可分为两部分，一为主反应，另一为后发放。主反应出现的潜伏期是稳定不变的，为先正后负的电位变化。后发放尾随主反应之后，为一系列正相的周期电位变化。皮层诱发电位是用以寻找感觉投射部位的重要方法，在研究皮层功能定位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2.事件相关脑电图

事件相关脑电图（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ERP）是与实际刺激或预期刺激（声、光、电）有固定时间关系的脑反应研究所形成的一系列脑电波。这些脑电波变化十分微弱（0.1～20μV），掩埋在自发脑电位（波幅范围在±100μV，频率范围在40Hz左右）中难以观察。但利用诱发电位固定的锁时关系，经过计算机的叠加处理，则可以提取出ERP成分（见图2-9）。ERP的时间分辨率为1ms，而空间分辨率为数厘米。为弥补ERP空间分辨率的限制，目前采用多达128导或256导的高密度记录系统和偶极子溯源分析以明确脑电活动的神经发生源（见图2-10）。ERP由于技术成熟、造价低廉而得到广泛应用，被誉为观察脑的高级功能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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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听觉刺激诱发的20余个ERP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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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美国脑电图学会推荐的标准电极点和国际脑电记录系统（Sharbrough，et al.，1991）



3.脑磁图

脑磁图（magnetoencephalography，MEG）又被称为磁源成像（见图2-11），是近10余年开始应用于功能神经影像学研究的。大脑功能区兴奋（工作）时所形成的电流，在头颅外表会产生感应磁场。脑磁图利用超导技术制成的高敏感传感器，在颅外及时探测大脑神经元的电活动所产生的磁场，并且把所探测到的磁源重叠到相应的MRI图像上从而确定磁源的位置，绘制脑磁图，便可反映大脑内部的神经活动。利用脑磁图，研究者可以从颅外记录到神经信号，并且能识别出颅内发出这些信号的部位的信息。研究者利用这种方法画出了人类躯体感觉（触觉）和视觉皮层区图，并画出了脑的这些部位接受传入信号的神经通道。脑磁图不受组织导电率的影响，具有极高的时间分辨率，可用于语言功能的定侧定位研究。此外，脑磁图在阅读困难症等认知障碍的病因研究和疗效观察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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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脑磁图仪（左）和1例脑出血引起右颞叶听辐射损害致鉴别讲话的能力下降患者的脑磁图检查结果（右），可以观察到右半球（影响侧）没有反应，而左半球（对侧）对噪音（white noise）和讲话声音（vowel/a）的反应没有差别（Naito，1995）



三、现代影像技术

1.133
 Xe脑血流测定

放射性核素133
 Xe是一种扩散性示踪剂，进入血循环后能自由地通过正常的血脑屏障，迅速为脑组织摄取，然后从脑组织中洗出。脑组织摄取和洗出133
 Xe的量和脑血流成正比关系，测定人脑组织中133
 Xe的累积量（放射性计数率）就可以计算脑血流量。1961年，Lassen和Ingvar介绍了探查局部脑血流的颈内动脉法，使测定在特异的信息处理期间局部脑血流的变化成为可能。1963年Glass H.I.和Harper A.M.推荐将133
 Xe用于脑血流测定。


133
 Xe脑血流测定有两种方法，即颈动脉注射法和吸入法。早期的脑认知研究多用颈内动脉注射法测定局部脑血流，每次只能测定一侧半球的脑血流。测定时受试者头部置于安有许多小探头的头盔内，使探头紧贴于欲探测脑半球的侧面。探头数通常为32～64个，最多的可达254个。颈内动脉穿刺成功后，“弹丸式”注入133
 Xe，用探头记录各个相应部位的放射性计数，再用计算机算出每个感兴趣区（ROI）的局部脑血流（rCBF）参数，绘制出半球的脑血流分布图。该方法测定脑血流具有无需取动脉血样本、辐射剂量低、可在短时间内重复测定且重复性好等优点。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用多闪烁探头仪测定133
 Xe的局部脑血流研究在全世界的许多实验室中得到广泛运用。但由于其分辨率差，不能测定深部，如基底、丘脑等部位的脑血流，有一定的局限性，在SPECT和PET问世后已不再使用。

2.CT和MRI

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和磁共振显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是在20世纪70年代相继问世的新的显像技术，可以将活人体内任何部位（包括脑）的横断层和冠状面、矢状面的正常解剖结构及病变组织的结构非常清晰地显示出来，是神经系统疾病诊断和研究的重要工具。这些脑解剖成像技术也可以用于研究脑结构损伤和认知功能缺陷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了解认知功能的脑解剖学基础提供重要的信息。但是它们在本质上只能提供脑解剖结构的静态图像，几乎不能提供任何真正的功能信息，在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方面有其局限性。

3.单光子断层显像

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single 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SPECT），可利用单光子核素标记的放射性示踪剂探查人体脏器组织的形态和功能。例如，将脑血流灌注示踪剂（99m
 Tc-ECD）通过静脉注射引入人体内，示踪剂可以自由地穿过正常的血脑屏障进入脑组织，被脑细胞所摄取并固定在脑细胞内，在较长时间无再分布现象。它在脑组织中的聚集与血流量成正比，此时用SPECT可以探查到放射性示踪剂在脑内的分布，从而了解脑的整体和局部的血流灌注（rCBF）（见图2-12）。当脑内发生病变或受到刺激时，相关部位脑组织的血供减少或增加，显像图上就会出现异常放射性减低或浓聚区，并可通过数据处理系统给出定量分析指标。SPECT也可用于脑受体显像，了解脑内特异受体结合的部位和活性变化（见图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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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　双探头SPECT显像仪（右）和99m
 Tc-ECD SPECT脑血流灌注显像（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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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3　正常人99m
 Tc标记SPECT脑受体显像（左为D2受体显像，右为DAT显像）



4.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

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PET）（见图2-14）是当代最先进的分子影像技术。它利用人体主要元素的超短半衰期正电子核素（18
 F，11
 C，13
 N，15
 O）标记示踪剂，引入人体后，参与体内的生理生化代谢过程，通过计算机断层显像，无创性地从体外对人体内的各种生理过程，包括血流量、血容量、局部葡萄糖利用、氧消耗、氨基酸代谢、蛋白质合成、血脑屏障的完整性，以及受体的位置、密度、分布等变化进行定位、定量、动态检测，使我们能从细胞和分子水平观察到活体脑组织的功能状态和正常人的高级神经精神活动的过程以及各种脑疾患引起的脑功能异常改变，是研究人体，特别是大脑奥妙的先进技术和有效手段。目前PET已被广泛用于研究脑对各种感觉、运动和认知活动的反应，其中大多数是用18
 F标记的2-脱氧葡萄糖（18
 F-FDG）测定脑在葡萄糖利用中的局部变化（rCMRgl）。其他方法包括使用短半衰期的示踪剂11
 C-2-脱氧葡萄糖测定rCMRgl及用15
 O标记示踪剂测定局部氧利用率（rCMRO2
 ）、局部血容量（rCBV）、局部氧摄取分数（rCOEF）和rCBF的变化，稳定的 C15
 O2
 吸入法也可用于测定神经行为活动研究中的rCBF。18
 F-FDG是一种葡萄糖的类似物，通过静脉注射引入人体内可被脑细胞所摄取并固定在脑细胞内，它在脑内的分布取决于脑细胞的代谢需求。因此PET脑葡萄糖代谢显像可以直接反映脑的局部代谢活性和功能状况（见图2-14）。但18
 F的半衰期相对较长（110min），一次显像研究需要较长时间，不便在短时间内进行多次重复研究。而使用11
 C-2-脱氧葡萄糖可以部分地克服上述缺点，因为11
 C的半衰期只有20min，而15
 O的半衰期更短（仅2min），用15
 O标记的示踪剂进行PET脑血流灌注显像每次测定在少于1min的时间内进行，同一受试者在2h内可进行8次以上rCBF测定，有助于同一个受试者在一次实验中进行多次重复或不同操作研究以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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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　PET-CT仪和正常脑18
 F-FDG代谢显像



5.动物PET

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离不开动物实验。非人灵长类动物（猴和猩猩）脑的结构和大脑皮质的发育程度最接近人类，因此早已被应用于生物医学、解剖学、神经精神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领域的研究中，特别是活体的认知和心理试验。但它们的饲养、训练和实验操作均有较大难度，且资源有限，只有少数单位可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更广泛使用的实验动物是猫、狗及大鼠、小鼠等小动物。自从人体的临床PET问世后即有人尝试将其用于小动物活体实验研究。然而，小鼠的重量通常为20～30g，大鼠为200～300g，而成人重量为70000g，几千倍于小鼠，几百倍于大鼠；人脑从皮质的顶部到颞叶基底部的距离大约为105mm，大鼠大约为10mm，而小鼠则只有大鼠的2/3左右大小（见图2-15）。所以小动物显像要获得与人显像一样的质量，PET仪的空间分辨率必须比专用于人的PET仪高出10倍以上。目前，人PET的空间分辨率为4～5mm，这显然无法满足小鼠活体显像的需要，因此小动物PET（animal PET）或微型PET（micro PET）仪的开发研制就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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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5　人脑和大鼠脑大小模型对比



最早的动物专用PET为由MRC（Cyclotron Unit，Hammersmith，London，UK）设计，CTI（Knoxville，TN，USA）生产的RAT PET。其后由美国UCLA大学设计和建造的CTI 713型、MGH的PCR-1型、日本Hamamatsu的SHR-2000型等动物PET也相继问世。这些仪器的环直径较小，适合动物显像，许多公司又根据实验动物的大小设计不同的环径，将其分为灵长类专用（见图2-16）和鼠类专用的微型PET（见图2-17）。目前动物专用PET发展迅速，种类较多，动物专用SPECT，以及动物专用的PET/CT，PET/MRI，SPECT/CT，SPECT/MRI等也相继投入市场。尽管使用的仪器灵敏度不一，空间分辨率未达到亚毫米级，但也已达到1～2mm范围，可满足大部分小动物实验的显像需求，包括大鼠所有器官，用各种不同示踪剂的动态、静态显像（见图2-18），小鼠躯体器官的18
 F-FDG显像，小鼠脑受体的阳性显像（如D2受体、DAT显像等）。但是，小鼠脑血流灌注和18
 F-FDG代谢显像的图像质量尚不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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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6　日本滨松公司生产的Hamamatsu SHR7700动物PET仪，专用于非人灵长类的脑显像。猴子经过训练后可以将其头部固定在探头中心的支架内，然后在研究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各种认知试验的脑显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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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7　美国UCLA和CTI公司联合研制生产的microPETR4型鼠专用动物P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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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8　用LSO晶体动物专用PET仪显像得到的猴脑FDG分布（左）和大鼠脑FDG分布（右），脑内细微结构均能清晰显示（深色箭头表示大脑皮质，空白箭头表示丘脑）



6.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目前应用最多的是依靠血氧合水平（BLOD）磁共振成像法。人脑在内外刺激作用下处于功能活动状态，神经活动兴奋性增强，局部脑血流、血容量及血氧消耗增加，导致该部位静脉中血氧浓度增高，脱氧血红蛋白相对减少。脱氧血红蛋白是顺磁物质，氧合血红蛋白是逆磁物质。将这种磁性物质的相对增减记录下来就可以反映相关脑区的激活状态。其独特的优点是不用注射放射性示踪剂，受试者容易接受；可在MRI的脑解剖图上直接精确地显示脑激活部位（精确定位）（见图2-19），且时间分辨率较SPECT和PET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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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9　正常受试者认知试验时的脑fMRI



A：执行词产生试验时的脑激活区；B：执行图片命名试验时的脑激活区

但fMRI用于脑认知研究也有其不足之处，主要是探查到的变化局限在脑血管内，且目前只能反映活性增加的部位，对于可能同时发生的活性代偿性降低的部位不能显示。而最重要的是受试者必须在MRI室，躺在检查床上，头放在MRI的探头内，在进行相关认知激发的同时进行采集，难以模拟脑激活试验的“自然环境”。

四、生理刺激（脑激活）的功能显像研究

人与其他动物主要的区别之一就是人具有语言和抽象思维的能力，而这些意识活动的物质基础就是大脑皮质。事实上，人的各种不同的感觉、运动和认识功能都与脑的组织结构及其代谢和血流变化密切相关。认知神经科学中的一个非常有意义和重要的课题就是关于人的主观意识及对各种不同的生理刺激的反应和它的解剖学基础的关系的研究。放射性核素技术以“活化（activation）”研究的形式对这个工作做出贡献。这种活化研究就是在特异的精神和生理活动期间探查人脑的葡萄糖代谢和血液变化的PET和SPECT显像，它们可以用相对的或绝对的显像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大多数活化（生理刺激）研究在概念上是简单的，但要求严密地注意实验的细节和统计学分析。

在正常的脑中，CBF和脑代谢率是与脑功能密切相关的。正常脑有能力调节全脑和局部的血供（自动调节）以对生理活性的变化作出反应，表达为“脑生理学和脑血流/代谢的匹配”。例如，一个简单的视觉刺激将导致距皮层和邻近的相关皮层中视觉中枢rCBF和rCMRgl的可测定的增加；而在复杂的生理学过程如视觉学习期间，脑的其他部位的相关中枢也显示rCBF或rCMRgl增加。许多学者已经用PET和SPECT从多方面研究了正常人对生理性刺激，像感觉、运动活动、记忆作业和认知作业时的脑血流和代谢的反应，以探索脑的情感和认知活动的神经生理学和神经解剖学基础。为了能正确解释生理刺激的影响和估价各种脑异常的影响，必须有用以进行比较的适当的对照者。这个对照者的确定是很重要的，它可以是其他正常志愿者，但更多的是接受生理刺激研究的受试者本人。一般情况下，通过把受试者放置在一个可以重现的环境中，要求将感官的刺激降低到最小限度，不进行任何与试验无关的精神活动，以获得最初的“静息”的基线脑显像作为对照组。然后受试者接受一种刺激（如听觉、视觉、触觉、嗅觉等生理性刺激），或执行一项活动（如某种特定的认知作业），在此期间再注射示踪剂，并进行第二次扫描。通过半定量分析、SPECT数字减影技术和统计学参数图（SPM）可以获得基线和刺激扫描之间的局部差异图像和定量数据，确定与该种刺激或活动反应有关的脑的部位及其代谢和血流的变化。在很多情况下设计的脑激活试验中不得不包括一些与实验目的无关的刺激，就要在设计对照的基线显像时将其包括进去。例如受试者执行词理解试验时，需要在每听到一个有特定意义的词时用手在空中轻轻甩一下来表示，那么在设计对照组试验时，就要让受试者在同样的环境中，没有任何听觉干扰，仅仅每隔一定时间轻轻甩一下手。

放射性核素脑显像（SPECT和PET）是大脑功能（血流灌注或葡萄糖代谢）状态的即刻快照，即反映注射示踪剂瞬间的脑功能状况。我们可以在自然的环境（如让受试者坐在书桌前或站在教室面对听众）中进行相关的认知试验，以激活和增高大脑特定功能区的活性，当其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通过预置的静脉通道将显像剂注射入体内，随血流到达脑，被脑细胞摄取而在脑内固定分布。其在脑内的分布与注射即刻的局部脑的血流和代谢相匹配。在注射后20～60min内再到SPECT或PET机房进行显像，即可获得注射时刻的脑功能显像图，这样探查到的脑激活区更符合预期的脑活动状态。

脑功能成像技术及脑激活试验也已广泛用于脑功能异常者的研究以探查患者部分脑区损伤后其相关脑功能变化及代偿情况，了解脑损伤与脑认知功能异常的关系，探索脑功能恢复的途径及其与脑损伤修复的关系等。通过这些研究不仅可以把对人脑认知功能的揭示不断引向深入，而且对脑病患者的诊断、治疗及疗效观察也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图像处理软件的设计和应用

对于同一受试者在激发试验前后两次显像所获得的图像需要经过对比分析才能明确与激发试验相关的脑功能部位。一些数据分析方法已经被用于确定脑血流灌注/代谢变化的部位和程度，以及脑血流/代谢与特定的脑激活实验中脑活性之间的关系。目前用于图像分析和处理的方法有四种，即定量分析、半定量分析、数字减影和统计学参数图（SPM）。

1.定量分析

定量分析是通过合适的房室模型获得某个脑区绝对的血流量、葡萄糖代谢率、氧代谢率、受体密度等生理生化指标。目前已获得广泛认可和应用的有123
 I-IMP/SPECT脑血流灌注、15
 O-H2
 O/PET脑血流量、15
 O2
 /吸入/PET氧消耗、18
 F-FDG/PET葡萄糖代谢率定量测定等。99m
 Tc-HMPAO/SPECT和99m
 Tc-ECD/SPECT脑血流灌注及许多受体密度定量分析分析的研究也有报道，有的已用于实验研究和临床。以葡萄糖代谢率定量测定为例说明，Phelps在Sokoloff的动力学模型基础上，考虑了去磷酸化过程，修正了动力学模型，即为现在通用的三室模型。FDG的三室模型由血浆FDG、脑组织FDG和组织中的FDG-6-PO4
 这三部分组成。在平衡状态下，葡萄糖利用率为一常数，假设没有糖原合成与分解，那么，葡萄糖的磷酸化率等于糖酵解率，且糖酵解过程中任何一步的速率等于糖酵解总过程的速率，这样测定处于滞留和平衡状态的FDG-6-PO4
 即能计算出葡萄糖的代谢率。用18
 F-FDG测定脑局部葡萄糖代谢率时，需预置桡动脉导管，在弹丸式静脉注射18
 F-FDG的同时至注射后15min内，不停地分时段从动脉中采血，测定血液中放射性记数及示踪剂代谢产物的含量，注射后40min行脑断层显像，最后通过葡萄糖定量公式得到各脑区的葡萄糖代谢率。该方法可以得到全脑及各个局部脑区绝对的葡萄糖代谢率，可以对脑功能状态下葡萄糖代谢率绝对值进行直接分析，从而得到某特定感兴趣脑区葡萄糖代谢率变化的数值。但葡萄糖代谢定量测定的方法相对比较烦琐，因此在临床和科研中并不常用。

2.半定量分析

SPECT和PET脑显像的半定量分析是指脑局部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ing，ROI）或被激活部位（active region）与脑内某一特定的对照区（对侧相应脑区、小脑或全脑）的平均放射性计数比值，即激活（或活性）指数（activation index，AI）。

AI=（某一激活区每pixel平均计数/小脑或全脑每pixel平均计数）×100%

半定量分析不仅可以帮助发现用视觉难以确定的异常或激活区域，了解异常或激活的程度，提高诊断的灵敏度，还可以在病人或受试者的多次显像之间，不同病人或受试者之间，以及不同实验室之间进行比较，为临床和研究提供更可靠的信息。此方法非常简单、方便，易于在临床和研究中推广应用。半定量分析可用的方式多种多样，这主要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研究方式的不同等进行选择。通常，半定量分析所用的对照区有感兴趣区对侧相应部位、小脑或全脑。考虑到小脑也参与部分语言认知功能活动，故以全脑作为半定量分析的对照区较为适宜（见图2-20）。传统的ROI方法，通过勾画ROI，计算区域内的放射性计数，与参照区放射性相比后得到的数值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得到结果。ROI虽然直观、方便，但主观性强、重复性较差，并且SPECT和PET图像提供的是功能信息，研究者需要同时借助CT或MRI通过图像融合才能精确确定ROI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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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　感兴趣区设置示意



3.数字减影技术

数字减影就是将每一个受试者的两次脑数字显影图进行相减，通常将第一次在静息状态下获得的脑显像图作为基线显像（减数），第二次激发状态下获得的脑显像图作为被减数，两者相减获得的就是与激发内容相关的特定脑功能区的定位图（余数）。将该定位图再叠加到第一次脑显像图上，就可以直观地看到该特定脑功能区在大脑中的具体解剖部位（见图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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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　数字减影模式



由于核素脑显像存在仪器分辨率小，图像本底计数高，数据采集时间长，示踪剂衰变快，两次显像大多不能在同一体位下获得等不足之处。因此，在应用数字减影技术处理两次不同时间获得的显像图时，需要解决的关键的问题是两次图像的空间匹配和归一化。归一化是指在对图像进行处理时，要将两次图像的总计数调整到一个水平。同时由于两次显像时受试者头的摆位及头部与探头的距离等不同，还要对图像进行平移、旋转和缩放，以解决两次图像空间位置和大小不匹配的问题（见图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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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　两次显影图空间位置和大小匹配示意



4.统计学参数图

统计参数图（statistical parametric mapping，SPM）是一种基于体积像素（体素）灰度值对全脑功能成像进行数学计算并作出统计学分析的工具软件。它以像素作为最小的分析单位，对每个像素所包含的信息大小进行统计检验，将统计学上有意义的像素提取出来得到统计推断图。SPM的理论和思想最初由英国伦敦Hammersmith医院Wellcome认知神经学系的K.J.Friston等在1999年提出，最初是针对于脑功能激活实验的H15
 2
 O PET研究。考虑到18
 F-FDG在脑内的分布与H15
 2
 O有相似之处，因此，近年来有研究者将SPM直接用于18
 F-FDG的PET脑成像研究。在不要求绝对定量的情况下，SPM分析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可以对不同研究对象或同一研究对象几次显像之间的图像按照某一参考区作为权重进行归一化，以使不同对象或同一观察对象多次成像之间的局部脑血流或代谢具有可比性。SPM是目前最普及的认知神经学数据分析方法，已成为国际上脑功能影像学研究公认的金标准，在PET，SPECT和fMRI脑功能分析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

（1） 进行SPM分析必须具备的条件

1） 图像格式转换程序。经SUN SPARK工作站处理后的横断面图像通过WebView软件（ADA Co）传输到装有Windows98（Microsoft）的个人电脑上，并转换为Analyze数据格式。即SPM分析过程中所必需的图像格式。目前，各厂家PET，SPECT图像已逐步改为通用的DICOM医学图像格式，但一些老的PET，SPECT图像并不是DICOM格式，因此必须有合适的程序将这些图像先转换为DICOM3.0格式，再转换为Analyze格式，这一步是脑功能研究SPM分析的关键。MRIcro程序作为免费的图像转换软件可以很好地将多种医学图像（DICOM，Elscint，GE，Picker，Siemens，VFF等图像格式）转换为Analyze格式，是一个实用性很强的软件。

2） MATLAB软件。SPM是建立在通用数学软件包MATLAB基础上开发的图像分析系统。MATLAB是MathWorks公司于1982年推出的一套高性能的数值计算和可视化数学软件。在SPM软件包内并没有后缀为.exe的可执行文件，SPM的运行必须依赖于MATLAB软件。

3） SPM软件。SPM软件是免费提供的图像分析软件。1991年，K.J.Friston推出的最早期SPM软件版本为SPM classic，1994年推出第一个重要的修订版SPM94，其后又陆续推出SPM95，SPM96，SPM99等版本。目前的最新版本为SPM2，它不仅可以处理PET，SPECT图像，而且可以处理fMRI图像，对fMRI功能图像的分析也有其独特的优势。SPM软件可以从SPM课题组的主页（www.fil.ion.ucl.ac.uk/SPM）下载，在此网页还可以下载相关的培训教材（course note）。

在MATLAB 6.1（Mathworks Inc，Sherborn，MA）平台上，应用脑功能分析软件SPM2 （SPM2，Wellcome Department of Cognitive Neurology，London，UK）即可对PET图像进行图像预处理和统计分析。

（2） 图像分析的主要步骤和内容

用SPM进行数据处理分析主要分为预处理和统计分析两大部分。

1） 数据预处理。数据的预处理包括：

①　校准（realign）。通过SPM的realignment（校准）模块进行图像的位置校正，实现图像对齐和空间标准化。这是因为在单个研究对象多次图像采集时，并不能保证每次头位一致。但受检者的头是刚性结构，通过容积融合的概念，应用SPM中可进行移动校正的Realign模块，对单个个体的多次脑显像图进行移动和位置校正，达到同一个体多次检查图像头位的一致。又由于不同受试者大脑在解剖结构上的差异，在比较时需要把不同的大脑图像进行空间标准化处理，将其转化为大小和朝向都相同的标准化图像（见图2-22）。空间标准化结果的好坏直接取决于扫描图像和模板之间的匹配程度。

②　全脑归一化（normalize）。采用SPM全脑平均体素域值（TMVV）为归一化参数，对每个研究图像进行归一化处理。TMVV可分两步算出，首先计算研究图像的体素灰度值S，将灰度值小于S/8的体素视为脑外组织予以剔除。剔除灰度值小于S/8的所有体素后，求解出所有剩余体素灰度值的平均值，该值就是TMVV。然后将每个受试者每次脑显像图的全脑活性通过成比例缩放调节到全脑50ml/100g/min 的标准值。通过对PET图像进行像素值大小的标准化处理，可以去除由于注射放射性药物剂量不同等所引起的被研究对象之间像素总体差异所致局部像素之间的差异。

③　高斯平滑（smooth）。这一步是对图像数据进行高斯平滑，确保图像数据具有随机高斯场的性质，以满足SPM的统计假设。同时控制个体解剖的差异所造成的影响和提高信噪比。

④　切割（segment）。用一定的方法将图像分割为白质和灰质，用于不同图像，如核医学图像和MRI图像之间的配准。

2） 图像统计处理

先确定分析图像数据的统计模型，然后进行相关的参数估计。SPM中有3种统计模型，即PET/SPECT模型、fMRI模型和基本模型。前两者分别适用于PET/SPECT或fMRI产生的相关数据，而后者适合于对独立数据进行随机效应分析。在模式内部可以通过研究对象数目，是否有协变量，研究条件（condition）数目，是否有以上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研究效应是固定还是随机等因素确定选用何种统计模型。模型设置完成后进行模型估计，随后给出各个参数的SPM.mat文件。程序自动进行统计推断和检测，包括用SPM分析对两组脑FDG PET或rCBF SPECT图像进行配对t检验统计分析（p值=0.01未纠正），统计所得到的一系列数值构成了统计参数地图SPM｛Z｝，也就是两组间有统计学差异区域的投射图（见图2-23）。该投射图一方面直观地显示被明显激活的脑区，同时根据变化差异显著（p＜0.01）区域给出激活脑区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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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3　SPM处理结果



（3） Talairach坐标查询

因为SPM可以精确配准某个像素对应的解剖学位置，因此可根据Talairach图谱确定有统计学意义的点的坐标，将这些坐标（X，Y，Z）值输入Talairach坐标查询表，即可给出这些激活区的精确的解剖部位，即代谢变化明显的脑功能区（定位信息）。











第三节　认知的神经解剖学基础






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脑和脊髓内神经细胞体集中的部位称为灰质，神经纤维集中的部位称为白质。灰质内神经细胞体集合在一起称为神经核。白质内的神经纤维则形成各种不同功能的神经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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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4　从脑的内侧面看脑的组成



脑可分为大脑、间脑、小脑和脑干四部分。大脑有左右两半球，包括大脑皮质（皮层）、皮质下白质和灰质（基底神经节）等，中间由胼胝体相连。大脑半球遮盖着间脑、中脑和小脑，间脑包括丘脑和下丘脑（丘脑下部）。脑干包括中脑、桥脑和延髓。与中脑相续的为桥脑，桥脑以下为延髓。脑干下端与脊髓相连，上端与间脑相连，背侧与小脑相连，大脑位于最首端（见图2-24）。

一、神经元（神经细胞）

神经组织的基本组成单位为神经元。神经元是神经系统的主细胞，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细胞，具有接受刺激、传递信息和整合信息的功能。神经胶质是神经元的辅助成分，主要由胶质细胞构成。除了作为神经系统的支持组织或间质细胞外，还具有特殊的运转功能，参与血脑屏障的组成，构成神经纤维的髓鞘，填充神经细胞的缺损。

1.神经元的分类

（1） 根据突起的多少分为：①　多极神经元； ②　双极神经元； ③　假单极神经元。

（2） 根据轴突的长短可分为：①　长轴突的大神经元（可达1m以上）； ②　短轴突的小神经元（短的仅数微米）。

（3） 根据神经元的功能又可分：①　感觉神经元，或称传入神经元，接受刺激，将刺激传向中枢；②　运动神经元，或称传出神经元，把神经冲动传给肌肉或腺体，产生效应；③　中间神经元，介于前两种神经元之间。

（4） 根据神经元释放的神经递质，或神经调质，还可分为：①　胆碱能神经元； ②　胺能神经元；③　肽能神经元； ④　氨基酸能神经元。

2.神经元的结构

神经元的形态多种多样（见图2-25），但都可分为胞体和突起两部分。神经元突起又分树突和轴突两种（见图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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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5　神经元的形态多种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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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6　神经元的结构



（1） 细胞膜。神经元的细胞膜是可兴奋膜，它在接受刺激、传播神经冲动和信息处理中起重要作用。通常是神经元的树突膜和胞体膜接受刺激或信息，轴突膜（轴膜）传导神经冲动。膜上有电位门控通道和化学门控通道控制离子通道的开闭。

（2） 胞体。神经元胞体是细胞的营养中心。胞体的大小差异很大，小的直径仅5～6μm，大的可达100μm以上。

（3） 树突。树突内的结构与核周质基本相似。在树突分支上的树突棘是神经元之间形成突触的主要部位。树突的功能主要是接受刺激。

（4） 轴突。轴突通常自胞体发出，其长短不一，从仅数微米至长达一米以上。轴突的主要功能是传导神经冲动。树突多呈树状分支，它可接受刺激并将冲动传向胞体；轴突呈细索状，末端常有分支，称轴突终末，轴突将冲动从胞体传向终末。通常一个神经元有一个至多个树突，但轴突只有一条。神经元的胞体越大，其轴突越长。

3.突触和突触结构

神经元之间在结构上并不直接相连，一个神经元的轴突末梢只与其他神经元的胞体或树突或轴突相“接触”。神经元之间这种相互“接触”，并传递信息的部位称为突触。突触可分为化学性突触和电突触两大类。前者是通过化学物质（神经递质）传递信息，简称突触；后者是通过神经元的缝隙传递生物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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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7　突触结构模式



突触的结构可分突触前成分、突触间隙和突触后成分三部分。突触前、后成分彼此相对的细胞膜分别称为突触前膜和突触后膜，两者之间存在宽约15～30nm的狭窄间隙为突触间隙，内含糖蛋白和一些细丝（见图2-27）。

二、脑内的主要神经递质

脑中有30～50种神经递质，被了解最多的是去甲肾上腺素、乙酰胆碱、多巴胶和 5-羟色胺。

1.乙酰胆碱（ACh）

乙酰胆碱是一种重要的周围神经递质。中枢神经系统中，ACh受体分布广泛，它与ACh结合后对运动、感觉、觉醒、意识、学习、记忆、心血管活动、摄食、饮水、体温调节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2.单胶类

单胶类主要包括：①　多巴胶（DA），与调节姿势反射、抑制运动行为及情感行为和垂体内分泌功能调节有关；②　去甲肾上腺素（NE），为交感节后神经末梢释放的递质，主要起兴奋性作用，与维持觉醒状态及躯体运动和内脏活动的调节有关；③　5-羟色胺（5-HT），主要起兴奋性作用，与睡眠、情绪反应和下丘脑内分泌调节，以及躯体运动和内脏活动调节关系密切。

3.氨基酸类

氨基酸类，如甘氨酸、谷氨酸和γ-氨基丁酸（GABA）。甘氨酸和 GABA 是抑制性递质，均可使突触后膜产生抑制性突触电位（IPSP），发生突触后抑制；但甘氨酸也能使突触前末梢去极化，产生突触前抑制。谷氨酸则为兴奋性递质。

三、大脑

人的大脑由两个结构大致对称的半球组成，在内侧面通过由神经纤维构成的胼胝体相互连接。两半球内的腔分别称为左、右脑室，与第三脑室连通。每个半球的表面覆盖着面积很大的由灰质构成的大脑皮质，内部为由白质构成的髓质，髓质内也有少量神经核，称基底神经节。

1.大脑皮质

覆盖在大脑半球表面的一层灰质结构称大脑皮质，约占中枢神经系统灰质的90%。皮质的厚度约1.5～4.5mm不等，平均为2.5mm。脑回凸面的皮质较厚，脑沟深处则较薄，大约2/3面积的皮质埋于脑沟之内。大脑皮质的表面积约 4000cm2
 ，它的重量占脑重的1/3～1/2，约600g。据估计，皮质神经元数在500亿以上，重量约180g。胶质细胞和血管的重量约为420g。大脑皮质主要与人的行为和认知功能有关。大脑皮质的构筑见图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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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8　大脑皮质构筑



A：Golgi染色；B：Nissl染色；C：Weigert染色；

Ⅰ：分子层；Ⅱ：外粒层；Ⅲ：外椎体层；

Ⅳ：内粒层；Ⅴ：内椎体层；Ⅵ：多形层

在种族发展学上，大脑皮质可区分为较老的异皮质（allocortex）和较新的同皮质（isocortex）。异皮质约占整个皮质的10%，包括古皮质部（主要为海马和齿状回）与旧皮质（主要为梨状皮质）。同皮质又称新皮质，占大脑皮质的绝大部分，包括原来与前脑无多大联系的感觉系统和运动系统。扣带回和海马回的结构介于异皮质和同皮质之间，常被称为中皮质（mesocortex）或邻异皮质（juxtallocortex）。

2.大脑半球的沟（或裂）和回

大脑半球的表面有很多深浅不等的沟或裂，沟或裂之间的隆起叫回，它们大大地增加了大脑的表面积（见图2-29）。大脑半球表面重要的沟、裂有：大脑外侧裂，在半球的背外侧面，由前下斜向后上；中央沟，自半球上缘中点稍后方斜向前下，下端几乎达到外侧裂；顶枕裂，位于半球内侧面的后部，斜向前下，并稍转至背外侧面。半球表面重要的脑回有：中央前回和中央后回，分别紧靠中央沟的前、后方；颞横回，是外侧裂底部、颞叶上部的几个小横回；扣带回，在半球内侧面胼胝体上方；海马回，在半球内侧面颞叶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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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9　大脑半球表面的沟（裂）和回



（上：外侧观；下：内侧观）

3.大脑半球的脑叶

大脑半球表面凹凸不平，在背侧面借大脑外侧裂、中央沟及枕切迹至顶枕裂顶端之间的假想连线分为五个脑叶，即额叶、顶叶、颞叶、枕叶及岛叶（见图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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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0　大脑半球的分叶



（1） 额叶

额叶位于中央沟以前，外侧裂之上，与顶叶及颞叶分界较为清楚。在中央沟和中央前沟之间为中央前回，在其前方有额上沟和额下沟，被两沟相间的是额上回、额中回和额下回。额下回的后部有外侧裂的升支和水平分支，分为眶部、三角部和盖部。额叶前端为额极。在额叶的内侧面，中央前、后回延续的部分，称为旁中央小叶。左侧大脑半球的额下回盖部为运动性语言中枢（Broca区）。额叶的前部也叫前额叶，是脑发育最晚的部分，约占人类大脑皮质的三分之一（见图2-31），是最高级别的联合皮层。在系统发生上，随着动物从低等向高等的进化，前额叶皮质从不发达到比较发达，最后到高度发达。在个体发育中，前额皮质是中枢神经系统最晚成熟的结构。额叶新皮质特别与运动性活动、判断、预见性和情绪、心境等有关，额叶损害的症状主要表现为随意运动、语言表达及精神活动三方面的障碍。额叶的不同部分其功能也有明显的差异，如人的意识和智力主要依赖于前额皮质的功能，额叶的眶面和内侧部分皮质是边缘-丘脑记忆系统的组成部分，额叶皮质的背外侧面和背侧中部与大脑新皮质后部的特定部位所形成的重要的皮质环路具有组织复杂行为与高度特异化的学习、记忆的特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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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1　动物与人类前额叶发育的比较



（2） 颞叶

颞叶上方以外侧裂与额叶为界，后方以顶枕沟和枕前切迹的连线与枕叶分界，后上方以上述连线中点与外侧沟的连线与顶叶分界。颞叶前端是颞极，其外侧面由颞上、中、下三条沟，分为颞上回、颞中回和颞下回。颞横回则隐藏于外侧裂内。在颞叶的侧面和底面，在颞下沟和侧副裂间为梭状回。侧副裂与海马裂之间为海马回，围绕海马裂前端的钩状部分称为海马沟回。颞叶中部为听觉中枢，此区专门负责接收辨认由耳朵所接受的刺激（听觉信息）。优势侧之听中枢稍后有听觉性语言中枢，损害后可出现感觉性失语症。除了听觉区外，颞叶中同时还有嗅觉区和味觉区。颞叶也与记忆和情感有关。另外颞叶中部和内侧部是一个复杂的多功能区，具有广泛的视觉和听觉功能，其中右颞叶中部主要涉及视觉和非词语听功能，而左颞叶中部与语言听觉能力关系较密切。

（3） 顶叶

顶叶的前界是明显的中央沟，后界以顶枕沟（裂）和枕前切迹的连线与枕叶分界，下界以外侧裂后部到顶枕线的连线与颞叶分界。与中央沟并行的有中央后沟，两者之间为中央后回，系皮质感觉中枢。中央后回后面的顶间沟再将顶叶分为顶上回（顶上小叶）和顶下回（顶下小叶）。顶上小叶为形体感觉所在处。顶下小叶又分为缘上回、角回两部分。优势半球侧的缘上回为应用中枢，角回为视觉语言中枢，优势半球角回在阅读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损害后病人可出现失用症及失读症。顶叶的功能主要与疼痛、触摸、品尝、温度、压力的感觉有关，该区域也与数学和逻辑相关。

（4） 枕叶

枕叶位于枕顶裂和枕前切迹连线之后，在半球外侧面仅占小部分，与其上前方的顶叶及下前方的颞叶分界不明，其后端为枕极。在内侧面，距状裂和顶枕裂之间为楔叶，与侧副裂后部之间为舌回。距状裂在胼胝体后下方，其两侧皮质是视觉中枢，负责处理视觉信息。枕叶病变产生视觉障碍，主要为皮质性失明或偏盲、视觉性发作及精神性视觉障碍如视觉失认、视幻觉等。当一侧视觉中枢损伤时出现对侧视野同向性偏盲，而中心视野保留。两侧视觉中枢损伤时出现双眼全盲。枕叶功能除主视觉外，与眼、头等部位的运动也有一定的关系。

（5） 岛叶

岛叶隐藏于外侧裂深部，被额、顶和颞叶岛盖所覆盖，其表面的斜行中央沟分为长回和短回。岛叶在功能上与内脏感觉和运动有关。

4.大脑半球的边缘系统

边缘系统为大脑内侧面的一个呈马蹄形的脑回，形成环绕上位脑干的边缘，由皮质结构和皮质下结构两部分组成。皮质结构包括海马结构（海马和齿状回）、边缘叶（扣带回、海马旁回和海马回沟）、脑岛和额叶眶后部等。皮下结构包括视丘、下视丘以及中脑等在内的部分。但其主要成分为扣带回、海马旁回和海马（见图2-32）。边缘系统不是一个独立的解剖学和功能性实体，其功能主要与保持个体和种系生存的防御反应、获食行为、进食、生殖等关联的动机、情绪、记忆、嗅觉、内脏、自主神经、内分泌、性、学习、记忆及运动功能有关，属于高级自主神经中枢，又称为内脏脑和精神脑。它是管理着学习经验、整合新近与既往经验，同时为启动和调节种种行为和情感反应的复杂神经环路中重要的一部分。边缘系统有两个神经组织，即杏仁核与海马，前者关系情绪的表现，后者与记忆有关。

在文献中常提及的帕佩兹回路（Papez circuit）是边缘系统的一个神经回路，由海马回、大脑穹隆、乳状突、丘脑前核及带状回组成，与情绪的感知及反应有关。而海马系统则是大脑较原始的一部分，由海马旁回、海马结构、齿状回、束状回、灰被、海马伞和穹隆组成。海马系统与记忆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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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2　大脑内侧边缘系统



5.大脑半球的深部结构

（1） 基底神经节

基底神经节是近大脑半球底部深埋于白质中的核团，又称基底（神经）核，由纹状体、带状核和杏仁体构成（见图2-33）。纹状体包括尾状核和豆状核，后者又分为壳核（putamen）和苍白球。其中壳核和尾状核进化较新，称新纹状体，损伤后可产生肌张力减低——运动过多综合征，患者表现为肌张力降低，运动过多、过快（如舞蹈病）。苍白球是较古老的部分，称旧纹状体，损伤则出现肌张力增高——运动减少综合征，患者肌张力增高、运动迟钝，伴有震颤（如震颤麻痹综合征）。纹状体系丘脑锥体外系的重要结构之一，它接受大脑皮质束的纤维，并与丘脑、红核、丘脑底核、网状结构、黑质等形成广泛的纤维联系，以维持肌张力和肌肉活动的协调。其中苍白球是纤维联系的中心，尾核、壳核、丘脑底核、黑质均发出纤维投射到苍白球，而苍白球也发出纤维与丘脑底核、黑质相联系。基底神经节有重要的躯体运动调节功能，对随意运动的稳定、肌紧张的控制、本体感觉传入冲动信息的处理都有关系。

（2） 内囊

位于豆状核、尾状核和丘脑之间（见图2-34），是大脑皮质与丘脑之间往返纤维所形成的丘脑辐射纤维辐射冠的密集区。由于内囊传导束相当密集，因此内囊区的损伤或水肿常引起上下行传导束的损害，产生对侧偏瘫、偏身感觉障碍及对侧同相性偏盲的所谓“三偏”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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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3　基底神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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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4　内囊



四、间脑

间脑位于中脑的上方，大部分被大脑所覆盖。间脑包括丘脑（背侧丘脑）、丘脑上部、丘脑下部和丘脑底部（腹侧丘脑）四部分。亦有加上后丘脑（又分为内侧膝状体和外侧膝状体），为五部分。两侧丘脑之间的腔隙称第三脑室。

1.丘脑

丘脑也称视丘，是个近似水平位的卵圆形灰质团块。它是机体各种感觉传向大脑皮质的中转站，对传入冲动能进行较粗糙的分析与综合，产生粗感觉，故为皮质下的初级感觉中枢。由于来自躯体的传入性冲动在中枢神经系统内上升至丘脑前即已交叉到对侧，故当丘脑损伤时，主要表现为对侧躯体感觉障碍，偶有肢体自发性疼痛和感觉过敏，伴有心血管功能紊乱及内脏自主神经功能失调。近年来的研究还发现，皮质下结构也存在功能不对称。左侧丘脑与语言和词汇记忆有关，右侧丘脑则参与结构和视空间功能。丘脑病变时也可发生人格或行为障碍，丘脑核团的病变亦可能引起包括记忆、智力、人格、情感、语言的大脑高级功能的全面损害。

2.丘脑下部

位于丘脑前下方，是自主神经系统的高级中枢，管理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活动。

五、小脑

小脑由左右两个半球所构成，略呈椭圆形，横径较宽（见图2-35）。两小脑半球位于颅后窝，在大脑枕叶的下方，恰在桥脑与延髓的后面，与脑干形成的空间为第四脑室，是脑的第二大部分。小脑的表层为灰质，即小脑皮质，内部为白质及少数由灰质形成的神经核。小脑有维持身体平衡、调节肌紧张和协调随意运动等功能。根据小脑的传入、传出纤维的联系，可以将小脑划分为三个主要的功能部分，即前庭小脑、脊髓小脑和皮质小脑。前庭小脑，又称古小脑，接受来自前庭的纤维，与身体平衡功能有密切关系。脊髓小脑，又称旧小脑，主要接受来自脊髓的纤维，对肌肉在运动进行过程中起协调作用。皮质小脑是进化中最新的部分，又称新小脑，与大脑各部分之间有广泛的纤维联系，与运动区、感觉区、联络区之间的联合活动和运动计划的形成及运动程序的编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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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5　小脑的外形



A：上面观；B：下面观

Zentay在1937年发现小脑的急性损伤可有语言障碍。在分节发音、发音及语言呼吸运动的协同作用方面失调，出现缓慢的、爆发性的语言，即断续语言。Kim等（1994）让正常人进行认知活动如钉板试验，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观察相关脑功能的变化，发现小脑齿状核反应明显，且反应程度与认知活动的复杂性相关，复杂的认知活动比简单的认知活动反应性高。近年来许多学者的研究也发现，小脑可能在较高水平上参与语言认知功能活动。右小脑半球在语言产生上有一定的优势，这可能与其和左大脑半球之间的交叉联络有关。

六、脑干

脑干为脑的下部，分为延髓、脑桥和中脑。延髓下端平枕骨大孔，下与脊髓相连，中部膨大为脑桥，上端较细，为中脑，向上与间脑相连。脑干内的白质主要位于脑干的腹侧面和中部，大部分是上行和下行的神经纤维束。脑干的中央有一些散在的神经元和丰富的神经纤维交织成网状，称为网状结构，是中枢神经系统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人体的运动协调、植物性功能、感觉和意识活动等都有重要作用。延髓可以看做是生命中枢之所在，对维持机体的正常呼吸、循环等基本生命活动起着重要作用。脑干几乎参与中枢神经系统的所有重要功能，如维持人的意识清醒状态和清醒-睡眠的节律交替、控制运动和感觉功能、调节内脏活动等。

七、颅骨和脑膜

颅骨由额骨、枕骨、蝶骨、筛骨各一块和顶骨、颞骨各两块共八块骨构成，为一圆形硬壳，具有保护脑的作用。颅骨可分为脑颅和面颅两部分，亦可分为颅盖和颅底两部分。

脑被三层膜覆盖，由外至里为硬脑膜、蛛网膜和软脑膜。

八、大脑皮质的功能区分布

脑是人类高级神经活动、意识和思维的器官，也是全身各系统适应外界环境的最高调节机构，关系到人的生命活动、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人所特有的高度分化发展的大脑皮层，是人类长期劳动的产物，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思维、记忆、情感等精神活动属于精神系统最高级部位——大脑皮层的功能。

在前面，我们已经扼要地介绍了脑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功能，在这里，我们将重点介绍大脑皮质的功能区分布（见图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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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6　大脑皮质主要功能区定位



1.大脑半球功能的不对称性

人类大脑结构和认识功能的一个主要特征为两侧半球功能的不对称性，这个现象又称半球优势、功能侧化、半球侧化或半球专化。也就是说，在产生行为、高级心理活动或认识功能的神经过程中，左、右大脑起着不同的作用。一般而言，语言功能、运用技巧主要决定于左侧半球，空间功能则主要依赖右侧半球。半球功能的不对称性不仅见于成人，也存在于儿童和婴儿。人类双手的运用也存在不对称性，表现在优先选用的差异和熟练、技巧的区别。按照习惯选用手的不同可将人区分为右利或左利，以右利为明显优势的占90% 左右。

2.皮质投射区和联络皮质

大脑皮质（灰质）以脑裂、脑沟为界分成十几个脑回和几个脑叶，它们之间由神经纤维（白质）连接，这些纤维称联络纤维（前后连接），连接两侧大脑半球的纤维称为连合纤维（左右连接），连接大脑皮质与皮质下结构的纤维称投射纤维（上下连接）。感觉传入通路终止的皮质区和发出运动指令或下行传出纤维的皮质区称第一投射区。感觉系统的第一投射区又有传出纤维投射至其邻近的皮质区，运动系统的第一投射区也接受其邻近皮质区的投射，这些皮质区称第二投射区。接受第二投射区（感觉）的传入或发出（运动）投射至第二投射区的皮质区为第三投射区，常称作联络皮质。联络皮质占人大脑的很大比例，这与人类高级神经活动的发展有关。

3.大脑皮质的功能位置

根据解剖学所见及脑皮质的沟回分布，一般可确定大脑皮质的功能位置，并依据大脑皮质的各个部位在主要功能上的差异，可将其划分为许多功能区，这叫大脑皮质的功能定位图。目前常用的为按大脑解剖结构定位及Brodmann 提出的52（或47）个脑功能区的两种定位方法，其中又以52分区图更为常用（见图2-5）。如皮质运动区按解剖结构定位于中央前回，而按Brodmann分区则位于4区，简称BA4区或4区（下同）。

（1） 皮质运动区

皮质运动区，亦称体躯运动中枢、Rolandic区、兴奋运动区、皮质运动分析区等，主要位于中央前回（4区），是支配对侧躯体随意运动的中枢（见图2-37（右））。它主要接受来自对侧骨骼肌、肌腱和关节的本体感觉冲动，以感受身体的位置、姿势和运动感觉，并发出纤维，即锥体束控制对侧骨骼肌的随意运动。但也有同侧性管理部分，如当一侧大脑半球损害时，对侧半身仍有部分活动，此种同侧性支配纤维在肢体的近侧端较远侧端为多，下肢较上肢多。由于上、下肢在运动区分布比较广泛，故小的局限性皮质损害可产生肢体的单瘫或肌肉无力。

（2） 皮质运动前区

运动前区位于中央前回之前，即 6 区，系锥体外系的皮质区。它发出的纤维至丘脑、基底神经节、黑质、红核等，与联合运动和姿势动作的调节有关，也具有内脏或自主神经的皮质中枢的一部分功能，并有迟缓肌肉、抑制运动的作用。

（3） 皮质眼球运动区

皮质眼球运动区位于额叶的8区和枕叶19区，为眼球运动同向凝视中枢，管理两眼球同时向对侧注视，受损害时出现双眼对侧同向凝视。

（4） 额叶联合区

额叶联合区即额叶前部的9，10，11区。与智力和精神活动有密切关系，损害时可发生智力、性格等神经精神方面的改变。

（5） 皮质感觉区

皮质感觉区，亦称体躯感觉中枢，位于中央后回（1，2，3区）和顶上小叶（5，7区），管理对侧的感觉（见图2-37（左））。中央后回（1，2，3区）为浅感觉和深感觉的皮质区，接受身体对侧的痛、温、触和本体感觉冲动，并形成相应的感觉。顶上小叶（5，7）为精细触觉和实体觉的皮质区，其功能为触摸识别物体的实体感觉（形体觉）。

[image: ]
图2-37　大脑皮质躯体感觉中枢（左）和运动中枢（右）投影



（6） 视皮质区

视觉皮质区在距状裂的两唇与楔叶和舌回的相邻部，即7区，为视觉皮质区，或称纹状区。每一侧的上述区域皮质都接受来自两眼对侧视野的视觉冲动，并形成视觉。视网膜的鼻下半投射到对侧枕叶距状裂的下唇（舌回），颞下半投射至同侧距状裂下唇。鼻上半投射到对侧枕叶距状裂的上唇（楔叶），颞上半投射至同侧距状裂上唇；黄斑部纤维投射到该区的后部，并各有一部分纤维交叉。

（7） 听觉皮质区

听觉皮质区位于外侧裂内的颞横回中部（41，42区），又称Heschl氏回。每侧听觉皮质都接受双侧耳窝神经传入的听觉冲动产生听觉，故一侧听觉皮质损害不出现听力障碍。

（8） 嗅觉皮质区

嗅觉皮质区位于嗅区、沟回和海马回的前部（25，28，34和35区的大部分）。每侧皮质均接受双侧嗅神经传入的冲动，一侧损害不会产生嗅觉障碍。

（9） 内脏皮质区

内脏皮质区定位不太集中，主要位于边缘系及其临近区，包括扣带回前部、颞叶前部、眶回后部、岛叶、沟回、海马回等。病损时可出现胃肠、血压、心律、呼吸等功能紊乱。额叶的6，8区等也与血管运动、汗腺、胃肠活动等有关，额叶内侧面的旁中央小叶与膀胱功能有关。

（10） 语言和运用中枢

人类的语言及使用工具等特殊活动在一侧皮层上也有较集中的代表区（优势半球），即语言（运用）中枢。右利者一般优势在左侧，反之优势则在右半球。语言中枢包括运动语言中枢、书写中枢、听觉语言中枢和视觉语言中枢（见图2-36）。在优势半球的缘上回还有运用中枢，它们彼此间有密切联系。

1） 运动语言中枢。位于优势半球的额下回后部，即44，45区，又称Broca区，管理语言运动。此区受损时，会出现运动性失语。

2） 书写中枢。位于额中回后部8，6区，即中央前回手区的前方，受损时出现失写症。

3） 听觉语言中枢。在颞横回听觉皮质区的后方，即42，22区，又称Wernicke区。该区具有能够听到声音并对听到的声音和语言进行理解，受损时出现命名性失语。

4） 视觉语言中枢。位于顶下小叶的角回，即39区，为理解看到的文字或符号的皮质区。受损时对看到的物体不能理解，称之为失读症，且有计算障碍。

5） 运用中枢。位于优势半球顶下小叶的缘上回，即40区。此区主管精细的协调功能，是在劳动或生活中，通过实践建立的复杂动作或操作技巧的皮质中枢。受损时不能完成过去所掌握的复杂动作或操作技巧。

4.部分Brodmann分区（BA）的脑解剖定位


1，2，3区：
 位于中央后回，依序从前向后纵向排列，3区邻近中央沟，2区邻近中央后沟，1区居两者之间。1，2，3区为皮质感觉区，亦称体躯感觉中枢，为浅感觉和深感觉的皮质区，接受身体对侧的热觉、冷觉、压觉、触觉、痛觉等和本体感觉冲动，并形成相应的感觉。


4区：
 主要位于中央前回，为皮质运动区，亦称体躯运动中枢、Rolandic区、兴奋运动区、皮质运动分析区、初级运动区（M1）等，是支配对侧躯体随意运动的中枢。从运动区的前后分布来看，肢体远端肌肉的代表区在后部，即4区。


5区：
 位于顶上小叶，和7区共为精细触觉和实体觉的皮质区，其功能为触摸识别物体的实体感觉（形体觉）。


6区：
 位于额叶，在中央前回之前，上额叶的中部，为皮质运动前区，亦称补充运动区，系锥体外系的皮质区，与联合运动和姿势动作的调节有关，也具有内脏或自主神经的皮质中枢的一部分功能，并有迟缓肌肉、抑制运动的作用。亦有学者认为6区和8区共同组成皮质运动前区（辅助运动区）。从运动区的前后分布来看，躯干和肢体近端肌肉的代表区在前部，即6区。


7区：
 位于上顶叶之顶上小叶，与5区共为精细触觉和实体觉的皮质区，其功能为触摸识别物体的实体感觉（形体觉）。亦有学者认为其位于楔前叶。


8区：
 位于额中回后部，中央前回手区的前方，和6区共为辅助运动区，在优势半球侧为书写中枢的部位。和枕叶19区共同组成皮质眼球运动区，为眼球运动同向凝视中枢。


9，10，11区：
 位于额叶（包括上、中、下额回）的前部，称为额叶联合区，与智力和精神活动有密切关系。


11区：
 位于眶额回。


12区：
 位于额叶腹侧部位。


13区：
 位于岛叶。


17，18，19区：
 17区（纹状区）、18区（纹旁区）和19区（纹周区）构成枕叶皮质的三个区域。视觉中枢分为初级视皮层（Ⅵ）和视相关皮层（或纹状外区）。初级视皮层即BA 17区，又称距皮层或纹状区，位于人脑的距状裂上缘，包括距状沟两侧（两唇）的皮质区与楔叶和舌回的相邻部。视相关皮层又分为第二视区和第三视区。第二视区即18区，因位于17区周围，又称为纹旁区；第二视区即19区，因围绕17，18区，又称为纹周区。因其位于枕叶最前部，故又称枕前区。


20区：
 位于颞下回前部腹侧。


21区：
 位于颞叶后部。


22区：
 位于颞横回听觉皮质区的后方（颞上回后部），与42区共称为听觉语言中枢，又称wernicke氏区。该区具有能够听到声音并对听到的声音和语言进行理解的功能，受损时出现命名性失语。22区又称听相关区或第二听区，位于上颞回，占整个颞叶的上1/3，是处理像语言、音乐等听觉信息的更高级的功能部位。


23区：
 位于后扣带回。


24区：
 位于前扣带回。


25、28区：
 嗅觉皮质区位于嗅区、沟回和海马回的前部（25，28，34和35区的大部分）。每侧皮质均接受双侧嗅神经传入的冲动，一侧损害不会产生嗅觉障碍。


32，33区：
 位于前扣带回。


37区：
 梭状回，位于颞中回后部。


38区：
 位于颞上回前部。


39区：
 位于顶下小叶的角回，为视觉语言中枢，理解看到的文字或符号的皮质区。受损时对看到的物体不能理解，称之为失读症，且有计算障碍。


40区：
 位于下顶叶的缘上回。优势半球顶下小叶的缘上回，为运用中枢。此区主管精细的协调功能，是在劳动或生活中，通过实践建立的复杂动作或操作技巧的皮质中枢。受损时不能完成过去所掌握的复杂动作或操作技巧。


41，42区：
 位于颞上回，外侧裂内的颞横回中部，为听觉皮质区，又称Heschl区。人的听区又可分为第一听区和第二听区。第一听区（或称初级听区）相当于41区，位于颞横前回的中部和颞横后回的一部分（隐藏在侧沟）。第二听区位于第一听区的外侧，相当于42区及其邻近的22区，占颞横回的其余部分以及邻接的额上回。每侧听觉皮质都接受双侧耳窝神经传入的听觉冲动产生听觉，故一侧听觉皮质损害不出现听力障碍。


43区：
 位于双侧大脑侧裂。


44，45区：
 位于额叶额下回后部和背侧。优势半球的44，45区为运动语言中枢，又称Broca区，管理语言运动。此区受损时，出现运动性失语。


46区：
 位于额叶背外侧区域。


47区：
 位于下额皮层，下额回前部，额叶腹侧部位。











第四节　感觉和感性认识






感觉是指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或感受器的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和个别特征的反映。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包括形状、质地、颜色、重量、温度、声音、气味、滋味等。

在生物学和心理学上，那些能引起动物注意，或者感觉的事物和事件被统称为“刺激”。动物对外界的刺激都能产生适当的反应，称为适应。动物必须不断地适应环境才能维持生存。动物体接受外界刺激的器官称感觉器官或感受器。人的感觉器官有5种，即眼、耳、鼻、舌、身。与之对应，人的感觉也有5种，即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躯体感觉。感受器接受外界的刺激并将之转换为神经冲动，经神经纤维传递至神经中枢。各种感受器最突出的功能特点是各有自己最敏感的能量刺激形式，也就是说当某种能量形式的刺激作用于某种感受器时，只需极小的强度（即感觉阈值）就能引起相应的感觉。这一能量刺激形式或种类就被称为该感受器的适宜刺激。感觉器官感知刺激的存在并产生相应的知觉作用的整个过程就叫做感觉。神经冲动传至大脑引起两大作用，即知觉和情绪。知觉是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整体在人脑中的反映。如一个人闻到香蕉的味道就会在头脑中出现香蕉的整体形象。刺激与经验结合即产生知觉，并可进而对刺激的性质有所认识（认知）。对刺激性质的记忆是学习的主要过程，也就是说学习是对刺激的认知。此外，刺激也可对本体引起愉快或不愉快的感觉，这就是情绪。所以说，感觉是认知的基础，一切有关认知的研究都要从感觉开始。

一、大脑体表感觉皮层的结构特点与分区

1.大脑皮质的结构特点

大脑皮质是机体感觉的最高中枢，各种感觉传入冲动最终都到达大脑皮质，通过大脑皮质对传入信息的分析、整合才能产生各种意识感觉。

人类大脑皮层内神经元的数量极大，有人估计约为140亿个，其类型也很多，且神经元之间具有复杂的联系。但是，各种各样的神经元在皮层中的分布不是杂乱的，而是具有严格的层次。对大脑体表感觉区皮层结构和功能的研究显示，皮层细胞的纵向柱状排列构成大脑皮层的最基本功能电位，称为感觉柱。一个柱状结构是一个传入-传出信息整合处理单位，传入冲动先进入第四层，并由第四层和第二层细胞在柱内垂直扩布，最后由第三、第五、第六层发出传出冲动离开大脑皮层。第三层细胞的水平纤维还有抑制相邻细胞柱的作用。因此一柱发生兴奋活动时，其相邻细胞柱就受抑制，形成兴奋和抑制镶嵌模式。这种柱状结构的形态功能特点，在第二感觉区、视区、听区皮层和运动区皮层中也一样存在。

2.大脑皮质的特异感觉代表区

大脑皮质的特异感觉代表区有体表感觉区、本体感觉区、内脏感觉区，以及视觉、听觉、嗅觉、味觉代表区等（见图2-38）。体表感觉区又分为第一感觉区和第二感觉区。

第一感觉区位于中央后回（从前向后排列为3，1，2区，见图2-36和图2-37），主要是全身躯体感觉的投射区域（体觉区），是管理身体皮肤表面各种感觉（热觉、冷觉、压觉、触觉、痛觉等）的神经中枢。中央后回的感觉投射规律如下：①　躯体感觉传入冲动向皮层投射具有交叉的性质，即一侧传入冲动向对侧皮层投射，但头面部感觉的投射是双侧性的；②　投射区域的大小与不同体表部位的感觉分辨精细程度有关，分辨越精细的部位在中央后回的代表区也愈大；③　投射区域具有一定的分野，下肢代表区在顶部，头面部代表区在底部，总的安排是倒置的，然而头面部代表区内部的安排是正立的（见图2-37）。

在人脑中央前回与岛叶之间还有第二感觉区。第二感觉区面积远比第一感觉区小，区内的投射也有一定的分布安排，安排属于正立而不倒置。第二感觉区接受双侧投射，其定位的精确性较差，切除人的第二感觉区并不产生显著的感觉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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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8　大脑皮质感觉相关区的分布



二、刺激的方法和相关参数

调查研究人类感觉认知的常用方法是测定中枢神经系统对已知刺激的生理学反应。这些刺激是在控制的情况下进行的，刺激的模式有皮肤的锯齿状震荡、电刺激、神经电休克、哗哗声、闪光等。刺激（信号）的参数包括能量（强度）、振幅、时间、频率和刺激位置上的变化。对刺激的生理学反应可能为神经激发、rCBF、rCMR、最大结合（maximal binding capacity，Bmax）、Kd或某些变量。实验的结果通常用坐标曲线表示，纵坐标为生理学变量，横坐标为刺激参数量。刺激能量及其他参数与在感觉系统中引起的生理和生物化学反应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十分感兴趣的问题。

1.电刺激强度和能量

Roland（1984）进行了躯体感觉刺激能量与躯体感觉皮层的rCBF及rCMR之间关系的研究。受试者的右手分别接受适宜强度、中等强度或强的（手的振动形式）刺激。图2-39中显示了rCBF及rCMR增加与相关的不同刺激能量间的关系。横坐标显示次能量的单位为平均能量/秒（average energy/s）。注意，横坐标的量级是对数。结果显示，在刺激能量几倍增加时，rCBF和rCMR的增加显得相当小。同时发现，rCBF趋向于比rCMR增加得更多，而且受试者间的个体差异非常大。

Ingvar（1975）等以两种不同的强度电刺激受试者拇指的皮肤。低强度并不产生任何明显的变化，但高的疼痛强度使后中央回内和周围的后部rCBF增加30%。可以认为，在感觉皮层的突触反应和生物化学变化是与刺激的传入纤维的数量而不是纤维的种类（如触觉纤维或痛觉纤维）更有关。拇指含有一定数量的传入感觉纤维。但在脑部的正中神经不仅含有来自拇指的纤维，也含有第一，第二和第三指一半的纤维，用3mA的拇指探测阈以上的电流刺激，将兴奋拇指的神经纤维。Katayama等（1986）探测到3种不同强度的丘脑腹后侧核的电刺激使后中央回的rCBF以顺序的方式增加：仅仅能感觉到的刺激引起一个小的反应；伴有清楚的局部压力（麻木和细小的）的刺激使反应明显增加；而伴有弥漫的强压力的刺激导致rCBF增加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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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9　三组受试者对侧手接受躯体感觉刺激时后中央回手区作为刺激能量对数的功能的rCBF



（左）和rCMRO2
 （右）的变化被区分，在X轴上注意到刺激能量的大的跨距（Roland，1992）

2.刺激部位

由于不同的部位，其受体的性质不一样，改变刺激部位也就是改变了被刺激的受体片的位置，中枢的反应也就不同。Foit等（1980）的研究显示，刺激拇指使对侧后中央区rCBF增加5%，而刺激腕部的正中神经可增加达13%。这表明，当活性传入的数量增加时，初级躯体感觉区的rCBF增加。

3.刺激频率

[image: ]
图2-40　闪光灯频率和rCBF变化之间的关系（Fox等，1984）



Fox和Raichle（1984）调查了视觉刺激的频率和rCBF变化之间的关系。刺激的方法是在一个时段内用单色闪光和一个红与黑反转（颠倒）的方格盘图像，在不同的闪光和变换的频率中，它的亮度是不变的。结果如图2-40所示，刺激频率与距皮层的rCBF之间的关系是非单一的片段增加。当刺激频率增加至9.7Hz时，片段处于稳定水平，随后片段减少。在该实验中，作者用H2
 O15
 作为示踪剂行PET血流灌注显像。众所周知，它在高rCBF水平时，其rCBF值升高而偏离真实的rCBF。但这不能解释在高频率时见到的rCBF减少。这种非单一的关系必然归因于刺激的方法。刺激被转换并传送到初级视皮层，当时间上的频率超出6～8Hz时，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触发比例减少（Crasser和Creutzfeldt，1957），导致传递到初级视皮层，在黑和亮之间的时间对比信息减少。因为初级视皮层的大多数神经处于相对敏感的状态，激发的频率的减少是预期的（Cremieux等，1987）。Roland等（1990）改变色彩刺激的照明时间，从占PET测定时间的92%到占4%。在4%的照明时间内视皮层rCBF平均增加8.7ml/100g/min，而在92%的照明时间内，距皮层rCBF平均增加达20.8ml/100g/min。结果显示，在初级感觉皮层的代谢和rCBF反应与刺激能量呈非线性关系。

4.信号能量和生物化学激活之间的关系

激发频率和神经细胞代谢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因为rCBF和rCMR增加主要取决于Na+
 泵工作的增加，因而rCMR主要依赖于突触后电位（excitatory postsynaptic potential，EPSPs）而不是活性的潜能。这是因为在大多数皮层神经细胞中的活性潜能与刺激能量关系的研究中，其样品是由很小数量（大约100个）单一的神经细胞组成。与PET监测的神经细胞数量比不具代表性，后者的样品来自百万个神经细胞。

在一些动物实验中，可以知道神经细胞群的大小。当神经群的量增加时，葡萄糖磷酸化率在低频率的刺激中几乎呈线性增加（Yarowsky等，1975），在高频率（超过15Hz）时，磷酸化比率饱和而出现非线性的变化。因此，大多数受体（如视网膜、内耳和躯体感觉机械性刺激感受器）对线性增加的刺激能量的反应呈非线性的方式。另外，对于大多数受体，总的冲动数量和刺激能量之间关系可以产生形状非常相同的曲线（如图2-39右所示）。

三、躯体感觉

躯体感觉也称皮肤觉，包括皮肤表面可以感知的热觉、冷觉、压觉、触觉、痛觉等各种感觉。如前所述，中央后回是全身躯体感觉的投射区域（体觉区），即管理身体皮肤表面各种感觉的神经中枢。

躯体感觉系统有两方面不同于其他感觉系统。第一，它的感受器分布于整个机体而不是集中在小部分特殊的部位。第二，由于它对多种不同的刺激作出反应，因此躯体感觉系统至少有触觉、痛觉、温度觉和躯体位置觉这四种不同的感觉，而不是像其他的感觉系统只有单独的一种感觉。躯体感觉系统的大多数感受器为机械感受器，它们对弯曲、伸展等物理变形比较敏感。机械感受器分布于全身各处，监控着皮肤的触压刺激、心脏和血管的压力刺激、消化道和膀胱的牵张刺激、牙齿的敲击刺激等。当皮肤受到刺激电极和其他物体的触压、振动、敲击等不同种类的刺激时，刺激所产生的能量会传递到神经末梢，使神经末梢的膜变形，机械敏感性通道就开放。流过通道的电流产生感受器电位，即去极化。如果去极化足够大，就会爆发动作电位。由低级中枢到高级中枢的传导通路称上行或传入通路。这一通路传导由感受器发出的冲动，并在高级中枢形成感觉，故又称为感觉通路。将信息从躯体感受器传导到脊髓和脑干的轴突是躯体感觉系统的第一级传入纤维，也称初级传入纤维。接受第一级传入纤维传入的神经元是第二级感觉神经元，又称次级感觉神经元。这些上行纤维再将冲动传至延髓、丘脑，最终抵达大脑皮质感觉区，产生相应的感觉和感知。一种单独的感受器就能编码刺激的特征，如位置、强度、持续时间等，有时还能编码刺激的方向。但一个单独的刺激常激活很多感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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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1　躯体感觉传导通路示意



1：深感觉；2：触觉；3：痛觉、温觉

经脊髓上传至大脑皮质的感觉传导通路又分为浅感觉通路和深感觉通路两大类。痛觉、温度觉和触觉为浅感觉，其传入纤维在同侧脊髓后根的外侧部进入脊髓，在后根更换神经元后经中央管前方交叉到脊髓对侧。痛觉和温度觉纤维再经脊髓丘脑侧束上行至丘脑，而触觉纤维则经脊髓丘脑前束上行至丘脑。来自面部的传入冲动经三叉神经入脑，更换神经元后也交叉到对侧并到达丘脑。它们在丘脑再次更换神经元，最后投射到大脑皮质感觉区。肌肉的本体感觉和深部压觉为深感觉，其传入纤维由脊髓后根的内侧部进入同侧后索，再上行到延髓下部的薄束核和楔束核更换神经元，而后交叉到对侧组成内侧丘系，上升到丘脑再次更换神经元，最后止于大脑皮质特定感觉区。皮肤精细触觉和辨别觉的传导通路与深感觉传导通路一致（见图2-41）。

1.躯体刺激的不同方式和感知

（1） 电刺激

电刺激是躯体感觉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用电刷打击和振动刺激受试者的手，或电刺激正中神经，不要求受试者以任何方式分析刺激，脑也不用对刺激作任何特殊的处理。但是这不意味着感觉信息不被处理，它可以被非常好地与其他类型的刺激分析和比较，或引起个人相关的思想，关键是给予一个适当的指令。脑自动为进入的适宜信息的特异处理及所有在个体处理中可能导致的变异作准备。在运作上，作为脑在接受不伴有任何中枢处理指令的刺激后被激活的感觉，和作为脑在先接受任何处理感觉信息的指令再被刺激后激活的感知（感性认识）是可以区分的。当然，区分是人为的。

1975，Ingvar第一次检查躯体感觉刺激对脑皮层rCBF的作用，在受试者的拇指上给予两倍阈强度的电刺激，其强度与中轻度的客观疼痛一致。低强度的刺激使前中央沟皮层的rCBF增加，而轻度的疼痛使后中央区的rCBF增加30%。然而，更大片地增加出现在全额和上颞皮层（见图2-42）。这种类型与受试者在根据词指令移动手指的实验中所呈现的后中央和前中央皮层的皮层激活形成对照。因此，Ingvar认为，运动作业引起后中央回巨大的活性，而感觉刺激使额皮层的rCBF增加最多，这被称为“感觉运动的自相矛盾”。该研究所用的技术是32个探头的设备与颈内动脉注射结合的rCBF测定。没有使用特异的立体定位程序，故不能探查中央核的位置。然而，有可能轻度的疼痛和中度的疼痛刺激对额皮层的激活可达到如在后中央回所见的同样程度。Buchshcum等（1983）电刺激正常受试者的前臂皮肤，一些刺激是痛的，一些则不痛。他们发现，在前和后中央回，rCMRgl激活的大小大致是一样的，但刺激状态与静息比，额皮层有相对更大的活性。然而，绝对的rCMRgl测定显示，在刺激期间与对照情况比，在额皮层是更低的。因此Buchshcum等的研究不能支持或驳斥感觉运动的自相矛盾。更自然的躯体感觉刺激对初级躯体感觉皮层的激活最多。这些表明，“感觉运动自相矛盾”并不是一个规则，相对更大的额皮层的活性可能限制了受试者对疼痛刺激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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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2　受试者右拇指接受电刺激时左半球rCBF变化（Ingvar，1975）



A：静息时；B：两倍阈值电刺激时；C：中等度的疼痛刺激时

（2） 振动

在一系列的试验中，Fox、Appelgate和他们的同事（1985—1988）检查了用2mm振幅，130Hz的振动刺激一只手的手指引起的rCBF变化。这是一种强刺激，几分钟后被刺激的手伴有刺痛感和黏的感觉（感觉异常）。他们发现同侧小脑前叶增加4%，对侧初级躯体感觉手区增加23%，对侧次级躯体感觉区（SII）增加8%，对侧岛叶增加7%，对侧中额皮层（大概为辅助运动区，SMA）增加12%；同侧上顶叶增加8%，对侧岛叶增加7%，双侧眶额皮层增加8%。当Fox和Appelgate（1988）继续对受试者刺激，并在感觉异常出现几次后作第二次rCBF测定。他们发现，SI有较小的增加（12%），SMA没有增加。在Seitz和Roland（1993）进行的另一项手的振动刺激研究中也揭示了rCBF和rCMRO2
 增加或减少的部位（见图2-43）。这些作者没有在小脑中发现变化，而且与Fox和Appelgate的研究结果对比，在初级运动皮层（MI）可见明显的增加。Ibanez等（1989）发现，强的振动刺激也使肌肉末梢兴奋，并逐渐地引出反应。虽然肌肉末梢的传入并不直接投射到运动皮层，但这些部位也可以被激活。因为受试者注意到这个反射，并试图作出补偿。然而遗憾的是，所有调查者用的均是这种强的振动刺激。因而无法知道，是否更温和的振动能更好地激活SMA和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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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3　右手受振动刺激时次级躯体感觉区（SII）被激活（Roland，1993）



在上述研究中，作者对一些被测定的皮层区的命名并不一致，这是导致他们的研究结果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例如，Appelgate和Fox 所指的岛区，在Seitz等的研究中被称为SII。而Fox和Appelgate （1988）称为SII的部位，则被Seitz和Roland（1992）称为后岛区。Penfield和Rasmussen（1950）、Woolsey等（1979）的皮层图中，SII位于额顶的盖部，被中央前，特别是后中央回所掩盖。Seitz和Roland（1992）把这个区部分定位在后中央回的掩盖下，而顶盖部的尾部更多地被一些人（Roland，1987；Seitz和Roland，1992）称为后岛皮层。因此，两个研究本质上显示同样的躯体感觉区，即SI、SII、尾部的顶叶盖和上顶叶的前部被激活。

（3） 触觉和触摸

触觉是躯体感觉（皮肤觉）的一种。引起触觉的适宜刺激是使皮肤表面变形的机械刺激。皮肤接受这种刺激的感受器种类很多，包括游离的神经末梢和各种复杂的感受装置。触觉的最大特点是对刺激适应极快，外界机械刺激只是在压弯毛发或使皮肤变形的短时间内即引起触觉感受器发放传入冲动而产生触觉。全身各部位的皮肤对触觉的敏感度不同，舌尖、唇、指端的敏感度最高，局部定位也最准确，腰背部则较差。

有关触觉学习的内容在本章第八节中详细介绍，这里仅简单描述触摸作为一种刺激方式与中枢相关感觉区的关系。

Greenberg等（1981）和Ginsberg等（1987）用一个刷子以2～3Hz的比率触摸受试者的皮肤，其力度使之足以感知到刺激但未引起不舒服。结果显示对侧后中央回及周围的rCMRgl增加9%。振动一些受试者的面部、手和膝腱，可见对侧运动皮层的rCMRgl增加。在静息和刺激之间的差异是小的，而且在躯体感觉区没有数据可报告。

麻将牌类似于小的多米诺骨牌，刻有图景和中文。在一个躯体感觉认知试验中，Ginsberg等（1987，1988）让受试者蒙眼，将混杂在一起的牌按字、圈、线等不同类型分类。在试验期间，对侧躯体感觉皮层的葡萄糖磷酸化率和rCBF增加。增加的程度揭示，不仅初级躯体感觉皮层，附近的躯体感觉相关区也被激活，在初级运动皮层也看到一些增加。在一个随后的实验中，他们要求受试者用无尖的圆珠笔在手掌上写数字，这个作业也使同样的对侧皮层部位的葡萄糖磷酸化率增加。这两个作业本质上都是感觉运动作业，因为受试者在第一个作业中，不得不用手指触摸麻将牌，在第二个作业中他们不得不多次压挤实验者的手，这种压挤是与所写的数字一致的。有效的触觉认知要求表面的动态数字被认知，或物体被感觉。这种运动组成对任何自然的触觉感知都是必需的。在某种程度上，暴露方式可以通过移动的表面或与数字的皮肤表面相关的物体被模仿。但暴露的运动是复杂的，而且在实践中真正的模仿很困难。

Roland等（1975，1976）让受试者用手触觉鉴别矩形平行六面体，这些六面体的形状各不相同。受试者蒙眼，实验者将一个六面体放在其右手中让其触摸。过一会儿，实验者用另一个形状不同的六面体替换，让受试者鉴别与前一个六面体有无不同及有何不同。回答是这个或前一个更像是椭圆形的。经过训练后受试者能熟练地进行鉴别，此时再进行正式的试验以测定rCBF，rCMRgl和Ca2+
 通道的最大结合率（Bmax）等脑的生物化学变化，结果如图2-44所示。他们进行的另一组类似的触觉鉴别试验的结果如图2-45所示。

（4） 温度觉和疼痛的热刺激

温度感受器是对温度异常敏感的神经元。由于这些神经元有特殊的膜机制，因此人能感知皮肤温度平均小于0.01℃的变化。温度感受器在皮肤温度约高于30℃时开始发放神经冲动，在30～45℃之间，随着温度升高放电频率增加。当皮肤温度进一步升高时，放电频率迅速减少。45℃差不多是温度痛觉感受器开始放电的值，也是感觉从热变为烫，组织开始灼伤的值。如果皮肤广泛区域都达到这样的温度，就会感觉到疼痛。温度感受器像机械感受器一样，对长时间的刺激也会产生适应现象。

Talbot等（1991）的一项研究显示，正常人受试者右前臂上的六个点接受疼痛的温度刺激时，SI、SII和前扣带皮层被激活。热的脉冲是在48～49℃之间，受试者感觉到疼痛，但可以耐受。受试者接受温和刺激（在41～42℃之间）作为对照组进行评估。作者通过从疼痛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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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4　受试者二择一鉴别矩形平行六面体形状期间的rCBF（ml/100g/min，左列）、rCMRgl（μmol/100g/min，中间）和Ca2+
 通道Bmax（pmol/ml，右列）变化（Roland，1975）



A：穿过手区的切面，与探查所用右手同侧比较，左前中央和后中央回有更大的Bmax；B：穿过腹侧丘脑的切面，显示左侧VL-VPL高Bmax；C：穿过壳核的切面，显示双侧高Bmax；D：穿过手区的切面中rCBF增加（＞8ml/100g/min），增加区位于前运动区、左运动手区、左SI、后中央沟前和后唇皮质衬里、上顶叶前部和辅助感觉区；E：穿过腹侧丘脑的切面，显示该部位和前丘脑的活性，另外前岛叶、额中回和前扣带皮质也增加；F：E所示层面上6.5mm的切面，显示双侧壳核、前岛叶和红核区rCBF增加；G：穿过躯体感觉手区下部的切面，显示SMA、前运动区、左侧MI和SI、左侧后中央沟皮质衬里、顶内沟前部皮质衬里、辅助感觉区rCBF增加；H：穿过侧脑室顶部的切面，显示中和上额回rCBF增加；I：穿过小脑前叶的切面，显示右侧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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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5　7例受试者用右手触觉鉴别形状时的rCBF平均增加（Roland等，1976）



A：穿过躯体运动手区的切面，前运动区、辅助运动区、左侧初级运动区、左侧后中央回、后中央沟皮质衬里、左顶内沟前部rCBF增加，双侧辅助感觉区有小的增加；B：穿过腹侧丘脑的切面图，可见腹侧后丘脑和双侧壳核-仓白球rCBF增加；C：穿过小脑前叶的切面，显示右侧小脑rCBF增加；D：穿过辅助感觉和辅助运动区的切面，所有rCBF平均增加区的面积在200mm2
 以上，所显示的rCBF增加＞8ml/100g/min

激引起的活性中减去由温和刺激引起的活性，仔细地分辨所有与刺激相关的非特异的激活，从而揭示SI，SII和前扣带皮层为特异的疼痛活性区。这个实验证实，大脑皮层的确参与疼痛刺激的感知。在该研究中，Talbot等没有发现与疼痛相关的任何特异的丘脑激活。然而Jones等（1991）在另一个组PET研究中用类似的减法技术发现了对侧丘脑，前扣带皮层和基底节的活性。这些正常受试者在前臂的一个点接受了急性的疼痛的温度刺激（46～47℃）；对照是一个温和的41℃的刺激。

如果把来自非人类灵长类的带有解剖学证据的研究和人的实验结果放在一起，可以勾画出下列图片，关于疼痛的热刺激的信息通过脊椎丘脑束传递，以兴奋丘脑核的侧群（VPL，VPI.N.submedins）和髓板内核CL-Pf。核的侧群与SI，SII和眶额皮层有内在联系。CL和P5核也与前扣带皮层、24区有内在联系（Baleydier和Mangiere，1980）。前扣带回皮层投射到尾状核和纹状体腹侧。如果CL-Pf前扣带通路是疼痛的知觉感觉的基础，那么应强调它的反向表现。SI，SII的腹侧基底的通路是疼痛的精确定位和疼痛鉴别方面的信号基础，这样的推理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有意思的是，前扣带回是仅有的被发现由两个PET组一致地激活的部位（见图2-46）。Raichle（1990）的研究显示，前扣带皮层在功能上是完全非同质的区，它已经被许多与疼痛刺激没有任何类同性的作业所激活。有可能，特别是前扣带回的后部特异地与不愉快的躯体事件的投射有关，但这还必须由进一步的实验澄清。PET技术是将有限数量受试者的激活反应平均化，因而仅能显示最显著的变化。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仅一个PET组发现丘脑明显地被激活的理由之一。事实上可能也有其他的皮层区和亚皮层结构参与，但其活性仅增加到一个更有限的程度，这就增加了疼痛表现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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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6　由疼痛刺激特异激活的皮质区（画线椭圆：Talbot，1991；空白椭圆：Jones，1991），注意左前扣带皮质后部是一致的（Roland，1993）



2.痛觉

（1） 皮肤痛觉和疼痛反应

痛觉是躯体感觉的一种，也是最原始，最重要的感觉。对任何感觉器官的强刺激都会产生痛觉，引起疼痛。疼痛是人类受到伤害性刺激时产生的一种不愉快的主观感觉，以提供躯体和内脏受损的信号。痛觉是一种复杂的感觉，常伴有不愉快的情绪活动和防卫反应，这对于保护机体完整和生命安全非常重要。疼痛又常是许多疾病的一种症状，因此在临床上引起很大注意。可以说，痛觉是受伤害组织的紧急呼救信号。

伤害性刺激作用于皮肤时，可先后出现两种性质不同的痛觉，即快痛和慢痛。快痛是一种尖锐而定位清楚的“刺痛”，它在受刺激时很快发生，撤除刺激后很快消失。慢痛是一种定位不明确的“烧灼痛”，它在刺激后过0.5～1.0s才能被感觉到，痛感强烈而难以忍受，撤除刺激后还持续几秒钟，并伴有情绪反应及心血管和呼吸等方面的变化。

（2） 皮肤痛觉的感受器和疼痛刺激的传导通路

痛觉感受器为游离的、具有分支的、无髓的神经末梢。强烈的机械刺激、温度过高、缺氧、某些化学物质等都会引起组织损伤。痛觉感受器的细胞膜含有离子通道，能被这些刺激所激活。痛觉感受器存在于大多数机体组织，如皮肤、骨骼、肌肉、大多数内脏器官（包括血管、心脏、脑膜等）。除了脑膜外，脑本身没有痛觉感受器。大多数痛觉感受器对机械、温度和化学刺激产生反应，称多觉型痛觉感受器。然而，也有许多痛觉感受器对不同刺激的反应具有选择性，从而又分为机械性痛觉感受器、温度痛觉感受器和化学性痛觉感受器。例如对机械感受器的强的刺激可以引起疼痛，并可以兴奋灵长类丘脑腹侧基底的复合体（VPL，VPI）。脊椎丘脑束被假设特别地传送躯体感觉的疼痛和温度。脊椎丘脑旁路在丘脑有一些靶，它们可以被分开进入VPL，VPI和下中核的侧靶。来自VPL和VPI的信息可以到达初级躯体感觉区（SI），甚至次级躯体感觉区（SII），在这些部位的一些神经已经显示对机械和热的疼痛有反应。在清醒的灵长类，CL-PS中的髓板内神经细胞也特异地对疼痛有反应。

痛觉的中枢传导通路比较复杂。痛觉传入纤维进入脊髓后，在后角更换神经元并发出纤维交叉到双侧，再经脊髓丘脑侧束上行抵达丘脑的体感觉核，转而向皮层体表感觉区投射。此外，痛觉传入冲动还在脊髓内弥散上行，沿脊髓网状纤维、脊髓中脑纤维和脊髓丘脑内侧部纤维，抵达脑干网状结构、丘脑内侧部和边缘系统，引起痛的情绪反应（见图2-41）。神经生理学的研究表明，疼痛是在丘脑感觉的。但也有研究发现，在高级哺乳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可以在所有水平对疼痛刺激作出反应，甚至在脊柱水平。

在麻醉的灵长类中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未发现任何皮层部位的损伤将引起总的感知或定位疼痛的能力缺失。因此皮层对疼痛的感知作用，如果有，也是不确定的。这是因为通过显像探测丘脑如何在没有皮层参与下呈现功能是困难的。因此，尽管在皮层和丘脑之间有压倒性的丰富的内在联系，但目前仍然认为丘脑是疼痛的终点站。

一个物体的触觉认知首先要恢复该物体复杂的特征。为此，需要一些皮层区的参与。对比之下，疼痛可能不需要任何被接受为疼痛的特征的恢复，即疼痛的感知可能不需要某些躯体感觉区的参与。如果皮层被损伤，余下的脊髓、后脑、中脑和间脑的疼痛通路的完整部位仍可以通过一致的同步的激活，引起如常的疼痛的感知。但精确的疼痛定位和一些疼痛强度的鉴别可能需要SI或SII的参与。也就是说，如果皮层被损伤仍然可以感知疼痛，但会失去任何鉴别更细微的强度差异的可能性，或失去精确的疼痛定位。Ingvar（1975）在一个早期的颈内动脉技术的rCBF研究中，让受试者接受对拇指的疼痛性电休克。结果显示对侧半球血流呈弥漫性增加，而在额皮层和SI可见一些优势的活性。

3.躯体局部的调节

Roland 等（1977）发现，对食指尖施加非常弱的刺激（在探测阈下的触及）可使对侧中央后区躯体感觉手指区的rCBF增加25%。同时，在前额皮层，相应于上和中额回也可见rCBF增加。因为刺激是用毛发的阈下接触，能量仅为5×10－3
 erg。与图2-39比较，刺激每0.1s一次，刺激能仅为5×10－4
 erg/s。在躯体感觉手区所呈现的大的rCBF增加不像是由这些极小的阈下接触引起的传入神经齐发所致，应该有另一种机制对大多数的rCBF增加起作用。因此Roland 等（1981）做了另一个试验。他们让受试者食指尖受到非常小的触及，随后要求受试者将注意转向手指尖，并默默计算在50s期间接受的接触数量，并行rCBF测定。然而，受试者在测定期间并未受到刺激。尽管如此，结果仍显示对侧躯体感觉手区rCBF增加25%（见图2-47）。另外，在上前额皮层中部、中额回相应皮层和顶内沟前中后躯体感觉相应皮层，即大多数涉及躯体感觉信息分析的皮层区的rCBF也增加。如果将注意力转向上唇的右边，rCBF的增加被定位于初级感觉区的唇区。躯体感觉手和嘴区的rCBF增加（10.2±0.4）ml或25%，是皮层rCBF的增加中最强的。这些rCBF的变化可能还不是由刺激或运动引起的，因为在测定期间既没有发生刺激，也没有发生运动。两者也不是由主试者向受试者发出的让其将注意朝向手指的指令所引起，因为与指令相关的rCBF增加的区域的损伤并不影响指令的记忆，但干扰躯体感觉探测和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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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7　集中注意手指尖时的rCBF变化：由于躯体特定区的调整和参与感知躯体感觉信息的区域的补充，rCBF增加（Roland，1981）



Seitz 和Roland（1982）认为在躯体感觉手区rCBF的增加不像是由于活性潜能的数量增加。他们发现强的刺激，像2mm振幅 100Hz的振动引起手区的rCBF增加31%（见图2-38）。Hyvarinen 等（1980）在一项动物的研究中，对猴子进行躯体感觉刺激，在初级感觉皮层中，活性潜能的数量并不增加。对此更可能的解释是，rCBF的增加是由在手区EPSPs的增加所致（Roland，1981）。EPSPs的增加将使锥细胞很好地去极化。因此，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是由于初级躯体感觉皮层中相应躯体的部位被调整以接受非常弱的刺激（Roland，1981）。调整的意思是促进SI神经做好准备使它们成为信号的最佳接收器。

Foit等（1980）随后也进行了另一个试验，发现一个无刺激状态可以使相关的初级感觉区的rCBF增加25%，而正中神经的强刺激只能使rCBF增加至其的一半。由此看来，在初级感觉区突触的代谢反应中，刺激能量不是主要的决定因素。例如，在躯体感觉鉴别期间中等强度的躯体感觉刺激使rCBF升高35%（Seitz等，1991），没有随意运动的躯体感觉鉴别使rCBF增加29%（Roland和Larzen，1976），以1.6×106
 erg的信号能量给手指尖一个强的压力，使手指区的rCBF增加少于15%（Roland等，1980）。这样，在同样的物理变量的实验中，代谢反应与刺激的信号能量（或比较每秒能量，即刺激能）呈单一曲线的关系。

这一现象也呈现在视觉和听觉系统的研究中。Keidel（1961）在研究中发现，给予受试者轻度、中度和强的信息能量一段时间后，其初级接受区的触发频率减少。这一现象被称为适应。适应的目的是在已知刺激能量水平中保护最大的敏感性。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适应”，初级感觉神经对引入的传入冲动输送就会呈线性反应，那么我们将不能鉴别更高强度水平的刺激。

4.躯体局部的放大因子

1950年，Penfield和他的同事通过一系列的实验，详细描绘了中央后回的躯体局部组织结构（见图2-37，左）。后来，在1976—1987年期间，许多学者用PET显像程序复制了这个SI的皮层表面的图，并显示，面、手和脚的刺激引起在对侧后中央回的rCBF和rCMR的局部增加。他们的这些研究结果与Penfield和同事发现的面、手、脚感觉的皮层部位相符。而PET的优势还在于它可以给予局部的定量分析。Fox等（1987）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将相当强的振动作用于唇、手指和脚趾，沿躯体感觉带，rCBF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手指、脚趾和唇的震动使rCBF分别增加25%，22%和16%。这是由于刺激上述不同的部位所激活的躯体感觉皮层的位置不同，唇、手和脚的皮层野是不重叠的，但手和前臂的皮层野有重叠。

目前认为，灵长类的初级感觉皮层是由四个分离的细胞结构区组成：3a，3b，1和2（见图2-48）。3a 和1区主要接受来自皮肤的机械性感觉受体的传入。这使它在核实完成3a和2区的身体表现有一定困难。表现的意思是，在细胞结构带中的一部分神经选择性地对身体某一部分内受体的刺激作出反应。这样，在皮肤的1个平方厘米大小和皮层的1个平方厘米大小（皮层放大因子）之间有关系。有高密度受体的皮肤区趋向于有大的皮层表现，有小密度受体的皮肤区趋向于有小的表现。因此，由于手的刺激将激活在SI中的许多神经和许多受体，由刺激手指引起的rCBF增加应该大于刺激脚趾所引起的rCBF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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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8　猴中央后回的皮肤表面多表现区（Merzenick和Kass，1980）



5.躯体感觉相关区的功能

人类躯体感觉相关区分离的证据是源于脑损伤的研究和功能性的激活实验。Fox和Appelgate（1988）及Seitz等（1990，1991）的脑激活研究显示SI，SII和后岛皮层-顶盖（RI-PO）在振动期间一致地被激活。而上顶叶前部（SPA）和前顶内皮层（IPA，位于顶内沟内），在躯体感觉识别期间选择性地被激活（这些区的定位见图2-37，右）。此外，SPA，SS和IPA在躯体感觉识别期间明显地更多地被激活。这说明，在一侧的RI-PO，SII与另一侧的SOA，SS和IPA之间的功能清楚地分离。

Roland（1987）对一些脑损伤的研究显示，SII的损伤与躯体感觉的任何缺损无关，但降低了对运动的探测。这可能意味着，一个人可以对顶盖中两种功能上独立的躯体感觉相关区SII和RI-PO进行鉴别。后一个区有可能含有两个或更多的功能区，如猴的后顶盖可以再被分为7区和后岛皮层（Robinson和Burton，1980）。Roland（1987）在另一项有关脑损伤对躯体感觉识别影响的研究中，包括一个位于后中央沟（SPC）内层的皮层中的相关区。因为该部位的损伤特别地影响肌肉运动知觉的识别。有可能，这个区确实包含2个分离的功能区，因为前带含有属于Brodmann 2区的皮层，而后带属于5区。SS和SPA在解剖上是分离的（见图2-44和图2-45），在一系列作业中也可以在功能上分离这两个区。可以把这些区分别命名为SII，RI-PO，SPC和SS区的另一个原因是躯体感觉似乎仅仅在躯体感觉刺激期间和要求脑进行躯体感觉信息分析时被激活。

6.躯体感觉的半球优势

Yoshi等（1989）的研究证实，一些躯体感觉分析的主意可能在一个半球中占优势地执行。受试者被要求用左手或右手中的一只触诊来分类麻将牌。因为机械感受器传入神经的投射是严格地到对侧皮层（Joncs和Powell，1970），来自右手的躯体感受信息到达左半球的SI和vice versa。分析区是由SI和邻近相关皮层的较小部分组成。用右手分类使rCMGgl增加6.1μmol/100g/min，用左手分类也使rCMRgl增加6.1μmol/100g/min。Fox和Applegate（1988）调查了由于振动引起的rCBF变化，并发现在SI没有侧位的差异，但对于SII-PI-PO和SPA，右半球的增加是更高的。当同时振动左手和右手时，在相关区所见的右半球的优势在其他多刺激同时进行的情况下也被看到。

四、听觉和感知

耳是听觉的外周感觉器官。听觉是由听觉器官——耳、听神经和听觉中枢的共同活动完成的。耳又分为外耳（耳郭和耳道）、中耳（鼓膜和听小骨）和内耳（前庭窗和耳蜗），听觉的感受器是位于内耳耳蜗的科蒂（Corti）器官内的基底膜毛细胞。听觉的适宜刺激是声波，声波使鼓膜运动，再经听小骨带动卵圆膜，卵圆膜的运动则推动耳蜗内的液体，最终将物理运动（机械能）转换为感觉神经元的冲动（膜电位）。通常人能感受到的声波频率范围是16～20000Hz。Lauter等（1985）发现对于纯的500Hz和4000Hz的音调，rCBF的反应是不同的。对500Hz音调，rCBF的增加位于横回的侧位；而高音调的反应是位于更靠中间大约27mm的部位。这些结果与在其他灵长类中的发现相一致。然而，有充分的迹象显示，在灵长类中，正常的初级听皮层的功能不是纯的音调的恢复。

1.听觉中枢和听觉通路

大脑的听觉区是管理两耳听觉的神经中枢。人的听觉皮层代表区位于颞横回和颞上回（41，42区），电刺激上述区域能引致受试者产生铃声或吹风样的主观感觉。人的听区又可分为第一听区和第二听区。第一听区即初级听皮层（PAC），位于颞横前回的中部和颞横后回的一部分，相当于41区。细胞构筑属于变异的颗粒型皮质，比视区和躯体感觉区的皮质为厚，约3mm。但不同的个体，其左右初级听皮层的范围和大小不尽相同。第二听区位于第一听区的外侧，占颞横回的其余部分（主要在颞横回的侧面及颞上回的前部和后部）以及邻接的额上回，相当于42区及其邻近的22区。42区属顶叶型皮质，22区覆盖颞上回的其余部分。听神经进入脑后终止于耳蜗前腹核和后腹核，这两个核中的细胞轴突部分终止于对侧的上橄榄核团，另一部分交叉终止于对侧的上橄榄核团。从上橄榄核团中的细胞发出的纤维大部分到达同侧和对侧的外侧丘系和下丘，还有侧支直达内膝体。从外侧丘系核发出的纤维主要到达同侧和对侧的外侧丘系和下丘，小部分到内膝体。内膝体发出的轴突经内囊到同侧颞叶听皮质（见图2-49）。因此，听觉的投射是双侧性的，即每一侧皮层代表区均与两耳的听觉神经连接，具有管理两耳听觉的功能，其中一侧半球的听觉区受到伤害时，对个体的听觉能力只有轻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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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9　听觉神经传导通路示意



听觉过程包括声波机械振动→电→化学→神经冲动→中枢信息加工等环节。从外耳集声至内耳基底膜的运动都是机械过程，或称声学过程。基底膜毛细胞受刺激后引起电位变化，进而化学递质释放、突触兴奋和神经冲动发放。冲动再传至听觉中枢，产生一系列信息加工的感知过程。听觉感知还包括一个理解的阶段，也就是说，将所接收到的声音加以辨认，变成可被理解的概念。这个理解的特性源于位于优势半球颞叶中的Wernicke区，即感觉性语言中枢，或称为语言感觉区。而在发音之前要先把概念译成字词，而后变成声音或是音素。这种形成字词的能力是来自于优势半球额叶中的Broca回。Broca回是大脑语言中心的主要转变站，称为语言运动区，对讲话的产生十分重要。Wernicke区和Broca区有紧密的联系，这个颞额通路被称为弓形囊（arcuate fasciculus），从Wernicke区经角回和缘上回到达Broca区所在的额盖（frontal operculum）。

FDG和PET技术已被广泛地用于听觉系统的研究，特别是语言认知的脑激活研究（见本章第6节）。这里重点讨论非语言听觉感知的功能性解剖。

2.听觉刺激的神经影像学研究和影响因素

听觉认知的功能性神经显像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测脑的哪些部位对特定的听觉刺激（作业）作出反应，也就是研究听觉感知的神经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基础。脑对听觉刺激产生反应时，相关的局部脑组织内的神经细胞通过电化学冲动对接受的声音信息进行编码和转输，这就是激活或称为活化。神经细胞释放电化学冲动时需要消耗能量，因此局部脑区在激活的同时也伴随有相应的脑血流和代谢的增加。通过探测在听觉刺激期间局部脑电生理、脑血流和/或代谢的变化就可以精确定位和定量脑对特定的听觉刺激的反应。早期脑激活实验的方法是将电极直接插入脑内记录脑细胞的电生理活动。该方法可以直接获得神经细胞电发放瞬间的信息，有很高的时间分辨率和空间分辨率，但能探查的范围很小，且具有侵入性，仅限于在动物实验中使用。EEG和MEG可以间接地探查皮层表面大范围内脑电生理和磁场的变化，有很高的时间分辨率（约10～100ms），但空间分辨率很差（＞1cm），无法探查皮层下结构。近30年来，PET，SPECT和fMRI已被广泛用于脑认知激活实验。fMRI虽然有不用放射性示踪剂、时间分辨率高、定位准确等优点，但其扫描时仪器的巨大噪音和相对封闭的实验环境限制了它在听觉刺激研究中的应用。而PET和SPECT可以发挥其优势，在听觉感知，特别是音乐和语言的认知功能研究中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了解人初级听皮层是怎样的一个功能性组织结构是探查声音感知的神经机理必不可缺少的一步。因此，听皮层的研究最初集中在初级听区，也涉及次级及周围听觉区的听觉功能的表现，仅很少的研究涉及皮层下结构。后来更多的学者则是将其作为在一个更大范围内的神经回路的一部分进行调查研究。研究的方法，包括受试者的组成和刺激的模式及内容等也多种多样，以全面了解人脑的哪些组织机构以及它们又是如何感知、鉴别和理解声音信息的。通过使用不同的非词语听觉刺激类型，如白色噪音、纯的音调、噪音爆发、咔嗒声、脉冲声等的功能性显像研究可以获得各种不同的上颞区激活模式，并揭示皮层对听觉刺激的反应依赖于许多因素，如刺激的频率、强度、旋律、呈现率、复杂性等。用功能性显像技术进行听觉刺激研究的首要课题之一是刺激频率在初级听皮层上的功能表现。基于非人灵长类电生理学和细胞结构的研究结果，揭示了猴子大脑初级和第二听区的多音调分布图。尽管这些多音调分布图在精确定位和数量上仍存在差异，但是它一致地显示高频率音调激活初级听皮层的中和后部，而低频率音调激活前侧部。对于人听皮层的细胞结构所界定的范围与人的特定的脑功能区之间的关系以及关于人听皮层音调局部分布模式尚不如在非人灵长类中了解的那样清楚。这是因为在非人灵长类的研究中使用的是空间高度特异的电生理测定技术，相比之下，用于人听皮层研究的功能性神经显像技术受到时间和空间分辨率的限制（Ruytjens，2006）。

除了刺激频率外，刺激的强度对脑活性也有影响。随着刺激强度的增加，神经反应的空间范围也增加。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刺激呈现于听觉器官的频率，在以5Hz的呈现率发送纯的音调时伴有最大的皮层活性。此外，在一些研究中，单耳、双耳刺激模式及听觉感知的侧化也被调查研究。用纯音调、辅音-元音音节或咔嗒声刺激的研究都揭示刺激正常听力受试者单侧耳时，对侧听皮层的活性比同侧更强。受试者的注意力也是影响对声音的神经反应的重要因素。在双耳作业期间，当要求受试者在执行听觉作业时给予更大的选择性注意，可见初级听皮层（与前额注意区一起）的活性增加。注意力调节或许具有执行感知信息处理的重要的门功能（Ruytjens，2006）。Satoh等（2001）用知名作曲家的圣歌，研究了受试者在集中注意和音中的女低音部分时的PET/rCBF的变化。与听一般（整体）的和音比较，集中注意听女低音时，双侧上顶叶、前契叶、前运动区、眶额皮层rCBF双侧性增加。上顶叶似乎对听觉选择性注意和音中的女低音和和音的心理记录的分析负责。前契叶可能参与心理记录的女低音部分的书写音调。他们认为，听觉选择性注意和分析处理在集中注意和音中的某些声音时起重要作用。还有研究显示，听觉刺激在光谱和时间上的变异也影响听区的反应。双侧半球的初级听皮层对时间的变异作出反应，对时间特征的反应趋向于左侧，而对光谱变异的反应趋向于右侧。这些结果进一步证实左半球听皮层对快速时间处理（对语言特别重要），而右半球对光谱曲线（对音乐重要）的特化（Ruytjens，2006）。

一些学者基于功能性神经显像研究的结果提出了在听觉处理中的多皮层分步的等级制的理论，例如类似在猴子中发现的一个系列的、平行的组织结构（Rauschecker，1997；Wessinger，2001）。处理等级制的核心是位于Heschl's回的中部，而后期的处理由此播散到侧面和中间。像视觉系统一样，后期的处理构建在早期处理输出的基础上。简单的听觉刺激，像纯的音调，激活初级听觉皮层的中央，而光谱上更复杂的音调也激活周围更高等级的区。更高层次的听觉刺激研究涉及人类大脑对音乐和语言的听觉感知、鉴别和理解，并与思维、学习和记忆等脑的高级认知活动密切相关，因此也就必然涉及更多、更复杂的神经回路。

性别也可能是影响人的听觉感知的因素之一。Ruytjens等（2007）报告了人初级听皮质在功能上的性别差异。他们让男女各10名志愿者在听音乐和噪音期间分别进行PET/rCBF测定，发现当听音乐与听噪音比较时左右初级听皮质的激活存在性别差异。无论男女，初级听皮质在听音乐时的活性均高于听噪音时。而在听噪音时，女性初级听皮质的激活高于男性。男性组在听噪音时伴有右前额皮质的活性减少，而在女性组无此表现。听觉皮质和前额区在解剖上和功能上是相互连接的，而前额皮质参与听觉作业并涉及持续的选择性听觉注意。他们由此认为注意上的差异导致右前额皮质活性减少上的不同，后者又可依次调整初级听皮质的活性，最终导致男女在初级听皮质上的活性差异。

3.单耳、双耳及一侧优势的听觉感知

在哺乳动物中，耳蜗接受的信息大多数投射到对侧的颞叶，而在人类，对于绝大多数右手利者来说，左大脑外侧裂周围（peri-sylvian 区）专司语言功能，听觉活动的刺激会引起支配（优势）皮层的反应。听觉通路如图2-49所示，来自一只耳的听觉信号的多数将终止在对侧初级听皮层。基于上述解剖结果，大多数传入听纤维从耳蜗核和上橄榄核投射到对侧的侧丘系和下丘脑，由一只耳听到的声音被认为最初投射到对侧的听皮层，然而这一点的临床证据最近才获得。Penfield和Jasper（1954）注意到在电刺激经历癫痫脑外科的病人的初级听区常常引起其对侧耳的蜂鸣声或振铃声，这揭示初级听区接受由对侧耳最初接受的声音。MEG的观察也已经揭示颞叶对一只耳的声音刺激产生双侧性反应，但对侧颞叶的潜伏期更短，振幅更大。Naito等（1995）用PET证实一只耳的噪音刺激在耳蜗植入病人的对侧初级听区引起更大的活性（见图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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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0　耳蜗植入单耳刺激所致对侧初级听相关区（箭头所示）激活



初级听区和即刻听相关区定位在颞平面，隐藏于大脑外侧裂中的颞叶平坦的上表面。一些调查者已经对该解剖部位进行了探查。预期当听觉刺激仅仅呈现于一耳时，在对侧初级听区的rCBF或rCMR增加比同侧更多。Alavi等发现，在用单耳听富有意义的英语故事的受试者中，对侧上颞叶的活性多于同侧对应皮层的活性，伴有左前下额区（Broca区）的活性增加。当作业被减少，以保持语言的特性但不含有意义的内容（不熟悉的匈牙利语故事）时，同样观察到双侧颞叶的活性（对侧大于同侧），但在Broca区没有见到代谢增加。Reivich等最初的听觉刺激研究揭示，呈现于单耳的真实的故事使整个右颞叶LCMRGlc增加20%～25%。Le Scao 等报告高音调（阈上）刺激后的HMPAO显像显示，与刺激前比较，左右颞叶与全脑的活性比分别增加19%和17%。在Greenberg等（1981）和Kushner等（1987）的两个试验中，受试者听一个英语故事和一个不熟悉语言（匈牙利语）的演讲，结果显示对侧听皮层的rCMRgl增加比同侧听皮层高7%。然而这些结果与Mazziotta等（1982）的报告是冲突的，后者让受试者听呈现于一只耳朵的Sherlock Holmes（福尔摩斯）的故事，在大多数受试者中，代谢类型反映了平面颞回有可能大小不对称，左边大于右边。但作者不能发现任何颞横回的强度差异。在这些研究中，听皮层一词所指的区域不完全相同。而Mazziotta等发现葡萄糖代谢的分布更多地决定于刺激的内容，但有轻微的不同结果。在一个单侧耳听英语故事的更小系列中，他们观察到不论刺激哪侧耳朵，均可见左半球持续的活性。他们也检查了没有语言成分的听觉刺激，并且发现音乐的和声最初激活右半球的结构（下颞叶、顶和上颞叶）。在要求区分连续声调的受试者中，他们的结果依赖于受试者用以作测定的方案，被暗示弄得复杂的受试者或那些用分析的方案的受试者，显示最初的左半球的活性，而美的音乐或非分析的受试者是右边更高些。这些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左半球对语言程序（词语刺激）的特殊作用，而语言的音调、韵律和音乐（非词语刺激）可以激活右半球的结构，这些结果与有特殊的皮质损伤所显示的特异的语言缺失的临床结果是一致的。它们也有力地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在复杂的感觉输入的过程中，需要脑的多个和广泛区域的合作。

4.噪音

噪音并不传达任何信息，但含有所有的频率和振幅。因此可以认为，噪音是刺激听觉系统，包括初级听区的有效方法。Meyer等（1988）在一个研究中，用75dB（分贝）宽带噪音刺激正常受试者的耳朵使其初级听区的rCBF增加。但Kawashima等（1991）用同样的刺激却发现初级听觉和即刻相关区一致的减少。然而，他们的研究也有一些一致的结果，即宽带噪音并不激活听相关区，甚至当受试者被鼓励仔细监听以探查可能的响度变化时。在这些研究中存在一个问题，即rCBF和rCMR水平的测定常在静息状态下进行。在大多数研究中，静息时听皮层的rCBF和rCMR是相对高的，特别是当耳朵未塞住时。Momose等（1991）的研究显示，当受试者倾听传到耳朵的滴答声，昆虫的声音和音乐而没有作业要求时，颞平面听区的rCBF也增加，但颞叶侧面的相关区没有变化。Honjo（1999）让6例正常受试者分别听讲话和白色噪音，同时用15
 O作为示踪剂进行PET显像研究以揭示明显的脑活性区。结果显示，当受试者听持续的白色噪音时，激活的脑区局限在被刺激耳对侧的初级听区，而当受试者听讲话声音时，听相关区及其周围脑区被广泛激活（见图2-51）。他们认为，脑可以通过不同的功能区清楚地鉴别和感知讲话声音和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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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1　6例正常受试者用右耳听白色噪音和讲话声音时的脑活性（Honjo，1999）



a：当受试者听持续的白色噪音时，被刺激耳对侧的初级听区被激活；

b：当受试者听讲话声音时，双侧听相关区的广泛区域被激活

5.音乐

众所周知，人脑左和右半球听区的功能有相当大的不同。左大脑半球被认为是主要处理与语言相关的信息，而右半球主管声音和音乐分析。也就是说，语言的音调、韵律和音乐（非词语刺激）可以激活右半球的结构。右侧半球对音乐处理的相对专化得到来自广泛不同的感知作业的神经显像数据的支持。如在旋律或音质的音高判断、曲调想象或双耳同时刺激的音色判断等听觉刺激作业中发现许多不同的（亚）皮层区被激活。其总的激活类型类似于语言听觉刺激中所见的等级组织结构制，但是基本在右半球。其初级听区涉及与音调信息的提取和整理有关的低水平的处理。而次级和相关区涉及处理音调类型的更复杂的分析。最后，因为音乐处理涉及声音在时间上的组织结构，在处理音乐时工作记忆被累及，而且与右额叶的功能活动密切相关（Ruytiens，2006）。

Zatorre等（1994）在一项音乐感知的神经相关性的PET/rCBF研究中让12例志愿者执行4种不同的音乐作业：①　听噪音爆发序列；②　听不熟悉的音调旋律；③　比较相同组合旋律开始2个声音的音调；④　比较该旋律的开始和最后声音的音调。后两种作业分别用于调查在低和高的记忆负荷下的短期音调记忆。结果显示，听曲调，相对于听觉上匹配的噪音序列，导致右上颞和右枕皮层CBF增加。对与被动地听相关的高记忆负荷情况的分析揭示一些皮层和亚皮层参与，显著的在右额和右颞叶，以及顶和岛叶皮层。两种音调判断情况也揭示左初级听皮层内CBF减少。他们认为，右上颞皮层特异的神经通路参与音调的感知分析。音调比较影响经由包括右前额皮层的神经网络，但音调的活性记忆涉及右颞和额皮层的相互作用。Tervaniemi等（2000）在探查对语言和音乐信息自主激活的神经机制是否存在侧化的研究中也发现，当呈现给受试者的声音序列包括混杂的常见和不常见语言声音（内包括常见的和不常见的音素）以及音乐声（内含常见和不常见的和音）时，自主的语言处理位于左半球而音乐位于右半球。然而当呈现于受试者的仅有一种声音（常见和不常见）时，这种侧化并不发生。数据揭示，侧化的神经回路的自主激活需要基于短时声音呈现的声波比较。

类似地，用于音乐天才的海滨试验组合（the seasnore test battery for musical talents）含一些音调类型的鉴别试验，它已被用于调查对非词语的意味深长的听觉信息反应中的rCBF变化。当Roland等（1977，1981）让受试者区别音调韵律时，上颞回，包括听相关区的rCBF明显增加。当时所用颈动脉内注射示踪剂的技术并不能对平面颞叶中的初级视皮层和即刻相关区进行任何分开的监测，但显示在右边的活性是更强的，并延伸进入中颞回和下顶叶。下颞回也被很强地激活，其活性与额眼野的活性一样（见图2-52）。在试验中两耳同时被刺激，但是右半球似乎呈现为这个非词语材料处理的主要部分。上颞回后部的活性似乎包括在Galaburda和Sanides（1918）的研究中所揭示的颞顶区。Mazziotta等（1982，1984）使用来自海滨试验组合的另外2个试验：一个含有成对音调的鉴别的记忆试验。在这成对的某种音调中仅有程度的不同。另一个是对成对的单一音的音质区别试验，和音中有一致的或不同的和谐成分。在两个试验中，初级听皮层均被双侧地激活，即刻相关皮层也如此。然而成对的音调区别和音质区别试验优先地增加上颞回的右听觉相关皮层和上颞回后部及中颞回的rCMRgl。在音质区别试验中，下顶叶的rCMRgl也增加。作者把他们的受试者分为2组，一组是相当熟悉音乐和音乐理论分析的，一组只是一般的听众，没有音乐理论背景。在第一组中可以观察到左侧上和中颞回的相关区有更多的活性。Satoh（2003）的研究也发现，在听音乐短语的特别声音部分时，音乐工作者和非音乐工作者激活的脑区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对右侧大脑中动脉与后动脉梗死患者的研究发现，其音乐欣赏能力缺乏，但对环境中的声音，包括言语的表现正常，也提示音乐感知的优势半球在大脑的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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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2　鉴别音调韵律期间的脑皮质rCBF增加区（Roland，1981）



左列：5个受试者左半球rCBF增加的平均范围和平均变化；

右列：另外6例受试者右半球rCBF增加的平均范围和平均变化

然而，并非所有涉及音乐感知的神经显像研究都揭示右半球的优势。如前所述，皮层对听觉刺激的反应依赖于许多因素。同样，人脑对音乐的感知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就表现在不同受试者和/或不同的刺激方法和内容所激活的脑区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Parsons（2001）通过对他和同仁的四个音乐演出、感知和理解的神经显像和神经学研究结果的分析发现音乐的音调、旋律、和音、节拍、韵律、节律及期间的不同的神经亚系统，这些与音乐感知和理解相关的潜在的脑区遍布左右大脑和小脑半球，不同的音乐处理涉及独特神经回路的不同方面。Satoh等（2001）的研究也显示，像在视觉加工中一样，在音乐加工中，根据听音乐的方式，不同的脑区将被激活。大多数参与音乐感知神经显像研究的受试者都是非音乐专业工作者，他们未经历音乐的专业培训，因此不存在脑对音乐的特化。他们在执行音乐刺激的听觉作业时，脑的激活类型主要与刺激模式和受试者自身的音乐素质（欣赏能力）有关。Satoh等（2006）的PET/rCBF研究显示，非音乐专业受试者听非常熟悉的摇篮曲时，双侧颞叶的前部、双上颞区、海马旁回被激活。由此推测这些脑区可能参与熟悉音乐的长期记忆，以及词和情绪的恢复。同时也支持颞叶参与熟悉音乐认知的假设。而要求他们探查片段中有意改变的音调时，双侧激活的区有前楔叶、上/下顶叶和额叶侧表面，这些部位似乎显示与音乐分析相关。而非音乐工作者在被动听虽然喜欢但不熟悉的器乐曲期间，除初级听皮层、次级听区和颞极区被激活外，也可以观察到一个边缘和边缘旁区［包括胼胝体下扣带回、前额的前扣带回、后胼胝体压部 （retrosplenial）皮层、海马、前岛叶和伏核］自发的反应。作者认为这些部位可能与对音乐的认知反应中所引出的愉快的情感模式有关（Brown，2004）。Satoh等（2001）让受试者听知名作曲家的圣歌。在一般性地听和音期间颞叶、扣带前部、枕皮层和小脑中部表面双侧均被激活。相比之下，当受试者集中注意听女低音时，双侧上顶叶、前契叶、前运动区、眶额皮层rCBF双侧性增加。他们认为，上顶叶似乎对听觉选择性注意和音中的女低音和和音的心理记录的分析负责。前契叶可能参与心理记录的女低音部分的书写音调。其他的研究也显示，非音乐工作者听和音期间，颞叶前部、扣带回和小脑被双侧性激活。而在听女高音期间，双侧上顶叶和右楔叶明显被激活。表面双颞叶前部对鉴别美的音乐和和音是至关重要的（Satoh，2003）。也有研究显示，前额皮层的后背外侧选择性地涉及音调（和音）的鉴别（Bermudez和Zatorre，2005）。

音乐是一种文化，与语言密切相关。无论是音乐创作还是单纯的音乐欣赏均离不开记忆、学习、思维和想象，同时也伴有创作者或欣赏者情绪上的变化。因此，当对音乐刺激信息的处理进入鉴别和理解的高层次时，激活的脑区不再局限于听皮层和右半球也就不足为奇了。

6.语言

对正常人听觉语言功能的脑PET和SPECT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进一步证实了左半球对语言程序（词语刺激）的特殊作用。有关语言认知的脑研究在本章第六节中详细介绍，这里仅概述与语言听觉信息的感知和理解相关的脑机制及其与音乐听觉感知的异同。

听觉语言加工是将语言信息转换成语义的过程。这个过程首先需要对语音信息进行解码，转换成抽象的词汇表征，然后再提取语义，进行句子的加工，并涉及句法分析。因此，口头语言的感知和理解包含几个处理步骤。讲话声音在初级听皮层的听觉分析是语言感知的第一步。在基本的声学分析后，一个讲话声音在语音和词汇音韵学上被处理，例如构成的音素的感知和解码。然后，找到一个词典和语义的入口以恢复呈现的词的意思。最后，将呈现的词组合在一起构成句子。

人对声音的解码主要在位于颞上回的初级听皮层。像其他感觉模式一样，听皮质也分为初级听皮质区和第二级或联合听皮质区。第二级或联合听皮质区有明确的定侧特异性。语言优势半球皮质与分析语言声音有关，而非词语信息包括音乐的听觉感知更多的与非优势半球相关。Mazziotta等（1982，1984）用福尔摩斯（Sheylock Holmes）故事的刺激以仔细研究听觉区的词语和非词语活性之间的差别。颞横区的初级听皮层和即刻听相关区，在词语和非词语作业间活性无区别。上和中颞回的相关区（见图2-53的6和7）在非词语刺激时右边的活性更高。而在词语的刺激和分析的受试者中，左边被更多地激活。在上颞回的后相关区（图中的8区）延伸到下顶皮层，显示为对词语和非词语刺激同样的优先选择边。

除了位于横颞回初级听区周围的即刻听觉相关区外，位于上颞回中部的相关区在词语和非词语刺激时也被不同程度地激活。该区可能仅仅为边缘相关区，并可能与Braak（1978）所指的大锥（magnopyramidal）区相一致。上颞回的后部在一些非词语作业中被激活，但在其他的作业中并不被激活。颞叶的中部和内侧部的后部是一个复杂的多功能区，与额叶上部和下部、听联合区、额叶背外侧面及额叶眶部优先广泛地交互联系，在听觉记忆以及辨别和组织言语和其他声音中起着重要作用。

[image: ]
图2-53　在听觉刺激期间rCMRgl变化定量分析所用的解剖区（Mazziotta，1982）



在双侧听觉皮质完成声音解码后，信息就进入左侧语言加工系统。这个系统分成两部分：腹侧通路和背侧通路。前者负责语义加工，而后者将语音转换成言语-运动表征。腹侧通路经由颞上沟并最终到达颞下回后部，包括部分颞中回和颞下回区域。这个区域担当语音和语义系统的中介。背侧通路从背后方投射到顶叶，并最终到达额叶语言产出中枢。背侧系统位于外侧裂-顶叶-颞叶三个部分的交界处。

然而，语言感知在许多方面是非常复杂的，有时参与的区并非实质上的听觉区。事实上，在语言感知试验中被激活的区有些是参与语言信息的处理，而有些可能与语言声音的刺激并无直接的关系。这一点最初只有很少的研究者注意到，以致相关文献中所涉及的听觉相关区在语言感知研究中的分类可能是错误的。Larsen等（1977）和Nishizawa等（1982）让受试者听拟声，整个上颞区和下顶叶的邻近部位rCBF增加，在左半球该活性延伸至中颞回的部位。Roland等（1977，1980）在一个随意运动的研究中发现，当受试者必须根据其接受到的词语指令移动食指时，其上颞区中部的相关皮层 rCBF双侧地增加。类似地，Moinose等（1991）让日本受试者听一个日本故事时，其上颞叶的rCBF也呈双侧性地增加。另外，在任何要求分析听觉信息的作业中，下额回的后部几乎不变地均被激活（图2-51和2-52）。在左半球，该区称Broca区。在这些研究中，额眼野和上侧前额皮层也被监测，尽管无任何视觉刺激，但这些区是活的（图2-51）。额眼野的活性不依赖任何在脑中进行的鉴别活动，但前额的活性可能是。Mayeux和Kandel在1991年提出一种新的语言信息处理模型，即对一个词的听知觉和视知觉是由感觉模式不同的通路相互独立地处理的。输入到听皮层的听觉性语言信息先传至角回，然后经Wernicke区再传到Broca区。而视觉语言信息输入到视觉联合皮层后直接传至Broca区。这些通路各自独立地到达Broca区，以及与语言含义和语言表征相关的更高级脑区。在听觉性语言刺激研究中其他脑区的活性也有描述。如Mazziotta等（1984）发现，在词语刺激时丘脑的rCMRgl增加，且呈双侧性。而在音调记忆试验中，左尾状核rCMRgl增加。小脑在语言认知中的作用也已被注意到。

在言语理解过程中，经过听觉解码后，语言加工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取语义，涉及语义学和句法加工的认知和神经机制。一旦理解的词已经在语音和音韵学上被分析时，词的意思不得不被恢复。音韵学和语音处理在上颞区的正确定位尚有争论。一些研究发现听外语故事时左侧后上颞回被激活。处理外语讲话声音涉及音素的音韵学处理，但没有进入词的语义。然而其他报告在比较假词和音调时双侧上颞沟后部被激活。辞典-语义处理不限定在上颞叶，但依赖于皮层区的总的网络。这个称之为语言网络涉及左侧前上和中颞回、后下颞回、角回、下额回和背侧前额区，以及右侧半球后下颞回和角回。此外，句法处理的神经机制的神经显像研究已经显示涉及左侧下额回。该活性可能反映了总的累及高度特异的语法/句法处理或工作记忆。

7.音乐和语言听觉感知的比较

听觉系统的等级处理制使我们可以对像音乐和语言这样的复杂声音进行恰当的处理。对语言和音乐的感知和理解是人类所特有的最复杂的认知。构成语言和音乐的最基本的元素是音素或音调，它们通过有限的基于规则的排列而形成有意思的结构（词或旋律）。讲话和音乐是功能性显像中很有意思的刺激，因为所有正常功能的人都有能力处理高度复杂的音乐和讲话而无需明细的训练，因此它们更像是与人所特有的听觉系统的功能性组织结构有关。

人对声音的解码主要在初级听皮质，它位于颞上回。早在20世纪30年代，von Economo和Horn就发现，大脑左侧的听皮质比右侧大，与之相吻合的是，左侧初级听皮质第三层的锥体细胞也比右侧大，从而形成更大的细胞柱，并与周围细胞形成更强的连接（Zatorre，2002）。左右半球的这种结构上的差异使得它们具有不同的功能：左半球主要负责声音的时间变化（temporal change），而右半球主要负责准确觉察声谱（spectra）特征。语言和音乐这两种刺激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讲话含有快速的时间变化，而音乐趋向于有缓慢的变化但重要的是有小的频率上的变异。Zatorre等（2002）认为，双侧半球的听觉皮层是相对专化的。如时间分辨率（对讲话重要）在左侧听皮层区更好，而光谱分辨率（音乐）是在右侧听皮层区更好。研究者用PET探查了双侧半球在加工时间和频率信息中的分工。在一部分扫描中，刺激的频率信息保持恒定，但时间转换速度逐渐加快；在另一部分扫描中，变化速度保持恒定，但组成声音的音调逐渐增多。结果表明，虽然双侧颞上回的活动受到频率和时间的调节，但左侧颞上回更容易受到时间变化的影响，而右侧颞上回更容易受到频率变化的影响。

虽然音乐和语言有部分分离的神经通路，但更多的证据显示，对于音乐和语言来说，一些功能，如语义、句法等的处理需要共同的神经资源。换句话说，组织一组词进入有意义的句子的能力和组织一组音调进入构成旋律的能力可能使用同样的脑结构。Mirz等（1999）用15
 O水和PET调查不同刺激的听觉加工的神经系统，他们让5位正常受试者用单耳听噪音、纯音和纯音调脉冲、音乐和讲话。结果显示，简单听觉刺激的加工，如纯的音调和噪音，主要激活左颞横回（BA41）；而不连续的类型的声音，如纯音调脉冲串，激活双侧半球上颞回听相关区（B42）。此外，有复杂光谱、强度和时间结构的声音（词、讲话、音乐）激活两侧颞叶特异的，甚至是更广泛的听相关区（BA21，22）。PET的研究结果显示其具有调查早期中枢听觉处理的明显优势，并且提供了对不同声音刺激处理在功能上既有联合共存，又有个别活的平行的和系列听觉网络的证据。类似地，Brown等（2006）用业余音乐家口头即席创作的有旋律的词或语言上的词进行平行的音乐和语言产生作业比较，并用PET探查受试者对不熟悉的、听觉呈现的旋律或词的反应。结果显示，产生旋律词的核心区为右BA45、右BA44、双颞平面、侧BA6和前SMA。产生句子的核心区为双后顶和中颞（BA22，21）、左BA39、双上额（BA8，9）、右下额（BA44，45）、前扣带和前SMA。直接比较两种任务，几乎激活相同的功能脑区，包括初级运动、辅助运动、Broca区、前岛、初级和次级听皮层、颞极、基底节、腹侧丘脑和后小脑。两个任务之间的主要差异是语言（句子）产生倾向于左侧的侧化。然而在两种模式中许多激活区是双侧的，并且有明显的重叠。它们也支持音乐和语言的神经系统的显著特征的分享、平行模式，主要表现在对复杂声音结构（音韵系）平行组合式的产生，但有语义学信息成分的明显差异。而Groussard等（2009）用PET和不同的作业或刺激探测构成音乐语义记忆的神经机制。结果显示，在颞叶的前部可见更大的活性。他们根据临床观察和神经显像数据分析认为，音乐辞典（和最广泛的音乐语义记忆）与涉及右和左侧脑区的颞叶-前额叶脑网络有关。

8.耳聋和耳蜗植入

耳聋是指听觉系统的传音、感音功能异常所致听觉障碍或听力减退。根据病变性质，耳聋可分为器质性和功能性两大类。而根据病变损害的部位，耳聋又可分为传导性耳聋和感音性耳聋两大类。凡听觉感音器病变（包括内耳末梢感受器、听神经及其中枢通路、听觉皮质中枢）所致的听觉减退或消失均属感音性耳聋（又称感音神经性耳聋，或称感受性耳聋）。多因内耳听毛细胞、血管纹、螺旋神经节、听神经或听觉中枢的器质性病变而阻碍声音的感受和分析或者影响声音信号的传递，并由此引起的听力减退或者听力丧失。根据病变解剖部位的不同，感音性耳聋又可分为耳蜗性、神经性、中枢性三种。

为了探测长期耳聋者听皮质功能的变化，Ito等（1993）用PET显像探查了耳聋病人耳蜗植入前后听觉刺激的代谢变化。发现，有残存听力的病人，听皮层活性几乎正常；全聋病人中，耳聋时间越长，听皮层活性越低；长时间耳聋的病人，显示听皮层代谢明显减少。随耳蜗植入，代谢活性恢复到几乎正常。结果支持，与讲话理解机制相关的更高级脑系统的活性可以被来自植入装置的声音讯号启动。Truy等（1995）对3例耳聋6～26年的受试者用15
 O标记的水和PET测定静息和右耳电子耳蜗刺激期间脑的局部活性变化。3例受试者均为右手利。在接受用于耳蜗植入筛选的粗糙的耳蜗电刺激期间，2例有客观的听觉，1例无任何听觉。但3例长期感觉神经受损者的听皮层均见活性增加，其中1例在刺激的同侧，2例在刺激的对侧。他们由此得出结论：①　在长期的听损害后，到皮层的听回路仍维持功能；②　在对听刺激缺乏感觉的受试者中，粗糙的电刺激也可以激活听皮层。

Engelien等（1995）对1例听丧失恢复的患者和6例正常受试者进行声音分类的PET研究。患者为双侧大脑侧裂中风和听丧失，其对环境声音的识别部分恢复，但维持临床上语聋。所有受试者均在下列3种情况下行PET显像：①　被动听环境声音；②　环境声音分类；③　静息。结果显示，正常受试者被动听环境声音时与静息比，听皮层和丘脑后部、右下顶叶和前岛/额、壳核区明显被激活。而在病人中，可以看到备用听皮层、右下顶叶、邻近左半球大脑侧裂损伤的区域（前岛/额、壳核区，中颞回和下顶叶）的活性。声音分类与被动听声音比较，在病人中功能的恢复与双侧分布网，包括前额、中颞、下顶皮层及右小脑和右尾状核的活性相关，另外也与左前扣带回活性相关。而正常人同样的作业导致的活性网仅仅包括左侧前额、中颞、下顶。他们认为，梗死区周围的衔接部和更广泛累及的新皮层网的双侧活性是创伤后功能重新修复的机制，使之能够从认知损伤中恢复或补偿。Engelien等（2000）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一例广泛双侧听皮层（包括初级听区）破坏的受试者，仅仅在选择性地注意听觉模式时，可以有意识地感觉到声音的发作和停止。这是第一次用PET/15
 OH2
 描述这样一种注视调节听-聋现象的神经联系。与病人在疏忽时对呈现的同样刺激的反应比较，通过听觉注视可以使双侧侧前额皮层、部分中颞皮层、小脑半球等与声音有意识唤醒相关脑区的脑血流增加。他们由此得出结论，有意识的感觉能够被注视调节唤醒。也就是说，在缺乏初级听皮层时，选择与前额系统相关的“自顶向下”的注视，可以对残余听觉系统内听觉感知发挥至关重要的听感觉调节作用，达到声音的有意识唤醒。同时也支持，正常感觉处理的注视调节对人脑活性有双倍效果：激活与给予注视有关的局部脑区的神经网络；与阳性的刺激相关的特异感觉区的活性增加。

为了探查耳聋发生的时间（语前聋或语后聋）对听相关区功能的影响，Hirano等（2000）检查了学语前耳聋受试者听相关区的功能差异。学语前和学语后耳聋并接受耳蜗植入的受试者各6例。12例正常受试者作为对照组。所有学语前耳聋者耳蜗植入已超过8年，每个受试者均分别在静息和听语言声音时行PET/H15
 2
 O的检查。此外3例语前聋者在听和唇读时复查PET研究以探查听相关区皮质活性。结果显示，静息时，语前聋者听相关区rCBF明显比语后聋者或正常人高。在听时，语后聋和正常人听相关区的rCBF增加，而语前聋者没有明显rCBF增加。在语前聋受试者中观察到的静息下听相关区高rCBF揭示缺少突触的修复，这支持，在语前聋者中，听相关区的听觉处理的功能性差异是小的。3例语前聋者复查的研究显示，2例在唇读时听相关区被激活，但听时未被激活。这两例有唇读技巧的进展而没有语言识别的改善。对比之下，另一例在耳蜗植入前的日常交流中没有使用任何视觉的暗示，而听力的敏感性通过耳蜗植入很好改进，该例的PET检查证实在听时听相关区被激活，而唇读未激活听相关区。他们认为，听相关区的功能性差异依赖于在讲话获得的关键时期，视觉和听觉哪一个被重点使用。该结果对于语前聋儿童的教育和治疗日程表的安排是重要的。

对于重度——全聋患者，常规增益不能增进听力，可以考虑行人工耳蜗植入术。人工耳蜗的工作过程是麦克风将声学信息传到语言处理器，它将声信号转换成听神经能够评价的声刺激，调制成收音机的频率，然后通过传送线圈经皮肤传送到乳突内的接收刺激器，将电信号转换成模拟脉冲，并将这种携带有相应频率及电流强度的脉冲继续传送到刺激电极，这样既有频率特征又有强度变化的信号通过听神经传到听觉中枢进行辨别处理。电子耳蜗的适应证是重度聋及全聋患者。其前提条件是蜗神经及听中枢的功能必须是完好的，否则会影响术后的疗效。

Herzog等（1991）用脑H15
 2
 O PET测定深部耳聋病人在耳蜗植入后脑皮层对刺激的反应（rCBF变化）。受试者为2例学语前和2例学语后耳聋的耳蜗植入者，刺激来自噪音和词的编码。结果显示双侧初级和次级听皮层rCBF增加达33％。这种情况不仅在学语后耳聋的病人中，也在从无听觉（学语前耳聋）的病人中观察到。Scao等（1993）用HMPAO/SPECT研究了7例深部耳聋病人听觉中枢电刺激期间的脑灌注（rCBF）反应。所有病人均看到颞皮层计数增加，其中鼓室试验（promontory test）6例阳性者，右侧增加20％，左侧增加19％。1例鼓室试验阴性者右侧增加9％，左侧增加3％。他们认为SPECT是耳蜗植入术前的优势试验，可帮助估价皮层对刺激的灌注反应。Nishimura等（2000）用PET探查短和长期耳蜗植入使用者的神经可塑性。他们让耳聋后已学会手语的短和长期耳蜗植入使用者听词和看手语。结果显示，短期耳蜗植入使用者听皮层无活性，而长期使用者在听和视输入同时呈现时被充分激活。他们认为耳聋者在耳蜗植入前所形成的视觉感知优势对耳蜗植入后听觉恢复的干预可以随经验而减少，而选择从视输入转换到听输入，可以通过人成熟听皮层的神经持续可塑性的方法完成。

Naito等（1995）检查了6例学语后耳聋，使用多通道耳蜗植入器者接受声音刺激时皮层PET/rCBF活性。受试者先行无声音刺激（耳蜗植入系统的讲话处理器开关关闭）状态下的PET基线显像，然后接受不同的声音刺激：①　听白色噪音；②　听连续的日语句子。结果显示，噪言刺激时，植入对侧初级听皮层比同侧rCBF增加更大。与噪音刺激比，讲话刺激时左侧即刻听相关区及双侧听相关区、双下额后部、Broca's区和其右半球对应区rCBF增加更多。与词和非词声音认知相关的皮层活性在本组受试者中被证实，可能与对照组中这些皮层区因听力受损导致活性减低有关。

耳聋和耳蜗植入者的语言认知功能研究详见本章第六节相关内容。

五、化学觉

人们最熟悉的化学觉是嗅觉和味觉。

1.嗅觉

嗅觉是一种化学性感觉。鼻是嗅觉器官，它接受气态化学分子的刺激，经神经细胞传递至嗅神经中枢的现象就称嗅觉。目前知道，嗅觉在大脑皮层的投射区随着进化而愈益缩小，在高等动物只有边缘叶的前底部区域（包括梨状区皮层的前部、杏仁核的一部分等）与嗅觉功能有关。人的嗅觉代表区就位于包括前梨状区、杏仁核等处的嗅皮质。在人脑的刺激研究中观察到，刺激这些相应的结构可以引致特殊的主观嗅觉，如焦橡胶气味等。一般认为，分辨多种不同的气味是通过4种基本嗅觉即香、酸、糖味、腐臭等组合而实现的。人类能辨别2000～4000种不同物质的气味，不同的气味使人产生不同的感觉，从而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不同的作用。

嗅觉通路始于位于鼻腔上部鼻黏膜的嗅觉细胞（亦称嗅上皮细胞），为杆状的双极细胞。底部的嗅细胞（嗅神经）穿过筛板到达嗅球内的帽状细胞。嗅球是第一级嗅觉中枢，由嗅球出来的纤维形成嗅束，终止于大脑皮质底面边缘叶的嗅觉区，包括杏仁核、海马和前岛叶的梨形皮质。而味觉投射区在中央后回头面部感觉投射区之下侧。

人们对人脑如何处理味道的感知、鉴别和认知尚未进行系统地研究。Savic等（2000）用PET进行了5种不同嗅觉作业期间的脑激活研究：单鼻闻无味的空气；闻单一气味；鉴别气味的浓度；鉴别气味的特征；气味认知记忆。单一气味激活杏仁－梨状、眶额、岛、扣带皮质和右丘脑。气味浓度和气味特征激活左岛叶和右侧小脑，气味特征还累及包括右尾状核、海马回下脚等其他区。气味认知记忆不激活岛叶，但激活梨状皮质。例外的是在鉴别气味特征时尾状核和海马下脚维持活性，另外还激活颞和顶皮质。这些结果揭示嗅功能用一个平行的和分级的方式被识别。

（1） 嗅觉感知

神经显像研究支持，梨状皮质至少部分地被气味激活。Kareken等（2004）用PET/H15
 2
 O研究了15名健康志愿者在参与四种作业期间的rCBF，吸入有气味的芳香剂和无气味的空气。为了排除气流通过鼻道对脑产生的影响，他们设计了两种作业作为对照，即在腭咽闭合（无气流通过鼻道）的情况下给予低流量的添臭剂和无味的空气。与预期相反，即使在大的统计学阈值下，与腭咽闭合给予无气味的空气比，吸入无气味的空气并不引起梨状和周围皮质的活性明显增加。然而，吸入无气味的空气减腭咽闭合给予无气味的空气的不同信号和鼻压变化峰率之间，在梨状皮层和周围区中呈现小的相关性。而梨状皮层和周围区的活性在吸入和腭咽闭合期间均被芳香剂强的诱发。两者的活性没有明显的区别，表明芳香剂刺激可在腭咽闭合的情况下激活梨状核（初级嗅皮质）。眶额（嗅觉相关）皮质在腭咽闭合芳香剂刺激期间无活性，但芳香剂吸入期间有。因此吸入在促进气味高等级分析中可能起着重要作用。右眶额区也随无气味空气的吸入而激活，这支持眶额在引导嗅觉探查中的作用。

嗅神经是仅有的有确定的同侧初级脑解剖投射的颅神经。是否这些投射符合气味感知的单鼻孔处理的功能通道尚不清楚。Savic等（2000）对18例健康女性在单鼻闻单一气味和无味空气期间进行脑PET/H15
 2
 O的rCBF研究。与无味的空气比较单一气味激活右杏仁核和梨状皮质、右眶额皮质左岛叶、右丘脑和前扣带回。分析显示，首先激活的三个部位不依赖于被刺激的侧，但在刺激右鼻时右眶额rCBF更高。刺激右鼻时，主要激活右岛叶。而刺激左鼻时右丘脑被激活。气味似乎由同侧和对侧共同处理，但不论被刺激的鼻孔是哪侧均伴有右半球的优势。

一些研究揭示女性在嗅觉鉴别中的执行能力超过男性。然而在单纯的气味处理而没有认知上的要求时，对嗅觉感知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仍有分歧。Bengtsson等（2001）用PET/H15
 2
 O比较了12例女性和11例男性在双鼻被动闻香味和无味的空气期间的脑活性。香味成分（芳香剂）分为纯的嗅觉、混合的嗅觉，或弱的三叉神经（trigeminal）的。用无味的空气刺激作为基线状态，在两性中均发现杏仁、梨状和岛皮质双侧的活性而不考虑气味成分。在脑活性类型或气味感知中没有性别差异被探查到。在被动的气味感知期间男性和女性使用类似的脑回路。在评估嗅觉信息包括气味鉴别中所报告的女性优势或许是不同认识的影响而不是嗅觉处理的感知水平上的差异。

（2） 嗅觉鉴别和判断

不同的气味成分（芳香剂）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正是由于气味的特征各不相同，人们才能仅凭用鼻子闻就能将它们区别开。但是这些不同的气味是否由不同的脑回路处理，目前尚不清楚。Rovet等（2001）报告了他们对嗅觉刺激进行判断的功能性神经解剖研究的结果。12例正常受试者，对强烈的、令人愉快的、熟悉的，或可食用的芳香剂分别作出判断，对照组是执行听觉作业。所有5种判断均引起右眶额皮质rCBF增加，但在对熟悉的芳香剂作出判断时最高，而在探查气味的作业时最低。在对令人愉快和熟悉的芳香剂进行判断期间左眶额皮质活性明显增加，但在对其他气味判断时没有。左眶额皮质在对令人愉快的气味作出判断期间比对熟悉的气味作出判断和其他判断作业期间更高。这些数据证实眶额皮质在气味处理方面是依赖味觉作业类型而侧化的。他们支持左右眶额平行处理的模式。在这里，相关的活性水平依赖于气味判断是否累及认知和情绪。初级视区也被证实在依赖于嗅觉作业类型的嗅觉处理中不同程度的累及。在对令人愉快的和可食用气味的判断中可以观察到初级视区明显的rCBF增加，而在其他三种判断作业中初级视区没有发现明显的rCBF增加。这些数据揭示令人愉快的和可食用的判断累及视觉处理的回路，但探查气味以及对强烈的和熟悉的气味作判断时并不累及。

嗅球接受来自同侧鼻的第一个投射，然后皮质和边缘系统双侧地反应。更激烈的刺鼻气味（如丙酮）经三叉神经（trigeminal）而不是嗅神经投射并引起脑干和皮质的变化。Savic等（2002）让12例受试者执行三种分开的作业，即用双鼻被动地闻单峰芳香剂香草醛、双峰芳香剂丙酮和无味的空气，并用PET/H15
 2
 O测定其rCBF变化。与闻空气比，闻香草醛激活双侧杏仁核和梨状皮质，而在闻丙酮时这些区仅轻微地累及。替代地，闻丙酮时发现在前和中间岛叶、屏状核、前扣带回后部、躯体感觉皮质（SI面部）、小脑、丘脑腹侧中部核背侧中部、侧下丘脑核桥/髓有强活性。平行地，在躯体感觉（SI，面部代表区中央下面）、次级视和听皮质以及辅助运动区和海马旁回去活化（活性减少）。而闻芳草醛期间未观察到去活化。他们认为，在芳香剂感知期间的脑活性类型的鉴别似乎是依赖累及的颅神经的信号转换。香草醛单独激活嗅皮质，而丙酮主要累及来自鼻黏膜的三叉投射。闻丙酮未明显激活嗅皮质可能是由于交叉模式相互作用使丙酮气味成分受到抑制所致。

（3） 嗅觉认知

通常认为气味的感觉是与其他感觉模式不同的，气味在知觉上被编码而没有语义成分。最近在与语义一起编码以改善气味记忆的研究中所获得的结果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怀疑。嗅觉的认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对气味熟悉程度的判断，涉及长期或短期的记忆，以及与气味命名相关的语义分析。而熟悉的气味比不熟悉的气味更容易被记忆和鉴别。

为调查熟悉的气味与不熟悉的气味是否由不同的脑结构处理，Savic等（2004）让14名健康男性被动地用双鼻闻熟悉的气味、不熟悉的气味和无气味的空气，同时用PET/H15
 2
 O测定rCBF变化。用对比的方法计算明显的活性，用相反的方法计算失活的部位。相对于无味的空气，熟悉和不熟悉的气味激活杏仁核、梨状皮质和部分前扣带回，熟悉的气味还另外激活左额皮质（BA44，45，47区）、左顶皮质合并楔前叶和右海马旁回。当熟悉的气味减去不熟悉的气味时，覆盖海马旁回的簇和楔前叶也被观察到。左额皮质和右海马旁回的激活肯定与熟悉的等级有关。闻熟悉的，而不是不熟悉的芳香剂似乎累及间接记忆和语言功能的脑回。这样，被动的感知似乎涉及语义回路，即通过芳香剂即刻引出联想和判断芳香剂的特征的能力完成。

Dade等（1998）调查了不同阶段嗅觉记忆处理的脑功能。他们让12例健康志愿者执行气味编码、长期气味认知、短期气味认知和非气味感觉这四种作业。受试者在执行长期记忆作业前需要先接受4天训练以学习6种气味。PET/rCBF分析揭示，与对照作业比，在长期气味记忆认知作业中右眶额区和双侧梨状皮质明显激活。在短期认知作业期间右梨状皮质的活性被呈现。在编码和恢复作业期间脑激活还累及前额皮质。与其他记忆模式的PET活性研究相似，在气味的编码/恢复期间也可见额皮质的半球不对称。

Dade等（2002）用PET调查颞叶在嗅觉记忆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检查了颞叶（包括初级嗅区）切除的难治癫痫病人气味学习和记忆以及健康个体气味记忆作业期间的脑功能。为了研究不同阶段的气味记忆，在第一次暴露和第四次暴露后，以及24小时延迟间隔后测试对气味“表”的认知。病人的所有测试均明显比对照者差。但作为切除侧的功能，没有注意到明显的差异。揭示这个作业没有强的半球优势。PET数据揭示根据处理的类型，梨状皮质（初级嗅皮质）呈现不同的活性水平。与没有气味的基线扫描相比，在短期认知作业期间可以观察到一个小的双侧性增加，而在长期认知作业期间观察到大量的双侧增加。这些结果与动物的研究结果一起支持梨状皮质不仅在气味感知中，也在气味记忆处理中具有活性作用。他们认为，嗅觉记忆需要来自左右颞叶区的输入以达到最佳的气味认知。和词与非词的视觉材料不同，对嗅觉记忆没有明显的脑侧化。

Rovet等（1999）用PET研究了气味的感知和语义处理的功能解剖。他们让15例正常受试者执行三种作业：①　探查作业，判断感觉到的刺激是一种香味还是空气；②　感觉作业，判断一种气味是否为熟悉的；③　语义作业，确定一种气味是否为可食用的。这三种作业被假设为分级构成，从浅的探查到深的语义水平。PET/rCBF测定结果显示，熟悉气味的刺激和对照的气味判断显像相减揭示熟悉的判断主要与右眶额区、胼胝下回、左下额回、左上额回和前扣带回（分别为BA11，25，47，9和32区）有关。对可食用气味的判断减去对熟悉气味的判断的比较显示，可食用性气味选择性地激活初级视区。对比之下，在对气味的熟悉度的判断中同样的视区观察到rCBF减少，而对可食用性气味判断期间观察到眶额区rCBF减少。结果支持眶额和视区在气味处理中根据作业的需要以辅助的方式相互作用。Qureshy等（2000）用PET进行人嗅觉和视觉命名和匹配的脑功能解剖研究，对照的作业为简单的嗅觉和视觉刺激而没有认知，基线的对照作业为没有嗅觉和视觉刺激。在嗅觉命名作业中需要长期的嗅觉记忆被恢复以对刺激认知。而嗅觉匹配作业累及从连续呈现的不熟悉气味中鉴别最新编码的不熟悉气味，这要求短期嗅觉记忆的恢复以对刺激进行鉴别。简单的嗅觉和视觉刺激导致左眶额区、右梨状皮质和双侧枕皮质的激活。在嗅觉命名期间左楔叶、右前扣带回、左岛叶和双侧小脑的激活被探查到。它表现为累及语义分析和一定程度精神想象的努力以识别气味的影响。在嗅觉匹配作业期间观察到左楔叶和双侧小脑的活性，这证实在将一种未标记的气味与其他气味进行鉴别期间激活的脑区。在交叉作业分析中发现对嗅觉命名特异的区是左壳核。他们的研究显示在嗅觉命名和嗅觉匹配作业中视皮质明确地起辅助作用，这更可能归因于这些作业的想象成分。小脑在认知作业中的作用已被公认，但这是首次用PET研究支持人小脑在认知嗅觉处理中的作用。

（4） 嗅觉障碍和脑皮质功能变化

功能性神经显像技术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估计和鉴别嗅觉障碍的方法，能够精确地找到许多引起嗅觉缺损的鼻腔和脑障碍的解剖学和病理学变化。从解剖的观点看，嗅觉障碍的原因通常可以分为周围（鼻）和中枢（脑皮质）。在估价周围的原因中，CT和MRI显像能清楚地揭示解剖信息和结构变化，帮助鉴别诊断并为外科介入提供有用的信息。在估价中枢的原因中，fMRI和PET或SPECT可以探查相关脑皮质的结构/功能损伤及其与嗅觉障碍之间的关系。

Eftekhari等（2006）研究了用SPECT估价创伤后嗅觉丧失的诊断价值，并与同期的CT/MRI进行比较。16例头部创伤后嗅觉丧失的病人与无嗅觉丧失的创伤病人及无创伤的健康个体两个对照组比较。定性和半定量SPECT摄取率（眶额皮质与枕极的摄取比率，即摄取指数）显示，病人组眶额灌注明显不足，87.5％的病人显示眶额低灌注。半定量分析比定性方法和CT/MRI探查到更多的眶额异常。Eftekhari等（2005）的另一项嗅觉（芳香粉）刺激的SPECT/99m
 Tc-ECD定量脑灌注研究也显示，与嗅觉缺失病人比，在正常志愿者中眶额皮质、下额极、上额极、后上额叶、旁失状区可见刺激后灌注定量值显著增加，最大的活性被观察到在眶额区（右＋25.45％，左＋25.47％）。Di Nardy等（2000）在用熏衣草进行嗅觉刺激前后的SPECT显像研究中也观察到皮质活性的变化，包括直回（＋24.5％）、眶额皮质（右＋26.6％，左＋25.6％）、上颞皮质（右＋9.9％，左＋5.5％）被激活。轻度的灌注增加呈现在中颞（右＋3.2％，左＋2.1％）、顶枕区（右＋0.4％，左＋2％）。而5例受创伤后嗅觉丧失影响的病人则显示每个嗅区灌注增加小于0.5％。他们认为在大多数病人中，创伤后嗅觉丧失与眶额皮质低灌注相符合。SPECT脑灌注显像作为一个普及的、容易执行的技术，可以提供客观的灌注定量信息，因此被视为有希望在嗅神经生理学领域、临床嗅觉测定和法医学质询中做出贡献。Varnev等（2001）对11例头部创伤后严重嗅觉丧失至少2年的病人和11例年龄匹配的对照者进行了PET定量的研究。定量分析结果显示眶额低代谢，在中额叶也注意到活性减少。亚皮质白质的活性减少实质上在两组间是相同的。结果有力地支持创伤后嗅觉丧失与眶额皮质和中前额皮质密切相关。结果也表明创伤后嗅觉丧失作为眶额损伤的临床征象的重要性。

（5） 小结

综上所述，PET和SPECT作为无创性功能性脑显像技术可以在活体中通过不同的嗅觉刺激和激发对比试验研究脑对嗅觉的感知、鉴别、判断和认知，定位和定量嗅觉中枢及其与之相关的脑功能区，探查嗅觉障碍的中枢神经机制，在嗅觉的神经生理和病理学，特别是嗅觉的认知功能的研究中取得许多重要成果。PET和SPECT的研究发现不同的气味是通过一个平行的和分级的方式被识别。除了嗅觉中枢外，不同的气味和刺激方式还可能和其他的脑功能区相关联，例如，在腭咽闭合与否的对比研究显示眶额在引导嗅觉探查中的作用；令人愉快的和可食用的气味进行判断累及视觉处理的回路；在嗅觉感知的编码和恢复作业期间脑激活也累及前额皮质；在单纯的气味处理而没有认知上的要求时，男女对嗅觉感知没有明显区别，在评估嗅觉信息包括气味鉴别中所报告的女性优势或许是不同认识的影响而不是嗅觉处理的感知水平上的差异；PET研究首次支持人小脑在嗅觉认知处理中的作用，等等。功能性神经显像技术还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估计和鉴别嗅觉障碍的方法，可以探查相关脑皮质的结构/功能损伤及其与嗅觉障碍之间的关系。

认知神经科学是脑研究的重点之一，PET和SPECT在嗅觉认知功能的研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通常认为气味的感觉是与其他感觉模式不同的，气味在知觉上被编码而没有语义成分。然而PET的研究结果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怀疑，并以大量的实验结果证实，嗅觉的认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对气味熟悉程度的判断，涉及长期或短期的记忆，以及与气味命名相关的语义分析。而熟悉的气味比不熟悉的气味更容易被记忆和鉴别。与其他记忆模式的PET活性研究相似，在气味的编码/恢复期间亦可见额皮质的半球不对称。但也有作者认为，嗅觉记忆需要来自左右颞叶区的输入以达到最佳的气味认知，和词与非词的视觉材料不同，对嗅觉记忆没有明显的脑侧化。

2.味觉

味觉的感受器是味蕾，主要分布于舌乳头，可感受溶于水的一些化学物质的刺激。人有酸、甜、苦、咸四种基本的味觉，分别由不同的刺激所引起。舌的不同部位对味刺激的敏感程度不同。人的舌尖对所有味道都比较敏感，特别对甜味最敏感，其次是对咸味。舌的侧面对酸味最敏感，其次是咸味。而舌根对苦味敏感。香、辣、涩等其他多种味道则是这四种基本味觉传入冲动在中枢综合成的感觉。甜和咸味很容易鉴别，而苦和疼痛刺激可以导致初级味皮质失活以避免产生反应。

味的传入纤维进入面神经及舌咽神经，然后进入延髓，在孤束核更换神经元。二级神经元纤维交叉后经内侧丘系到达丘脑腹侧核，在此再换神经元，最后投射到大脑皮质躯体感觉区最下部与面部感觉区相接的部位，形成味觉（见图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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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4　味觉通路



PET和SPECT可以探查人脑对味觉刺激的反应，揭示与不同味觉刺激相关的脑神经生理学变化。Kinomura等（1994）用PET测定了10例正常志愿者与味生理学相关的rCBF变化。他们让受试者通过味觉鉴别0.18%盐水与纯水。结果显示丘脑、岛皮质、前扣带回、海马旁回、舌回、尾状核和颞回的rCBF增加，表明这些结构可能与口服品尝盐相关。

行为、电生理学和动物研究揭示了杏仁核和令人厌恶的味觉刺激认知之间的关系，而PET/SPECT研究也证实人杏仁核对厌恶的味觉刺激呈特异反应。浓缩的奎宁具有高度不愉快的苦味，Zald等（2002）让受试者分别在尝0.02M的奎宁液、水、令人愉快的蔗糖溶液及眼闭合休息状态下行PET/H15
 2
 O局部脑血流灌注显像。与尝水对比，尝奎宁液使左杏仁核rCBF增加，但尝糖水并未观察到杏仁核活性明显增加。与尝水比较，尝奎宁和糖水均激活右后眶额皮质，但部分前眶额皮质和下额叶对奎宁呈特异反应。这些数据揭示左杏仁核对奎宁的苦味有强的反应，而对不厌恶的味道呈温和的反应。愉快和不愉快的味觉刺激尚可激活右后眶额皮质和左下额极/前眶额皮质。Zald等（1998）也用PET研究证实了人杏仁核和左眶额皮质在暴露于厌恶味道期间rCBF增加。9例健康女性尝令人厌恶的盐溶液、纯水和巧克力。与水对比，盐使右杏仁核、左前眶额皮质、中部丘脑、前膝和背前扣带及右海马的活性增加。与巧克力比较，盐使右杏仁核、左眶额皮质、前膝扣带维持明显的活性。结果揭示，杏仁核和眶额皮质对令人厌恶的味、嗅刺激产生反应，而前膝扣带在否定的情绪处理中起明显作用。

六、视觉和感知

眼睛是视觉的外周感觉器官，其主要部分是位于眼球正中线上的折光系统（瞳孔、晶体）和位于眼后部的视网膜。视觉传入信息经折光系统的折射，最后成像在视网膜上。视网膜是光线刺激的感受器，其功用相当于照相用的软片，而眼睛的其余部分就像照相机。视网膜上的光感受器可以将光能（视觉信息）转换为神经冲动，再由视神经传入脑内。视野是指在眼不转头不动的情形下目光所及的广阔面，只有出现在视野之内的东西，才有可能看见。视神经是传导视觉神经冲动的神经元。视交叉位于视丘之下，是视神经通路的交会点。视神经是两眼视神经冲动会合后通往视觉中枢的通路。

1.视觉中枢和视觉通路

视网膜神经元的轴突汇聚成视神经，它们以动作电位的方式将视觉信息传送至数个履行各种功能的大脑结构区域。视觉通路中第一个突触中继站是位于丘脑背侧的一个细胞群，称外侧膝状体核。视觉信息由此再传至大脑，进而解读和记忆。大脑枕叶皮层是视觉的投射区域，即管理视觉的神经中枢。视觉区位于两个半球枕叶距状裂周围的皮质内，交叉控制两只眼睛。左侧枕叶皮层接受左眼的颞侧视网膜和右眼的鼻侧视网膜的传入纤维投射，右侧枕叶皮层接受右眼的颞侧视网膜和左眼的鼻侧视网膜的传入纤维投射。这说明左半球的视觉区，同时控制左右两只眼睛。同样，右半球的视觉区也同时控制左右两只眼睛。枕叶皮层视觉代表区的具体部位在皮层内侧面的距状裂上下两缘，视网膜上半部投射到距状裂的上缘，下半部投射到下缘；视网膜中央的黄斑区投射到距状裂的后部，视网膜边周区投射到距状裂的前部（见图2-55）。电刺激人脑的距状裂上缘（17区），可以使受试者产生简单的主观光感觉，但不能引起完善的视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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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5　光反射神经通路示意



枕叶皮质可分为纹状区（17区）、纹旁区（18区）和纹周区（19区）三个区域。视觉中枢分为初级视皮层（VI）和视相关皮层（或纹状外区）。初级视皮层即Brodmam 17区，又称距皮层或纹状区，包括距状沟两侧的皮质区、楔叶和舌回。视相关皮层又分为第二视区和第三视区。第二视区即18区，因位于17区周围，又称为纹旁区。其皮质较厚，属颗粒型。第二视区即19区，因围绕17，18区，又称为纹周区。因其位于枕叶最前部，故又称枕前区。其皮质在视皮质中最厚，属顶叶型皮质。人的这些区的排列已被确定。视觉感知有两个来自即刻相关皮层的处理旁路。一个背侧线路进入顶皮层，对探测物体之间的空间相关性特别重要。一个腹侧线路或枕颞旁路，特别处理与视觉物的自然品质相关的信息。

2.视觉刺激的脑显像研究

与躯体感觉系统和听觉系统一样，早期的视觉系统PET研究是涉及PET方法的确认而非视觉感知的生理和功能性解剖的探查。随后，更多的研究者热衷于探查在静息、睁眼和跳棋盘刺激之间rCBF和rCMR的差异，并产生与已知的视觉系统解剖一致的结果。为了获得更好的研究结果，需要为进一步的视觉研究建立方法学的基础。例如在图2-55所描述的视觉通路中，因侧膝状体太小，至今不能在断层图像中看到。但用最新的PET扫描仪，能够测定rCMR、rCBF、受体和离子通道的变化。

Reivich等报告了用FDG PET研究视觉刺激的结果。他们发现在用全视野刺激时，视皮层的LCMRGlc增加23%。Phelps等（1981）也调查了复杂的视刺激对视皮层葡萄糖代谢的影响。他们先让受视者闭眼并遮盖，以获得一个视皮层功能性活动的基线测定，结果发现距皮层的rCMRgl是47μmol/loog/min，周围视相关区是37μmol/loog/min。表明在静息时，初级视皮层的rCMR比周围区高（虽然不能确定，Phelps所用早期第一代扫描仪界定初级视皮层区是否没有与18区的组织混淆，但后来Wanet-Del，Pawlik和Heiss，Roland等的测定也清楚地显示，与周围皮层的比较，距皮层有更高的代谢率）。第二天，让受视者看清晰的（570lx）白光，它使初级视皮层（PVD）活性增加12%，相关的视皮层（AVD）活性增加6%。当使用一个含有变化着的黑白方格模型进行复杂的视觉刺激时，导致PVD进一步增加及相对的AVD有更大的反应。而一个更复杂的公园情景的视觉刺激产生比方格模型约大2倍的系统的rCMRgl的增加。AVC的rCMRgl的增长大于PVC，这一点说明，对更复杂的视觉刺激需要更大程度的视觉解释。在所有的研究中，包括单眼和双眼的刺激者，两个初级视皮层中的rCMRgl值是均等而恒定的，以50%的功能从两眼输入到两个视皮层。Phelps等还证实，与受试者双眼闭合的对照状态比较，在复杂的视觉刺激时，纹状体皮层代谢活性增加45%，而在周围纹状体，增加59%。

Alavi A.等通过一个在不同方向的高对比度的黑与白线条的半视野刺激导致对侧纹状体皮层的明显活性（80%）。后来，他们又通过改变刺激的重复率和通过呈现一个拱盘模型的一半视野的中心，同时刺激对侧半视野的外周部分。中心的表现是已知的，投射到距皮层的后部，而外周的表现是投射到前面的距皮层。为了描述对视野的已知部分的刺激，受试者被要求凝视一个小的发光的二极管，对照受试者凝视这个二极管而没有任何形式刺激存在，他们注意到在不同的研究组中，在距区的代谢逐渐增加。睁眼的对照者比闭眼者有更多的活性，而二极管对照者证实在后距皮层有明显的双侧活性。典型的视觉刺激可产生最大的代谢反应，在刺激中心对侧皮层可观察到最明显的效果，而在纹状体周围区逐渐产生的活性与距区的代谢增加是平行的。他们也发现距区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区，对模型颠倒的重复率的代谢反应，与闭眼的对照组比较，在用5Hz时，前距皮层代谢增高3%，而10Hz时增高11%。这些结果与Fox和Raichle的结果一致，他们用PET研究发现最大的纹状体反应发生在8～16Hz的刺激频率时。

Bonte F.J.等对13例受试者进行了伴有环境变化的视觉刺激试验。第一次检查时，受试者闭眼，并用面罩遮盖，室内灯光全部关掉。第二次检查时，受试者睁眼，室内灯光明亮，工作人员随意走动。总的13例中，统计学上明显增加的血流，最初发生在左边，右枕叶血流增加没有达到统计学的意义。平均的灰质血流增加亦不明显。枕叶血流的增加是预期的，而在中央灰质血流的增加不是预期的。有一点是有趣的，即最初以为在注意力集中过程中应发生额叶的活动，但结果显示在两个环境之间，额叶血流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表明被研究的个体在完全黑暗和在明亮灯光的环境中，注意力水平没有差别。然而有一个倾向，即在灯光下除了在颞叶没有变化外，其他所有区的rCBF都是比在黑暗时更高。Mazziotta等（1984）把距皮层再分为表现视网膜中央凹视力的后部和象征周围视力的前部，并发现，后部的rCMRgl增加更大，用白光刺激似乎并不改变丘脑和基底节的rCMRgl。Monose等（1991）用一个6H2
 频率的闪光使距皮层的rCBF增加37%。Phelps等（1981）用跳棋盘模式作为刺激，结果显示，一个黑-白的跳棋盘模型以2Hz的频率转换，受试者距皮层的rCMRgl增加27%，在rCMRgl和视觉引起的反应的峰与峰的振幅之间没有关系（见图2-56）。而Fox等（1987，1988）发现，在白灯刺激下距皮层的rCMRgl增加26%。一个红与黑的方格跳棋盘以10H2
 转换，与静息闭眼比较距皮层的糖代谢率和rCBF增加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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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6　视觉刺激PET/rCMRgl显像图（Phelps，1981）



每一切面图下面中间的箭头示初级视皮质（PCV），两侧的箭头示相关视皮质（AVC）。白光刺激时PVC和AVC的代谢率均增加，以PVC增加更明显。复杂场景视觉刺激时AVC的活性增加比PVC更多

3.视网膜局部的组织结构

Gordon Holmes（1919）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进行的退伍军人脑损伤的最初研究中已经发现人VI（第一视区或初级视皮层）的视网膜局部投射，意思是视野以整齐的方式呈现在人VI中，人的纹状区的总的面积已被估计在1300mm2
 和3700mm2
 之间（Stensaas等，1974）。其差异是因为精确测量距皮层脑回的皱析很困难，但主要是个体的解剖差异所致。与中央凹旁20
 的刺激比，全视野刺激引起整个距皮层广泛的激活。后者激活在枕叶中的距皮层或靠近距皮层的部位（Mazziotta等，1983）。Schasytz在1984年第一次测试了这个通路，他们用上中心刺激右半视觉野中央凹，以及用下中心刺激和上周围刺激左半野的下周围，证实了距皮层的rCMRgl不对称。如所观察到的，这将使左后下距皮层，左前上距皮层，右后下和右前下距皮层突触被激活。Kashaer等（1988）用右中央半视野的刺激，与左周围刺激结合，观察到明显的后距皮层rCMRgl的不同。然而在前距皮层的不同是不明显的，或许与所用扫描仪的16.5mm的空间分辨率有关。Fox等（1986，1987）也用跳棋盘刺激，但是他们还另外用了一个成比例的脑图以使个体反应的可能平均化。用该技术可以清楚地把刺激视野的中央和周围象限所导致的最大rCBF变化的定位分开。

4.皮层放大因子

如前所述，视觉的中心部分的表现被分配到覆盖在一个大区上的许多神经，该区位于展开的距皮层后部。通常认为，它所接受的来自侧膝状核的特异传入的神经细胞数量与视网膜中心细胞及视网膜受体的数量成比例（Wassle等，1989）。皮层放大因子是有意思的，因为视觉敏锐性可能是依赖于所接受的特异视觉输入IVC皮层内层中的神经细胞的数量。在视觉系统中，放大因子是以每度（degree）毫米表示（mm/deg）的。视网膜受体和中心细胞的数量可以被计算，但测定非常困难。VI的锥形细胞中，接受特异传入的数量终结在IVC层。Fox等（1986，1987b）使用跳棋盘刺激覆盖0°～1.5°，1.5°～5.5°和5.5°～15.5°的视野，通过在距皮层中的最大反应的定位和寻找在距皮层的反应之间的距离，他们测定出中心视野的放大因子为3.4mm/deg，中心内为1.6mm/deg，周围视野为0.9mm/deg。与Cowey Rolls（1974）及Rovamo和Virsa（1984）在假设视觉敏锐的放大因子之间成比例的基础上报告的8mm/deg到15mm/deg的值比较，它们对中心视觉的估计是相当低的。作者自己将这个低值归因于没有企图去展开距皮层这一事实。如果像Gulyas和Roland（1991）所假设的那样，距皮层仅有25%被探测到，该值是一致的。

七、感知的组织结构

对感觉和感性认识的实验研究已经证实，人有多个感觉区。根据Roland（1993）的描述，其中至少有7个躯体感觉相关区，4个听相关区和19个视觉相关区。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感觉区的数量还会增加。例如1985的研究发现，猴子的视皮层至少有20个区，但到1991年其数量已经增加到30个。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前庭皮层感觉区，而味觉和嗅觉区也未能明确定位。对于为什么存有如此多的感觉区，以及它们的用途一直是研究者努力探索的问题。

1.感觉信息（冲动）的产生、传导和感知

在感觉和感知的机制中，一个主要原则是，在外周（皮肤、视网膜和内耳），受体对刺激的生理特征作出反应并产生兴奋。在不同的感觉系统，受体的类型和数量是不同的。在听觉和嗅觉系统中分别仅有一种受体类型，当受到大多数声音和大多数气味的刺激时，它们被广泛调整，并对刺激作出反应，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也就是说，所有的声音类型和所有的味道必须通过仅有的一种受体类型的兴奋被推断。而在视觉系统中，所有视觉特征必须从杆细胞和锥细胞的反应特征来推断。其中锥细胞依据其对波长的敏感性又分为三个等级。躯体感觉系统有许多受体，如颜色受体、温度受体、疼痛末梢、头发和发囊受体、光洁皮肤上的迈斯纳（Meissner）和迈克尔（Merkel）受体、深部组织的环层小体（Pacinian，帕西尼体）受体、肌肉纺锤形Ⅰ和Ⅱ受体及高尔基肌腱结构，等等。所有这些受体仅仅对特定的刺激类型，如皮肤或肢体的机械刺激作出反应。一些机械受体，如环层小体受体，是快速适应和宽带型的受体。环层小体受体可以对皮肤的大多数机械刺激作出反应。一些受体是窄带受体，可以对表面和形状的细微的精确的编码作出反应，如迈克尔盘（Merkel's discs）。这些受体是缓慢适应的。

这些受体的兴奋被转换为活性电位的二进位编码传播到中枢神经系统。感觉系统的信息传递有两个特性。一是每一个受体携带一个依据其译码特性的特异信息，在早期水平没有多少来自不同受体的混合信息。另一个特性是它们不会丢失信息，即来自外周的信息将如实地传输到脑而不会在系统内混淆或丢失在噪音中。作为一个普遍的原则，来自不同受体等级的信息平行地传递到脑皮质。在通往皮质的第一个受体点，传递被扩散。也就是说，即使只有一个受体和一个纤维被激活，活性将在第一个受体点播散到整个群。然而，这些群似乎并不与接受来自其他等级受体的传入的群混淆。这样，窄带系统的传递受到保护以进一步上传。可以假设，皮质总是接受有轴突群传递的传入信息。当神经细胞接受来自两个或更多受体类型的信息时，甚至可能有分开的传递通道。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区分窄带通道和宽带通道。例如，窄带通道是对应于三种类型的视网膜锥细胞的三个分离的通道，而宽带通道携带来自所有三个等级混合在一起的信息。

活性电位传递来自受体的信息，然而人们不能从这些二进位的信号中发现关于物体形状或口述词汇的信息。此外，躯体感觉和听觉的特征是连续的。为了捕获信息，必须将短时间范围内传递的信息放在一起，并以一种可以与物体的物理特征或词汇联系在一起的形式传递至皮质。这个刺激特征的复原处理或重建是初级感觉区和相关区的任务。例如在视皮质，不同的处理工作发生在不同的相关区之间。一些区主要提取对比和形状信息，而其他的则提取运动或波长等信息。大多数边缘视相关区可以从这些区传递的信息中推断刺激的特征，像形状、颜色、质地、空间的三维方向、运动轨迹，等等。这些不同的信息类型分几步处理直至最后完成。类似地，有关触觉感觉物体形状的信息在几个分散的相关区分步重建。损伤的研究也显示，这些区中的一些参与表面几何特征的分析，而另一些分析来自肌肉和关节的信息。为此，大多数呈现复原处理最后一步的边缘感觉相关区被推想包含物体特征复原的全部表现。

2.大脑皮质感觉区

在感觉认知期间，初级相关区和多个感觉相关区一起被激活。也就是说，在某种生理性刺激的反应中没有一个感觉相关区是单独被激活的。然而当某些刺激现象必须被分析时，在许多活性区中间，一些区是更明显地被激活。例如，当彩色和黑白刺激被分析时，大多数躯体感觉区是活的。但在简单的振动期间，仅子集合区有活性（见图2-43）。损伤的研究也已经证实，不同的损伤引起不同的感觉缺失，然而在所有的例子中，当刺激的形态特征被分析时，初级感觉区是活的。很清楚，在视和听皮层中，初级感觉区，如VI或B17区及初级听区，A1或B41区，掌握输入的信息。在躯体感觉皮层中，初级感觉区SI分离进入前面的分区，即3a区和3b区。3a区接受来自皮肤机械性受体的输入信号，而3B区接受来自皮肤机械性受体的传入信号。另外1区接受来自周围及3b区机械性受体的输入信息。

3.前额皮质在感知中的作用

在感知中前额叶的活性似乎是必需的（见图2-53）。到目前为止，所有将前额皮质列为被监测范围内的调查研究已经显示前额叶被激活，或前额叶的部分区被激活。但这并不意味着前额叶对于感知是必不可少的。例如，一些病人甚至在前额叶损伤后仍然可以鉴别和感知。视觉形状鉴别及听觉音调和韵律鉴别三种感觉认知模式曾用颈内动脉注射法客观地探查，后又用断层显像技术重复研究以确信三种鉴别模式真正激活定位在同样的区。结果显示，不同的模式激活前额皮质的不同区。换句话说，在前额皮质激活区之间的重叠对于所有3个模式是最小的。在听觉感知和视觉感知期间额眼区均被激活。除此之外，在两种模式中，激活区之间的重叠是很少的。额眼区位于额叶背外侧上部，包括全部8区和部分9区、6区，它接受来自初级和联合视皮质区、听联合皮质区及躯体联合皮质区的投射，并与尾核、上丘和动眼神经核有交互联系。因此额眼区接受的信息涉及听、触和视觉，是多模式的。这样，它在视觉和听觉模式中均被激活也就不足为奇了。但也有研究表明，在感觉期间前额叶不总是被激活的。如在手被简单振动的实验中和在前庭刺激期间，前额皮质没有统计学上明显的活性（Seit和Roland，1992；Friberg等，1985）。然而，Ingvar（1975）和Foit等（1980）的实验证实，在一些实例中前额皮质在感知时被激活。

感知的概念被有效地界定，这个界定并不覆盖感知的所有方面。例如，在实验室外，即自然环境和状态中，一个人可以没有任何预先的指令和暗示，无意识地简单地看一个视觉模式，瞥一眼就过去了，没有留下明确的印象。这种感觉可能总体上未成功，但仍可以称之为感觉。Bela Julesz将之与另一种视觉类型进行鉴别，后者称为集中注意或细察。Bela Julesz（1984）制作了如图2-57所示的图像，图示一般注意和集中注意的差异。图中“+”的组成区域被立即识别而不需要任何训练或进一步的细察。然而，如果让受试者细察，看看除“+”外，其他符号是否都是一样的，他将发现一些符号是“T”，而一些是“L”。同样，在躯体感觉范围内也存在类似的鉴别上的差异。例如，当一个硬币放在受试者手里时，他可以立即识别出这是硬币，但要他鉴别其面值则必须经过细察。身体上，一个刺激的细察需要再取样和将注意转向需要被探查的模式和详细的特征。在关于一般注意和细察感知之间的区别中，对一个感兴趣的事情的细察感知似乎有另外的解剖结构，即前额叶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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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7　一般注意和集中注意的差异示意（Julesz和Bergan，1983）



图中“+”的组成区域容易并立即被探查，而寻找“T”需要对类型细察

弧猿感觉区连接的分类研究证实，4到5个突触的最小量的感觉信息全都可以被转递到额叶。例如，躯体感觉相关区5将连接到运动区6，而7b区连接到8和46区。类似地，22区与8和46区连接，视区19和20与8a和46区连接。与所有事实一起考虑，人的神经联结仍然是未知的。一般的类型似乎是中等水平的感觉相关区投射到8区（或在躯体感觉的例子中为6区），而边缘区连接到46区。Barbas和Mesulam（1981）的研究显示与8a区的连接对属于不同特征的感觉相关区是部分地不同。而Patricia Goldman-Rakic（1987）显示从不同细胞结构区到46区的连接在空间上是分离的。短尾猴的额眼野包括运动区的后部，由此可以引起眼飞快扫视（眼运动朝向靶的随意变化），而前分区的神经对视觉和听觉刺激反应。

触觉和视觉刺激的细察需要手指或眼朝向刺激的部分以细察。在触觉的范围内，这是通过暴露相应的物体表面到探查的手指达到的，同时需要一个运动控制。前运动区是这样一个控制的好部位，它通过感觉信息指导。在视觉的例子中，眼睛的转向可以通过激活额眼区后部来达到。在动物中，如猫，可以转动它们的耳朵指挥耳郭以最佳的方式接受来源于体外空间的声音，耳朵的随意神经支配位于附近。人已失去这一功能。一个人能细察一个单一听觉信息的仅有的方法是通过内在地制作一个信息的拷贝和重复分析信息。研究显示，参与这一拷贝的区是Broca区和其右侧相应区。这样，与中间和边缘感觉相关区连接的有一个定位在额叶的dysgranular和agranular带，它们是通过向其他结构发出指令，使之对眼的调节和肢体运动作出反应，允许对感觉信息再取样。在听觉系统中没有可能再取样，而细察通过内在重放的方式完成再取样。这些研究证实，额眼区和中额回在集中注视和感觉信息的处理中起着重要作用。

4.丘脑

大脑皮质不发达的动物，丘脑是感觉的最高级中枢。而大脑皮质发达的动物，丘脑便成为感觉上行传导过程中的换元接替站，对感觉只进行粗糙的分析和综合。丘脑内有许多神经核团，根据其神经联络和功能特征大致可分为三类：①　感觉接替核，接受由脑干和脊髓上行的特异感觉纤维（除嗅觉外），换元后发出特异投射纤维至大脑皮质相关的感觉区。其中腹后核与躯干、肢体及头面部感觉传导有关，内侧膝状核与听觉传导有关，外侧膝状核与视觉传导有关。②　联络核，接受来自丘脑感觉接替核和其他皮质下结构（包括网状结构）的纤维，换元后发出纤维投射到大脑皮质联络区。其中丘脑前核参与内脏活动的调节，腹外侧核参与皮质对肌肉运动的调节，丘脑核参与各种感觉的联系和协调功能。③　内髓板以内核群，起着维持大脑皮质兴奋状态的作用。丘脑的纤维联系可分为特异性投射系、非特异性投射系和联络系。特异性投射系为发自特定神经核团的纤维，投射到大脑的特定皮质，传导特殊精细的感觉和信息。而非特异性投射系是投射至广泛的大脑皮质区，维持一般的觉醒。联络系是丘脑内联络核团，接受更为广泛的传入纤维，并与大脑皮质的联络区有往返的联系。

偶尔丘脑和尾状核在听、视和躯体感觉作业中被激活。如果一个人排除服务于传入通路的核（如腹后侧丘脑核）的活性，那么中和侧膝状核，此外还有尾-壳-苍白球在呈现随意运动成分的作业中的活性，与感觉处理相关的活性是非常少的。这些实际上仅仅是在口头材料和视觉空间信息分析期间丘脑未指明部分的活性及视觉认知期间丘脑枕核的活性。在音调记忆期间和视觉认知期间尾状核也被激活。这些结果太少以至于不能作出任何关于基底节和丘脑在感知中作用的最后结论。











第五节　躯体运动功能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也是生命的象征。

人类在生活和劳作中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躯体运动，都是以骨骼肌的舒缩活动为基础，而骨骼肌在运动过程中发生的收缩和舒张，各肌群之间的相互协调和配合，又是受神经系统的调节和支配的。

运动的形式主要分为两类，即反射运动和随意运动。反射运动通常由特异的感觉引起，产生的运动有定型的轨迹，不受意志控制。随意运动是指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指向一定目标的运动，运动的方向、速度、时程、轨迹都可随意控制。神经系统对躯体运动的调节机制极为复杂，中枢神经系统对运动的调节主要通过大脑皮质的运动区、皮质下核团和脑干的下行系统、脊髓三个水平的神经活动，调节各肌群的相互协调和密切配合来实现（见图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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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8　运动系统各结构间相互关系示意



一、脊髓对躯体运动的调节

躯体运动最基本的反射中枢在脊髓。在脊髓的前角中，存在大量运动神经元（α和γ运动神经元），它们的轴突经前根离开脊髓后直达所支配的肌肉。

α运动神经元的大小不等，胞体直径从几十到150μm。大α运动神经元支配快肌纤维，小α运动神经元支配慢纤维。α运动神经元接受来自皮肤、肌肉、关节等外周传入的信息，也接受从脑干、基底神经节、小脑到大脑皮层等主位中枢传入的信息，产生一定的反射传出冲动。因此，α运动神经元是躯干骨骼肌运动反射的最后通路。α运动神经元的轴突在离开脊髓走向肌肉时，其末梢在肌肉中分成许多小支，每一小支支配一根骨骼肌纤维。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当这一神经元发生兴奋时，兴奋可传导到受它支配的许多肌纤维，引起其收缩。由一个α运动神经元及其支配的全部肌纤维所组成的功能单位，称为运动单位。运动单位的大小，决定于神经元轴突末梢分支数目的多少，一般是肌肉愈大，运动单位也愈大。例如，一个眼外肌运动神经元只支配6～12根肌纤维，而一个四肢肌（如三角肌）的运动神经元所支配的肌纤维数目可达2000根。前者有利于肌肉进行精细的运动，后者有利于产生巨大的肌张力。同一个运动单位的肌纤维，可以和其他运动单位的肌纤维交叉分布，使其所占有的空间范围比该单位肌纤维截面的总和大10～30倍。因此，即使只有少数运动神经元活动，在肌肉中产生的张力也是均匀的。

γ运动神经元的胞体分散在α运动神经元之间，其胞体较α运动神经元为小。γ运动神经元的轴突也经前根离开脊髓，支配骨骼肌骨的梭内肌纤维。据观察，前根中神经纤维的三分之一来自γ运动神经元。γ运动神经元的兴奋性较高，在安静和麻醉的动物中都观察到。即使α运动神经元无放电，一些γ运动神经元仍持续放电。γ运动神经元和α运动神经元一样，末梢也是释放乙酰胆碱作为递质的。在一般情况下，当α运动神经元活动增加时，γ运动神经元也相应增加，从而调节着肌梭对牵拉刺激的敏感性。

二、脑对躯体运动的调节

1.大脑皮层运动区和皮层下机构

高等动物躯体运动的发动和协调都是由大脑皮质调控的。大脑皮层中与躯体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区域称大脑皮质运动区，主要位于额叶皮层。大脑皮质运动区通常又被分为初级运动区和次级运动区。初级运动区（M1）位于中央前回，相当于BA4区。它位于中央沟的前方，占中央前回的大部分。前面为运动前区，后面为中央沟前壁，下至额下回水平。在大脑内侧面为中央旁小叶。次级运动区包括辅助运动区（SMA）和前运动区（PMA）。辅助运动区相当于半球内侧面6区和8区的一部分。此区也属感觉运动区，有人称之为第Ⅱ躯体运动区（MSⅡ），也有人称之为第Ⅲ躯体感觉区（SMⅢ）。前运动区相当于B6区。此外，前额叶和后顶叶皮层等也参与运动。在大脑皮层运动区的垂直切面上，可以见到该区细胞和前述的皮层感觉区类似，也呈纵向柱状排列，组成大脑皮层的基本功能单位，称为运动柱（motor column）。一个运动柱可控制同一关节的几块肌肉的活动，而一个肌肉可接受几个运动柱的控制。运动一般引起脑区的双侧激活，但运动手的对侧脑区的激活往往表现为更多更强。

参与运动的两个重要的皮层下结构包括小脑和基底节，其中基底节是皮层下一些神经核团的总称，主要包括豆状核、尾状核和苍白球。

2.大脑皮层运动区的主要功能特征

中央前回控制躯体运动的运动区有下列的功能特征：①　对躯体运动的调节支配具有交叉的性质，即一侧皮层主要支配对侧躯体的肌肉；但头面部肌肉的支配多数是双侧性的。②　具有精细的功能定位，即一定部位皮层的刺激引起一定肌肉的收缩。功能代表区的大小与运动的精细复杂程度有关，运动愈精细复杂的肌肉，其代表区也愈大，手与五指所占的区域几乎与整个下肢所占的区域大小相等。③　从运动区的上下分布来看，其定位安排呈身体的倒影。下肢代表区在顶部，头面部肌肉代表区在底部，但头面部代表区内部的安排仍为正立而不倒置。从运动区的前后分布来看，躯干和肢体近端肌肉的代表区在前部（6区），肢体远端肌肉的代表区在后部（4区），手指、足趾、唇和舌的肌肉代表区在中央沟前缘。对正常人脑进行局部血流测定时观察到，足部运动时运动区足部代表区血流增加，手指运动时手部代表区血流增加。

3.锥体系和锥体外系

皮层的躯体运动调节功能，是通过锥体系和锥体外系下传而完成的。锥体系是指由大脑皮质运动区的锥体细胞及其发出的下行至脊髓和脑干的纤维组成的支配下运动神经元的传导束。锥体束可分别控制α运动神经元和γ运动神经元的活动，前者在于发动肌肉运动，后者在于调整肌梭的敏感性以配合运动，两者活动协同控制着肌肉的收缩。此外，锥体束下行纤维与脊髓中间神经元也有突触联系，从而改变脊髓颉颃肌运动神经元之间的对抗平衡，使肢体运动具有合适的强度，保持运动的协调性。锥体外系是指起源于皮质下某些核团如尾状核、苍白球、黑质、红核等控制脊髓运动神经元活动的下行通路。这些核团也直接与大脑皮质下行纤维和锥体束下行纤维侧支联系，同时还发出上行纤维经过丘脑投射至大脑皮质。锥体外系对脊髓反射的控制常是双侧性的，其功能主要与调节肌紧张、肌群的协调性运动有关。

4.小脑

小脑是中枢神经系统中以调节运动功能为主的结构，它虽不直接发起运动或指挥肌肉运动，但作为皮质下的调节中枢，对于维持姿势、调节肌紧张、协调随意运动均有重要的作用。根据小脑传入、传出纤维的联系，可以将小脑划分为三个主要的功能部分，即前庭小脑、脊髓小脑和皮层小脑。

5.基底神经节

大脑皮质下一些主要在运动调节中具有重要作用的神经核群称为基底神经节，包括尾（状）核、壳核、苍白球、丘脑底核、黑质和红核。尾核、壳核和苍白球统称纹状体；其中苍白球是较古老的部分，称为旧纹状体，而尾核和壳核则进化较新，称为新纹状体。尾核、壳核、苍白球与丘脑底核、黑质在结构与功能上是紧密相连的。其中苍白球是纤维联系的中心，尾核、壳核、丘脑底核、黑质均发出纤维投射到苍白球，而苍白球也发出纤维与丘脑底核、黑质相联系。基底神经节有重要的运动调节功能，它对随意运动的稳定、肌紧张的控制、本体感觉传入冲动信息的处理都有关系。

三、躯体运动的研究方法

1.电刺激引起的肌肉收缩

电刺激可以引起肌肉的收缩，这是在动物和人类中进行躯体运动研究最普遍和简易有效的方法。Foerster在1936年用电刺激的方法研究了超过300例清醒患者的脑，绘制了能引起运动，或更复杂的运动现象的皮层部位图。他注意到刺激4区引起简单运动，而刺激6区引起稍复杂的协同作用。他认为从所有能引起运动的脑区到中央沟后面的区域都有感觉运动功能。虽然有一些出入，但他的实验证实了有紧密入口通往运动皮层和其余运动系统的皮层区。

今天，我们可以用小得多的电刺激来完成这一工作。电刺激方法虽然简便易行，但常常干扰运动而不是引起运动。而且刺激一些已被认为与运动有关的某些结构，如脑干和小脑经常并不引起任何运动效果，即使这种刺激的振幅和持续时间是适合的。Roland（1993）认为，关于运动结构的合理标准是它应该对所有感觉运动部位进行全面的描述。按照这个标准，额眼野和补充额眼野不是真正的运动结构，而运动皮层和丘脑、基底节、脑桥和小脑的某些部位以及有可能红核符合这一标准。

用记录单一神经细胞兴奋的方法确定运动结构并不是一个适宜的标准。因为在运动结构中激发单一神经细胞的时间段是无法确定的，一旦运动发生，就会有数亿个神经细胞被激发。通过对导致随意运动障碍的脑损伤所作的研究可以帮助确定运动结构。但是在非人灵长类的研究中发现，它们在头部创伤后会对损伤缺陷作出部分或全面的修复。另一个问题是感觉运动结构的损伤也会永久地损害随意运动活动。

2.放射性核素脑显像

放射性核素示踪剂技术可用于精确地测定受试者在不同类型的随意运动期间相关脑结构的活性。早在1971年，Jes Olesen通过实验证实了rCBF和脑激活之间的关系。他让受试者用力挤压一个橡皮球，并随口述指令重复。结果显示在对侧感觉运动手区的rCBF增加。一些受试者尚可见初级运动手区和上颞区rCBF增加。这个实验也是人脑功能解剖图研究的开始。在该实验中，一些受试者脑激活区的功能与运动无关，例如上颞区，它可能与口述指令有关。因此在功能图上所展示的活性类型并不能直接告诉我们被激活区是或不是运动结构，必须通过设置相关的对照组将其识别。例如，在上述实验中，让对照受试者连续做用力挤压橡皮球的作业而不给任何口述指令，两次显像对比（相减）就可以揭示与接受口述指令相关的脑活性区。另外，通过不同类型的实验对比，分析其异同，也可确定某些特异的脑功能区。例如，当某一部位在随意运动试验期间总是被激活，而在非随意运动时不被激活，这个唯一的部位就是与随意运动相关的初级运动区（MI）。

四、随意运动

随意运动（voluntary movement）是受意识调节的运动，人能随意地发动或制止，加速或减慢，加强或减弱它。人的意志活动是由一系列随意运动实现的。

随意运动不同于反射。首先，随意运动是围绕着有目的的任务而组织的；其次，随意运动的有效性随着经验和学习而提高；最后，随意运动不仅仅是对环境刺激的反应，同时可以从内部产生。随意运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包含了从接受运动信息到完成运动任务的一系列心理生理活动。对随意运动脑机制的研究也有助于理解意志过程的神经生理学基础。

1.主意转化为行为

既然随意运动是受意识调节的运动，运动结构和它们的内在联系形成一个全脑的输出系统，那么脑是如何产生随意运动的？即脑内运动结构的活性区如何协作以产生随意运动？脑皮质运动系统内的活性区和活性细胞群如何产生随意运动？

通常，运动的目的是在脑中瞬间形成的。目的的呈现可能发生在与运动部分没有直接联系的区域。当随意运动偶然地不得不根据感觉输入执行时，感觉的对象并不含有任何关于运动神经必须被定位的信息。一旦当一个人决定把计划变成行动时，他首先产生一个行动的意向。行动的意向被限定于那些必须参与在运动目的主意和运动发生之间的信息处理的皮层区。或者我们可以说，脑必须确定一个组织区域，该区域在解剖上互相连接，而且与皮层的运动区相连接。当这些区域被激活时，必须呈现所有能使运动结构发生随意运动的信息。

随意活动的组织结构，从意向到实施，是依赖于受试者想要表达的随意运动的类型，同时也取决于该运动序列是否被学习过。如果计划中的行为由学习过的运动序列组成，那么运动记忆必须以对该序列记忆再唤起的方式被恢复。这样，储存的运动记忆被提交作为运动程序。首先通过所需要的区域的复原，在运动结构和其他区之间的联络通路被打开，神经细胞群被推进，随后这些区域之间发生快速的信息传递。一旦运动程序被释放，恢复的结构将与脑的运动区的结构一起工作以执行运动序列。

2.体内空间和体外空间的随意运动

理论上随意运动可以在体内空间或体外空间执行。

体内空间随意运动指的是以自己身体的某一部位作为参照物移动身体的另一部位。如用拇指依此触及尺侧的4个手指的连续运动试验是体内空间运动的实例。在执行手指连续运动时，自身作为该随意运动的自然的三维参照系统，手指与拇指作相对运动，来自皮肤、肌肉、肌腱和关节的有关相对位置、变化的信息由本体感受和皮肤的传入纤维持续提供至中枢神经系统的躯体感觉区，由体内自动校正系统进行调节。

相对地，体外空间运动是通过环境中的一个点确定的三维坐标系统引出的运动。在这个例子中，身体或肢体的一部分在空间外系统中朝向一个靶运动。在周围环境中抓一个物体是空间外随意运动的一个例子，伸手触及放在桌子上的茶杯是又一个例子。两者本质上的不同是参照坐标系统。前者是身体自身，后者是周围环境。身体和环境构成两个不同的随意运动参照系统，两个系统可以相互移动。例如，茶杯在桌子上的位置是固定在体外空间，手触及茶杯有时是手臂的延伸，有时是外展。为此，脑形成一个体外空间运动所需要的信息类型与体内空间所需要的类型是不同的，这表明在两个参照系统之间没有固定的关系。一只手臂的伸展通常是在体内空间的伸展，运动在体内空间是不变的。但是在体外空间抓一个物体，根据身体与环境的关系，有时是手臂的伸展，有时是外展，等等。这样，对于体外空间的运动，脑需要两个特别的信息类型：身体或体内坐标系统，体外系统和体外坐标的靶之间的关系。在体外空间和两个坐标系统之间的转换规律构成两种空间关系。

为了揭示体内空间和体外空间运动之间的不同，Roland等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体内空间运动的例子是手指连续运动实验及其变异，即拇指和食指重复地相对屈曲。体外空间运动是“迷宫”试验和在空中画一个螺旋。在这些实验中，受试者的眼睛是闭合的，以减少视觉信息对试验结果的干扰。

五、体内空间运动试验

1.手指的连续运动和系列对照试验

Roland等在1980年报告了用133
 Xe测定静息和执行手指的连续运动和系列对照试验等随意运动类型时的rCBF变化，以观察脑皮层对相应刺激的活性表现。受试者为28例无精神学疾病的患者，被测定的脑区有254个。

（1） 手指连续运动

9例正常受试者执行手指连续运动试验，即拇指和食指重复地相对屈曲，并要求在10s内完成。经过很好的训练后，该随意运动可以在没有明显的感觉回路的情况下发生。受试者被耳塞和纱布垫封闭耳和眼，先进行静息状态下的脑显像，然后进行低力度、快速、单纯的手指连续运动试验。该试验要求受试者一只手的拇指必须快速、成功、短暂地触食指2次，中指1次，无名指3次，小指2次，然后重复，10s 1轮（见图2-59）。受试者先在指导下进行训练，直至能在限定时间内完成，然后进行测试。在注射示踪剂前，受试者先运动10s，注射在1s内完成，注射完成后再继续运动60s。在持续45s的血流测定期间，手指屈曲伸展的次数是至少144次。该试验包含学习及带有皮肤和本体感觉反馈的随意运动，且无视听反馈。与静息显像比较，其仅有的差别是单侧手指运动所致的肌肉随意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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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9　手指连续运动示意（Roland等，1980）



经过很好的训练后，该随意运动可以在没有明显的感觉回路的情况下发生

结果显示，当执行该运动序列时，双侧辅助运动区rCBF同等地增加，对侧初级运动区也增加。另外在对侧感觉手区、前运动区凸面及双侧下额区有更适度的rCBF增加。而rCBF增加最大的部位是辅助运动区和感觉运动手区，且每一个受试者均有（见图2-60和2-61）。

执行连续运动试验时同侧辅助运动区也被激活，但初级运动区没有，这意味着这类一只手的随意运动是由双侧辅助运动区和对侧初级运动区控制的（双侧辅助运动区rCBF增加相同，约35％）。此外，在执行运动时，下额区侧裂起端部位、运动前皮层半球的凸起部分、运动手区定位前部、上额区的中段也有rCBF轻度地增加。另外有一些脑结构被激活（rCBF增加），像SI和SS，为躯体感觉。也有许多脑结构显示rCBF下降，像后岛叶、扣带回、颞极和眶额皮层，这些部位无运动功能。但有些结构有运动功能，像桥脑核和红核。

[image: ]
图2-60　9例正常受试者连续运动试验时的平均脑rCBF变化（Seitz等，1991）



A：左侧手运动和感觉区rCBF大地增加，双侧前运动皮层和补充感觉区rCBF增加；

A和B：对侧辅助运动区的激活比同侧更多，但区别不明显，同侧初级运动区也不增加；

C：左壳核、苍白球和丘脑的部分VI增加；

D：小脑前叶手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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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1　10例受试者执行手指连续运动（体内空间）试验时rCBF增加的平均百分比和平均程度脑功能区（Roland等，1980）



（2） 内在想象连续手指运动

与之相对应的为内在程序试验，受试者并不真正执行运动，而是在内心想象运动，或称内心假装运动。受试者同时进行肌电图测试，以确认在试验过程中无肌肉活动发生。内在运动程序仅发生在自我空间。受试者在内心想象或规划上述快速孤立的手指连续运动但并未真正执行时，仅有的持续血流增加是辅助运动区（见图2-62）。肌电图上没有肌肉的势能，也没有身体其他部位的运动。辅助运动区血流增加不能被解释为半球弥散活性的结果。然而在真正执行连续运动时，辅助运动区rCBF的增加仅为在内在程序时的60％。在随意运动的程序设计期间，初级运动区是整体不被激活，在该试验模式中，没有感觉回路，所以感觉手区也无活性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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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2　受试者内在想象连续手指运动时rCBF平均变化和范围（Roland等，1980）



（3） 用力重复手指屈曲

另一种对照试验是用力重复手指屈曲。受试者用食指和拇指捏住1个内有弹簧，可压缩的小圆柱（27.5mm），余3指呈屈曲状（见图2-63）。用力捏压弹簧柱，每秒一次，弹簧的劲度为5.88N/cm。先进行训练，然后进行测试。同样在注射示踪剂前10s开始捏压，并在注射示踪剂时和注射后持续捏压至测定完成。测试约需45s，在此时间内共做45次手指的屈曲运动。食指对被装有弹簧的圆柱体的屈曲运动是比上述手指运动更大的工作。引人注目的是辅助运动区没有被激活，仅仅对侧Rolandic手区被激活，虽然肌肉的工作和皮肤刺激的能量与连续运动试验比较是很大的，但在Rolandic手区rCBF增加的面积是相同的，其他脑区无增加（见图2-64）。

[image: ]
图2-63　用力重复手指屈曲示意（Roland等，1980）



[image: ]
图2-64　5例受试者用力重复弯曲右手食指时左半球rCBF增加的平均值和范围（Roland等，1980）



（4） 维持单一收缩

[image: ]
图2-65　7例受试者对侧食指和拇指维持单一收缩期间左半球rCBF增加的平均值和范围（Roland等，1980）



与此相对应的是维持等距离对照试验，即让受试者从注射示踪剂前开始至测定完成期间用食指和拇指压紧弹簧柱不动。受试者用持续的力量（5.8N）压弹簧柱，其肌肉工作比其他任何试验都大，运动手区和感觉手区的rCBF增加比以前更少。另外在辅助运动区可见rCBF呈中等程度增加，但是它不能与试验期间弥漫的半球rCBF增加分开（见图2-65）。因此该试验与用力重复手指屈曲试验一样，仅仅引出对侧Rolandic手区的活性。

结果显示对侧初级运动区和感觉手区的血流升高。该作业为一个纯的实物形状的躯体感觉鉴别，没有任何伴随的随意运动，因而辅助运动区也无活性。

（5） 结论

与静息比，在不同的试验中均未观察到有规律的动脉Pco2
 、血压和脉搏的变化。但在连续运动试验和持续肌肉收缩期间，可以观察到半球血流增加，前者为11.8％±1.7%，后者为8.6％±3.3%。

在内在程序和执行单侧快速连续随意手指运动期间，双侧辅助运动区被激活。而仅仅重复单一运动，如重复屈曲一个手指或持续的单一收缩，没有引起这些区的rCBF有统计学意义的增加。初级运动区明显地没有参与内在程序，仅参与随意运动的执行。同一手指重复的快速屈曲或维持等距离的肌肉收缩使对侧初级运动区和感觉手区的血流升高。

辅助运动区和初级运动区在执行熟悉的连续手指运动期间双侧激活，而初级运动区（明显仅有的皮层运动区）控制重复的手指屈曲。初级运动区并不参与运动序列的程序设计，但参与执行，运动手区代谢的增加是由皮层细胞产生的，就在中央沟附近。但是否这些细胞中的大多数是椎体系通道细胞尚不清楚。

研究显示，直接刺激辅助运动区引起躯体感觉反应，而刺激周围神经引起该区的潜能。为了观察辅助运动区是否参与感觉信息的分析，Roland和Larsen（1976）让4名受试者鉴别放在对侧手中的物体形状，他们的手指在物体上运动，手和手臂是放松的，没有明显的肌肉收缩。在测定完成前，受试者不报告他们的判断，结果显示在辅助运动区没有血流增加。当受试者分析躯体感觉信息时，辅助运动区不被激活，而这些信息不被内在程序和对照运动所利用。运动前区控制重复的手指屈曲，不参加运动序列的规划，但参与运动产生。由此，他们认为辅助运动区并不直接累及躯体感觉信息的分析。

有一些研究可以揭示运动皮层区在计划随意运动中的作用。如果受试者在产生连续运动试验中训练过度，连续运动试验程序内在地再激活而运动并未被执行，仅仅辅助运动区被激活（Roland，1977，1980）。在一些例子中，上额叶的MSA与上额回正中部位的SMA前方的即刻皮层区联合在一起被激活（见图2-62）。MI不被激活，表明它既不定位也不参与序列的记忆活性。这一结果后来被Fox等（1988）证实。Gelmers（1981）尝试一个更简单的连续运动模式，在一段时间，他让受试者产生连续运动，在另一段时间，仅仅内在演习该序列。结果很清楚，产生运动时，MI手区和SMA被激活。但在内在程序期间，仅仅皮层运动区的SMA被激活。Ingvar和Philipson（1977）指导他们的受试者想象张开和合拢他们的手而并没有真正地执行。在rCBF测定期间给予受试者口头暗示：“张—合—张—合—”。这种情况与另一种情况比较，后者是让受试者根据口头指令有节律地挤压一个橡皮球（Olesen，1971），可见手臂运动区和前运动皮层rCBF增加（SMA未被监测）。而想象运动加上口头指令产生更广泛的活性，包括前运动区，但不包括MI。

2.手指的主动和被动运动

如前所述，随意运动的脑激活研究揭示其皮层活性累及运动控制的输入和输出功能。主动运动的PET和fMRI研究显示参与的脑功能区包括初级感觉运动区（SI-MI）、侧位前运动皮质（PMC）、备示意（Mima等，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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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6　用于手指被动运动的设



中指用适合的塑料套紧紧固定在仪器可活动的部分，活动的力矩调节到掌指关节的部位，其余的手指用泡沫橡皮固定

辅助运动区（SMA）、上和下顶皮质、基底节和小脑。然而这些研究中所用的运动作业不可避免地伴有躯体感觉回路（输入）成分。试图将运动输出功能与输入成分的作用分开的研究报告非常少见。为此，Mima等（1999）让6例正常的右利手男青年进行了主动和被动的右手指运动试验的PET/rCBF研究。其中手指的被动运动是在一个特意设计的伺服电机的驱使下进行（见图2-66），该设备是新开发的用于自动选择性激活而仅有很小的触觉。主动运动由听觉暗示，在运动学上被控制活动与被动运动相同。最常用的手指运动作业包含有计划和执行两部分，脑需要通过手指所处位置的本体感觉输入控制手指的运动方向、幅度、节律等。用伺服电机控制的手指被动运动选择性地激活受试者的本体感受器，通过PET/rCBF显像可以探测到本体感觉的皮层表现，即手指运动期间感觉传入成分的功能定位。将同样的手指主动运动的脑活性减去被动运动的脑活性就可以将手指运动中的运动输出与感觉输入成分分离。结果显示，与静息状态相比，主动运动主要激活左侧SI-MI（BA4，3，1，2区）、左侧PMC-SMA（BA6区）、左侧SII（BA40，42，43区）、右侧小脑、右侧基底节（壳核）、右侧上颞回（BA22区）、右侧下顶叶（BA40区）（见图2-67，上排）。被动运动仅激活左侧SI（BA3，1，2区）和左侧SII（BA40，41，43区）（见图2-67，中排）。而与被动运动比较，手指主动运动期间激活的区为左侧MI（BA4区）、SMA（BA6区）、左侧PMC（BA6区）、左侧基底节（苍白球）、右侧小脑、右侧基底节（壳核）、右侧SII（BA40，42，43区）（见图2-67，下排）。他们的研究表明，主动运动与多个区的激活有关，包括对侧初级感觉运动皮质、前运动皮质、辅助运动区（SMA）、双侧次级躯体感觉区和基底节及同侧小脑。对比之下，被动运动仅仅激活初级和次级躯体感觉区。他们认为，本体感觉输入对前运动皮质、SMA、小脑和基底节的激活作用如果有也是非常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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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7　右手中指主动和被动运动及休息状态比较的统计学参数（SPM）（Mima等，1999）



A（上排）：与静息比较，主动运动时左SI-MI，PMC，SMA，双侧SII，双侧基底节和右小脑被明显激活；B（中排）：与静息比较，被动运动时左侧SI-MI和SII被激活；C（下排）：与被动运动比较，主动运动时可以看到在与上排所示同样的区的前面比后面有更大的活性

3.单侧手连续投掷运动

Roland等（1982）将10例年轻受试者（18～35岁）分为两组，一组为对照组（静息状态），另一组用手指进行单侧连续投掷运动，并用PET测定rCBF的变化。结果显示，静息状态下平均灰质rCBF在69～83ml/100g/min之间，最高rCBF在上中额区。连续投掷运动使受试者双侧辅助运动区rCBF增加（30％），其他rCBF增加的区域有前运动区（10％）、顶盖（9％）、中央旁叶（20％）、对侧运动手区（28％）、双侧尾状核头（11%～15％）、壳核（15％）、丘脑-下丘脑区（10％）。另外尚可见对侧亚皮层苍白球明显增加（30％），而同侧轻度增加（14％）。除了感觉运动手区，仅在苍白球见到同侧和对侧rCBF增加有明显差异。这个双侧半球的活性很可能表明虽然运动严格地是单侧的，但运动程序的加工是双侧的。苍白球活性的差异标志苍白球仅仅输出到对侧运动手区。每一个受试者，同样的类型呈现在运动对侧脑半球的辅助运动区、前运动区、尾状核头、壳核、苍白球、下丘脑和运动手区，其rCBF按比例增加，分别为3∶1∶1.5∶1.5∶3∶1∶3，这揭示在这些结构之间突触变化的数量在执行运动序列期间是固定在上述比例的。

类似的研究也在非人灵长类中进行。Charles Kennedy等训练猴子在按钮每一次亮时伸出一只手臂揿按钮，这个简单的作业使运动对侧的MI，SMA，SI，上顶叶，SII，VL-VPL和苍白球，以及伸出的手臂同侧的桥脑、小脑前叶和脊髓前角的葡萄糖磷酸化和rCMRgl增加。

4.其他体内空间随意运动试验

1985年，Phelps 和 Mazziotta报告了他们用更高分辨率的PET显像仪 ECAT Ⅱ探查正常受试者执行持续单侧手指运动的脑反应，他们发现在对侧前中央回和辅助的运动皮质大约有19%的活性。Ebmeier等（1992）用99m
 Tc-ecametazime SPECT 研究单手随意运动前和期间脑的摄取。12个正常受试者（均为右手利）手臂上先安置静脉内导管，眼被遮盖，耳不堵塞，受试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节拍的节律上，节拍器活动20拍时静脉给予示踪剂，注射后节拍器继续活动5min，然后获得脑的断层显像，接着受试者被指导在节拍器的节律下作手指的相对运动，即按节拍用拇指轮流碰另外4个手指，一拍接触，一拍伸展。节拍器运动10拍后，受试者开始手指相对运动，10拍后注射示踪剂，注射后3min停止运动，节拍器再活动2min，然后行第二次脑断层显像。结果，用右手运动的受试者显示在OM线上71，77和83mm切面上的左中央周围皮层的摄取增加。用左手的受试者则显示一个相反的影响，即手指拇指相对活动导致对侧大脑皮层中央前和后回的代谢活性。他们的结果与 Guenther 等（1986）报告的用133
 Xe SPECT研究甩开和闭合右手的结果相似，后者报告了8例健康对照者左运动皮层rCBF增加26%。Pantano 等（1992）报告6例健康志愿者作手指相对运动时，除对侧初级运动皮层 CBF 明显增加（15%±7%）外，辅助运动区的 CBF 亦明显增加（22％±12%）。潘中允等（1990）用HMPAO定量分析发现右上肢和右下肢负重随意运动时，可见相当于左侧中央前回和中央后回的运动感觉支配中枢放射性浓聚，该处（左额叶皮层和顶叶皮质）rCBF较对侧增加5.8%～13.5%，比安静状态增加9.0%～12.9%，同时双侧颠叶皮质、视皮质、丘脑、基低节和小脑的rCBF也增高5%～15%，CBF增加6.5%。这些额外的rCBF增高，可能与随意运动还需要脑的其他部位进行协调而使其功能增加有关。

六、体外空间随意运动试验

1.迷宫试验和画圈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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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8　体外空间的自主运动：迷宫试验（Roland等，1980）



连续运动试验的变异，受试者蒙眼，接受一个关于方向和步数的词汇指令，并按要求在一个方格盘中移动食指

为了探查体外空间随意运动时脑相关区的活性，Roland等（1980）让19例（17～67岁）无神经学缺陷的受试者执行体外空间单侧肢体随意运动，即一个手指在一个方格盘内的不同方向进行系列快速孤立的运动（迷宫试验），或在空气中画一个圈，同时用133
 Xe颈内动脉法测定254个脑皮层区的rCBF。

（1） 迷宫试验（Maze运动）

在迷宫试验中，受试者蒙眼，接受一个关于方向和步数的词汇指令，并按要求在一个方格盘中移动食指。该运动包括一系列敏捷连续的动作，一侧手和手臂快速单一运动，同侧耳塞被去除。方格盘如图2-68所示，受试者首先在方格盘上进行充分的练习，然后把他的食指如图所示放在方格盘的其中一格的中间，并想象根据实验者的口头指令，按照一定的方向尽可能快地从一个格移到另一个格，有前后左右四个可能的方向，移动的步数和方向是随机的。训练和真正执行时均无视觉的帮助。在训练时，受试者按指令被动地移动手指，并自动纠正任何错误，直至达到每秒一步的运动速度。

结果如图2-69所示，执行迷宫试验的手指对侧脑半球rCBF增加最明显的部位是辅助运动区、Rolandic手区、上顶叶前部。其中辅助运动区rCBF增加达15～30ml•g-1
 •min-1
 。Rolandic手区被人为地分为前（运动）部、中内（感觉运动）部和后（感觉）部。特别是其前部的增加高达18～33ml•g-1
 •min-1
 。上顶区rCBF增加为14～24ml•g-1
 •min-1
 ，而下顶区为6～12ml•g-1
 •min-1
 。所有受试者前运动区均被激活，活性区恰好在辅助运动区侧面和初级运动臂区前面，rCBF增加10～20ml•g-1
 •min-1
 。运动方向指令的听觉刺激使所有受试者听区、下额区和额眼野rCBF平均增加大约16ml•g-1
 •min-1
 。运动手指同侧半球除初级感觉和运动手区未见活性外，其他rCBF增加的区域与对侧半球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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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9　迷宫试验期间rCBF平均变化和程度（Mima等，1999）



A：右半球；B：右半球； C：受试者蒙眼用对侧手臂在空中画圆圈时的rCBF平均变化和程度，结果为两半球的叠加

与体内空间运动试验比较，除双侧SI外，体外空间运动还激活上顶叶野、顶内沟皮层衬里和下顶叶前部皮层。相比之下，体内空间运动仅激活SI和顶叶的补充感觉区。顶叶的rCBF增加表明这些区域的传入突触的活性和内在的神经细胞的活性。在这些激活的野，神经细胞在定位和/或工作。为了执行体内空间运动，SI和SS可能正在不可避免地分析反馈自肌肉、肌腱、关节、皮肤和运动器官的躯体感觉信息。虽然这个反馈在3.2Hz的运动频率（连续运动试验）时对运动程序的影响是中等的。

（2） 画圈试验

训练受试者用一只手指在空气中画一个圈，受试者仰卧、放松，双耳闭塞。训练初始，双眼睁开，圈由实验者示范，受试者用120°/s的角速度顺时针重复画这个圈。当用左臂画圈时，所有的旋转都应在身体中线的左侧，圈的最大直径大约75cm，最小2cm。圈数不是决定性的，大多数受试者是画6～8圈。主要的负荷是圈的平滑，开始的位置是躺着，肘伸展，臂向上，与床的角度为80°。画圈主要是手指和腕的运动。当圈更大时则变成主要是旋转。当达到最大直径时，受试者继续画圈并逐渐变小，直至达到最小。然后继续向外画圈，直至由实验者宣布试验停止。进行rCBF测定时，受试者被要求闭眼画圈。

与迷宫试验比较，由于没有听觉输入被分析，受试者在画圈时，听区、下额区或额眼野没有观察到有统计学意义的rCBF增加。在辅助运动区可见与迷宫试验时同样的rCBF增加，在初级运动和感觉臂区rCBF明显增加，上顶和下顶区rCBF也有明显增加。另外在前运动区可见中等度的增加（3～13ml/100g/min），但少于在迷宫试验期间所见。这些区域rCBF增加的平均值、形状和部位如图2-69C所示。

（3） 迷宫试验和画圈试验比较

两种运动类型均与双侧辅助运动区，双侧前运动区的凸面部分，对侧初级感觉运动的手和臂区，双侧上和下顶区相关。

迷宫试验期间另可见双侧听区、下额区和额眼野局部血流增加，这些部位rCBF的增加被归于听觉信息的处理

两个试验均伴随半球血流弥散的增加（大约10％），这种弥漫的增加类型被认为是与受试者在试验期间心理活动的EEG去同步化平行的。

（4） 体内空间运动和体外空间运动的比较

在体内空间运动序列的规划和执行期间辅助运动区也被激活，这是在熟练的随意运动中运动子程序的精心设计所需要的。当一个新的运动程序被确定或一个以前学习过的程序被调整时，前运动区的凸面部分被激活，初级运动区是手、臂随意运动执行的所在部位。

体外空间的随意运动仅仅与顶区的活性有关，这些区被假定向运动程序神经提供信息，这些信息是与本体感受参照系统相关的体外空间运动方向所需要的。

2.移动操纵杠试验

在成年人生活中的大多数随意运动是已经熟悉的。对于每一个运动序列存在不同的运动程序，这些经历过的熟悉的程序都已储存在脑内。脑如何针对活动选择某种程序？为了回答这个问题，Deiber等（1991）让受试者执行移动操作杆试验。该试验主要包括下列不同的运动程序：

（1） 受试者在4个可能的方向上随意和随机地选择一个方向移动操纵杆。

（2） 受试者按已经学过的固定的序列按顺序移动操纵杆。

（3） 受试者通过与口头指令一致的方向移动操纵杆。

（4） 受试者通过与特定口头指令相反的方向移动操纵杆。

用这种方法，受试者不得不在每一个方向上选择不同的运动程序。在2min测定时间内，四种运动是平均的，即向左、向右、向前、向后的运动次数是平均的。对照任务是每2s向前移动一次操纵杆。总的运动程序的选择导致前扣带回，SMA，PM，补充感觉区，后上顶叶的视相关区和楔前叶，中额回中部的rCBF增加。视相关区和中额回中部rCBF增加是预期的，因为所有的运动试验都依赖于体外空间信息。不同运动程序的选择或许反映在辅助运动区和运动前区rCBF的增加。在第1，2种情况，受试者不得不自己开始运动程序，当与运动方向由声音引导的运动情况比较，在自己开始的情况下，SMA是rCBF最高的部位（见图2-70和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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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0　以固定方向为对照时，四种方向运动程序选择的最大变化定位（Deiber，1991）



黑三角为随机运动；三角为连续运动；圆圈为与声音一致；黑圈为反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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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1　所有四种运动程序选择作业时的最大变化定位（黑方块）与Colebatch的研究中的最大变化（方框）比较（Deiber，1991）



3.与体外空间运动相关的脑功能区

在执行上述体外空间随意运动期间活性增加除限于执行体外空间运动的脑区，也包括一些其他相关脑功能区。其中上顶叶的前部和顶内沟的前部是躯体感觉相关区。受试者接受的仅有的感觉信息是躯体感觉，只有在迷宫试验中受试者也接受词汇信息。躯体感觉信息包括有关手臂在体外空间移动或举起的信息。猴子的研究显示，其5区的神经群发出关于肢体运动方向的信息。该区在上顶叶衬里、顶内沟最后部，远离视觉相关区。在猴子可能的类似区域，神经群提供有关体外空间方向的信息。同样，人的研究也显示，虽然受试者在迷宫试验和画螺旋期间并未接受任何视觉信息，它们也定位于上顶叶的后部。因而推测，上顶叶后部构成体外空间方向的特异的分布图，在与躯体骨骼触觉接触的基础上被置于一个体外空间的固定位置上。躯体感觉相关区和上顶叶后部的激活提供了在体内空间和体外空间之间坐标的转换。这样，顶叶的这些区域也包括带有在体外空间执行运动所需要的信息的运动皮层。让受试者在不同方向上移动操纵杆的实验进一步支持这一假设。操纵杆属于体外空间，当受试者蒙眼，在规定的不同方向上移动操纵杆时，在上顶叶后部和楔前叶的视觉相关区与三个运动区及中额回中部一起被激活。

4.体外空间的配位

在体外空间随意运动的例子中，如没有脑对身体配位和在体外空间的准确配位之间关系的了解，随意运动是无法执行的。通常，当随意运动偶然地在感觉信息的基础上执行时，有关的感觉相关区被激活，并参与提供可用于运动皮层的信号的工作。在一个让受试者注视屏幕上的7个靶区的实验中，Decety等（1992）发现体外配位被精确地呈现在上顶叶后部和临近的视区。他们让受试者注视靶区5s，然后闭眼并记住靶。稍后，他们被要求按靶的亮度大小顺序指靶的中心。如果PET测定在延迟相，即他们计划指向靶的运动时进行，则可以观察到受试者上顶叶后部和角回的视相关区被激活。这个结果显示，被认为提供空间信息到运动区的视相关区在促进运动发生时被激活。另一些例子是迷宫试验、形状的躯体感觉鉴别和视觉命名。然而，必须鉴别下列两种情况：一种是在随意运动发生前所必须有的感觉信息，例如操纵杆运动和指靶试验。另一种是随意运动在感觉信息指导下进行，如在早期学习相执行运动和用触觉探查物体时进行的运动。

七、随意运动的神经回路

人脑的运动系统包括三个主要运动皮层，即运动前区、辅助运动区和初级运动区，其他还有皮质纹状回路的运动分区、皮质小脑回路的运动分区、至运动分区的脊髓传入及皮层脊髓旁路。在需要执行运动的信息传入大脑时，随意运动的组织即形成。活动目的在脑中发生的瞬间，涉及的非运动区、运动区和亚皮层群即被调动起来。如果运动是在感觉信息的刺激下发生，则涉及的感觉区也被动员加入。当感觉信息来自手上时，所有的相关区被共同激活，将信息转换至运动指令。如果随意活动可以立即同时激活所涉及的结构，那么所有相关的功能区和神经群同时活化以产生随意运动。

当运动不受躯体感觉信息指导或不依赖它时，体内空间的肢体活动仅将躯体感觉区激活到一个有限的或可以忽略的程度。体外空间运动激活上顶叶后部和顶内沟远端视区。说话时，Broca区和SMA及MI一起被共同激活。当一个新的运动程序必须被学习，或随意运动是依赖于感觉信息时，运动区，特别是PM被激活。SMA被假设为运动（亚）程序的产生，MI则是随意运动执行的部位。MI的rCBF和rCMR与运动参数的相关性不是特别强，其最大的相关性由运动频率和速率所获得。皮质小脑回路和皮质纹状回路的作用仍不确定。毋庸置疑，这些回路中的结构在运动活动学习期间调整它们的活性。迄今为止，在许多研究中已经发现，在感觉运动作业期间这些回路中的结构的激活是最强的。

正常情况下随意运动的执行需要来自脑中其他非运动结构的信息。这是因为随意运动是由其他脑区明确阐明的主意或目的的结果，或对周围事件的反应。随意运动的实验数据显示，对产生随意运动所需要的信息是由激活的皮层区所提供。根据我们对其功能的了解，这些皮层区可以向运动结构提供准确的信息。这样，这些区与运动结构一起被激活。一些特别的非运动区仅仅在它们对运动的发生是必不可少时才被激活。总的来说，运动结构与非运动结构在作业的指令下共同被激活，以产生活性（和失活）类型。

为了对运动结构和非运动结构进行鉴别，需要设计能在功能上将这些具有运动功能的脑结构细分的试验方案。例如在许多情况下可以显示SI和SS被激活，此时躯体感觉输入被分析而没有任何伴随的MI，或PM，SMA，苍白球，丘脑的VL等的活性。类似地，可以在某些没有运动被计划、要求和执行的情况下发现其他非运动结构的活性。

如前面所提及的，Charles Kennedy等（1980）训练猴子在按钮每一次亮时伸出一只手臂揿按钮，这个简单的作业使运动对侧的MI，SMA，SI，上顶叶，SII，VL-VPL和苍白球，以及伸出的手臂同侧的桥脑、小脑前叶和脊髓前角的葡萄糖磷酸化和rCMRgl增加。一个特别的发现是，前角的活性经过大多数颈椎和第一胸椎。虽然参与运动的肌肉是由位于激活的脊椎段中部的神经支配的，如果与多节段突触联系比较，其与皮层的联系是一对一的，那么这个在脊椎水平的神经群分布是可以理解的。在一个随后的试验中，Kennedy等（1988）在前运动区、黑质和下丘脑核发现类似的活性。在这些灵长类试验、人的功能解剖试验和使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Roland等完整地列出人脑的运动结构，包括运动分区参与执行随意运动的解剖结构（见表2-1）。

表2-1　单侧肢体运动时rCBF和rCMR出现变化的结构表（Roland，1992）




	对　侧
	同　侧



	前运动区
	前运动区



	辅助运动区
	辅助运动区



	初级运动区
	　



	壳核*
	壳核*



	苍白球*
	苍白球*



	黑质
	　



	下丘脑核
	　



	丘脑腹侧核
	　



	红核
	　



	桥脑
	桥脑



	　
	小脑前叶



	　
	中间神经（N．interpositus）



	　
	脊髓前角







*
 ：仅涉及运动分区，结构是功能上异型的

[image: ]
图2-72　中枢神经系统的运动部分和它们的内在联系示意（Roland，1992）



只有运动皮质有特异的运动功能，基底节下橄榄、小脑和丘脑含有与运动功能相关的区域PM：运动前区；SMA：辅助运动区；MI：初级运动区；SM：躯体感觉区；SASS：躯体感觉相关区；PUT：壳核；VL：丘脑核腹侧；X：X核；VPL：橄榄核腹后侧部分

该表所列解剖上的结构与一些亚系统连接。这些亚系统包括锥系统、皮质小脑系统、皮质纹状体系统、皮质丘脑系统和皮质红核，它们相互之间的连接如图2-72所示。3个运动皮层投射到红核的不同部位：MI 投射到与红核脊髓束相连的大细胞部分；PM和SMA 投射到小细胞部分；SMA和PM也投射到壳核和丘脑腹外侧的分离部分。这表明亚系统形成一个平行的回路，但在亚系统之间解剖上连接的程度尚不清楚。另外，皮层运动区是互联的，在SMAs和PMs之间有大的胼胝体联结，但在MI的手区之间没有。这些连接可以使运动结构之间快速传递信号。此外，板内核CM和CL投射到MI，壳核获得大量的多巴胺能传入。运动系统的所有部分获得去甲肾上腺素能传入，而脑的大部分也接受胆碱能、5-羟色胺能和组胺能传入。后面的这些输入对运动系统提供调节的作用。

八、中枢运动系统的分工

Bear M.F.等（2001）在概要中枢运动系统的分工时指出，中枢运动控制是以等级性的方式组构的。前脑处于最高水平，而脊髓位于最低水平。中枢运动控制系统的最高水平以新皮层的联合皮层和前脑基底神经节为代表，负责运动的战略（strategy），即确定运动的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最佳运动策略；中间水平以运动层和小脑为代表，负责运动的战术（tactics），即肌肉收缩的顺序、运动空间和时间安排，以及如何使运动平滑而准确地达到预定的目标；最低水平以脑干和脊髓为代表，负责运动的执行（execution），即激活那些发起目标定向性运动的运动神经元和中间神经元池，并对姿势进行必要的调整。

运动系统中的每一个分区和结构的正常功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感觉信息，以至于我们应当将脑的运动系统称为感觉运动系统。在运动控制的最高水平上，感觉系统产生身体，以及身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心理映像。在中间水平上，运动的战术决策取决于对以前运动的感觉信息记忆。在最低水平上，感觉反馈信息被用来维持每一项随意运动开始前和开始后的躯体姿势、肌肉长度和肌肉张力。

Bear等还指出，运动就位过程（readiness，即“ready”）依赖于顶叶和额叶的活动，同时有控制注意和脑警醒水平的脑中枢的参与。“预备”（set）可能属于辅助运动皮层和前运动皮层的功能。在这两个区域，运动策略被作出并一直保存到运动被执行。

这里将中枢神经运动系统各运动区及运动相关区的具体分工简述如下。

1.初级运动区

初级运动区（MI）位于中央前回，其手区似乎占据着中央前回前后方的大部分。MI的主要功能是支配脊髓和延髓的运动神经元。同时，MI接受来自PM/SAM和小脑的输入。这些信息的输入是引起MI的rCBF和代谢增加的主要因素。没有随意运动时，MI的rCBF和rCMR并不升高。另一方面，任何类型的随意运动（除眼运动以外）可以使MI中相应的躯体皮层定位机构区的rCBF和rCMR增加。由此可以推断MI是执行肢体、头、面部、喉和舌的随意运动的部位。

2.辅助运动区

辅助运动区（SMA）位于半球的中部，MI的前面和前运动区的后面，其大小和部位与B6区中部一致。人SMA似乎与对侧SMA和扣带回及上前额皮层后部有密切联系。在解剖上和功能上SMI是比MI更高等级的运动机构。当内心演练运动序列但并不执行时，SMA被激活而MI和PM不被激活。然而一些简单的，不需要学习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执行的随意运动却并不激活SMA，这些运动通常在测定前即开始，在测定期间也无任何变化。初级运动区和它所投射的辅助运动区可以控制身体同样部位的简单的投掷运动。辅助运动区的轴突直接支配远端肌肉的运动单位。一个不同手指的孤立的连续运动要求在辅助运动区设计。由此推断，SMA是运动子程序的设计区，起着如同子程序设计者的作用。在序列运动的学习期间以及回想期间，SMA的活性非常高，因而它也可能是运动程序存储部位的一部分。运动子程序的启动也需要SMA的参与，在所有的作业中SMA都是双侧激活的。

3.前运动区

前运动皮层（PM）在解剖学上难以界定。PET的研究揭示，它位于额眼野上方的部分皮层。上方限于半球上侧边缘，后方在中央沟底部，其前缘难以正确地确定，但可以从额眼野前部到辅助运动区前缘与半球上侧边缘的交叉点之间画一条线。PET的相关研究显示，当随意运动在躯体感觉、听觉或视觉信息的指导下被执行，或在执行运动时需要感觉信息时，PM被优先激活。当一个新的运动程序被建立或一个运动程序在感觉信息的基础上发生变化时，PM的活性特别高。然而纯的运动子程序，像大声阅读和讲话并不激活PM。当需要感觉信息以建立运动程序时，或运动程序因输入的感觉信息而改变时，PM的活性似乎也特别高。非人灵长类的研究结果也支持PM与SMA在功能上不同的假说，特别是当新的运动程序的建立需要感觉信息时。有关PM功能的其他假说认为，PM参与近端肢体运动的产生。然而，它与纯的远端运动伴有PM的rCBF强的增加这一事实是矛盾的。也有人认为感觉触发运动，从而激活PM的假说太简单了。

4.基底节

最初的研究显示基底节在随意运动的设计和执行中起作用，且单侧随意运动时基底节被双侧激活。然而也有研究显示不同的重复结果。有的调查则显示在随意运动期间基底节rCBR和rCMR无变化。例如FOX等（1985）发现，受试者根据节拍器的声音有节律地张开和合上手时，基底节的rCBF没有变化。类似地，当受试者移动一个操作杆，或有节律地诱导合指、握拳，执行类似于运动序列试验的模本，基底节的rCBF也无变化。Mazziotta等让受试者在一段时间执行运动序列试验，而在另一段时间签他们的名字，执行运动序列试验时基底节的rCMR没有变化。但签名时双侧尾核、壳核增加19％。Mazziotta解释，签名是一个过度学习和半自动的作业，而运动序列是个新奇的作业，虽然受试者自认为对其是熟练的。Scitz等（1991）调查了运动序列学习期间基底节的变化。最初，壳核和苍白球rCBF有明显减少，但当序列学会后，rCBF减少转为运动对侧苍白球的少量增加。由此可以推测，运动作业时基底节的增加依赖于作业中学习的数量，而在学习后苍白球的血流和速度增加已经发生。此外，过度学习的作业可以增加rCBF和rCMR。例如，用手指触觉探查物体以识别熟悉的物体，使对侧壳核和苍白球rCBF增加18％，同侧增加10％。rCMRO2
 增加的值分别是0.9ml/100g/min和0.7ml/100g/min。Seitz等（1991）发现，物体形状的躯体感觉鉴别使对侧壳核rCBF增加25％，同侧增加22％。苍白球rCBF增加的值分别为24％和22％。对此，至少有两种解释，即用于探查物体的运动是如此高的程序致使壳核和苍白球的rCBF和rCMR增加。或者感觉运动活动比运动活动更高地激活壳核和苍白球的片段。后者不依赖或很少依赖于感觉信息，弄清楚该物不需要进一步学习。

功能性脑显像的研究结果还显示，运动和感觉运动期间基底节的血流/代谢研究清楚地显示基底节并不均一地参与。手的运动区定位于脑的水平切面上壳核的中央部分。该部位与用同样的手的躯体感觉鉴别期间rCBF增加的部位是一致的，与同样的躯体感觉鉴别期间Ca2＋
 通道开放也是一致的。这意味着在这种类型的感觉运动活动期间手-臂部位的神经去极化。手运动或感觉运动区延伸到同样水平切面上邻近苍白球的部位，该区是在与丘脑VL核同样的水平切面上，其垂直测量大约为10～12mm，水平测量大约5～6mm。

红核也是参与运动的脑结构。它的作用是控制肌梭的神经支配和参与到肌肉的信号速度的产生。该核可用高分辨率的照相机探查到。在纯粹常规的运动中，像运动序列试验，红核的区域似乎灭活。躯体感觉识别可激活探查手指运动同侧的红核。然而如果一个人从触觉探查识别实验中减去手指振动的平均影像，可以见到同侧红核的大多数被激活，原因是振动所致的肌梭的兴奋使对侧红核失活。

5.丘脑

在运动作业中丘脑也可以被激活。研究显示，来自苍白球内部的传入将来自运动皮层的信息转送到丘脑VL核。因此可以预期，在计划和执行随意运动期间VL核的rCBF和rCMR将发生变化。Decety发现，当受试者准备用右臂作伸出运动时，左腹侧丘脑活性增加。这是仅有的揭示丘脑参与随意运动准备的例子。简单地节律性收和放开拳头并未使丘脑的rCBF产生任何明显变化。然而受试者签名时，手对侧丘脑rCBF增加。Seitz等（1992）发现受试者执行运动序列试验时，对侧腹和侧面（VL核部位）增加11％，但增加并未达到明显的指标。当受试者鉴别矩形平行六面体的形状时，丘脑的腹侧后部rCBF增加28％，显示在同样的试验期间Ca2+
 通道开放。VL核是苍白球和小脑输出的靶。

6.小脑

小脑传统上被认为是运动结构。运动皮层、躯体感觉皮层、视相关皮层的较小部分和前额皮层后部经桥脑核与小，脑相联络。Fox等（1985）在三种实验状况下监测了小脑的rCBF：①　在节拍器声音指导下以2 Hz频率张开和收拢双手；②　在同样的方法指导下，在黑暗中眼水平扫视；③　用2 mm振幅、130 Hz的频率振动双侧所有手指。结果显示，双侧手指运动使小脑前叶侧部的rCBF增加20％，手指振动使小脑皮层同样部位rCBF增加。对比之下扫视使小脑蚓部rCBF增加13％。这一重要研究显示人小脑的运动部分是躯体皮层定位结构，类似于灵长类前叶的模式。此外，很可能小脑皮层的同样的躯体皮层定位部分被激活以产生运动，并接受来自运动部位的肌梭和皮肤的传入，因为振动激发这些传入。也有研究表明，与讲话相关联的运动活动或许加上认知活动，改变小脑的rCBF和rCMR。在自发的讲话期间，左小脑半球rCMRgl上升14％，右前叶上升12％。rCMRgl升高的焦点似乎定位在手区的更前面和中间。Seitz等（1992）进一步证实小脑前叶的手区位置。他们让受试者用一只手做运动系列实验。激活的手区是在运动的同侧，与来自皮层和脊髓的解剖联络一致。

感觉运动作业，像物体形状的触觉学习和躯体感觉识别和感知，伴有同侧小脑前叶侧部rCBF，rCMRgl和rCMRO2
 的增加，与手的运动表现（和感觉表现）完全一致。在触觉学习实验中，小脑的其他部位被激活，但在躯体感觉鉴别实验中，同侧深部小脑核（更像是齿状核）被激活。这样，运动和感觉运动作业伴有小脑前叶的躯体皮层定位野侧面的激活，但仅感觉运动作业激活深部（齿状）核。

7.运动的脑半球优势

Schluter等（2001）用PET研究了行为活动选择的脑优势。他们让受试者执行两种不同的手指移动作业：在一种情况下，受试者根据给予的暗示移动两个手指中的一个（选择反应时间），另一种情况下，他们移动同样的手指而不管什么暗示（简单的反应时间）。而基线扫描则是有暗示显示但没有移动发生。结果显示，与简单反应时间比较，在选择反应时间期间，不管是使用左手还是右手，均可见更多的区被激活，活性位于前额、前运动和顶内区，而且均在左半球。这样，与简单反应时间比较时，在选择反应时间期间，受试者使用其左手时激活区均在右半球（对侧）。但不管其使用的是右手（对侧）还是左手（同侧），激活区均在左侧前额、前运动和顶区。他们由此提出，左半球不仅有语言的优势，通常情况下也有行为的优势。











第六节　语言认知






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促进人类及其大脑进化的重要动力。语言在人类交往、社会发展、个体认知和人格发展中都有重要的作用。人的学习、记忆、思维等高级神经功能活动也与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对语言认知的研究是脑科学的重要分支，也是揭示大脑奥秘的重要途径。自从有了语言后，人类对语言的产生及其与大脑的关系的探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一、语言认知的神经解剖学基础

1.大脑皮层语言功能区

语言是人脑皮层和皮层下结构综合功能的表现。与语言相关的脑区在解剖上主要涉及额叶、颞叶和顶叶，在功能上则有不同的分区法。最常见的分区法是将其分为语言中枢和运用中枢。语言中枢包括运动语言中枢、书写中枢、听觉语言中枢和视觉语言中枢（见图2-36）。运用中枢位于优势半球的缘上回。它们彼此间有密切联系。在本章第三节中已经对大脑皮层的语言和运用中枢的具体解剖部位及其功能作过简单介绍。

2.与语言认知活动相关的其他脑功能区（见图2-73）

（1） 皮质运动区：位于中央前回，即4区，是支配对侧躯体随意运动的中枢，也称为初级运动区。它主要接受来自对侧骨骼肌、肌腱和关节的本体感觉冲动，以感受身体的位置、姿势和运动感觉，并发出纤维，即锥体束控制对侧骨骼肌的随意运动。该区的下端主要控制头面部，包括口唇、舌等发音器官的肌肉运动，损伤时可引起发音困难。

（2） 皮质运动前区：位于中央前回之前，上额叶的中部（6区），亦称补充运动区（supplementary motor area），系锥体外系的皮质区。它发出的纤维至丘脑、基底神经节、黑质、红核等，与联合运动和姿势动作的调节有关，并有迟缓肌肉、抑制运动的作用。电刺激该区可致随意讲话障碍。

（3） 初级视皮质区和视相关区：视觉皮质区在距状裂的两唇与楔叶和舌回的相邻部，即17区，也称纹状区。视觉信息，包括文字符号等首先进入该区，然后由视相关皮质区进一步处理。后者位于初级视皮质区周围（18，19区），其功能主要为识别形状、颜色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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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3　 与语言认知相关的脑功能区分布（改自：Honjo，1999）



（4） 初级听皮质区和听相关区：初级听皮质区位于颞横回，隐藏在侧沟（41区）。耳所接受到的听觉信息大多数被传送到对侧初级听皮质区。听相关区位于上颞回（22区），占整个颞叶的上三分之一，是处理像语言、音乐等听觉信息的更高级的功能部位（见图2-74）。（5） 听视相关皮质区：位于下颞回后部。下颞回有大量纤维与视区相联系。该区的主要功能是视觉语言处理和唇读（看口唇的形状变化识别其说话内容）。

（6） 顶相关区：包括角回（39区）和缘上回（40区），来自顶、颞、枕叶的联络纤维与该区联系密切，与躯体感觉、视觉和听觉感知相关联。

（7） 前额区：包括上、中、下额回的前部（9，10，11，46，47区），被认为是脑的功能进行最高水平整合的部位，与精神和心理方面的功能，包括个性、智力、情绪、意志、思维等有重要关系，也包括讲话期间的思维。该部位在控制运动（练习和操作）中也起重要作用。

（8） 前扣带回：前扣带回（24，33区）与丘脑有着重要的联系，24区与补充运动区（6区）及前额区也有很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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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4　初级听皮层和听相关皮层的位置示意图（改自：Honjo，1999）



3.说话区和说话抑制区、书写区

另一种脑语言功能分区法是将其分为说话区、说话抑制区和书写区等。说话区中第Ⅰ语言区（first speech area）位于优势半球，包括前说话区（即运动性语言区或Broca区）、上说话区（即补充说话区）和后说话区（又称第Ⅱ语言区或Wernicke区）。上说话区位于半球额叶的内侧面。第Ⅱ语言区则占顶叶的一小部分（39和40区），大部分位于颞叶，即颞上回后部（22区）和颞中回后部（37区）。该区与躯体感觉、听觉和视觉相关区有密切联系，损伤后可导致感觉性失语症，对语言和文字的理解能力受到损害。辅助说话区为两个发音区。中央回发音区亦称Rolando发音区，位于中央前、后回，与唇、下颌、舌代表区重叠，损伤后可出现构音障碍但不导致失语。额上回发音区位于脑半球的额叶内侧面，中央沟向前4cm处，与补充运动区部分重叠。另外优势半球的顶下小叶与书写、计算、辨别左右方向、辨别自己手指的顺序、阅读和技巧运动有关。说话抑制区也有两个，即中央回制止说话区和额上回制止说话区。前者位于中央前后回的喉面代表区之间，与中央回发音区相重叠。后者位于半球内侧面，与额上回发音区相当。书写区则位于优势半球的额中回后部（8区），损伤后可导致失写症。

二、脑语言认知活动的复杂性

语言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文字）。口头语言主要涉及聆听和述说；书面语言涉及书写和阅读，而阅读又可分为朗读、默读（看）等。口头语言有语调、韵律、音频之分；书面语言也有字、词、句和形、义之区别。语言活动又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它有听觉和视觉的不同加工通道，有输入、输出以及编码、转换、提取等加工步骤，有产生语言和理解语言的加工方面，有对字、词、句以及将它们组织在一起的词法和句法的分析和综合。所有这些语言活动都是以大脑神经活动为基础的。而对语言的理解（解码）又与学习、记忆、思维等功能相关联。因此每个语言认知活动都涉及多个脑功能区的活动。

例如，一个词包含形、音、义三种成分。我们在学习这个词时，它的这些特征已经储存在我们大脑的某个部位。当再认读时，要经过字形特征的视觉感知—初级和相关视皮层—识别—找到其储存的部位—记忆恢复—语音转换-语义提取—发音器官的组织—语音输出等一系列复杂的加工处理工序，至少与视觉中枢、视觉性语言中枢、运动性语言中枢等密切相关。因此，读一个认识的词，不是“先看见再读出”的简单过程，它包括有多个脑功能区参与的许多不同水平的信息加工处理程序。

又如同一个词的听写认知过程，首先是将该词的语音特征通过听觉器官的感知到达初级听皮层和听觉相关皮层，然后激活该语音的储存区，使其从记忆中恢复，并提取相应的语义和字形特征，再通过手指运动区，支配相应的神经肌肉群，完成该词的书写。与之相关的神经中枢则主要有听觉、听觉性语言和书写中枢。类似的认知过程还有同一个词先看再默写（认写），或先听再复读（听读）。

为了从上述复杂的语言认知活动中找出与某一特定的（单一的）脑功能活动相关的脑区，可以通过其他相关的实验将无关脑活动区排除。例如 将前述4个认知过程的显像图进行比较，就可以确认一些特异的相关脑功能区。

在认读、听读时被激活而认写、听写时未被激活的脑区可能和“读”该词相关；

在认读、听读时未被激活而认写、听写时被激活的脑区可能和“写”该词相关；

在听读、听写时被激活而认读、认写时未被激活的脑区可能和“听”该词相关；

在听读、听写时未被激活而认读、认写时被激活的脑区可能和“认”该词相关。

如果将前面提到的先认后写一个认识的词换成一个不认识或无意义的词（只有字形特征而无语音、语义成分），我们可能会从两个实验的比较中发现与语音和语义相关的脑功能区。同样，如果把听写和听读一个认识的词换成一个不认识或无意义的词（只有语音成分而无字形特征和语义成分），我们可能会从两个实验的比较中发现与字形和语义相关的脑功能区。

如果把刺激物“词”变换成动词、名词、形容词、平和的词或让人感到恐怖的词，我们可能会从中发现不同的词类其储存、记忆、恢复的部位是否相同，带情感和不带情感的认读有何区别。

三、听觉语言认知

1.原始语言

人类最初的语言，即非常原始的语言元素是声象词。Nishizawa 等（1982）让受试者听像“bang”、“crack”、“whisper”共20个简单的而原始的，无进一步特定结构的声象词时，左右半球血流平均增加分别为10％和9％。在颞区上部、前额区、额眼区和眶额区则可见局部增加，其中在上颞区后部初级和相关听皮层区（B41，42区和22区后部）可见明显的不对称，以左侧更广泛、更强，平均增加29%，右侧为18%。平均rCBF分别增加15ml/100g/min和10ml/100g/min。在上颞区的更前部也可见左侧皮层激活的优势（左23％，右12％）。另外角回区（左24%，右13%）、上前额皮层侧位（左12%，右18%）也被激活。这种类型正好是位于Roland等（1981）在音调和韵律鉴别试验期间所见到的右半球rCBF增加的脑区的左侧相对应部位。

2.简单的单音节词（含语言信息分析）

脑显像研究显示，受试者听简单的单音节词（非声象词类），带有更多的主意、关系和事实的想象，Broca区、左下额回后部常被激活。这些部位是最常见的与言语、讲话产生相关的脑功能区，甚至在分析简单的词信息时也可被激活。例如，让受试者听简单的单音节指令，在迷宫中移动手指，也可以发现Broca区rCBF增加22%，上颞叶中部的听觉相关区rCBF也增高（见图2-75）。词的指令的含义对执行这个实验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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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5　迷宫试验期间rCBF平均变化和程度（Roland等，1980）



A：左半球；B：右半球

Bartlett等（1987）调查了受试者在听单音节词时葡萄糖代谢的比率。受试者被要求每听到一个以音素“b”或“s”开始的词时按一次踏板。他们发现，结果是独特的，听单音节词时，所有区的局部葡萄糖代谢均比静息时更低。然而通过对不同区局部葡萄糖代谢相关性的分析，发现左后下额皮层（Broca区）的局部糖代谢与初级听皮层及即刻听皮层，后上颞皮层和角回（Wernicke区），左和右前额皮层相关。这表明，一些与感觉相关的皮层区也共同被激活。Bartlett认为，后下额区（如Broca区）涉及音素靶的识别。

3.读、听和理解单词

语言的认知和神经学研究最初多集中在个别词的处理。词汇的认知模式涉及视觉和听觉，伴有平行的输出（言语）和含义（语义）的编码路径。Petersen等（1988）用短半衰期15
 O标记的水进行了三个水平渐进的单词处理试验的PET研究。第一个水平是有单词呈现而没有词汇的作业（被动地看和听词，感觉作业），其对照组是视觉注视而没有单词呈现。第二个水平是读呈现的单词（重复词，输出作业）并与有单词呈现但不读进行比较。第三个水平是对每一个呈现的单词说出其用途，如呈现的词为“蛋糕”，说“吃”（词联想作业），并与读呈现的词比较。结果显示，当受试者无特定目的地听名词时，左右上颞回听皮层和即刻相关皮层rCBF增加，左半球上颞区后部，前到即刻听相关区的部位，前扣带回也增加，但后下额未增加。而看呈现的词时，视区被主要激活。在第二个大声阅读词的作业中，除视区外，运动区，前运动区，辅助运动区，围绕侧脑沟的区的侧面部分被激活，同时，在颞叶上，后部或缘上回，称为Wernicke区没有活性被注意到，揭示在大声阅读词时，这些区没有声音的参照。此外，在小脑中的活性也被观察到，而其他的研究也已证实在语言活动中小脑的累及。在第三个配词（附加意义）作业中，在左前额区明显的活性被注意到，该部位累及思维。与集中注意力有关的前扣带回也呈现明显的活性。除上述区外，甚至居于边缘系统的扣带回也显示参与脑的高水平的功能活动，明显地，他们通过印象深刻的巧妙的分等级的作业而逐步地产生复杂的脑功能活动。三个不同水平单词处理的研究结果证实，单词的不同处理模式定位在脑皮层的广泛分离的区域，单词的视觉、言语（读）和语义系统有各自的编码和神经通路（见图2-76）。词流畅试验是更高水平的语言解码。Parks（1988）在用PET进行的词流畅试验中要求受试者闭眼，听到一个字母后尽可能快地产生尽可能多的以这个字母开头的词。结果显示全脑rCMRgl总的增加为23％，最大的活性在双侧颞叶和额叶。额、颞顶、枕叶分别增加25%、27%和19%。作者认为枕叶增加是一般注意的指征，如以枕叶的rCMRgl为标准，则仅颞叶呈明显统计学意义的增加。结果还显示反应差（产生词有困难）的受试者有最高的rCMRgl增加和可能最大的广泛注意的增加。相比之下，熟练的执行者只需要很少的代谢活性。表明，rCMRgl增加与产生正确的词的数量呈阴性相关性。

[image: ]
图2-76　看或听词（三角）、重复词（圆点）、词联想（方块）等不同水平的语言研究结果（Petersen等，1988）



Frith等（1991）也重复了词流畅试验，他们让受试者在每隔2s听到“next ”一词后，即以一个由s开头的词作对应。而在对照的试验中，受试者仅重复听到的词。结果显示，活性增加和减少的脑区均被看见，活性增加是广泛地呈现在左前额皮层和前扣带皮层（见图2-77）。在另一组试验中，要求受试者在PET测定期间产生尽可能多的职业名词或产生以字母a开头的词，而与之对照的两个试验则是从“1”开始大声地简单计数，或词汇判断作业，即受试者听真正的词和呈现的非词，对前者说“正确”，对后者则说“错误”。与这些对照试验比较，两个词流畅作业，使左背侧前额皮层的中部，左海马旁回，左下顶叶、双侧前扣带回rCBF增加。这个试验中也可见双侧上颞回rCBF减少，后者可以推测是由于与计数比较，在词与非词的鉴别中上颞区有大的激活。Wise等（1991）在有关词的理解和词要求产生以F开始的词（对照组：重复听到的词）。左中和下额回可见明显的增加，而右听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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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7　词流畅试验（Frith，1991）



恢复的PET研究中让受试者产生尽可能多的适当的动词以配名词，这是真正的词产生没有发声，导致左后上额皮层、Broca's区、后前额皮层和SMA的rCBF也增加。单词通常含有形（字体）、音（读音）和义（语义）三要素。Devlin等（2000）进行了词的语义分类作业的PET和fMRI对比研究，并与字母分类作业比较。在语义分类作业中要求受试者读在电脑屏幕依次出现的三个真正的词，并通过按鼠标上的左右键迅速对随后出现的第四个词是否与前面三个词为同一类作出判断。字母分类作业则要求受试者读在电脑屏幕上依次出现的三个无词汇和语义成分的字母串，并通过按鼠标上的左右键迅速对随后出现的第四个字母串的首字母是否与前面三个字母串的首字母为同一字母作出判断。结果显示，受试者对语义分类作业的平均反应时间为（774±101）ms，误差率为（8.6±6.8）%；而对 字母分类作业的平均反应时间为（652±152）ms，误差率为（4.7±6.26）% 。相比之下，受试者对字母分类作业的反应更快，且误差更小。与基线（字母分类作业）比，语义分类作业期间有两个区被激活，一个位于右侧小脑，另一个在左半球，由中颞区经颞极延伸到下和中额叶。后者又可分隔为三个区，即大的左额激活区，包括Broca区（B44/45区）并经背侧延伸到中额区（B9区），另有2个在左下颞回（B20区）和前中颞极。

在左梭状回有一个部位被标志为视觉词汇形成区，该区被认为是特异的或甚至是选择性地对词反应。Starrfelt和Gerlach（2002）探查了什么样的刺激类型或作业需求会影响该区。受试者在行PET检查时，词和照片在两种情况下被呈现在面前，要求他们执行不同的形状处理（shape processing）作业，包括颜色判断和分类。受试者也执行仅仅呈现照片的物体判断作业。显像数据揭示一个主要刺激类型的影响，在词与照片处理比较期间，rCBF 是更高的。当颜色判断和分类的个体比较时，仅仅在颜色判断期间，词和照片的不同是明显的，虽然在分类期间也呈现一个趋势。在物体判断作业期间，视觉词形成区的rCBF最高。他们的研究结果提示，仅仅在偶发的事件下假定的视词形成区在写词时与照片比较更多被激活。当对形状处理的要求增加时，词与照片之间活性差异减少，甚至消失。结果支持，视词形成区的活性可能反映形状构型整合，形状元素进入精细的形状描述，以符合全部物体或词。这个处理在作业指令中可能需要对照片和词的不同依赖程度。Murtha等（1999）也曾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他们让10例正常男性受试者进行了PET 15
 O-H2
 O脑灌注显像，检查照片命名和语义判断对局部脑血流的影响。受试者被安排执行不同的照片命名和语义分析作业：①　被动观察闪光的“十”字；②　注意抽象模式的发生；③　命名动物照片；④　对动物照片作出语义判断。在指令呈现但开始认知作业前，当他们被动地看“十”字时，先做一个基线的扫描。结果提示梭状回不像是低水平感觉处理，如从事的形状分析的区。他们的证据支持梭状回的活性更像是与视觉感知语义处理有关。另外在执行照片命名和语义判断作业时，下中额叶观察到的活性并不显示是由于预期或准备的影响。此外，这里显示为一组区域（一个语义网络）被激活而不管是否受试者执行照片命名或语义判断作业。最后，尽管使用了基线相减技术，动物照片命名并不激活顶区或前下左颞区。

不同类型的单词在脑内的反应是否相同也是语言认知研究的兴趣之一。有选择性名词和动词障碍病人的神经心理学研究已经提供不同词类神经专化的证据。名词缺损与前颞区的损伤有关，而动词缺损起源于左下额损伤。然而神经显像并不都支持这个区域专化的主张。Tyler等（2001）进行了二项PET研究以证实是否有任何名词和动词处理的脑功能区域的专化。一个研究用词汇判断作业，另一个用有更多语义上要求的作业，如语义分类。他们发现从左下额皮层延伸到下颞叶的语义网络的明显的活性，但在词分类功能上无差别。他们从认知考量的框架解释这些数据，即理性知识是在一个无差异的分布系统中呈现的。

语义分析是对词和句子的深层次的理解，与思维和记忆密切相关，因此放在本章第七节和第八节中分别介绍。

4.听故事（理解和不理解）

人至少有4～5个，甚至更多的听觉相关区参与声音信号的解码，这些听相关区均位于颞横回及上和中颞回。原则上，口头语言的解码应与其他听觉信息的解码没有区别，由于语言中的音素再生的特异结构，语言信息的解码已在不同的水平被检测。为了检测脑结构参与语言的识别，Kushner（1987）给非匈牙利人听匈牙利语谈话的磁带，要求注意文中出现的无意义词“honat”，并按按钮。可以观察到受试者右和左上颞皮层、左颞枕、右下颞皮层rCMRgl增加。在一个类似的实验中，Friberg让丹麦人听丹麦语故事，然后将磁带倒放，倒放时要求受试者确定文中意思（这对所有受试者都是不可能的）。这两种情况均使一些特定脑区的rCBF增加，包括上颞皮层、中颞回皮层下、上颞区后部、临近角回区的部分、后下额皮层（Broca区）、额眼区、上侧前额皮层被激活。将上述故事的磁带倒放时，以上部位均为双侧被激活，并产生最大的增加；顺放时仅右侧Broca相应区和右前额皮层被激活。

当受试者在听故事的同时加上分析、想象、记忆等认知活动时，其激活的部位是不尽相同的。例如，日本受试者听日语故事，要求听后概要故事重点，结果显示双侧上颞回、右Broca相应区、右额极rCBF增加。而要求受试者听故事，并视觉地想象场景时，可见左踞皮层、视相关区、双侧角回和左扣带回rCBF也增加（Kawashima，1991）。Mazziotta等（1982）让受试者听福尔摩斯故事，并告知要考查其能记住多少细节，结果发现双侧颞横回、上颞回即刻听相关区、左后中颞区、中颞区右中部、左前额皮层、左下额区后部、左和右丘脑rCMRgl增加。

5.带感情的语调和传递的信息

口述语言含有两种信息：带感情的语调（通过舌头的压力和韵律传递）和传递的信息内容。人类最初的思维表达是通过带感情的语调来传递的。至今，当一个人听不懂对方的语言时，通过估价其带感情的语调也可以理解所要传递的信息。例如，让 日本受试者听意大利语故事，要求注意故事中的情感语调，并与听空白噪音磁带对比，可以看到左后上颞区、右上颞区rCBF增加。当要求受试者概括故事的要点时，左上颞回、Broca区、右额极区rCBF增加。由此看来，企图解码不熟悉的口述语言时，激活上颞回（中部和后部）、Broca区和前额皮层的听区。而这些区也有解码熟悉语言的决定性作用。

6.听觉语言认知解剖定位的相关性

为了概要参与解码口述语言的脑区，Roland 等（1993）综合了部分研究者的成果，绘制成一个总图（见图2-78）。从中可以看出，企图从接受不同的听觉语言的研究中发现一致的活性类型是困难的。因为除了呈现给受试者口头信息的内容和形式外，受试者自身的差异（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试验所用的仪器、方法、示踪剂不同也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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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8　参与语言理解研究的受试者平均激活定位（Roland，1993）



1：听匈牙利语；2：听倒放的丹麦语；3：听拟声；4：听单音节词；5：听名词；6：听福尔摩斯的故事；7：听动词指令；8：听受试者母语的故事；9：日本受试者听意大利语，要求抓住要点；10：受试者比较名词

四、口头语言

如前所述，口头语言主要涉及聆听、阅读和述说。阅读又分默读和朗读。默读和朗读是讲话的被动形式，并不涉及多少思维。而自由随意的讲话则与脑的思维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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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9　由电刺激揭示的与语言相关的皮质区（Penfield，1959）



1959年，Penfield和Roberts在给一个清醒病人行癫痫外科手术期间发现，当电刺激其左半球时，讲话产生被削弱，如发音被扭曲或制止，或变得不能命名物体（见图2-79）。Creutzfeldt等（1989）随后记录了在外科手术期间右颞叶的活性，并且报告，当听一个人自己的声音时，来自上颞回的神经反应类型与被动地听讲话声音时是不同的。这些是通过直接电刺激人脑而获得的重要数据，尽管在观察中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它仍为语言的功能脑显像结果提供了确定的基础。

1.阅读书面语言的脑活性

阅读是语言符号视觉呈现的解码。1974年，Ingvar和Schwartz发表了第一个阅读和讲话的rCBF研究。受试者大声阅读选自某周刊的简单文章，发现阅读与左半球的活性增加相关，这种视相关皮层、上前额皮层、额眼区、“上前运动区”、嘴运动区激活的活性类型也被其他学者在后来的研究中所证实（见图2-80）。而受试者讲话（顺次说出星期和月份）则可以观察到左半球中央前回的高血流和中央后回的低血流的明显变化，右半球中央后回的血流也减少。最高的血流位于前运动区、Rolandic区和大脑侧裂区的前、中部。相比之下，在阅读期间半球的中央后回的血流是增加的。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口头语言不仅激活上、前和后讲话皮层，也激活中和下Rolandic区。这种类型与抽象思维及解决问题时的类型不同，后者额和中央后回相关区更多地被激活。1988年，Petersen等用15
 O标记的水观察了阅读期间的脑活性。他们将词视觉地呈现给受试者。首先让受试者仅仅被动地看词（感觉作业）。第二个作业让受试者读出看到的词（输出作业）。在被动看词时，如所预期的，主要激活视区（初级视区、视相关区）。而在大声阅读词的作业中，除视区外，运动区、前运动区、辅助运动区、围绕侧脑沟的区的侧面部分被激活。同时，在颞叶的上、后部或缘上回，称为Wernicke区没有活性被注意到。揭示在大声阅读词时，这些区没有声音的参照。此外，还观察到小脑的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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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0　 7例受试者朗读周刊上简单文章时左半球rCBF的变化（Ingvar，1974）



注意：侧枕区、颞枕区内侧、嘴运动区、下额皮层和前额区的大部rCBF增加

Larsen等在一项阅读和视觉命名的试验中证实受试者双侧颞枕视相关区rCBF增加15%，上和后上颞区、双侧额眼区也被激活。上前运动区后来被视为补充运动区。Snyder等（1989）和Petersen等（1990）又进一步在四个复合物的水平上研究了阅读时的脑活性。8例受试者先行静息（仅仅注视屏幕的一个固定位置）下的脑显像研究，然后让受试者接受4种投影在屏幕固定位置上的不同视觉刺激形式，每次试验仅呈现其中一种。

（1） 一个常用的名词（真正的词）；

（2） 符合英语拼写规则（可发音）的非词，像LERTAN，RESH 或FLOOP，TOGLO 这样的假词串（假词）；

（3） 拼字正确的无规则（不能发音） 的英语字母组，如GK，SM，TDBW 或JVJEC （字母串）；

（4） 像字母结构的串（假字体）。

结果显示所有阅读时初级视区和视相关区的激活程度均超过对照组水平，但角回的活性例外。阅读真正的词和可发音的非词时，左下额回的rCBF也增加。所有4种刺激都引起脑枕叶侧纹状外区的反应，是因为这些刺激均具有复杂的视觉特征。真词和假词引起左、中纹状外皮层的反应（见图2-81C和D），这是在假字体和字母串（见图2-81A和B）中未见到的。中纹状外皮层被真词和假词激活的原因有：① 激活是由于符合英语拼写规则并可以作为一个正规的视觉词结构被看见的字母串所致。或者② 活性表现为在假词和真词与假字体和字母串之间的判断能力（音韵学上的特征）的不同。左中纹状外视皮层的某些区被视觉呈现的符合英语拼音规则的假词及真实的词所激活，但不能被无意义的字母串或像字母的结构所激活。这表明，词结构的视觉估价是基于学过的词与非词之间的差异。另外，在词与非词的被动呈现期间，激活发生在与语义处理相关的左额区。这些结果支持，对单一词汇高水平视觉和语义估价之间的鉴别和与这些差异相关的解剖所进行的描述是在认知心理学和估算模式上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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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1　8例受试者接受词、假词等视觉刺激期间的平均rCBF增加区（Petersen等，1990）



A：类词的符号（假字体）；B：字母串（NLPFZ）；C：假词（TWEAL）；

D：真正的词（BOARD）。对照试验为注视一个固定的点

阅读所激活的脑区也和阅读对象（文字）的特征有关。例如，日语书写常用两种主要的字符系统，汉字（kaoki）和假名（kena）。假名是基本音素，更像西方语言，从假名引出的意思需要脑中音韵学的编码。Law等（1991）的研究发现，与阅读假名比较，阅读汉字时，视觉相关区和下颞区更多地被激活；而与阅读汉字比较，阅读假名时，缘上回更多地被激活（见图2-82）。

[image: ]
图2-82　日语假名和汉字阅读的对比（Law等，1991）



数字代表Brodmann 分区，阅读假名时39，40区被激活，且活性大于阅读汉字时。而阅读汉字时21和37区被激活，且活性大于阅读假名时

Roland（1993）在概要上述研究成果时指出，朗读是通过初级视区和枕相关皮层的激活引起的，此外，双侧后下额区和运动区（补充运动区和嘴的初级运动区）被激活，根据对照情况，额眼区也可能被激活。正如Ingvar和Schwartz所描述的，在朗读时，视区正在进行课文中精确的视觉信息的解码，而（左）后下额区和运动区正在产生一个输出，然后从这些区引出来自课文的意思。许多用PET进行的研究未发现任何皮层下区，例如基底节和小脑在朗读时被激活，但Peterson的研究发现了小脑和右矢状旁的活性。

2.讲话期间的脑活性变化

用PET和SPECT探查自由随意的对话或谈话期间的脑活性也是语言认知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Larsen等（1978）进行了无意识讲话期间左和右半球局部血流变化的研究。他们让受试者反复地从1数到10，或背一个星期的日子，速度是每秒一个数或词。结果显示，静息时左右半球rCBF没有差异。在无意识讲话时右半球血流总的增加10％，而左半球血流总的无明显变化。然而在所有半球中，血流分布类型的变化明显，任何一侧的前运动区的上部（或许包括辅助运动区）、感觉运动嘴区和颞叶的听皮层均可见血流增加。在左侧，前运动区rCBF增加更明显，嘴区可以清楚地与听区分开，与Penfield等的经典观察一致。作者虽然发现在无意识讲话期间两半球均被累及，但尚未发现Broca区或左顶叶后下部被激活的征象。

Frith等（1991）用PET和词流畅试验研究了内在语言产生的机制，并且在皮层活性增加或减少的区之间的内在关系上获得有意思的结果。该词流畅试验是说尽可能多的以“a”开始的职业名字或词。词流畅试验的结果是与Petersen等（1988）报告类似的。左前额区和前扣带回的活性增加，但听相关区的活性被抑制（见图2-83）。听相关区的抑制被归因于前额区和听相关区之间的相互影响。听相关区的活性可能由于内在语言在前额区形成而被抑制。在另一方面，听觉感知的作业增加了听相关区的活性并抑制了视相关区的活性（见图2-84）。这些结果支持，脑的活性有某种限制，当一个功能区从事一个特殊的作业时，其他区被抑制以支持更有效的恰当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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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3　词流畅试验期间激活和抑制的皮质区（Frith，1991）



左：前额和前扣带回被激活；右：听相关区被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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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4　听觉感知作业期间激活和抑制的皮质区（Frith，1991）



左：听觉相关区被激活；右：视区被抑制

McGuire等（1996）用PET检查了正常志愿者内心讲话和听觉词语想象时的神经相关性。受试者用展示给他们的简单的词造短的常规的句子而不说出来。在一个内心讲话的作业中，句子被默默地连接。而在听觉词汇想象情况下，受试者想象句子是另一个人的声音讲给他们的。内心讲话是与左下额回的活性增加有关。听觉词汇想象是与同样的区以及左前运动皮质、辅助运动区和左侧颞皮质的活性增加有关。本数据支持，默默地造句累及一个与讲话产生相关脑区的活性。而想象讲话与另外的与讲话感知相关的区被激活有关。

内在的讲话与思维密切相关，这一点将在第六节思维中详述。

3.默读和朗读

阅读书面语言可以在有或无发音的情况下进行，前者为朗读，后者为默读，但两者都是语言产生的被动形式。然而，在默读和阅读时脑活性的范围和程度依情况而异，涉及句子的内容是否为简单的，或困难的，需要更多的思考等。另外，像受试者读什么和如何读的情况对于脑功能活动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些脑功能活动的差异及影响因素可以通过分级和分类作业期间的脑显像进行研究。

显而易见，阅读由眼睛看到的特征开始。视觉语言的中枢处理首先由Schwarts在1974年观察到。他们让受试者大声地读杂志，并且用133
 Xe作为示踪剂的闪烁显像检查脑血流的变化。作为结果，他们观察到侧沟（大脑裂）周围运动区、颞叶和额叶的活性增加。大脑裂周围的区被认为包括听区和Broca区。这个结果客观地证实正常受试者讲话的产生累及Broca区和运动区，并与失语的临床研究结果相一致。Larsen等（1979）用类似的设备观察到在阅读简单的课文时视相关区、运动区和辅助运动区以及颞叶后上部的活性。这个颞叶激活的部分被认为与了解语言的听相关区相等。在由Larsen等使用的作业中，受试者不得不通过把握意思读句子，以致他们可能使用在听相关区中的“词典”。虽然这些结果是用分辨率比PET低的闪烁相机获得的，但他们是第一次以生物学方式在正常个体中确认脑语言活性的明显的功能差异。

Hirano等（1997）用PET检查受试者在有或没有发音的情况下阅读日常对话句子期间的脑活性。句子是那些被用于日常对话，不需要思考即可流畅阅读的。作为结果，在没有发音的阅读期间，辅助运动区及视区被激活。然而在发音的阅读期间，除了Broca区，运动区和辅助运动区外，小脑的活性也被观察到。在听区，仅仅初级听区被激活，而听相关区无活性（见图2-85）。从这些结果中可以很好地了解，讲话形成的处理在Broca区，而它的发音则需通过运动区的运动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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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5　读句子时的脑活性（Hirano，1997）



6例正常受试者在视、运动、辅助运动、Broca、小脑和初级听区的明显活性，但听相关区无活性

在默读和朗读的对比研究中，Larsen等（1979）发现，两者的差异仅仅在于朗读时可见双侧嘴运动区的活性。然而Petersen等（1988）让受试者注视屏幕上的一点，当在该点的部位显示单一名词时，要求受试者默读或朗读该词。结果显示，默读仅激活初级视区和视相关区，而朗读还引起右上颞区、额盖、补充运动区和嘴运动区的活性。

4.读有意义和无意义的词

当一个人大声读书念句子时，首先看字母，了解其意思，然后读出它们。如果句子是母语，人们可以立即理解，并很容易地朗读。然而，如果句子是不懂的或无意义的语言，要对它们发音（读出）就很困难。那么，书面语言的语义处理的位置在哪里呢？

为了探查视觉分析阅读材料的效果，了解无意义的话和有意义的书面材料的解码之间的区别，Wise等（1991）让受试者读无意义的铅字、一个真实的词表和概要的词表，然而在这些情况之间没有发现明显的差别。Wise还让受试者一遍又一遍地说同样的词，并与大声阅读实在的词表和概要的词表时的结果相比较，后者使后上颞回产生更强的活性。当受试者听有意义的词和可发音的非词时，左后上颞回也被同样程度地激活。与读假的铅字比，受试者读真正的词时，左后上颞回更强地被激活。这可能是因为假的铅字不被有意识地细读，而无意义的词和新词需要细读。

Petersen等（1990）用PET研究了默读有意义的词和无意义的词的脑活性差异，并获得有意思的结果。默读有意义的词与无意义的词比较，视相关区的活性明显增加（见图2-86）。这揭示书面语言的中枢处理几乎完全在视区而没有颞叶或顶叶的累及。听语言所表达的意思的部位被考虑在颞叶，对视觉呈现语言的了解也被认为是在颞叶。然而上述观察并不支持这个推论。此外，除了视区外，前额叶作为高级精神活动的部位，在这种情况下得到证实（见图2-86B）。另一方面，Howard等（1992）用PET在类似的作业中获得不同结果，即大声阅读有意义和无意义的句子的比较。他们显示，与读无意义的词相比，在阅读有意义的词时，中颞回的活性更明显，并支持该部位是书面语言的“词典”的位置（见图2-87）。在两个报告中，识别书面语言所表达的意义的部位是不同的。差异产生的原因被认为是由于所呈现的词及其呈现的间隔时间不同所致。Saknrai等（1993）用PET研究了阅读用日文假名字体书写的有意义的词和无意义的词期间脑的活性，并且证实，左下颞回后部在阅读有意义的词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下颞回富含与视区联络的纤维，他们认为视觉语言的意思是在这个邻近视区的部位被了解。这个研究与上述两个报告的结果不同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语言类型的不同，例如字母对日本假名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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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6　默读有意义的词和无意义的词期间激活的不同脑区（Petersen，1990）



在读有意义的词时视觉相关区（A）和左前额区（B）明显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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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7　书面语言辞典的部位（Howard，1992）



从阅读有意义词的激活区减去读无意义词的激活区证实左中颞回的活性（箭头所示）

Hirano等（1997）也用PET比较了在大声读日常对话句子和无意义词期间脑的活性，以探查参与语言意思感知的脑区。他们观察到，在日常对话中，视相关区和小脑比读无意义词时激活更多（见图2-88）。这个结果与Petersen等（1990）的视相关区的活性方面的结果完全相合。句子的意思被认为是首先由视相关区判断的。小脑的活性也揭示其不仅在语言（讲话）的感知时，也在语言产生方面有很明显地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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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8　讲话感知的脑区（Hirano，1997）



从阅读日常对话句子时激活的脑区减去阅读无意义词时激活的脑区，可见视相关区和小脑被明显激活

五、语言理解和加工

1.语言产生（主意转化为语言）

理解书面和口述语言是一回事，而将主意、记忆和感觉转化为书面或口述语言是另一回事。Pawlik要求受试者讲30min关于某一社会哲学的论点，通过该试验，将他们的主意转化为流利的口述语言。结果显示，小脑半球rCMRgl增加（左19%、右29%），双侧Wernicke区（后上颞和角回邻近部位）、Broca区和右侧相应区（即右后下额皮层）、嘴运动区、前额皮层rCMRgl增加，以躯体感觉皮层的增加为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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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9　来自视觉记忆的口头报告和交谈期间激活区的平均范围和定位（Friberg和Roland，1985）



一些研究涉及感觉是如何输入转化为语言产生的。Friberg和Roland（1988）与受试者谈话，内容是你如何过圣诞夜？受试者流畅地回答，但有规律地被测试者的特殊问题打断。有趣的是，结果显示右侧（非语言优势侧）即刻听相关皮层被激活。而在受试者双眼闭合，描述自己生活的房间内的家具时，与上一个试验一样，边缘视相关区被激活（见图2-89）。这可能是因为边缘视相关区作为特异的视觉记忆在这两个作业中均必然被涉及。

2.语言产生的功能性解剖

在语言产生过程中，脑的一些功能区参与其中，从不同的方面发挥作用。有些部位对听觉输入或视觉输入作出反应，有些对说出的特异记忆进行处理。Roland 等（1993）综合了部分研究者的成果，概要地绘制成一个参与语言产生的脑功能性解剖图（见图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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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0　 参与语言产生研究的受试者平均激活的脑功能区定位（Roland，1992）



1：社会哲学演讲；2：来自视觉记忆的词汇报告；3：词流畅；4：内在的词产生；5：词流畅；6：给予名词产生动词；7：词联想；8：交谈（会话）；9：视觉命名；10：无意识讲话

3.语言理解研究

Richard Wise和他的助手（1991）进行了更系统的语言理解研究，以揭示与推测的语言理解的分层次组织结构相符的活性差异。受试者首先在静息状态下（仅有几秒一次的手指运动）进行脑显像，然后受试者接受不同的语言理解试验：

①　受试者听有典型英语语调结构的非单词，如“ked”，“pretch”。

②　受试者听一对“高级-基本”名词，如“水果-苹果”，其中有一半是错的，如“家具-衬衫”。听到正确的时用手指简单示意。

③　听动名词匹配，如“吃-苹果”，有一半不匹配，如“编织-玻璃”。同样听到正确的时用手指简单示意。

④　动词产生，即给一个名词，受试者尽力产生更多的与之搭配的动词，如：给出“花”，可回答“生长”、“采”、“闻”……

其中①、②和③反映听觉分析和语义分析两种水平，导致双上颞区（听觉和听觉相关区）的特定的活性，这些区与解码有意义和无意义的语言相关。而④反映语言产生，还激活Broca区、左中额回后部、补充运动区。他们的研究证实语言理解和语言产生之间是有区别的，并与Nishizawa（1982）和Fribery（1991）的研究结果一致。

4.词语成分加工

Petersen（1988）设计了很好的语言处理研究方案，以在解剖学上鉴别语言的知觉、运动和语义学三个语言处理水平。其实验方法如下：

①　词的感觉。受试者看屏幕上的名词，或通过耳机听一个词。

②　受试者重复在屏幕上所见或通过耳机所听到的词。这个水平呈现语言的知觉和运动成分。然后，来自被动的词知觉（听觉和视觉）的活性被从词的产生中减去。结果显示左额盖、补充运动区、小脑皮层、嘴运动区特异地参与口述名词的产生。

③ 词联系。这是三个水平中最高水平的研究，受试者对屏幕上或耳机中呈现的名词（如“点心”），造一个相关的动词（如“吃”）。这个水平的研究包括语言处理的三要素，即解码、简单产生和词汇联系。

词产生中的活性可以被减去，以揭示在词汇联系中起特异作用的部位。这些部位是左后下额皮层和左右扣带回前部。

然而，如Frith（1991）所指出的，最高水平的作业包括语义学成分和内生，或词记忆的研究，词的重复也与小脑前叶内中带的增加有关。而词的产生与后叶侧位和蚓部的增加有关。他们的试验方法如下：

① 受试者双眼看屏幕上的注视点（“+”字符号）；

②　看注视点的同时被动地看注视点下方的名词或被动地听名词；

③ 跟着说出看到或听到的名词；

④ 看到或听到名词后大声说出一个相关的动词，如：“点心”-“吃”。

结果显示，当以试验①获得的显像为基线显像，将试验②获得的显像减去试验①获得的显像时，可得到与视觉或听觉呈现词相关的脑活动区。视觉呈现词时，枕叶的纹状前区，向前到颞枕边界被激活；而听觉呈现词时，初级听皮层和左颞顶语言相关区被激活。

当以试验②获得的显像为基线显像，将试验③获得的显像减去试验②获得的显像时，可得到与词输出有关的部位。结果显示，左右半球初级感觉运动区及左半球的运动前皮质和辅助运动区，接近Broca区的左Sylvian区（专用作语言输出）及相应的右半球被激活。

当以试验③获得的显像为基线显像，将以试验④获得的显像减去试验③获得的显像时，可得到动词联想的相关区，即额下回和扣带回。前者与词义加工有关，后者可能与脑前部的注意系统活动有关，并在执行意识功能中起作用。

5.句子理解和加工

Stromswold等（1996）用PET进行句子理解的脑功能定位研究。他们要求受试者进行句子阅读并对语义作出可接受性的判断。实验句子分3种条件，内含有关系从句的复杂结构，并分为语义合理或不合理句子，或句中的动词、名词被假词所替代。结果显示，受试者判断语义上合理的句子时，与不大复杂的句子比，判断结构复杂的句子时，在Broca区特别是岛盖部rCBF较大。另外，与受试者必须确定句法上同一的句子是否包含一个无意义的词相比，当受试者必须确定句子在语义上是否合理时，左外侧裂周围语言区rCBF较大。由此可见，句子加工发生在外侧裂周围联想皮层区，而理解复杂结构的句子时，其相应脑区集中在Broca区的岛盖部。

Moro等（2001）进行了句法结构的PET研究，研究包括三个实验和一个基线状态。受试者被要求默读视觉呈现的句子，并对相应的句子-结构水平作出可接受性的判断。句子是“类意大利语”，都仅仅含有假词（假句），但维持音调变化和功能词，用以分离形态句法和句法加工。根据实验的作业，在音位结构、形态句法或句法水平上的异常被引出。句法异常呈现为排列次序错误但恰当一致的句子。形态句法的异常呈现为词的次序恰当，但一致错误的句子。音位结构异常呈现为含有意大利语无规律辅音串句子。结果显示，在三个实验中，明显被共同激活的类型包括Broca区（B44）和下顶叶（BA40）、右半球前运功区侧面（BA6）、楔叶（BA18）和中枕回（BA19、18）。双侧活性包括上顶叶（BA7）、楔前叶（BA7）、梭状回（BA18/37）、小脑和小脑蚓部。与音韵学对比，在句法和形态句法中被共同激活的部位在左下额回环状沟喙的深部（BA45）和Broca区右侧的对应部位（BA44）。句法与音位结构学直接比较可见左下额回环状沟喙的深部（BA45）和Broca区右侧的对应部位（BA44）明显的活性。更多的活性是在左侧尾状核和岛叶。在形态句法和音位结构的直接比较中，在环状沟深部（BA45）和Broca区右侧的对应部位（BA44）可见可比较的活性。另外小脑蚓部也被激活。Moro等认为，用于语言脑功能显像的许多词形变化表大多不能清楚地将语义、形态学和句法的功能部位区分开。事实上许多研究者简单地认为脑是对不相关词汇，而不是句法结构或语义成分作出反应。他们在PET实验中通过书写含有假词的句子以分离形态学和句法处理的功能上的相关性从而在解剖上探查词汇-语义的通路。他们发现，在句法和形态学的处理中，两者均累及Broca区的深部成分和右下额区。另外，左尾状核和岛叶仅仅在写句子程序时被激活，表明它们在句法成分中的作用。这些来源于体内显像的征象证实，这些脑结构组成一个神经网路，参与形态学和句法成分的处理，而这些脑结构的个体作用已成为临床研究中的亮点

六、汉语语言认知研究

综上所述，近30年来，由于认知心理学的确立，脑认知功能实验研究（脑激活试验）的广泛开展和新的功能性脑成像技术（ SPECT，PET和fMRI）的出现，脑认知功能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对正常人语言（包括聆听、阅读、书写和口述）功能的脑PET和SPECT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进一步证实了左半球对语言程序（词语刺激）的特殊作用，而语言的音调、韵律和音乐（非词语刺激）可以激活右半球的结构。这些结果与有特殊的皮质损伤所显示的特异的语言缺失的临床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它们也有力地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在复杂的语言输入的过程中，需要脑的多个和广泛区域的合作。然而，这些研究大多是在北美和欧洲进行的，其研究对象（患者和受试者）是北美和欧洲人。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尚局限在以字母拼写为特征的英语和欧洲语言（法语、西班牙语等）。

汉语是当今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有久远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通过对以汉语为母语的受试者进行语言认知的功能性脑显像研究，探查其在大脑功能区的定位和定量变化，揭示汉语和西方语言认知功能在神经解剖学、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上的共性和差异，有助于汉语系统工程研究，对提高汉语在世界语种中的地位、开发大脑潜能和人工智能研究都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广泛的应用价值。

1.汉语的特征

汉语以笔画字形和四声表达为特征，与用字母拼写的英语比较，有其独特的文字构型、拼写、词汇组合、音韵学和语义学的特征。

（1） 汉语是一个语标系统，由一系列笔画组成的方块字作为语言的基本单位。字的含义和发音与字形（偏旁、笔画等）相关，而不像英语中用音节，这表明在英语等语言中普遍存在的字母-音节的转换规则不适用于汉语。由于汉字的发音是按字音而不是音节，因此必须机械地记忆字形及其相应的字音来学习，偶尔可以通过汉字中的某一笔画部分的发音来记忆。

（2） 汉语普通话有四个声调，一般被标注为第一、二、三、四声，分别为高平声、高升调、低转声、高降调。同样的拼音，声调不同，字和意各不相同。

（3） 汉语的词由独立的汉字组合而成（有别于英语的词由字母组成），其读音和词意有其独特的规律，等等。

汉语的这些特征提示神经活动对汉语的阅读认知机制可能会与英语认知的机制不同。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构成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汉语普通话不仅是汉族和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共同语言，也是亚洲许多国家流行的语言。因此，研究汉语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大脑语言处理系统的广泛性和特殊性有重要意义。

2.国外与港台地区汉语语言认知功能研究的初步成果

北美、欧洲、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或当地能讲汉语的华裔患者和正常受试者为研究对象，探查汉语语言认知的特点及其与英语语言认知的区别。

Tzeng等（1979）以前单视野速示研究发现中文单字词的加工存在右侧优势。他们基于汉字具有明显字形特征的特点，提出右大脑半球为加工处理汉字的优势半球的假说。Hu等（1990）对汉语交叉性失语症的研究显示，汉语的功能区域不是位于左大脑半球，而是位于右大脑半球或双侧大脑。中国人的左大脑半球没有定义的Wernicke's区，其大脑有关语言的神经通路也与诸如讲英语的人群不同。所以他们对普遍适用的由Dax和Broca提出的语言功能的大脑偏侧性和优势半球的理论提出质疑。Tan等（2001）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美国学者合作的研究也显示，在进行汉字的正确拼写、音韵学和语义的研究时，左中额回和左下额皮层也介入汉字的处理。而在阅读汉字时，与读英语比较，有更多右半球的皮层区广泛参与中文的阅读，而这些区域在相应的英语研究中没有被提及。他们认为，中文的方块字需要更精细的空间分辨能力，而右半球的额区可以调整和加强方块字结构的视觉空间分析和语义分析的能力。他们因此认为，右额叶和顶叶的特定区域参与了汉字笔画的空间位置分析和组合。Law等（1991）对日本文字中汉字符号和假名的对比研究中发现，在阅读汉字时与阅读假名对比，视觉相关区和后下颞区更多地被激活。他们认为，这是因为从日本汉字引出其含义需要符号类型的视觉认知。

但也有国外的学者持不同的观点。Chee 等（1999）采用经典的“棕榈树”或“金字塔”（PPT） 任务模型判断汉字、英语单词和图片的含义，发现汉字、英语单词、图片语义处理激活共同的区域为左额（9，44，45区）、左颞叶后部（左颞中回和左颞上沟）（21，22区）、左顶叶（7区）及左梭状回（37区）。虽然汉字语义处理和图片语义处理激活许多相同的区域，但相比之下，汉字语义处理和英语单词更具有相似性。另有研究显示，汉字语义处理在图片语义处理功能受损后仍不受影响，表明汉字更多的是一种语言符号而不是一种图案。对于额下回更深入的研究发现，音韵处理激活右侧额下回的背侧（44，45区），而语义处理激活左侧额下回的脑室面（45，47区）。Gandour等人（1998）比较了美国人和泰国人在加工听觉呈现的泰语时大脑激活的差异。结果发现泰国人的Broca区被激活，而美国人则在右侧额叶出现激活。还有研究者以中国人和不懂中文的外国人为受试者，考察他们加工中文语音时大脑激活模式，也得到了非常类似的结果。由于英语中没有声调，为了避免声调经验缺乏对结果的影响，Gandour等人（2000）做了进一步的实验。他们让中国人、美国人和泰国人三组受试者同时来加工泰语的声调。结果发现，只有泰国人表现出Broca区域的激活。虽然中国人具有声调的经验，但是在加工泰语时Broca区同样不被激活。这些结果支持处理不同的语言以及对所听到的语言理解程度不同，激活的脑区是不一样的，对于不熟悉的语言，更多的是听无意义的声音，而不是加工语言。

母语不同的受试者在进行汉语或英语认知研究时，其参与的脑区也不尽相同。加拿大学者Klein D等（2001）的一项研究显示，12名在10岁以后移民加拿大的年青华人在进行汉字的四声识别时，与12名以英语为母语的青年比较，除一些共同的rCBF增加区外，另外还可见左大脑半球的额叶、顶叶和顶枕区被激活。他们认为，汉语的经验可能影响处理听觉信息的左大脑半球的回路。Hsieh等（1993）也认为，美籍华裔儿童双语受试者的汉语语言的影响作用与亚裔美国人的不同的教育方法和成果有关。同样也有学者指出，由于中文的语言学特征，语义和句子的区分不是一定的。因此，以汉语为母语的双语受试者对英语的语义和句法进行合理判断时，他们使用的是建立在处理中文的大脑基础上的英文处理系统。由此可见，以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为受试者进行系统的汉语语言认知功能研究尤为重要。

3.我国内地学者汉语语言认知脑显像研究的进展

最近几年，随着fMRI的引进，国内也开展了以母语为汉语的受试者为主体的汉语认知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并取得不少虽不完全一致，但很有意义的成果。

（1） 一些学者支持汉语语言优势半球在右侧大脑的观点。赵小虎等（2004）对22名正常中国人，在说中文句子状态下进行BPLD磁共振脑功能成像，探索其大脑语言活动皮层相关功能区。结果显示，说中文时激活的脑区包括两侧运动区、左右侧额下回、左右侧额上回、左侧岛叶及左右侧小脑半球。与Tan等（2000）的研究结果相似，他们发现中文任务也激活了右额下回、右颞上回前部这2个脑区。一般认为右侧额下回是汉字阅读相关脑区，并且与理解物体外形特征有关的情景记忆有关。而右侧颞叶上部，是与音调理解力相关的脑区。由此他们认为这些区域的脑活动说明其与汉字的音调加工有关。也有研究发现，中国人在加工汉语时额叶和颞叶具有左侧优势，而在小脑、顶叶和枕叶具有右侧优势。

（2） 然而也有一些脑功能成像的研究结果提示，同其他语言一样，中文加工优势半球在左脑。刘刚等（2004）研究的结果表明，正常受试者（右利手）语言活动的激活区主要位于左侧半球，在左额中回、左额下回及双侧楔叶处存在明显的激活，表明此区域的脑神经元参与了语言活动，这与传统语言优势半球的定位和现代脑功能研究相一致。马林等（2002）的研究发现，8例健康受试者无论是执行同义字或同音字判断任务时，其皮层激活区域均以左侧大脑半球为主，包括Broca区和Wernicke区、双侧辅助运动区（SMA）、纹外视区以及颞叶腹侧皮层亦可见激活信号。方俊明和何大芳（2003）对4名成年聋人行外显手语和隐性手语语词流畅性脑功能成像的研究，发现与正常人和美国手语的研究相似，聋人的视觉性语言优势半球也是在左半球，而且手语和有声语言的绝大多数功能区是叠合的。

（3） 然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汉语语言认知需要双侧大脑的协同作用，并有多个脑功能区参与。因而在执行汉语语言认知作业时，通常可以激活双侧半球的多个脑区。而根据任务的不同，有时以左侧更为显著，有时则以右侧为优势。

章士正等（2004）用磁共振对10名健康志愿者进行默读、复杂对指运动、抄写三个任务期间的脑功能成像研究，结果表明，主要共同激活区位于额顶叶皮质，包括左侧额中回、双侧顶上小叶、双侧顶下小叶、两侧额内侧回、左侧中央前后回。他们的受试者主要为右利手，所获得的结果涉及两侧大脑半球。为此，他们又对1例左利手者做了同样的试验，结果也是两侧半球均有激活。因此他们认为，书写功能涉及较多的皮质及皮质下结构，汉字的书写是双脑协同的过程，而右侧大脑半球对汉字的书写尤为重要。董奇等（2003）通过左右半球激活强度直接相减的统计分析，对一侧化的空间模式进行更细致的描述。他们发现，中国儿童在加工汉语语音和语义时具有左侧优势的区域在额下回、顶下小叶、扣带回和梭状回以及一些皮层下区域。但在颞叶Wernicke 区和枕叶的初级视皮层区域并没有表现出左侧优势。儿童在押韵判断任务时中顶叶的左侧优势比语义相关判断任务更为明显。还有研究发现，颞叶区域左侧优势在听故事、句子重复任务中表现突出，但在言语流畅性任务中并不明显。这表明语言功能一侧化的空间特异性是与任务相关的。李恩中等（1999）运用fMRI对语言与音乐刺激下脑功能活动进行研究，结果证实，语言刺激时，主要为左大脑半球的脑区激活，右侧半球少数脑区也可被激活；而在音乐刺激时主要为右侧半球被激活，说明左、右大脑半球在语言和音乐加工时存在分工优势性，但同时两半球间及半球内各脑区有相应协同作用。另有学者运用fMRI进行汉语同义字和同音字测试，结果发现两种语言任务均能明显激活Broca区、Wernicke 区、双侧纹外视区及双侧颞叶腹侧皮质，两者所激发的脑功能区之间无显著性差异，且可重复性好。唐一源等（2002）采用读词名的方法研究汉字词及假词视觉识别时的脑功能偏侧化现象，结果表明，仅字词激活左下额区（45区）以及右颞叶（21，22区），右枕叶（18区），而假词除额区外表现出广泛激活，提示除左脑半球与汉字词加工密切相关外，右脑半球在汉字词加工中有一定参与，但确切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彭聃龄等（2003）采用fMRI 研究双单字词音、义加工的脑机制，结果表明在语义任务中与语音有关的脑区得到激活，而在语音任务中与语义有关的脑区没有被激活，该实验也支持汉语单字词加工的非知觉观点，以及“普遍语音”的观点。金真等（2002）让8名正常学龄儿童参与中文认知任务的磁共振脑功能成像研究，结果显示在完成真假字判断的任务时，最大范围的激活任务信号出现在左侧额叶中央前回（4区），其次为双侧梭状回（37区）、左侧额中回（9，44区）和双侧小脑。而在完成同音字判断的任务时，左侧额下回（44，9区）激活范围最大，其次为左侧额叶（6区）、左侧顶叶（40区）、右侧颞上回（22区）和双侧小脑。伍建林等（2003）应用功能磁共振成像对比研究12例正常志愿者在数字及汉字认知刺激下脑的功能活动。结果显示，看数字和汉字均能激活双侧纹外视区、枕上回、顶叶及额下回少部分区域；默读数字和汉字时额上回和额中回激活较明显，与处理数字时比较，处理汉字时额叶激活的面积更大。他们还发现在汉字的认知加工过程中有豆状核、丘脑及小脑的参与。他们的初步研究显示，数字和汉字激活脑内不同区域，额叶在汉字处理过程中起更重要的作用。

七、双语认知研究

除了母语外，又学习和掌握了一门外语（第二语言）的人被称为双语者。双语研究始于20世纪初，其方法主要是对双语者进行自然观察和智力测试，以了解双语者的言语行为。至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兴起，开始了对双语学习的实验研究。研究的热点是双语者两种语言通道的信息是共同存储的，还是独立存储的？第二语言的语义概念是如何通达的？这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需要涉及像神经解剖、神经功能、生物化学、精神和语言的不同水平语言神经表现的鉴别和区分。80年代后由于SPECT，PET和fMRI的问世，双语研究和脑激活试验及脑功能区定位相结合，使双语研究更加深入并取得丰硕成果。

1.双语认知试验

双语者大脑皮层两种语言功能区的定位研究主要目的是探索在相同的实验控制条件下加工两种语言时的皮层活动具有哪些共性或差异。目前研究比较多的有两种西方（字母拼写）语言的双语、日英双语、汉英双语和口语/手语的双语认知研究。Halisband等（2002，2006）研究了两种不相关语言的词记忆处理是由共同的神经系统还是不同的皮层区介导的基本问题。10例右手利男性法语-英语成人晚期双语者，在10岁后获得第二语言。他们用母语（法语）或外语（英语）进行词匹配的编码或检索，同时行脑PET扫描。受试者必须在每一种语言中，编码或检索4套12个视觉呈现的配对的没有语义学关系的词联想。2套含有可高度想象的词（如猴子-桌子，koira-lasi），另2套为抽象的词（如自由-品行，uhka-suure）。假词的呈现作为参照情况。结果显示，编码与前额和海马的活性有关。在记忆检索期间，楔前叶在两种语言及可高度想象和抽象的词中均一致地被激活。虽然两种语言的脑机制分享共同的成分，但根据所使用的语言不同，在Broca区和小脑及角和缘上回被发现有不同的活性。Klein等（2006）用PET/H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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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法测定局部脑血流（rCBF），研究脑激活类型。他们比较了10例右手利，母语说英语，在5岁后学习并熟练掌握第二语言法语的受试者重复词和非词。用第二语言重复词与用第一语言重复词比较rCBF的变化证实两种rCBF类型是类似交叉的。在临近左岛叶皮层、腹侧前运动区和纹状体部位有一些明显的rCBF不同。他们认为，第二语言使前运动区腹侧和小脑活性增加，表明说第二语言时需要这些脑区的额外参与。他们还观察到使用第一和第二语言时，随着音节数量的增加和言语复杂性的增加，其rCBF也增加。支持这些区在需要复杂运动控制以产生新的序列时的作用。Klein等（1994）在一项PET研究中让5岁后学习第二语言的正常双语受试者用第二语言重复词，并与用第一语言重复词比较，发现仅有的不同是说第二语言时左侧壳核的rCBF增加。他们认为，壳核在第二语言发音中起着特殊作用。这是因为说第二语言时因言语强化而需要增加对讲话的复杂运动的控制。壳核在发音中的作用得到外语重音综合征的支持，该征可以发生在壳核损伤后。

2.手语和唇读

双语研究中还包括同一语种中口语和手语两种不同语言形式之间的比较。Söderfeldt等（1997）用 PET在一组健康的双语受试者中调查了手语和口语感知。结果显示，手语和口头语言似乎定位在同样的脑区，呈现类似的局部脑血流（rCBF）类型。他们向受试者展示四种录像带：① 手语；② 口语；③ 嘴被掩盖的口语；④ 有口语声音但面部无活动。口语（情况4）明显激活双侧大脑侧裂（22和43区），手语激活视相关区（37和19区），但未激活顶区。在视觉语言感知区的激活水平与听感知区的激活水平之间观察到相反的关系。他们认为，当健康的双语受试者用视觉方法感知手语时，功能解剖与既含有听觉又含有视觉成分的语言处理重叠。Rönnberg等（2004）在8例早期双语者中进行了瑞士手语工作记忆与视听瑞士语讲话工作记忆比较的PET研究。结果显示瑞士手语语言特异模式工作记忆的神经结构，依赖于双颞、双顶和前运动活性的网络。而在两种语言模式中右小脑也被发现有不同的活性。另外，在所有的作业中Broca区，以及语义检索时前左下额叶也发现类似的交叉语言模式。手语时双顶活性类型显示为类似在例如非语言的视觉空间作业期间的神经活性。这种顶叶的活性类型是否反映实际上的空间排列的产生尚有争论，而且不能用与感知、信号的产生或编码，或作业的难度相关的因素加以解释。NcGuire等（1997）用PET证实了有深度耳聋用手语正常交流的受试者在句子的“内在手势”期间被激活的脑区。虽然“内在手势”表现为累及手和手臂空间运动的内在表现，但它激活的是左下额皮质而不是视觉空间区。激活的区与在有听力的受试者默默造句期间参与的区是一致的。这支持“内在手势”通过与内在讲话类似的区被介导，并且与暗示的手语在左半球产生的神经精神学数据是一致的。然而手语的左半球优势也是可以转换的。Tierney MC等（2001）报告了一例37岁右手利的双语（英语和美国手语）男性的PET研究，该男子有左额叶损伤，但没有语言和一般的智力障碍的迹象。脑MRI证实左前额叶背外侧、眶和盖皮层萎缩，损伤从额极延伸到中央前回，包括前扣带皮层部分，这可能是由于其在婴儿时的脑炎所致。H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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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PET扫描发现，与正常受试者比较，在英语和美国手语叙述自发产生期间右半球活性增加。除视觉空间功能外，他的神经精神学数据均在正常限度内。结果支持，通过神经的可塑性，包括手语在内的语言功能的适应已经在右半球发生。

面对面对话的语言感知涉及讲话声音的处理（听觉）和来自讲话者的与讲话相关的嘴和唇的运动（视觉）。Kang等（2006）用没有扫描噪音的PET调查了17例过去没有唇读训练的正常听力受试者执行一个电影片传递的讲话句子语义真实性判断的作业时累及讲话信号处理的脑区。在所有四种情况中多模式在感觉水平上被确认。一种感觉模式的特异感觉讲话信号，例如听觉讲话（情况A）或嘴运动（情况V）与一个其他模式的对照刺激一起被传递，这里两种感觉模式（情况AV）的讲话信号在双模式情况期间被传递。与对照情况比较，在情况A期间观察到双侧上颞区被广泛激活。但是，在情况AV期间这些活性的程度减少，而且左侧明显。在情况A期间和更多的在情况AV期间，像累及以听视讲话相互作用/整合的交叉模式在左侧后上颞沟这样的多模式区，被发现是激活的，但在情况V期间未见。在情况V期间，Broca区（BA44）、中额（BA8）和前腹侧前额（BA47）左侧观察到活性，而唇读执行是很少成功的。结果揭示，与讲话相关的唇运动（视觉讲话信号）在右侧听颞区被抑制。在双模式情况期间右后中央区观察到的相加作用（AV＞ A+V）与单模式讲话情况的总和相关，也与情况V期间的活性减少有关。这些结果支持，视觉讲话信号可能对右半球大脑活性在听觉讲话感知的交叉模式相互作用期间产生一个抑制模式的效果。Horwitz B等（2003）用PET研究发现，美国手语和英语双语流利的早期儿童受试者在语言叙述产生期间，当复杂的运动和声音的产生被关注时，讲话和手语两者激活的是45区而不是44区，而口/喉或肢体肌肉系统的复杂言语运动的产生激活的是44区而不是45区。这与在一个单语受试者组讲英语时所发现的激活类型是相同的。

3.影响双语认知的因素

总的来说，双语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共识，即两种语言的激活区既有重叠（共性），又有分离（差异）。但重叠和分离的具体部位和范围则不尽相同，其原因（影响因素）很多，其中受试者的组成、语种的不同、开始学习第二语言时的年龄及第二语言的熟练程度是影响研究结果的主要因素。此外，一些特异的因素，像年龄、获得的方式和环境因素也影响神经表现。例如，以日语为母语，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受试者与以英语为母语，日语为第二语言的受试者在阅读同一篇英语或日语文章时，其脑激活区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受试者母语的语种不同主要体现在语言形态上，李宝荣等（2003）采用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对汉英双语表征的研究结果表明双语者两种语言的形态是分别表征的，而语义是共同表征的。又因为 第二语言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受其母语的影响，因此母语的语种不同还会影响其第二语言的表达。对于中国的非熟练的英语学习者来说，他们的第二语言只能借助其汉语对译词的词汇表征通达其语义概念的表征。伍建林等（2004）用磁共振成像进行汉字和英文字形辨认的脑功能研究结果也显示，除枕叶外，英文在额、颞及顶叶引起的激活体积均大于汉字。表明母语为汉语者，其英文脑处理过程需更多的脑活动来参与完成。许多研究者也发现，双语加工所激活的皮层区的分布和重叠程度与外语学习起始年龄、学习外语时间长短及第二语言的熟练程度有关。Perani等（1998）在双语的PET调查中显示，母语（意大利语）故事的处理中颞叶和颞顶皮层比第二语言（英语）更广泛地参与。然而，在该研究中，意大利受试者学第二语言较晚，程度中等，对该语言的掌握还不是很优秀（低度熟练，较晚获得双语者）。这样，不同的活性类型归因于获得的年龄或熟练水平。他们用类似的范例估价在高度熟练的双语者中早期或较晚获得第二语言的影响。他们研究了一组在10岁后获得第二语言的意大利语-英语双语者（高度熟练，较晚获得双语）和一组在4岁前获得第二语言的意大利语-加泰罗尼亚语双语者（高度熟练，早期获得双语者）。当低度熟练志愿者听第一和第二语言故事时，观察到在高度熟练双语者听第一和第二语言故事时均未发现的不同的皮层反应。一些脑区，类似于低度熟练双语者第一语言所观察到的那些，被第二语言激活。结果支持，作为第二语言皮层表现的决定因素，对第一和第二语言的配对（这种配对是十分密切的）达到熟练程度比获得的年龄更重要。

八、语言障碍和失语症

语言障碍是指各种不同的语言功能的失调，主要包括失语症（aphasia）、诵读困难（dyslexia）或失读症（alexia）、失写症（agraphia）、失用症（apraxia）、口吃（stuttering）、语言错乱（cluttering）等。失语症是由于脑损害引起的语言能力受损或丧失。失语症又分为运动性失语（motor aphasia）或称Broca失语、感觉性（接受性）失语（receptive aphasia）或称Wernicke失语、传导性失语（conduction aphasia）、命名性失语（aphasia）、完全性失语（global aphasia）等。研究语言障碍既有利于探索脑的语言功能的秘密，也有助于语言障碍者语言功能的治疗和恢复。

1.失语症和与语言认知功能

人类对脑认知功能的探索最早就是从脑损伤开始的。150年前对语言障碍，特别是失语症病人的临床观察和死后尸解结果对比研究使人大脑皮层功能定位获得突破性的进展。1861年，法国外科医生Broca观察到一个病人10年来对所有问题只能回答“tan”，病人死后，Broca报告了解剖结果，并提出他的脑功能定位的理论，其语言缺失是源于下额回的损伤，该部位被命名为Broca's区（见图2-5）。以后他又进一步研究了一些有左半球损伤的失语病例，并由此得出结论：“左半球主导语言”。1874年，德国神经学家Wernicke源于对10例失语病例的观察，将失语分成三类：由于上额叶听区的损伤，可以流利地讲话但不能感觉（感觉性失语）；由于额叶Broca区的损伤，能理解（听懂）但不能讲话（运动性失语）；由于颞叶和额叶之间联系的中断，能理解讲话，但不能选择恰当的词读或写（传导性失语）。Broca和Wernicke在对失语病例观察积累的基础上对与语言障碍有关的皮层区的分析研究和由此得出的结论至今对系统地了解失语仍是非常有帮助的。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开始意识到，语言的脑功能并非像他们所描述的那么简单。鲁利亚在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大量脑外伤患者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功能系统学说”，指出高级复杂的脑功能活动不可能定位于脑皮质的狭隘区域或孤立的细胞群，而应该包括一系列协同工作的脑区。脑损伤对语言认知的影像也不仅是简单的不能说话，还包括广泛的语言活动的削弱，如听、读、写和表达。Hu等（1990）也是通过对脑中风病人多方位的临床观察，包括失语症的总发病率，右侧偏瘫患者左侧大脑损伤后发生的失语症，无偏瘫患者发生的失语症及失语症的类型等，发现汉族脑中风病人交叉性失语的发生率比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及欧美人高得多。汉族人群中运动性失语最常见，而单纯感觉性或继发性失语很少见。这个差别也许可以用中文的特征来解释。他们由此推测，汉语的功能区域不是位于左半球，而是位于右半球。当然，如前所述，后来更大量的以汉语为母语的正常受试者和失语症患者的研究显示，与西方语言一样，汉语认知的优势半球也位于大脑左侧。

随着CT和MRI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对导致失语的脑损伤的非侵袭性的探查为研究脑损伤与脑认知功能缺失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然而当引起脑功能障碍的脑损伤部位仅为一个轻度的缺血状态时，常规的CT/MRI多无法探查。在这方面，像SPECT，PET，fMRI等功能性脑显像在研究与语言皮层机制相关的失语方面就有其独特的优越性，并且已经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2.失语症的脑功能区受损类型

Kushner等（1987）的研究显示，脑梗死所致活性减少区可以被PET探查到。在CT和MRI未发现异常的病例中，Metter（1991）用PET探查了失语病人脑的葡萄糖代谢，并将他们分为5个等级。在第1等级中，代谢异常被定位在损伤部位，而该部位的损伤仅引起轻度失语或没有症状。在第2个等级中，围绕Wernicke区或Broca区可以观察到代谢障碍。第3等级，许多失语病人被包括在内，这些区的代谢均减少。第4等级，丘脑损伤引起同侧脑皮层功能失调。这样一种由远端亚皮层引起的功能削弱被称为远端效应，通常是由于神经通路损害导致的皮层活性抑制的结果。Okuda等（1994）测定了由不能被CT和MRI探测到的亚皮层血管障碍导致失语病人的脑血流，发现包括Wernicke和Broca区在内的广泛区域的血流减少。Baron和Ford（1994）也观察到与同侧丘脑出血相关的颞叶的广泛区域的代谢减少。这样，通过功能脑显像的研究阐明了长期以来尚未了解的亚皮层失语的病理学。最后，第5等级，与上述4种等级不同，在发作后短时间证实脑的血流已经改善，并与症状的减轻一致。Baron和Ford认为，PET不仅对诊断有用，而且可以用于失语的预后，显示语言区的代谢随时间而明显恢复。

一个未包括在上述5种类型中的特殊失语类型是交叉性失语。这种失语是由右手利者右脑半球损伤所引起。它的致病学机制不能用左脑语言优势的观念来解释。然而，这种失语类型也已通过功能性脑显像揭示为上述远端效应的结果。Cappa等（1993）探查到右半球亚皮层损伤引起的左脑皮层代谢广泛减少，并解释这是由于损伤经联结两半球的胼胝体的联络纤维延伸到对侧脑半球。

3.失语症患者的神经显像研究和脑激活试验

传统的研究认为，失语的原因主要与位于优势半球大脑皮层的语言相关区的结构及功能损伤所致。其中典型的有位于额叶下后部的运动性语言中枢（Broca区）的损伤引起的Broca失语症和位于颞上回的感觉性语言中枢（Wernicke区）损伤引起的Wernicke失语症。Broca失语症的主要症状为明显的语言表达困难，但听理解和阅读理解可正常，因此也被称为运动性失语或非流畅性失语。而Wernicke失语症的语言表达相当流畅但理解却很差，亦称为流畅性失语或感觉性失语。Ishii（1993）等用PET探查了原发性进行性失语病人执行重复词作业时的脑血流变化，发现在流畅失语病人中Wernicke区的低活性及非流畅病人中Broca区的低活性。该结果与临床表现是密切一致的。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大脑语言优势半球的理论。

除了大脑皮层损伤可导致失语外，人们还发现，一些皮层下中风（脑出血或脑梗死）的病人，其皮质下结构（核团和纤维）有明显损害，但脑皮质，包括语言相关功能区并未见明显结构异常，也可产生一系列的失语综合征，被称为皮质下失语。皮质下失语是皮质下病变本身引起，还是因皮质下损伤影响到相应皮质功能改变所致？其机制并不十分清楚。神经显像研究则提示，皮质下发生病变时，大脑相应皮层语言功能区的形态结构虽然未见异常，但可出现血流灌注和/或代谢下降或缺损，并与失语的表现相关。通过用神经显示技术动态观察大脑皮层局部血流/ 代谢下降与皮层下失语的关系，可以帮助探讨皮层下失语的可能机制，并为失语康复治疗提供依据。崔勇等（2005）报告45 例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均经头颅CT确证为左侧基底节梗死。伴有失语30例，SPECT显像左侧基底节区呈低灌注区，且范围比头颅CT所见大，同时外侧裂周围区呈低灌注，而额上回、颞上回上存在的低灌注区与临床表现的失语类型相符。其中20例语言功能恢复较好者2个月后复查，其语言中枢rCBF摄取比值较前明显改善；6例语言功能恢复较差者，其语言中枢rCBF摄取比值无明显变化，另外15例不伴有失语者，只观察到左侧基底节区低灌注，大脑皮层语言区无明显改变。陆相东等（2006）的研究也发现与皮质下失语相关的区域（rCBF降低区）包括了大脑皮质语言功能区额叶（23例）、顶叶（19例）、颞叶（18例）及皮质下结构基底节区（25例）、丘脑（13例），但皮质下失语的严重程度与损伤部位的rCBF相关性不明显，而与病灶的大小、累及部位的多少及rCBF降低百分率呈明显的正相关。他们认为，皮质下失语的神经解剖机制可能不是一个单一结构或脑局部的一个沟回的损伤所引起，而是涉及多个部位、多个脑叶、多种功能的参与。一个部位损伤，失语程度可能很小，表现单一；而多个部位、多种功能的损伤会引起严重的失语。

综合文献报道（Weiller等，1993；Naeser等，1982），关于皮质下病变引起皮质区血流/代谢降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①　优势半球负责语言功能的皮质-皮质下环路系统受到损害，阻断了皮质下与皮质的功能联系。大脑是人类高级神经功能的物质基础，正常的语言活动有赖于大脑结构和功能的完整。皮质下结构受损，皮质中枢的纤维联系遭到破坏（神经功能联系不能或神经突触变性），维持脑神经细胞形态结构的血管低血流灌注导致黑质暂时缺血或特定的神经元缺失等，亦可致皮质语言处理中心功能降低。②　皮质下梗死后因病灶周围水肿致皮质血流减少（占位效应），或因侧肢循环形成使病灶远端部位保持低血流灌注状态（缺血半影），还可能因病灶部位损伤导致大脑皮层失传入亦可引起大脑皮质语言功能区血流灌注量降低。大脑皮质对缺血缺氧又十分敏感，只要血供障碍达到一定程度即可引起功能障碍即“远隔效应”。以上两种原因中又各包含多种因素，且通常并存，共同作用于大脑而导致失语，但具体到某个病人，其中一种原因或因素可能起主导作用。刘海波等（2004）的研究显示皮质语言区血流灌注量下降是引起皮质下失语的主要因素，且失语的程度与其下降程度有关，基底节区病灶越大，皮质语言区血流灌注量下降越明显。故可认为皮层的语言中枢对血流的变化较为敏感，大脑rCBF下降到一定程度，虽未引起CT可见的梗死病灶，但局部功能已发生障碍而出现失语。他们认为，基底节区的失语大多数程度较轻，恢复较快。可能因为皮质下病变仅引起皮层功能改变，尚未出现不可逆的损伤，当血流改善后，皮层功能可很快恢复；也可能是基底节区的语言形成及表达主要起辅助作用，而不是语言形成的关键部位。

临床随访也证实，皮质下失语患者语言功能的恢复与皮层血流改善有直接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失语症患者语言功能的恢复可能存在两种机制：①　右半球代偿制，即右侧半球相应代偿区域言语网络的激活；②　左半球补偿机制，即左侧大脑半球言语网络的结构修补与重建（Ansaldo，2004）。尽管早期的病例报道和脑功能成像研究支持言语的右半球代偿现象（Finger，2003； Ansaldo，2002； Abo，2004），但近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对这种右半球代偿机制提出了疑问，认为失语的恢复主要依靠左半球原有的言语网络的结构修补和重建。王红等（2007）用隔日法对7例失语症患者字、词朗读前、后分别行SPECT脑血流显像检查，并通过半定量分析比较各患者朗读时双侧大脑rCBF的变化，分析左、右大脑半球在失语恢复中的作用。结果显示，朗读功能较好的5例患者以左侧大脑激活为主，其他2例患者则以右侧大脑激活为主，朗读作业完成较差。表明，左脑损伤后，言语功能的恢复可能主要依靠左半球受损言语网络的结构修补和重建；当左侧言语网络完全损伤而无法重新激活时，右脑的某些部位将参与代偿，而这种代偿不能达到激活的恢复程度。Cao等（1999）选用词汇-语义判断作为言语激活任务对左侧半球脑卒中后5个月以上的7例右手利患者进行fMRI研究，结果发现左半球言语网络的功能重建与较好的言语恢复有关，而与右半球的代偿性激活呈负相关。Belin等（1996）用PET/rCBF探查了7例非流利失语症病人恢复的机制。这些病人长期未能自然恢复，但随着有旋律的音调治疗得到成功治疗。治疗前的语言作业异常地激活右半球区，与那些在正常受试者中激活的区对应的部位，而左半球语言区活性减低。对比之下，治疗后重复词作业再激活Broca区和左前额皮层，而右半球Wernicke区的对应部位活性减低。由音乐治疗诱发的恢复过程在这些病人中很可能与这个左前额结构的再激活是同时的。对比之下，在单纯语言作业期间异常激活的右半球区似乎是与最初残存的失语相关的。另一项有关失语患者复述功能的PET研究也显示，通常情况下只有在左侧颞叶功能相对保留并重新参与言语网络的活动时言语功能才有可能得到有效的恢复，右半球的激活仅限于左半球言语区域永久受损时（Heiss，2003）。这些研究认为，虽然在左半球言语受损区的右侧对应区域有明显的激活反应，但是左侧病灶周围的活动与患者的言语能力有更密切的关系。还有研究发现，在失语的早期，由于左侧言语网络的损伤右半球出现代偿性激活，此时患者的言语功能较差。随着左半球损伤言语网络的修补和重建，右半球的激活逐渐消失，左半球的激活逐渐增强，此时患者的言语能力得到恢复。这些研究都支持左半球低灌注的修复和改善为皮质下失语恢复的主要因素。

失语症研究的另一个感兴趣的课题是交叉性失语。交叉性失语是指任何与惯用手同侧大脑半球病变引起的失语，但现在一般仅指右利手（需排除左利手家族史）右侧半球损伤后发生的失语，而CT及MRI证实左半球不存在结构损伤。但神经影像学的研究揭示，其左侧大脑半球的血流灌注和/或代谢明显降低。Cappa等（1993）对2例交叉性失语患者的随访研究发现，在急性期除右侧半球皮层下损伤部位外，结构上未受影响的左半球也出现葡萄糖代谢率的减低。3个月后随访，患者仍有失语，右半球代谢率仍减低，但左半球低代谢已有一定程度恢复。当语言功能完全恢复时，脑代谢已接近正常。脑代谢率与语言失语恢复似乎近乎呈现为平行关系。Cappa认为，左侧半球功能紊乱在交叉性失语的患者中，至少在急性期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急性脑卒中后对侧半球代谢率减低被认为是半球间神经联系不能得以表现，也是导致交叉性失语的可能机制（Narien，2001）。Bakar等（1996）观察了3例交叉性失语，均为右利手右半球梗死，右半球呈广泛的低代谢及灌注不足。左半球无结构损害，其中2例在急性期有左半球代谢率减低，但另1例直至语言功能开始恢复，未发现左半球代谢异常。Bakar认为一部分人的语言功能在右半球，这可能是该例交叉性失语的病理基础。

Alexander等（1989）把交叉性失语分为镜像型失语和反常型失语。他分析了34例交叉性失语患者，22例有典型定位体征，其中Broca失语8例，Wernicke失语5例，传导性失语4例，其余为经皮质性运动性失语、经皮质感觉性失语、混合性失语等。按照他们失语的典型表现似乎可以预期在半球内的损伤部位，故这组交叉性失语是右半球内与左半球语言相关区对应部位的损伤所致，故将其归类为镜像型失语。另12例尽管有大的外侧裂上和运动前区或运动周区损伤，却表现为流利性失语，其中11例有奇特性失写，故归类为反常型。他们据此将交叉性失语分成以上2型。这一假说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

九、耳聋和语言认知

如前所述，语言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正常情况下，人学习语言先从聆听开始，然后牙牙学语，1岁时可以理解一些单词和简单的日常用语，5岁以后可以认字和写字，而系统地学习书面语言是在学龄后。由此可见，听觉感知是学习语言的先决条件。听觉系统的传音、感音功能异常所致听觉障碍或听力减退概称耳聋。幼童由于耳部发育不全或某些疾病引起耳聋后，无法学习语言，可致聋哑。聋哑人可以掌握书面语言（写和认），但无法听和说。他们的日常交流主要依靠手语和唇读（看说话者的口型变化理解其意）。助听器和耳蜗植入可以帮助一部分耳聋者改善或恢复对声音和语言的听觉感知。手语和唇读作为一种语言模式在双语研究中已经提及。本章第四节详细介绍了耳聋耳蜗植入前后对不同声音刺激的感知，这里重点讨论耳聋者耳蜗植入前后语言感知功能的变化。

1.耳聋者脑语言功能区的变化

长期耳聋者由于听觉器官感音和/或传导障碍致大脑皮质听觉中枢和听相关区失用，其功能是否会受损，受损的程度，能否恢复等问题是认知神经科学和语言学家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Iwao Honjo（1999）和他的同事们在1990年开始耳蜗植入病人的PET研究，并且第一次证实在耳蜗植入耳聋者前颞叶的活性明显减少。但当病人耳蜗植入后听力恢复时，它也恢复。对在语言获得后一个阶段失去听力的病人的PET脑显像证实，当通过耳蜗植入听讲话时，听相关区的血流明显增加。然而，在先天性耳聋病人中，耳蜗植入后的讲话认知仍然是差的，听相关区的讲话活性非常有限。这些功能脑显像揭示语言感知神经网络的可塑性存在临界期。

通过耳蜗植入讲话感知期间脑功能显像的研究证实，在语前聋和语后聋两组之间，没有观察到初级听相关区的血流有明显差异。也不管语后聋受试者耳聋期间的长短，初级听区的活性并不减少。这些结果支持初级听区的神经网络是天生安全的，以致它们经历长期的听觉输入缺失后仍被维持（见图2-91A）。通常，讲话感知的听觉处理在听相关区被执行。然而，在语前耳聋的病人中，与语后聋受试者比较，其听相关区的活性明显减少。在语后聋病人中，不管其听力缺失持续的长时间，该区的讲话活性并不减少（见图2-91B）。因此，讲话感知的神经网络被认为，一旦语言已被获得，在没有讲话输入达一个长时段仍维持在功能状态。另一方面，在语前耳聋病人中，讲话声音产生的活性是低的，而不管耳聋发生在语前期还是语后期。如上所述，在语言获得阶段期间，词语的刺激对正常的语言进展是必要的。在他们的研究组中，语前聋病人接受耳蜗植入是在8岁以后，其开始接受词语声音几乎过了关键阶段。因此这些病人听相关区的低讲话活性被认为是由于讲话声音感知的神经网络未成熟所致。

[image: ]
图2-91　与耳聋持续时间相关的rCBF增加（Honjo，1999）



A：初级听区；B：听相关区

此外，在耳蜗植入使用时间的长短和听相关区之间的活性无相关性，支持听皮质区的神经网络甚至随耳蜗植入的长期使用并没有多少进展（Naito，1997）。然而也有报告（Tong，1988）在语言获得阶段前失聪的儿童，通过耳蜗使用改进了语言感知。是否语前聋病人通过耳蜗植入使其讲话感知的新的神经网络已形成，或者，是否当耳蜗植入在早期的儿童中被执行时讲话感知的神经网络正常地发育，是必须回答的主要问题。长期耳聋者由于听觉器官感应和/或传导障碍致大脑皮质听觉中枢和听相关区失用，其功能是否会受损，受损的程度，能否恢复等问题是认知神经科学和语言学家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

2.耳蜗植入与讲话声音感知

在有深度先天性或出生后早期耳聋的儿童中，讲话感知和产生的发育被严重削弱，但这可以通过早期的耳蜗植入而加以避免。讲话感知随着讲话声音早期输入而得以改善，并促进讲话产生的正常发育。因此，观察已经接受耳蜗植入的儿童的讲话感知和产生时的脑活性可以帮助进一步了解耳聋和耳蜗植入的神经生理学，并提供涉及语言的神经网络可塑性的有用信息。

为了探查耳蜗植入效果，Okazawa等（1996）让5例学语后耳聋者和5例学语前耳聋者接受通过植入耳蜗传递白色噪音和词的刺激，6例正常右手利受试者作为对照组。词刺激主要激活学语后耳聋者植入耳对侧的颞横回（初级听皮层）。左后上颞回（Wernicke区）、左下额回（Broca区）也被激活，并与刺激侧无关。这些激活区与对照组是相同的。白色噪音刺激仅仅导致学语后耳聋者植入耳对侧初级听皮层的rCBF增加，激活的强度少于词刺激。词刺激明显激活学语前耳聋病人的 Wernicke和Broca区，但初级听皮层无活性。而噪音也不能激活学语前耳聋病人的初级听皮层。结果支持，皮层的语言表达不依赖早期有无听觉经历，而初级听皮层的处理则依赖早期的听觉经历。学语后耳聋病人的Broca和Wernicke区有更大的rCBF和对句子更好地理解，表明在rCBF增加和识别口语的能力间有平行相关性。他们认为听觉刺激的H15
 2
 O/PET显像是探查耳聋受试者听觉及其相关皮层客观定量反应的有效方法。Miyamoto等（1997）的长期随访研究证实，耳聋儿童的语言在耳蜗植入后3～5年的整个期间平稳地进展。他们对语言的了解，达到那些使用助听器的儿童的水平，而且其语言的进展比使用助听器的儿童更快。在使用耳蜗植入的儿童中间，那些有好的语言感知者并不需要产生正确讲话，而那些有好的讲话得分者总是很好地了解讲话。这支持正确感知讲话的能力需要正确的讲话。而感知讲话的能力可以通过检测讲话能力来估价。通过观察64例耳蜗植入的先天性耳聋儿童，Mondain等（1997）报告，在耳蜗植入长期使用期间，讲话感知是更好的，在4年的观察期间，清晰讲话的产生稳定地改进。这些结果揭示，通过耳蜗植入，讲话产生和感知均得到改善，甚至在先天性耳聋的儿童中也可以实现。

Iwao Honjo（1999）也报告了类似的结果，他们观察了15例经历耳蜗植入的儿童。其中语后聋儿童在植入术后9到10年，口头语言的恢复是优秀的。他们的讲话认知执行与语后聋的成人耳蜗植入者一样好。在语前和语后聋之间术后讲话发音的比较揭示，后者在耳蜗植入后3个月内开始显示对声音很好的反应。发音和对讲话的反应增加更迅速。另一方面，语前聋者口头语言的发育也呈现，但慢得多。他们用PET观察了2例语前聋儿童耳蜗植入的皮质活性与临床过程的关系。其中一例经过训练后对讲话感知明显改善。5年的随访发现其听相关区的讲话活性明显增加，并与他的口头语言的进展平行（见图2-92）（Naito）。另一例在一岁时失去听力，10岁时经历了耳蜗植入。在高强度的训练下，他的元音和辅音认知仍维持在低水平，植入术后3年和6年的PET测定没有发现讲话活性较多地增加。然而当讲话声音与讲话者面部的录像一起被传送时，右上颞回讲话活性有更强地增加（Hirano）。这个结果揭示，正常情况下从事听觉处理的上颞叶神经网络在一些先天性耳聋的受试者中参与处理视觉信息，并提供在语言网络中交叉模式可塑性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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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2　在语言获得阶段前失去听力的耳蜗植入使用者的PET显像（Ingvar，1974）



植入后2年听相关区的活性是低的，植入后5年听相关区被明显激活（箭头所示）

3.耳蜗植入使用者与正常受试者比较

虽然耳蜗植入为双侧耳聋者恢复听力提供了机会，但耳蜗植入使用者语言感知能力被认为是不同的。为了阐明通过耳蜗植入处理讲话信号编码的皮层机制，Fujiki等（1999）用PET估价了耳蜗植入使用者在无声音刺激和讲话声音刺激状态下的脑活性和讲话处理之间的相关性，估价受试者口语元音感知、辅音感知和讲话追踪能力。并选择初级听区、听相关区和Broca区3个感兴趣区，其rCBF变化与讲话感知能力之间的相关性用皮尔逊相关系数（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病人讲话感知能力范围广泛。虽然在初级听区和Broca区的讲话感知和rCBF增加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但在听相关区有阳性相关性。在左侧听相关区，元音感知能力的相关系数是0.546（p＜0.05），讲话追踪试验是0.657（p＜0.05），而辅音感知能力的相关系数是0.743（p＜0.01）。仅仅在右侧听相关区，辅音感知能力和rCBF增加之间存在阳性相关性（R=0.576，p＜0.05），半球的相关性比右半球更强。表明耳蜗植入使用者讲话听觉处理的改善伴随听相关区更多神经细胞的恢复，成人听皮层可能仍然有可塑性。

为了估价语后聋使用者和正常听力个体之间语言感知中枢机制的差异，Iwao Honjo（1999）等对12例耳蜗植入的病人和12例正常个体进行了听讲话期间的PET显像研究。他们发现当语后聋受试者听讲话时，在双侧上颞回、双侧中颞回、Broca区（左半球）和它的右半球对应部位、辅助运动区和前扣带回观察到明显的活性。这些也是正常受试者在不同语言处理期间被激活的区。这揭示，如果一个人在获得语言后失去了听力，不仅听相关区，也包括其他语言感知的中枢神经网络仍可以工作以处理通过耳蜗植入输入的完全新的信号。从语后聋耳蜗植入使用者在听讲话期间的脑活性减去正常个体的脑活性可以观察到在耳蜗植入者中，双上颞回、双中颞回、Broca区（左半球）和它在右半球的对应区、辅助运动区和前扣带回的活性明显更高。结果支持在耳蜗植入使用者中，更多的处理不仅在颞叶的听相关区，也在与讲话产生相关的额叶的一些区被执行，以通过耳蜗植入接受扭曲信号编码的讲话。这些结果强有力地支撑脑对声音输入的变化可以如意地反应，并通过利用所有有效的措施以维持讲话感知功能。

Wong等（1999）也用PET比较正常听力受试者与学语后耳聋的耳蜗植入受试者听语言和非语言信号时的脑活性类型。受试者用单耳（右耳）被动听无声音（基线）、词、句子、时间颠倒的句子、多讲话者的杂乱语言这五种刺激。讲话和颠倒讲话两组双侧上和中颞回激活，但无声音和句子组的比较是不同的，耳蜗植入者右颞区更多被激活，该部位是音调处理优势侧。正常听力者活性集中在左下额回（BA47），这里被认为是语义处理的部位。多人杂语仅激活耳蜗植入的听颞区。这或许是因为正常人已习惯于这些杂语，而耳蜗植入者使用一种感知策略，以强化对这种像语言的杂乱编码刺激的感知。组间差异支持两种人可能使用在特定讲话情况下的不同类型的感觉处理。Giraud等（2000）也探查了正常受试者和耳蜗植入康复者语言处理的差异。尽管病人和对照者均接受类似的含有不同复杂性讲话情况的语言刺激，但脑激活类型有差异。在病人中，一个注视的网络，包括前额和特殊的无特异性听觉道的注视区和亚皮层听区过度激活而不管讲话刺激的性质和讲话刺激的等待期间。左颞顶语义区对无意义的刺激（元音）有反应。在病人对有意义的刺激（词，句子，故事）的反应中，可见左中和下颞语义区及后上颞音韵学区的活性减少，而前上颞音韵区是过度激活。这些语言理解系统的补偿上的不同反映二择一的允许耳蜗植入后讲话理解的神经策略。

4.小结

耳聋是指听觉系统的传音、感音功能异常所致听觉障碍或听力减退。长期耳聋者的PET显像发现，有残存听力的病人，听皮层活性几乎正常。全聋病人中，耳聋时间越长，听皮层活性越低，长时间耳聋的病人，显示听皮层代谢明显减少（Ito等，1993）。PET研究也证实：① 在长期的听损害后，到皮层的听回路仍维持功能；② 在对听刺激缺乏感觉的受试者中，粗糙的电刺激也可以激活听皮层（Truy等，1995）。

人工耳蜗植入可以帮助重度——全聋患者增进听力，随耳蜗植入，耳聋者听皮质代谢活性恢复到几乎正常。表明，与讲话理解机制相关的更高级脑系统的活性可以被来自植入装置的声音讯号启动（Ito等，1993）。耳聋者在耳蜗植入前所形成的视觉感知优势对耳蜗植入后听觉恢复的干预可以随经验而减少，而选择从视输入转换到听输入，并通过人成熟听皮层的神经持续可塑性的方法完成。耳蜗植入后的语言认知研究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即甚至通过一个很小数量的电极用相当原始的编码策略刺激神经时，病人也可以很好地知觉讲话。过去认为，讲话感知的每一个处理，包括耳蜗的超微结构，激活外侧毛细胞的功能。它们精细的频率转换，带有种种生理学特征的初级听觉神经的声音编码，及通过传入通道的耳蜗控制，对语言感知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事实表明即使耳蜗的上述生理特征已经失去，而初级听神经被电刺激时，语言表现仍然被感知。这样，中枢听觉系统在接受罕见的末梢输入并伴显著可塑性时可能起着重要作用。这一点通过耳蜗植入使用者听相关区与正常个体可比较的显著活性被清楚地显示。此外，耳蜗植入使用者中语言相关区活性的研究已经显示，不仅听相关区，也包括脑内其他区被驱动以解码通过耳蜗植入编码的语言信号。这样，脑竭尽全力以应对听觉输入的变化，完成语言感知。

由耳蜗植入提供的另一个重要的结果是对包括感知和产生的语言获得来说，在脑可塑性的关键性阶段。语言通过出生后即刻的词语刺激而逐渐形成，严重耳聋儿童的词语刺激需要借助助听器或耳蜗植入以促使像听相关区和Broca区这样一些部位内的神经网络形成。然而脑的可塑性在童年早期后迅速减少，此时即使通过耳蜗植入给予强的词语输入，新的神经网络的发育也会变得更困难。另一方面，如果有严重耳聋的儿童在这个关键阶段之前接受耳蜗植入，语言感知和产生的神经机制几乎可以正常发育，仅带有适度的延缓。

十、语言认知的脑功能特征

1.语言的半球优势和Wada试验

语言的半球优势通常表示语言获得和产生所呈现的半球。语言半球优势的概念首先是从对病人的观察中得出的，这些病人由于位于一个半球（通常是左侧）的损伤而出现语言障碍（如失语），表明这些病人在损伤或中风前其语言优势已经在该半球形成。从左和右半球中风后失语病人的数量分析，可以推断95%的人语言理解和产生的优势在左侧。Rasmussen和Milner（1977）的研究显示，140例右利手者中有96%的语言优势半球在左侧，4%在右侧。而122例左利手者中有70%的语言优势半球在左侧，15%在右侧，另有15%位于双侧半球。由于90%的人为右利手，因此总体上大约93%的人其语言优势半球在左半球，具体在颞平面（planum）、颞横回后面的听相关皮层的平板部分。这个肉眼可见的解剖部位左右并不对称，这是否与语言优势和非优势半球的听觉相关区之间细胞结构的差异相关尚有争论。

1949年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的John Wada应用脑动脉造影的原理，将异戊巴比妥直接注射入讲话优势一侧的颈动脉，从而创建了测定语言优势半球位置的方法——Wada试验，亦称大脑半球不对称试验。颈内动脉注射的制剂除巴比妥盐外还有GABAA制剂。这些制剂将短时间阻断注射侧半球的大部分神经，使相关的功能短暂丧失，从而产生既快又富有戏剧性的效果。在执行该实验时，要先安置好欲测定侧颈内动脉导管，然后让受试者双手高举作弹琴状，并同时执行语言功能作业（如说年月、重复句子、物体名字等）或语言理解试验（给予简单的更详细的指令，如用手指出物体）。注射后几秒钟，注射部位对侧手臂麻痹，落下，如注射侧半球含有语言优势，受试者则不能讲话，不能理解。药物的作用时间是短暂的。通常，吟咏的能力首先恢复，命名物体和解释抽象名词的意思的能力最后恢复。如注射侧为非语言优势半球，语言功能仍保持，但对侧手臂瘫痪。在给予上述神经阻断剂后20s，通过预置的对侧肘静脉导管给予脑血流灌注或代谢显像剂（99m
 Tc-HMPAO，99m
 Tc-ECD或18
 F-FDG），可以同时获得神经阻断期间的局部脑灌注或代谢显像图。图2-93为半球优势实验前和期间的语言功能的rCBF类型。Roland （1985） 和Friberg （1985，1991）的研究显示，当Wada实验在受试者左半球（语言优势侧）进行时，结果总是与右半球非语言优势侧rCBF增加有关。右半球的SMA和嘴运动区通常都被激活，虽然SMA激活的面积总是小于左半球。类似的右下额回后部（Broca's区对应部位）rCBF增加也明显得更小些。同样的，Broca对应区的激活部位主要在后部，而在非词的作业，像铅字和韵律鉴别中则相反（见图2-94）。右半球的听觉相关区在许多语言作业中也被激活。当受试者同时讲话和听动词信息时，位于上颞回中部的右听觉相关区优先被激活（Petersen，1988；Friberg和Roland，1988）。

1981年，美国教授斯佩里利用大脑两半球间神经纤维通过手术割断的病人（裂脑人）进行认知实验。他们让病人对速视器单视野呈现的视觉刺激或双耳分听的听觉刺激作出准确的知觉反应，或让病人口头描述所见的图片和字词。结果显示，病人对通过右侧视野投射到左侧半球的字词反应正确率高于通过左侧视野投射到右半球的字词的反应正确率。相反，病人对呈现在左侧视野投射到右半球的图片反应正确率较高。进一步证明了左半球语言功能占优势，右半球对形象的感知占优势。当采用稍复杂的视觉刺激，如人和物体同时呈现在画面上，让病人对画面进行解释时，结果也显示右半球以形象思维（判断、推理）为优势，左半球以借助语言和概念进行的抽象思维占优势。该实验进一步验证和丰富了经典的脑功能定位理论，第一次在活人中进行了脑功能定位研究，因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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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3　6例受试者在生理性激活单一和联合由THIP引起的后突触



皮质阻滞期间的rCBF变化的平均范围（Roland和Friberg，1988）

左：左侧语言优势半球；右：右侧非语言半球；顶：生理性激活（语言理解、语言产生、右臂和手指运动的延伸，加上视觉呈现物体的命名）；中：同样的生理性激活，但颈内动脉注射5mg THIP；底：同样的生理性激活，但颈内动脉注射10mg THIP；如果在优势半球给予10mg THIP后没有受试者能产生任何的随意手臂运动，也没有语言的理解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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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4　在鉴别声音韵律期间皮层rCBF增加（Roland等，1981）



左：5例受试者左半球rCBF平均范围和变化；右：另6例受试者右半球rCBF平均范围和变化。注意：右半球激活的优势

然而，后人的大量研究显示，左右大脑半球虽有分工，但正常人在进行语言、思维等认知活动时，更多的是需要两半球的协同作用。当一侧功能受损时，另一侧会适当地进行协调和补偿。从Creutzfeldt（1987）的单一神经解码中知道，在两半球上中部的神经对口述词产生反应。非优势半球的听相关区也可能分析动词声音，而裂脑人（胼胝体分开的病人）的研究显示，可以通过非优势半球认一些简单的词。Elliot Ross （1983）指出，并在一定程度上证实：①　非优势半球的Broca's对应区的损伤可引起失语韵症（语调缺失），表现为无能力表达情感和语言的音调；②　非优势侧的听相关区和Wernicke对应区的损伤也可引起无能力识别语言中的情调，即令人难忘的失语韵症。语言总是带有两种信息，事实上的信息和韵律及情感，这可能是非优势半球激活的原因，但尚需要更多的研究以进一步证实。

2.语言感知神经通路的半球优势

在本章第四节中已经提及，听觉的投射是双侧性的，在初级听区和接受声音刺激的耳之间存在神经交叉，即每一侧皮层代表区均与两耳的听觉神经连接，具有管理两耳听觉的功能，其中一侧半球的听觉区受到伤害时，对个体的听觉能力只有轻微的影响。然而，涉及听相关区（讲话感知中心），接受刺激的耳和皮层活性之间的关系仍不清楚，因为大多数以前的PET研究是在双耳刺激的情况下进行的。

为了澄清在单耳刺激情况下听相关区与接受刺激（听讲话）的耳之间的关系，Hirano等（1997）让正常受试者轮流用左或右侧单耳听一段讲话录音或倒放的讲话，并行PET显像研究。结果显示，受试者双侧颞叶的活性类型根据刺激耳的一侧而不同。在右耳被刺激时，左颞叶听相关区明显激活的部位更广泛，而当左耳被刺激时，右颞的区是更广泛的（见图2-95）。这个趋向甚至在讲话录音被倒放及正常的讲话被呈现时也被观察到。这些结果支持，讲话声音，不论它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更多地被对侧听相关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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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5　讲话声音单耳刺激的脑活性（Hirnao，1997）



右：讲话（左耳）激活右颞横回（Heschl's）、双侧上颞回和右中颞回；左：讲话（右耳）激活左颞横回（Heschl's）、双侧上颞回、双侧中颞回、Broca区和小脑

另一个有趣的结果是在听正常的和倒放的讲话时脑活性类型的主要变化。除了听相关区外，当右耳听讲话时，小脑被激活；而当左耳听讲话时，在小脑部位未见到明显的活性。另一方面，当左耳听倒放的讲话时，辅助运动区被激活；而右耳听倒放的讲话时未观察到这样的活性（见图2-96）。这些词刺激右耳时观察到的小脑活性不像是与普通的讲话感知有关。因为我们通常在了解讲话的意义时，对于它是由左耳还是右耳听到，在感觉上没有差别。有学者发现，小脑有运动记忆和学习的功能，显示小脑用这些功能检查感知的词，或者说在小脑有一个帮助用已学过的语言进行流利讲话的系统存在，即用在小脑中的这个输出系统估计听到的词，从而促进对该词的感知。这个假设可以解释当词刺激右耳时小脑的活性。另一方面，当右耳听到倒放的讲话时，没有观察到小脑的活性，这可能是因为在小脑中没有能帮助产生无意义讲话（如倒放讲话录音）的系统存在。至于辅助运动区则被认为是参与运动计划的部位。因此，在感知不懂的词时，一个人可能用左耳—右听区—辅助运动区的路线学习发音动作以变成可能讲这些词。通过这个假设可以理解，当正常词刺激左耳时辅助运动区并没有活性。

这样，他们的研究结果揭示了脑在了解已知或未知语言方面的功能侧化。右耳—左听区—小脑系统工作以更好地听已经获得的词，而左耳—右听区—辅助运动区工作以学习讲未知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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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6　倒放讲话声音单耳刺激的脑活性（Hirnao，1997）



右：倒放讲话（左耳）激活右颞横回（Heschl's）、双侧上颞回、右中颞回、Broca区和双侧辅助运动区；左：倒放讲话（右耳）激活左颞横回（Heschl's）、双侧上颞回和右中颞回

3.Broca区

Broca区位于优势半球，其命名源于Paul Broca和他报告的一个病例，该患者在中风后除说“tan tan”外，不能自己表达。病人死后解剖发现其左下额回后2/3已损害，故得出结论，该部位是运动性讲话记忆的部位，亦称运动性语言区，或前说话区。在解剖上Broca区的轮廓包括Brodmann 44区和45区的一部分（见图2-97）。然而自那以后对于Broca区一直有一些争论，也成为许多神经精神学家研究的重点。

首先是关于真正的运动性语言区的确切部位。脑损伤的研究不是解决问题的适当方法，它只能描述该损伤部位是与失语相关的区域。研究与语言产生相关脑区的更适当的方法是脑皮质区的激活实验，这些皮质区应一致和明确地参与语言的解码和译码。如图2-78和2-90所表现的，仅嘴运动皮质符合这个标准。而在简单的细读工作日和月份时，后下额回是否也与嘴运动区一起被激活仍有争论。如果把Kanno和 Lassen（1991）的研究看做是结论性的，那么在所有语言产生的形式中，下额回的后部都是被激活的。该回在词联系中（petersen，1988）被激活的这部分大于在抽象概念表达中被激活的部位（Paulik Heiss，1989），即在命名、来自视觉记忆的文字报告（Roland，1985）和半球优势试验（Roland 和Friberg，1988）时被激活的部分。该区参与后四种语言产生类型与该回的三角和叶盖很好地相一致。该部位小于Broca最初的病例的损伤区，但大部分作者认为该区是前讲话区，但仍称这个区为Broca区。应注意，该部位也涉及大多数不同类型的语言解码。当词被视觉或声音呈现（Petersen，1988）或细读星期或月时，Broca区中一个较小的带表面上参与词的产生。这个较小的带位于叶盖，很可能，Broca区至少包括两个不同的功能区。

有关Broca区的另一个研究重点是它的功能。Broca区被认为是语言产生的中枢，然而通过对失语患者的观察，这个区的削弱也引起语言感知的紊乱。Stromswold等（1996）发现，当受试者对句子进行可接受判断（语义学处理）时左大脑外侧裂语言区周围的活性更大。当受试者判断在语句构成上更复杂的句子（中间嵌有相关从句），并与句法上不太复杂的句子（右边嵌有相关从句）比较，结果显示句法处理的某一方面是位于Broca区中心（见图2-98）。Wise等（1991）使用两个不同的作业估价在语言感知处理期间的脑活性。他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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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7　Broca区和Wernicke区（Kaan和Swaab，2002）浅灰色示Broca区范围，深灰色示Wernicke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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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8　与语法处理相关的Broca区的活性（Stromswold，1996）



左半球Broca区的岩盖部被激活（共8例）

现，在比较作业中，如让受试者选择相同种类的成对的名词，如水果-苹果，或选择成对的动词和名词，其在意思上被认为是成对的，如吃-橘子等，可以观察到对侧听相关区被激活。另一方面，在动词产生作业中，即让受试者思考与呈现的名词相联系的动词（如对花想到生长）而没有说出时，可以看到左听相关区的后部，Broca区和辅助运动区的活性（见图2-99）。这些结果是相当有趣的，即一个词的思考激活与语言产生相关的区，如Broca区和辅助运动区，甚至在没有讲出的情况下。Naito等也证实，当受试者默读听到的词而并没有发音时，Broca区和听相关区被激活。这些结果支持，我们感知听到的词时，不仅需要通过听相关区，也需要Broca区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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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9　 讲话感知累及Broca区（Wise，1991）



比较作业选择同一类型的成对名词（A）和合理地匹配成对的动词和名词（B）激活双侧听相关区（箭头）。而想一个与名词相关的动词的动词产生作业（C）激活左听相关区的后部（a）、Broca区（b）和辅助运动区（c）

4.Wernicke区

Wernicke区也位于语言优势半球，被认为是脑内“词典”的部位。Wernicke区最初来自在解剖上确定的病例。1874年Karl Wernicke（韦尼克）描述了一左侧颞上回病变引起言语理解困难的病例，该部位被命名为Wernicke区。该区位于颞横回听觉皮质区的后方，即42、22区（见图2-96）。根据这一发现，Wernicke认为语言涉及相互分离的运动和感觉程序，它们由各自的皮层区域控制。Broca区与语言产生有关，为运动性语言中枢。而Wernicke区具有能够听到声音并对听到的声音和语言进行理解的能力，为感觉性语言中枢。Wernicke区受损时出现命名性失语，亦称为感觉性失语、接受性失语，临床以流利型口语和严重听理解障碍为特点。Wernicke最初报告了10例有语言理解缺失的病例，其中4例的损伤已知是围绕大脑外侧裂后端的大的缺损，然而对于它的位置仍有不同的描述。毫无疑问，如果要揭示一个人的脑Wernicke区，该部分在语言理解的试验，包括物体的命名和词的分析中都应该被激活。Roland（1992）认为该区最可能是位于Talairach坐标的F6，F7和G7的最边缘的语言解码区的候选区（见图2-78，2-90）。这在解剖学上与上颞回的后部，及邻近的缘上回和角回的邻近部位相符。除了初级听觉区外，视区、SMA和初级嘴运动区是同样参与语言的解码和译码的皮层区。这也表现在图2-6和2-18的比较中。

[image: ]
图2-100　与处理讲话声音意思相关的皮质区（Howard，1992）



通过从听常规测试词期间与听倒放词期间的PET显像减影，可以注意到左听相关区中部的活性（箭头所示）

Howard等（1992）用PET/C15
 O2
 吸入法揭示对听到的词给予意思的部位。他们将受试者听有意义的词期间的PET显像减去听倒放的无意义的词期间的PET显像，发现左听相关区的中部被揭示，该部位与所谓Wernicke区相符合（见图2-100）。与此同时，Demonet等（1992）也进行了类似的试验。试验分为两种类型：① 给受试者不同的无意义的词，并且让他们选择那些在“b”前出现“d”的词以测试其对音素的处理；②　给予一个形容词和一个名词的不同配对，让受试者选择以前表明的匹配的情况以揭示意义感知的区。通过两个试验的比较，角回和缘上回被认为与所称Wernicke区相符合。他们的研究结果与Howard等的发现不同，虽然这些用PET进行的Wernicke区定位所存在的偏差可以部分地归因于受试者执行的作业不同，但它也提出一个问题，即所谓Wernicke区是否呈现在特定的皮质区仍有争论。Honjo（1999）也用PET在12例正常受试者中测定了Wernicke区的部位。与Howard等类似，他们让受试者听普通的句子和倒放的句子。累及讲话感知处理的特定区最初分布在上颞回或左半球后部的角回。然而试验中所揭示的具体部位在不同的受试者并不一致，从听相关区的前到中部或角回，到角回后部的一个区，其中有3例（25%）并未发现可单独作为Wernicke区候选的特定区。这个明显的个体差异可以解释，确定所谓Wernicke区作为一个给予词或句子意义的特定区在界定上的差异。Penfield和Roberts（1959）回避使用Wernicke区这个名词，而归于包括听相关区后部、角回和缘上区为“后语言区”，并把围绕Broca区的部位作为“前语言区”。这样一个界定至少对于Wernicke区可能是实际的。

5.小脑

小脑的主要功能是维持身体的平衡、调节肌张力和协调运动。长期以来，小脑患者的语言缺陷被认为仅局限于语言的运动方面。如小脑患者所特有的共济失调性发音困难就是由于咽部肌肉缺乏运动协调所致。Zentay在1937年发现小脑的急性损伤可有语言障碍。在分节发音、发音及语言呼吸运动的协同作用方面失调，出现缓慢的、爆发性的语言，即断续语言。近年来许多学者的研究也发现，小脑可能在较高水平上参与语言认知功能活动。在小脑被监测的研究中发现，其前叶确实参与讲话的产生。小脑前叶是中枢神经系统运动扇形区的部分，与纯的运动区、SMA和嘴运动区一起，双侧性地控制运动神经及参与讲话的唇、舌和喉肌的延续和支配。右小脑半球在语言产生上有一定的优势，这可能与其和左大脑半球之间的交叉联络有关。

十一、概要

对脑的语言认知功能的探查仅仅在150年前才获得突破性的进展。在那个阶段，Broca清楚地证实了失语病人脑的运动性语言功能区。不久，Wernicke以图示方法呈现了语言感知的皮层机制。而一个粗糙的脑功能图在20世纪早期，即100年前被完成。100多年来，神经、语言、认知和心理学家为了更详细地阐明语言感知的神经网络，除了继续对脑损伤与语言障碍相关性进行了大量的病例积累和分析外，还在正常个体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特别是近30多年来，由于认知心理学的确立，脑认知功能实验研究（脑激活试验）的广泛开展和新的功能性脑成像技术（SPECT，PET和fMRI）的问世，脑语言认知功能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对正常人语言（包括聆听、阅读、书写和口述）功能的脑PET和SPECT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进一步证实了左半球对语言程序（词语刺激）的特殊作用，而语言的音调、韵律和音乐（非词语刺激）可以激活右半球的结构。这些结果与有特殊的皮质损伤所显示的特异的语言缺失的临床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它们也有力地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在复杂的语言输入的过程中，需要脑的多个广泛区域的合作。然而在语言认知的脑功能显像研究中所观察到的血流和代谢变化不都一定与语言认知作业的刺激直接相关。例如Simpson等（2001）的研究发现，与让受试者被动地复习同一个词比较，让受试者大声朗读名词，并为该名词产生一个匹配的动词期间，中前额皮层的血流是减少的。然而在经过一段实践后，当让受试者在一个新的词汇表中执行动词生成作业时，其反应时间延缓，中前额皮层的血流类型恢复到词阅读和静息状态时所见类型。在词生成期间通过测定心率和受试者自我评估，可以确定受试者存在明显的焦虑。结合中前额皮层血流的上述变化，Simpson等认为该部位的活性变化主要与焦虑有关，反映了认知作业执行与情绪之间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通常在设计认知作业程序中就要考虑到各种可能出现的影响因素，并尽可能将其排除。

脑对语言的认知是一个系统工程。对于听觉语言被感知为语言，它的声音必须首先从本底噪音中被鉴别，然后才能被感知为语言声音。这个处理最初被认为是由上颞回中的听区执行的。而MEG的研究显示，语言作为声音似乎在音发出后很短时间就被从含有很少语言信息的其他的声音中筛过。当一系列语言声音被感知为词，即与储存在大脑内词汇表一起被核实、校准，并赋予词意。词汇表在脑内广泛分布，根据词的固有特征，相关的词形、语义、音韵等信息从不同的皮层区被提取和处理，使这些皮层区被激活。Wernicke估计，执行语言的语义处理的区是左上颞回后部临近角回的部位。然而，PET研究支持其在个体中的定位有相当大的不同。听觉语言的词典是分布在左颞叶的广泛区域，而语言意思（语义）的感知则需通过远端皮层区的联络来完成。词包含有词形、发音和词义，当它们通过语法的处理按适当的顺序排列成句时就可以呈现某种思想。通过对语法的不断了解，儿童可以在使用语言的能力上取得迅速的进步。在理解句子期间脑活性的观察揭示，这个语法最初是在左下额回的Broca区完成的。Broca区最初被认为是语言产生的区域，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它也涉及包括语法处理的语言感知。这样，通过在出生后重复听到讲话的声音，语言感知的机制迅速形成。而母语声音的感知在出生后相当早期开始。如果由于严重的听觉缺失或在开始学语前或初期就与人类社会隔离，感知的神经网络的发育将被严重削弱。PET研究显示，一个在能够学习语言之前就失去听力的耳蜗植入者，其听相关区的活性明显减少。这支持大多数听相关区神经网络的可塑性在儿童前就失去。即使通过耳蜗植入使声音的传入恢复，其神经网络也不能完全发育。

PET研究也显示，脑半球的听区优先接受来自对侧耳朵的信号输入以执行相当大量的语言感知的工作。如前所述，左和右半球听区的功能有相当大的不同。左大脑半球被认为是主要处理与语言相关的信息；而右半球主管声音和音乐分析。PET 研究还揭示，每一个听相关区的活性与小脑或辅助运动区的活性密切相关。从语言感知的观点看，左脑具有平稳操作已获得的语言的技巧，而右脑与未知语言的学习处理相关。

综上所述，语言认知的脑功能研究已经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然而，这些研究大多是在北美和欧洲进行的，其研究对象（患者和受试者）是北美和欧洲人。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尚局限在以字母拼写为特征的英语和欧洲语言。相比之下，汉语言认知的脑功能研究起步较晚。虽然国内学者在汉语听觉刺激、汉字识别与阅读、语言障碍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优秀的成果，但对大脑汉语的加工机制，特别是句法和语义加工机制知之甚少。因此，汉语语言认知研究尚有待于更多的学者参与，并在广度和深度上进行更为系统的研究。











第七节　思维






一、概述

1.思维的一般概念

思维是人脑对于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内部联系的间接、概括的反映。人通过思维对客观事物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转换和综合，从而认识客观事物。人的思维方式分为动作思维、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动作思维是指思维过程与某项行为和动作相联系；形象思维是借助于事物的具体形象、轮廓和表象进行思维；抽象思维是通过一些概念进行判断和逻辑推理。这是三个不同层面的思维方式，在人的思维活动中常不同程度地同时存在。

像许多其他的脑工作一样，思维是由多系统特异的皮层区和皮层下区神经群激活所致。一般认为，思维活动与大脑皮层上广泛的区域，包括除了负责运动和感觉以外的所有大脑皮层有关，但不同的思维类型可激活不同的区域和核团。在所有相关的皮层中，额叶的功能尤为重要。额叶的前部称为前额叶，人的前额叶特别发达，是人类高级智能活动部位，也是人脑和猴脑的主要区别所在。

对思维的研究模式通常有两种类型：① 纯思维，没有任何外界的干扰或刺激；② 受试者在测试时接受感觉刺激并作出反应，即通过某种指令进行相应的思维活动。在后一种类型中，需要清楚地区分哪种活性是与思维直接相关，哪种是由于感觉或对刺激的反应所致。人们希望通过由特异的思维作业所记录的活性区和核团的类型揭示在脑内发生的思维类型，但是这些肉眼可见的活性并不能反映思维的内容。

2.精神活动、内在脑活动和思维。

精神活动常被视为与外部世界没有相互作用的人脑的活动。一个人安静地坐着，对周围不感兴趣，精神似乎集中在内部的事情上，我们说他在思考。然而精神活动一词具有两重性，为此，神经学者建议用脑的内在活动取代之。内在脑活动是脑的活动，最初由脑开始，无即刻或预先的刺激，也未执行任何运动输出。思维则被定义为，一个清醒的受试者执行操作以恢复脑自身信息的内在脑活动，受试者不接受任何来自外界的信息，操作的信息必须由自己的脑中产生。以此定义，像纯的想象、梦、感觉注意、预期的刺激、记忆视觉对象和运动准备这样的内在过程被排除，但运动作业的精神实践被包括在内。从实验的观点考虑，思维必须符合内在脑活动的标准。但是，当一个人眼睁开，抚摸手臂时也可以很好地进行思维。因此，在有自然的运动行为发生时，并不排除同时有思维。虽然运动策划的活动和躯体感觉调整的活动是内在脑活动的例子，如做梦和默记，但不能将这些活动全部归类为思维，因为思维是与脑的某些种类的信息的操作相联系。

二、思维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1.思维作业的类型

思维是否可定位？思维的不同类型是否可鉴别？这是研究者首先考虑的问题。为了符合纯思维的实验标准，在测定rCMR或rCBF前要告诉执行思维的受试者如何思考。通常有两种主要的作业分类：一类是受试者被指示做什么，但必须自己发现如何去做。在这类作业中，不告诉受试者算法，他们必须自己指出它；另一类是指示中也包括算法，属于这一类的作业已经被用于纯思维的实验。在进行纯思维的实验时，一旦给予指令，受试者可以进行处理而没有任何来自外部世界的信息，也不作任何运动和反应。

思维作业在感觉上是类似的，首先，一系列因素（数字、无意义的词和想象）不得不从记忆中恢复，然后必须在恢复的记忆中执行操作。作业在必须恢复的记忆的类型上和在恢复的记忆中操作的复杂性上是不同的，在此基础上可以设计不同的思维类型。

2.早期的思维脑活性研究

Sokoloff早在1955年就进行了内在脑活动的研究。他让受试者做稍困难的心算，同时测定脑氧消耗和脑血流的变化。主试者口头给出问题，受试者接受口头刺激，并用手指作出反应（示意结果）。测定维持10min，在此期间大部分时间是进行脑的内在工作以解决问题。然而，当时的实验未能发现CMRO2
 和CBF的任何变化，分析原因可能有以下方面：

（1） 心算是生物化学过程，与其他脑的生化过程比，能量产生率增加，心算中额外的能量消耗极少能探测到。因为正常的和更大的能量消耗的变异小于有效的生化过程。

（2） 其他脑部位活动减少，补偿了参与心算的脑结构的消耗和脑血流的可能的增加，结果使脑内总的血流量和代谢率维持不变。

（3） 他们用的是fick原理，且只能测全脑的CMRO2
 和CBF。

1961年，Lassen和Ingvar介绍了探查局部脑血流的颈内动脉法，使测定在特异的信息处理期间局部脑血流的变化成为可能。Lassen，Ingvar和Risberg在1968年用此方法进行了digit-span-backward试验，他们告诉受试者一个数字序列，并让受试者以相反顺序重复。结果显示，在大脑外侧裂上面的部位，rCBF增加6ml/100g/min。这是第一次测定可定位在脑的特异的脑活动类型。但是，因为受试者被告知，并口头地作出反应，因而不能确定这个增加是因为：① 听觉信息的分析；② 文字感应的产生；③ 两者之间的脑活动。因此，脑的内在活动不能用视觉刺激-反应的模式来研究。

第一个证实内在脑活动可以定位在特定rCBF增加的区域的是“运动序列默背诵试验”。当受试者注意一个手指尖的域刺激时将正常地归类为思维。尽管事实上，在试验期间受试者既没有接受任何刺激，也没有任何自发的运动收缩。

3.如何确定受试者在进行特定的思维

一个人（如研究者）无法控制另一个人（如受试者）的思维，也无法知道后者是否在思维及其思维的内容。而在纯思维的实验中，又不能要求受试者随时报告他们正在进行的思维内容和结果。如何确定受试者在测定rCBF期间正在进行特定的思维是保证试验成功的关键。

通常受试者在休息时和闭眼时，可发生眼运动，用脑电图监测眼运动可帮助了解有无脑内活动存在。然而闭眼时自发的眼运动虽然与某种程度的额眼区及补充额眼区的活性有关，但似乎不引起新皮层rCBF增加。同时，这个过程并不能保证内在的活性与要求受试者进行的特异的思维相关。

为确保在思维测试过程中所获得的脑活性类型一直是通过受试者在执行该特定的思维作业时所产生，一种常用的方法是从思维的结果来推断特定的思维过程的确存在。例如让受试者做减法运算，在测定结束时让受试者立即说出运算的结果，由此确定在rCBF测定期间受试者真正执行了特定的计算思维。

三、纯思维的三个典型实验

1.实验方法

Roland和Friberg在1985年测定了受试者在执行三种不同类型的纯思维（见图2-101）时的rCBF变化（见图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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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1　三个不同的思维研究模式示意（Roland和Friberg，1985）



A：50-3；B：韵律作业；C：找路作业

[image: ]
图2-102　三个不同的思维研究模式时rCBF增加的部位、平均值和范围比较（Roland和Friberg，1985）



上排：50-3；中排：韵律作业；下排：找路作业

第一个作业：受试者从50开始减3，从余数中再减3。减完后再从49开始减3，以此类推，一直减下去，直到rCBF测定完成。rCBF测定结束后，要求受试者说出计算到哪一步。在这个任务中，被恢复的是数字系列和减法操作。rCBF变化的平均范围和平均强度是与持续的3 的减法相关的。

第二个作业：执行的操作是同样的，但恢复的记忆是无意义词的储存部位。受试者必须默默地在他们的记忆中，跳过一个九词韵律的每第二个词，韵律是最熟悉的丹麦韵律，所有受试者心中都有数。在rCBF测定结束时，受试者被要求大声地继续。

可以推测，因为无意义的词的记忆被恢复，在中颞区和边缘上皮层的听相关皮层被激活。在前额皮层，激活的类型则与50减3的计算期间更相似。

第三个作业：受试者想象在门外散步，并向左转弯，然后继续想象沿着街的右边走下去，交替地左转弯和右转弯。受试者被指示要特别专心于他们熟悉的环境的外观和色彩。他们被劝阻，不要试图回忆名字或注意想象散步的步态方面。rCBF测定结束时，想象开始大约过去65s了。受试者被要求描述他们在想象的散步中走到哪里了，他们的路径然后被定位在他们家的环境的图上，平均想象散步的速度为22公里/小时，表明一个相当密的视觉想象的恢复率。

与其他两个思维作业比较，找路作业的操作是更复杂的，因为受试者必须在每一个回忆的想象中寻找以发现向右或向左的路线。然后临时寻找，继续向前或转向另一个方向，揭示不同的被回忆的想象系列，可能，偶然地会有一个更复杂的操作。结果显示，大量前额皮层野被激活。可能由于密的视觉空间信息的回忆，后顶叶的边缘视觉相关区和后下颞的边缘相关区一起被激活。

另外，从显像的结果也可以推测受试者在思维。所有三种类型的思维都与定位于皮层的多部位rCBF增加有关，即在感觉和运动皮层的外面，可以说，这是在思维的领域内。

2.不同类型思维中受试者被激活脑区的异同

这三个作业的操作分别被限定在仅有的特异的记忆内容中，互相之间不可能交叉。例如，从一个人的家所处的街区减3，或在韵律中左转或右转是不可能的。这表明，思维类型不仅形式不同，在脑内的思想过程也不同。因为思维者在相关的作业中产生不同的思维结果。这样，不同类型的思维由不同部位的多个活性区所产生。

（1） 在试验中激活的功能区与相应思维作业的关系

如何确定在试验中显示的脑活性区中哪些是真正参与相应思维作业的功能区非常重要。在试验中，如果某个区在所有受试者中均被激活，且rCBF增加≥ 15%，很明显，该区是参与与思维相关的信息处理的功能区，并提示受试者特异的思维过程是一致的。有时在个别受试者中，有另外的区rCBF增加≥ 15%，这些随意的激活区可能是受试者在测试的某一时刻正在想另外的一些事，或在解决问题时用了稍不同的方法。或许，这些区也是解决问题所需要的，即思维作业含有一定的自由度，使这样的区域随意地参与处理（见图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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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3　受试者心算50减3作业时rCBF增加的个体差异（Roland和Friberg，1985）



上述三个思维作业的内容表明，50减3的作业是最简单的，而路线寻找作业的操作是最复杂的。与50减3的作业相比，在路线寻找操作中，有更多的前额皮层区被激活。韵律的思维操作的复杂性介于这两种思维之间。前额皮层激活的数量也介于这两种思维之间。但尚不能说，内在操作的复杂性仅反映在前额区被激活的数量上，因为线路作业在半球的后部也有最多的皮层区被激活。

（2） 不同的结果及可能的意义

试验结果还显示：① 右中颞听区仅在韵律思维中被激活，边缘视相关区仅在找路思维中被激活，这两种作业之间的主要区别是被恢复的记忆。由此推测，边缘感觉区是感觉记忆恢复的靶区。② 在言词和韵律的鉴别试验中，右中颞被激活，韵律作业中的韵律特征支持该部位是它的内容的入口。③　当受试者口头报告生活的房间的表现时，后上顶皮层是活的，这也是一个需要恢复视觉空间的作业。④　当新了解的视觉类型从记忆中恢复时，后上顶视区和角回后部也被激活。

从这些实验和其他实验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的思维类型和不同的脑活性类型相关。按这个意思，通过测定的rCBF或rCMR，识别其活性类型，可以看其思维类型是什么。但是，也可以看他思维的内容吗？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Roland和 Friberg（1985）让一些受试者再次重复他们曾参与的实验。例如，一些人做找路试验，行进的方向稍作改变，这次首先向右转，然后向左，然后交替地右和左，但所有回忆的想象仍然来自熟悉的，但不同的环境。结果很清楚，活性类型没有差别（见图2-104）。或者说，尽管在思维过程中，所有恢复的想象是不同的，但同样的区域被激活。类似地，在52减3的连续减法试验中，激活的区域与50减3的试验确实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在思维作业试验中，我们可以根据其激活的脑区推测其思维的类型（如数学运算、想象熟悉的环境、词的记忆等），但无法确定其具体的思维内容。

Roland 在1987年用颈内动脉法测定rCBF作为皮层活性指示剂重复找路试验，并与PET测定的CMRO2
 进行对比，以观察是否亚皮层结构参与思维，调查是否纯思维真正升高脑的局部的代谢。结果显示，在Roland和Friberg研究中rCBF增加的区，也显示rCMRO2
 的增加。另外在前楔叶的边缘视相关区也可看到被激活。其次，尾状核头、被壳、丘脑和小脑后叶也被激活。在这个研究中，rCBF增加与rCMRO2
 的增加相关，没有发现rCMRO2
 或rCBF一致地减少。所以在这个研究中，别的脑区的减少并不补偿rCBF和rCMRO2
 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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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4　受试者内心找路作业时rCBF增加的个体差异（Roland和Friberg，1985）A：第一次测试，所有受试者相向先向左，再向右找路；



B：第二次测试所有受试者相向先向右，再向左找路

3.思维时的能量消耗

PET脑显像用于脑激活实验的一大优势就是可以对脑活性区进行定量分析。在找路思维期间，最明显的rCMRO2
 增加发生在上顶叶的后上顶区，rCMRO2
 增加1.5ml/100g/min（见图2-105）。当视觉空间记忆被恢复时，这是突触群被激活的区域之一，表明记忆信息恢复是一个需要能量的过程，在这一特殊的区能量消耗达31.7J/100g/min。在找路思维期间，全脑rCMRO2
 平均增加0.5ml/100g/min。假设脑重为1400克，在找路思维过程中每分钟的额外氧消耗是7ml。假设呼吸商是1.0，找路思维的总的氧消耗是147J/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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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5　10例受试者在执行找路试验时rCMRO2
 平均增加值（ml/100g/min）和平均范围（Roland，1987）



在一些类型的思维中，脑的总的额外的能量消耗是150J，高于许多感觉运动作业。然而可能发生的情况是，脑活动区的能量消耗减少以部分地或全部地补偿由于内在脑活动引起的增加。

四、其他与感觉输入和运动输出有关的思维试验

1.语言和语义分析

在大多数思维实验中，思维需要通过语言的处理进行。而语言认知，如词和句子的认知、产生、联想和表达也都与思维密切相关。本章第六节对此已作详细介绍。Wise等（1991）用PET观察了与视觉呈现的名词相关的动词，但没有发音的思维作业的脑活性。如对“花”，联想“生长”“采”“闻”等。在这个作业期间，除了左听相关区外，Broca区、辅助运动区的活性也被观察到。这支持，Broca区也涉及没有发音的内在讲话的产生。类似的，Hinke等（1993）执行了一个由受试者说特殊的词（例如由a开始的词）的动词流畅实验，但不发音，以检查与思维的内在语言产生相关的区。在这个研究中还发现Broca区甚至在没有发音的情况下也被激活。Hirano等（1996）也用PET观察了在默读日常对话句子时Broca区血流明显增加，如同上面的描述。这些结果支持，Broca区参与讲话的彩排及内在语言的产生。McCarthy等（1993）用MRI研究了与呈现的名词相关的动词发音时的脑活性，并注意到Broca区和左前额区有比简单重复呈现的名词时更大的活性。这些结果是与Petersen等（1998）证实的前额区活性是一致的。也有研究显示，在有左前额损伤的病人中进行的词流畅试验的结果是极差的。这些观察支持，这个区是口头语言产生及思维中语义处理的部位。前额归类于上、中、下额回的前部，被认为是有重要的精神活性。Stuss和Benson等（1986）报告该区削弱的人和猴的个体发育发生变化，并显示为昏睡、淡漠、本能行为减少。Milner等（1964）报告了由于前额叶损伤导致病人在选择卡片的颜色、形状、数量方面的整合的作业（威斯康新卡片试验）中结果极差。因此，这个部位被认为对精神活动是极端重要的。

语义学（Semantics）是一个涉及语言学、逻辑学、计算机科学、自然语言处理、认知科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的一个术语。语义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语言的意义，这里的自然语言可以是词汇、句子、篇章等不同级别的语言单位。但是各个领域里对语言的意义的研究目的不同，其中语言学的语义学研究目的在于找出语义表达的规律性、内在解释、不同语言在语义表达方面的个性以及共性。人们对于自然语言理解的最终目标是真正的深层次的语义分析，以期进行自动的知识获取、推理等。

功能性脑显像研究与语义判断和产生作业相结合，已被广泛用于调查语义处理的神经关联。Ricci等（1999）在8例健康志愿者中用15
 O-H2
 O PET脑显像研究了语义记忆的功能性神经解剖与脑血流的相关性。与视觉基线情况对比，4种视觉样本匹配作业激活受试者大脑腹侧视处理流的成分，包括下枕和颞皮层。与大小鉴别作业比较，有最高语义成分的作业（金字塔和棕榈树范例的变异），导致前下颞叶局部被激活，集中在海马旁回。在下额皮层的BA47也有附加的活性。这些数据重复和延伸了以前报告的类似范例的结果，并与强调BA47在语义处理作业中的执行作用的认知神经心理学模式是一致的。

然而，附加于与这些作业关联的语义激活也涉及对语义来说非特异的执行功能。Noppeney和Price（2002）在一个认知结合设计中，通过使用对听觉呈现的词复读和语义判断作业以分离由于刺激产生的语义相关性和作业引起的语义和执行处理的脑活性。两种作业均激活左后下颞、下额（BA44/45）和中眶回，支持这些部位在刺激产生的语义和音韵学处理中的总的作用。另外语义判断还激活：①　左腹侧下额皮层（BA47）、右小脑和旁扣带，这些区以前的研究就已证实累及执行功能；②　左前颞极的腹区，该部位在语义障碍病人中常受影响，他们把该区的激活归属于语义特征的连接。这样他们的工作重复了左下额皮层背侧和腹区之间的功能分离。此外，它也分离了左后下颞回和前颞极的语义功能。后区与刺激驱使的语义关联的激活有关，而左前区累及作业产生的语义信息的联想。系列的研究已显示，前额区对控制语义信息处理是特异的。为了进一步探查前额区不同部位在语义分析中的不同作用，Sharp等（2004）用与不同感觉情况交叉的语义判断分离了这个系统的组成。19例受试者在连续听词期间作语义或音节的判断，同时用PET测定神经活性。对比语义和音节作业，在刺激被呈现为清晰的讲话时在嘴前额皮层有激活，当刺激被呈现为听觉上减弱的形式时则减少。对比之下，在刺激减弱的情况下，观察对右背部外侧前额的活性，并与作业的正确性呈反转的关系。这样，Sharp等证实了两个前额系统，其活性通过含有工作记忆信息质量进行不同的调节，这种分离似乎是呈现在作业完成度上操作者认知类型的交替。左嘴前额在广泛的语义确定时被激活。而右背外侧前额，在监测需要时被恢复，与含有工作记忆的项目相关联。这些分离系统的功能在执行词问题求解作业期间被整合，虽然它们对刺激减弱的敏感性不同。

虽然语义恢复一致地激活左下额区，然而，损伤这些区并不典型地导致语义缺损。这个差异已经产生一个假设，即除了左前额区外，也有其他脑区累及执行处理。同时，不同的语义特征（如视听功能）在脑内的定位也不尽相同。Noppeney和Price（2002）在另一研究中用PET调查了这些特征的解剖结构。通过对比由听词（1） 视觉的（如蓝色）；（2） 听觉的（如噪音）；（3） 抽象的意见（如真理）。活性作业是任选重复或语义判断（如该词与宗教有关吗？）。在基线的情况下，词的声带被倒放。受试者必须说“OK”（对照重复）或作一个有声的决定（对照语义决策）。不考虑作业，与它们一致的对照相关的词激活左后下颞和下额皮层。另外，伴有感觉（视与听）意思的词的语义判断，增强左前颞极腹区的活性。这些结果是与显示前额叶损害可以引起主要由感觉特征（如具体的，特别地活的项目）界定的缺陷，因为形态特异的活性仅仅在语义判断作业期间被观察到，并反映了感觉语义自身的恢复或在努力恢复期间被触发的语义关联的程度。Noppeney等（2004）在一项语义执行处理的研究中用fMRI和PET证实了语义关联的变化增加了颞叶及额叶的活性。这与前述Noppeney和Price（2002）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在颞和额区得到相似的结果，支持语义执行处理并不限定在左下额皮层而可能分布在整个语义系统。而理性知识被认为是呈现在一个大的网络中。

2.计算

数学运算离不开思维，而心算则被认为是纯的内在脑活动的范例。如前所述，早期的思维脑活性研究就是从计算开始的。Risberg和Ingvar（1973）让受试者听一串数字，然后倒着重复，这是一个在听觉输入和随后的文字回答译码基础上的内在操作。为了确定受试者整个测定过程中是全神贯注地进行内部操作，由受试者执行的实验的难度被不断地调整。如果他们正确地倒着重复5个数字，下次就给6个数字；如果不正确，就给4个数字，等等。数字倒数试验几乎升高了监测的每一个区的rCBF，明显的例外是颞叶。当时他们所用的rCBF技术分辨率有限，且只能探查大脑表面的活性。

1996年，Dehaene等用PET检查了8例正常受试者经历数字比较和倍增时相关脑网络的rCBF变化。测定的感兴趣解剖区由MRI确定。每一个受试者在眼睛闭合的静息状态、成对阿拉伯数字的倍增和同一对数字的大小比较三种情况下进行PET显像和分析。倍增和比较均激活左右侧位枕皮质、左前中央回和辅助运动区。除这些共同的激活区外，倍增也激活左和右下顶回左梭状和舌回及楔叶。与比较相对，倍增时也在左豆状核和BA8区观察到高的活性，及中央前回和下额回活性的半球不对称。相反地，相对于数字倍增，数字比较时在右上颞回、左和右中颞回、右上额回和右下额回可见高的活性。这些结果强调，双侧下顶区在数字处理中的作用，并支持倍增和比较可能部分地取决于不同的脑网络。类似地，Cowell等（2000）用PET检查了12例正常志愿者在完成简单的计算作业或仅仅重复数字时的脑活性类型，并发现在计算期间中额/扣带回、左背外侧前额皮质、左前岛皮质和右前岛皮质/壳核、左侧顶皮质和中间丘脑的活性。而数字重复涉及双侧下感觉运动皮质、双侧颞区和左下额皮质。这些结果支持简单计算的功能的解剖网络包括注视、听觉和运动处理的方面以及工作记忆中的音韵学的储存和言语的成分。他们的结果增加了对顶皮质在计算作业中的特殊作用的支持。

Dehaene等（1999）让受试者分别进行10位数精确计算（加减法）和近似估算结果大于或小于一定值的粗略计算，以比较两者之间的区别。结果显示，与精确计算相比，粗略计算激活的脑区有双侧顶内沟、中央后沟、顶下小叶、中央前回、额上回和丘脑、右侧楔前叶及左背侧前额叶和小脑。而相对于粗略计算，精确计算激活的脑区包括左侧额下回、扣带前回、楔前叶、右侧顶枕裂和颞中回、双侧角回等。他们分析，在粗略计算中两侧顶叶（特别是顶内沟）和楔前叶的激活为粗略计算借助于一个视觉-空间表征过程来实现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因为该区域在眼动、心理旋转以及空间注意导向等视觉-空间信息加工过程中曾被广泛观察到。而在精确计算中观察到的左侧额下回、颞叶等与语言功能相关的脑区诱发出较高活性则表明精确计算需借助于语言信息加工。作者认为，精确计算与抽象思维任务相似，粗略计算与形象思维相近，两类思维过程激活的脑区不尽相同。

3.判断

判断和猜测通常涉及二择一的选择。对呈现的事件或物体需要在短暂时间内经过思维作出正确（奖赏）或错误（惩罚）的决断和反应，而作出判断通常又是引起行为（应对措施）的关键。因此，对涉及判断和猜测的脑功能显像研究不仅可以阐明其神经生理学基础，也可以帮助探查各种不适当行为潜在的神经网络缺陷。

Risberg和Ingvar（1973）在一项与视觉输入相关的推理实验中，要求受试者判断并告诉，在用5个手指形成的不同类型中，哪一种是在某些方面与其他4种类型不同的。这样的试验有视觉输入和文字输出，可以观察到在前额皮层和大脑半球后部的rCBF增加是广泛的。前者与思维和推理相关，而后者是视区。在初级感觉和运动区中，仅仅观察到嘴运动区参与。瑞文智力测试（Raven's Progressive Matrices，RPM）是由9个因素组成的视觉类型，其中一个总是错的，要求受试者用铅笔在8个选择中标记错的因素。这样输入是视觉的而输出是运动的。Haier等（1988）用两种类型的作业进行对照：一是受试者看投影在屏幕上的模糊不清的数字，并被要求每出现一个0显示时按一下按钮。另一个是受试者只看在屏幕上没有任何数字的类似的闪光。作者发现，与对照组比较，在瑞文智力试验中，枕叶和左顶颞枕区rCMRgl增加。另一个发现是执行分数（成功率测定）是与枕、颞、上额、左下额皮层的rCMRgl呈逆相关性。这个试验揭示，受试者要解决的问题越困难，rCMRgl越大。Haier等使用的对照实验被假设以平衡在数字探查作业和瑞文智力测试之间的视觉注意的不同。而在瑞文智力测试作业中包括即刻视相关区在内的枕皮层中rCMRgl是更大的。

Gerlach等（2000）进行了较为复杂的判断和分类作业的脑PET/rCBF显像研究。他们给受试者呈现不同种类物体的图片，其中有的图片来自天然的物体，而有的是人造的物体（赝品），要求受试者完成的作业分为两个水平。一是对呈现的图片按物体的种类进行分类，二是判断呈现的图片中的物体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赝品）。结果显示，物体判断作业与涉及构造上（structural）处理的区（梭状回、右下额回）的激活相关。对比之下，分类作业与左下颞回的激活有关，该部位被认为涉及语义处理。另外发现，与天然物体分类及物体判断为赝品两个作业比较，在赝品分类期间左前运动皮质激活。这些结果支持，上述两种不同水平作业所涉及的区是可分离的。而相对于天然物体的分类，赝品的分类是部分地基于通过左前运动皮质调解的活性知识。然而，因为赝品和天然物体在作业中常引起同样的区被激活，表明这些种类的处理不都是分开的，在参与的作业中权衡不同的知识构型以区分种类。Fugclsang等（2005）用功能性磁共振技术研究正常人知觉因果性关系的推理过程中的脑激活区。结果显示，受试者在执行对两个圆球相撞而引起的运动（因果关系运动）和两个球独立运动作出判断的作业中，脑激活区时是不同的。判断因果关系运动激活右半球额中回和下顶叶。判断因果关系运动时激活的脑区减去判断两球独立运动时激活的脑区，仅右顶和右颞区激活，表明这两个脑区仅与因果关系的判断有关。

Ernst等（2002）让20例健康成人执行一个更为复杂的带有风险的判断作业和PET脑rCBF研究。该作业是计算机的卡片游戏，测试权衡短期奖赏对长期失去的能力。对照的作业与冒风险作业的所有成分匹配但无需作出判断，也没有意外和非意外的奖赏和惩罚的反应。作出判断（2次活性作业减2次对照作业）激活眶和背外侧前额皮质、前扣带回、岛叶、下顶皮质和丘脑（以右侧为优势）以及小脑（以左侧为优势）。在一个探测分析中，猜测（活性作业的第一次减第二次）伴有感觉运动相关区和左侧杏仁核的活性，而形成作出判断（第二次减第一次）激活对记忆有关的区（海马、后扣带）和运动控制区（纹状体、小脑）。Rogers等（1999）为了了解眶皮质在执行需冒风险的判断中的作用，让8名健康志愿者执行新的计算机风险作业，同时用PET H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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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技术探查rCBF变化。作业涉及预测两种相互排他的结果中哪一种将很快（危急地）发生。较大的奖赏（或惩罚）是与其最少可能的选择结果相关联的，而最小的奖赏（或惩罚）是与其最可能的选择结果相关联的。解决这些相反的判断与右下和眶前额皮质内的3个独特脑区的rCBF增加相关，即侧面：中额回前部（BA10）；中间：眶回（BA11）；后面：下额回前部（BA47）。通过对比，在这些判断中内在冲突的程度的增加仅仅与眶前额皮质和前扣带皮质内的有限的活性变化相关。这些结果支持作出判断使接受由皮质和边缘输入的种种信息的下前额回多个脑区的神经活性增加。他们特别注意到眶额区的作用可能累及处理与奖赏有关的信息的变化。这与在眶前额皮质损伤的病人表现出的执行基于实验室的赌博或风险作业的能力明显削弱是一致的，支持人前额皮质的这一部分对作出判断的认知起作用。

4.想象

想象是人在头脑里对已储存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形成新形象的心理过程。或者说是在知觉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新的组合而创造出新形象的心理过程。想象是一种特殊的思维形式，与思维有着密切的联系，都属于高级的认知过程。想象中出现或涉及的事件、场景、人物等并非真实地呈现在眼前，仅仅由想象者自身的需要所驱使，凭借脑中记忆所提供的材料进行加工或重演（想出）它的具体形象或过程，或者将过去经验中已形成的一些暂时联系进行新的结合，从而产生新的形象。想象是人类特有的对客观世界的一种反映形式。它能突破时间和空间的束缚，达到“思接千载”“神通万里”的境域。

想象可分为不随意想象和随意想象。不随意想象是没有预定目的和计划而产生的想象。梦是不随意想象的极端情况。随意想象是有预定目的、自觉地进行的想象。在想象的神经显像研究中，受试者都是根据研究的目的，按照实验的要求进行特定的想象作业，因此均属于随意的想象。

视觉想象已被广泛研究。在前面介绍的三种典型的思维模式中，找路作业就是一个视觉想象的典型例子。受试者想象在门外散步，并向左转弯，然后继续想象沿着街的右边走下去，交替地左转弯和右转弯。受试者被指示要特别专心于他们熟悉的环境的外观和色彩，不要试图回忆名字或注意想象散步的步态方面。平均想象散步的速度为22公里/小时。表明一个相当密的视觉想象的恢复率。结果显示，大量前额皮层野被激活。可能由于密的视觉空间信息的回忆，后顶叶的边缘视觉相关区，和后下颞的边缘相关区一起被激活。

本章第五节中介绍的“内在想象连续手指运动”也是一个想象的神经显像研究的实例。在该项研究中，受试者并不真正执行运动，而是在内心想象（假装）运动。受试者在内心想象或规划快速孤立的手指连续运动但并未真正执行时，仅有的持续血流增加是辅助运动区。然而，此时肌电图上没有记录到肌肉的势能，身体其他部位也没有运动发生。辅助运动区血流增加不能被解释为半球弥散活性的结果。然而在真正执行连续运动时，辅助运动区rCBF的增加仅为在内在程序时的60％。此外，想象运动期间，整个初级运动区不被激活。同时，在该试验模式中没有感觉回路，所以感觉手区也无活性表现。

听觉领域的想象的研究主要涉及音乐的听觉想象，即让受试者在脑内通过想象重演音乐期间进行脑显像研究，以了解音乐（听觉）想象的神经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基础。Halpern和Zatorre（1999）用PET探查与熟悉曲子听觉想象相关的脑激活类型。受试者最初用很少的注意力持续地想象非语言的歌曲信号。作为对照的作业听一个短的音调序列，或者听并且重新想象短的序列。与对照作业比较，真正歌曲想象作业揭示最初的额叶、上颞叶加上辅助运动区右侧的活性。从真正音调想象作业中减去再想象作业的活性，可以孤立地恢复真正的音调，揭示最初右额区、右上颞回的活性。从再想象情况减去对照组的活性预期获得不熟悉序列的想象，揭示SMA加上左额区的活性。他们认为，右听相关皮层与右和左额皮层一起，涉及熟悉音调的想象，并与以前的行为、损伤和PET数据一致。从音乐语义记忆中恢复是由右额叶中的结构介导，与以前涉及的左额区对所有语义恢复的研究结果相反。SMA似乎涉及特别的想象产生，揭示在该程序中存在的一个运动代码。Halpern（2001）在一项探查涉及事实上的感知和想象熟悉音乐的对应脑区的研究中也发现，辅助运动区在音乐想象期间被激活，并推测辅助运动区可能涉及运动程序的预演。同时也显示，感知和想象有词的歌曲也涉及左半球的结构。当音乐诱发记忆恢复或视觉想象时，双侧前契叶后部被激活，可能反映在音乐感知中与记忆和想象相关的认知处理的相互作用（Nakamura等，1999）。

近代心理实验和功能性神经显像研究已证实，人们在思考和选择事物时，与各种类别相关的脑区域的活动变得激烈。想象作为思维的一种特殊形式，必然与额叶的活动密切相关。依据想象的内容和密度，具体激活的部位和程度也有所区别。在找路试验中，受试者必须在每一个回忆的想象中寻找不同的路线，导致大量前额皮层野被激活。而在音乐想象试验中则以右额叶的活性为主。视觉想象中激活的区域包括视相关皮层，而在上述运动和音乐想象的神经显像研究中均可见到辅助运动区的活性。心理学研究显示，想象对机体有明显的调节作用。如想象举重时，会感觉到肌肉的紧张，并能记录到肌肉相应的生物电活动；想象视物可引起眼动；想象自己得了大病，身体也会出现相应的症状体征等。上述想象作业中涉及运动的程序，如手指运动、演奏乐器等，尽管并没有真正执行。在这种情况下辅助运动区的激活表明，它不仅涉及具体的运动程序的执行，也参与局限于大脑内在的运动程序的想象或演练。

5.威斯康星卡片分类试验

威斯康星卡片分类试验（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被认为是检测额叶功能的经典神经心理学试验，其对额叶损伤的鉴别非常敏感。该操作特别依赖前额皮层的背侧。卡片分4张刺激卡和128张反应卡。每张卡片的大小为8cm×8cm，卡片上分别以红、黄、蓝、绿4种颜色画有1～4个三角形、星形、十字形或圆形的图案。受试者必须按刺激卡的提示以颜色、形状和数量的不同将卡片分类（见图2-106）。当受试者首次执行该作业时，他并不知道在这些分类中所必须使用的标准。在每一张卡片后，由试验者告诉他，他是否是对的或错的。在一些训练后，受试者将发现正确的标准并成功地处理，直到受试者改变标准，而这是他所不知道的。然后，受试者在从试验者中得到提醒的基础上再次找到新的标准。很清楚，该作业需要工作记忆，同时他需要在视觉呈现下操作。

Berman等在1991年的最初研究中发现，该作业激活正常受试者的左右下额回，没有其他激活的区被报告。Berman等在1995年又报告了他们让9例受试者进行重复的威斯康星卡片试验，以进一步探测参与执行该试验的神经回路。他们发现，执行威斯康星卡片试验除累及额皮质外，也一致地引起一些区的复杂的神经网络的活性，包括下顶叶、视相关区和下颞皮质及小脑的部分。背侧前额皮质甚至在试验的训练和执行后仍维持明显的活性，支持在威斯康星卡片试验期间工作记忆可能对背侧前额皮质的生理学反应负很大责任。相反地，背侧前额皮质在调整工作记忆中起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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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6　威斯康卡片分类试验



威斯康星卡片分类试验也常和其他试验一起用于正常人或病人的智力测试。Esposito等（1999）用PET和威斯康星卡片试验及瑞文智力测试（RPM）探查了在老龄化中伴有认知缺损的神经心理学变化，重点在额叶。41例健康志愿受试者年龄分布为18～80岁，在执行两个作业范例期间测定绝对rCBF，并用像素方法相关图测定两个试验与年龄相关的活性变化，定量和定位两个作业范例图像相关性之间的统计学差异。如预期的，威斯康星卡片试验和RPM的执行能力随年龄而下降。在威斯康星卡片试验期间在背侧前额皮质，以及在RPM期间累及视觉空间处理的下侧颞皮质的rCBF活性随年龄而减少。同时也发现在威斯康星卡片试验期间右海马区，以及在两种作业期间前额皮质的中间和极端部分抑制rCBF的能力减少。依赖作业随年龄的改变在背外侧前额皮质和海马之间的相关性也被证实。这些结果揭示，尽管在两个作业之间有一些认知重叠，但在两者中与年龄相关的认知下降，rCBF活性随年龄不同而出现的许多变化与作业的特异性相关，反映了年青受试者在威斯康星卡片试验和RPM期间参与思维活动正常神经回路不同的功能改变。对于执行作业的关键脑区的活性减少，例如在威斯康星卡片试验期间背外侧前额皮质和RPM期间下侧颞皮质的视相关区后部无力与抑制区连接，在作业执行中正常地不累及。例如在威斯康星卡片试验期间左海马区及威斯康星卡片试验和RPM两个作业期间中极前额皮质，支持对焦点的神经活性的能力的减少可能在老年受试者中被削弱。年龄相关变化的背景依赖性是与系统的衰变和连接上的混乱是一致的。

Van Horn等（1996）通过用PET H15
 2
 O测定局部脑血流的方法证实在传统的认知作业期间与前额皮质联系的功能性脑区的定位。14例正常受试者在执行6种不同认知情况时被扫描6次，包括3个敏感地推断前额皮质完整性的作业范例：威斯康星卡片试验、延迟的交替反应（Delayed Response Alternation）和空间延迟反应（Spatial Delayed Response），以及3个匹配的感觉运动对照作业。多变量和重复的测定分析揭示对于所有3个认知范例，没有明显的半球，包括与作业相关的半球，或与特定脑区相关的半球的影响。然而更大量的统计学比较（成对的t试验），显示上额回在威斯康星卡片试验和空间延迟反应作业期间的侧化（均为右＞ 左）。这些结果支持，虽然用大量的分析可以发现一些不对称，但是与语言和运动比较，在执行这些前额皮质功能作业期间很少有脑功能侧化的迹象。

6.伦敦塔试验

伦敦塔试验（the tower of London test）常作为调查计划性的一个测试，多用于额叶患者。测试工具是在一块木板上立有高度不同的三根小木棍，3个中间带孔的不同颜色的小木珠插于木棍上。3根木棍依此可放3，2，1个小木珠。如图2-107所示，受试者每次从一个木棍上移动一个木珠，在规定的步数内将木珠移到规定的位置上。目前改进的方法是让受试者在电脑屏幕上用手指点触移动木珠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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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7　伦敦塔试验示意



Baker等（1990）用伦敦塔作业和PET调查了设计规划时的脑功能解剖。他们在前额、扣带、前运动、顶和枕皮质混合的皮质区的分布网络观察到活性。除了远端前额皮质外，相关区的活性在视觉空间工作记忆作业中已被观察到。在执行包含反应选择和估价的规划的作业中也可以观察到远端前额皮质的活性。而在远端前额区和视觉空间工作记忆系统中神经活性的增强与作业复杂性的增加相关。Van den Heuvel等（2003）用伦敦塔作业和功能MRI探查了22例健康受试者在复杂性渐进的规划作业中被激活的脑区。与基线比较，计划活动与背外侧前额皮质、纹状体、前运动皮质、辅助运动区和视觉空间系统（楔前叶和下顶皮质）的血氧依赖水平（BLOD）信号有关。而作业负荷是与这些区的活性增加相关。另外，作业复杂性的增加与左前额皮质的活性相关，该区被推测特异地累及第三等级更高级的认知功能。

Owen等（1996）也利用伦敦塔作业和PET脑血流测定对高水平的认知计划的功能解剖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他们让12例正常志愿者执行容易和困难的两种作业：（1）修改伦敦塔作业；（2）这个作业的记忆变量，需要短期保留和问题解决的再现；（3）涉及同一视觉刺激和运动反应的对照情况。结果显示，不同的计划作业与对照组比较时，在左半球、中背外侧额叶和尾状核头观察到活性增加。此外，从更困难的作业新获得的活性区中减去芮单作业的激活区，揭示仅见尾状核和丘脑的rCBF增加。在两个计划作业的记忆变量之间，在中背外侧额皮层和更多的腹侧额极区也观察到变化。当直接比较时，计划和记忆情况下这些腹侧激活灶界定是不同的。但在中背外侧额皮层观察到的活性模式没有不同，这些结果进一步证实了高水平计划的纹状体回路，并提供了从腹侧和背外侧额区到纹状体在工作记忆的功能上独特作用的证据。与以前在神经外科和神经退化组病人中发现的高水平计划是通过包括前额皮层和纹状体的神经回路介导的理论是一致的。

7.展望和回忆实验

人类损伤的数据已经揭示额极区可能关键性地累及洞察一个人的将来。而通过中颞叶和相关结构的回顾性记忆调解，可能被用于有效地推断一个人对将来的展望。Okuda等（2003）用PET和自然主义的作业调查了这两个脑结构在思考将来和回忆过去中的作用。当健康受试者正在以两个不同的时间窗（数年或数日）谈论他们对将来的展望和回忆过去的经历时测定rCBF。与需要语义恢复的对照作业比较，在展望将来和回忆过去的作业期间，额和中颞叶的许多区被激活。在这些中间，前中额极的区在展望将来的作业期间比在回忆过去的作业期间显示更大的活性。本结果支持对将来的思维与回顾性记忆密切相关，但额极和中颞叶的特别的区对将来的思维比对过去的思维有更多的累及。而Okuda等（2003）用PET/rCBF技术分析正常人根据以往经验对未来进行前瞻性预见时局部脑血流的变化，发现额叶和内侧颞叶有较高的活性，尤其前内侧额叶激活水平更高。

Frith等（1991）也曾用PET对比了与意愿和常规活动相关的脑血流变化。在6个作业中，志愿者必须对连续的刺激作出系列反应。对于常规的活动，每一个反应是完全由刺激特定的。对于意愿活动，反应是可扩充的。志愿者因此不得不作出一个审慎的选择。他们在两个反应模式研究（讲一个词或抬高一个手指）中发现，意愿活动是与背外侧前额皮层（BA46）血流增加相关，但也与血流减少相关，但减少的部位依赖于反应模式。

8.梦与思维障碍

梦是一种奇异的现象，心理学认为梦是睡眠中，在某一阶段的意识状态下所产生的一种自发性的心理活动。人在梦中也可以思维，但这种思维通常是紊乱的。梦的发生与人在睡眠状态下快速动眼和非快速动眼的周期性相关。一般来说，梦发生在快速动眼睡眠阶段。Gottschalk等（1992）调查了正常受试中相对轻度的社会疏离感和思维障碍的表现和PET测定的糖代谢率之间的关系。他们让3组10例正常年青男性受试者在觉醒状态、快动眼相和非快动眼相睡眠时进行PET/FDG显像。在32～45min后，受试者被要求报告他们的思维、情感或梦，或对这些心理事件的自由的联想，对照Gottschalk-Gleser社会疏离个体量表进行测定，以获得个体之间的社会疏离症、内心冲突和思维障碍的量化指标，以观察其与用PET获得的局部脑代谢率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来自觉醒、沉默的心理活动的报告所获得的总的社会疏离个体量表与左颞叶的糖代率有明显阳性相关性。而来自梦或在动眼和非动眼睡眠期间所报告的内容分析与糖代谢明显相关性的类型，与来自静息、清醒状态的心理活动期间的变量所发现的脑区是不同的。以前的观察支持左颞叶糖代谢的增加可能代表慢性精神分裂症。但他们认为，这更应看做是一种发生在正常人中的短暂和最低限度的广泛思维障碍和/或社会疏离表现的预兆。











第八节　学习和记忆






一、概述

学习和记忆是脑的高级功能。学习、记忆能力是人类思维活动的基本环节，是智力构成的重要成分。学习和记忆又是两个互相联系的神经过程。学习指人和动物依赖于经验来改变自身行为以适应环境的神经活动过程。学习涉及信息的处理和储存，信息被储存在特异的记忆系统中，并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使之恢复。记忆则是学习到的信息储存和“读出”的神经活动过程，也就是经历过的事物在人头脑中的反映。可以恢复的信息是记忆的标志。由于记忆，人才能保持对过去的反映，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的事物产生反映，使其更全面、更深入。也正是有了记忆，人才能学习，并通过学习积累经验、扩大经验。由此可见学习和记忆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并与储存和恢复两种功能有关。

1.学习和记忆的分类

依据不同的标准，学习和记忆可以分为不同类型。

（1） 非联合型学习和联合型学习

非联合型学习是在刺激和反应之间建立联系的学习形式，又称为简单学习。习惯化和敏感化属于这种类型的学习。习惯化是指当一个不具有伤害性效应的刺激重复作用时，机体对该刺激的反射性行为反应逐渐减弱的过程。敏感化是指大脑对一个弱刺激的反射性行为反应加强的过程。在这里，强刺激与弱刺激之间并不需要建立什么联系。联合型学习是指在刺激和反应之间不形成某种明确联系的学习形式。它的实质是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刺激所引起的脑内两个以上的中枢之间的活动形成联结而实现的学习过程。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式条件反射均属于联合型学习。

（2） 短时性记忆和长时性记忆

外界通过感觉器官进入大脑的信息量是很大的，但估计仅有1%的信息能被较长期地储存记忆，而大部分却被遗忘。能被长期储存的信息都是对个体具有重要意义的，而且是反复作用的信息。因此，在信息储存过程中必然包含着对信息的选择和遗忘两个因素。信息的储存要经过多个步骤，但简略地可把记忆划分为两个阶段，即短时性记忆（STM）和长时性记忆（LTM）。在短时性记忆中，能量存储是有限的，它只能够使输入的信息维持一小段时间，没有持续的复习，内容很快就会模糊，也就是其信息的储存是不牢固的。例如，偶然拨打一个不熟悉的电话号码，我们需要先在电话簿上查出这个八位数字，看一遍就能够很容易地记住。如果电话繁忙，我们会口头地或者默读地再复习一次，再拨时就不用重新翻电话簿。如果停止复习，例如被谈话分散了注意力，这个数字会从记忆中变淡。或者没有通过反复运用而转入长时性记忆的话，也会很快被遗忘。但如果通过较长时间的反复使用，则所形成的痕迹将随每一次的使用而加强起来，最后可形成一种非常牢固的记忆，可以随时凭记忆拨打这个电话。这种长时性记忆不易受干扰而发生障碍。

（3） 陈述性记忆和非陈述性记忆

陈述性记忆是指对事实或事件及其相互关系的 意识性记忆，又称外显记忆，以回想经历的现象为特征。这种类型记忆的内容可以被陈述。人一生中学到的很多知识都属于陈述性记忆。自传体记忆是陈述性记忆的一种典型形式，包括情景记忆和语义记忆两个方面。情景记忆包括顺行记忆和逆行记忆，前者可以被认为来自学习新的情景的能力的观点，而后者为对过去时间的回想。此外，与工作记忆有关的情景记忆，是能够定向的和前瞻性的记忆，后者表示“对未来的记忆”，它的功能通常是每天的语言记忆：记住任务和一天繁忙的工作安排。非陈述性记忆是具有自主或反射性质的记忆，又称内隐性记忆。其中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学会的游泳、驾车、穿衣的技能和行为等的记忆又称为程序性记忆。程序性记忆是记忆训练，它的内容仅通过执行即可恢复。而当过去呈现过的刺激重新出现时，对其进行判断、补缺和确认时所产生的促进作用则称为启动效应或初始化效应。

（4） 工作记忆和参考记忆

工作记忆指对某次训练时出现的特殊刺激或线索的记忆。如人在进行某种复杂的认知任务操作（下棋、思维、交谈、规划与组织某项活动，等等）过程中脑内在线（on-line）或短暂储存某些信息的神经过程，也称为操作记忆。参考记忆指对整个训练过程中一直不变的一般线索或规则的记忆。

2.学习和记忆的过程及机制

人类的记忆过程可以细分为感觉性记忆、第一级记忆、第二级记忆和第三级记忆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相当于上述的短时性记忆，后两个阶段相当于长时性记忆。感觉性记忆是指通过感觉系统获得信息后，首先在脑的感觉区内储存的阶段，这阶段储存的时间很短，一般不超过1min，如果没有经过注意和处理就会很快消失。如果信息在这个阶段经过加工处理，把那些不持续的、先后进来的信息整合成新的连续的印象，就可以从短暂的感觉性记忆转入第一级记忆，这种转移一般可通过语言符号和非口头表达两种途径来实现。但是，信息在第一级记忆中停留的时间仍然很短暂，平均约几秒钟，通过反复运用学习，信息转入第二级记忆之中。第二级记忆是一个大而持久的储存系统。发生在第二级记忆内的遗忘，似乎是由于先前的或后来的信息的干扰所造成的，这种干扰分别称为前活动性干扰和后活动性干扰。有些记忆的痕迹，如自己的名字和每天都在进行操作的手艺等，通过长年累月的运动，是不易遗忘的，这一类记忆便储存在第三级记忆中。

从神经生理的角度来看，感觉性记忆和第一级记忆主要是神经元生理活动的功能表现。神经元活动具有一定的后作用，在刺激作用过去以后，活动仍存留一定时间，这是记忆的最简单的形式，感觉性记忆的机制可能属于这一类。在神经系统中，神经元之间形成许多环路联系，环路的连续活动也是记忆的一种形式，第一级记忆的机制可能属于这一类。例如，海马环路的活动就与第一级记忆的保持以及第一级记忆转入第二级记忆有关。

从神经生化的角度来看，较长时间的记忆必然与脑内的物质代谢有关，尤其是与脑内蛋白质的合成有关。人类的第二级记忆可能与这一类机制关系较大。在逆行性遗忘症中，可能就是由于脑内蛋白质合成代谢受到了破坏，致使前一段时间的记忆丧失。中枢递质与学习记忆活动也有关。运动学习训练后注射拟胆碱药毒扁豆碱可加强记忆活动，而注射抗胆碱药东莨菪碱可使学习记忆减退。

从神经解剖的角度来看，持久性记忆可能与新的突触联系的建立有关。动物实验中观察到，生活在复杂环境中的大鼠学习记忆活动多，其大脑皮层发达，突触的联系多。人类的第三级记忆的机制可能属于这一类。

海马与记忆功能有关。由于治疗需要而手术切除双侧颞中叶的病人，如损伤了海马及有关结构，则引致近期记忆功能的丧失，手术后对日常遇到的事件丧失记忆力，丧失的程度常决定于损伤部位的大小。临床上还观察到，由于手术切除第三脑室囊肿而损伤了穹窿，也能使患者丧失近期记忆能力；而且还观察到乳头体或乳头体丘脑束的疾患也会导致近期记忆能力的丧失。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可以认为与近期记忆功能有关的神经结构是一个环路结构，即海马→穹窿→下丘脑乳头体→丘脑前核→扣带回→海马，称为海马环路。

二、学习和记忆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1.什么可以被储存在脑中

研究学习和记忆的神经机制要回答的关键问题就是：什么可以被储存在脑中？它被储存在什么部位？它是如何储存和提取的？

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已经被我们感觉到的，并转移到脑的任何信息不能被储存到脑中。不仅感觉事件，连运动训练也可以储存在脑中，甚至由脑自身产生的策略和构想，像梦和思想也可以被储存。在20世纪50年代逐渐形成的“颞叶内侧记忆系统”主要由海马结构和邻近的皮质组成，并被认为与记忆的储存和提取有关。而近年来出现的“多重记忆系统”则认为，脑内存在不止一个记忆系统，而是有多个彼此分离的记忆系统存在。

2.人的学习研究

应强调，通过动物的学习研究来研究人的学习和恢复是相当困难的。在动物的研究中，只有通过重复刺激强制性地使其达到学习的目的。同时也只有通过动物行为上的变化来观察重复刺激对其产生的效果。然而，许多学习的类型不能以它们自己的行为变化来表现。而人的研究有明显的优势，认知记忆内容很容易被陈述，而运动训练和策略可以被证实而无需任何相关的刺激。同样，当实验者想要他们的受试者在实验中做一些事情，他们告诉受试者做什么，用于强化与程序相关的因素，以替代混杂的脑活性；或告诉受试者学什么，用于强化与程序相关的语言，以替代混杂在一起的脑活性。

3.脑解剖结构损伤和脑学习/记忆功能的关系

记忆和学习障碍的神经心理学研究在记忆/学习领域的理论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CT和MRI作为局部病灶定位和确定损伤程度的工具已被应用到神经心理学研究领域。这两种显像方法可以帮助确定造成学习/记忆障碍的脑形态学破坏。一些关于人类学习/记忆障碍与脑损伤灶的相关性的研究证明了脑的某些部位的损伤足以导致永久遗忘或其他的学习/记忆障碍，并由此获得提示，这些部位应该与人类的学习和记忆功能相关。例如在人类遗忘神经学基础的研究中已经发现，颞中叶（海马和海马回路）、间脑（乳头体、乳头丘脑束和背侧中间丘脑核）和前脑基底节的前联合损伤与记忆障碍相关。也已经有报道记忆障碍与扣带回损伤和穹隆部损伤有关。在丘脑血管性损伤所致永久性遗忘患者中可以发现乳头丘脑束和前部杏仁体的双侧性损伤。在缺氧后遗忘患者中，有一例报道在CA1区海马损伤。前脑底部损伤导致的遗忘被认为是中隔核（septal nucleus）、Broca氏区和无名质损伤的结果。Korsakoff病（科尔萨科夫综合征或遗忘综合征）遗忘的病理标志是围绕第三脑室周围的间脑结构，其中丘脑和乳头体的中间核（intermediate nucleus）可能起着重要的作用。最后，脑炎后遗症遗忘通常是由于两侧颞叶和海马回损伤所致。使用MRI作为神经心理障碍解剖定位探查的优点是有极好的空间和组织分辨力。它能够具体地鉴别关键的记忆结构形态学的改变，例如海马、海马旁回和乳头体，并能够提供定量的分析，特别是损伤结构的体积测量。例如研究显示AD病患者与正常老龄组之间的海马、颞叶和杏仁核体积有区别。

脑认知功能激发试验也已用于脑损伤与学习/记忆障碍关系的研究中，并获得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例如研究发现，有些病人，其与储存记忆相关的脑结构受到损伤，但他们在学习新的运动技能上没问题。这导致一个假设，即运动技能的储存和记忆及认知信息的储存和记忆使用不同的脑解剖结构。对随意运动重要的脑结构，像小脑脑干核，运动皮层的损害会削弱运动技能的获得。但是，与运动技能相关的脑区可以仅仅通过随意运动的活性被揭示，而损伤不能揭示在参与技能学习的解剖结构和参与在学习期间和学习后已经发生的执行技能的解剖结构之间存在的区别。因此，对有神经电路损伤的病人进行研究仅能识别参与像记忆这样的功能损害的脑区。因而，在人的学习和记忆的研究中，脑损伤的研究又必须和正常人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以深入探讨，哪些结构损害将引起人的学习/记忆上的缺失？哪些结构真正参与学习和记忆功能？而这种脑损伤患者和正常人的脑功能激发试验必须借助于功能性脑显像的方法，特别是SPECT和PET。

4.功能性脑显像和示踪剂技术

功能性脑显像方法（SPECT，PET和fMRI）的进展推动了学习/记忆功能神经学基础的最新研究。受试者在被要求执行特定作业的同时，快速、动态和定量测量和显像示踪剂在脑内的摄取、滞留和分布。而示踪剂在脑内的摄取与脑血流及葡萄糖代谢率成比例，能反映出脑的活性状态。其敏感性足以揭示与突触效应变化相应的代谢和血流改变，描绘出参与学习和记忆的脑解剖结构的活性图。这样，根据特定的脑激活实验所引起的神经冲动传入到储存部位的活性增加来确认记忆的恢复，就可以在人体内研究记忆的提取。功能性脑显像已经扩大了从脑病患者脑解剖和/或功能损害与记忆缺损及学习障碍的关系的分析到正常人脑记忆/学习功能活动与相关脑功能区的定位/定量研究的领域，同时也包括在神经心理上有缺陷的病人在静息状态下和进行相关的认知（记忆/学习）工作（激活过程）时的脑功能区变化的对比分析研究。

三、记忆系统的研究

1.多记忆系统

记忆障碍神经心理学研究在记忆领域的理论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对因神经损伤所致记忆障碍患者进行的神经心理学调查已证实人类记忆不是一种单一的功能，而是具有不同的专化和特征的多记忆系统。从遗忘和不同的痴呆的疾病中可以提取出这些不同的记忆成分。

（1） 遗忘

人类遗忘是一种临床综合征，其特点是不能回忆起过去的事情和学习新的信息。通过对比研究发现，遗忘患者有正常的短期记忆，能够在呈现后即刻正确地重复短期内的刺激结果，例如单词和数字。人类遗忘的标志是长期情景记忆的选择性中断。单纯遗忘的患者被认为是长期记忆中一个组成部分的选择性障碍，但保留短期的、语义的和内隐的记忆。然而，导致中枢神经系统某种程度记忆障碍的广泛损伤，例如严重的头部创伤或者痴呆，很少是单纯的遗忘而不伴有任何与之有关的其他认知功能障碍。

Fazio等（1992）用18
 F-FDG/PET对一组单纯遗忘障碍的患者进行脑葡萄糖代谢研究，以对其记忆功能，包括短期记忆、情景记忆、语义记忆和内隐记忆进行广泛评估。研究证明，潜在的长期情景记忆选择性损伤的病人在脑解剖结构双侧网络上具有相互关联性。与正常人对照，在这些遗忘障碍的患者中发现相互关联的局部脑（颞中叶、丘脑、扣带回和前基底皮层）代谢降低。这些患者具有不同的病因学（缺氧性、Korsakoff综合征、脑血管损伤），有的在MRI上仅显示有限的或者并没有破坏（例如缺氧）。而研究发现这些患者已经有Papez回路一系列相关联络上的代谢障碍，在神经生物学或者病理学上也已经有异常改变。海马、丘脑或者前基底节损伤能够导致全脑（功能性回路的全部结构）代谢降低。Snowden等（1992）的一项关于退行性疾病所致遗忘的研究报道了一例关于语义痴呆的证据，患者表现为渐进性地失去对词意的理解。对这些患者的功能性神经显像研究已经显示其左侧颞叶，包括颞极脑血流灌注和/或代谢降低。

（2） 早老性或老年性痴呆（Alzheimer's dementia，AD）

AD患者记忆障碍是以短期记忆、语义记忆障碍和某些方面的内隐记忆障碍为特征，严重的情景记忆障碍也是AD病的标志。用PET测量脑血流和代谢的研究显示AD患者有脑功能障碍，典型的特征是双侧颞叶和顶叶活性降低。Perani等（1993）用18
 F-FDG/PET评估一组轻度AD患者的记忆功能缺损和局部葡萄糖代谢的变化。将疾病状态与不同类型神经心理学障碍的相关性作为一个模式描述人脑的认知功能图，以研究多记忆组成的功能上的联系。用广泛的神经心理量表评估AD患者的长期语言和可视空间情景记忆、短期记忆、内隐记忆和程序记忆，发现在额叶、顶叶和颞叶上有明显的代谢降低，其代谢值与他们的认知状况有关。一个代谢数据的多变量回归分析测试结果显示不同的脑区域与每个主要的记忆功能组成有关。事实上，特定的代谢类型显示短期和语义记忆与大脑侧裂周围语言区域相关，而程序性学习与包括小脑、基底神经节和背外侧前皮质在内的一个网络结构相关。

2.工作记忆

工作记忆作为一个复合的系统模式，带有多个亚组合成分，参与所有需要短暂的信息保留的认知操作。工作记忆是PET研究中的一个积极的领域，并且集中在额叶的作用上。Paulesu等（1993）用一个字母匹配作业研究了听觉和语言工作记忆，结果发现其与左侧大脑裂周围激活类型有关。这种激活与字母押韵判断作业相比较，可以从涉及音韵存储的区域（缘上回Ba40区）中区分出与复习程序相关的区（主要是Ba44区）。视觉工作记忆与右侧半球额叶、顶叶和枕叶网络激活有关（Jonides等，1993）。这些PET研究结果为语言和视觉空间工作记忆之间在功能和解剖上的分离提供了证据。D'Esposito和他的同事们（1995）发现，在执行双重作业而不是单一工作记忆状态期间，前额叶被激活，这表明在工作记忆模式中额叶起着中心执行官作用。

另一研究路线是让人受试者完成在猴子身上已经显示与额叶内特定的病灶损伤部位有关的一些作业。Petrides和同事（1993）以及其他研究者报道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强调了在工作记忆中包含不同的处理程序，要求持续检测反应的视觉工作记忆（自我命令作业）与BA9和41区的激活相关。另一方面，与用同样的刺激（有条件的作业）相关的随意学习研究发现与双测BA8区激活有关，伴左侧更为突出（Petrides等，1993）。一项与视觉工作记忆作业相似的言语作业，要求按外表秩序监测刺激反应时，发现除了激活左侧海马的相同区域外（BA10区），还激活了腹侧额叶（Petrides等，1993）。腹侧额叶在工作记忆中的作用已在最近的一项伦敦塔试验（Tower of london test）研究中被证实（Owen等，1996）。这些和其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背外侧额叶的不同区域有不同的程序，特别是腹侧部位（45和47/12区）保存信息，背外侧区域（9，46区）处理信息。

3.情景记忆

关于情景记忆神经学关联的研究范例有很多，包括用不同的刺激方法（语言的、视觉的）和给予不同的作业（列表学习、配比关联学习、线索性回忆、自由回忆、认知）。个别的研究一直集中在记忆程序编码或检索的不同方面，包括使用不同的试验处理方法和设计。在记忆编码和恢复过程中，大量的皮质区域处于活性状态。Grasby等（1993）发现活性增加的区域包括双侧背外侧额皮层、楔前叶和后胼胝体压部（retrosplenial）区域，这个结果支持楔前叶在内心想象中的作用的假说，并且证实它是发生在有意识的记忆回想中的视觉想象的神经基质的关键部分。当编码有意义的语义材料时，左背外侧额叶皮质不断地被激活（Shallice等，1994），活性区域包括与 “深层”信息加工处理有关的BA46和相邻皮质（BA46，47区）（Kapur等，1994），并导致更好地回忆（Kapur等，1995）。在正常老龄者中发现有相关的活性降低（Grady等，1995），可能反应与年龄所致记忆减弱相关的编码障碍。

长期记忆障碍是多发硬化（MS）患者认知障碍的标志。结构性神经显像已被用于研究以情景记忆障碍为主要症状的MS患者的认知与损伤种类，特别是额叶的功能损伤的相关性。然而，这些方法无法从解剖方面解释长期记忆障碍。此外，MRI不能评价灰质的真正功能，也不能评价MS记忆障碍与间脑和颞叶功能降低有关的可能性。Paulesu和同事们在1996年用FDG/PET测量一组有语言和空间长期记忆障碍的MS患者局部脑葡萄糖代谢情况，证实选择性颞中叶、间脑和扣带回结构功能与长期记忆障碍有关。然而，MS脱髓鞘过程选择性、间断性地影响深皮层和皮层下结构的代谢。这些局部区域的代谢种类与MS患者的认知情况有关。这些MS患者具有中等的情景记忆障碍。

4.语义记忆

有的学者认为语义记忆是一个独立的记忆系统，其他人认为语义记忆是情景记忆的一种不同形式，它们以有相似的形成机制（信息来自外部世界）为特征，但是因为重复暴露而变得不同。此外，一些理论家支持独特语义系统假说，尽管其他的理论家支持多语义系统。后者认为，视觉语义系统呈现于视觉，而与功能相关的信息呈现在语义系统的语言组成部分。语义记忆功能性研究已经提供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发现。为了鉴别命名图片和理解单词语义记忆神经学关联，几种不同的作业被分别用来研究关于语义种类之间的神经关联，如图画匹配作业和图画命名作业。

Perani和同事（1995）发现，让受试者进行动物图片（有生命的）认知激活了双侧下部的颞枕区，而假象（无生命的）认知则以左侧海马网络占优势，也与左背外侧额皮层有关。这些结果和临床上对神经症患者的观察结果是一致的，这为人类语义知识的神经学基础的分离提供了活体内的证据。诱发电位和PET研究显示下颞叶和枕叶在表面的和实体的认知功能中有重要的作用。这样，腹侧视觉处理路径可以被认为在“有生命的图片”刺激辨别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由假象认知激活的神经结构网络定位在左半球，累及前额叶皮层，特别是下额回。对于这种激活类型的可能解释是与物体处理相连接的功能性知识或者认知策略有关。事实上，人造工具是可操作的，可能与不同的命名和认知大脑路径有关，特别是沿着知觉—行为路线的视觉-运动总合。左前额叶的活性，也就是下额叶。令人感兴趣的课题是与语义记忆的功能性联系。研究显示，让灵长类动物（猴子）观察实验者做动作时，或者由猴子积极执行同样的行为时，位于左侧下部区的喙突的镜像神经元（该区称作F5）可以被激活（Gallese等，1996）；当受试者（人）观察运动行为（用右手抓住有意义的物体），也可以发现可比较的活性（Rizzolatti，1996）。将受试者观察有意义的手势和观察无意义的手势作比较，发现相同的脑解剖网络被累及（Decety等，1997）。这些数据可能是与语义行为的表现相关，还可能是有意义的运动事件的认知基础。PET的研究证据也证实了左下额回（命名为Ba44和45区即Broca区）在手运动行为“表述”中的作用。Bonda和同事（1996）发现自我命令手运动系列期间左下额回是被激活的。Decety和同事（1994）用PET发现内心模拟运动时下额回被激活。有的作者还发现，额部损伤能够导致失语者的手语认知障碍。这表明这一障碍可能是接近Broca区域的皮质损伤所致。

Vandenberghe和同事（1996）探讨了不同类别知识影响的分类（视觉-知觉和功能相关性知识的通路），发现只有边缘系统有异同（左侧海马区和小脑在相关作业中有更强的活性）。Cappa等（1998）发现在左背外侧额叶有更大的差异，支持知识类别的影响，可以通过需要自生词汇（需要努力）通路的作业而增强，而不是外表匹配情况。一个词产生作业的研究提供了人脑知识的分类分级的补充证据（Martin等，1995）。一个彩色名字的命名激活了梭状脑回，并以左侧更明显；而一个行为名字则激活了左侧中央后回和颞上回。

图像鉴别的作业显示，依据图像的种类（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可以证实不同的解剖活性区。Damasio和同事（1996）报道了一项关于PET研究中的颞叶激活。他们让受试者说出图片、名人、动物和工具的名字，发现这些受试者颞叶被激活。命名名人激活左腹外侧颞极，命名动物和工具激活左后颞下叶和左颞极。表明一定的大脑区域与不同种类的词汇恢复有关。研究也显示激活似乎与工作难度无关，可能反映语义信息的自动恢复。一些研究评估了大脑恢复的相关性，发现右侧背外侧中额叶被持续激活（Shallice等，1994；Tulving等，1994）。Kapur和同事（1996）发现额叶激活与记忆恢复的企图有关，而不是与记忆恢复成功有关。

Vandenberghe和同事（1996）用一个单词或者图像配对作业比较了图像的或者语言材料的语义知识通路的神经联络，主要的结果是在单词和图像的作业中有广泛的共同激活区。Perani和同事也把语言和视觉模式下不同的语义类别（有生命力的和无生命力的）的刺激程序作了比较。这个研究的结果是与下述观点一致的，即在鉴别图像和理解单词时，广泛重叠的脑区网络被激活。在这个重叠连接区域内，一些区域显示出其类别是特异的，证明有生命的物质和工具的语义知识的解剖代表区域是分开表现的。特别是，有证据表明左侧颞下叶在有生命物质程序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而左侧颞中叶在工具的程序中有重要的作用，两者都是来自于单词和图片。背外侧额叶激活对来自于图片的工具的语义知识具有特异性，而且可能是运动图像的自动通路的基础，它对图示材料是特异的。

最后，与其他关于语言记忆编码的实验不一致，一些相同的实验确实揭示左侧前额叶被激活。表明，在编码时产生活性的功能专一区位于背侧前额皮层，在这些部位可以观察到集中在特定区域的活性区。一种可能是左侧前额叶是记忆编码区，因为它有重要的计划和执行功能。这一假设与Shallice和同事（1994）所证实的左前额皮层在编码时受双重作业干扰这一观点是一致的。然而左前额皮层可能不是对所有语言记忆编码都是必需的，这也与在双侧额叶损伤患者进行标准的认知和记忆测试时所观察到的正常的结果（Petrides，1996）是一致的。

5.观察和模仿

在一项行为运动程序的研究中，受试者先观察有意义和无意义的手语，然后认识和模仿之，同时用PET行脑显像。无论是观察和模仿都与记忆编码程序有关。随着被观察的行为变成观察者自身同样的行为时，这种行为就被理解和模仿。单独通过认知的方法（即观察），有意义的行为定位在左半球额叶和颞叶（附带双侧海马被激活），而无意义的行动定位在右侧枕—顶—额旁路。在这种状态中，背外侧前额叶的累及是与其他研究者报告的有关随意运动计划的研究和智力模拟实验的结果一致。左侧前额叶对产生的反应可能是特异的，而右侧对记忆更重要，两侧对于更普通的、产生内部反应的功能的作用是等同的。当受试者不得不带着鉴别的目的回忆有意义的和无意义的行为时，右侧海马是仅有的被激活的区域。这种结果显示，当为了后面的认知作业而必须获得新的与行为有关的信息时，海马区域的活性至关重要。对比之下，当观察是带着模仿的目的而回忆相同的行为时，主要的脑解剖通路是累及行为计划。这样，在给予相同的视觉刺激作业时（相似的或者非相似的行为），脑激活的类型要依据受试者所涉及的认知作业。此外，在观察有意义的行为时，在模仿或认知策略中右侧或者左侧海马结构分别有不同的累及。这些结果显示，海马结构在快速获得和存储新的有意义的与行为有关的信息中起着不同的作用，而且右侧和左侧海马区的作用亦不同，右侧执行模仿和视觉空间编码，而左侧执行认知和语义编码。

6.记忆和海马结构

海马结构包括海马本身、齿状回和海马下脚，是位于颞叶中部的旧皮层。海马旁回、内嗅区和鼻周皮层位于海马结构的下方和侧面。人们一度认为海马结构与嗅觉有关，后来发现它也与情绪有关。近50年来，海马结构与学习和记忆的相关性已成为神经科学领域研究的重点之一。所用的方法主要涉及4个方面，即脑损伤病人、切除海马结构的动物、癫痫外科和功能性脑显像。虽然用PET观察海马激活有一定的困难，但一些用PET进行的研究已经揭示海马区损伤可以引起人的遗忘。Grasby和同事1993年用一种参数统计图发现双侧海马的活性与正确回忆起的单词数量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单词来自系列位置曲线的中部。其他作者也报告了受试者观察“新奇”刺激，例如复杂的彩色图片、陌生的面孔或者新的单词配对时海马的活性。Nyberg和同事（1996）发现左侧海马只有在执行具体回忆作业编码时才显示活跃状态，与地点和时间的描绘形成对比。海马的激活看起来与高回忆状态有关，即重复的揭露和深度编码，通常涉及成功的回忆。这些作者发现在语言性情景恢复与左侧颞中叶血流之间有很强的阳性相关性。这些解剖区域在区分高恢复状态和低恢复状态有关的系列脑区中占有支配地位。

也有证据表明，在特定的记忆要求下听读句子或者连续讲话时，边缘颞叶结构被语言理解程序激活。在这些实验中，语言记忆编码实验是让双语受试者听故事，要求理解故事内容并在扫描结束后面谈时说出细节。熟练精通母语和第二语言的受试者显示包括左侧海马在内的左半球结构代谢活跃。对于第二语言不太精通的受试者颞中叶结构显示较低的活性。这些结果支持了海马激活与需要重复暴露和深度编码的成功回忆链具有相关性这一假说。此外，与其他并没有证据表明海马活性的语言记忆实验（在该实验中不相关的语言材料如单词表或单词配对被使用）不同，在Perani和同事的实验中，受试者参与比较自然的任务，让他们听一些记叙文，用PET显像显示海马结构的活性，且证实在记忆损伤的数据与功能显像之间具有更深的一致性。

四、运动学习

通常的感觉告诉我们，运动技能的学习与记住一度见过的照片不同。运动学习由试验和错误启动。为使运动学习成功，仅仅应将成功的训练储存在记忆中。脑和小脑从不成功的试验中滤过成功的经验，并仅仅储存成功的运动类型。

1.运动学习的类型

运动学习的类型可以分为两种。

（1） 在第一种类型中，学习包括内部信息到随意运动活性的正确有效地转化。例如打印和书写自己的主意，通过听乐谱弹钢琴，讲话等。

（2） 在第二种类型中，随意运动的活性是对通过感觉通路警示周围环境变化的调节和反应。例如所有种类的径赛、打球、驾车等。

在运动学习中需要鉴别做什么和怎么做。学习做什么是如何有效地转化所想的目的，使活动进入能激活运动区的形式。学习如何做是学习如何按照运动指令产生正确的结果。

2.运动学习时突触活性的调节

Seitz等在1990年研究了一只手的手指复杂运动学习的结果。在该试验中，手指触碰的顺序倒转，也是散置的。对熟练学习的要求是，应在少于5s内做完而没有错误。这是一个运动学习的例子。在这里，作业的内部想象必须有效地转化为运动指令。9个受试者用右手执行复杂的运动。在最初的学习阶段，他们已经正确地了解应做什么，但只有很少的实践。受试者通过多少次拇指碰其他手指的内部计数，指导他们的执行。在这一期，他们的手指运动的频率相当低（1.8Hz），结果显示受试着的Broca's区和右半球相应区rCBF增加。

研究显示，参与运动学习的最初阶段的解剖结构分组如下：① 参与随意运动活动的结构：前运动区、补充运动区、初级运动手区、基底节、丘脑腹侧、红核-substantia nigra区、pontine核和小脑；② 参与分析躯体感觉信息的结构：丘脑后腹侧、中央后回的左躯体感觉手区、顶叶前部的躯体相关区、补充感觉区、顶核内部的皮层；③ 参与语言产生的结构：左右下额回、上颞回的侧部。另外在壳核的中部和红核和桥脑带可见rCBF相当明显的减少。

受试者进一步训练至1小时后，当学习开始时，在躯体相关皮层的最初呈现的强的活性区在强度和范围上逐渐减少，且大多数明显地发生在手指运动的同侧。在右半球，下额回和上额回的活性也消失，在这一刻，手指运动加快［（2.6± 0.5）Hz］，而受试者说他们没有坚持计算手指触拇指的最终次数。

最后，即在最初的训练2小时后，当受试者在少于预期的5s时间内完成作业时，脑活性的变化集中在运动结构。在这个时段，个别人的手指运动是在（3.2±0.4）Hz的频率下执行。此时，基底节、红核带、桥脑的活性减少或消失，而被自然（静息时）的rCBF取代。经过上述所有三个学习相，在边缘和边缘旁结构，即岛皮层、颞极和扣带回的rCBF下降。

这样，突触活性的类型，如rCBF中反映的，在学习的过程中经历了最初的变化。在最初的学习相，皮层运动区和小脑被激活，但基底节、红核区和pontine区未激活。这些脑的运动区的激活通过提供信息到皮层区的结构而获得特别的协助。这些结构包括前语言区和躯体感觉相关区。当学习继续进行时，躯体感觉相关区的激活区减少，强度也减小，而前语言相关区的活性消失。与此同时，受试者不再在内心计数手指接触的次数，但手指运动的频率增加，且仅仅是在运动手指的皮肤、关节和肌肉的躯体感觉信息反馈的指导下进行的。

因此概要地讲，在运动学习结果期间主要有四件事发生：① 前语言区和躯体感觉运动相关区的活性消失；② 基底节和红核区的臂区（arm sector）最初显示的双侧的减少发生变化；③ 许多边缘和边缘旁的活性显示一致地下降；④ 其他的运动结构，如前运动皮层、补充运动区、初级运动皮层、小脑前叶和丘脑腹侧的活性显示一致地增加。

3.视运动学习视运动学习

也是一个运动学习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运动程序在感觉信息的指导下被确认。计算机游戏是典型的例子，当受试者统计计算机游戏Tetris时，他们不得不通过键盘转换几何图形以适合一种排列。然而，Haier等（1991）没有发现学习前后有任何差别，在基底节没有发现变化，但在自然的和熟练的受试者中可见扣带回活性减少。

类似地，Decety（1992）在一项研究中让受试者看7个靶5s，然后闭上眼睛并记住靶，过了一会儿后，被要求按靶顺序指靶中心，结果显示在延迟段PET测定不能显示与学习相关的脑的亚皮层运动区的任何变化，但丘脑腹侧除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延髓中没有真正的运动被执行，这就是为什么运动结构的rCBF没有变化。另一个附加的因素可能是在个体内空间的运动学习和个体外空间的运动学习实质上是不同的。个体外空间的运动不是不变的。

如果运动是简单的，如移动操作杆或伸手抓物，学习可能主要地是在个体空间外的靶位置和靶行为的学习。这反映在顶叶视相关的活性（Decety等，1992）。然而，Haier等（1991）的研究不能显示任何视相关区的活性，这可能是因为在他们的例子中所用的对照状态（睁眼）不同，或者因方法之间的差异。在任何例子中，不考虑个体外空间坐标的运动学习还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进一步调查研究。

4.基底节在运动学习中的作用

基底节埋藏在端脑深部，是大脑皮层的靶核，与大脑皮层的额叶、前额叶和顶叶皮层以及丘脑的腹外侧核有丰富的神经联络，从而形成从大脑皮层经基底神经节和丘脑再回到大脑皮层，特别是SMA的信息环路。该环路的功能之一是筛选和发起意向性运动。它在运动学习中的作用也是研究的一个热点。Mazziotta 等（1985）发现，运动程序作业，甚至在训练过的受试者中，并不增加基底节的葡萄糖磷酸化比率。反之，签一个人的名字时可以。他们解释这是由于学习的不同所致，写一个人的名字是一种超学习作业，几乎是固定不变的。甚至认为是受试者被很好地训练和学习的结果。而运动序列作业是一种新奇的作业，可能与基底节的一些阻断相关。

Delong（1972）发现，猴子在作手臂和手运动时，相关的神经触发，其最显著的结果是在被壳（pitamen）和苍白球的中部突触活性的调节。最初的rCBF减少意味着最初的突出活性减少，随后，当学习被完成时，这个效果渐渐失去，突触活性转到静息水平。在已知的与壳-苍白球联系的基础上解释通过某些纤维媒介的阻滞以引起突触活性减少是不可能的。在手臂区突触活性的减少可能是由于兴奋的减少。猴被壳的手臂区接受从运动皮层和躯体感觉皮层的传入。虽然只有一只手被用于学习，但在手臂区的突触活性的调节是双侧的。这可能意味着这些结构无论有什么估计运动程序的作用，都是双侧的。

5.小脑在运动学习中的作用

小脑是运动学习的另一个重要部位。在小脑中，运动的意图与运动的结果相比较，当这种比较与期望的运动不相符时，小脑环路将会对运动作补偿性的修饰。因此，在学习期间，小脑没有显示任何活性的调节作用，这可能令人惊奇。Eccles，Ito 和Szentagothai（1967）在一篇关于小脑的优秀论文中提及小脑含有一个手段使它可能从实验中学习技巧。Marr（1969）用Eccles等的论文中所提供的解剖和生理学信息，指出上行纤维输入到蒲肯野氏细胞（Purkinje），指令Purkinje细胞增加同时发生的激活平行纤维突触的效用。但Albus（1977）持不同意见，认为平行纤维突触的作用在效应上应该是减少的，Albus的观点后来得到一些实验的支持。

Gilbert 和Thach（1977）解释了小脑如何从成功的学习中选择不成功的学习企图。躯体感觉或视觉相关区提供一个错误信号给小脑，这个信号由上行纤维传播。运动皮层向小脑提供运动指令信号，由苔藓纤维（mossy fibre）和平行纤维传播。上行纤维和苔藓纤维发出侧突到小脑核。如果有一个可估价的错误信号，上行纤维和平行纤维将一起引起平行纤维突出的长期抑制，结果将减少小脑核神经的抑制，并转为升高到一个增强的输出。在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来自上行纤维和平行纤维的相符的输入，平行纤维将兴奋浦肯野（Purkinje）细胞。如果Purkinje细胞发放是违背预期的发放，由上行纤维携带的错误信号被假定呈现一个正确的反馈。这样，上行纤维活性在学习期间被预期减少。在学习期间有一个Purkinje细胞触发的“下调节”，使所有输入更有效地传递到小脑核（Ito，1984）。

除了在一个非常小的瞬间，在确定的学习相小脑右后叶rCBF增加外，Seitz（1990b）没有发现在小脑中rCBF的变化。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右前叶增加的强度相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里突触活性没有变化。最初，手指运动以1.8 Hz被连续执行。而在学习过程中，频率几乎加倍。这必然导致输入到小脑前叶手区的传入增加，而且在整个学习阶段，rCBF也同样增加。一种解释是小脑前叶并不参与运动学习，这里，rCBF的增加可能与手指运动的频率无关。至少数据支持，与最初的学习相比，在预期和快速执行期间每一单次运动的相关代谢消耗要高一些。Sasaki和 Gemba（1982）的研究显示，切除猴子小脑半球皮层可损害其手运动的视觉调节。并且在调节期间记录的电反应的基础上假定，来自运动皮层经小脑前叶红核和丘脑返回到初级运动皮层的通路，在调节期间变得更有效。

6.运动程序储存在哪里

最有意思的问题仍然是：运动程序储存在脑的什么地方？理论上，程序应被储存在完美地执行程序期间被激活的脑结构内，这些结构包括运动皮层、基底节运动臂区、小脑和丘脑腹侧。然而运动程序是否被分布在所有这些结构内，或仅仅分布在少数结构中，尚不清楚，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加以证实。

例如，功能性显像的研究已经证实人造物体的处理激活左腹侧前运动皮层，由此而提出，人们对人造物体的认识可能依赖于以往在利用物体（动作知识）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运动知识的了解。Gerlach等（2002）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受试者在执行水果/蔬菜和衣物，有关动物和不可操作的人造物体的分类作业期间，左腹侧前运动皮层均被激活。这个观察支持活动知识对于处理人造物体本身可能不是重要的。但在一般情况下，它对处理可操作物体是重要的，无论该物体是天然的还是人造的。这些结果既支持一定的词汇分类可以进化的心理语言学理论，也支持分类的活动还依赖于与活动相等的运动的了解，这也就是蔬菜/水果和衣物分类处理引起前运动皮层激活的原因。这说明在脑中的知识再现确实是有明确的组织，在分类处理中对不同类型的物体需要有在以往的运动学习过程中所获得的不同类型的知识来加以权衡和区分。

五、触觉学习

触觉学习是用手感觉到物体的特征并将之储存在脑内。在几乎所有触觉学习的情况下，物体都是暴露于手的。手指触摸物体的表面，而样品信息被集中送到脑，在那里储存。以致当再次感触到该物体时，可以识别它。例如，以这一方法，人们可以识别放在口袋里的硬币和钥匙，尽管实际上并没有用视觉检查它们。

1.触觉学习和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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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8　触觉学习（Roland等，1989）



A：被学习的物体，在学习期间，物体以随机的顺序一个一个地呈现，受试者被要求了解物体的形状，并告诉他们，稍后将通过认知测试识别哪些是学习过的；B：在识别测试中与上面的物体混合在一起的物体

Roland等（1989）测定了20个年青志愿者在触觉学习和认知物体（见图2-108）时的rCBF和rCMRO2
 ，并与静息时比较。在这些物体的触觉学习早期相，受试者以大约1.1 Hz的手指运动频率探究物体，rCBF活性增加的解剖部位可以分组为：① 促进运动功能的结构和分结构：前运动区、补充运动区、丘脑腹侧；② 小脑：右前和双侧后叶；③ 专心于躯体感觉信息分析的脑的结构和分结构：丘脑的腹后侧、后中央回的手区、补充感觉区的野、上顶叶和SII（次级躯体感觉区）；④ 边缘和边缘旁结构：海马-杏仁、后和前岛皮层、眶额皮层、扣带回前部；⑤ 前额野；⑥ 纹状体左尾状核头和尾状核及壳的中部。这些活性结构中的大多数也参与形状的躯体感觉识别，而没有躯体感觉信息的学习发生。事实上仅次级躯体感觉区和扣带回前部在躯体鉴别中是不被激活的。

然而，不是所有这些激活结构均参与物体形状信息的储存。可以推测，运动皮层参与触觉探究运动的控制。在原则上，余下的结构是与躯体感觉的信息分析以及躯体感觉信息的储存相关的。躯体感觉鉴别并不激活SII和扣带回前部，这并不意味它们就是形状的储存部位。此外，有关物体形状的信息可以储存在呈现躯体感觉信息的部位。因为，如果形状的鉴别和形状的学习精确地激活躯体感觉区的同一部位的话，就看不见在鉴别和学习的激活区之间在类型上有任何不同。定位参与学习的特异结构的一个方法是减去受试者在类似的物质中识别同样的物体时rCBF和rCMRO2
 升高的类型。

在一个识别试验中，Roland等（1989）让受试者先学习一些物体，在学习130min后，把学过的物体和新物体混合在一起，让受试者识别以估价每个受试者保留的信息量。在识别阶段没有学习。在受试者识别物体时用PET测定rCBF。在探查活动达到1.5Hz的频率的触觉识别期间，运动皮层区的rCBF和rCMRO2
 一致地增高。然而，在最小的感觉中，激活的结构与在触觉学习期间激活的部位是一样的。在学习和识别之间的定量差异是显著的。统计学上显示，在学习时尾状核和壳明显有更高的rCBF，在前扣带回和后眶额皮层也有同样的情况。尽管事实上在学习期间运动频率是少的，但在学习相，小脑后叶的rCBF和rCMRO2
 明显更高（见图2-109）。这揭示，皮层-纹状回路、皮层-边缘回路和皮层-小脑回路在学习相起作用。因为在学习和识别之间，纹状体、边缘皮层和后小脑中的活性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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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9　 8例受试者在学习和识别期间rCMRO2
 区域变化的平均程度（Roland等，1989）A：认知相；B：学习相；C：学习相-认知相。数字为学习和识别之间的差异（mi/100g/min）



2.边缘结构和触觉学习

Mishkin（1982）、Mattay和Mishkin（1984）基于皮层联系的研究和猴子的干扰学习的实验性损伤所提出的触觉记忆的理论认为，触觉学习和认知是这样一个回路，它由SI（初级躯体感觉区）到SII，再从SII到岛的粒状皮层，并由此投射到杏仁、海马和鼻周皮层。他们的研究显示，触觉学习和触觉识别两者均激活从SI到杏仁和海马的回路中的解剖结构，该回路被假设进一步到达丘脑的中背侧核。必然地，丘脑在学习和识别期间均被激活。但尚不清楚，中背侧核是否包括在内。如图2-110所示，丘脑MD核投射到前扣带皮层和海马到眶额皮层，这样，它与解剖学的假说是一致的，即后面的三个结构在触觉学习时的活性明显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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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0　参与触觉学习的脑结构（ 基于已知的猴的神经联络的假定回路）（改自：Roland，1992）



3.小脑后叶和触觉学习

小脑后叶的rCBF和rCMRO2
 在学习相时比在识别时明显更高，尽管在学习相时运动的频率是低的，这被解释为在学习相时新小脑皮层的额外代谢需求所致。在小脑皮层中大多数能量需要的过程是浦肯野（Purkinje）细胞树突的上行纤维激活后离子平衡的恢复，这是因为上行纤维活性与更大的Na+
 和Ca++
 的离子进入相关。

Gilbert 和 Thach（1977）的研究显示，猴子Purkinje细胞上行纤维的反应在感觉运动作业的学习期间比在作业已被学习的阶段要频繁得多。这与Marr-Albus-Ito假设的小脑区皮层在学习中的作用一致。在这里，上行纤维的活性增加促使细胞树突减少对平行纤维输入的强度。当学习相结束时，上行纤维活性转为正常。而Purkinje细胞树突对平行纤维输入的敏感性呈持久减少。显著地，纯运动作业，或更精确地讲，感觉成分非常小的作业不能激活小脑后叶（Fox 等，1985）。

然而对于人小脑后部解剖的了解仍然不多。Sasaki 等（1977年）发现在刺激小脑皮层的大多数区时，在后叶的侧面和矢状旁区的上升纤维有反应。因为人的类似皮层区在实验中被激活，这可以解释在触觉学习和认知中的小脑后叶活性。然而尚待说明的仍然是，为什么在学习期间上升纤维反应被增强，以及小脑活性的变化如何影响躯体感觉区或假定的储存部位。

边缘和小脑结构都不是储存触觉形状的信息的部位，海马-杏仁、扣带回或小脑的损害都不影响病人已经知道的触觉的识别。小脑在感觉运动的学习中的作用被认为是暂时的，如同海马的作用。

六、听觉学习

听觉学习是一种认知记忆类型的例子，至今为止所有听觉学习的研究都与相关的脑解剖结构的识别结合在一起。即研究受试者在听到已经学过的文字材料并作出反应时，相关脑结构的rCMRgl变化，而参与这些实验的受试者通常是蒙眼听一个故事。

在Greenberg等（1981）的实验中，受试者先听一段故事，然后通过测试受试者事后的回忆，以确定其记忆力。结果显示，听觉学习增加初级听皮层和上颞回的听相关区的rCMRgl。但是由于当时所用的扫描仪的空间分辨率有限，该研究不能证实其他结构的活性。

Mazziotta等（1982）让受试者听Sherlock Holmes故事，而且必须尽力记住尽可能多的细节。结果显示，在听故事时，受试者听皮层、听相关皮层、海马、杏仁和海马旁回、左侧丘脑和左额皮层的rCMRgl上升。这是第一次在体内证实与认知学习相关的海马活性。

Duara等（1987）让受试者读Wechsler智力试验中的节段，读后立即回忆每一节，在15次这样的阅读和回忆中测定rCMRgl。这个混合的学习和回忆过程使所有脑区和小脑的rCMRgl增加。作者认为这是混合的记忆作业导致弥散的脑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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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1　1例受试者试图学习历史日期时的rCMRgl（μmol/100g/min）（Pawlik等，1987）



注意：海马、丘脑和Broca区的rCMRgl增加

Pawlik 等（1987）在9个正常受试者中研究成对结合的学习，受试者蒙眼听历史故事磁带，故事中日期和事件是成对的。在测定rCMRgl后，再测试他们相关的能力。结果显示在学习相，初级听区、听相关区、海马区、杏仁、丘脑、岛叶、扣带皮层和前额皮层、新纹状体及前讲话区的不同部位，rCMRgl增加（见图2-111）。大多数受试者心中一次又一次重复历史事件，并与左前讲话区和右小脑活性相关。其他受试者用视觉意象想象历史片段，与大的前额、顶内、上顶叶后部的增加相关。对于这些文字学习的类型，均有稳定的听相关皮层（海马、杏仁、丘脑、岛皮层和扣带皮层的边缘电路）的活性增加。这与Mishkin和 Appenzeller（1987）假设的参与认知学习的解剖结构相一致。然而，对右小脑相伴的活性不要作轻率的解释，事实上，如果左下额回的前讲话区同时被激活，那么即使没有明显的讲话，小脑也可能被激活，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脑是管理文字信息的储存。首先，它不是在所有受试者中均被激活，那些没有小脑活性的人也学到了成对的历史事件的日期；其次，还没有在其他的认知学习中发现小脑的活性。

这些调查不可能说明文字材料和上述成对的关系被储存在哪里。一些关于文字和非文字听觉信息的储存部位不能从听觉记忆恢复的研究中得到。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受试者必须恢复无意义的话的韵律，结果显示下顶叶和右颞回被激活。类似地，在大多数命名的例子中，左颞叶中部被激活。听觉材料储存部位的问题与人脑全部的语言机制相关联，并在一定程度上是与这个问题分不开的（Roland 和Friberg，1985）。

七、视觉学习

对于参与认知记忆的解剖结构，最流行的理论之一是源于猴子视觉识别记忆的研究，主要的意思是延伸到颞叶的视区并被编制进一个层次。在这里，神经群对越来越渐进的物体的生理特征作出反应（Mishkin，1982；Gross，1984；Miyashita，1991）。当处理到达猴子TE区时，神经对刺激的形状、颜色和性质作出反应，以鉴定该物质是否被认知过。这样，TE区似乎包含一个物体全部的综合表现（Mishkin和Appenzeller，1987）。在猴子中，TE区投射到杏仁和海马，再转投射到丘脑的中背侧和前核。在最初的形式中，Mishkin（1982）支持，反馈经内板（intralaminar） 到达TE，这可以帮助固定对刺激物的记忆。根据该理论，是颞叶的边缘视区储存物体的复杂表现。对该理论的直接支持须依赖于在活体脑中测定突触的活性，特别地，必须显示记忆的事件能够从颞叶的储存部位被回忆，并假设，边缘结构在学习相中实际改变了它们的活性。

人每天都可以学习一度曾经见过的视觉类型。主要的问题之一仍然是参与类型的感觉的部位与作为储存的部位是否为同一解剖部位。换句话说，是否可以将感觉处理的皮层区和储存处理的皮层区在解剖上分开。同样的，我们可以每天从其他类型中识别已经学过的类型。然而，回忆的机理与感觉的机理是不同的。在回忆期间，一个人必须以某种方法找到储存部位的地址，以便再唤起储存的视觉类型。

在视觉学习、回想和识别的实验中，Roland 等（1990）让受试者带着学习的目的，看10个固定的彩色几何图形。每种图形暴露10s，并覆盖视野。图形总是以同样的顺序呈现。学习时PET测定在实验开始后3～4min发生的第二学习期间进行。在延伸超过50min后的第15个学习期，受试者闭眼，按顺序回忆颜色的类型。在识别实验中，旧的类型以0.15和0.35的比例与新的类型混合，随后估价有多少信息被储存。

在学习彩色的复杂的几何类型期间rCBF发生变化的脑组织结构（见图2-112）包括：①　位于距沟内及其周围的初级视区。② 视相关区，rCBF增加覆盖楔状叶、前楔状叶后部、舌回、棱状回、枕回、角回和上顶叶的后部。因为观察类型含有颜色信息、空间出现率和方向特征，因而有那么多视相关区被激活，甚至围绕距皮层的即刻视相关区也被激活就不奇怪了。③ 少量的前额皮层区，特别是在上额沟和额眼野内的皮层。视觉学习时显示视区广泛激活。回想时闭眼，注意远端视相关区增加而VI和即刻视相关区无任何变化。视觉识别时老的和新的图形以100ms快速呈现。对照组为静息闭眼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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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2　11例受试者学习复杂的彩色几何图形时的rCBF变化（Roland等，1990）



④ 边缘和边缘旁结构、前海马结构（不是后部）、中背侧丘脑（减少）、前扣带回、颞极和岛叶前部。⑤ 在前额纹状体—苍白球—丘脑回路的结构，涉及新纹状体和苍白球的前中部和可能的前丘脑核的腹侧。这样，视觉学习激活参与固定的、复杂的彩色几何类型的视觉感觉的所有视区，顶叶和颞叶的相关区也均被激活。另外，预期的边缘回路也被激活。没有观察到杏仁的活性，但颞叶的中部，前岛叶和扣带回有活性。它们经丘脑背侧中部互相联系。特别地，丘脑的这个部位是减少的。这样，脑激活的显像图与视区中由多样化的刺激所引起的过程是一致的。这些信息中的一部分随后转到海马和丘脑核（前和背侧中部），随后激活扣带和前额区。另外，猴子的研究结果也证实前额皮层和额眼区的背侧与边缘视相关区有丰富的联系（Pansxa 和Yeterian，1985；Kunzle，1978）。

当受试者眼闭合，回忆图像时，伴有在楔状叶的后顶叶、上顶叶和角回的有限的rCBF增加。这些区是那些在学习类型期间的小的子集合。初级视区和其余的视相关区均显示无任何rCBF的变化。这证实，被恢复储存类型的部位，与那些特异地参与空间频率分析、排列方向、颜色和类型形成的部位不同。总的来说，在闭眼回忆图像时：① 初级视区和其余的视相关区均未显示rCBF的任何变化；② 前额区是与额眼野的感觉一起被激活；③ 对比学习期间的变化，前扣带回、后扣带回和海马在回忆期间也被激活。

在学习和回忆中，边缘视相关区是唯一被激活的视相关区。这些边缘视相关区的rCBF增加说明在回忆期间突触活性增加。这个增加最可能是与储存的视觉类型的回忆相关。因为对熟悉的周围环境的回忆也选择性地激活视区中的这些区，因此支持它们是学过的类型的储存部位。在回忆时，初级、次级和中间的视相关区均未被激活，证实想象的图像并不通过再激活累及感觉的总的视觉链而产生。因为初级、次级和中间视相关区在回忆期间的正常感知中不被激活，因此定位边缘视相关区的机理在逻辑上与感觉和学习期间所用的不同。这可能反映，在回忆时被激活的边缘和前额结构与学习时被激活的部位是相对的。从这些实验中可以作出的另一个主要结论是：10种类型并不是通过10组神经呈现，回忆唤醒一些野的突触活性，这些野的每一个有几百万个神经。最后，在回忆期间，一些皮层被定位，意味着10种类型不储存在单一区内。

当学习的类型被从类似的类型中识别时，激活的视皮层区与在视觉学习时激活的区是一样的。在储存、恢复和识别时，前楔状叶、上顶叶、角回的边缘视相关区被激活。另外前额区也被激活，其中部分涉及学习，部分涉及回忆。在回忆时被激活的同样的边缘视电路的部位累及右侧前和后扣带回和后海马。仅仅在识别时，丘脑后区rCBF明显增加。这个部位最可能包括中丘脑枕，在猴子的研究中发现该处是接受来自前额的传入。在识别时被激活的解剖结构与那些在学习和回忆时激活的部位有一些相似。例如，右前和后的扣带回被激活。一些前额区在回忆时，也在识别时被激活（Trojanonki和Jacobson，1976）。

这些结果部分地支持下述观点：识别是需要感觉类型和储存类型的回忆过程。在Roland（1987）的研究中，受试者回忆熟悉的环境时，后丘脑也被激活。而在颜色类型的回忆中，没有丘脑结构被明显激活。然而因丘脑枕仅在识别时被激活，它可能含有在学习相时确定地址的信息。那么，前额皮层的背侧和扣带皮层是最可能的记忆的后选部位。

八、小结

1.运动学习和认知学习的区别

如前所述，从观察损害双侧中颞叶结构引起的行为记忆和认知记忆之间的鉴别，消除了其储存认知信息的可能。在总的无能力储存认知信息的例子中，杏仁、海马、海马旁回和楔状叶是双侧的几乎整个地被去除（Scoville和 Milner，1957；Punfield 和Milner，1958）。通常认为，引起健忘症的电路结构是海马。其他证据证明，中颞叶外部的损伤可能严重地妨碍来自观察一个损害左丘脑大部，但不损害丘脑后结节和VPL核和颞叶的例子的认知信息的储存（Telber等，1968；Squire 等，1989）。除了这些例子外，还有一些尚未得到很好证明的例子。例如对其他结构的损伤产生认知的健忘症；双侧中颞叶损伤的病人和丘脑损伤的病人可以学习新的技巧（Squire 1987）；等等。所以，技巧的记忆和认知信息的记忆必须部分地依赖不同的结构。然而，这些损伤的研究不能提供在行为学习期间的解剖结构的活性确实与认知学习期间的解剖结构活性不同的迹象。

在视觉学习和听觉学习期间所测定的结构活性清楚地显示是与学习后的运动期间所获得的解剖结构活性不同的，通过从视觉学习获得的rCBF图减去运动学习时获得的rCBF图，可以更直接地证实两者间的差异。当然，两种情况的主要差异是在运动学习时运动皮层被激活，而在视觉学习时，视皮层被激活。

更有意思的是边缘，边缘旁和脑的皮层下部位的差异。在视觉学习时rCBF增加而在运动学习时不增加的结构是海马-海马旁回、颞叶、前扣带回皮层和纹状体腹部。虽然在运动学习时，这些结构的rCBF减少不都是明显的，但运动学习和视觉学习之间差异是明显的。运动学习时不被激活而视觉学习时被激活是很有力的证据，表明这些边缘和边缘旁结构在运动学习和视觉学习中的不同作用。

在运动学习时rCBF选择性增加，但在视觉学习时无变化的结构是右前小脑叶。这证明皮层-小脑回路在运动学习中的选择性。小脑右前叶和丘脑左腹侧是在运动学习中选择性地被激活。这些结构可能是从左半球的运动皮层到右前小脑叶，然后到丘脑腹侧，并返回到初级运动皮层的电路的一部分。

最后，被壳和苍白球在运动学习时及视觉学习时显示减少。然而在减影的图像中，视觉学习时减少的中心是在运动学习减少的中心前面5mm。将平均图片中定位的精确度带入计数，可以得出结论，纹状体的不同部位改变视觉和运动学习的活性。而在运动学习时，调节活性的区域可能是手臂手区，是累及视觉学习区的后部。在运动学习期间，被壳和苍白球的活性最初减少，可能是运动皮层-被壳-苍白球-腹侧回路的一部分。认知学习也可以使前额、纹状体回路的使用明显，而且不能用最近的认知学习理论来预测。然而，Buerger等 （1974） 的观察显示，损坏猴子的被壳削弱了其视觉学习判断的能力。

事实上，至今已经证实的仅仅是一个显示在认知学习相时活性改变的解剖结构表，和另一个在运动学习期间活性改变的结构表。

2.参与认知学习的组织结构

在认知学习中被激活和未被激活的结构表开始于边缘感觉相关区-海马旁回、海马、颞极、前岛叶、丘脑中背侧、扣带皮层和前额皮层选择区。除了前岛叶，损伤所有被激活或未被激活的结构导致视觉认知记忆削弱（Mishkin和Appenzeller，1987）。

对于参与的结构，或许可以加上纹状体腹部和眶额皮层。但不确定的是，是否新纹状体、前被壳和苍白球也参与认知学习。研究结果揭示许多平行的回路参与认知信息储存的可能性，因为这些结构参与到许多平行的皮层下回路中（见图2-113），这与损伤的研究是一致的。因为在方案中，损伤中颞叶而不损坏来自中颞叶结构中所有的输出是不可能的。同样的，损伤丘脑的前和背部而不同时损伤经过前岛叶、杏仁、纹状体腹侧和颞极也是不可能的。另外，对这样的一个丘脑损伤的影响难以估计。例如，事实上，有文字健忘症伴大的丘脑损伤的病人可以很好地解释为内板损害的后遗症。此外，损伤了基本的前脑胆碱能细胞而不同时损伤纹状体腹侧也是不可能的（Butcher和 Sem，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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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3　边缘、边缘旁、丘脑、纹状体和氨基酸能结构的内在联系回路（改自：Roland，1993）



所有远端的感觉相关区被连接到海马旁回的内嗅皮层。在学习期间，一些平行的回路可以连接入边缘结构、边缘旁结构（颞极、眶额皮层）、丘脑和基底节（基于猴子的研究）

健康受试者自主交谈的临床研究和显像揭示前边缘系统，特别是眶额皮层是将思想和行为调节到当前现实所需要的。当激活的记忆并不与正在进行的内容真实相关时，它通过连续抑制激活的记忆来达到，甚至在这些内容被自觉地意识到之前。Treyer等（2003）在一项研究中用PET 15
 O-H2
 O脑显像探查了眶额皮层经过什么解剖联系产生这个作用。他们让健康受试者执行4块连续的认知作业，每一板块由不同类型刺激（有意义的图案、几何图形、词、非词）组成。在每一板块内，要展示三次同样的照片系列，但每次安排不同的顺序。受试者被要求仅仅在当前正进行的一轮中指出重复的项目，找出来自前轮的熟悉的项目。在第一轮中，所有展示的项目都是新的，而且反应可以仅仅基于熟悉的判断（重复的项目），他们发现中颞叶和右脑额的活性。在第三轮中，当新的项目已经了解，而且需要最近的相关记忆的选择时，发现左眶额的活性，偶然伴有腹侧纹状体、尾状核头和体、黑质和丘脑内侧独特的活性。他们的研究结果支持眶额皮层通过包括基底节和丘脑的皮层下的联系影响记忆的皮层代表区。这些数据与正在进行实时思维的监测中的多巴胺能奖赏系统的作用一致。

3.认知学习的储存部位和机制

回忆实验的结果揭示，视觉和听觉记忆是储存在远端的视觉和听觉的相关区。在有限的视觉和听觉记忆损伤的影响方面散在的观察也支持这一点（Critchley，1953；Kertez，1983）。这样边缘和边缘旁结构不是储存的部位。长时间的研究显示，中颞叶损伤和丘脑损伤的病人没有登记和回忆损伤前已获得的认知信息的麻烦（Scoville和Milner，1957；Squire，1985），这样边缘回路仅有颞叶在确定的储存结构中。

4.运动学习的储存部位和机制

纹状体和小脑回路在运动学习中的作用更不清楚，即是否小脑仅暂时地参与学习，或是系统的部分储存运动程序。假定，运动程序的一个关键部分被储存在SMA和PM，那么小脑在运动学习中的作用就可以被适当的描述。Ito （1984）为探查小脑皮层和小脑核作为适当的皮层运动控制系统的部分作用所作的总的调查显示，从下橄榄（oliva）输入的上行纤维提供错误的信息。他写道：“小脑参与从运动程序到运动活动，通过旁路到达能对每一步作出反应的中央控制系统的转送步骤的每一步是可能的。”这些中央控制系统是SMA和PM。对于学习运动程序的真正认识可以在理论上假定一个自我建立的类似于认知学习中的原理。例如，活动的目的可能呈现被转送到PM和SMA的片段信息，这些区有能力控制运动系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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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认知心理学




第一节　概述



一、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认知心理学是研究认知活动心理过程的心理学分支。它涉及人是如何注意和获取外界信息，大脑是如何存储和加工这些信息，以及如何解决问题、思维和运用语言。Nesser（1967）对认知（cognition）作了精辟的概括：“‘认知’指涉及感觉输入的转换（transformed）、还原（reduced）、进一步加工（elaborated）、存储（stored）、恢复（recovered）以及利用（used）的所有加工过程。显然，人类可能做的每一项活动都有认知的参与；任何一种心理现象都是认知现象。”

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了所有的心理过程，从感觉到知觉、模式识别、注意、意识、学习、记忆、概念形成、思维、想象、语言、智力、情绪，及其发展过程。对其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主要的领域：

1.注意

注意领域主要研究人是如何从纷繁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中选择刺激或事件进行加工。我们认知的同时加工能力似乎是极其有限的：我们不能同时感觉许多刺激，也不能同时作多种认知加工。

2.感觉/知觉

感觉和知觉是直接参与感觉刺激的觉察和解释的心理过程，该领域主要研究有机体对感觉信号的敏感性以及对感觉信号的解释——知觉。后者对认知心理学尤为重要。感觉和知觉是最早被研究的心理过程，认知心理学对其有极其深入的了解。另外，感觉和知觉的研究与其他领域的研究（如模式识别、注意、意识和记忆）有密切的联系。

3.模式识别

模式识别领域主要研究人是如何将各种环境刺激结合起来，将其识别为一个有意义的对象。人极少只将环境中的各种刺激感觉为一个单一的感觉事件，而总是将它们知觉为更复杂的感觉刺激模式中的一个部分。

4.意识

认知心理学通常将意识定义为“当前对外部和内部情况的觉知”。该领域主要研究意识状态以及不同意识状态下的认知加工过程。

5.记忆

记忆领域主要研究信息是如何保持和提取的。

6.知识的表征

知识的表征主要研究信息是如何符号化的和如何与储存在大脑中的事件结合起来的。知识的表征包括两个方面：心理知识的概念表征，大脑储存和加工信息的方式。知识的表征是人类所有认知功能的基础。

7.想象

想象领域主要研究人是如何形成心理映像的。想象是指当一个情景或事件没有出现，但人在头脑中可以“看见”它们的图像。心理映像真的存在吗？它们与你知觉到的图像有区别吗？心理映像有什么特点？这些问题都是该领域研究和关心的。

8.语言

语言领域主要研究语言的掌握、理解和产生，即人是如何利用语言进行交流的。语言活动几乎与所有的认知加工有关，该领域是认知心理学的热点研究领域之一。

9.认知发展

认知发展主要研究个体认知能力的发展和变化过程及其规律。近年来，有关发展认知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和理论极大地加深我们对认知结构发展的认识。

10.思维和概念形成

思维和概念形成主要研究人如何对一类事物进行反映，如何利用已有信息作出判断和决策、解决问题等。

11.人的智力和人工智力

人的智力和人工智力主要研究人的认知加工能力及其实质，如何使机器具有认知功能。

12.认知神经科学

认知神经科学主要研究认知活动的神经基础及其两者的联系，是认知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结合的产物。认知心理学家试图用神经学的成果解释他们对认知的研究成果；神经科学家则寻求通过认知心理学去解释他们在神经学实验室观察到的现象。近年来，认知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形成了紧密的工作联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当代认知心理学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

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认知心理学与其他科学一样，研究步骤包括提出问题、形成假设、收集数据、分析数据、检验假设和发展理论。认知心理学的研究目的是探讨认知过程及其规律，认知心理学家就采用各种方法来完成这一目标。常用的研究方法包括：实验法、心理生理学研究、自我报告法、个案研究、观察法和计算机模拟法。每种方法都有其优点和不足之处。

1.实验法

实验法是认知心理学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实验法使研究者能操纵自变量，并对无关因素作严格控制。因而，实验法比较容易作因果推断，但因脱离实际情景，其生态效度较低。认知心理学的实验常通过比较两个认知加工作业的绩效（通常是反应时、反应正确率），从而推断这两个认知任务是否需要不同的认知加工。研究时，研究者往往选择包含除一两个认知加工不同外其余几乎相同的两个认知任务。如果被试完成这两个认知任务的反应时和反应正确率（或其中之一）上存在显著差异，则推断其中一个认知任务需要更多（或更少）的认知加工。

2.心理生理学研究

该方法通过研究认知活动与脑活动和脑结构之间的关系，推断认知加工的机制。常用的技术包括：大脑解剖法（个体死亡后）、认知障碍者的脑活动和脑结构研究、正常人的认知活动与脑活动和结构的研究。随着无损伤脑成像技术（fMRI，EEG，MEG等）的快速发展，后两种研究技术的使用越来越普遍。

3.自我报告法、个案研究和观察法

自我报告法是记录和分析个体对自己认知过程的描述的方法；个案研究是研究某个典型个体的认知活动及其特点的深入研究的方法；观察法是不施加控制地观察研究对象认知活动及其特点的方法。这些方法常用于不便或不能操纵自变量和控制无关变量的情景，是实验法的补充。但因其常在自然情景下进行，有可能获得较高的生态效度。

4.计算机模拟法

研究者设计程序，使计算机模拟完成人的某种认知功能或信息加工，并将该模型或程序作为人的认知加工过程的一个模型。

三、认知心理学简史

有史以来，人们一直在追问我们是如何认识外面的世界的？我们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知识在我们心理上是如何表征的？这些问题也是认知心理学的基本问题。

1.“先天与习得”（nature　vs.nurture）的争论

哲学家曾对知识的来源问题进行过“先天与习得”的争论。先天论者认为知识是与生俱来的脑的属性，人出生时就存有知识和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427—347 B.C.）认为，灵魂来自理念世界，人的感觉只不过是唤起理念世界的回忆，唤起理念世界的影子。然而，习得论者认为知识来源于经验。虽然早在古希腊就有哲学家持有这种观点，但历史上最著名的习得论者哲学家是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洛克（J.Locke）。洛克的“白板论”认为，人出生时的心理就像一块白板，随着个体的成熟经验将知识和对世界的认识“写”在这块白板上。洛克的观点促成了“联想主义心理学”的诞生。联想主义者否认存在天生的观念或能力，认为心里充满了通过各种感觉获得的观念，进而这些观念按照相似或对比原则结合起来。当前，虽然仍有心理学家主张人的心理或行为的生物学原因或经验，但绝大多数心理学家都采取了更包容的观点。他们承认生物学因素（如遗传、大脑的神经过程）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也认为经验在心理和行为上留下了烙印。

2.早期心理学对认知的研究

1978年，以冯特（W.Wundt）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心理学的早期，有关知识表征的理论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派以冯特为代表，强调心理表征的结构；另一派以布伦塔诺（F.Brentano）为代表，强调过程或活动。这两种观点的争论，后来演变心理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两个心理学流派——构造主义和功能主义之间的争论。铁钦纳（E.B.Titchenner）继承了冯特的观点，并加以极端化，而以詹姆士（W.James）、卡特尔（J.Cattell）等则强调心理的功能或活动的研究。功能主义心理学的观点对行为主义的产生起了直接的影响。

20世纪初，随着行为主义和格式塔心理学的出现，心理学对知识表征的研究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行为主义将人和动物心理学变为刺激-反应（S-R）框架的心理学。在行为主义盛行的年代，对注意、意识、记忆、思维等心理的内部加工和结构的研究都消失了。这种状况持续了大约50年。

1932年，美国心理学家托尔曼（E.Tolman）发表了《动物和人的目的性行为》。在他开创性的工作中，托尔曼观察到了大白鼠在迷宫中学到的是位置而不仅仅是一系列S-R联结。他将大白鼠放在迷宫中，训练它们沿着一条迂回曲折的通道找到食物。训练结束后，托尔曼将食物放在可以走捷径直接得到的位置。他发现大白鼠会直接通过捷径找到食物，而不是沿原先训练的路径走。托尔曼认为，动物逐渐形成了环境的“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动物利用认知地图找到了目标（食物）。这种“内部地图”其实就是一种对环境信息的表征。虽然不能确切地说，托尔曼的研究直接影响了现代认知心理学家，但却可以由此推定他的认知地图是认知结构中表征知识的现代概念的先驱。

也是在1932年，英国心理学家巴特勒特（F.Bartlett）发表了专著《记住》（Remembering）。书中描述了他在自然情景下运用内容丰富、有意义的材料对记忆的研究。他让参加实验的大学生读一个故事，过一定时间后要他们尽可能地回忆读过的故事的内容。他发现大学生回忆的内容是按照他们对故事的总体印象或主题构建的，对具体细节事实的回忆又使故事的主题得到增强。巴特勒特引入了“图式”（schema）概念，用它来描述如何将一些基本事实组织成一个主题。图式理论在现代记忆理论中起着重要作用。

与行为主义同时代的格式塔理论则以“同型论”（isomorphism）构建了内部表征的精细理论。同型论建立了内部表征与现实的一一对应关系。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现实世界的内部表征许多是与外部的现实世界不一致的，即它们不是“同型”的。托尔曼的动物研究和巴特勒特的大学生的研究都表明，感觉输入的信息是以抽象表征存储的。而且，神经学的研究清楚地显示来自外部世界的信息是以神经化学编码的方式被感觉和储存的。

3.认知心理学的诞生

20世纪50年代，随着人们对行为主义过分强调外显的行为、忽视心理过程的反对不断高涨，心理学的研究兴趣中心又开始转向注意、记忆、模式识别、想象、语义组织、语言过程、思维，甚至意识。

1956年是认知心理学诞生的重要时刻。这一年，米勒（G.A.Miller）发表了《魔数7± 2：我们信息加工能力的一些限制》（Magical Number Seven，Plus or Minus Two：Some Limits on Our Capacity for Processing Information）； Shannon and McCarthy 编辑出版了《自动控制研究》（Automata Studies）； Minsky发表了《迈向人工智能》（Steps towar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erry Bruner，Jackie Goodenough和George Austin发表了《思维研究》（A Study of Thinking）； Tanner，Swets，Birdsall等将信号检测论应用于知觉研究；McCarthy，Minsky，Shannon 和 Nat Rochester在Dartmouth召开一个人工智能的会议，几乎所有该领域的研究者都参加了会议。这些事件标志着认知心理学的诞生。Newell和Simon曾说，1956年对信息加工心理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一年。

促成认知心理学诞生的重要力量主要有：

（1） 通信理论。通信理论推进了信号检测、注意、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发展，它们都对认知心理学具有重要意义。

（2） 现代语言学。现代语言学在研究语言和语法时开始考虑与语言有关的认知过程。

（3） 记忆研究。语言学习和语义组织的研究为记忆研究提供了实验基础，这导致了记忆系统模型及其他认知加工过程模型的提出。

（4） 计算机科学和其他科学技术的进展、计算机科学，尤其是人工智能分支，要求对问题解决、记忆过程及其存储，以及语言加工和掌握等的基本假设进行重新考察。新的实验设施使得研究能力得到极大的拓展。

（5） 认知发展。发展心理学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各种能力也依序出现。在当时众多发展心理学家中最突出的是皮亚杰（J.Piaget），他描绘了从婴儿到青春期儿童的思维是如何发展的。这种思维能力的发展过程似乎是天生的。

认知心理学的诞生掀起了心理学的一场革命，很快成为了心理学研究的主流。目前，它是心理学中最活跃的研究领域，并深入到其他各领域，成为其他各领域研究的基础之一。

四、认知心理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认知是多学科共同的研究对象，众多与认知研究有关的学科构成了认知科学。米勒用图3-1描述了认知科学中的主要学科及其关系。图中的直线连接的两个学科已经相互结合，共同研究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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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认知科学的主要学科及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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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注意与感知觉






人所处的环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刺激，而人在某一时刻能清晰地觉察到的信息是有限的。大脑如何有效地接受对人有重要意义的信息？如何将有限的信息加工能力分配给需要的认知加工过程？这些都有赖于注意。

一、注意

注意是指心理加工资源对一定对象的指向和保持，它选择某个或某些对象进行心理加工，或将心理资源保持在某个对象或心理加工过程上。注意与感知觉、记忆、思维等所有认知过程密切相关，有关注意的研究目前是认知心理学的热点领域。注意研究主要集中在5个问题上：加工能力和选择性注意、唤起水平、注意的控制、意识以及注意的认知神经机制。

1.注意的模型

（1） 早期选择理论（early-selection theory）现代有关注意的研究起自英国心理学家切里（C.Cherry）的双听研究。他给被试双耳同时呈现两个信息，要被试追踪其中一个耳朵听到的内容。切里发现，虽然被试能够觉察到非追踪耳呈现的大的变化（如男声变为女声），但不能报告非追踪耳呈现的语义信息，甚至呈现的语言由英语变为德语也不能觉察。

英国心理学家布罗德班（D.Broadbent）对双耳听觉研究发现的不能觉察非追随耳内容的现象提出了一种解释。他认为人的信息加工能力是有限的，注意选择了某些感觉信息作有意识的加工，并忽略其他信息（即“全或无”原则）。该模型将注意看做是一个“全或无”的选择开关，控制信息是否进行有意识的加工。由于这种观点认为注意是对感觉信息的选择，发生在认知加工的早期，所以它被称为“早期选择过滤器模型”（early-selection filter model）。

特瑞斯曼（A.Treisman）针对过滤器模型不能解释非追踪耳的信息也能得到部分加工的现象，提出了“衰减器模型”（attenuator model） 。她也将注意看做是一个选择装置，但对其作用她认为这不是一个“通”或“断”的开关，而是一个衰减器。衰减器的功能是控制信息的通过量，注意的信息几乎全部通过；而非注意信息则受到衰减，其通过的量较小。因此，非追踪耳的信息也能得到一定的加工，尤其是当非追踪耳信息的心理意义较大时，更能得到进一步的加工。如在鸡尾酒会上，人往往能在嘈杂的声音中听见别人在说自己的名字。

特瑞斯曼的衰减器模型与布罗德班的过滤器模型对非注意信息是否得到进一步的意识加工存在不同看法，但两者都认为人的信息加工能力是有限的，注意的选择发生在认知加工的早期（即对感觉信息的选择）。因此，这两种模型也被合称为“过滤-衰减模型”，它们都属于“早期选择理论”。

（2） 后期选择理论（late-selection theory）

后期选择理论认为，注意是在长时记忆中对表征进行操作；而不是对感觉信息进行选择，使得未被选择的信息在识别之前就受到过滤或阻塞。Deutsch和Deutsch（1963年）、Norman（1968年）都提出了类似的后期选择理论。后期选择理论与早期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非常相似，不同的是对选择装置位置的观点。

（3） 注意的资源模型（capacity models of attention）

注意的资源模型将注意视作将有限的认知资源分配到各个对象的过程。注意资源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人如何能执行一个以上的需要注意的认知任务。假定人们具有一定数量的认知资源，注意可以根据任务的需求，将认知资源分配到不同的认知任务中，从而使人能够同时完成几个任务。

（4） 双加工理论（dual processes model）

在注意的认知资源理论的基础上，谢夫林等人（Shiffrin ＆ Schneider，1977）进一步提出了“双加工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的认知加工有两类：自动化加工和受意识控制的加工。自动化加工可以“自动地”进行，几乎不需要“注意”；而受意识控制的加工则消耗大量的“注意”。据此理论，人可以同时完成一个受意识控制的加工，再加数个自动化的加工。

二、感觉登记

感觉登记是存储感受细胞接受的信息的记忆。人有五大类感受细胞：视觉的——接受外界物体发射或反射的光线，听觉的——接受外界事物发出的声音，味觉的——接受外界事物的味道，嗅觉的——接受外界事物发出的气味，触觉的——接受外界事物的质地、振动、温度等。外界刺激的各种物理或化学的能量通过感受器转换为神经冲动，这些神经冲动经过编码、分析，使人认识到外界事物的各种属性，为我们进一步识别外界事物奠定基础。

以视觉为例，外界事物的光线（电磁能）经眼睛上的感光细胞转换为神经冲动，进入大脑中的视觉皮层，通过分析我们认识到明暗、颜色、线段、角等特征。感觉系统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特征探测器，即对特定刺激模型高度敏感的系统。如有的对水平线段特别敏感，有的对垂直线段特别敏感，也有对角、运动等特征特别敏感的探测器。

感觉系统在完成信息的分析后，对信息进行编码——将一些重要的特征转换为可以被大脑理解的神经信息。大脑对这些神经信息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综合，同时激活大脑中已有的相关经验，形成了对外界事物的反映。从某种意义上说，感觉是对外界刺激的探测，而知觉是对外界刺激的解释。在此期间，感觉登记保持感觉信息直至其他认知加工对其作出解释或加上意义。因为有了感觉登记，我们才能在对正在发生的事物进行加工时不至于丢失刚刚输入的信息。每个感觉通道具有相应的感觉登记，其中视觉和听觉是得到最广泛研究的人类感觉系统。

感觉登记具有三个重要特性：首先，信息保持是以“写实的”（veridical）的形式存储的，即存储的信息与感受器上所发生的完全一致；其次，感觉登记的容量相应较大，能容纳作用于感受器上的所有信息；最后，感觉登记能保持信息一小段时间。Sperling（1960）用部分报告法的研究表明，视觉刺激以映像（icon）方式存储于感觉登记，其保持容量约为9个字母，保持时间约为300ms。其他研究者的研究表明，听觉等感觉通道也存在感觉登记。感觉登记的写实性、大容量和短时效性的特性，使感觉登记为其他认知加工过程进行进一步信息加工以保持信息的功能达到最优化。

三、模式识别

知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外界输入的刺激的意义的解释，这既依赖于外界刺激的特性，也与大脑中已有的经验有关。图3-2a为一双关图，既可以看做一少女，也可以看做一老妇。如先看图3-2b，再看图3-2a，则图3-2a看上去为一少女；但如先看图3-2c，则图3-2a看上去为老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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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模式识别双关图



认知心理学中，将主要依赖于外界刺激的加工，称为数据驱动的加工或自下而上的加工；而将主要依赖于已有经验的加工，称为概念驱动或自上而下的加工。这两种加工的共同作用，使我们完成对外界事物的识别。人是如何识别模式的？认知心理学家提出了许多理论，主要的有模板论、原型论、特征论、几何子论等。

1.模板论（template　matching）

模板论认为，大脑存储了大量的有关外界事物的模板。通过对观察到的外界事物的模式与大脑中已有的模板集中在一起进行比较，一旦找到了与之完美匹配的模板，我们就识别了该模式。例如超市收银台计算机识别条形码，通过将扫描得到的商品上的条形码与存储中的各种代表数字和字母的条形码模板进行比较并选择匹配的模板，计算机就识别出了相应的数字和字母。

模板论直观易解，但为了识别外界纷繁复杂的事物，大脑必须存储巨量模板以供匹配。这造成了模板的存储以及检索的极大困难，在现实中也是无法实现的，并且没有必要。因此，有人提出了模式识别的另一种理论。

2.原型论（prototype　matching）

原型论用“原型”（prototype）代替了“模板”。原型不是一个固定、具体的特定样式，而是一类相关物体或模式的最典型代表。外界输入的模式与原型进行比较，一旦两者匹配，就识别了外界的模式。原型论得到了很多研究的支持。

3.特征论（feature　analysis）

特征论将模式识别视作一种高级的信息加工过程，它首先从复杂的输入信息中认出他们的各种简单特征，然后识别出完整的视觉信息模式。该理论得到了来自神经学研究的支持。Hubel等人运用微电极对猫或猴子视觉皮层的神经学研究发现，当把各种简单形状呈现在动物眼睛前面的屏幕时，有些细胞只对水平线段有反应，而另一些细胞只对垂直线段作反应。似乎是每一个细胞各有其职责，专门对某种特征作出反应。

O.Selfridge用“魔宫”（pandemonium）来比喻特征分析。在“魔宫”中有四类“魔鬼”各司其职。“形象魔鬼”负责接受感觉信息，并将其传递给“特征魔鬼”。“特征魔鬼”负责对刺激的各个特征进行分析，当刺激与特定特征匹配时，相应的特征“魔鬼”就叫喊，将匹配的特征告诉下一个层次的“认知魔鬼”。“认知魔鬼”大声喊出记忆中可能具有与“特征魔鬼”，认出的特征相应的模式。“决策魔鬼”听着魔宫中的“认知魔鬼”的叫喊，并依据认知魔鬼喊的频繁程度（即特征匹配的多寡）对所看到的作出决定。

4.几何子理论（gron　theory）

特征论需先将模式分析为特征，但由于特征都非常简单，用其组合成模式将变得极其复杂。I.Diederman提出了成分辨认理论（recognition by components theory，RBC）。该理论用几何子（geon）代替特征，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观察物体之后将物体分解为几何子方式来再认物体。几何子为一些基本的几何形状，如立方体、圆柱体、圆锥体、棱台等。几何子通过变形、组合，可以构成各种各样的物体。

上述模式识别理论，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人识别物体形状的机制，也为人工智能提供了模型。但它们各自都有缺陷，有待进一步完善。











第三节　记忆






记忆是人对过去经历的事件或体验的反映。记忆是最早引起心理学家重视和研究成果最多的领域之一。艾宾浩斯（H.Ebbinghaus）有关记忆保持时间的研究，首创了以实验方法对记忆的研究。詹姆斯（W.James）首先提出了两分记忆模型，一种记忆对知觉的事物只保持很小一段时间，而另一种记忆则可以将知觉的事物保持很长时间甚至终身。詹姆斯的思想可以说是现代的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概念的先驱。

一、短时记忆

短时记忆（short-term memory）指的是保持时间很短（约数秒钟，有时也可以达到数分钟）的记忆，长时记忆指的保持时间在1min以上直至终身的记忆。两者除了保持时间上的差异外，还存在其他诸多方面实质性的差异。

短时记忆一次能存储的容量很小，米勒（G.Miller）在1956年指出短时记忆的容量为7±2个组块（chunk）。组块指的是具有意义的最小单位，如1个数字、1个字母，或1个单词等。通过某种加工（如联想、附加规律等），可以将几个数字或字母构成一个组块。一般而言，在组块总数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组成组块的成分越多，能记住的信息的绝对量也越大。如将数字串149162536496481组织为1，2，3，4，5，6，7，8，9的平方1，4，9，16，25，36，49，64，81后就很容易记忆。再如 international，13个字母比较难记；但若将其组织为 inter，nation，al三个词素后就容易记多了。但也有研究者发现，构成组块的成分的数量会影响能回忆出的组块数量。另外，有研究者发现延迟或干扰会降低短时记忆的容量。

短时记忆的编码方式以语音编码为主。康勒德（R.Conrad）1964年对被试记忆快速呈现的字母所犯错误的分析，提供了短时记忆编码方式的证据。康勒德选择了字母B，C，F，M，N，P，S，T，V，X中的6个字母进行组合作为学习材料，以每个字母750ms的速度以视觉方式向被试呈现。字母呈现结束后，立即让被试按照呈现的顺序写下每组的6个字母。通过对被试回忆时出现错误的分析，康勒德发现尽管学习材料是以视觉方式呈现的，但错误却往往是以发音相似的字母替代了呈现的字母，而不是字形相似的字母之间发生混淆。此结果表明，短时记忆中的内容是以语音方式编码的。其他研究者发现除了语音编码外，在某些情景下短时记忆也可能采用语义编码、视觉编码等。

短时记忆中的内容是如何提取的？斯腾伯格（S.Sternberg）1966年的研究给出了经典回答。他提出了两类可能的提取方式：（1） 所有项目是同时提取（平行加工）的或是一个个项目依次进行（序列加工）的；（2） 搜索完全部项目才停止提取（穷尽式提取）或一旦发现目标就停止（自动停止式提取）。他给被试呈现1至6个数字作为记忆项，要求被试记住。短暂停顿后再呈现一个数字（该数字可能为记忆项中的一个数字，也可能未在记忆项中出现过，称作“探测项”），要被试对此数字是否为先前呈现的1至6个数字串中的一个作出反应。

如果提取是以平行加工方式（即所有记忆项中的字符一次同时提取）的，则反应时应该出现图3-3中a所示的模式，即无论记忆项中的字符数多少，被试的反应时间都是一样的；但若提取是以序列加工方式（即一次提取一个字符）进行的，则被试的反应时间将随着记忆项中的字符数的增加而增加（如图3-3中b所示）。而在项中找到与探测项匹配的字符后是继续搜索直到结束还是立即停止，可以用图3-3中c和d反应时的模式表示。斯腾伯格的研究结果发现，被试在对探测项的反应时随着记忆项字符数的增加而延长，并与探测项在记忆项中的位置无关，这表明短时记忆的提取是完全的序列搜索加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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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斯腾伯格记忆提取任务的结果预测



二、长时记忆

长时记忆指的是保持时间大于1min，甚至终生的记忆。人们日常谈到记忆时所指的即为此。长时记忆的存储容量极大，甚至至今未找到像测量短时记忆容量那样的可以测量长时记忆容量的方法。至于长时记忆中信息保持的时间能持续多长，这个问题也不易回答。20世纪初，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曾运用无意义音节对长时记忆的保持时间作过系统研究。他发现，长时记忆信息的遗忘呈现“先快后慢”的特点。即记忆的内容在学习后的一段时间内随时间流逝而快速遗忘，至一定程度后就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不再随时间大幅遗忘。他还发现，材料的性质对保持时间长短也有影响，无意义音节遗忘较快，押韵的有意义的诗歌遗忘较慢。

长时记忆中的信息主要以语义方式进行编码。例如，记忆包含41个单词的词表，隔5min后进行再认测试。再认测试项中有一部分是没有学习过的干扰项，干扰项中有些与记忆词表中的单词有语义关系，另一些则无语义关系。结果发现，干扰项中的再认词为记忆词表中单词的同义词时错误再认率较高，而无语义关系的干扰单词则较少被错误再认。不过，另外一些研究表明，除语义编码外，还存在视觉编码等其他方式的编码。

对长时记忆信息的提取不仅是重构的，即使用各种策略（如寻找线索、作出推论等）提取相关经历的记忆痕迹重新还原原始的经历，而且记忆提取还是建构性的，即依据有关经历的相关线索及自身已有的经验，构建一个“自以为原始的经历”——弯曲的错误回忆。许多研究者对“自传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指对个体自身经历的记忆）的研究发现，个体不可能准确记忆过去（尤其是幼年的经历），其自传记忆往往是建构性的。

人们在回忆长时记忆中的信息时常会犯一些错误，Scharcter（2000）将其归纳为七种形式，称其为“记忆的七宗罪”（seven sin of memory）：短暂、心不在焉、阻滞、错误归因、暗示、偏见和连续。

三、内隐记忆

内隐记忆指无预定目的且不需意志努力地对过去经验的记忆，是过去经验对个体当前活动的一种无意识影响。由于这种记忆对行为的影响是自动发生的，个体无法意识到，因此又称为自动的、无意识的记忆。内隐记忆可以通过“词干补笔测验”等方法进行检测。内隐记忆与外显记忆相比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见表3-1），对内隐记忆的探查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研究记忆的方向。

四、记忆系统模型

认知心理学家通过对正常人完成特定记忆任务实验研究以及对记忆丧失病人等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有关记忆系统工作机制的模型，其中最典型的模型有爱塔金生和谢夫林（R.Atkinson ＆ R.Shiffrin）1968年提出的“三重记忆模型”。“三重记忆模型”认为记忆系统包含三种记忆：（1） 保存信息的容量相对有限且保持时间非常短暂的“感觉记忆”；（2） 信息保持时间稍长且保存容量也有限的“短时记忆”；（3） 自信保存容量无限且可保持很长时间的“长时记忆”。

其他比较有影响的记忆模型还有“加工水平模型”、“多种记忆系统模型”等。加工水平模型认为，记忆并不存在三种或是任何几种彼此独立的存储系统。短时记忆与长时记忆的区别只是对识记材料的加工水平不同而异。加工水平较浅的材料很快就被遗忘了，就如短时记忆那样；而加工水平较深的材料就保持得比较长久，就像长时记忆那样。多种记忆系统模型认为，对不同性质信息的记忆是不同的。如Tuling（1983）提出“语义记忆”和“情景记忆”，“陈述性记忆”和“程序性记忆”等。这些区分，不仅得到了行为研究证据的支持，也得到了一些神经方面研究结果的支持。

表3-1　内隐记忆与外显记忆的区别




	因素
	外显记忆
	内隐记忆



	加工深度
	有影响
	无影响



	保持时间
	较短
	较长



	记忆负荷量
	有影响
	影响不大



	呈现与提取方式改变
	无影响
	有影响



	干扰
	易受干扰
	不易
















第四节　知识的表征及其组织






外部世界在我们头脑中是如何表达的？我们经历过的事物又是以何种方式组织起来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将它们提取出来或进行加工？这些问题是认知心理学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一、表征

表征（Representation）又称心理表征或知识表征，指信息或知识在心理活动中的表现和记载的方式。表征是外部事物在心理的内部代表，也是心理活动加工的对象。虽然人们都认为在人的头脑中必定存在某种代表外界客观事物的心理表征，但至今没有办法直接观察到这种代表是什么东西。心理学家只能通过观察人们如何进行各种不同的认知任务，以及大脑受损或病变者所表现出的认知加工缺陷，推测完成这些认知加工所需的对心理表征的操作，进而间接地推测可能存在的心理表征。

1.心理意象

心理意象（mental imagery）是表征对象在头脑内部的抽象类似物（abstract-analog）。我们头脑中出现的不在面前的物体或事件的形象，就是心理意象。它是类似物，指其具有与知觉表象类似的特性，且不断变化，好像是在模拟外在对象的连续变化。但它又是抽象的，因为它似乎并不是某个具体的形象，而常常是某类形象的概括。

虽然心理意象可能涉及各种感觉形式（如听觉、嗅觉或味觉），但绝大部分有关心理意象的研究都集中于视觉意象。

Shepard与其同事对心理旋转（mental rotation）的研究为视觉意象的存在及其功能提供了广为引用的证据。在Shempard的实验中，他要求被试判断图3-4右边的刺激与左边的刺激是否相同（不考虑旋转）。图中A和B两对刺激中，右边的刺激是左边的刺激旋转一定角度后的同一个刺激，是两个相同的刺激；而C中，右边的刺激是左边刺激的镜像，为两个不同的刺激。实验操作的主要自变量是旋转的角度，因变量是被试作出判断所用的时间。实验的结果如图3-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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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Shepard心理旋转实验的刺激



[image: ]
图3-5　实验结果



由图3-5可知，反应所需的时间（RT）与旋转的角度呈线性函数关系。旋转的角度越小，反应时间越短；旋转的角度越大，反应时间越长。每旋转50度，反应时间大约相差1s。这些结果表明，人在判断成对出现的刺激是否相同时，似乎对其中一个在头脑中的表象在作旋转操作，将其旋转到与另一个同样的角度后再作出是否相同的判断。Sheparad的研究结果对于认知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结果为心理意象的存在提供了重要证据，Shepard还据此提出了“功能等价说”。功能等价说认为，虽然外界事物在我们的头脑中不是直接地或结构性地被表征的，但是其在头脑内部关系操作的方式和外部关系操作的方式是相似的，即头脑内部的表征——心理意象具有与外部事物相似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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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Kosslyn心理扫描实验的刺激



Kosslyn和他的同事运用另一种实验范式——心理扫描（mental scan）研究了视觉表象的空间特征。在实验中，Kosslyn要被试记忆如图3-6所示小岛中的灯塔、小船、树、井等所在的位置，一直到他们能精确地重复摆出各种物体所在的位置。然后大声说出图中一个物体的名称，要求被试将注意集中于该物体。5s后，又说出第二个物体的名称，被试听到后去扫描这幅地图以寻找第二个物体，当被试在心理上将注意集中于它时，就按压键。

Kosslyn等人的心理扫描实验的结果显示，被试完成这个心理操作所需的时间是原图内两个物体之间距离的函数。两个物体在图中相距的距离越远，反应时间越长。该结果表明，虽然他们的头脑中并没有这幅实际的地图，但他们的操作却像在实际地图上从一个地点向第第二个地点移动一样。

2.双重编码理论

双重编码理论（dual-coding hypothesis）是A.Paivio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的。根据双重编码理论，人们既使用心理意象又使用语义的编码来表征信息。心理表象是对我们观察到的物体刺激的类比编码，它维持了被表征物体的主要知觉特征。而语义编码则是以一种抽象符号来表征事物。语言是最重要的抽象符号。

Paivio和他的同事配对联想学习的实验范式，要被试评价名词的表象性质。他要被试对各种名词所能产生的心理意象从表象性、具体性、意义性等方面进行评级。结果显示有些名词的表象性较强（如大象、教堂等），而另一些差些（如事迹、美德等）。

双重编码假说假设表象的和语义性的这两种编码在信息加工时可能产生重叠，但是更着重依赖其中的一种编码。例如，一个熟悉并且容易命名的图片同时通过表象和言语进行编码，但是由于言语编码有一个额外的转换，不易提取，因此言语编码发生在表象编码的激活之后。此外，一个具体的名词可能同时进行表象的和言语的编码，但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只用言语进行编码。

3.概念命题假说（proposition　theory）

命题由数个概念构成，可以被用来描述各种关系。数个命题可以构成表示更复杂关系的组合。概念命题假说认为，外界事物是以命题形式被表征的。Anderson和 Bower认为，人能储存全部的情景图像的假设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对其的存储和提取大大超出了人类所能。

二、知识的组织

人的知识可以分为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陈述性知识是关于事物、事件、观念等的事实性信息，它们通常可以用语言来描述；程序性知识是关于如何做某件事的知识，通常是通过动作或表现来表示、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概念是陈述性知识的基本要素，认知心理学家提出了多种概念组织的模型。

1.语义层次网络模型

语义层次网络模型（hierarchical semantic net） 是Collins ＆ Quillan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关于知识组织的模型。该模型认为，知识是一个按语义层次网络进行组织的。该网络中存在一些节点，节点上存储着一些重要的元素（概念），节点与节点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从而将多个节点连接在一起，从而形成网络。

Collins 和 Quillian在实验中要求被试判断呈现的陈述句所述的事实是否是真的，如“金丝雀有翅膀”、“金丝雀是种鸟”、“金丝雀是种动物”，等等。陈述句中包含两个概念，实验操作了两个概念之间的“等级”，即有的两个概念属于同一个语义层级，有的隔一个等级等。结果发现，陈述句中两个概念的语义等级越接近，被试判断其真假的反应时间越短。该结果是语义层次网络模型的重要证据（见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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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语义层次网络模型



2.图式

图式（schemas）是指对概念进行意义组织的心理框架。图式可以包含其他亚图式，如“水果”图式可以包含苹果的图式、梨的图式等。











第五节　决策与问题解决






决策与问题解决集中地体现了人对已有知识的运用，是认知心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最卓有成果的领域。

一、决策

决策是在多个选项中作出选择或决定的过程。多个学科从各自的角度对决策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心理学家关心的是人决策的心理过程。

1.决策理论

关于人是如何决策的最早模型大多是由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哲学家提出的。这些早期的决策模型都假设决策者知道所有可能的选择及其所带来的后果（通常用概率和效用或价值表示），清晰地知道各选项之间的细微差异，并且在决策时是完全理性的。这些模型被称为“经典决策理论”。

另外一些模型则更多地考虑决策者的心理成分——决策的动机、情感等在决策中的作用，运用主观期望效用或价值（决策者对效益大小的主观判断）代替客观的效用或价值，用主观概率（个体估计的可能性）代替客观概率（统计结果）。这些模型被称为“主观期望效用理论”。

2.启发式策略

人在决策时常会根据自己已有的经验，作出一些选择，这种策略称为启发式策略。这种策略为决策者作出选择提供了心理捷径，降低了决策时的认知负荷，但也包含了更大的决策错误率。常见的启发式策略有：

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指的是某个选项最能代表某种现象时，该选项就最可能被决策者选择。如大部分人认为家庭中孩子出生顺序是GBGBBG（G代表女孩，B代表男孩）的可能性比BGBBBB大得多。在判断某家庭孩子的出生顺序时更多的人会选择前者。

可得性（availability）：指依赖我们头脑中容易想起的事件作为选择的依据。例如分别单独询问夫妇两人，家中20项家务中他们各自承担的比例。结果他们都声称20项家务中的16项是自己经常做的。

事后诸葛亮（hindsight bias）：指在知道结果后再审视某一事件时，很容易发现该结果的所有信号和先兆。这样的例子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常常经历。

框架效应（frame effect）：指决策受问题和选项的表述方式的影响，当面临获利时，人们往往选择规避风险；而当面临损失时，人们往往偏好风险。例如面对同一医疗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表述，对决策者的选择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在下面的表述A中，人们常会选择方案一（规避风险）；而在表述B中，人们常会选择方案四（偏好风险）。

表述A：假设某国正在为亚洲即将爆发的一场非同寻常的疾病作准备，这场疾病可能会导致600多人丧生。如何与这场疾病作斗争有两套方案。假设对每种方案结果的科学估计如下：

如果实施方案一，能够挽救200人的性命。

如果实施方案二，有1/3 的概率挽回600人的性命，有2/3 的概率无法挽救任何人。

表述B：假设某国正在为亚洲即将爆发的一场非同寻常的疾病作准备，这场疾病可能会导致600多人丧生。如何与这场疾病作斗争有两套方案。假设对每种方案结果的科学估计如下：

如果实施方案三，400人死亡。

如果实施方案四，有1/3 的概率没有人死亡，有2/3 的概率600人都会死亡。

二、问题解决

问题解决是人运用知识，从一系列已知条件走向问题答案的心理过程。有些问题带有明确的界定，如如何计算圆柱的体积，称为定义良好问题；而有些问题则不易界定，如写一本受读者喜爱的书，称为定义不良问题。这是问题类型连续体中的两个极端，其他问题可能处于该连续体中的某位置。

1.问题解决的一般过程

问题一般包含开始状态、目标状态和障碍。开始状态即已知条件，是问题解决的出发点。目标状态是要达到的目的，而障碍是在开始状态与目标状态之间存在的“缺口”，使目标无法直接达到，且存在某种限制，或可使用的资源有限。

问题解决通常从定义问题开始，即明确开始状态和目标状态。问题的定义可能是别人作出的，也可能是问题解决者自己定义的。

定义问题后，需要制订达到目标状态的策略，寻求解决问题需要的资源。然后，运用可用的资源，实施解决问题的方案。最后，检验解决方案是否可行有效。

2.解决问题的策略

常用的问题解决的策略有算法法和启发式。

算法法（algorithms）：指将问题任务分解成一系列的步骤，列出所有的可能操作和可能的步骤，形成所有可能的子程序，然后一个一个地操作。该方法从理论上讲可以保证问题的解决。如一个由四位0～9构成的银行账号密码，你从 0000～9999一个一个地去试，总能找到该密码是哪四位数构成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启发式（heuristics）：指凭借经验、直觉或猜测解决问题的策略。它为问题解决提供了一条捷径，但不一定保证解决问题。最常见的启发式策略是手段-目的分析 （mean-ends analysis）——将最终目标分解为一系列的子目标，问题解决者分析问题的方法是尽量缩小当前状态与目标状态的差异。其他还有前推法（working forward）、逆推法 （working backward）和产生—测试法 （generate and test）。

3.影响问题解决的心理因素

问题解决受到许多心理因素的影响，常见的影响因素有：

心理定势（mental set ）：指人在解决问题时的心理准备状态，它可能促进问题的解决，也可能阻碍问题的解决。如九点问题：要求被试用四根连续的直线通过以下九个点。很多被试很难解决该问题，因为他们自认为直线不能超出由这九个点构成的矩形（见图3-8）。

功能固着（functional fixedness ）：指某个物品由于常用作某种功能，而将其作用局限于该功能，而忽略了它的其他功能的发挥。如“两绳问题”中钳子当摆锤用的功能，从房间的天花板垂下两根绳子，要求被试用双手同时抓住它们。这两根绳子相距相当的距离，被试必须要在抓住其中一根的同时让另一根摆起来，才有可能同时抓住两根绳子。解决的办法是找到一个重物作摆锤（见图3-9）。当在解决“两绳问题”之前先要被试用钳子完成其他工作时，“两绳问题”解决变得相当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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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九点问题及其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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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两绳问题答案



此外，问题的表征方式、问题解决者的情绪、动机、知识背景等都会对问题的解决产生影响。

（水仁德）









第四章　人工智能




第一节　人工智能的起源与发展



一、人工智能及其诞生

人工智能主要研究用人工的方法和技术，模仿、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实现机器智能。人工智能是在认知科学诸多分支领域学科中对认知科学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学科之一，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不仅逐步地改变着社会的面貌而且也深刻地改变着人类对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对智能的看法。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发展不仅物化了人类的智能，放大了人类的智能，而且在机器的智能系统中显示和证实了人类对自己智能了解的正确性。

图灵（Turing）于1936年提出了一种理想计算机的数学模型，后世称为图灵机。现在已经公认，所有可计算函数都能用图灵机计算，这就是所谓的Church-Turing论题，其中包含一个大胆的假设：“人类智能”就是某种形式的“计算”。图灵的这项工作为之后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建立了理论基础。

计算机能具备智能吗？1950年，图灵在《心智》哲学杂志上发表了著名论文《计算机与智能》的文章。他设想，一台起初不具有知识的计算机可以通过安装一个程序，使之与人或其他机器相互交流而具有知识，智能就是学习的能力。

1956年夏，在Dartmouth学院，McCarthy和其他一些学者联合发起了世界上第一次人工智能学术会议，参加者有Minsky，Rochester，Shannon，Moore，Samuel，Selfridge，Solomonff，Simon，Newell等一批数学家、信息学家、心理学家、神经生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经McCarthy提议，在会议上正式决定使用“人工智能”一词来概括这个研究方向。因此，1956年的这个大会可看做是人工智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诞生的日子，而McCarthy本人也常常被人们看做是“人工智能之父”。

二、人工智能的发展

1.人工智能的第一次兴旺与萧条

在第一次人工智能大会前后，以及在那以后的差不多10年时间内，人工智能研究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

自然语言的机器翻译，也许是人工智能研究中最早的方向之一。电子计算机刚一问世，人们就有了机器翻译的想法。限于当时计算机技术的水平，即其还无法提供大容量存储器和足够快的速度来处理类似于文字翻译的复杂问题，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出现了机器翻译的一次热潮。1953年，美国乔治敦大学的语言系主任组织了第一次机器翻译的实际试验。1954年7月，IBM公司在701计算机上作了俄语翻译成英语的公开表演。此后，包括前苏联、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纷纷开展机器翻译的研究。

利用计算机证明数学定理是又一设想。数理逻辑为定理证明奠定了理论基础，而能够进行符号处理的计算机，正好为实现自动定理证明提供了工具。1957年，Newell，Shaw，Simon等人在此领域首先取得了突破，完成了一个名为“Logic Theorist”的程序，能够证明命题逻辑中的定理。他们用Logic Theorist证明了罗素与怀特海的名著《数学原理》第二章的38条定理，后来经过改进，又于1963年证明了该章中的全部52条定理。1958年，美籍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在定理证明上取得新的成就，在IBM 704计算机上用3～5min的时间证明了《数学原理》中有关命题演算的全部220条定理，并且还证明了该书中带等式的谓词演算的150条定理中的85％，时间也只用了几分钟。1959年，王浩再接再厉，仅用8.4min就证明了以上全部定理。

1956年，Samuel研制了跳棋程序。该程序具有学习功能，能够从棋谱中学习，也能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提高棋艺。它在1959年打败了Samuel本人，又在1962年打败了美国康涅狄克州的冠军（全美第四名）。由于该程序是在IBM 701计算机上实现的，它的胜利竟然使得IBM公司的股票价值上涨了15％。

从1957年开始，Newell，Shaw，Simon等人就开始研究一种不依赖于具体领域的“通用问题求解程序”，称为GPS，它是在Logic Theorist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用来解决不定积分、三角函数、代数方程等11种不同类型的问题，并首次提出启发式搜索概念。GPS研究工作前后持续了10余年。

1958年，Rosenblatt提出了感知机，第一次把神经网络的研究付诸工程实践。事实上，早在1943年心理学家McCulloch和数学家Pitts在数学生物物理会刊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physics上发表文章，总结了生物神经元的一些基本生理特征，提出了形式神经元的数学描述与结构方法。感知机是神经网络的一个简单模型，该模型对多路输入加权求和，得到一个输出。调整权值，即可使得特定的输入与特定的输出挂钩。例如，把某些照片与“好人”挂钩，另一些照片与“坏人”挂钩，使得感知机起到学习和分类的作用。Rosenblatt的思想新颖直观，激起了当时人们的研究热情。当时有上百家实验室纷纷投入这项研究，美国军方也投入了巨资。当时神经网络在声纳信号识别等领域的应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960年McCarthy成功研制了著名的LISP程序语言，这是人工智能程序语言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963年Slagle发表了符号积分程序SAINT，他用86道积分题做试验，其中54道选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学考题，结果做出了其中的84道得到解答。1967年，Mosis以他的SIN程序再创纪录，效率上比SAINT提高了约三倍。由于这期间Ritch已经基本解决了超越函数的积分问题，因而使得SIN成为一个相当完备的积分系统。如果说SAINT具备了一个大学生的能力，则SIN已经达到了一个专家的水平。

1965年，Robinson独辟蹊径，提出了与传统的自然演绎法则完全不同的归结法，当时被认为是一项重大突破，掀起了研究计算机定理的又一次高潮。

一连串的胜利使得人们兴奋起来，醉心于人工智能远景的专家们作出了种种乐观的预言。1958年，Newell和Simon充满自信地说：不出10年，计算机将要成为世界象棋冠军；不出10年，计算机将要发现和证明重要的数学定理；不出10年，计算机将能谱写具有优秀作曲家水平的乐曲；不出10年，大多数心理学理论将在计算机上形成。有些人甚至断言：照此趋势下去，20世纪80年代将是全面实现人工智能的年代，到了公元2000年，机器的智能就可以超过人了。

但是，初战告捷的幸福是暂时的，当人们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工作之后，发现这里的困难比原来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就定理证明来说，1965年发明的归结法曾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可是，人们很快就发现了归结法也不是万能的。用归结法证明两个连续函数之和还是连续函数，推了十万步还没有推出来。

Samuel的下棋程序也不那么神气了。当了州冠军后，没有能够进一步当上全国冠军。1965年世界冠军Helmann与Samuel的程序对弈了四局，三局取得了胜利，一局是和局，而且是世界冠军“匆忙同时和几个人对弈”的结果。

在机器翻译领域，人们曾以为只要用一部双向字典和某些语法知识即可很快地解决自然语言之间的互相翻译问题。结果发现机器翻译的文字会出现颠三倒四的现象，甚至出现荒谬的结果。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英语句子“The spirit is willing but the flesh is weak”（心有余而力不足）翻译成俄语再翻译回英语竟然变成了“The wine is good but the meat is spoiled”（酒是好的，肉变质了）。

1969年Minsky和Papert出版了《感知机》一书，书中指出：感知机的功能十分有限，连“异或”这样简单的逻辑运算都做不了，并指出如果引入隐含神经元，增加神经网络的层次，可提高神经网络的处理能力，但是研究对应的学习方法非常困难。从而使得感知机吃了一记闷棍，神经网络的研究从此被打入冷宫达10余年之久。

种种困难使得人们对人工智能的乐观情绪大大下降了。在英国，它受到了最大的打击。英国曾在这方面有一批出色的科学家，其研究工作居于世界前列。可是在1971年，剑桥大学的应用数学家James应政府的要求起草了一份综合报告。这份在1972年发表的报告指责人工智能的研究即使不是骗局，至少也是庸人自扰。该报告被英国政府采纳，于是，人工智能的研究经费被削减，研究机构被解散。在人工智能的发源地美国，原来对人工智能持保守态度的人变得更保守了。IBM公司的人员曾经在人工智能发展初期作出了巨大贡献，例如王浩的定理证明程序、Gelernter的平面几何证明程序和Bernstein的下棋程序，该程序曾被当时的《纽约时报》、《时代》、《美国科学》等报刊刊登。但是，在悲观情绪面前，IBM公司负责人下令取消了本公司内的人工智能研究活动，认为人工智能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2.人工智能的第二次热潮与困境

事实上，自从人工智能形成一个学科以来，科学家们遵循着一条明确的指导思想：研究和总结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律，并用计算机模拟它的实现。Newell等老一辈人工智能专家称此为“物理符号系统假设”。Nilsson的观点则更进一步，认为这种符号体系的核心方法应该是逻辑演绎方法，他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命题主义”，他主张一切人工智能研究应该在一个类似逻辑的形式框架内进行。这些思想代表了符号智能学派的主流。

然而，当人们在困难面前重新审视战略思想时，老科学家们信奉的原则开始受到年轻一代的挑战。他们认为，万能的逻辑推理体系至今没有创造出来，并不是人工智能专家的本事不够，而是因为这种万能的体系从根本上说就是不可能的。它的最大弱点就是缺乏知识，即缺乏人类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上积累的知识。在实际生活中，人是根据知识行事的，而不是根据在抽象原则上的推理行事的。另外，事实表明单靠一些思维原则是解决不了组合爆炸问题的，要摆脱困境，只有大量使用现成的知识。

斯坦福大学年轻的教授Feigenbaum是上述观点的著名代表人物，他说：“过去20年中，人工智能的研究发生了转变，从探索广泛普遍的思维规律转向智能行为的中心问题，即评价特定的知识－事实，经验知识以及知识的运用。”“用机械装置模拟人的智能——人工智能及其同属的、同类的科学——在前25年里试探了多条道路，走过了漫长的行程。条条道路汇合在一个中心问题上，认为所有智能活动，即理解、解决问题的能力，甚至学习能力，都完全靠知识。”他还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了第二个计算机时代，计算机作用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从以信息为处理对象转变为以知识为处理对象，从以计算为主要任务转变为以推理为主要任务。Feigenbaum重新举起了Bacon的旗帜：“知识就是力量！”

Feigenbaum提出上述观点的背景，是他开创的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以知识为基础的专家咨询系统，并且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在他的主持下，第一个成功的专家系统DENDRAL于1968年问世，它能根据质谱仪的数据和核磁共振的数据以及有关的知识推知有机化合物的分子结构，达到了帮助化学家推断分子结构的作用。这是第一个专家系统，系统中使用了大量的化学知识。

在DENDRAL的影响下，涌现出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专家系统。由于专家系统向人们展示了人工智能应用的广阔前景，社会上对人工智能的兴趣与日俱增。连过去较为保守的IBM公司也感到自己在这方面不能再无所作为，也推出了自己的第一个人工智能语言Mu-Lisp。

1974年Shortliffe等人研制了用于诊断和治疗感染性疾病的MYCIN系统。它的特点是：使用了先验性知识，用可信度表示，进行不精确推理；对推理结果具有解释功能，使得系统是透明的；第一次使用了知识库概念。以后的专家系统受MYCIN的影响很大。

1976年Duda等人研制了矿藏勘探专家系统——PROSPECTOR系统。该系统用语义网络表示知识，在华盛顿州成功发现一处钼矿藏，储藏价值超过一亿美元。

专家系统的成功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不但激起了AI学术界的研究开发热情，而且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兴趣。一个新的研究开发领域也诞生了，这就是在1977年的人工智能国际联合大会上，Feigenbaum在其特邀报告之中提出的“知识工程”。他指出，专家系统的威力来自他所具备的知识而不是他所采取的特殊的形式化机制和推理方式。现在，大多数人工智能专家都承认，知识工程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工智能研究中最有成就的分支之一，它在恢复和推进人工智能的社会形象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根据领域知识建立起来的专家系统，它在解决本专业的问题时表现出高超的水平，这是其非常成功的一面。然而，专家系统在新情况面前，在事先没有估计到的情况面前，在稍微偏离原定领域的时候，却显得十分笨拙，甚至会得出非常荒谬的结果，这一点与人类的灵活性无法相比。有人举例说，一台诊断皮肤病的计算机专家系统，也许在诊断病人的各种皮肤病时，会表现出专家的高超水平。但如果拿一部生了锈的旧汽车让它诊断，机器完全有可能根据汽车罩上的红斑而诊断出麻疹来。专家系统的这种脆弱性，来源于知识的过分狭窄，换句话说，就是专家系统缺乏常识所致。

3.人工智能的第三次兴旺

就在知识工程原理被社会广泛接受，出足风头的时候，因感知机问题而受挫的神经网络研究者并不甘心寂寞，仍然在努力探索。他们发现，只要把感知机改成多层的，即在输入、输出节点之间再增加一些中间节点，所谓隐节点，则其功能会大大加强。1982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物理学家Hopfield提出了具有前馈功能的神经网络，这种模型具有联想记忆功能，还可以用简单电路加以实现。随后两三年内，Hopfield又将神经网络应用于组合优化问题，成功解决了复杂度为NP的旅行商计算难题，引起了人们的震惊。这些成果的取得，又激发了更多的人投入到神经网络研究中来，其研究进入了兴盛期。

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第5代计算机计划以及许多发达国家的高技术计划，促进了人工智能的研究。日本于1982年开始了“第五代计算机的研制计划”，即“知识信息处理计算机系统KIPS”，该计划时间为10年。对于日本的这个计划，惊呼者有之，怀疑者有之，贬斥者亦有之。然而，多数人是重视的，认为这是日本人作出的一个认真的努力。实现这个计划将使得日本从经济大国向科技大国迈进一大步。日本的此计划震动了世界，导致各国相继有类似的重大研究计划推出，如英国的Alvey计划，欧洲共同体的ESPRIT计划，美国的MCC计划等。

三、人工智能发展历程评述

从世界上第一次人工智能大会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了。期间，人工智能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时而受到吹捧，时而受到贬斥。吹捧的时候，高高在上，世界瞩目；贬斥的时候，一无是处，嗤之以鼻。人工智能的地位好像股市的行情一样，一会儿看涨，一会儿又看跌，可谓风云变幻。但是，不得不指出，这种剧烈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是人为的。真正的人工智能专家是不为这些表象所动的，他们仍然在进行艰苦而卓越的工作，只不过人工智能的目标太高，任务太艰巨，使得人们忽视了其进步。事实上，人工智能的研究每年都在取得本质性进步，它的发展也正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改变着世界！











第二节　逻辑推理






一、形式逻辑的起源

数理逻辑与人工智能的关系非常密切，正是在数理逻辑中，把人类的推理过程分解成一些非常简单原始的、非常机械的动作，才使得用机器代替人类推理的设想有了实现的可能。

形式逻辑开始于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系统地研究了如下的推理形式：

所有的浙大学生都认真学习。

洁洁是一名浙大学生。

所以，洁洁认真学习。

这样的推理模式，由两个前提和一个结论组成，称为三段论。通过对许多不同类型的三段论进行分类整理，亚里士多德揭示了怎样能纯粹地根据它们的形式进行分析。三段论包含三个不同的概念，分别称为大项、中项和小项。大项就是作为结论的谓项的那个概念，用P表示；小项就是作为结论主项的那个概念，用S表示；中项就是在两个前提中都出现的那个概念，用M表示。上面的例子中，“认真学习”是大项P，“洁洁”是小项S，而“浙大学生”则是中项M。由于大项、中项和小项在前提中位置不同而形成各种不同的三段论形式，叫做三段论的格，也可以认为是由于中项在前提中位置不同而形成的各种三段论形式。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体系中，讨论了如下三个格：

第一格：M－P　（大前提）

　　　　S－M　（小前提）

　　　　S－P　（结　论）

第二格：P－M　（大前提）

　　　　S－M　（小前提）

　　　　S－P　（结　论）

第三格：M－P　（大前提）

　　　　M－S　（小前提）

　　　　S－P　（结　论）

由三段论的大前提、小前提与结论的类型而形成的各种不同的三段论形式，叫做三段论的式。

二、命题逻辑

莱布尼兹（Leibniz）首先提出关于数理逻辑的思想，拟把逻辑推理变成符号演算，以使其能对人的思维进行运算和推理。Leibniz的计划是：建立一种通用的符号语言，以及一种在此符号语言上进行推理的演算。后来的数理逻辑的产生和发展，基本上走了他提出的道路。他的这一想法不久便成为了现实，取得第一个突破的是英国数学家布尔（Boole），他的主要贡献是初步实现了Leibniz关于思维符号化和数学化的思想。Boole在1847年发表了“逻辑的数学分析，论演绎推理演算”的文章。1854年又出版了《思维法则，作为逻辑与概率的数学理论的基础》一书，书中提出了一种崭新的代数系统，被后世称为布尔代数，他把命题之间的逻辑推理归结为一种演算。

人对事物的了解，人的知识，往往用一种陈述性的结论形式表示出来。一般认为，命题就是可以确定其真假的陈述句，例如：

（1） 锅的反面是黑的。

（2） 23
 =8。

（3） 2000年1月1日0时0分0秒，杭州下雨。

其中，（3）中尽管我们一下不知道它的真假，但它的真假是客观的，当有足够条件时我们就可判断其真假。

下列陈述句不是命题，因为语句的真值不可能确定：

（4） x＞3（其中x为整数）。

（5） 这句话是假的。

命题（1）（2）（3）是最简单的一类命题，它们只涉及一个基本事实，不涉及任何联结词，因此它们又被称为原子命题（atomic propositions）。由原子命题以及联结词组成的命题称为复合命题（compositional propositions），其中联结词如“并非”、“并且”、“或者”、“如果……那么……”等。复合命题例如：

（6） 并非锅的反面是黑的。

（7） 21是偶数，并且21是质数。

（8） [image: ]
 等于x，或者[image: ]
 等于-x。

（9） 如果3＋2＝6，那么雪是黑的。

（10） 两个三角形全等当且仅当它们的三条边对应相等。

复合命题的真假完全由它所涉及的原子命题的真假及我们对联结词意义的规定来确定。例如（7）是假命题，（8）是真命题。

为了把命题间的逻辑推理表示为命题的代数演算，需要用符号来表示命题以及命题联结词。通常用大写的P，Q，R，S等表示命题，用特定的符号表示常用命题联结词，见表4-1。

表4-1　重用命题联结词的符号




	联结词
	符号
	称谓
	读法



	并非（not）
	┐
	否定词
	┐ P读作 “非 P”



	或者（or）
	∨
	析取词
	P ∨ Q读作 “ P或者 Q”



	并且（and）
	∧
	合取词
	P ∧ Q读作 “ P并且 Q”



	如果 ⋯ ⋯那么 ⋯ ⋯

（if ⋯ ⋯ then）
	→
	蕴涵词
	P → Q读作 “若 P则 Q”



	当且仅当

（if and only if）
	↔
	等价蕴涵词
	P↔ Q读作 “ P当且仅当 Q”






于是，我们可以用符号来表示各种命题。

P表示“锅的反面是黑的”

Q1
 表示“21是偶数”，Q2
 表示“21是质数”

R1
 表示“[image: ]
 等于x”，R2
 表示“[image: ]
 等于-x”

S表示“3＋2＝6”

A表示“雪是黑的”

B表示“两个三角形全等”

C表示“两个三角形的三条边对应相等”

则命题（6），（7），（8），（9），（10）可以用下列公式表示：

（6）′┐P。

（7）′　Q1
 ∧Q2
 。

（8）′ R1
 ∨R2
 。

（9）′ S→A。

（10）′　B↔C。

适当使用括号，可以用命题公式表示更加复杂的复合命题，例如：

（11） 如果下雨或者下雪或者刮风，那么取消比赛或者推迟比赛。

用P1
 ，P2
 ，P3
 分别表示下雨、下雪、刮风；用Q，R分别表示取消比赛或者推迟比赛，则上述命题可以表示为：

（11）′　（P1
 ∨P2
 ∨P3
 ）→（Q∨R）

命题的真、假被称为命题的真值（truth values），我们用1表示真值为真，用0表示真值为假。由命题联结词所形成的新命题的真值，与原命题的真值的关系见表4-2。

表4-2　新命题与原命题真值的关系




	P
	┐P
	P
	Q
	P ∨ Q
	P
	Q
	P ∧ Q
	P
	Q
	P → Q
	P
	Q
	P ↔Q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1
	0
	0
	1
	1
	0
	1
	0
	0
	1
	1
	0
	1
	0



	　
	　
	1
	0
	1
	1
	0
	0
	1
	0
	0
	1
	0
	0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不难发现：

┐P真当且仅当P假；

P∨Q真当且仅当P，Q之一为真；

P∧Q真当且仅当P，Q均真；

P→Q真当且仅当P假或者Q真；

P↔Q真当且仅当P与Q同真假。

在命题逻辑中，我们将命题变元称为原子。公式是如下定义的符号串：

（1） 原子是公式；

（2） 若G，H是公式，则（G），（G∨H），（G∧H），（G→H），（G↔H）是公式；

（3） 所有公式都是有限次使用（1），（2）得到的符号串。

从上面定义不难看出，一个公式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串，没有真假可言。但如果对公式中的每一个原子，都给予真或者假的解释，那么公式就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命题了。将这个解释记为I，公式G在这个解释下的真值记为TI
 （G）。显然，一个公式中有n个不同的原子，则G有2n
 个不同的解释，每个解释都使得G有对应的真值，将它们列成表，就是G的真值表。

三、一阶谓词逻辑

命题逻辑中研究的基本元素是命题。命题是有真假意义的陈述句，而这个陈述句的结构和成分是不考虑的。因此，仅仅用这样简单的手段，很多思维过程不能在命题逻辑中表达。

例如，逻辑学中著名的三段论：

凡是人都是要死的。

秦始皇是人。

秦始皇是要死的。

在命题逻辑中无法确切地表示。

再看一个例子：

所有实数的平方是非负的。

－2是实数。

－2的平方是非负的。

此推理在命题逻辑中无法进行，因为这一推理所依据的逻辑关系并不反映在语句的真值联结词上，而反映在语句的其他一些逻辑成分上。分析上述推理的语句，我们可以看到的逻辑成分有：

a） 表示客体性质和关系的语言成分：谓词（predicates）。

……是实数；

……是非负的。

b） 表示运算的语言成分：函词（functions）。

……的平方；

c） 表示判断特性的语言成分：量词（quantifiers）。

所有……

于是，上述语句可以表示为

[image: ]


在命题逻辑中，我们将命题抽象成原子后，得到了公式的概念。类似，在谓词逻辑中，我们可以对谓词进行抽象，得到公式的概念，从而对谓词逻辑进行形式化。

在谓词逻辑形式化中，涉及如下4种符号：

（1） 常量符号：a，b，c，…，可以是论域D中的某个元素。

（2） 变量符号：u，v，w，x，y，z，…，可以是D中任意可代入的变量符号。

（3） 函词符号：f（x1
 ，x2
 ，…，xn
 ）、g（y1
 ，y2
 ，…，ym
 ），…，它可以是Dn
 到D的任意一个映射。

（4） 谓词符号：P，Q，R，…，它可以是定义在Dn
 上的一个谓词。


定义4.1
 　谓词逻辑中的项，它被递归定义为：

（1） 常量符号是项；

（2） 变量符号是项；

（3） 若f是n元函词符号，t1
 ，…，tn
 是项，则f（t1
 ，…，tn
 ）是项；

（4） 所有项都是有限次使用（1）～（3）生产的符号串。


定义4.2
 　若P是n元谓词符号，t1
 ，…，tn
 是项，则P（t1
 ，…，tn
 ）是原子。


定义4.3
 　一阶谓词逻辑中的公式，被递归定义如下：

（1） 原子是公式；

（2） 若G、H是公式，则（┐G）、（G∨H）、（G∧H）、（G→H）、（G↔H）是公式；

（3） 若G是公式，x是G中的自由变元，则（∀x）G、（∃x）G是公式；

（4） 所有公式都是有限次使用（1）～（3）生产的符号串。

由于公式是由常量符号、变量符号、函词符号、谓词符号通过逻辑联结词和量词以及括号连接起来的抽象符号串，必须要给以解释才有具体意义。所谓给公式以解释，就是将公式中的常量符号变成常量，函词符号变成函词，谓词符号变成谓词。


定义4.4
 　一阶谓词逻辑中公式G的一个解释I，是由非空论域D和下列对G中常量符号、函词符号、谓词符号的一组指定组成：

（1） 对每个常量符号，指定D中的一个元素；

（2） 对每个n元函词符号，指定一个函数，即指定Dn
 到D的一个映射；

（3） 对每个n元谓词符号，指定一个谓词，即指定Dn
 到｛0，1｝的一个映射。


例4-1
 　对于如下两个公式：

（1） （∃x）（P（f（x））∧Q（x，f（a）））；

（2） （∀x）（P（x）∧Q（x，a））。

给出如下解释I：

D=｛1，2｝，a=1，f（1）=2，f（2）=1，P（1）=F，

P（2）=T，Q（1，2）=T，Q（2，1）=F，Q（2，2）=T。

则公式（1）在I下取值为真，而公式（2）在I下取值为假。

四、逻辑学在人工智能中的地位

逻辑是思维的规范，推理是思维的法则，对人工智能来说，它们是两根最重要的支柱。根据老一辈专家的观点，人工智能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的思维规律和推理的方法，并让计算机学会它。Feigenbaum特别强调知识的作用，但他也不否认逻辑和推理是人工智能的基本骨架。

人工智能之所以需要逻辑，是从自己特定的角度出发的。首先它与逻辑学家对待逻辑的方式不同，后者把逻辑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而人工智能则把逻辑作为描述和模拟思维的工具。大英百科全书把现代逻辑划分为纯逻辑和应用逻辑两大类，前一类主要应是逻辑学家的任务，人工智能中的逻辑则属于后一类。其次，它也不同于一般学科和逻辑之间的关系，一般学科主要是用逻辑来指导自己的研究，使得研究方法更科学，因此限于对逻辑的应用；而人工智能不仅要应用逻辑，还要研究逻辑的应用。第三，它也不同于数学和逻辑的关系，数学和人工智能一样，是要研究逻辑的应用的，但数学研究的是用逻辑来改造数学的基础；而人工智能研究的则是把逻辑作为重现智能的手段。

符号主义认为人工智能源于数理逻辑。数理逻辑从19世纪末就得以迅速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开始被用于描述智能行为。计算机出现后，人们又在计算机上实现了逻辑演绎系统，其代表性成果为启发式程序LT逻辑理论家，证明了38条数学定理。











第三节　专家系统






一、专家系统概述

专家系统是人工智能从学科研究走向实际应用，从一般思维方法探讨转入专门知识运用的重大突破。自从1968年费根鲍姆（Feigenbaum）等人研制成功第一个专家系统ENDRAL以来，专家系统技术便迅速发展，广泛应用于医疗诊断、图像处理、石油化工、地质勘探、金融决策等多种领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也促进了人工智能基本理论与技术的研究与发展。

迄今为止，专家系统还没有一个公认的严格的定义，一般认为：

（1） 它是一个智能程序系统；

（2） 它具有相关领域内大量的专家知识；

（3） 它能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模拟人类专家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进行推理，解决相关领域内的困难问题，并且达到领域专家的水平。

综合而言，专家系统就是一种在相关领域中具有专家水平的解决问题能力的智能程序系统，它能运用专家多年积累的经验和专门知识，模拟人类专家的思维过程，求解需要专家才能解决的困难问题。简而言之，专家系统就是一种模拟人类专家解决相关领域问题的计算机程序系统。

例如，在医学界有很多医术高超的医生，他们往往在大量临床诊断治理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而成为专家。如果将这些专家的经验以某种形式存储到计算机中形成知识库，然后再把他们运用这些知识诊断疾病的思维过程编写成程序构成推理机，就使得计算功能像医学专家那样诊治疾病，这个程序系统也就构成一个专家系统。

专家系统不同于一般的计算机软件系统，具有下列特点：

（1） 以知识为核心。主要是知识信息处理，包括知识的获取、表达、存储和编排，并且具有知识推理的能力；而一般的软件系统是处理数值信息，是在固定程序控制下的指令执行过程。

（2） 透明性。专家系统不仅能对用户的问题给出解答，而且能够解释本身的推理过程，提供答案的可信度估计。

与人类专家相比，专家系统有如下的优越性：

（1） 人类专家的工作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专家系统则不受此限制，以便于推广珍贵和稀缺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2） 人类专家会疲倦，易受情绪，或者主观因素等的影响，而专家系统则没有这些影响，可以不知疲倦地工作；

（3） 人类专家的知识难于传播，这也正是专家之所以珍贵的原因，而专家系统则非常容易传播，通过拷贝即可实现；

（4） 人类专家可能生病，是要死亡的，而专家系统则不会生病，可持续不断地工作；

（5） 人类专家比较昂贵，还要负责其接待、住宿等费用，而专家系统则相对经济。

二、专家系统的用途与分类

国内外已经研制了多种专家系统，分别应用于工业、农业、医疗卫生等各种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效益。

1.专家系统的用途

概括地说，专家系统有以下几方面的用途：

（1） 解决专门领域的问题；

（2） 训练新手成为专家；

（3） 作为人工智能和知识工程技术的开发环境，也是测试、检验、研究和开发人工智能和知识工程技术的工具和环境。

2.专家系统的类型

针对不同用途建立的专家系统在功能、设计方法、实现技术等方面都是不同的，按照所处理的问题，可以将专家系统分成如下几种类型：

（1） 解释型专家系统

解释型专家系统的任务是通过对已知信息和数据的分析和解释，确定它们的含义，从而给出相应解释。它具有如下特点：

1） 系统处理的数据量很大；

2） 系统处理的数据往往是不准确的、有错误的或者不完全的；

3） 系统能对自身的推理过程作出解释。

解释型专家系统的例子有语音理解、图像分析、化学结构分析、信号解释等。

（2） 预测型专家系统

预测型专家系统的任务是通过对过去和现在已知状况的分析、来推断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预测专家系统具有下列特点：

1） 系统处理的数据随时间变化；

2） 系统需要相应的模型支持，如天气预报需要建立各地区、各季节和各气候条件下的模型。

预测型专家系统的例子包括天气预报、地震预报、市场预报、人口预测、交通预测、农作物收成预测等。

（3） 诊断型专家系统

诊断型专家系统的任务是根据输入的数据，诊断出相应的故障，找出故障或病症产生的原因，并给出相应解决方案。这是开发最多、应用最广的一类专家系统。凡是医疗诊断、机器故障诊断、产品质量鉴定等专家系统都属于此类。例如病菌感染性疾病诊断系统MYCIN，血液凝结病诊断系统CLOT，计算机故障诊断的DART系统等。

（4） 咨询型专家系统

用于咨询和顾问，如SACON结构理学咨询专家系统、ONCONCIN肝病和癌症咨询系统等。

（5） 设计型专家系统

用于工程设计、电路设计、建筑及装修设计、服装设计、机械设计及图案设计的专家系统都属于设计型专家系统。这一类专家系统一般要求在给定的限制条件下能给出最佳或者满足设计问题约束的设计方案。为此，它必须能协调各项设计要求，以某种形式形成某种全局目标准则，同时它还要进行空间、结构或者形状等方面的推理，以形成精确、完整的设计方案。

（6） 规划型专家系统

规划型专家系统主要用于机器人动作控制、工程计划以及通信、航行、实验、军事行动等规划。例如军事指挥调度系统，安排宇航员在空间站活动的KNEECAP系统，制订最佳行车路线的CARG系统，可辅助分子遗传学家规划其实验并分析实验结果的MOLGEN系统等。对这类专家系统的一般要求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能以较小的代价达到给定的目标。为此，它必须能预测并检验某些操作的效果，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随时调整操作的序列。

（7） 控制型专家系统

控制型专家系统用于对各种大型设备及系统实现控制的一类专家系统。例如维持钻机最佳钻探流特征的MUD系统。控制型专家系统一般兼有数字和非数字两种模式。为了实现对被控制对象的实时监控，该类系统必须具有能直接接收来自被控对象的信息，并能迅速地进行处理，及时作出判断和采取相应行动的能力。

（8） 检测型专家系统

检测型专家系统用于完成实时检测的一类专家系统。例如高危病人监护系统VM、航空母舰中交通管理系统REACTOR等都是这一类的专家系统。为了实现规定的检测，这类系统必须能随时收集任何有意义的信息，并能迅速对得到的信息进行鉴别、分析、处理，一旦发现异常，能尽快作出反应。

（9） 教学型专家系统

教学型专家系统是用于计算机辅助教学的一类专家系统。其任务是根据学生的特点、弱点和基础知识，以适当的教育方式对学生进行教学和辅导。这些专家系统往往生动形象，能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使得学习的效果很好，比如武汉大学华软开发的多款教学系统。

（10） 维修型专家系统

维修型专家系统的任务是对发生故障的对象，包括系统或者设备进行处理，使其恢复正常工作。一般具有诊断、调试、计划和执行的功能。例如电话电缆维护系统ACE，排除内燃机故障的DELTA系统。

三、专家系统的结构与构建

1.专家系统的结构

专家系统的结构是指专家系统各组成部分的构造方法和组织形式。系统结构选择得恰当与否，与专家系统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密切相关。选择什么结构最为恰当，要根据系统的应用环境和所执行任务的特点而定。总的说来，无论专家系统的结构怎么变化，其简化的基本结构框架如图4-1所示。

事实上，理想的专家系统的基本结构图如图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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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专家系统的基本结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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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专家系统的理想结构框架



知识库和推理机是专家系统中最核心的部分。

（1） 知识库是知识的存储机构，用于存储某领域内的原理性知识、专家的经验性知识、有关的事实等。知识库中的知识来源于知识获取部件，同时它又为推理机提供求解问题所需的知识。一般而言，知识库还需要一个知识库管理系统，它负责对知识库中的知识进行组织、检索、维护等。专家系统中其他任何部分要与知识库发生联系，都必须由该管理系统来完成，这样就可以实现对知识的统一管理和使用。

（2） 推理机是专家系统的“思维”机构，其任务是模拟人类领域专家的思维过程，控制并执行对问题的求解。它能根据当前已知的事实，利用知识库中的知识，按一定的推理方法和控制策略进行推理，并得出结论。推理功能根据知识进行推导，而不是简单地搜索现成的答案。推理机的性能与构造一般与知识的表示方式及组织形式有关，但与知识的内容无关，这有利于保证推理机与知识库的相对独立性。当知识库中的知识发生变化时，无需修改推理机。

（3） 解释器能够向用户解释专家系统的行为，包括解释推理结论的正确性以及系统输出其他候选的原因。用户提出“为什么”、“结论是如何得出的”等问题时，解释器能作出回答，是专家系统区别于一般程序系统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它取信于用户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通过对自身行为的解释还可以帮助系统构建者发现知识库及推理机中的错误，有助于系统的调试和维护。因此，无论对用户还是系统本身，解释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不可缺少的。

（4） 知识获取部件由一组程序组成，它的基本任务是把知识输入到知识库中，并负责维护知识的一致性及完整性，建立起性能好的知识库。在不同的系统中，知识获取的功能和实现方法差别很大。有的系统首先由知识工程师向领域专家获取知识，然后再通过相应的知识编辑软件把知识输入到知识库中；有的系统自身具有部分学习功能，由系统直接与领域专家进行对话以获得知识，或者通过系统的运行实践归纳总结出新的知识。

（5） 数据库也称为“黑板”或“综合数据库”等，它是用于存放用户提供的初始事实、问题描述以及系统运行过程中得到的中间结果、最终结果、运行信息等的工作存储器。数据库的内容是变化的。在求解问题的初期，它存放的是用户提供的初始事实；在推理过程中，它存放每一步的中间结果。推理机根据数据库中的内容从知识库中选择合适的知识进行推理，然后把推出的结果放入数据库中。

（6） 人机界面是专家系统与领域专家或者知识工程师以及一般用户间的界面，由一组程序与相应的硬件组成，用于完成输入输出工作。领域专家或知识工程师通过它输入知识，更新、完善知识库；一般用户通过它输入要求解的问题、已知的条件事实，向系统提出询问；系统则通过它输出查询结果、回答用户的询问或者向用户索要进一步的事实。

2.专家系统的构建

构建专家系统应从一个比较小的系统开始，逐步扩充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和完善的系统。构建专家系统的一般步骤如下：

（1） 设计初始知识库。知识库的设计是构建专家系统最重要和艰巨的任务，应根据领域问题选择设计合适的知识表示模式，将领域问题拆分为知识形式，并表示成计算机可以理解的方式。

（2） 原型机的开发与试验。在选定知识表达方式后，即可着手建立整个系统所需要的实验子集，它包括整个系统的典型知识，以及与试验有关的简单的任务和推理过程。

（3） 系统的改进与完善。反复地对知识库以及推理规则进行改进试验，归纳出更完善的结果。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如几个月或者几年的时间，得到实用的专家系统。











第四节　人工神经网络






一、人工神经网络的发展

神经网络是大脑的一个组成部分，神经网络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阵营，一是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心理学家等，他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给出大脑活动的精细模型和描述；另一个是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关心的是怎样利用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在工程实际中来模拟大脑的信息处理功能，具体表现为构造解决实际问题的算法，使得这些算法具有有趣和有效的计算能力，即关注神经网络的工程应用研究，或称为人工神经网络研究。

早在1943年，心理学家McCulloch和数学家Pitts就提出一种称为“似脑机器”（mindlike machine）的思想，这种机器可由基于生物神经元特性的互联模型来制造。1949年，心理学家Hebb提出神经元之间的突触联系强度可变的假设。他认为学习过程是在突触上发生的，突触的联系强度随其前后神经元的活动而变化。根据这一假设提出的学习机制为人工神经网络的学习算法奠定了基础。1958年，Rosenblatt提出感知机，感知模型的一个成功应用是可以用来解决简单的分类问题。由于成功的工程应用，人们对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热情大幅升温，有上百家实验室投入此项研究，美国军方也投入巨资，并取得了一些成就，比如在声纳信号识别等领域得到了成功应用。

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人工智能学者Minsky和Papert对Rosenblatt的工作进行了深入研究，于1969年出版了《感知机》一书，指出：感知机的处理能力很有限，甚至连XOR这样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并指出如果引入隐含神经元，增加神经网络的层次，可以提高神经网络的处理能力，但是研究对应的学习策略是非常困难的。由于他们的悲观情绪，使得人工神经网络陷入一次危机。产生这次危机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方面：① 人们对人工神经网络的认识不足和认识上的错误；② 人们对神经网络过高的期望；③ 宣传中的错误和误会，事实上，Minsky等研究的是不含隐含层的感知网络模型，他们证明了简单的线性感知机的功能是有限的，这个结论当然不应该对人工神经网络进行全面否定；④ 对Minksy等著名学者权威的迷信。

80年代MIT生物物理学家Hopfield引入了能量函数，阐明了神经网络与动力学的关系，并用非线性动力学的方法研究这种神经网络的特性，建立了神经网络稳定性判据。他还成功地将该模型用于著名的组合优化问题TSP问题之中。同时，McClelland和Rumelhart构造了多层反馈学习算法成功解决了简单感知机的XOR问题及其他识别问题。他们的研究带来了神经网络研究中的突破，也使得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得以迅猛发展。

二、人工神经网络基础

人工神经网络模型是基于生物学中的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而建立的。大脑神经细胞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是内核（body）、轴突（axon）和多个树突（dendrite）。树突形成一个非常精密的“毛刷”环绕在内核周围。轴突可以想象成为一根又长又细的管道，其终点分为众多细小分支，将内核的信息传递给其他内核的树突。这些细小分支的头，也就是那些又长又细管道的终点，称为突触（synapse），它们的主要功能是接触其他内核的树突。

一个神经元通过树突接收到一定的信息后，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再通过它所控制的突触传送给其他的神经元。神经元可以分为“抑止”或“兴奋”两种。当一个神经元的树突接收的兴奋信息累计超出某一值时，这个固定值称为阈值，这个神经元就被激活并传递出一个信息给其他神经元。这种传递信息的神经元是“兴奋”的。另一种就是当神经元虽然接收到其他神经元传递的信息，但是没有向外传递信息，此时，这个神经元是“抑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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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McCulloch-Pitts网络



最简单也是首创模拟上面原理的人工神经网络的是McCulloch-Pitts认知网络。假设一个神经元通过树突接收到n个信息，McCulloch-Pitts网络如图4-3所示。

图4-3中，wi
 为权，表示神经元对第i个树突接收到信息的感知能力。函数f（z）称为输出函数或作用函数或激活函数。McCulloch-Pitts网络激活函数定义为

[image: ]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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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式可以看出，当权值固定时，对给定的一组输入X=（x1
 ，x2
 ，…，xn
 ）T
 ，可以计算得到输出值。在实际中，人们期望尽可能通过计算，使得输出的值与实际值相吻合，这实际上就是要求确定合适的权值。人工神经网络的主要工作就是建立网络模型并确定权值。

人工神经网络的模型主要有两类：前向（feed-forward）和反馈（feed-back）型人工神经网络。前向型人工神经网络的特点是将神经元分为层，每一层的神经元之间没有信息交流，并且逐层地进行计算；反馈型神经网络则将整个网络看成一个整体，神经元相互作用，计算是整体性的。

在已知一组正确的输入输出结果的条件下，人工神经网络通过这些数据，调整并确定权值的方法称为有指导学习，或监督学习。在只有输入数据而不知输出结果的前提下，确定权值的方法称为无监督学习。

前向型网络的应用十分广泛的，其中一般将人工神经网络的计算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学习阶段或者训练阶段，后一阶段是测试阶段或称工作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确定权值，好比一个生手进行训练，学习到相关知识；第二阶段则是根据确定好的权值进行实际问题的解决，好比训练合格的人，通过学到的知识进行工作。

另外，激活函数还可以有其他的类型，不同的函数具有不同的性质以满足不同的需要。典型的激活函数有如下几种。

［0，1］阶梯函数，即符号函数。

［-1，1］阶梯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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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S型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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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S型函数，即Sigmoid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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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感知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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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感知机网络结构



感知机是人们为了研究大脑的存储、学习和认知过程而提出的一类神经网络模型。基本感知机是一个两层的网络，分为输入层和输出层，每层可由多个处理单元构成，如图4-4所示。

输入层单元接收到外部输入模式，并传给相连的输入层单元；输出层单元对所有的输入数值加权求和，经阈值性作用函数产生一组输出模式。通常，输入模式、输出模式用二进制向量表示。两层单元之间为全互联方式，即输入层各单元与输出层各单元均有连接，且两层间的连接权值是可调的。

最简单的感知机只有一个输出单元，原理上相当于一个M-P模型，具有二进制输入和输出状态0和1，权值是可连续变化的。感知机模型具有一定的模式分类、模式匹配能力，并通过一定的学习算法实现。

感知机的工作原理如下：

第i个输出神经元的输入为

Ii
 =∑wij
 xj


式中：xj
 为输入层神经元j的输出，wij
 为神经元j到神经元i的权值。

神经元i的输出为：

Oi
 =f（Ii
 －θ）

其中f（x）为激活函数，感知机采用［0，1］阶梯函数。

设神经元i的期望输出为Di
 ，它与计算输出Oi
 的差为

δi
 =Di
 －Oi


通过样本学习，修正权值wij
 使得δi
 尽可能小。学习规则为

ΔWij
 =αδi
 xj


Wij
 （t+1）=wij
 （t）+ΔWij


更新权值wij
 ，对样本重复以上计算，经过多次反复修正，将使得δi
 趋向于0。

例如用于处理逻辑与、逻辑或问题的感知机模型如图4-5和4-6所示。

[image: ]
图4-5　用于实现逻辑或功能的感知机



[image: ]
图4-6　用于实现逻辑与功能的感知机



前面已经提到，基本感知机模型无法解决异或问题，为解决此类问题，需要将基本感知机扩充到多层模型。如果在输入层和输出层单元之间加入一层或多层处理单元，即可构成多层感知机，其中，新加入的各层单元被称为隐单元。多层感知机由输入层、隐层、输出层组成。隐单元的作用相当于特征检测器，提取输入模式中包含的有效特征信息，使得输入单元所处理的模式是线性可分的（见图4-7）。

[image: ]
图4-7　用于实现逻辑异或功能的多层感知机模型



四、反向转播模型

通常说的反向转播（BP）模型即误差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模型。从结构上讲，BP网络是典型的多层网络，分为输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层与层之间采用全互联的方式，同一层单元之间不存在相互连接。与多层感知机相比，BP网络中单元状态不仅可以为二进制的0或1，也可以为连续值，激活函数采用非线性的Sigmoid函数。

BP网络实现了多层网络学习的设想。当给定网络一个输入模式时，它由输入层单元传送到隐含层单元，经隐含层单元逐层处理后再送到输出层单元，由输出层单元处理后产生一个输出模式，这是一个逐层状态更新过程，称为前向传播。如果输出与预期输出模式有误差，不满足要求，那么就转入误差反向传播，将误差沿连接通路逐层传送并修正各层的权值。权值的修正从最后一层开始，反向递推求解前一层的权值，一直到第一层权值的修正。应该指出，从网络学习角度来看，网络状态在前向更新及误差信号反向传播过程中，信息的传播是双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网络层与层之间的结构连接也是双向的。BP网络是一种前向网络。

BP网络是人们认识最清楚、应用最广泛的一类神经网络。BP模型的性能优势主要表现在模式匹配、模式分类、模式识别、模式分析等方面。BP模型具有很强的信息处理能力，这是由BP算法可实现隐含层单元的学习来保证的。

BP网络学习的指导思想是，对网络的权值的修正与阈值的修正，使得误差函数沿梯度方向下降。已经证明：由一个单隐层和非线性激活函数组成的BP网络是通用的分类器。也就是说，这样的网络能逼近任意复杂的决策边界。设BP网络三层节点表示为：输入节点xj
 ，隐节点yi
 ，输出节点ol
 。输入节点与隐节点之间的网络权值为wij
 ，隐节点与输出节点之间的网络权值为Vli
 。

隐节点的输出：[image: ]


输出节点的输出：[image: ]


设理想输出为pl
 ，则输出节点的误差为

[image: ]


采用梯度下降法在误差函数的负梯度方向搜索E的最小值。权值Vli
 的修正为

[image: ]


其中δl
 =（pl
 －ol
 ）f′（neti
 ），由于采用Sigmoid函数，f′（neti
 ）=ol
 （1－ol
 ），所以实际上有δl
 =（pl
 －ol
 ）ol
 （1－ol
 ）。

权值wij
 的修正为

[image: ]


其中[image: ]
 。

当BP网络的误差目标函数E满足某一很小的预制值，比如ε=0.001时，即可认为网络的学习状态结束。











第五节　遗传算法






一、遗传算法的发展

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s，简称 GA）是由美国密歇根大学的John Holland教授创建的。它来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魏茨曼的物种选择学说和孟德尔的群体遗传学说。其基本思想是模拟自然界遗传机制和生物进化论而形成的一种搜索最优解的算法。其特点是可以不受搜索空间是否连续或者可微的限制，不需要具体的目标信息而只依靠目标函数来搜索问题的最优解；它具有自然并行性，适合大规模并行计算。因此，遗传算法广泛地应用于模式识别、自动控制、智能故障诊断等科学领域，适用于解决复杂的非线性和多维空间寻优问题。

从20世纪60年代起，John Holland教授开始研究自然和人工系统的自适应行为，认识到可以根据遗传规律抽象出进化的算法。1962年John Holland提出了利用群体进化模型的适应性系统的思想，引进了群体适应值、选择、变异、交叉等基本概念。

20世纪70年代，Holland出版了Adaptation in Natural and Artificial System。该书系统地阐述了遗传算法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提出了遗传算法的基本定理——模式定理，奠定了遗传算法的理论基础。同期，De Jong在其博士论文中首次把遗传算法应用于函数优化问题，对遗传算法的机理与参数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建立了著名的五函数测试平台。

20世纪80年代，Holland教授实现了第一个基于遗传算法的机器学习系统——分类器系统（Classifier System，简称CS 1），开创了基于遗传算法的机器学习的新概念。

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在经济预测等应用领域获得成功，进化计算成为十分热门的研究课题。

1989年，David Goldberg 出版了Genetic Algorithms in Search Optimization and Machine Learning。该书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当时关于遗传算法的研究成果，结合大量的实例，完整地论述了遗传算法的基本原理及应用，奠定了现代遗传算法的基础。

1990年，第一届遗传算法与分类系统研讨会（The First Workshop on the Foundations of Genetic Algorithms and Classifier Systems，FOGA/CS）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召开。

1992年，John R.Koza出版了专著Genetic Programming，提出了遗传编程的概念，并成功地把遗传编程的方法应用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符号处理等方面。

20世纪90年代，以不确定性、非线性、时间不可逆为内涵，以复杂问题为对象的科学新范式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同，如广义进化综合理论。由于遗传算法能有效地求解属于NPC类型的组合优化问题及非线性多模型、多目标的函数优化问题，从而得到了多学科的广泛重视。一些学者也认识到求解复杂问题最优解是不现实的，转而寻求满意解，而遗传算法正是逼近最优解的最佳工具之一。

二、遗传算法的理论基础

遗传算法是一种基于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等遗传机理的随机搜索算法。在遗传算法的过程中，通过模拟遗传学机理，维护一个解的集合，该集合称为“种群”，其中的每个解称为“染色体”。首先，随机产生一个初始解的集合，称为初始种群；种群中每个染色体的好坏是用“适应度”来评价的，在每一代中，要根据适应度的大小淘汰部分后代，选择一部分后代进行遗传操作，适应度高的染色体，在世代更替中被选择的概率大。这样在世代更替中，算法逐渐收敛于适应度最好的染色体，该染色体很可能就是问题的最优解或者次优解。图4-8给出了基本遗传算法的流程。

三、基本遗传算法

[image: ]
图 4-8　基本遗传算法流程



如图4-8所示，针对一个实际问题设计遗传算法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编码方法的设计，适应度函数的设计和遗传操作的设计。

下面我们将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遗传算法是如何工作的。求

[image: ]


若使用微分法求该最大值，发现定义域内，使导数为0的解有多个。下面我们用遗传算法解决该函数的最优化问题。

1.编码方法

常规的编码方式是二进制编码。将变量编码为二进制串，编码的长度取决于变量的值域和精度。假设变量的值域为［a，b］，要求的精度为1×10-5
 ，则x的值域要分为（b–a）×106
 份。这样设本例中所需的二进制串的长度为n，则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image: ]


可以通过以下过程将二进制串［an
 －1an－2
 …a1
 a0
 ］转化为变量x，即

[image: ]


2.适应度函数

由于本例是最大值问题，可以将f（x）的值作为适应度。即

[image: ]


3.选择算子

选择算子有很多种，包括轮盘赌选择、锦标赛选择等，这里只介绍轮盘赌选择。轮盘赌选择的过程包括两部分：轮盘的产生、随机选择。以下说明轮盘赌选择的过程：

假设当前种群包括10个染色体，其适应度如表4-3所示。

第k号染色体的选择概率为

[image: ]


第k号染色体的累计概率为

[image: ]


至此，已经产生了该问题的轮盘。表4-3是产生轮盘的一个实例。

表4-3　轮盘的产生




	染色体
	适应度
	选择概率
	累计概率



	0
	0 ．2
	0 ．02
	0 ．02



	1
	0 ．8
	0 ．08
	0 ．10



	2
	2
	0 ．2
	0 ．3



	3
	1
	0 ．1
	0 ．4



	4
	1
	0 ．1
	0 ．5



	5
	0 ．5
	0 ．05
	0 ．55



	6
	1
	0 ．1
	0 ．65



	7
	3
	0 ．3
	0 ．95



	8
	0 ．2
	0 ．02
	0 ．97



	9
	0 ．3
	0 ．03
	1






然后根据产生的轮盘作随机选择，在每一次选择的时候，随机产生一个0～1之间的浮点数f，根据f在轮盘上的位置，可以获得按照概率的随机选择。以下是选择的伪代码：

　　　　　　　　　　fori=0；i＜10；i++

　　　　　　　　　　｛

　　　　　　　　　　if（f＜S（i））

　　　　　　　　　　选择第i号染色体；

　　　　　　　　　　｝

4.交叉算子

交叉包括单点交叉、多点交叉、一致交叉等。

单点交叉，即随机确定一个点n，第n位前不变，交换两个父个体从第n+1位开始到最后一位的部分。假设随机产生的n= 9，两个父个体如下：

［1 000 111 001 100 111 010 101］

［0 100 100 111 100 000 011 001］

则单点交叉的结果为

［1 000 111 00 1 100 000 011 001］

［0 100 100 11 1 100 111 010 101］

多点交叉：与单点交叉类似，通过产生k个不同的n，将二进制串分成k+1段，每一段选取不同的父个体中对应的部分进入子个体。

一致交叉：随机产生一个与编码长度相等的掩码，然后根据掩码的值确定是选择第1个还是第2个父个体中的相应位。

5.变异算子

变异包括单点变异和多点变异。

单点变异，即随机确定一个位置n，然后将父个体第n位取反，其余位置不变。多点变异则随机产生多个位置，然后对每一个位置取反，其余位置不变。

假设父个体为［1 000 111 001 100 111 010 101］，n=3

则变异后获得的子个体为［1 010 111 001 100 111 010 101］。

6.模拟结果

设定种群大小为50，按照上述基本遗传算法，在21代上得到了最佳个体：

Mmax
 =［1111001100111111001001］

xmax
 =1.85055，max（f（x））=4.85027

表4-4描述了在进化过程中最优个体的演化情况。

表4-4　最优个体的进化过程




	世代数
	二进制串
	Max（f（x））
	x



	1
	1111000110111100011110
	4．5731
	1．83285



	2
	1111000110111100011110
	4．5731
	1．83285



	3
	1110001000110011101000
	4．65028
	1．6508



	4
	1111010000100111010101
	4．74763
	1．86118



	5
	1111001100111000000101
	4．85018
	1．85022



	6
	1111001101010000011000
	4．84971
	1．85134



	7
	1111001101010000011000
	4．84971
	1．85134



	8
	1111001101000000000111
	4．85027
	1．85059



	9
	1111001101000000000111
	4．85027
	1．85059



	10
	1111001101000000000111
	4．85027
	1．85059



	11
	1111001101000000000111
	4．85027
	1．85059



	12
	1111001101000000011110
	4．85027
	1．85061



	13
	1111001100111111111110
	4．85027
	1．85059



	14
	1111001100111111111110
	4．85027
	1．85059



	15
	1111001100111111110011
	4．85027
	1．85058



	16
	1111001100111111110011
	4．85027
	1．85058



	17
	1111001100111111110011
	4．85027
	1．85058



	18
	1111001100111111011011
	4．85027
	1．85056



	19
	1111001100111111011011
	4．85027
	1．85056



	20
	1111001100111111011001
	4．85027
	1．85056



	21
	1111001100111111010011
	4．85027
	1．85055






四、遗传算法解决组合优化问题

组合优化研究具有有限个可行解的优化问题，例如背包问题、旅行商问题、车辆路径、网络设计等。解决这样的问题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组合爆炸，而遗传算法作为一种全局寻优算法，在这类问题上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并具有很好的前景。下面以旅行商问题（TSP）为例说明遗传算法在解决组合优化问题中的应用。

如用遗传算法解决其他问题一样，我们要考虑的几个核心问题包括：编码方式、遗传算子、适应度函数几个方面，以下分别阐述。

1.编码方式

在旅行商问题中，常用的编码方式包括顺序编码、随机键编码等。

顺序编码是一种自然的编码方式。例如，一个5个城市的TSP路径：2→3→5→1→4，表示为染色体［2，3，5，1，4］。采用顺序编码时，传统的交叉变异算子会产生非法的染色体，因此需要设计针对该种编码方式的特殊遗传算子。

随机键编码的染色体由一串（0，1）间的随机数组成。例如，对于一个5个城市的TSP路径：一个染色体［0.14，0.92，0.24，0.47，0.49］，编码中位置i的元素代表城市i，位置i的随机数在染色体中的大小顺序表示城市i在TSP路径中的顺序。上述的染色体表示的TSP路径为：1→5→2→3→4。这种表达方式克服了采用传统的交叉变异算子所可能产生的非法性，因此可用于各种顺序优化问题。

2.遗传算子

对于随机键编码，传统的遗传算子可以适用。但对于顺序编码，传统的交叉和变异算子会产生非法的子染色体，因此需要特殊的遗传算子。

过去的研究提出了多种顺序编码的交叉算子，包括部分映射交叉（PMX）、顺序交叉（OX）、循环交叉、基于位置的交叉、启发式交叉等。这些算子大致分为两类，规范式和启发式。规范式可以看做带有修复的单点交叉或多点交叉在顺序编码中的扩展。然而，规范式交叉算子的修复过程可能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不能保证后代保持和积累前代的优秀基因；相应地，启发式交叉算子则是为了后代保持和积累前代的优势基因。下面以其中的映射交叉和启发式交叉为例，介绍交叉算子。

（1） 部分映射交叉（PMX）

PMX是由Goldberg和Lingle提出的。PMX基本上是传统的两点交叉加上修复过程。算法描述如下：

1） 在父染色体上随机地选择两点，由这两点定义的子串称为映射段；

2） 交换双亲的两个子串，产生原始后代；

3） 确定两映射段之间的映射关系；

4） 根据映射关系修复后代。

举例如图4-9所示。

1，随机选择子串

[image: ]


2，交换双亲子串得到原始后代

[image: ]


3，确定映射关系

6↔8↔3，7↔5

4，修复后代使其合法化

[image: ]
图4-9　部分映射交叉算子



（2） 启发式交叉

启发式交叉有利于在后代中保持父代的优秀基因段，因此在实验中的表现优于其他的方法。TSP问题的启发式交叉的一般步骤如下：

1） 从双亲中随机选择一个城市开始；

2） 选择由当前城市出发的不构成循环的最短边，若两条边构成循环，则随机地选择一个能够使循回继续的城市；

3） 若循回完成，则算法终止，否则，转至2）。

同样的，针对顺序表达的变异算子多种多样，包括反转、插入、移位、互换以及启发式变异。下面以简单的反转变异为例介绍。

反转变异是在个体中随机地选择两点，将两点之间的子串反转，举例如图4-10所示。

在个体中随机选择两点，将两点之间的子串反转

[image: ]
图4-10　反转变异算子



3.适应度函数

对于TSP问题，适应度函数的选择相对容易（因为对个体的优劣有一个相对明确并易于计算的评价标准），即采用染色体所代表的路径的长度（或其倒数）为fitness函数。

表4-5所示的TSP问题中，采用顺序交叉（OX），种群大小300，交叉概率0.45，终止代数300，共运行500次，都获得了最优解，长度为24.38。

表4-5　TSP 20城市坐标




	城市
	X
	Y
	城市
	X
	Y



	A
	5 ．294
	1 ．558
	K
	4 ．399
	1 ．194



	B
	4 ．286
	3 ．622
	L
	4 ．660
	2 ．949



	C
	4 ．719
	2 ．774
	M
	1 ．232
	6 ．440



	D
	4 ．185
	2 ．230
	N
	5 ．036
	0 ．244



	E
	0 ．915
	3 ．821
	O
	2 ．710
	3 ．140



	F
	4 ．771
	6 ．041
	P
	1 ．072
	3 ．454



	G
	1 ．524
	2 ．871
	Q
	5 ．855
	6 ．203



	H
	3 ．447
	2 ．111
	R
	0 ．194
	1 ．862



	I
	3 ．718
	3 ．665
	S
	1 ．762
	2 ．693



	J
	2 ．649
	3 ．556
	T
	2 ．682
	6 ．097






五、遗传算法的应用研究概括

遗传算法作为一种通用的最优化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包括约束优化、组合优化、机器学习等方面。

1.约束优化

约束优化通常是在满足一些等式和不等式约束的情况下，极大或极小化某个多变量的函数。然而，许多工业工程设计问题性质十分复杂，用传统的优化方法很难解决，于是遗传算法作为一种独特的优化方法被应用到约束优化问题中，在非线性规划、随机规划、目标规划和区间规划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2.组合优化

组合优化研究的是具有有限个可行解的优化问题。在工程设计中有许多这样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是如何利用不充足的资源以提高生产效益。典型的组合优化问题包括背包问题、网络设计、设备分配及布置、旅行商问题等。

3.遗传学习

机器学习主要致力于用输入信息来建立能自主地产生新知识或者改进现有知识的计算机程序。遗传学习系统是由遗传算法为内核构成的增强式学习系统。一般地，群体由产生式规则组成，利用和环境的接触来学习、完成给定任务。Holland 奠定了基于遗传的机器学习的框架，Holland和Reitman发展了第一个遗传学习系统，称为认知系统一号，成为GL后继研究的模板，又称为分类器系统 （Classifier System）。

4.神经网络

遗传算法的兴起伴随着神经网络的复活，令人新奇的是神经网络已成为GA应用最为活跃的领域。但神经网络的应用面临着两大问题：神经网络拓扑结构的优化设计与高效的学习算法。遗传算法已成为解决该两大问题的有力工具，用于优化神经网络的结构权重和学习规则。该领域的研究都显示了良好的性能和潜在的应用。

大多数学科都面临复杂问题优化的困扰，GA可能会带来一种新的希望。当然，任何方法都有其特长和局限，因此在进行GA应用研究时，要明确如何用GA？比传统方法有何优点？需要对具体问题有具体的比较。











第六节　机器学习






一、机器学习概述

学习是一种重要的智能行为，也是一种综合的心理活动，它和注意、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意志等心理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

1.学习的主要表现

（1） 获得新的知识。建立新的概念及新的联系，并改进或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2） 从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这是一个知识深化的过程，即从个别的表面的认知，归纳出系统的规律性的知识。例如，通过物理现象概括出相应的物理定律。

（3） 通过反复实践，逐步修正偏差，使自己的行为适应新的情况或达到某种目的。训练的过程，通过反复实践积累经验以获得某种技巧或技能的过程。

2.学习的定义

对学习的研究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但是由于学习的机理还没有弄清楚，因此关于学习的定义，长期以来也是众说纷纭。这里我们列出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1） R.S.Michalski认为：学习是构造或修改所经历的事物的表示。

（2） 学习是知识的获取。

（3） H.A.Simon认为：学习是系统在相似的任务中，做一些适应性的变化，使得在下一次完成同样任务或相似任务时能更有效。

综合而言，学习可以定义为：学习是一个有特定目的的知识获取过程，其内在行为是获得知识、积累经验、发现规律；外在表现是改进性能、适应环境、实现系统的自我完善。

3.机器学习的发展史

机器学习的发展历史可以概括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初期，即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属于机器学习的萌生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仅从具体问题入手，并没有站到“学习”的高度。此期间的主要代表工作就是Samuel的跳棋程序与Rosenblatt的感知机模型。Samuel的跳棋程序基于判别函数法，具有学习的功能，该程序不仅战胜了Samuel本人，后来还战胜了州冠军。Rosenblatt于1958年提出的感知机实际是一个神经网络的简单模型，该模型对多路输入加权求和，通过符号函数作用，得到输出。调整权值，即可以使得特定的输入与特定的输出挂钩。例如把某些照片与“好人”挂钩，另一些照片与“坏人”挂钩，使得感知机起到学习和分类的作用。

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机器学习的发展时期。这一阶段中，机器学习的研究转向模拟人对概念的学习过程，机器学习的内部表示采用逻辑结构或图结构的学习系统，使得学习过程表示为高级知识的符号描述。在当时的学习方法中，归纳学习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

第三阶段是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机器学习正式成为一门学科。1986年Machine Learning的创刊标志着机器学习迎来了新的历程，各种学习的方法、学习的理论蓬勃发展。

二、机械机器学习

机械学习是最简单的机器学习方法。机械学习就是记忆，即把新的知识存储起来，供需要时检索调用，而不需要进行推理。

机械学习又是最基本的学习过程，任何学习系统都必须记住它们获取的知识。在机械学习系统中，知识的获取是用比较稳定和直接的方式进行的，不需要系统进行过多的加工。而对于其他学习系统，需要对各种建议和训练的例子等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后，才能存储。

当机械学习系统的执行部分解决好问题之后，系统就记住该问题及其解。可以把学习系统的执行部分抽象地看成某个函数，该函数在得到自变量输入值（X1
 ，X2
 ，…，Xn
 ）之后，计算并输出函数值（Y1
 ，Y2
 ，…，Ym
 ）。机械学习在存储中简单记忆存储对（（X1
 ，X2
 ，…，Xn
 ），（Y1
 ，Y2
 ，…，Ym
 ）），当需要f（X1
 ，X2
 ，…，Xn
 ）时，执行部分就从存储器中把（Y1
 ，Y2
 ，…，Ym
 ）检索出来。

比如，可以考虑一个决定受损汽车修理费用的汽车保险程序。这个程序的输入是被损坏的汽车的描述，包括生产厂家、生产年代、汽车种类、汽车损坏部件以及程度等数据，而程序的输出是损坏汽车的维修费用。为了估算汽车的修理费用，程序系统必须在存储器中查询同一厂家、同一生产年代、损坏部位和程度相同的汽车，然后把对应的费用提交给用户。如果系统中没有发现这样的汽车，则它使用保险公司公布的赔偿规则估算一个修理费用，然后把厂家、生产日期、损坏情况等特征与估算出的费用保存起来，以便下一次遇到同样的情况就直接去查找而不需要计算。

对于机械学习，需要注意3个重要的问题：存储组织、稳定性和存储与计算之间的权衡。

（1） 数据的存储组织。显然，只有当检索一个项目的时间比重新计算一个项目的时间要短时，机械学习才有意义，检索得越快，其意义也就越大。因此，采用适当的存储方式，使得检索的速度尽可能快，是机械学习中的重要问题。

（2） 环境的稳定性和存储信息的适用性问题。在急剧变化的环境下，机械学习策略是不适用的。作为机械学习基础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在某一时刻存储的信息必须适用于后面的情况。如果信息变化得太频繁，就违背了这个假设。例如，在保险公司确定被损坏汽车的维修费用的程序中，早年保存的有关汽车特征、种类的情况可能就不太有用了。

（3） 存储与计算之间的权衡。因为机械学习的根本目的是改进系统的执行能力，因此对于机械学习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能降低系统的效率。

三、归纳学习

归纳是人类拓展认识能力的重要方法，是从个别到一般、从部分到整体的推理行为。归纳推理是用于归纳方法，从足够多的具体事例中归纳出一般性知识，提取事物的一般规律；它是一种从个别到一般的推理。在进行归纳时，一般是不可能考察全部相关事例的，因而归纳出的结论无法保证其绝对正确，但又能以某种程度相信它为真。这是归纳推理的一个重要特征。例如，由“麻雀会飞”、“燕子会飞”、“鸽子会飞”……这样一些事实，有可能归纳出“有翅膀的动物会飞”、“长羽毛的动物会飞”等结论。这些结论一般情况下是正确的，但当发现鸵鸟有羽毛、有翅膀，但它不会飞这个情况时，就动摇了上面的结论。归纳学习是应用归纳推理进行学习的一种方法，根据归纳学习有无指导，分为示例学习、观察与发现学习两类，前者属于有指导学习，而后者属于无指导学习。

可以说，人类知识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归纳学习法。虽然归纳得出的新知识不像演绎推理结论那样可靠，但存在很强的可证伪性，对于知识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归纳学习的一般模式为：

给定：观察陈述（事实）F，用以表示有关的某些对象、状态、过程等的特定知识；假定的初始归纳断言，可能为空；背景知识，用于定义有关观察陈述、候选归纳断言以及相关问题的领域知识、假设和约束，其中包括能够刻画所求归纳断言的性质的优先准则，背景知识也可能为空，即没有给定。

求：归纳断言（假设）H，能重言蕴涵或者弱蕴涵观察陈述，并满足背景知识。

在归纳学习中，需要引入一些归纳规则。这些规则分为选择性概括规则和构造性概括规则两大类。令D1、D2分别为归纳前后的知识描述，则归纳是D1⇒D2。如果D2中所有描述基本单元（如谓词子句中的谓词）都是D1中的，只是对D1中基本单元有所取舍，或改变连接关系，那么就是选择性概括。如果D2中有新的描述基本单元，那么就称为构造性概括。这两种概括规则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能构造新的描述符或属性。设DS，DS1和DS2为任意描述，CON为结论，则有如下几条常用的选择性概括规则：

（1） 取消部分条件

DS∧S→CON⇒DS→CON

其中，S是对事例的一种限制，这种限制可能是不必要的，只是刻画具体事物的某些特征，可以考虑去除。例如在医疗诊断中，在检查病人身体时，病人的身高可能与疾病无关，因此可以去除关于身高的描述。

（2） 放松条件

DS1→CON⇒（DS1∨DS2）→CON

一个事例的原因可能不止一个，当出现新的原因时，应该把新原因包括进去。这条规则的一种特殊用法就是扩展DS1的取值范围。如将一个描述单元项x的取值范围从［0，18］扩展为［0，20］。

（3） 沿概念树上溯

[image: ]


其中，L是一种特征描述项，S代表所有条件中的L值在概念分层树上最近的共同祖先。这是一种从个别到总体的方法。

例如：人很聪明，猴子比较聪明，猩猩也很聪明，人、猴子和猩猩都属于动物分类中的灵长目。因此，利用这种方法可以推出结论：灵长目的动物都比较聪明。

示例学习（learning from examples）又称为实例学习、例子学习等，属于归纳学习。它是通过环境中若干与某概念有关的例子，经过归纳得出一般性概念的一种学习方法。在这种学习方法中，外部环境提供的是一组例子，包括正例和反例，它们是一组特殊的知识，每一个例子表达了仅适用于该例子的知识。示例学习就是要从这些特殊的知识中归纳出适用于更大范围的一般性知识，以覆盖所有的正例并且排除所有反例。











第七节　自然语言理解






一、自然语言与语言学

自然语言是人类特有的用于交流的手段，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语言是用于传递信息的表示方法、约定、规则等的集合，比如有人类语言、机器语言等。自然语言则是指人类日常使用的语言，包括书面语、口头语等。

语言学走过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三个主要阶段。若把语言学的发展和生物学的发展作一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达尔文研究生物进化的方法十分相似，它在对大量语言资料作分析比较的基础上，研究人类语言进化繁衍的历史，并以此作为基础划分语言的谱系。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可能是18世纪下半叶一位身在印度的英国学者提出的。他发现印度古代梵语和西欧古语言有相似之处，于是提出了这两种语言属于一个语系的设想。在丹麦学者和德国学者的后继研究中，这个谜团被解开。原来，在东起印度西至欧洲的广大地域内，存在着一个包括八个语族和一百多种语言的大语系，称为印欧语系。汉语则属于另一个大语系，称为汉藏语系，分为四个语族：汉语族、侗傣语族、藏缅语族和苗瑶语族。

结构主义语言学相当于生物学上的解剖学研究。如果说历史比较语言学是从历史的长河来考察语言的变迁，那么结构主义语言学则是在某个固定的时刻考察各语言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内部的结构。结构主义语言大师Saussure的最主要的观点是把语言看做一个体系，即一种结构。他认为，语言的意义并不仅在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而更在于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

向结构主义语言学发起挑战的是Chomsky（乔姆斯基）。他认为，语言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不能孤立起来研究，而应与使用语言的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特别是要弄清楚：人是怎么会使用语言的？父母和老师只给儿童传授过有限的语句集合，为什么他却能讲出几乎是无限多种不同的句子来？为了解释这个现象，Chomsky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创立了转换生成语言学，开辟了语言学研究的第三个时代。过去人们总认为：儿童先是从大人那里学习一句一句的具体语言，然后再从这些具体的语句中慢慢形成一个文法结构。而乔姆斯基则认为有许多现象在这个理论中不能很好解释。比如，有些句型是一位儿童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但他却能正确地表达，这是为什么？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事件：欧美殖民主义者曾经靠大批贩卖奴隶发财，他们从亚非等地将大批青壮年运去开矿、修路等。其中有一些被送到大海中的岛屿上，这些人和他们的后代在共同的生活中为了交流思想的需要，逐渐发展起来了一门新的语言，称为克里奥尔语。经研究，克里奥尔语不可能从这些人的足够语言中的任何一种发展而来。更有意思的是，各个不同地区独立形成的支流语言（统称为克里奥尔语）居然有很多相似之处，并且它们之间的相似性要超过它们和其他自然语言之间的相似性。这种现象是传统语言学习理论不能解释的。乔姆斯基认为：儿童的语言能力并不是后天通过总结语句实例而形成的，而是先天地存在于大脑之中，这种语言能力可以是一种通用的语言模式，也可能是一批具有特点的语言模式。儿童出生后在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下固定了其中一种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其语言能力。

二、自然语言理解概述

自然语言理解是人工智能诞生早期就开展而且一直活跃的研究领域，但至今尚无一个统一的、大家都认可的权威定义。按照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人们对它有不同的理解与解释。从微观上讲，自然语言理解是一种从自然语言到计算机系统内部形式的一种映射。从宏观上讲，自然语言理解是指计算功能够执行人类所期望的某些语言功能。比如，回答问题、执行命令、提取材料摘要、机器翻译等。

关于自然语言理解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时，由于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开始考虑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可能性。由当时的苏联与美国开展了俄语到英语以及英语到俄语的机器翻译研究，也是自然语言理解的早期研究工作。在此后的10多年时间内，机器翻译一直是自然语言理解的中心课题。起初，主要是进行“词到词”翻译。当时，人们认为机器翻译工作仅仅包含查阅词典和语法分析两个部分。对要翻译的文章，可首先通过查阅词典，找出两种语言的对应词，然后经过简单的语法分析调整词序就可以实现翻译。但这种方法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闹出了一些笑话。1966年，美国科学院发布一份报告认为机器翻译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取得成功。在这一观点的影响下，研究机器翻译的计划被推迟，而机器翻译的研究陷入低潮。

与机器翻译的不成功相对照，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些基本关键词匹配技术的初级自然语言理解系统取得了成功，并投入了实验性应用。其中，最有名的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设计的ELIZA系统，它能模拟心理医生和患者谈话，比较成功。ELIZA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它应用了事先存放于系统中的大量包含某些关键词的语句模式，而且比较灵活，可以根据患者的回答不断产生随机应变的相关问话，显得比较真实。然而，关键词匹配技术并不作真正意义上的语法分析，仅将当前输入的语句同系统中包含的语句模式逐个进行匹配检查，匹配能否成功取决于模式包含的关键词以及排列次序。所以，严格讲，该系统并非真正的自然语言理解系统，既不懂语法又不懂语义，充其量也就是一个近似匹配系统。

进入20世纪70年代，自然语义理解在语法、语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若干有影响的自然语义理解系统也相继出现，如Woods的LUNAR系统、Winograd的SHRDLU系统、Hendrix的LADDER系统等，这些系统都是受限的人机对话系统。由于把语法、语义、推理、上下文和背景知识灵活地结合在一起，在语言分析的深度和难度方面都比60年代有了较大的进步。这些工作也使得在自然语义理解方面的研究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自然语言理解在理论上和应用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出现了许多具有较高水平的实用化系统。著名的人机接口系统有美国人工智能公司AIC研制的Intellect等。机器翻译研究工作也取得进展，有较高实用化水平的机器翻译系统包括美国的META和LOGOS，日本的PIVOT和HICAT等。

可以认为，贯穿自然语言理解研究历史的是语法—语义分析，这说明了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基于规则推理技术，在自然语言理解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语法分析

语言理解离不开其语法分析。事实上，任何一种自然语言都有自己的一套语法规则，用来指出词汇之间的正确搭配关系以及句子的合理结构。一个句子，只有当它符合语法规则的时候才是一个合法的句子。而要让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首先必须使它能够掌握该语言的语法规则，这就意味着要把自然语言的语法用适合于计算机处理的形式语法表示出来。

自然语言理解中，主要的形式语法规则有乔姆斯基提出的上下文无关文法（Context-free Grammar）和变换文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ar），伍兹（Woods）提出的扩充转移网络（Augmented Transition Network）等。

1.上下文无关文法

上下文无关文法是乔姆斯基提出的一种能对自然语言语法知识进行形式化描述的方法。在这种文法中，语法知识是用重写规则表示的。

乔姆斯基首先利用他的语言生成文法去研究形式语言。给定一组符号（一般是有限多个），称为字母表，以∑表示。同时以∑*
 表示∑中字母组成的所有符号串，也称为字。∑*
 的每个子集称为∑上的一个语言。

在乔姆斯基意义下的一个文法定义为四元组：

G=（V、∑、P、S）

其中，∑：有限非空结合，为字母表，又称为终结符号表；

　V：变量表，又称为非终结符号表；

　P：生成规则集合，或称为文法规则集合；

　S：S∈V，称为起始符号。

需要说明的是，文法规则集合是一个有穷集合，每条文法规则形如α→β的产生式，α和β均是（∑∪V）中的符号组成的符号串，α至少包括V中的一个符号，并且至少有一个产生式的α是S。

例如，令∑=｛浙，江，大，学｝，V=｛S，A，B｝，P=｛S→A B，A→浙，A→江，B→大，B→学｝，则我们得到一个文法。可以发现，“浙大”、“浙学”、“江大”、“江学”是此文法生成的句子。如果在P中再加上生成规则A→A B，那么“浙浙浙大”等也是文法生成的句子。

乔姆斯基把文法划分成四个类型：

没有任何其他限制的是零型文法；

规定在所有的产生式中有‖β‖≥‖α‖的是一型文法，其中‖α‖和‖β‖分别表示其长度；

若在一型文法中进一步规定‖α‖=1，则得到二型文法；

如果规定产生式中的（都取aB或者a的形式，其中a∈∑*
 ，B∈V，则得到三型文法。

这四类文法分别称为不受限文法、上下文有关文法、上下文无关文法和正则文法。

乔姆斯基的文法分型理论对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形式语言方面。

2.扩充转移网络（basic　transition　network，BTN）

文法是生成语言的工具，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是检测和分析语言的一个工具：输入一个任意字符串，文法可以用来判断该字符串是否属于某个确定的语言，即是否为该语言的一个语句。当文法起前一种作用时，称为语言生成器；当文法起后一种作用时，称为语言识别器。但文法只是语言结构知识的一种说明性表示，当它用于识别时，具体的识别过程并没有显示地包含在文法之中，为了实际地构造出识别过程，必须有另一种表示方式，称为自动机。对应于不同的文法和语言，存在着不同的自动机。乔姆斯基的四类文法分别对应于图灵机、线性自动机、堆栈自动机和有限自动机。

基本转移网络是一种得到广泛应用的语法分析器，它采用的是上下文无关文法，即用上下文无关文法描述句子文法结构，它对应于有限自动机。每个转移网络由一个状态集和一个标号集组成，其构造方式可以表示为

状态×标号→状态

即在给定当前状态和当前标号情况下，可以求得下一步的状态。在识别语言时，状态指的是当前的句子分析到了，标号则指的是当前面临的语法成分是什么。

例如，假设有Q0
 ，Q1
 ，Q2
 ，Q3
 四个状态：

Q0
 ：代表语句分析开始；

Q1
 ：代表主语分析完毕；

Q2
 ：代表谓语分析完毕；

Q3
 ：代表全句分析完毕。

又有名字、动词两个标号，则图4-11表示一个转移网络。在这里，Q0
 是初始状态，Q3
 是终结状态。其分析过程是：从起始状态开始，对输入单词序列从左到右依次按照语法类别进行匹配，如果输入序列分析完毕时，正好达到图的终止状态，就可以判定所有输入的单词序列确实符合该转移网络的规则，否则就是不符合。

[image: ]
图4-11　转移网络的例子



该转移网络可用来分析许多简单语句，比如输入的句子是“我爱你”。则从起始状态开始，由于“我”是名词，能匹配，因此“我”被删除剩下“爱你”，同时从Q0
 转移到Q1
 ；在“爱你”中的“爱”是动词，匹配成功，因此“爱”被删除剩下“你”，同时从Q1
 转移到Q2
 ；由于“你”是名词，匹配成功，同时转移到了终止状态Q3
 ，此时语句匹配完毕，因此分析成功。

基本转移网络在分析完一个句子后，它只能给出该句子是否符合语法的信息，答案只能是“是”或者“否”，不能回答有关该句子的语法结构这类问题。为了进一步增强语法分析能力，对基本转移网络进行了扩充，即得到扩充转移网络ATN（Augmented Transition Network）。ATN使用一组寄存器存放语法分析信息，它每走一步都要测试当前的情况，并根据测试结果决定当前动作。

四、语义分析

语法分析在语法范围内根据词性信息来分析自然语言中句子的语法结构，并没有考虑语句本身的含义。语法分析通过不等于已经理解了接收的语句，还必须进行语义解释，把分析得到的语法成分与应用领域中的目标表示相关联，才能正确理解。语义分析就是要识别语句所表达的实际意义。

1.语义文法

语义文法（Semantic Grammar）将文法知识和语义知识组合起来，以统一的方式定义成文法规则集。它是在上下文无关文法基础上，将“名词”、“名词短语”等这些不含有语义信息的纯语法类别，用所讨论领域的专门信息，如“计算机”、“西溪校区”等这些具有很强语义约束的语义类别来代替。利用语义文法进行语义分析，就可以排除如“西溪校区来到我”之类无意义的语句。

为了说明语义文法在语义分析方面的作用，下面给出一个例子：

例如一条规则：

S→PRESENT the ATTRIBUTE of SHIP

有如下文法规则的集合

PRESENT→what is ｜ how about

ATTRIBUTE→SHIP-ATT ｜ SHIP-ATT

SHIP-ATT→speed ｜ length ｜ draft ｜ beam ｜ type

SHIP→Jenny ｜ Kitty ｜ …

利用上面的语义文法，可以从语义上识别如下输入：

What is the speed of Kitty？

How about the length of Jenny？

语义文法不仅可以排除无意义的语句，而且由于语法和语义信息已经融合于文法规则，使得语句的理解可以一次完成。但是，它只能适应严格限制的领域。另外，需要大量的文法规则来消除歧义，即需要用多条语义规则取代单一的会引起歧义性的语法分析规则。

2.格文法

格文法（Cass Grammar）是以语句的中心动词为主导，利用格来表示其他成分与此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的一种描述方法。例如对于语句

Rose loves Joshua.

格文法分析结果可以表示为：

（Loves （Agent Rose）

　　　　（Dative Joshua））

这种表示结构称为格表示。在格表示中，一个语句包含的动名词词组和介词词组均以它们与语句中动词的关系来表示，称为格。上述例子中的Agent和Dative均是格，而（Agent Rose）这样的基本表示称为格结构。自然语义文法本身也有格的概念，比如英语中的“I”是主格而“me”是宾格，只不过没有格文法那样具有完整的格定义，以至于可以完全用格来分析语句。为了作好区分，称自然语言中文法中的格为文法格，而文法格中定义的格为语义格。语义格的定义使得语句的分析结果——格表示包含了大量语义信息，从而称为有效的语义分析方法。

格文法可以帮助删除语句分析的歧义性，例如对于如下两个句子：

“The pie baked for two hours”

“Mother baked for two hours”

有完全相同的语法分析树结构，但语义解释却截然不同，因为Mother是逻辑上的主语，而pie则是逻辑上的宾语。这种歧义在格文法中可以完全避免，因为分析结果产生了不同的格表示：

（baked （Agent Mother）

　　　　（Time-period two hours））

（baked （Object the pie）

　　　　（Time-period two hours））











第八节　粗糙集理论及其应用






一、粗糙集的基本概念

1.粗糙集理论提出的背景

经典逻辑中只有真、假二值，但实际上有大量含糊现象存在于真和假二值之间。因此，长期以来许多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就致力于研究含糊概念。早在1904年，谓词逻辑的创始人Frege G就提出了含糊（德文Vague）一词，并把它归结到边界线区域，也就是说在全体论域上存在一些个体既不能在某个子集上被分类，也不能在该子集的补集上被分类。

1965年，Zadeh L A创立了模糊（用英文词Fuzzy翻译德文Vague）集合论，不少理论计算机科学家和逻辑学家，都试图通过这一理论解决Frege G的含糊概念，但模糊集是不可计算的，没有给出数学公式描述这一模糊概念，故无法计算出它在边界线上的具体的含糊元素数目。1982年，Pawlak Z 针对Frege G的边界线思想提出了粗糙集（Rough，Rough是波兰人对Vague的翻译）论。他把那些无法确认的个体都归属于边界线区域，而这种边界线被定义为上近似集与下近似集之间的差集，由于上近似集和下近似集都可以通过等价关系给出确定的数学公式描述，所以含糊元素数目可以被计算出来，即在真假二值之间的含糊程度可以计算，从而实现了Frege G的边界线思想。粗糙集理论主要兴趣在于它恰好反映了人们用粗糙集方法处理不分明问题的常规性，即以不完全信息或知识去处理一些不分明现象的能力。

2.知识与分类

知识可以认为是人类或其他物种的分类（区分）能力，如在遥远的采集时代，人们能区分哪些植物的果子甘甜可口，哪些果子有毒不能食用，这些都是人类的分类能力，也是人们从实践中所获得的知识。粗糙集理论建立在分类机制的基础上，将知识理解为对数据的划分，每一被划分的集合就是一个概念，粗糙集理论的主要思想是利用已知的知识库，将不精确或不确定的知识用已知的知识库中的知识来（近似）刻画。下面给出一个例子进行说明，见表4-6。

表4-6　积木数据表




	积木编号
	颜色
	形状
	重量



	x1
	红
	圆
	轻



	x2
	蓝
	方
	重



	x3
	红
	三角
	轻



	x4
	蓝
	三角
	轻



	x5
	黄
	圆
	轻



	x6
	黄
	方
	轻



	x7
	红
	三角
	重



	x8
	黄
	三角
	重






在表4-6中，若某人对于颜色、形状和重量均有感知能力，即能在颜色上区分红、黄和蓝，在形状上能区分方、圆和三角，在重量上能区分轻和重，则这8块积木都各不相同。若某人缺乏“颜色”上的分类能力，如他患有色盲症，即红、黄和蓝在他看来都一样，则他无法区分积木x1与x5，积木x3与x4，显然他的关于这些积木的知识比一般人要少，因为他缺乏了关于“颜色”的分类能力。同理，若缺乏“形状”上的分类能力，则不能区分积木x1与x3，积木x5与x6；若缺乏“重量”上的分类能力，则不能区分积木x3与x7。

3.粗糙集的基本概念

信息系统（Information System）是一组用属性集描述的对象集，信息系统S用一个四元组来定义：

S=（U，A，V，f）

其中U=｛x1
 ，x2
 ，…，xn
 ｝是对象集，即论域；A是属性集合；[image: ]
 是属性值的集合，Va
 表示属性a的属性值范围，即属性a的值域；f：U×A→V是一个信息函数，它为U中各对象的属性指定唯一值。

对于信息系统S，若属性集可分为条件属性集C和决策属性集D，即有A=C∪D，且C∩D=φ，则该信息系统称为一个决策系统（Decision System）或决策表（Decision Table），决策属性集D可以包含多个决策属性，即D=｛d1
 ，d2
 ，…，dk
 ｝，但对于多决策的情况，一般是将它变换成为只有一个决策的决策系统，所以不失一般性，有D=｛d｝。此时决策系统一般表示为

L=（U，C∪｛d｝，V，f）

在信息系统S中，对于一属性集I[image: ]
 A，可构造对应的二元等价关系

IND（I）=｛＜x，y＞∈U×U |∀a∈I，有a（x）=a（y）｝

式中IND（I）为由I构造的不可分辨关系，其中a（x）=a（y）表示对象x和y在属性a上取值相同。

一个近似空间AS是一个二元组AS=（U，R），U为论域，R为U上的等价关系，即不可分辨关系，关系R对U形成一个划分，其中的每个等价类称为一个R-基本集（或称R-基本类），对于对象集X[image: ]
 U，如果X是一些R-基本集的并集，则称X是R-可定义的；否则X是R-不可定义的，R-可定义集也称为R-精确集或R-恰当集，而R-不可定义集也称为R-非精确集或R-粗糙集（在不产生混淆时简称为粗糙集）。

在信息系统S中，X[image: ]
 U为一对象集，R为一等价关系，则在R水平下X的下近似R_（X）定义和上近似R－
 （X）分别为：

R_
 （X）=｛xi
 ∈U|［xi
 ］R
 [image: ]
 X｝

R－
 （X）=｛xi
 ∈U|［xi
 ］R
 ∩X≠φ｝

R_（X）表示在关系R水平下一定能归入X的对象集，R－
 （X）表示在关系R水平下可能归入X的对象集。事实上，在R为等价关系的条件下，下近似和上近似也可以写成

R－
 （X）=∪｛Y∈U/R|Y[image: ]
 X｝

R－
 （X）=∪｛Y∈U/R|Y∩X≠φ｝

由以上两式可以看出，X的下近似集R_（X）是包含于X的最大精确集，X的上近似集R－
 （X）是包含X的最小精确集，而粗糙集理论正是用下近似集和上近似集来刻画非精确集的。

上近似集与下近似集的差集称为X的R-边界线集，记为：

BNR
 = R－
 （X）－R_（X）

X的R-边界线集是那些通过等价关系R既不能在X上被分类，也不能在-X上被分类的元素的集合，我们通过已经掌握的信息看集合X，只能观测到X的下近似集和上近似集，而不能观测到X的全貌，边界线集为空，则通过等价关系R可以精确地观测X；否则，只能粗糙地观测X。

X的R-正域被记为POSR
 （X）=R－
 （X），它是确定地属于X的对象组成的集合，X的R-负域被记为NEGR
 （X）=U－R－
 （X），它是确定地不属于X的对象组成的集合（见图4-12）。

[image: ]
图4-12　粗糙集示意



二、决策表属性约简


定义4.5
 　对信息系统S，若属性集可分为条件属性集C和决策属性集D，即有A=C∪D，且C∩D=φ，则该信息系统称为一个决策系统或决策表。


定义4.6
 　在信息系统S中，对于一属性集I[image: ]
 A，可构造对应的二元等价关系

IND（I）=｛＜x，y＞∈U×U |∀a∈I，有a（x）=a（y）｝

称IND（I）为由I构造的不可分辨关系。


定义4.7
 　在信息系统S中，X[image: ]
 U为一对象集，R为一等价关系，则在R水平下X的下近似R_（X）定义为

R_（X）=［｛xi
 ∈U|xi
 ］R
 [image: ]
 X｝

R_（X）表示在关系R水平下一定能归入X的对象集。


定义4.8
 　在信息系统S中，对于属性集P，Q[image: ]
 A，由两者构造的不可分辨关系为IND（P），IND（Q），则Q的P正域为

[image: ]



定义4.9
 　在信息系统S中，对属性集P，R，Q，称R为相对于Q的P的约简，当且仅当满足下列两条件：

1） POSIND（R）
 （IND（Q））= POSIND（P）
 （IND（Q））；

2） 不存在r∈R，使得POSIND（R？｛r｝）
 （IND（Q））= POSIND（R）
 （IND（Q））成立。


定义4.9
 　P的相对于Q的核COREQ
 （P）定义为P的所有相对于Q的约简的交集，即

COREQ
 （P）=∩REDQ
 （P）

其中，REDQ
 （P）为P的所有相当于Q的约简。


定义4.10
 　在决策系统L=（U，C∪｛d｝，V，f）中，R[image: ]
 C，若满足：

1） POSI
 ND（R）（IND（｛d｝））=POSI
 ND（C）（IND（｛d｝））；

2） 不存在　r∈R，POSIND（R-｛r｝）
 （IND（｛d｝））=POS　IND（R）
 （IND（｛d｝））

则R称为条件属性集C的相对于决策属性d的约简，简称为C的相对约简。


定义4.11
 　C的相对核CORE（C）定义为C的所有相对约简的交集，即

CORE（C）=∩RED（C）

其中，RED（C）为C的所有相对约简。


例4-2
 　对于一个有4个对象、3个条件属性的决策系统，如表4-7所示。

表4-7　一个决策系统的例子




	U
	A1
	A2
	A3
	class



	x1
	1
	1
	0
	0



	x2
	1
	1
	1
	1



	x3
	0
	1
	1
	0



	x4
	3
	1
	2
	1






由计算容易知道

U/IND（｛class｝）=｛｛x1，x3｝，｛x2，x4｝｝；

POSIND（｛A1，A2｝
 ）IND（｛class｝）=｛x3，x4｝；

POSIND（｛A2，A3｝
 ）IND（｛class｝）=｛x1，x4｝；

POSIND（｛A1，A3｝
 ）IND（｛class｝）=｛x1，x2，x3，x4｝。

此时，据定义4.11知道｛A1，A2｝为条件属性集C=｛A1，A2，A3｝的相对约简。


定义4.12
 　对于决策系统L=（U，C∪｛d｝，V，f），其中U=｛x1
 ，x2
 ，…，xn
 ｝，则L的差别矩阵M（L）定义为

mij
 =｛a∈C|a（xi
 ）≠a（xj
 ）∧（d（xi
 ））≠d（xj
 ））｝，i，j=1，2，…，n

其中，mij
 是能将xi
 和xj
 划分到U/IND（｛d｝）中不同等价类的属性集。


例4-3
 　对于一个有7个对象、4个条件属性的决策系统，如表4-8所示。

表4-8　一个示例决策系统




	U
	a
	b
	c
	d
	class



	x1
	1
	0
	2
	1
	1



	x2
	1
	0
	2
	0
	1



	x3
	1
	2
	0
	0
	2



	x4
	1
	2
	2
	1
	0



	x5
	2
	1
	0
	0
	2



	x6
	2
	1
	1
	0
	2



	x7
	2
	1
	2
	1
	1






对于由表4-8所示的决策系统，它的差别矩阵如表4-9所示。

表4-9　所示决策系统的差别矩阵




	　
	x1
	x2
	x3
	x4
	x5
	x6
	x6



	x1
	φ
	　
	　
	　
	　
	　
	　



	x2
	φ
	φ
	　
	　
	　
	　
	　



	x3
	｛b ，c ，d｝
	｛b ，c｝
	φ
	　
	　
	　
	　



	x4
	｛b｝
	｛b ，d｝
	｛c ，d｝
	φ
	　
	　
	　



	x5
	｛ a ，b ，c ，d｝
	｛ a ，b ，c｝
	φ
	｛ a ，b ，c ，d｝
	φ
	　
	　



	x6
	｛ a ，b ，c ，d｝
	｛ a ，b ，c｝
	φ
	｛ a ，b ，c ，d｝
	φ
	φ
	　



	x6
	φ
	φ
	｛ a ，b ，c ，d｝
	｛ a ，b｝
	｛c ，d｝
	｛c ，d｝
	φ






设L=（U，C∪D，V，f）为一个决策系统，R[image: ]
 C为条件属性子集，属性a为不属于R的条件属性，则a的重要性定义为

SGF（a，R，D）=p（a）

其中p（a）为差别矩阵中删除与R中属性有交的属性组合的剩余部分所出现的频率。于是可以得到类似中算法的求相对约简的算法：

步骤 1：计算决策系统修改的差别矩阵M；

步骤 2：R=CORED
 （C）；

步骤 3：Q=｛mij
 |mij
 ∩R≠φ，i≠j∧i，j=1，2，…，n｝，M=M－Q；

步骤 4：在C-R中选择属性a，使得SGF（a、R、D）达到最大值，如果有多个属性ai
 （i=1，2，…，m） 达到最大，则选择与R组合数目最少的aj
 ；

步骤 5：R=R∪｛aj
 ｝；

步骤 6：如果M=φ，则终止；否则转到步骤3。

三、决策规则获取

经过属性约简，可以将决策系统中对决策分类不必要的属性省略，从而实现决策系统的简化，这有利于从决策系统中分析发现对决策分类起作用的属性。对于属性约简后的决策系统，我们可以用其中的每个对象形成一条规则，所以此时的决策系统也就是规则集，但这些规则范化能力不强，还可能包含冗余信息，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约简，粗糙集中也称值约简。

对于决策系统L=（U，C∪｛d｝，V，f），其中V=∪｛Va
 |a∈A｝∪Vd
 为决策系统L的值域，则决策规则的一些相关描述如下：


定义4.13
 　a=v是属性集B[image: ]
 A∪｛d｝与决策系统的值域V上的描述子，表示属性a取值v，也称为B和V上的原子公式。


定义4.14
 　公式定义为：

（1） 原子公式是公式；

（2） 如果F和G是原子公式，则┐F，（F），F∧G，F∨G和F→G都是公式；

（3） 只有按上述（1）和（2）所组成的式子是公式。


定义4.15
 　公式F→G的逻辑含义称为决策规则，F称为规则前件，G称为规则后件，它们表达一种因果关系。其中，公式F中所包含的原子公式中只有决策系统的条件属性，G中所包含的原子公式中只有决策系统的决策属性。


定义4.16
 　公式a1
 =v1
 ∧a2
 =v2
 ∧……∧an
 =vn
 称为P基本公式，其中vi
 ∈Va
 i
 ，｛a1
 ，a2
 ，…，an
 ｝∈P，P[image: ]
 C。


定义4.17
 　对于任一公式F，‖F‖是该公式在决策系统L中的解释（含义），即论域U中具有特性F的所有对象的集合，归纳定义如下：

（1） 若F为原子公式，即形若a=［v］，则‖F‖=｛u∈U｜au
 =v｝是公式；

（2） 如果F和G是原子公式，则有

　　　　　　　　　　‖┐F‖=U－‖F‖

　　　　　　　　　　‖F∧G‖=‖F‖∩‖G‖

　　　　　　　　　　‖F∨G‖=‖F‖∪‖G‖


定义4.18
 　F→G为决策规则，如果F是P基本公式且B为d=di
 ，则F→G称为基本决策规则。

目前基于粗糙集的决策规则获取（值约简）的主要方法有：（1） 原始的基于核值的方法，原始的方法是先计算出核值表，然后考查每条规则（此时规则仅含该规则的核），添加其他属性值，实现对原规则的约简。（2） 基于布尔推理的所谓最小决策算法，将决策类相同的规则的前件表达成一个析取式，然后通过逻辑式转换来得到对应于该决策类的小的决策规则。（3） 原始的等价类匹配方法，即先计算出条件属性集（子集）的等价类划分E和决策属性上的等价类划分Y，逐个将两边的等价类Ei
 和Fj
 进行比较，若Ei
 [image: ]
 Fj
 ，则有规则rij
 ：Des（Ei
 ）→Des（Yj
 ）；缺省规则获取，即并不需要严格要求Ei
 [image: ]
 Fj
 ，而是要求μ＝card（Ei
 ∩Yj
 ）/card（Ei
 ），即规则的置信度大于某一给定的值即可得到规则rij
 ：Des（Ei
 ）→Des（Yj
 ），该规则的置信度为μ，而关于等价类划分E则采用投影的方式。（4） LEM2算法，在规则获取中逐步选择覆盖最多对象的描述子加入到规则前件，生成规则后在对前件中的描述子考查，看能否删除该描述子以期望得到尽量短的规则。

为了使获得的知识更简洁，更容易被理解，这里介绍一种基于分类一致性的规则获取方法。它是一种例化方向的方法，从空集开始，逐步选择重要的属性加入，当能够正确分类时，导出规则并将规则所覆盖的对象集删除，直到所有的对象都被覆盖。

1.算法描述

输入：一致的决策系统L=（U，C∪｛d｝，V，f）。

输出：规则集Rules。

Procedure RICCR（Rule Induction based on Classification Consistency Rate）

Begin

（1） 初始化阶段：

　　G：=L；

　　Rules=φ；

　　　SelecAttr=φ；

　　unSelecAttr=C；

（2） 规则获取阶段：

　　While　G≠φ　do

　　　 begin

　　　　 rule=φ；

　　　　　for i=1 to card（unSelecAttr） do

　计算POSIND（SelecAttr∪｛ai｝）
 （IND（｛d｝））；

　　　　end

选择使得card（POSIND（SelecAttr∪｛ai｝）
 （IND（｛d｝）））达到最大的属性a；

如果有多个属性使得同时达到最大，则选择属性a使得H（｛d｝|｛a｝）最小；

SelecAttr＝SelecAttr∪｛a｝；

unSelecAttr＝unSelecAttr－｛a｝；

if POSIND（SelecAttr∪｛a｝）
 （IND（｛d｝））≠φ then

　　begin

　　用属性SelecAttr从对象集POSIND（SelecAttr∪｛a｝）
 （IND（｛d｝））导出规则；

　　将化简后的规则并入到Rules；

G=G－POSIND（SelecAttr∪｛a｝）
 （IND（｛d｝））；

　　end

　end

（3） 规则化简阶段：

　　for 规则集Rules中的每条规则rule

　　　for 规则rule中的每个描述子

　　　　　if 删除该描述子b=v后规则与其他规则不产生冲突 then

　　　　　　删除该描述子；

　　　end

　 end

End

在算法的循环规则获取阶段，挑选属性加入时，按照SGF（a）= POSIND（SelecAttr∪｛a｝）
 （IND（｛d｝））－POSIND（SelecAttr）
 （IND（｛d｝））作为属性的重要性度量，其中SelecAttr为当前已经选择的属性。当有多个属性同时达到最大时，考虑它们的条件熵H（｛d｝|｛a｝），选择其中条件熵最小的属性。在规则化简阶段，考查规则中的描述子，看它是否可以约去。事实上，属性的考查顺序也是很重要的，一种方法是按照属性本来的排列顺序，另外还可以考虑按照属性的重要性，从最不重要的属性开始考查。

2.示例

下面以UCI中著名的高尔夫数据集为例来说明算法的执行过程（见表4-10）。

表4-10　高尔夫数据集




	U
	Outlook（a1）
	Temperature（a2）
	Humidity（a3）
	Windy（a4）
	Class



	1
	sunny
	hot
	high
	false
	Don't play



	2
	s unny
	hot
	high
	true
	Don't play



	3
	overcas t
	hot
	high
	false
	Play



	4
	rain
	mild
	high
	false
	Play



	5
	rain
	cool
	normal
	false
	Play



	6
	rain
	cool
	normal
	true
	Don't play



	7
	overcas t
	cool
	normal
	true
	Play



	8
	s unny
	mild
	high
	false
	Don't play



	9
	s unny
	cool
	normal
	false
	Play



	10
	rain
	mild
	normal
	false
	Play



	11
	s unny
	mild
	normal
	true
	Play



	12
	overcas t
	mild
	high
	true
	Play



	13
	overcas t
	hot
	normal
	false
	Play



	14
	rain
	mild
	high
	true
	Don't play






U/IND（｛Class｝）=｛｛1，2，6，8，14｝，｛3，4，5，7，9，10，11，12，13｝｝

U/IND（｛a1｝）=｛｛1，2，8，9，11｝，｛3，7，12，13｝，｛4，5，6，10，14｝｝

U/IND（｛a2｝）=｛｛1，2，3，12｝，｛4，8，10，11，12，14｝，｛5，6，7，9｝｝

U/IND（｛a3｝）=｛｛1，2，3，4，8，12，14｝，｛5，6，7，9，10，11，13｝｝

U/IND（｛a4｝）=｛｛1，3，4，5，8，9，10，13｝，｛2，6，7，11，12，14｝｝

POSIND（｛a1｝）
 IND（｛Class｝）=｛3，7，12，13｝

POSIND（｛a2｝）
 IND（｛Class｝）=φ

POSIND（｛a3｝）
 IND（｛Class｝）=φ

POSIND（｛a4｝）
 IND（｛Class｝）=φ

所以选择属性a1，并得到规则

“Outlook（a1）=overcast”⇒“Class=Play”｛3，7，12，13｝

删除对象3，7，12和13后，得到的决策系统如表4-11所示。

表4-11　选择属性a1后到决策系统




	U
	Outlook（a1）
	Temperature（a2）
	Humidity（a3）
	Windy（a4）
	Class



	1
	sunny
	hot
	high
	false
	Don't play



	2
	sunny
	hot
	high
	true
	Don't play



	4
	rain
	mild
	high
	false
	Play



	5
	rain
	cool
	normal
	false
	Play



	6
	rain
	cool
	normal
	true
	Don't play



	8
	sunny
	mild
	high
	false
	Don't play



	9
	sunny
	cool
	normal
	false
	Play



	10
	rain
	mild
	normal
	false
	Play



	11
	sunny
	mild
	normal
	true
	Play



	14
	rain
	mild
	high
	true
	Don't play






U/IND（｛Class｝）=｛｛1，2，6，8，14｝，｛4，5，9，10，11｝｝

U/IND（｛a1｝）=｛｛1，2，8，9，11｝，｛4，5，6，10，14｝｝

U/IND（｛a2｝）=｛｛1，2｝，｛4，8，10，11，14｝，｛5，6，9｝｝

U/IND（｛a3｝）=｛｛1，2，4，8，14｝，｛5，6，9，10，11｝｝

U/IND（｛a4｝）=｛｛1，4，5，8，9，10｝，｛2，6，11，14｝｝

U/IND（｛a1，a2｝）=｛｛1，2｝，｛4，10，14｝，｛5，6｝，｛8，11｝，｛9｝｝

U/IND（｛a1，a3｝）=｛｛1，2，8｝，｛4，14｝，｛5，6，10｝，｛9，11｝｝

U/IND（｛a1，a4｝）=｛｛1，8，9｝，｛2，11｝，｛4，5，10｝，｛6，14｝｝

POSIND（｛a1，a2｝）
 IND（｛Class｝）=｛1，2，9｝

POSIND（｛a1，a3｝）
 IND（｛Class｝）=｛1，2，8，9，11｝

POSIND（｛a1，a4｝）
 IND（｛Class｝）=｛4，5，10，6，14｝

此时可以得到，card（POSI
 ND（｛a1，a3｝）IND（｛Class｝））=card（POSI
 ND（｛a1，a4｝）IND（｛Class｝））=5，同时取最大值。所以，要计算条件熵：

H（D|｛a3｝）=0.5004

H（D|｛a4｝）=0.6068

显然有H（D｜｛a3｝） ＜ H（D｜｛a4｝），所以，选择属性a3，得到规则：

“Outlook（a1）=sunny∧Humidity（a3）=high”⇒“Class=Don’t play”｛1，2，8｝；

“Outlook（a1）=sunny∧Humidity（a3）=norm”⇒“Class=Play”｛9，11｝。

删除已经被规则覆盖的对象1，2，8，9和11，得到如表4-12所示的决策系统。

表4-12　选择属性a1，a3后到决策系统




	U
	Outlook（a1）
	Temperature（a2）
	Humidity（a3）
	Windy（a4）
	Class



	4
	rain
	mild
	high
	fals e
	Play



	5
	rain
	cool
	normal
	fals e
	Play



	6
	rain
	cool
	normal
	true
	Don't play



	10
	rain
	mild
	normal
	fals e
	Play



	14
	rain
	mild
	high
	true
	Don't play






U/IND（｛Class｝）=｛｛4，5，10｝，｛6，14｝｝

U/IND（｛a1，a3，a2｝）=｛｛4，14｝，｛5，6｝，｛10｝｝

U/IND（｛a1，a3，a4｝）=｛｛4｝，｛5，10｝，｛6｝，｛14｝｝

POSIND（｛a1，a3，a2｝）
 IND（｛Class｝）=｛10｝

POSIND（｛a1，a3，a4｝）
 IND（｛Class｝）=｛4，5，6，10，14｝

所以取属性a4，得到如下规则：

“Outlook（a1）=rain∧Humidity（a3）=high∧Windy（a4）=false”⇒“Class=Play”｛4｝

“Outlook（a1）=rain∧Humidity（a3）=norm∧Windy（a4）=false⇒Class=Play”｛5，10｝

“Outlook（a1）=rain∧Humidity（a3）=norm∧Windy（a4）=true”⇒“Class=Don’t play”｛6｝

“Outlook（a1）=rain∧Humidity（a3）=high∧Windy（a4）=true”⇒“Class=Don’t play”｛14｝

到此，所有的对象已经被覆盖，得到的基本规则集为

“Outlook（a1）=overcast”⇒“Class=Play”｛3，7，12，13｝

“Outlook（a1）=sunny∧Humidity（a3）=high”⇒“Class=Don’t play”｛1，2，8｝

“Outlook（a1）=sunny∧Humidity（a3）=norm”⇒“Class=Play”｛9，11｝

“Outlook（a1）=rain∧Humidity（a3）=high∧Windy（a4）=false”⇒“Class=Play”｛4｝

“Outlook（a1）=rain∧Humidity（a3）=norm∧Windy（a4）=false⇒Class=Play”｛5，10｝

“Outlook（a1）=rain∧Humidity（a3）=norm∧Windy（a4）=true”⇒“Class=Don’t play”｛6｝

“Outlook（a1）=rain∧Humidity（a3）=high∧Windy（a4）=true”⇒“Class=Don’t play”｛14｝

对上面规则集进行化简，得到的结果规则集为（按照属性的重要性，从最不重要的属性开始考查）

“Outlook（a1）=overcast”⇒“Class=Play”｛3，7，12，13｝

“Outlook（a1）=sunny∧Humidity（a3）=high”⇒“Class=Don’t play”｛1，2，8｝

“Outlook（a1）=sunny∧Humidity（a3）=norm”⇒“Class=Play”｛9，11｝

“Outlook（a1）=rain∧Windy（a4）=false”⇒“Class=Play”｛4，5，10｝

“Outlook（a1）=rain∧Windy（a4）=true”⇒“Class=Don’t play”｛6，14｝

规则集中，有5条规则，规则总长为9。

四、粗糙集理论的应用

在粗糙集理论的应用中，水资源调度和临床医疗诊断是典型的例子。

1.水资源调度

在水资源调度中，对用户需求的预测是对供水系统进行优化控制的必要条件。如果能够精确地预计对水的需求信息，则可以计算出最小代价的水调度方案。加拿大Regina大学利用粗糙集方法成功地对用水需求进行了预测，他们研究的是北美一个中等规模城市的供水系统，水资源包括一个湖泊和一些底下井。

水首先被抽运到分布于不同区域的城市蓄水池中，然后从这些蓄水池抽到用水配给系统，或者在需要调节水位的时候从一个蓄水池抽调到另外的蓄水池。系统中的水压和流速可以通过抽水站的水泵和水阀来控制。人工操作员在中心抽水站控制配给系统进行操作。操作员利用一些启发式知识或者规则来最小化水泵动力的耗费，进行用水需求的预先估计，将各个蓄水池中的水保持在合理范围。这些启发式知识是基于经济环境、社会因素等综合得到的。配给系统有多个操作员，难以将配给系统的操作进行标准化，显然其操作策略需要优化。将经验最丰富的操作员的启发式知识存入专家系统是降低操作代价的一个有效途径。为此，通过与操作员的交流学习到一些启发式知识，对这些知识进行分析发现，为了制订最小代价的抽水调度方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对用水需求进行精确的每日预测。然而，专家（富有经验的操作员）是根据他们的经验进行大致估计的，难以理解与传授其知识。Regina大学研究人员正是通过研究大量日用水需求数据，从中获取控制规则。

市内对水的瞬间消耗是由分布在该区域的大量工厂、商店、公共用户和居民用户的用水情况决定的。这种消耗受诸多因素影响，如天气情况、季节变换、星期几、节假日等。从众多考虑因素中，可以分析得到对影响用水需求比较大的18个因素。第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星期几，比如周末的用水量通常小于周日，星期一是用水的高峰，很多人在星期一洗衣服。其他17个因素是连续3天的最高温度、当天最低温度、平均湿度、刮风、日照时间等。从10个月时间中收集到的300多个数据进行训练，实验中决策属性值被离散化为10个区间，即具有10个决策概念。

经过处理，得到用水需求的一些预测规则。举例如下：

“如果今天的平均湿度在47％～53％之间，昨天的最高气温在17.42～22.98摄氏度之间，并且昨天的最低气温在3.22～8.18摄氏度之间，则用水需求在94～104mL之间”；“如果今天的平均湿度在53％～58％之间，前天的最高气温在22.98～28.54摄氏度之间，并且前天的日照时间在13.3～15.2小时之间，则用水需求在124～134mL之间”。

经过测试，该系统其预测的错误率最好达到6.67%。

2.临床医疗诊断

日本Tsumoto等人将粗糙集方法应用于如下两个医疗数据库中：

（1） 抗生素过敏（allergy for antibiotic），训练集包括31119个样例，内含137个属性，分为4个类别。

（2） 细菌测试数据库（bacterial test dataset），训练集包括101343个样例，内含254个属性。

在抗生素过敏研究中，得到了医生没有预料到的下述规则：

［Sex=F］∧［Food=Fish］⇒［Effect=Urticaria］

［Age≤40］∧［Food=Fish］⇒［Effect=Urticaria］

值得一提的是，医生通常认为年龄和性别不是判断过敏反应的重要属性，而规则获取实验却得到与年龄和性别有关的规则。这个发现也表明，妇女比男性更容易得风疹（Urticaria），年龄小于40岁也是产生过敏反应的重要因素。对于这一新知识的发现，经过在医疗实践中进行进一步测试，证明其正确率达到了82.6%。

在细菌测试数据库研究中，也得到了一些有趣的规则，其中114条是医生没有事先预料到的，下面几条规则最能引起医生的注意，他们从每年的数据中都可以得到。

（1） ［β-lactamase=（3+）］⇒Bacteria_Detection（+）

（2） ［β-lactamase=（+）］⇒Bacteria_Detection（+）

以上两条规则表明，抗青霉素细菌成了细菌感染的重要原因。

（3） ［Disease=Pneumonia］⇒Bacteria_Detection（－）

（4） ［Fever（BT＞39）］⇒Bacteria_Detection（－）

（5） ［Disease=MalignantTumor］⇒Bacteria_Detection（－）

以上三条规则说明检查这些条件对诊断细菌没有重要价值。

（6） Fusobacterium⇒PCG（+）

（7） MRSA⇒VCM（+）

（8） Tonsilitis⇒AUG（+）

这三条规则显示了没有预料到的细菌和抗生素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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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神经经济学和神经管理学




第一节　神经经济学



一、神经经济学概念及学科的产生

神经经济学集合了神经科学、经济学、心理学等交叉学科，研究人们如何作出经济决策、如何进行合作等问题。它集中观察人们在评估决策、平衡风险回报以及与他人交际时，大脑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神经经济学研究是行为经济学的进一步延伸，同时也是认知神经科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项全新应用。

（脑）神经科学（Neuroscience）关注人脑的结构、功能及功能的形成机理。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的研究关注人类认知机理、智能机理与规律，包括知觉、学习、记忆、推理、语言理解、知识获得、注意、情感、运动控制等，其主要的研究层面是认知心理和认知机理，以及脑生理。认知神经科学（Cognitive Neuroscience）是在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主要在脑神经层面上研究认知（知觉、注意、记忆、策划、语言、意识等）问题。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心理学就进入了经济领域，并逐渐形成了行为经济学派，有多位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行为经济学又称“心理经济学”或“实验经济学”，是在实验室受控环境下，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心理学与经济科学有机结合起来，以发现现今经济学模型中的错误或遗漏，进而修正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致基本假设的不足。显然，可以把行为经济学看成是从传统经济学到神经经济学的中间阶段。用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行为经济学中行为的意识基础，就发展到了神经经济学的阶段。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见表5-1。

表5-1　传统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比较




	　
	传统经济学
	行为（认知）经济学
	神经经济学



	假设
	完全理性或条件约束下的有限理性
	行为层面的有限理性
	神经层面的有限理性



	模式
	个人偏好决定行为
	心智决定行为
	脑机理决定行为



	变量
	确定性模型，无感觉变量
	有感觉变量，结合认知
	测量感觉，认知量化



	决策理论的代表
	效用和主观效用决策的公理体系
	前景理论
	尚未形成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进步和脑活动测量仪器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认知神经学得到了快速发展。进入21世纪后，认知神经科学与社会科学迅速交叉发展，不仅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也在社会、心理、经济、文化、商业等领域取得了重要的应用成果。研究工具的发展极大地削弱了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学科自身不断发展也不断打破这些界限。自21世纪以来，有两类学者几乎同时关注神经经济学。一类是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者和市场营销研究者，从行为学到认知神经学，进而形成神经经济学和神经营销学，表现出一个较为自然的发展过渡过程；还有一类是神经科学研究者，他们所关注的是认知和基于认知的意识问题神经机制的探究，其中一部分认知与意识问题是从属于经济与管理行为的。这样，神经科学实际上就进入了经济学与管理学的领域，研究人类某些经济与管理行为方式的脑生理基础，在脑科学的层面上解读人类的这些经济与管理行为。特别是，当这些经济与管理行为涉及学科的关键问题，或以往难以解决的学科难题时，神经经济学与神经管理学就给经济学带来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目前，神经经济学的研究，常常是这两类研究者所共同完成的。

由于神经经济学与神经科学的这种“天然的”密切关系，随着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在观察人脑认知和意识活动的工具、设备不断进步的情况下，当认知神经科学借助这些先进设备，观察与各类经济行为所对应的人脑意识活动时，当决定我们行为和心智器官——大脑不再是一个“黑箱”时，神经经济学就自然产生了。因此，可以说工具的进步与经济学自我发展的需要共同促进了神经经济学这个新的、充满了无限潜力的学科的诞生。神经经济学的研究将使我们在更“本质”的层次上、更贴近现实的去研究、认识经济活动中的个体及其行为。

1997年，卡奈基-梅隆大学首次举行了以“神经行为经济学”命名的会议（Neurobehavioral Economics），最早明确提出将神经学与经济学相结合发展。2000年的12月8至9日，在普林斯顿大学举办的一个研讨会首次使用了神经经济学（Neural Economics）名称，并逐步被广泛认可。2002年，美国乔治梅森大学Vernon Smith在诺贝尔奖颁奖大会上说了这样一段话：“新的大脑影像技术激发神经经济学去探索大脑的内在秩序及其与人类决策——包括固定赌注的选择，也包括以市场和其他制度规则为中介的选择——之间的关系”。2002年8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召开了一次名为“Conference on Neuroeconomics”的国际学术会议。2003年9月，“神经经济学学会”（The Society for Neuroeconomics）在美国纽约大学成立。该学会成立以来，每年都以“神经经济学年会”为名，组织相关的国际学术活动。2006年，在波士顿召开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桑塔费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神经经济学学会”理事、瑞士苏黎世大学实验经济学研究院主任费尔被邀请作为三个“特邀演讲”者之一，说明神经经济学已经被主流经济学领域和研究团体所接受。

二、传统经济学的逻辑难题

现代经济学是一个建立在“理性”范式上的逻辑体系，该体系的基本框架是马歇尔1890年创立的。整个20世纪，经济学家不断地完善着这一逻辑体系，其中包括希克斯和艾伦创立的序数效用论，萨缪尔森、阿罗等人构建的显示偏好理论，莫迪利阿尼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弗里德曼的永久性收入假说，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斯蒂格勒、阿克劳夫等人的信息经济学，西蒙的“有限理性”，贝克尔对选择行为一般化的分析，纳什、海萨尼和泽尔腾等人的博弈理论，布坎南等人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诺斯、德姆塞茨等人创立的新制度经济学，等等。这些都使得经济学理论的内在逻辑更加缜密和自洽。但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架构臻于完美的同时，其经验实证的步伐却始终举步维艰。

首先，作为古典经济学乃至现代经济学逻辑前提的“理性”和“理性人”假设，在已经涉及的经验领域，一直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明，甚至在一些情况下该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被证伪。经济学所谓的“理性”，直观的表述就是“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身偏好”，所有的个体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整齐划一地进行如此行为。但实际情况会是什么样？人们会参加成功概率微乎其微的抽奖活动，付出巨大代价去惩罚或报复他人，在股市中追涨杀跌而最终赔的血本无归。这些司空见惯的行为在传统经济学看来都是“非理性的”，不符合经济学家的理论预测，但却实实在在地发生着，而且可能是真实经济生活的主要行为表现。

其次，“偏好稳定”是现代经济学为了自身理论模型的严谨、简洁而做的一个假设，其合理性也在面临实证的挑战。经济学家通常将个体区分为以下几个类型：时间偏好者、风险偏好者、利他主义者等。他们认为个体将终其一生保持类型不变，个体的各项特征是稳定的，个体在采取各种行为时都保持一致。例如，一个人如果在某个领域是风险爱好者，那么他在其他领域也是。人们一旦被观察到喜欢A胜于B，就永远只能选择A而不能选择B。但是经验证据表明，风险承担、时间贴现、利他主义等在不同情境之间，都只有很弱的相关性（或不相关）。这是因为偏好是状态依存的（注：行为经济学发现个体类型是可以变的，但不知道变的神经机制）。

实际上，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经济学理论的基石本质上是建立在我们无法知晓大脑“黑箱”的运作这一假设之上的。悲观论者认为，人们永远不可能拥有能够直接度量人类心灵的感觉的工具（威廉•杰文斯，1871）。因此，经济学方法论者提出了经济学研究的“as if” （仿佛，看起来似乎如此）逻辑原则（阿尔钦，1950；弗里德曼，1953），即认为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或市场选择）将导致只有理性最大者才能生存。因此，当研究一般化问题的时候，就可以假设个体“仿佛”（as if）是理性最大化者，因为非理性者很快会被市场选择所淘汰。但现在神经科学已经开始允许对思想和情感进行直接测度，而且这些测度的结果对传统的心智和行为间关系的观念，提出了挑战。现在，面对人类科学的巨大进展，经济学不应该仍然被那个“黑箱”所牵制，不应该还停留在“as if”的认识中。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只有打开大脑这个“黑箱”，才有可能做到。这些正是神经经济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三、神经认知科学对经济学的启示

人类的认知是一个二维的结构，如表5-2所示。

表5-2　二维神经功能




	　
	认知
	情感
	　
	认知
	情感



	受控过程
	Ⅰ
	Ⅱ
	自动过程
	Ⅲ
	Ⅳ



	　　串行
	　　并发



	　　努力
	没有努力



	　　仔细思考
	　　反射



	　　反思
	没有反思






经济学所描述的可以认为是第一象限的受控、认知过程，此时我们的决策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决策，同时我们的决策、行为还受到自动过程和情感过程的影响。

1.自动过程

自动过程是大脑神经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具有并发性、专门化、协调性的特点。

大脑处理过程很大程度上包括了那些不为意识所感知的并发过程。神经系统是一个规模巨大的网络结构，大脑任何一个部位的计算都有影响其他部位计算的可能，即使两者没有逻辑上的关系。近来针对自动处理过程的心理学研究对此给出了很好的例子。Gary Wells和Rchard Petty让被试通过耳机听一个社论，听的同时要求被试上下点头或者左右摇头（让被试相信点头或摇头是试验必须的部分）。结果表明，点头的被试比摇头的更认同社论的观点，尽管这里的点头或摇头与是否认同某个观点是逻辑上独立的两个大脑运算过程，但是实验结果还是表明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对此的可能解释是，在我们的文化中，点头与“接受”直接联系，摇头与“拒绝”直接联系，而这种联系已经转化为长期记忆保存在大脑中。在实验时，这种记忆被无意识地调动出来，起了作用。

当人们经过冷静地思考作决策时，一般“受控的认知过程压制了自动过程”。但并不总是如此，在人们大多数的决策中，包括认真思考后的决策，都常常会有自动过程战胜受控的认知过程，对我们的决策和行为施加了更多、更大的影响。因为要压制自动过程，必须做到：① a：认识到某个初始感受是错误的；b：有意识地去修正此次错误感受，但当感觉在意识之外发生时。② 不一定能够被完成。

大脑不同部分有不同的形态和结构，也有不同的功能特性，它们组成了功能专门化的系统来协调工作。例如，从事脑外科的医生发现，一个癫痫患者脑区的某个小区域受到刺激时，她会笑起来（Fried I等1998）。这暗示着存在一个“幽默”系统。神经科学家在颞叶区也找到一个脑区，该区受到刺激时，会激发出强烈的宗教感情，即使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是如此。

人们拥有特定情境下可供调用的专门化系统，这可能给经济学带来戏剧性的变化。经济行为的标准模型假设人们所要满足的是一个单一的偏好集，而且经济学家也经常批评心理学缺乏类似的统一观点。但问题是，面对人们多样化、专门化的系统，面对人类行为的复杂性，一个单一的解释是否真的能够成功？正如Jonathan Cohen在最近一次神经经济学会议上所表述的：“经济学有一个理论，而心理学有很多个，也许这正是因为大脑有不同的系统去解决不同的问题。”

大脑通过它所拥有的专门化系统，能够找到有效地完成被指派的任务的途径。当碰到一个全新的任务时，开始大脑会唤起多个不同脑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大脑对任务内容的熟悉、适应，大脑的激活逐渐集中到专门化的、用于处理该任务的脑区。这有点类似于经济学中所描述的从激烈的变化到均衡的变化过程。Andrew Lo和Dmitry Repin（2002）在对外贸商和经销商进行交易时的心理、生理测试中，也发现了这个现象。缺乏经验的经销商会对半数左右的市场事件，表现出显著的生理反应，而有经验的经销商则反应要小很多。

大脑基本上通过自动系统而不是受控系统执行任务的，这对经济学研究有很大启示。在一个著名的研究中，Fernand Godet和Simon测试了专业棋手和普通人对摆在棋盘上的棋子及行棋步骤的记忆情况。发现，对于真实的棋局，专业棋手几乎能够立即记住每个棋手的每步棋，如果棋子是随便摆放的，则专业棋手和普通人的记忆能力没有大的差别。近期更多的有关决策过程的研究，表明这是一个一般现象，因为决策经常采取模式匹配的形式，而不是对成本和收益的复杂权衡。

2.情感过程

情感过程是一种更加“原始”的、本能的神经功能，这一点和我们的哺乳动物近亲很相似，它直接和行为动机相关。

在实践中，认知过程也常常能够战胜情感过程而支配我们的行为，就这一点而言，似乎情感过程对经济学没有太多的意义，但也并非总是如此。Gilbert和Michael Gill提出，人是“瞬时现实主义者”，他们相信自己即时的情感反应，要改变这种情感反应需要一种相当费力的认知处理过程。情感可能是短暂的，不过如果它们导致人们作出不可撤销的仓促决定（事实上这是可能的，并且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如激情犯罪），它们就有很重要的经济后果。甚至那些短暂的情绪，只要在个人记忆或社会记忆中鲜活存在，也可能导致长期后果。例如我们日常消费中的品牌忠诚、口碑等，实际上就是情感因素对行为影响的一个体现。Dora Costa和Matthew Kahn（2003）研究发现，尽管在美国内战期间的联邦军队的背叛者，在战后未受惩罚就被允许回到家乡，但他们仍然经常搬家，因为他们自己有羞愧感，且邻居知道其背叛者身份后也会排斥他们。

研究现实经济现象规律和特征的经济学，不能不研究大脑的情感过程和自动过程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这正是神经经济学所要回答的问题。神经科学认为，外在行为只不过是大脑维持稳态的许多种机制之一，偏好是确保生存和繁殖成功的瞬时状态变量，这两种状态变量是相互作用的，由此形成了人类的经济行为。

四、神经经济学研究什么

神经经济学研究（但不限于）如下经济学中的重要的，并多数是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1.研究人类经典经济行为的脑生理基础，从脑科学层面上解读（经典的）经济行为。

2.从神经科学角度揭开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理性、自利、有限理性、利他等）的神经基础，而不用as if来自我辩护。

3.尝试从神经活动角度，解决经济学无法度量若干重要基本概念的“心病”，即尝试解决“偏好”、“效用”等概念的“度量”问题，解开“偏好决定行为，又由只能用行为来度量偏好”的死循环问题。

4.探讨决策风险特征转换、决策范式转换、博弈演变、跨期选择的偏好转换、信息处理模式转换等基本问题的神经机制。

总之，神经经济学有希望重构经济学的古典主题（自利、理性）、决策理论、博弈论等问题的理论基础。有希望在给定的激励机制、偏好结构、资源约束等条件下，预测经济活动中人类会如何行动。

五、神经经济学最新研究成果

1.经济人“不完全理性”的神经学基础

传统经济学对经济人的假设，经历了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的发展。为此进展做出杰出贡献的若干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神经经济学在脑机制的层面上，找到了“不完全理性”的神经活动规律的依据。除了经济学的大家们所指出的经济人在时间、信息和计算能力方面的限制以外，神经经济学的研究发现，在每个正常人的大脑中存在的两个信息处理过程会造成对“理性人假设”的先天限制。这就是自动处理（automatic processing）过程和情感处理（emotional processing）过程。很明显，在人们有意识的认知过程前的“自动处理”和“情感处理”是“理性人假设”的天然缺陷。

1997年Bechara A，Damasio H，Tranel D和Damasio AR在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知晓优势策略之前的占优决策过程”（Deciding Advantageously Before Knowing the Advantageous Strategy）的文章，该文通过对皮电（SCRs）的测量，发现了潜意识对决策的影响，从而提出了被潜意识修正的决策模型。图5-1是这个模型的示意：除了“合理性策略”、“对未来结果的理性选择”等因素影响决策外，“类似情景感知之前的无意识偏见（潜意识）”还通过两类途径影响决策：一是通过对“合理性策略”、“对未来结果的理性选择”的作用，间接影响决策，二是直接对决策产生影响。而这些影响过程，都是通过行为研究结合皮电变化的测量来确认。潜意识对决策会产生影响的结论再次支持了人是“有限理性”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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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决策步骤示意



（引自 Antoine Bechara 等，Deciding Advantageously Before Know-ing the Advantageous Strategy，Science，Vol.275.28，1997，12，p1294）

2.“理性人具有普遍自知能力”的假设不成立的神经学依据

不论是经济人的理性假设还是有限理性假设，都有一个隐含的前提：经济人具有普遍的自知能力，能够在已经获得信息的范围内作出最优决策（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Simon的观点实际上是以此为基础的），确知自己的观点是什么，确知自己能够陈述自己的本来意见。但是，认知神经学研究的结果却与此相悖。

2004年，Amodio，Harmon，Devine，Curtin，Hartley和Covert在《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探知无意识种族偏见的神经信号》（Neural Signals for the Detection of Unintentional Race Bias）的文章。本质上这是一篇神经社会学方面的论文，但是它所发现的“无意识（潜意识）偏见”具有更强的ERP脑电信号（错误相关负波ERN），对于经济学和管理学都具有普遍的启发意义。该文作者安排了44个自信没有种族偏向的白人女学生，进行一项“武器-工具”的识别测试。实验过程是：先在屏幕上出现黑人或白人面孔照片（持续200ms），接着在屏幕上出现手枪或者是工具把手照片（也持续200ms），然后要求被试者立即对看到的是“手枪”还是“工具”进行选择判断（见图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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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实验过程示意



（引自Amodio DM，Harmon-Jones E，Devine PG，Curtin JJ，Hartley SL，Covert AE.Neural signals for the detection of unintentional race bias.Psychological science，2004，15（2）：88-93）

被试事先被告知，如果经常把“黑人脸后面出现的工具”误判为手枪，或者经常把“白人脸后面出现的手枪”误判为工具，都意味着具有种族偏见。但是实验的行为数据依然是：把“黑人脸后再出现的工具”误判为“手枪”的错误率，明显地高于在“白人脸后再出现的工具”误判为“手枪”的错误率，显著性水平是p＜0.01；把“白人脸后面出现的手枪”误判为“工具”的错误率，明显地高于在“黑人脸后面出现手枪”误判为“工具”的错误率，显著性水平也是p＜0.01，这表明被试者具有明显的种族偏向，而非被试者自信的“没有种族偏向”。脑神经活动的数据，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即在“错误判断”后会伴随着大脑的前扣带（anterior cingulate）区的一个错误相关负波error-re-lated negativity（ERN）的出现。而“黑人脸后面的工具”被误判为手枪的ERN的振幅，明显高于“白人脸后面出现的工具”误判为手枪的ERN振幅，表明前者由错误导致的冲突要明显高于后者。更有意思的是，在这44名被试者中那些识别判断准确率更高的被试者，他们与种族偏向相关的ERN更大（见图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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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用ERP方法叠加后的ERN脑电波形



注：black-tool correct黑人-工具 正确　　　　　black-gun correct 黑人-手枪 正确

　　while-tool correct白人-工具 正确　　　　　while-gun correct 白人-手枪 正确

　　black-tool error　黑人-工具 错误　　　　　black-gun error　 黑人-手枪 错误

　　while-tool error　白人-工具 错误　　　　　while-gun error　黑人-手枪　错误

（引自 Amodio DM，Harmon-Jones E，Devine PG，Curtin JJ，Hartley SL，Covert AE.Neural signals for the detection of unintentional race bias.Psychological science，2004，15（2）：88-93）

这项研究揭示了社会学中的种族倾向在人脑中存在一个自动过程，即当人脑有意识地判断、鉴别之前，有一个自动加工与处理过程，这个过程能够把存于大脑深处的观念自动激活，并反映在行动中。这项研究虽然不是神经经济学方面的直接研究，但依然表明，将经济人“具有普遍的自知能力”作为经济人的理性（或有限理性）假设的隐含前提，这一点并不成立。

理性人缺乏普遍的自知能力可以从多个角度理解。第一，即使人们有动机去做出无偏的判断和决策，但是他们缺乏对歧视性偏见的内在过程的内省途径，就无法克服偏见。此时偏见可能作为一种自动过程，发生在意识的阈下。第二，人们会明显存在自我欺骗和自我操作行为，如经济主体往往对自己的成功机会过于乐观。第三，我们对自己的行为动机缺乏自知能力，在我们做出决策的那个时刻，往往并不能自觉意识到这一点。

3.神经经济学研究找到了与风险偏好转移有关的ERP脑电成分

不确定风险下的决策行为是近年来神经经济学的热点研究领域。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系统中的行为人具有稳定的风险偏好，并可以通过问答恰当设定的问题，来确定决策者（或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函数。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发现，风险偏好在经济活动中是可以逆转的，甚至被认为是随机参数。神经经济学的研究找到了风险偏好转移的ERP脑电波成分，从而在更基础、更客观的层面上得到风险决策的基本特征。

2002年，Gehring和Willoughby在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额叶内侧皮层区与货币损益的快速处理”（The medial frontal cortex and the rapid processing of monetary gains and losses）一文。该文针对行为学派的前景理论和后悔理论设计了一种赌博游戏实验，要求被试者在“5”和“25”两数之间进行选择，当反馈结果出现绿色时，表示被试者赢取所选择的金额数；当结果出现红色时，表示被试者要损失所选择的金额数。然后用ERP方法记录到了发生于反馈信息给出后约260ms的负波——MFN（额叶内侧负波）。结合行为学实验，他们发现在预期损失的情况下会出现风险偏好决策，为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的一系列行为实验找到了神经学的证据。

图5-4的左图为脑电的ERP信号，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约200ms处不论是对应于损失（深实线）还是对应于收益（浅虚线）都开始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负波，大约到260ms处达到该负波的峰值（注意，波形向上为负，向下为正）。这个负波的发生源在额叶内侧位置（参见右图），故称为额叶内侧负波（MFN）。从左图还可以清楚地看出：损失的MFN的变化幅度明显高于收益的MFN的变化幅度。前一次选择的相对损失越大，这个差异就越大，从而找到了损失情况下会增加决策风险偏好的神经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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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大脑前扣带脑皮质对风险与损失判断的关系



左图为脑电的ERP信号，右图是对应的脑活动的发生源

（引自：Gehring WJ，Willoughby AR.The medial frontal cortex and the rapid processing of monetary gains and losses.Science，2002，295（5563）：2279-2282） 注：gain—赢取　loss—损失

4.神经经济学开辟了研究直接效用的方法

事实上，整个现代经济学是建立在“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之上的。效用是经济学中十分重要的概念，但却一直没有直接度量效用的方法。当研究物品的效用时，用愿意支付的货币来表示。这是基于一种认识，即效用大的必然结果是经济人愿意支付更多的货币。那么，什么是货币损益值的效用呢？传统经济学家始终未能给出一个有效的回答。甚至，有的经济学家主张用货币所能够购买的物品的效用来衡量（又回到了问题的原点）。反对者还认为，从食物或可卡因中得到的“快乐”与从金钱得到的是两个根本不同的现象（Camerer C等，2005）。但是，另一方面，效用理论又要求决策者必须能利用某一种通用的尺度，来显示出每个可能行为的满足程度，这样，行为人才能在所有可能的选择中，挑选出最能满足其要求的一个，实现效用最大化。

18世纪的伯努利曾经指出，满足度与选择者自身的状况（如现有的财富状况）的影响，是一个更复杂的估价过程。在他的效用研究中，外部世界给定的收益被决策者的内部过程修正了，这些内部修正的产物，就是效用。但是，18世纪的伯努利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这个“内部修正”的度量问题。

神经经济学通过对以中脑为源头的、控制多巴胺分泌的神经奖赏回路的研究，发现奖赏回路是不同刺激强化的共同基础，货币和其他产品的消费在奖赏回路中并没有很大的差异（Montague，Berns，Cohen，2002）。因此可以通过奖赏回路来研究直接效用。

目前，运用神经经济学研究方法与手段，不仅可以研究传统消费品的直接效用。而且还可以用奖赏回路来研究很多原来不属于传统消费品范畴的对象的直接效用。例如漂亮的人脸（Aharon等，2001）、有趣的卡通画（Mobbs等，2003； Erk等，2002）、成瘾性物质（Schultz，2001）以及金钱（Breiter等，2001； Delgado等，2003）。另外一些研究认为，大脑是对选择的两个变量“概率”与得失的“效用”同时编码的，因而提出了“生物期望效用”的概念。

过去10年内，神经生物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合作，在动物和人身上进行一系列奠基性的实验。其中最重要的有杰弗里•萨尔和他的同事（Hanesand Schall，1996；Schall And Thompson，1999）在范德比尔特大学所做的“The Odd Ball实验”，普拉特和格林切尔（Platt and Glimcher，1999）在纽约大学神经科学中心所做的“双选提示博彩”（Two choices Cued Lottery）试验，帕克和纽森（Parker and Newsome，1998）在斯坦福大学所做的关于神经元编码和映射的实验。

杰弗里•萨尔和他的同事通过训练口渴的猴子做视觉 “odd ball”实验（奖励果汁），并在猴子作决策时，对眶额区神经元活动进行检测。实验发现，非奖励的普通光点的刺激在额前区引起的神经元活动很快达到一个高点，但仅维持了0.08s；只有对不同于普通光点的被称为“odd ball”的光点（出现的概率低）进行编码的神经元，依然增加其激发速率。而且当这些神经元的活动水平超过一个固定的阈值时，动作就产生了。

格林切尔和他的同事训练口渴的猴子盯视空白显示器中心的一个基准光点，然后屏幕上出现红色和绿色，起着类似按钮作用。红色与绿色对应的期望效用不一样。每间隔一段时间，中心点改变颜色，规定某一种颜色为理性颜色，而另一种颜色为无价值的选择。如果猴子看向与中心点颜色一样的那个目标，它就获得满意的回报。在实验设计中，向左扫视动作可以得到0.1ml的果汁，而向右扫视动作可以得到0.3ml的果汁。在猴子作决策时，侧顶叶区单一神经元的活动都被记录下来。实验结果显示，在实验开始阶段，所有侧顶叶区神经元的激发速率，都与这些动作相对应的相对期望价值有关。而在实验后期，当除一种动作之外的其他所有动作的相对期望价值都减少为0以后，神经元把强化了的动作编码提高为一个“接近于这些神经元的最大激发速率”的固定激发速率。格林切尔证明了侧顶叶区的神经元活动和期望的预先估计有关，侧顶叶区对某种类似于相对期望价值或相对期望效用的东西进行了编码。

纽森和他的同事训练猴子看一个图像，图像在人看来是一个运动着的模糊图样。他们要接受过训练的猴子报告这个图像看来最可能向哪个方向移动。实验证明，当一个视觉刺激进入大脑并在皮层区中的一定位置重构的视觉世界的某一部分时，这个被称为MT的皮层区的神经元就被激活，在MT区建构了一个视觉世界的照相形成映射。他们认为，在MT区域的映射使形状和后顶叶皮质联系起来。后顶叶皮质从MT的活动中精练出一个决策变量并把它传递到额前区。纽森和萨德伦经过一系列实验，证实了后顶叶皮质的神经元起了一个照相成形集聚器的作用，能够用来触发额前区的列阵神经元形成映射，这样就产生了最有可能被强化的扫视动作。实验已经证明，侧顶叶区神经元与简单知觉决策过程中的刺激和回应连接在一起，同时这些神经元中放电动作的速率可能是给某种决策进行编码。

通过这些实验，现在已经基本证明了，包括人在内的动物神经系统确实能够计算每种行为可能的满足度。在选择行为似乎是“理性”的情形下，由神经元对输入的“信号”进行“编码”，相当于伯努利所设想的与决策者自身状况相关的主观评价。然后，那个被编码为具有最大满足度的信息，将形成一个“赢者通吃”的局面，并进一步“激发”其他神经元，成为一个唯一被神经系统执行的行为。神经元经济学家把这个经过编码的信息叫做“生理期望效用”（physiological expected utility，PEU）。

Padoa-Schioppa 和Assad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当灵长类动物进行经济选择的时候，对它们进行电生理学测量的记录表明，效用在神经层面上的确具有一种共同的基准（即，基数效用）。他们在实验中观察猴子在不同数量的两种果汁中作选择。实验表明，随着给予的某种果汁越来越多，猴子就越来越多选择该种果汁。两种果汁的味道不同，因此同样数量的两种果汁的效用不同。如果两种饮料在某个固定的数量比率上效用相同，猴子对两种饮料选择的比率就会相同。这个比率可能是一滴A比四滴B，也就是说，对于猴子，一滴A的效用等于四滴B的效用。Padoa-Schioppa 和Assad证明了，眶前额叶皮层神经元的活动表征着一个经济物品的主观效用，而且这种表征是独立于获得这种物品所必须的动作的。这一发现表明，眶前额叶可能包含着一个基数效用地图（Cardinal Utility Map）。这个效用地图内的一些神经元负责对某一特定选项的主观效用进行编码。这可以预测猴子的选择。

5.神经经济学的研究发现了从惩罚中得到满足的神经基础

2004年，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通讯作者，第一署名作者为Dominique）等在美国《科学》（Science）上发表了“利他性惩罚的神经基础”（The Neural Basis of Altruistic Punishment）一文，针对利他惩罚（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而达到惩罚对方的目的，从“经济人”假设来看是一种不理性行为）设计了一组实验。他们让受试者分别选择使用象征性惩罚（不减少被惩罚人经济利益）或实质性惩罚（减少被惩罚人经济利益）来惩罚他人，同时也减少实施惩罚人的利益，且与惩罚力度正相关。

实验过程大致如下：两个受试者A和B为一组，每人都得到10单位初始货币；第一步，A可以选择把自己的货币全部交给B，如果A这样做，实验者就把A交给B的货币扩大4倍，即B可以得到40单位货币；第二步，B决定是否把50单位货币（自己10单位加上被赠与的40单位）中的50%回赠给A，如果B不这样做，则信任他的A将分文不得；第三步，A被赋予惩罚B的权利，即可以罚没B所拥有的货币。A有1min时间思考是否实施惩罚，以及惩罚的数量。实验者在这1min内通过PET对A的大脑进行扫描，一共有14位经历了背叛的A被作为观察样本。

实验者设计了4个不同场景：（1） 称为IC（有意但有代价），即B有意滥用A的信任，但A惩罚B是有代价的；（2） 称为IF（有意但无代价），即B有意滥用A的信任，但A惩罚B是无代价的；（3） 称为IS（有意但象征性），即B有意滥用A的信任，但A对B的惩罚是象征性的，不能实质上减少B的货币；（4） 称为NC（无意但有代价），即B的行为是随机的，比如通过骰子决定（且A被事先告知），但A惩罚B仍然是有代价的。在实验中，用正电子断层扫描（PET）技术观察大脑活动，发现采取实质性惩罚时大脑的背侧纹状体（dorsal striatum）被激活，而实施象征性惩罚时背侧纹状体却没有被激活。而且，惩罚力度也越大（相应的自己的损失也越大），背侧纹状体也越活跃。这验证了人们从惩罚违规者中得到满足的假说，而背侧纹状体的激活可反映惩罚者可以从惩罚过程中获得预期的满足。

六、展望

个体的情感和认知都在大脑中对应于特定的神经活动，并最终影响个体的选择和决策。同样，人类的许多经济行为也有着与之对应的神经机制，对经济行为与这些神经机制的研究必将为经济学的研究打开新的视野。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需要借助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加以修正。更加具有解释力、预测力的经济学模型，应该考虑到人的神经功能的特点，加入情感等变量。经济学是关于人和财富的学科，已有的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可以在神经层面上得到证实或者证伪。也许最重要，也是核心的一点是大脑的黑盒已经开始被打开，借助于神经科学的方法，我们第一次可以这么近距离的“观察”经济决策。

当然，神经科学研究本身也有其局限性。首先，一些工具或方法在应用上存在限制，如单细胞记录通常只能用于动物研究，而经颅磁刺激技术只对大脑的皮层结构起作用。其次，广泛使用的脑成像技术，尤其是fMRI技术，并不能直接观察脑细胞的活动，而是把局部血氧浓度指标，作为间接测量神经活动的依据。再次，神经科学研究要求被试在特定环境（如高噪声的功能磁共振仪）中进行实验，对特定的刺激材料（通常是被加工处理过的）作出反应，这与真实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因此研究结论的推广受到很大约束，需要谨慎。更重要的是，从严格意义上讲，神经科学研究是一种相关研究而不是因果研究，大脑的活动模式与特定的心理功能和行为之间的高度相关，但并不是所有相关关系都是因果关系。因此，对神经科学研究结果的合理解释相当重要，大量研究结果也有待今后实验的进一步验证。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将神经科学应用于经济学研究，将为深入了解经济行为的内在机制提供无限的可能，我们将在认识人类决策本质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一步。











第二节　神经管理学






神经管理学（neuromangment）的部分研究内容与神经经济学交叉，特别是以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 名义出现的许多关于决策问题的研究，实际上也属于神经管理学。当然，多年来在国际上流行的神经营销学（neuromarketing） 的研究内容，无可争议地属于神经管理学范畴。

由于管理学大多数分支的管理对象都是直接包括人的系统，或者系统所关注的信息是人的活动的结果。例如人力资源管理、营销管理、生产管理、项目管理、工业工程、企业管理、医院管理等学科分支，在所研究的对象系统中，都直接包括人。虽然财务系统、股票交易系统等所研究的直接对象不包含人，但是，财务数据、价格数据等都是人活动、决策的结果。也就是说，它们的背后都是人的活动。而只要与人有关，就不可避免地与人脑的活动有关，因而就有可能在大脑的神经层面上研究对当事人行为起决定作用的神经活动的特征。众所周知，行为科学是管理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从简单的推理也可以判定：决定行为的神经活动规律将是管理学不得不关注的基础科学问题。

从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趋势及神经经济学、神经营销学、神经社会学的发展趋势来看，神经管理学应当包括如下主要分支：神经决策学（decision neuroscience）、神经营销学、神经人才管理学、神经工业工程学、行为神经科学、神经金融学、神经创新创业管理学和神经病态行为管理学。

一、神经决策科学（decision　neuroscience）

决策是管理研究的核心，也是心理学乃至认知科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决策科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优化决策”阶段，其基本前提是，决策者是理性的，可以寻求所面对的决策问题的最优解。研究的中心问题，就是在所面对的决策前提条件下，运用数学、计算科学以及相关科学的新成果，找出最优解。1947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Von Neumann ＆ Morgenstern）所提出的效用决策的公理体系，是保证其所面对的决策具有最优解的基础。源自管理领域的科学决策理论提出“理性人假设”，认为决策者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为目标，是理性思考的、自我利益驱动的、非情绪化的。但是，例如埃尔斯伯格悖论、阿莱悖论等后续的诸多研究发现在科学决策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决策问题。因此，“理性人假设”受到了西蒙（Simon）、卡尼曼（Kahneman）等权威的质疑。卡尼曼从心理学角度提出了“有限理性人假设”扩展经济行为模型，其核心是描述和解释决策行为。

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解释选择行为的差异在于他们在不同层次上解释选择行为。经济学方法尝试通过一个简单的逻辑统一的形式，描述所有的选择行为。心理学方法检验主观评估价值和客观评估价值的差异，通过心理模块说明这些观察到的行为偏好。神经生物学的解释开始于最简单的可能神经回路，以说明最简单的衡量行为的元素。显然这些不同层次的解释，应该联系起来，以利于更全面、更深刻地解释我们的决策行为。当这三个层次之间的解释趋于成熟时，一个根植于神经科学方法的新的决策科学将获得发展。

1.决策神经科学的定义及内涵

决策神经科学是以神经层面客观存在的“有限理性”为前提，即考虑人类认知和神经约束的情况下，借用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来研究决策行为的脑科学机制，从而在神经科学层面上，解读决策行为。

从逻辑上分析，神经决策学应当包括如下几方面的主要内容：

（1） 行为决策的神经学基础

行为决策是在优化决策之后，于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是决策科学的重要分支。它研究在实际经济与管理活动中，多数人决策行为的特点和规律，而指挥人们决策的是人的大脑，研究行为决策的神经基础，决策神经学的主要内容。

（2） 包含了决策者脑神经活动参数的决策模型

以往有关决策模型的研究，都是在“行为层面以上的信息”基础上，研究最有利于“目标受益人”利益最大化的模型和解决方案。“行为层面以上的信息”包括行业信息、竞争者相关信息、企业自身的相关信息、需求的相关信息、供应的相关信息、交通运输条件的相关信息、自然资源相关信息、经济与金融形式的相关信息等。目标受益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还可以是不具有法人资格的机构、团体、人群等。

随着神经管理学的发展，决策活动中决策人（甚至包括关键行为人） 的相关脑神经层面的特征信息的加入（也就是行为层面以下的信息的加入），必将引起决策科学的巨大变化和巨大发展，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3） 博弈过程的神经基础与博弈模型研究

博弈，可以理解为决策的一种：当决策条件中包含了其他局中人的策略时，决策问题就转化成了博弈问题。如同决策问题一样，局中人的博弈行为也是有限理性的。博弈的局中人的偏好特征必然会影响到博弈的结局。因此，在脑神经的层面上研究博弈局中人的偏好特征，并把这些信息加入到博弈模型中去，也必将引起博弈领域的巨大发展。

从决策过程来讲，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有不同的提法。心理学将决策过程分为第一系统思维（System 1）和第二系统思维（System 2），而神经科学将决策过程分为自动过程（automatic process）和受控过程（control process）。其实只是提法不同，本质是一样的。第一系统思维对应自动过程，而第二系统思维对应受控过程。自动过程是并发的、不被意识所知的，而且相对来说是“不费力”的。受控过程是串行的，是当他/她遭遇到挑战或者碰到惊奇事件时被有意识地调动起来的（Reid Hastie，1978），它往往与个体对其所付出努力的主观感受有关。著名行为经济学家Camerer（Camerer C等，2005；Hsu M等，2005）提出人类决策不仅包含了深思熟虑的理性控制过程，也包含了无需有意识付出的自动过程。从管理学角度来看，与之对应的就是理性决策和非理性决策。有趣的是，Leboeuf（Leboeuf RA等，2002；Shafir，2002）提出，大脑基本上是通过自动系统而不是控制系统执行任务。经常性的决策形式是通过模式匹配而不是对成本和收益进行复杂的权衡。这表明了决策过程中，自动过程的重要性。

下面重点阐述当前神经决策学研究的重点。

2.不确定决策的神经科学基础

研究者从三个视角来定义不确定决策：第一个角度是否定含糊（ambiguity）的存在，即任何事件都不存在含糊与不含糊的问题；该观点的持有者认为，任何个体自己都知道任何面临事件的主观概率（De Finetti B等，1964），并能够基于此作出决策。这实际上符合主观效用（SEU）理论。第二个角度是将含糊看做次级概率（SOP，second-order probability），即，“含糊”就是事件的概率被定义在一个区间而不是确定的值。SOP是使用较为广泛的一种观点。第三个角度则将含糊定义为信息的缺失，相对于SOP更多从数学角度看含糊，此处更多地抓住了其中蕴含的心理学本质。持该观点的研究者认为，含糊是由于信息缺失导致的对事件概率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

对于含糊情况下决策的神经基础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实际中风险决策是不存在的，几乎所有的决策都面临不同程度的含糊。在现今信息急速爆炸的情况下，几乎每个决策所面临的都是海量的信息，甚至错误的信息，我们无法判断不同信息的重要程度，也无法做到收集、分析所有信息后才制定决策。

经济学和决策理论将影响人们决策的因素分为两个维度：对收益（得到或损失）的态度和对结果的信念（风险或含糊，概率或主观概率），并认为两者是独立作用的。此外，决策科学在研究人们的选择行为时发现：人们在收益时倾向于回避风险，损失时则是风险喜好的，并且在面临收益时是含糊回避的（Kahneman D等，1982；Curley SP等，1986；Kahneman D等，1979）。

传统的决策研究认为对回报的态度和对结果的信心是影响个人行为的重要因素，并认为这两者对个人行为的作用是独立的。但是Kip Smith等人2002年发表在Management Science上的研究成果，否定了没有交互作用的结论。研究基于一个经典的选择试验，试验中事件的结果及收益都是独立控制的，并采用PET技术测量被试的大脑活动。试验中营造了不同的风险水平和含糊情境，并要求被试在不同的情况下作出决策。具体的试验方案如图5-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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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实验方案示意



说明：1.R，B，Y分别表示罐子中装有红、蓝、黄三种颜色的球；

2.箭头下方的数字，表示从罐子中摸出对应颜色的球可以获得的奖励数，箭头的上方的数字表示对应颜色球的个数，B行的方案1中篮球和黄球的个数总和为60，是一种含糊情况。

Risk/Gains=风险/收益；Gamble=赌博；RG condition=风险收益条件；Ambiguity/Gains=含糊/收益；AG condition=含糊收益条件

（引自Smith K，Dickhaut J，McCabe K，Pardo J V.Neuronal Substrates for Choice Under Ambiguity，Risk，Gains，and Losses.Management science，2002，48：711-718）

研究显示，对收益的态度和对不同结果发生概率的信念，在行为和神经两个层面都会发生交互作用。试验的行为数据分析结果如图5-6所示，表明收益和信念在个体决策时存在交互作用。而这种交互作用也决定了决策时大脑激活部位的分布。试验中发现了两个独立的、功能一致的且对损失敏感的选择系统：处理风险信息的背内侧核系统；更原始的处理其他刺激的腹内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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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事件概率（风险和含糊）与收益（得到和损失）对选择行为的交互作用



说明：1.图上的点表示四种试验情境下被试风险回避和喜好的百分比差异；

2.风险决策情境（60％）下的行为差异比含糊决策情境（15％）下的显著，在面对收益时，风险决策的选择比例大于含糊决策，在面对损失时相反；

3.RG和RL间的差距大于AG和AL间的差距，因此我们预测对脑活动的比较可以相应的发现差异。

注：Risk=风险；Ambiguity=含糊；Avoiding=避免；Seeking=寻求

（引自Smith K，Dickhaut J，McCabe K，Pardo J V.Neuronal Substrates for Choice Under Ambiguity，Risk，Gains，and Losses.Management science，2002，48：711-718）

Kip Smith等人的研究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提出了神经经济学决策科学研究的可行性。

Kuhnen 和 Knutson 于 2005 年在《神经元》（Neuron）上发表了“财务冒险的神经基础”（The neural basis of financial risk taking） 一文。该文通过fMRI，探索投资者作金融决策时系统性偏离理性的神经基础，以及预期的神经活动能否预测金融决策任务中的最优和次优选择。19位投资者参加了行为投资分配策略（behavioral investment allocation strategy，BIAS）任务。结果发现，伏隔核（NAcc）的激活先于风险选择和风险偏好错误，而前脑岛激活先于无风险选择和风险厌恶错误。因此可以推测冒险的神经基础是负责兴奋的伏隔核活跃，或者说，伏隔核活跃，就可能作冒险决策；保守的神经基础是负责焦虑的下丘脑活跃，或者说，下丘脑活跃，就可能作保守决策。这一研究解释了人们在作风险决策时的神经基础。

在现实生活中有两个典型的风险决策市场：娱乐场（赌博）和保险市场。娱乐城里大众的决策基本上是风险偏好的决策，而保险市场上消费者的决策是风险厌恶的决策。在娱乐场里到处都是奖赏提示（reward cues）（比如便宜的食物、免费的酒水、意外的赠品和潜在的积累奖金），因为奖赏预期会激活伏隔核，可能增加个体由风险厌恶行为向风险偏好行为转变的可能性。相应的市场战略也可以用在保险市场上。

2005年，Ming Hsu等人在Science上发表的研究成果对含糊情况下的决策的神经支持系统进行了研究。与Smith等人从数学的角度看待含糊不同，Ming Hsu等人更多地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并将含糊（ambiguity）从不确定（uncertainty）中独立出来。

Ming Hsu等人的试验方案如图5-7所示。该方案中第一列（A）本质上和Smith等人的一样，第二列（B）中则以不同熟悉程度的信息来区分风险和含糊，第三列（C）中则增加了对手利用信息不对称来区分风险和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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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含糊与风险的选择与回报



注：risk=风险；ambiguity=含糊；card-deck=一副纸牌/扑克；knowledge=知识；informed opponent =对手信息；The high temperature in Dushanbe，Tajikistan on November 7，2003 is above 50 Fahrenheit=2003年11月7日，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的温度高于50华氏；The high temperature in New York City，NY on November 7，2003 is above 50 Fahrenheit=2003年11月7日，纽约市的温度高于50华氏；Your opponent will draw 3=你的对手将先抽3张牌；Your opponent will draw 0=你的对手将先抽0张牌（引自Hsu M，Bhatt M，Adolphs R，Tranel D，Camerer CF.Neural systems responding to degrees of uncertainty in human decision-making.Science，2005，310（5754）：1680-1683）

该研究使用fMRI来分析不同情形下决策的大脑神经系统激活。研究发现，含糊情况下明显出现激活的区域包括眶额叶皮质（OFC）、杏仁核（amygdala）和背内侧前额皮质（dors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DMPFC）（见图5-8）。OFC区域被认为是综合情感和认知输入的，杏仁核的激活与情感和对风险的警觉密切相关，DMPFC负责调节杏仁核的活动。相对于含糊情况，风险情况下的激活区域主要是尾核（dorsal striatum，caudate nucleus），并且尾核的激活和实际选择的期望价值有关，而OFC和杏仁核则没有发现这种联系。或者说，含糊情况下的选择，尾核不活跃。尾核是执行奖赏预测（reward prediction）的，含糊情况会降低个体的奖赏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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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给出了杏仁核、框前额叶以及尾核被激活的情况



注：Amyg：杏仁核；LOFC：框前额叶；Striatum：尾核

（引自Hsu M，Bhatt M，Adolphs R，Tranel D，Camerer CF.Neural systems responding to

degrees of uncertainty in human decision-making.Science，2005，310（5754）：1680-1683）

Ming Hsu等人的研究意义在于从行为和神经两个层面实证否定了传统决策理论关于“结果发生概率的不确定性不影响决策”的假设，并在“奖赏－决策”任务研究中引入了先前被忽视的结果的不确定性水平。

Amy L.Krain等人2006年利用再分析（Meta-analysis）方法对已有研究不确定决策的数据进行了综合分析。其研究主要分两步进行，首先不作风险决策和含糊决策的分类，统一分析与决策有关的神经系统；其次分为风险决策和含糊决策，寻找两者的神经系统激活差异。

最初的综合分析发现决策（包括风险和含糊）在更大概率上伴随着前额（frontal）、顶区（parietal）以及丘脑、尾核（caudate）的激活。含糊决策与背内侧前额叶（DLPFC）的激活有关，包括背侧皮质（dorsal cortex）、胼胝体前扣带皮质（subcallosal anterior cingulated cortex，ACC）、顶皮质（parietal cortex）。风险决策则与OFC、ACC吻部，（rostral protions），顶皮质区域的激活有关。对已有研究的数据进行的直接的统计比较显示风险和含糊决策在前额区（包括OFC，DLPFC和ACC，与研究假设一致）的激活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发现提供了证据，即风险和含糊决策有着不同的神经回路。

相对以前的研究，Amy L.Krain等人的研究利用了Zelazo and Muller提出的执行功能模型（executive function model），认为涉及风险和奖励的决策是“热”执行功能（hot executive function），而没有风险的含糊决策是“冷”执行功能（cool executive function）。“热”执行功能依赖于情感输入并和OFC有关，而“冷”执行过程则具有纯认知过程的特征，主要与DLPFC有关，并基于此设立假设：风险决策和OFC激活相关，含糊决策和DLPFC有关。

3.情绪对决策的影响

情绪的概念、内涵及其对决策的影响一直是心理学、神经科学和决策理论密切关注的研究主题。从传统的“完全理性”假设到“有限理性”，研究者在情绪对于注意、知觉、记忆和决策的影响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

研究者们发现，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受到了情绪的影响，从而作出了与传统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所述不一致的决策。在Amelia Gangemi和Francesco Mancini的一篇题为“Decision Under Uncertainty and Moral Emotions”的working paper中，他们设计了两个实验，来考查道德情绪下的风险决策。实验设置了传统决策理论中框架效应（Kahneman D等，1982；Tversky A等，1974；Tversky A等，1982；Tversky A等，1984）中的事件描述框架和被试的道德情绪状态两个变量，并考查它们对决策的影响。该研究表明，道德情绪（罪恶感和无辜感）会影响风险决策，并且道德情感的影响比框架效应的影响更为显著。证明了风险偏好是道德情绪的函数，充分体现了决策中情绪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决策中的情绪影响与一系列的活动有关：从对情绪刺激的感知开始，通过基本的情绪状态，以行为结束。但不是所有的情绪都完整包括这些活动。

情绪状态包括几个成分：认知成分指情绪中知觉、注意、语义等方面的变化；行为成分指激活的运动程序和行为趋势；生理成分指与情绪相关的身体和脑部反应中的基本变化；实验成分指主观的感觉或者情绪现象。在情绪对决策影响中，哪个成分是关键，不同的理论之间有区别。

心理学领域中，关于情绪影响主要包括两类模型：联结模型（associated model）和推论模型（inferential model）。联结模型，包括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模型（Forgas JP等，1995）和行动（action）模型（Dijksterhuis A等，2001），认为情绪影响是记忆网络或运动网络中散布型激活的结果。推论模型，包括情绪即信息（affect as information）模型（Schwarz ＆ Clore，2003）和情绪调节（affect regulation）模型（Baumeister RF等，2006），认为情绪影响是对当前或预期的情绪经历存在或者缺失进行推论的结果。

但情绪对决策影响的心理学模型无法完全对一些现象作出根本性的解释，因此人们开始深入到神经科学层面上来考查情绪的内涵及其对决策的影响。从而产生了“情感神经科学”，即利用生理心理学的框架和神经科学的知识来对情绪进行研究。研究者主要对情绪的生物学基础进行探讨，研究与各种情绪相关的脑部结构，情绪的脑活动机制等问题。

目前情感神经科学研究领域关注的问题有：情绪从何而来，也即情绪的产生与大脑的哪些部位有关；情绪如何影响注意、知觉、记忆和决策；情绪和认知的交互作用。在对于情绪的脑定位方面，研究发现脑部的多个区域与各种情感有着密切关系（Berridge KC，2003；Phelps EA等，2006）。与情绪及其对决策影响相关的脑区主要包括前额皮层、脑岛、体感皮层、扣带皮层、腹隔核、杏仁核、脑干等（大致如图5-9所示）。其中前额皮层、脑岛、体感皮层、扣带皮层（图5-9中虚线所指示部位）被认为在情感经历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在正面情绪方面，大量研究证明回报跟富含多巴胺和阿片样物质神经递质的位于前脑底部附近的神经核有关。关于人类和其他动物的研究表明，自我激励与在多巴胺神经元细胞体中或在其投射区域中（Falck B等，1959）的研究发现，在鼠的脑中注射微量的激活阿片接收器的药物将使其对甜味的喜好增加。在人脑中注射安非他命而造成的腹侧纹状体处的多巴胺释放与自我报告的积极激活（如欣快）有关，但与消极激活（如恐惧）无关（Drevets WC等，2001；Mawlawi O等，2001）。这些研究得到了愉悦类情绪的脑区定位，而这类情绪作为一种自我激励将影响到决策行为。

近期情感神经科学中出现的研究成果证明了大脑对于回报编码的相似性。对人类的fMRI研究表明，腹膈核（accumbens）和相关区域不仅对于药物信号敏感，且对于其他的回报刺激也敏感，如美味的食品和饮料，合意的社交伴侣或性伴侣的图片（Knutson B等，2005）等。甚至这些区域与社会交互中的回报也有关系，表明大脑将社会性构建的回报转变为了与“天然回报”相同的“一般货币”。这些区域在对货币收益的回报（Knutson B，2001），囚徒困境博弈中的合作信号中（Rilling J等，2002），在严格的利他惩罚之前（De Quervain DJF等，2004），都会激活。进一步说明引发某些情绪的回报刺激的类型是广泛的，且可以是社会性的、抽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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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与情绪及其对决策影响相关的脑区



注：Prefrontal cortex=前额皮层；Insula=脑岛；Somatosensory cortex=体感皮层；Cingulate cortex =扣带皮层；Nucleus accumbens=腹隔核；Amygdala=杏仁核；Brainstem=脑干

（引自：Winkielman P，Knutson B，Paulus M，Trujillo JL.Affective influence on judgments and decisions：Moving towards core mechanisms.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2007，11：179-192）

这些结果对于情感神经科学的意义在于：如果这些“回报区域”的激活编码了积极的期望价值，那么应该可以基于这些区域的激活来预测被试的选择行为。2005年，Kuhnen和Knutson的研究中假设对收益的预期增加将促进风险选择，而对损失的预期增加将促进无风险选择。他们利用一个财务交易任务和fMRI，发现在风险寻求策略之前有预料中的NACC的激活，而在风险规避策略前会有前脑岛的激活。表明NACC激活会通过促进收益寻求的方式来调节随后的行为。这是一个典型的情绪影响决策的神经科学解释。

除了直接对决策产生影响，情绪还可影响记忆，而这也可能对决策产生间接影响。近期研究表明，上述区域与情绪对记忆的影响有关。在Adcock等（2006）所做的一项fMRI实验中，向被试呈现高（5美元）或低（1美元）的回报的刺激，之后是延迟，及室外风景图，并要被试记住与风景对应的回报量。在一天后的记忆测试中，被试能正确记忆更多的高回报对应的风景。fMRI分析显示，在看到与高回报相对应的风景图前，NACC、腹侧被盖区（ventral tegmental area）和海马有联合激活，并在随后产生了增强的记忆编码。因此，NACC的激活可以预测被试更有可能记住随后的情景，即使在看到它们之前。如果仅从心理上解释而不考虑回报和记忆间的神经关联性的话是无法得出这样的预测的。

负性情绪（主要涉及厌恶结果和经验）及其对注意、知觉以及和判断的作用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杏仁核和脑岛这两个区域，虽然这两个区域跟非厌恶经验的编码也有关。

杏仁核跟许多与认知和情感处理过程有关的皮层区域，以及皮层下生理调节（心脑血管活动、呼吸、荷尔蒙水平、肌肉反应等的交感和副交感控制）区域相关联。所以它也与许多重要的情感现象有关，包括对注意、知觉和记忆的情感调节。

大量文献表明，对于情绪本身的记忆得益于杏仁核的作用。杏仁核处的神经元可以迅速调整其活性来反应外界刺激的正面或负面价值，这可以预测猴子能多快地学会对刺激作出反应（Paton JJ等，2006）。通过皮肤电传导反射测量，杏仁核损伤但海马完好的病人的恐惧条件反应的形成被削弱，但相对而言事件性记忆（declarative memory）未被削弱（Bechara A等，1995）。这样的病人不会有情绪激发刺激（如禁忌语）所带来的典型记忆优势（Anderson AK和Phelps EA，2002）。这些神经学上的发现，对情感记忆的单纯的联结模型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该模型假设对认知和情感的处理过程没有什么差异（Phelps EA，2006）。但有些研究也认为杏仁核并不总是主观情感经验所必需的。特别地，杏仁核损伤的病人在自我报告的积极或消极情绪的量和频率上，并没有明显地减弱（Anderson AK和Phelps EA，2002）。这些研究表明，在杏仁核起必要作用的、显著情绪刺激对注意、知觉和记忆的影响机制，和可能需要利用其他皮层回路的主观经验产生基础的机制，这两者之间可能不相关联。如果这个结论是确定的，那么对于设定有意识的情绪和对其的推论，在情感对判断和决策的影响中起主要因果性作用的这一心理学模型来说，是巨大的挑战。

研究表明，脑岛对厌恶性刺激反应，并与厌恶性经验有关，特别是关于恐惧和焦虑。功能性神经成像研究将脑岛皮层与恐惧和恶心的阈上表达处理过程（Büchel C等，1998；Morris JS等，1998），对电击的预期（Chua P等，1999），悲伤的心情（Liotti M等，2000）厌恶性的巴甫洛夫条件，对威胁的知觉意识（Critchley HD等，2000）和惩罚相关的激活（Elliott R等，2000）等联系起来。

有证据表明体觉皮层和脑岛可能对有意识的情绪经验，特别是厌恶性的情绪经验的产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884年，William James建立了包括荷尔蒙、肌肉、内脏环境的当前身体状态模型，提出了这一机制（Damasio AR等，1999）。双侧后脑岛处会维持一种被称作“内脏侏儒”的内部表征，主要投射于左侧前脑岛（Craig AD等，2003）。此回路的激活一致性地与厌恶性的身体感觉相关，包括有害的高温和寒冷刺激（Becerra LR等，1999；Tracey I等，2000）及疼痛（Ploghaus A等，2001；Sawamoto N等，2000）。同时神经成像研究还表明对于情绪记忆的回忆与广泛的脑岛和体感皮层激活相关联（Damasio AR等，2000）。而这些区域的损伤与情绪性感觉强度的减少有关（Craig AD，2003）。但现有文献并未阐明脑岛激活与情绪经验中的激发或效价这两个成分哪个关系更密切。

假设脑岛激活与负面价效相关，则此区域的激活可以预测随后的行为。对此，2003年Paulus，Rogalsky，Simmons，Feinstein和Stein在一个决策游戏中对此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在风险赌博中右脑岛皮层的反应更强烈，而且脑岛激活与之后的风险厌恶，以及负面激发的特性测量有关。Kuhnen和Knutson（2005）对此进行了拓展，他们发现在一个投资任务中脑岛激活发生在对风险规避策略的选择之前。这些发现都表明，脑岛（特别是右侧）的激活可能在厌恶性情感的处理过程决策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这从神经科学角度给出了负性情绪对决策的一种影响机制。

4.最后通牒博弈研究

标准的经济学决策模型（如效用理论）都忽视了情感因素对人的决策行为的影响，认为人是一个完全理性的认知机器。然而，这些假设在近几年正面临行为经济学家的挑战，他们识别出了另外的、影响人们决策的心理和情感因素。最近有研究者开始利用神经成像来研究博弈中的人的行为。

传统经济学模型的不足在单次最后通牒博弈中被充分体现了出来。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博弈者A（方案提出者）应该分配最少的钱给博弈者B（方案接受者），因为B的优势策略只有接受。但实际试验结果并非如此，实际分配的数额大概占总额的一半（是一种公平分配），而过低的分配（占所有分配的20％左右）则有50％的概率被拒绝。

2003年，Alan G.Sanfey等人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最后通牒博弈中经济决策的神经基础”（The Neural Basis of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in the Ultimatum Game）。该研究探讨的是公平与不公平的神经关联，认知和情感对人类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被试者接受不公平的给予时与负面情绪相关的前脑岛皮层（anterior insula）和与高级认知相关的外侧前额叶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会变得活跃。当被试者拒绝不公平给予时，前脑岛更为强烈。前脑和背外侧前额叶分别代表了最后通牒博弈任务中的抵抗不公平情绪的目标和计算金钱的认知目标。一个被认为负责负性情绪的区域前脑岛（anterior insula）对随后行动具有预测性，支持了情绪影响决策的观点。这些研究成果为行为经济学的“最后通牒”提供依据，并且在经济模型中为社会效用函数的约束条件提供了初步的量化措施。

5.框架效应的神经学基础

在风险决策的研究中，著名的框架效应（Tversky A等，1974；Tversky A等，1982；Tversky A等，1984）认为对于决策的不同描述框架将影响决策。Gangemi等人基于框架效应，认为个人的选择（风险寻求或风险避规）依赖于与“个人自我评价和将自己当做错误中有罪的人还是受害者”一致的决策问题的自发的框架，而不仅仅是损失-收益的框架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道德情感（研究中为罪恶感和无辜感）会影响风险决策，并且道德情感的影响比框架效应的影响更为显著。证明了风险偏好是道德情感的函数。作为未来研究的基础，该实验反映了道德情感和风险决策间的关系。将来可进一步探讨特定道德情感对于风险偏好的影响，以及当人们在决策中带有“道德目标”时的风险接受程度。

人们对损失效果的主观认知是对收益效果的大约两倍，对于失去某物所要求的补偿比为获得此物所愿意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Sabrina M.Tom 等人（2007）发表在美国《科学》（science）上的“风险决策中损失厌恶的神经基础”（The Neural Basis of Loss Aversion in Decision-Making Under Risk）一文揭示：潜在获利增加的时候，中脑多巴胺系统区域（midbrain dopaminergic regions）的活动增强；潜在损失呈现时，这些相应区域的活动减弱。在行为损失厌恶中，个人的差异通过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和前额叶（prefrontal cortex）神经系统对损失风险的测量来预测。

二、神经营销学（neuromarketing）

1.神经营销学定义及其内涵

所谓的神经营销学，是指运用神经科学方法来研究消费者行为，探求消费者决策的神经层面活动机理，找到消费者行为背后真正的推动力，从而产生恰当的营销策略。它实际上是伴随着近年来支撑营销理论的几大基础学科的发展而产生的。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重大突破。随着行为决策和认知科学的发展，营销理论可以借用很多心理学上的概念来解释消费者行为，像内隐记忆、信息自动加工、潜意识，等等。由于人脑控制了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因此理解人脑的工作原理不仅能够帮助解释人类行为，更能够帮助营销人员掌控消费者的行为规律。

神经科学已有的一些发现告诉我们，很多时候你自己脑子的处理过程并不受你的意识所控制。实际上，当你产生决策意识的时候，大脑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处理任务。该领域最擅长使用广告图形隐喻来诱导挖掘消费者内心潜在的需求。哈佛商学院教授Gerald Zaltman就曾经直言不讳地指出，消费者只是对自己的感觉忠诚，但是“人们经常不知道自己知道什么——消费者95%的想法来自于潜意识”。纽约大学神经科学教授LeDoux和佛罗里达中央大学心理学教授Damasio等都发现情绪是理性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情绪在潜意识下往往最先对外界刺激产生反应。我们通过眼睛看世界，但是信息只在潜意识下被储存，事实上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90%的记忆来自内隐记忆（implicit memory），它不是有意识的感知且不受有意识控制。人脑中的潜意识只有运用神经层面的方法才能最终得以破解。既然临床神经科学可以窥探脑损伤和精神疾病患者的病灶，那么神经营销学也同样可以变成窥探消费者大脑隐私，了解大脑处理和决策机理，进而最终控制“购买按钮”的有效工具。

“购买按钮”并非是天方夜谭。实际上，过去借助心理学和行为学的研究成果显示，大量的促销、包装、定价策略都在开启消费者大脑中潜意识的“购买按钮”。例如，心理学发现人们对损失的关注程度远比收益来得大，由此产生先试用后付款的销售策略；体验式销售策略的产生源自科学家发现人们感受到所接触的外在世界和自己有高度相关性或有比较熟悉、亲切的感觉时，人会比较兴奋；催眠销售方法则强调当客户刚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是最放松和最容易接受促销劝说的；条件反射则让洋快餐厅找到如何让消费者一闻到餐厅独特的香味或一看到刺眼的单色标志时就产生饥饿感的方法。

神经营销学应该包括神经消费者行为研究、神经营销策略学、神经客户关系管理 、神经利益相关者管理这四个方面。探索消费决策行为的神经特征和从神经活动的层面来解读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是神经营销学的两条主线。

2.潜意识是影响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

以往营销学研究基于“完全自知”的假设，采用问卷方式。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科学家Steven Quartz认为，不管问卷的效标有多么客观，最终仍然是经过大脑处理后的判断，但实际上很多需求来自前期处理。神经科学家通过一些生理测量，揭示大脑潜意识中的需求。如哈佛商学院教授Gerald Zaltman于1990年就几乎先知先觉地提出包含预留生理指标的“隐喻诱导术”（ZMET）。

Rossiter及其同事们运用脑电成像的方法，研究消费者观看电视购物广告一周以后，大脑前半部在无意识下回忆的情况。他们先给消费者呈现1.5s图片让其回忆，发现容易回忆的图片刺激使得大脑左前半部更加活跃。

3.发现质量并非决定购买的最后因素

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的市场份额之争是营销上一个经典案例。20世纪70年代，百事可乐曾经做过一系列无品牌标志饮料品尝的实验，结果显示大约2/3的消费者认为百事可乐的口味最佳，但是百事可乐的市场份额远不及可口可乐。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可口可乐拥有如此多的品牌忠诚者呢？Read Montague教授的实验从神经反应的角度，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Read Montague教授的实验过程是让消费者分别品尝撕去商标标签和具有商标标签的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同时用磁共振（MRI）来记录消费者品尝时大脑的活动状况。在消费者品尝无商标的两种可乐时，脑扫描显示（见图5-10），品尝百事可乐的受试者大脑的腹内侧前额皮层（vmPFC）的活跃程度是品尝可口可乐的5倍，该脑区正是大脑产生强化奖赏的区域。但是当受试者品尝具有商标的两种可乐时，结果发现，品尝可口可乐的受试者大脑的海马区（hippocampus）、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和中脑（midbrain）活动加强，而品尝具有商标的百事可乐的消费者却未出现上述区域的活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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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0　给出了消费者在品尝有商标的可口可乐时大脑活跃区域的情况。这两图所示的活跃区的位置在双边海马区（bilateral hippocampus）和背左前额叶皮层



注：Bilateral hippocampus=双边海马区；DLPFC=背左前额叶皮层

（引自McClure S，Li J，Tomlin D，Cypert K，Montague L，Montague P.Neural Correlates of Behavioral Preference for Culturally Familiar Drinks.Neuron，2004，44（2）：379 -387）

在神经科学上，可口可乐品牌所激活的脑区被认为是与高水平的认知能力有关的区域（如，DLPFC过去研究发现与认知控制等有关；而海马区与情感信息有关，同时偏向于记忆收集与回忆）。这表明，品牌对消费者的作用是高级认知功能区域活动的结果，此时与味觉相关的低级认知功能区域由高级认知功能区域取代。

同样的，加州理工学院的一项最新实验研究结果也表明产品质量并不是品牌忠诚的关键。研究者发现消费者在作品牌选择时，知名品牌更容易触发与人的社会认知有关的脑区活动，它们对消费决策的影响远远超过对产品价值本身的理性逻辑分析。这说明了品牌名称不仅传递了产品质量，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反映了一种生活方式、社会地位等。消费者选择该品牌，同时也是对该品牌所反映的生活方式、地位的追求。北美放射协会（RSNA）去年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消费者在处理知名品牌时，有关积极情绪处理、自我肯定、奖赏的皮层神经回路都被激活，该激活模式与该品牌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分类无关；而处理非知名品牌时，工作记忆和负情绪反应相关的脑区更加活跃。传统营销学对知名品牌的判断依赖于消费者自身的感受，或专家评判，或销售量，或市场份额。从北美放射协会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从神经系统层面可以找到人脑在处理知名品牌和非知名品牌之间的差异，为营销学上判别知名与非知名品牌、品牌延伸等品牌问题提供科学依据。毫无疑问，品牌将是神经营销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消费者对品牌有很强且是潜意识的反应。解读对品牌的处理过程，将有利于制订更加有效的品牌战略，实现品牌忠诚。

4.购买预测

微观经济学认为购买行为是受消费者偏好与价格共同驱动的。人类行为研究者对激发人们购买商品的内在机制提出过两套理论：一套理论认为购买者会掂量预期的喜悦和与钱“分手”的痛苦孰轻孰重；另一套理论认为购买者掂量的是购买其他同样价格的商品时收益是否更大。两套理论简单地说，一个是利弊权衡理论，另外一个是最优权衡理论。

先前的成像研究表明，当一个人面对收益与损失时大脑的不同部分会被激活。该研究假设认为，当呈现出希望购买的产品（代表收益）以及呈现产品价格（代表损失）时，人大脑的不同特定区域会被激活。研究者希望他们能够使用这些信息预测一个人是否决定购买。

该研究让26个成年人参与，他们有20美元，可以花费在一系列产品上。如果不买东西，他们可以保留这些钱。一些富有吸引力的商品，如MP3，《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DVD，Godiva巧克力，斯坦福大学的T恤衫，等等，然后把它的价格显示在屏幕上。为了模仿真实的商店，志愿者开始时先查看商品，再看价格，之后他们需要作出决定，买还是不买？为了让他们真实进入购买的心境，每个人都发了一张商店的信用卡；为了让实验更具真实性，参与者可以真实地购买一些他们看中的商品。看完这些图片后，研究者们询问他们对每件商品的喜爱程度，可以为此心甘情愿地花多少钱。具体过程如图5-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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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　购买任务的刺激过程



（引自Knutson B，Rick S，Wimmer E，Prelec D，Loewenstein G.Neural Predictors of Purchases.Neuron，2007，53：147-156）

这是研究者第一次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来测定大脑的哪个部分会在人考虑是否购买一件商品时被激活，并预测最终是否选择购买这个产品。研究结果发表在 Neuron 杂志上，参与的研究者有卡耐基•梅隆大学的社会与决策科学系、斯坦福的心理与神经科学专业及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的科学家。

研究结果与过去对预期收益和损失的神经回路的神经成像结果相一致（NAcc与对损失与收益的预期有关）（见图5-12）。研究者发现当参与者真心喜欢某样商品时（产品偏好），脑中的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NAcc）被激活了。另一方面，当他们发现这个物品太贵时（当产品和一个过高的价格同时出现时），脑中的岛叶（insula）区域被激活，同时其他一个叫内侧前额叶皮层（mesial prefrontal cortex，MPFC）的区域发生抑制/去活化（deactivated），即人脑中平衡得失的区域被抑制了。这些区域均可独立地即时预测下一步的购买决策，这甚至比自我报告的方式还要好。总结起来，这些发现支持了“利弊权衡”理论。

这项研究挑战了传统的经济学对消费者的认识。传统经济学认为消费者的决定是在：立即购买享受快乐，以及用同样的钱可以买其他的东西，延迟享乐之间作出选择，但是并没有考虑到花钱的痛苦。这项研究，可以在作出经济政策提高储蓄时作参考，因为人们花钱时的痛苦程度可以部分解释消费与储蓄多少钱之间的不一致性。

神经科学家Alain Dagher认可了这项研究成果，他指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而又精心设计的研究”。Alain Dagher在《神经元》（Neuron）上对此研究进行了评价。“尽管在实验室中按键与在Macy′s百货公司里购买商品不完全一样，”他说，“但是他们确实成功地模仿了购买者的处境，就像是处在一个大磁场中一样。” 之前有研究表明伏隔核与上瘾有关，Dagher指出，接下来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有购物狂心理的人与其他人是否有着不同的激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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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　测试中不同脑区的活跃情况



（引自Knutson B，Rick S，Wimmer E，Prelec D，Loewenstein G.Neural Predictors of Purchases.Neuron，2007，53：147-156）

5.品牌与文化

文化熟悉的品牌（Culturally based brands）对人们的经济行为有着重大的影响。有研究检验了有特殊类别的品牌，如声誉性（prestigious）品牌或功效性（pragmatic）品牌所表达的社会经济信息是否会带来脑部活动的差异。

14个德国人参加了实验。实验素材是21个汽车商标，所有商标同时包含品牌名称。14个品牌标志（logo）代表了所熟悉的在欧洲市场上的汽车厂商（Lancia，Renault，Peugeot，Citroen，Seat，Toyota，Skoda，Ferrari，Volkswagen，Opel，Mercedes Benz，Rolls Royce，BMW，Porsche）。控制组则由7个来自欧洲以外的汽车厂商logo组成（Buick，Saturn，Holden，Pontiac，Lincoln，Oldsmobile，Acura）。通过fMRI，研究者让消费者根据不同的特征对品牌进行评估。fMRI实验分为3轮，每轮中，21个logo（14个熟悉的，7个不熟悉的）被呈现15s（间隔4s）。消费者被要求在看到logo的时候假想自己正在驾驶该品牌的汽车。如果看到的是一个很不熟悉的logo，则就假想在驾驶一个普通的汽车。fMRI实验结束以后，要求被试填写一份6点量表问卷，询问是否很熟悉这个品牌、是否认为该品牌代表运动型汽车（赛车）、代表奢侈型汽车，或者是代表价值型汽车。

结果显示两侧额上回（superior frontal gyrus）、海马（hippocampus）、后扣带回（posterior cingulate）对知名品牌更加活跃（见图5-13）。运动类和奢侈类的品牌使得腹内侧前额叶（V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VMPFC）和楔前叶（precuneus）更加活跃（见图5-13）。相对的，价值性产品的品牌激活了左侧额上回、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见图 5-14）。结果说明，对价值性品牌存在认知控制的皮层活跃网络，而声誉性品牌则存在一个与自我处理相关的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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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3　运用品牌和奢侈品牌的脑活动



（引自Schaefer M，Rotte M.Thinking on luxury or pragmatic brand products：Brain responses to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culturally based brands.Brain Research，2007，1165：9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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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4　价值品牌的脑活动，价值性产品的品牌激活了左侧额上回和前扣带回



（引自Schaefer M，Rotte M.Thinking on luxury or pragmatic brand products：Brain responses to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culturally based brands.Brain Research，2007，1165：98-104）

6.品牌延伸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被广泛运用的品牌延伸（brand extension）是指公司在建立成熟品牌后，对新产品继续采用原品牌名称的市场行为。据统计，国外著名品牌中约有95%的新产品是在原品牌基础上延伸而来的。由于建新品牌需要大量的资金与时间的投入，因此我国已具有自己品牌的企业，也倾向于采取品牌延伸的策略。但是品牌延伸实践却表明，不恰当的品牌延伸，会导致巨大的损失。因此，研究消费者对品牌延伸的接受程度，并以此作为一项品牌延伸尝试的成功性预测，是应用市场营销的一个重要内容。

品牌延伸评估的关键环节在于母品牌和所要延伸产品之间的“匹配”（Aaker D和Keller K，1990）。当消费者认为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冲突时，品牌延伸的失败概率很大。Pack，Milberg和Lawson（1991）认为现实中的消费者不可能像学者们那样遵循建构理论模式来对品牌延伸作判断，他们实际上是从自我知觉相似度的角度，来衡量母品牌与延伸产品的相似性，并以此来作为评估依据。Coates等（2004）用内隐记忆的研究范式探讨品牌认知与选择过程，指出消费者对品牌作出选择时并不需要太多的意识努力。Stewart和Pickering（2004）认为，品牌延伸真正目的是要求消费者接受品牌的新的使用范围，基于此，他们将品牌名称嵌入句子中，要求消费者阅读含有品牌名称的语句，并判断句子语义的正误，这样消费者在阅读句子的过程中就不知不觉地对品牌延伸进行了认知评估。类似这样的实验方法，由于不要求消费者自己评估自己的心理状态，因此就能较准确地反映消费者对品牌延伸的认知效果，与问卷研究方法相比，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表5-3　饮料品牌延伸冲突类别




	Condition
	1
	2
	3
	4



	S1：品牌名称
	饮料
	饮料
	饮料
	饮料



	S2：产品类别名称
	饮料
	食品
	服装
	家电



	冲突程度
	低
	低
	高
	高






Ma Qingguo，Wang Xiaoyi 等（2007）首次运用ERP方法，深入探讨了品牌延伸评估的神经活动过程。研究采用了Prime-Probe的范式，在刺激1（S1）中呈现品牌名称，在刺激2（S2）中呈现产品类别名称，要求被试对该品牌延伸作出是否接受的评估判断。研究选取了中国大陆15个知名饮料品牌名称（如：娃哈哈、蒙牛、汇源），所延伸的产品类别包括饮料、食品、服装和电器四大类（见表5-3，图5-15和5-16）。

研究发现，在270ms时，额前区产生较大负波，振幅依次为电器类＞服装类＞食品类＞饮料类。N270是一种特殊的冲突负波，过去的研究发现，它不同于N2和N400，在形状、数字等冲突时会在前额区出现。本研究则进一步发现，在品牌延伸实验中，母品牌与延伸产品之间的文字内容冲突也会产生N270，其振幅大小与延伸类别距离一致，因而可以用来作为一种品牌延伸冲突程度的内源性指标。

[image: ]
图5-15　16个被试的ERP四类产品条件的总平均，在6个电极点记录到明显的N270，负波振幅依产品类别而依次增加，高冲突组要显著大于低冲突组。服装类和电器类冲突产生的负波在时间窗204ms到330ms之间没有显著差异，然而食品类的N207平均振幅要显著大于饮料类。N400也可被观察到，且非饮料类产品有明显的潜伏期提前和振幅增大



（引自Ma Q，Wang X，Dai S，Shu L.Event-related potential N270 correlates of brand extension，Neuroreport，2007，18（10）：1031-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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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6　270ms的4种类型脑地形。可以发现，服装类和电器类在额区分布明显的负成分；食品类和饮料类相对较少



（引自Ma Q，Wang X，Dai S，Shu L.Event-related potential N270 correlates of brand extension，Neuroreport，2007，18（10）：1031-1034）

7.为有关商标、广告的营销策略提供依据

广告设计与策略是否有效的关键问题是哪种传播媒介效果最佳？广告所含的信息量是否过载？哪种陈述方式的广告最能吸引消费者？

传统营销学主要通过行为实验或广告小范围试验来检验广告是否能都达到预期效果。这些方法都存在消费者判断的主观偏差，或市场分析数据的主观性等问题，且广告小范围试验成本高。而神经营销学在广告设计阶段就能对上述问题给出答案，找到最佳传输媒介、适量的信息载荷、具有诱导性的陈述方式，不仅科学而且成本低，见效快。

加州大学通过脑扫描研究美国橄榄球超级联赛的广告，发现，差的广告只能对听觉区域和视觉区域有激活，而好的广告在激活这两个区域的同时，还激活了奖赏区域和移情区域（empathy centre）。美国学者 Martino等人的研究表明情绪在决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同一问题不同的陈述方式可以改变问题的答案。大部分的营销公司都在试图找到一种最好的广告陈述方式，从而使得广告的产品或服务更加吸引人。通过神经营销学可以高效准确地找到这种“情绪按钮”。美国媒体采购集团PHP Media广告公司通过消费者对声音广告、视频广告和声音-视频广告反应的脑区活动扫描得出声音-视频广告对已有感知的冲击最强。既然不同媒体对脑的激活强度存在差异，那么在营销活动中有侧重地使用各种媒体可以达到广告的最佳效应。基于这个研究成果，PHP Media的一个客户将其印刷业务广告通过电视广告的形式播出并取得良好成效。

美国学者Raymond认为消费者看或收听广告是一个任务相关的注意选择过程，消费者对任务不相关的信息具有负反应。如果在广告中加载了太多的信息，消费者会排斥广告。英国营销机构Weapon 7已经就如何在广告中添加可视图像的问题为客户提供咨询。通过在广告中添加可视图像，促使大脑下意识地储存信息，这样，广告信息就可以在“快进”过程中存入客户大脑。

2004年，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加州大学就一项关于共和党和民主党人对竞选广告的大脑神经反应的差异研究发现，民主党人在面对有911恐怖袭击画面的广告时，与恐惧和高兴相关联的脑区也有强烈的反应。这为共和党的广告竞争策略提供依据。

2004年前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德国汽车公司合作，做了一项关于汽车品牌的实验。他们发现当被试者看到名牌汽车商标并想象自驾的时候，与看到非名牌相比，大脑内侧前额叶皮层的神经元有明显的活动。这一区域与奖赏回路有关。这为体验式销售提供了神经学上的依据。

三、神经管理学展望

由于管理学大多数分支的管理对象都是直接包括人的系统，或者系统所关注的信息都是人的活动的结果。例如人力资源管理、营销管理、生产管理、项目管理、工业工程、企业管理、医院管理等学科分支，在所研究的对象系统中，都直接包括人。虽然财务系统、股票交易系统等所研究的直接对象不包含人，但是，财务数据、价格数据等，都是人活动、决策的结果，也就是说，它们的背后都有人的影子。而只要与人有关，就不可避免地与人脑的活动有关，从而，就有可能在大脑的神经层面上，研究决定着当事人行为的神经活动的特征。众所周知，行为科学是管理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从简单的推理也可以判定：决定行为的神经活动规律将是管理学不得不关注的基础科学问题。

从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趋势及神经经济学、神经营销学、神经社会学的发展趋势来看，神经管理学能够在如下分支大发展。

1.神经决策学

神经决策学主要包括：

（1） 行为决策的神经学基础

对于任何一个决策者、行为者而言，行为偏好函数是长期形成的，通常会在决策前、行为前“不自觉地”表现出来。捕捉到对应于各类行为偏好函数的脑神经活动的特征，例如，脑功能区的活跃特征，相应偏好的脑电波特征等（通常需要处理之后，才能捕捉到脑电波特征，例如用ERP的方式处理），从神经科学层面上把握并解释有关的决策与行为偏好，无疑能够更客观、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决策与行为。这是决策科学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

在前面对神经经济学的介绍中，我们列举了几个研究风险偏好与风险决策的神经活动的例子，这些研究所得出的成果在权威的《科学》（Science）期刊上发表，也足见其成果的科学意义。但是风险偏好仅仅是决策与行为偏好的一种。除了风险偏好之外，决策的作风偏好（如快慢急缓偏好、粗细偏好）、价值观特征（大局-局部特征）偏好等，都是值得在脑科学层面进行研究的。

（2） 与决策过程对应的脑神经活动模式对决策过程的脑神经活动模式的研究，是在脑神经层面上对与特定决策模式对应的脑神经系统工作模式的研究。这一研究，也许更应当属于认知神经科学的范畴，但无疑是人类认识决策活动的更科学、更深刻的层面。从目前的观测活体大脑的技术手段来看，人类在这个层面进行研究，还有较大困难。但是，随着观测活体大脑技术手段的进步，人类必能掌握与决策活动对应的脑神经工作模式（神经传递的空间与时间规律）。

（3） 神经决策模型与神经决策计算模型

在决策活动的神经基础之上，把行为层面的决策信息与决策人在决策中的神经活动参数结合起来，建立决策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运用计算手段，例如仿真计算，模拟决策过程，研究人们实际的决策活动。这种决策的研究，可能是优化的，也可能是进化的。这个领域的研究，有广阔的前景。

（4）神经博弈模型与神经博弈计算模型

博弈，是双方或多方针对某一问题，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策略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局中人要想让自己得到最好的结果，就必须分析其他局中人可能采取的策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对应的神经活动也复杂。基于博弈中神经活动的特征和参数，建立博弈模型（特别是计算模型），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这一研究必然会对博弈论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引起博弈论的长足进步。

2.神经营销学

从学科领域的角度来看，前面介绍的神经营销学的研究，基本上是神经消费行为学、神经营销策略和神经广告学的范畴。其中，神经营销策略的研究，较为薄弱。除此以外，还应当有神经定价策略、神经促销策略、神经营销通道，以及神经客户关系管理（neuroCRM）等方面研究内容。

（1） 神经消费者行为研究

神经消费者行为研究将是神经营销学的一个较大的分支。它涉及神经消费决策的研究（这一点，与神经决策学交叉），至于是否能够找到消费者脑中的“购买按钮”，现在尚不宜评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同类型消费者的消费决策的神经特征的研究，必定会深入下去，得到科学的成果。至于厂商是否会利用这一领域的成果误导消费者，就属于商业伦理研究的范畴了。

目前，神经消费者行为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例如，从众消费行为的神经基础，消费特征与性格特征的神经基础，广义消费品的神经层面的直接效用与消费特征，可接受价格的神经基础，各类消费癖好的神经基础，病态消费（例如成瘾消费）的神经基础等，都是大有前景的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2） 神经营销策略学

营销策略是依据竞争局势、消费者分层、各层特征以及本企业和本企业产品（服务）的特征所决定的。不论采用什么营销策略，最后、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消费者购买你的产品或服务。如果总是没有这个环节，任何营销策略都是不成功的。而这个环节实现的前提，是消费者决定购买你的产品或服务。因此，依据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消费者购买决策的神经活动的特征，通过实验，找到能够引发（或者容易引发）消费者的大脑启动“购买决策的神经活动”的策略，是目前商家关注的焦点，也是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焦点之一。这些策略可以包括价格策略、试用策略、打折策略、包换策略、赔偿策略、产品说明策略以及广告策略（包括画面、词语的选择）等，凡是经过实验筛选的、能够引发消费者启动“购买决策的神经活动”的，合法的，合伦理的策略，都应当是可以采用的。

但是作为管理科学分支之一的营销策略学，必须强调策略的合法性、合乎伦理性，不能欺骗、误导和不当诱导消费者启动“购买决策的神经活动”。利用民主党人对911画面的神经反应的特征制订竞选策略，应当是正当的策略。当然，它属于政治策略的范畴。

（3） 神经客户关系管理（neuroCRM）

客户关系管理是营销学与计算机信息管理的交叉学科。它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客户有关消费的特征以及各类消费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便依据这些关系，制订针对这些客户的营销策略，甚至是“一对一”的营销策略。由于这里涉及海量的行为数据，因此只有依靠当代信息技术才能实施管理。

当我们在客户的有关消费行为特征的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他们的购买决策的神经层面的数据后，我们事实上就进入了神经客户关系管理的领域。

毫无疑问，人们不可能对每个客户测量购买决策和消费特征的神经基础，但却可以依据对样本客户的测量数据，对记录了消费行为的客户分类，然后通过实验获得不同类别的消费者的神经活动特征，并依据神经特征的类别，实施不同的管理策略。

（4） 神经利益相关者管理（neuroXRM）借助当代信息技术，企业不仅可以记录客户的消费和需求特征并对客户实施管理，而且可以对利益相关者（例如，竞争者、供应链上的战略伙伴），实施关系管理，简称为XRM（马庆国，2005）。

当我们记录的信息从行为层面延伸到脑神经的电磁信息层面时，我们就进入了神经利益相关者管理的领域。依据更深层面的信息，实施有效管理。

3.神经人才管理学

毫无疑问，不同类型人才的神经活动的特征是有差异的。例如企业家、经营人才、科技人才、技工人才等，对同一问题的脑兴奋区域，必然是有差异的。找到这些差异，就找到了人才培养的方向，就能够把人力资源管理推到一个更深入的层面——神经人才管理的层面。显然，这类研究不仅对培训，而且对教育（包括中小学教育）都产生重大影响。

4.神经工业工程学

工业工程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在操作层面上研究人与环境、生产工具（如生产线、工作平台）和加工对象之间的关系，找出最有利于操作者发挥自己的脑力、体力，并安全取得最佳效果的布局、现场设计和操作规则。

操作者的操作过程是“接受信息（视觉和听觉接受）—脑神经加工信息—决定行为”的过程。毫无疑问，研究操作者脑神经活动的特征、对各类信号（视觉的或听觉的）的神经反应特征，以及相应的决策加工的神经活动特征，将把工业工程学深入到神经科学的层面。这对于更好的布局设计、现场的环境设计（例如温度、光亮度设计）、提示的图形与色彩设计、提示的声音设计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5.神经行为科学

作为管理科学基础理论的分支之一的行为科学，关注的重点是需求的层次、激励、惩罚、公平、效率等有关行为的基本问题。毫无疑问，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研究决定上述基本行为问题的脑神经基础，或者说在脑神经层面上解读上述基本行为，无疑是行为科学的巨大进步。

在本文对神经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介绍中提到，用来公布人类科学研究进步成果的《科学》（Science）刊物2003年发表了“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经济决策的神经基础”一文，该文对接受和拒绝“不公平给予”的神经活动差异的研究，实际上是有关公平问题脑神经层面的研究，应属于神经行为科学的研究之一。

除了公平问题以外，激励与惩罚问题的神经基础的研究、直接效用的神经基础与激励策略的研究等，应当都是大有可为的。

6.神经金融学

不论是货币市场、资本市场、黄金市场、外汇市场还是期货期权市场，研究参与人的交易决策的神经基础，都是对行为金融学的深化。相对于行为金融学而言，神经金融学是基础性更强的学科。例如，人们不仅可以在行为层面上研究泡沫形成机理，而且可以在脑神经层面上研究泡沫形成机理；不仅可以在行为层面上研究交易博弈，而且还可以在脑神经的层面上研究交易博弈，研究理财策略。

7.神经创新创业管理学

创新与创业所关注的内容之一，是创新与创业者的观念、文化、意识特征。当前，人们是在问卷的基础上来研究这些问题的。实际上，创新与创业者的观念、文化、意识特征，以及兴奋点的特征，完全可以在认知脑神经科学的层面上进行研究，找出不同观念、不同文化、不同意识的神经活动特征，对于进而实施管理，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8.神经病态行为管理学

病态行为是指对物质与非物质对象的非正常依赖、沉迷、成瘾行为。物质性病态行为是指对使用某类物质的成瘾行为，例如毒品成瘾、酒精成瘾和烟草成瘾。非物质性病态行为是没有物质依赖的行为成瘾，例如，网络沉迷、网络游戏成瘾和赌博成瘾。

病态与非病态的界限是“正常的工作、生活能否持续”。沉迷与成瘾的界限是“在非治疗状况下，能否返回正常状态”。

对这些病态行为的管理研究的目的，是寻求各类病态行为发生的机理、有效预防各类成瘾发生的措施，以及把各类处于沉迷状态的人“拖回”正常状态的措施。但是，对成瘾的治疗，不在管理学的范围之内，而属于医学的范畴了。

所谓“神经病态行为管理学”是从脑神经科学的层面，研究病态行为的脑电磁特征（脑神经活动特征），病态行为形成的脑神经机理，以及在脑神经层面上解读各类预防和挽救措施的效果，从而确定有针对性的恰当的管理方案。

以上仅仅是我们对认知神经科学与管理科学部分分支学科交叉的认识，及对可能出成果的一些方面的预见。但实际上，认知神经科学与管理科学的交叉，绝不仅仅限于上述几个方面。从根本上说，凡是有人直接介入的地方，神经科学就都可能介入。管理科学中许多领域，例如物流管理、供应链管理、交通运输管理、存储管理等领域的决策优化模型，似乎与神经科学没有什么联系。但实际上，我们完全在原来的前提条件下，增加决策者和行为者的脑神经活动的特征信息，在更高、更综合的层面上，研究包含脑信息在内的多层信息的基础上的新型优化模型（难以估量其广阔的发展空间），将脑神经活动的测量技术应用到专家系统、决策支持系统的开发，在神经元层面揭示决策行为和规律，实现系统的优化。

神经管理学的前景是无量的。随着显微镜技术的进步（从普通显微镜到普通电子显微镜，到冷冻电子显微镜、透射电子显微镜、扫描隧道显微镜），能够观察到细胞，观察到生物大分子（例如DNA结构），促使普通生物学进步到了分子生物学。可以预计，测量脑神经系统活动的技术进步（包括脑成像技术记忆项字符数

和脑电测量与信息处理技术的进步），也将会对认知科学和基于认知的思维科学以及基于思维和行为的社会科学，带来巨大影响。

通过对脑神经活动（脑电）的研究，来解读社会科学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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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哲学、社会科学与认知




第一节　心智哲学



人是宇宙中最神秘，也是最棘手的研究对象。“人啊，认识你自己！”这是希腊古城德尔斐（Delphi）的阿波罗神殿上铭刻的流布最广、影响最深的一句箴言。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把“认识你自己”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核心命题。中世纪哲学家奥古斯丁说过：“我考察的不是天空的广阔，丈量的不是星星的远近，也不是试图发现地球是如何挂在空中，我探究的是我自己，我的记忆，我的心智。”文艺复兴时代法国思想家蒙田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现代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强调“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索的最高目标”。认识人自身是几千年来心智哲学一直专注的中心。不论好与坏，几乎每一个哲学家都对此有所谈论。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是我们绝大部分人都经常会思考的，即使所用的术语可能不同。在此心智哲学篇中，我们将简要地考察心智哲学所关注的两个基本议题：① 心/身问题和“意识研究”中的“难问题”；② 自由意志问题。

一、身/心问题

什么是身与心？身与心的关系是怎样的？这是有史以来宗教、哲学和科学争论最为激烈的议题之一，也可以说是心智哲学最基本也最核心的问题。数千年来，哲学家一直都在努力就这一问题的不同观念进行争论。他们的答案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是二元论理论，即认为世界上只存在两种实体；其二是一元论理论，即认为只存在一种实体。

1.笛卡尔的二元论（Descartes’s　Dualism）

关于身/心问题最著名的观点是笛卡尔提出的二元论。笛卡尔认为心智与身体是两种不同的“实体”（substance），心智的本质在于思想，身体的本质在于广延；身体不能思想，心智没有广延；两者彼此完全独立，不能由一个决定或派生另一个。然而既然是两种不同的实体，它们就不可能发生相互作用。更有甚者，笛卡尔坚持说他能够设想他的心智在没有一个身体的情况下存在，而人的身体显然可以在没有心智的情况下存在（比如尸体）。由此看来，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笛卡尔的二元论来自人类强有力的直观：心智状态与物质状态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区别。首先，物质状态是占有空间的，它们在空间中占据着一个位置并展现出空间的维度。心智状态，如思想、感觉、想象、回忆等，显然是不占有空间的，你对自己童年时居住的房子的回忆具有什么样的尺寸和形状？你关于杭州的想法是三角形还是圆形的呢？这样的问题似乎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与物质的状态不同，心智的状态显然是不占有空间的，至少这是笛卡尔的结论。心智与物质的第二个重要区别是性质上的区别，即心智经验具有主观性。试想你对自己大脚趾上的疼痛的经验的性质，你可能发现这些性质很难用语言来表达，但是这并不妨碍你对它们的意识。那么你是否能够指望在一个物质对象中发现这些性质呢？当你正在经历疼痛的时候，一个正在观察你的神经系统的神经科学家在你的神经系统中找不到任何在性质上与你的疼痛相似的东西。其实，这种可能性似乎是根本不存在的。上述观点可以被归纳如下：我们所意识到的经验的性质与物质对象的性质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事实上，这些经验的性质完全不同于任何可以知觉到的物质对象的性质。一个相应的结论是，心智的性质不是物质对象的性质，心智的性质在类上不同于物理的性质。心智同物质之间的第三个区别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区别，也就是说，它涉及我们关于这些事物的知识的特征。你关于你自己的心智状态的知识是直接的和不容置疑的，而你关于物质对象的知识则不是这样的。哲学家们在表述这一点时，有时会说：我们拥有到达自己心智状态的“优位通道” （privileged access）。笛卡尔本人认为，这样的知识是不可错的：你关于你当下的心智状态的思想不可能是假的。他还相信，我们的心智的内容对于我们来说是透明的。因此，如果你处在某个特定的心智状态之中，那么你便知道你在这种状态之中。而且如果你相信你处于某个特定的心智状态之中，那么你就处在那个状态之中。用今天的标准来看笛卡尔认为心智对自己是透明的观点有点过激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很久以前就使我们相信：心智中的很多东西可能是隐蔽的。最近的认知科学家则断言：心智的大部分状态和活动都不能被意识到。我们可以接受所有这一切，而同时又不必抛弃笛卡尔的关键洞见。即使我们所具有的到达我们心智的状态的路径并不是不可错的，但这一路径仍然是独一无二的。你对持有思想或经历疼痛是有自我意识的，而我只能对发生在你的内部的事件进行类比推理。你到达你的心智状态的途径是直接的和无中介的，而我到达你的心智状态的途径则是间接的。我们可以说：心智的状态是“私人的”。它们只能为拥有它们的人（或生物） “直接体验到”，外人只能通过它们的物质后果来推测它们。你可以告诉我你正在思考什么，我也可以从你脸上的表情来猜测它。神经科学家们通过对你神经活动模式的观察，或许最终能够推论出你正在思考的东西。然而，我们对你的心理生活的观察永远不可能像你自己观察的那样，是直接的。物质对象和它们的状态则完全不同。如果心智的东西必然是私人的，那么物质的东西则必然是公开的。如果你可以从一个角度观察到一个物质对象或一个物质对象的状态，那么任何具有相应的身体结构的人都可以从你观察的角度去观察到它们。在这里，完全找不到我们在心理事件中所发现的那种不对称的路径。这再次证实了心智和物质性身体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对象。对于这种不同，笛卡尔提出了一个解释：心智和物质性身体是两种不同的实体。心智性实体拥有的性质不能被任何物质实体所拥有，而物质实体拥有的性质也不能被心智性实体所拥有。事实上，在笛卡尔看来，心智性实体所拥有的性质与物质性实体所拥有的性质之间没有任何重合之处。笛卡尔的二元论关于身/心差别的概要如表6-1所示。

表6-1　笛卡尔二元论关于身/心的差别




	物质性的身体
	占有空间
	物质性
	公开的



	心智
	不占有空间
	独具一格的心智性
	私人的






笛卡尔从来没有充分地说明一个没有广延的、不占空间的、能思维的实体为什么既可以影响一个不能思维而又有广延的实体，又可以被后者所影响。对心智感兴趣的当代哲学家和科学家认为笛卡尔的实体二元论是一个毫无希望的错误的理论。但是近代人们对身/心问题的看法不论是正向还是反向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笛卡尔二元论的影响。

2.非笛卡尔的二元论

除了身/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实体”这个强烈的直观外，另一个同样直接的直观是：心智与身体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作用。笛卡尔二元论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在于它无法充分解释心智与身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发生的。为了处理笛卡尔二元论内在具有的困难，一些二元论者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解释方案。

（1） 心物平行论（parallelism）

莱布尼茨（1646—1716） 是平行论的最著名的支持者。平行论并不反对笛卡尔把世界区分为有广延的物质实体与非广延的心智实体的观点。但是他们否认心智实体与物质实体之间可以相互发生因果作用。然而这种说法似乎有悖于我们的日常经验。发生在你的心智中的东西很显然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并通过你的身体影响到外部的物质世界，而这个世界中的事件和对象显然也会通过作用于你的身体的方式来对你的心智施加影响。例如，一个小孩碰到热炉（物理事件）而感到很疼（心智事件）导致他大叫（物理事件），这样轮流产生一种恐惧感和自我保护意识（心智事件），等等。

然而平行论者认为，心智与物质世界之间不过只是好像具有相互作用，但这完全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同心智有关的事件系列，即心智事件系列与物理事件系列是相互平行的。也就是说，心智事件与物质事件是两个彼此独立的共变系统，它们之间并没有因果联系。然而如何解释心理事件系列与物理事件系列之间的共变既是普遍的又是系统的这一事实呢？平行论者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只不过是一种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不可能再作进一步解释的严酷事实——世界就是这样设计的。有人把这种状况归咎于上帝，即上帝是心智事件与物理事件平行发展的保证。你或许认为借助上帝来解释心理事件与物理事件之间的共变显然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上帝并不是一个物质实体。事实上，在笛卡尔看来，上帝也不是一个心智实体：上帝是第三种类型的实体。但即便如此，要了解上帝如何能够对物理事件的原因施加影响并不比了解有限的物质实体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更加容易。这样一来，笛卡尔的相互作用论所碰到的难题全都再次以一个变形的姿态从另一处冒出来。

（2） 偶因论

偶因论与平行论有关。一些笛卡儿主义的追随者，如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认为心智和身体是互相分离，彼此平行的。每当心智的思考与身体的动作碰巧同时发生时，表面上看似在相互作用，但实际上是由上帝控制的，是上帝在我们心目中造成这种观念的偶然的原因。

然而，不管我们在宗教问题上的观点是什么，这很难使人们相信每一个相互作用的例子都应该被归于奇迹，因此这个观点不可信。也很难看出偶因论比平行论有什么优越之处，或者说它对身心如何相互作用的难题作了什么改进。笛卡尔的困难在于：难以对无广延的心智实体与有广延的物质实体如何才能发生因果作用这一问题作出说明。平行论和偶因论都承认这一困难，它们试图在承认心智实体与物质实体不能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克服这一困难，并进而对这种表面上的相互作用给出一种解释。这样的做法似乎是没有希望的，但要驳倒偶因论，则必须审视人类关于因果关系的观念。

（3） 属性二元论

属性二元论认为尽管世界仅由一种实体构成——物理实体，但却存在两种属性，物理属性和心智属性。换言之，属性二元论认为非物理的心智属性（诸如信念、愿望、记忆、情绪、思想等）内在于物理实体，即脑中。物质属性和心智属性是彼此不可还原的。我们不仅能以不同的方式谈论物理状态和心智状态，而且这种差别不仅是语言上的也是存在论上的。属性二元论者认为意识是大脑物理过程涌现的现象。

本质上，属性二元论相对于实体二元论是一个进步。相比之下，它有如下几个优点：① 透过诉诸单一的实体，它避免了笛卡尔二元论中相互作用的难题；② 属性二元论与笛卡尔的论证相符，即心智具有与身体不同的属性，因此它摆脱了实体二元论的缺点，但保留了符合人类直观的优点；③ 属性二元论与脑科学的发展是相容的；④ 属性二元论容许第一人称的观点（first-person perspective）。

（4） 副现象论（epiphenomenalism）

承认身体对心智的影响，但否认从心智到身体的相互作用的观点被称为副现象论。副现象论认为心理状态是由物理事件产生的，但是心理状态并不扮演作为引发事件原因的角色。换句话来说，物理事件造成了心理事件，而心理事件对于物理事件没有任何影响，心智现象（如有意识经验）只是复杂的物理系统的副产品或副作用。做了大量的努力来推广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的英国生物学家及古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 是最为知名的副现象论者之一。他并没有否认意识的存在或主观体验的存在，但是他否认它们具有任何的因果效应。它们没有能力来影响人类大脑和躯体系统，在这方面，它们类似于火车头所产生的烟，滚过桌面的台球所投下的影子，或者一双崭新的鞋子所发出的吱吱声。烟、影子和吱吱声对产生它们的系统的运转不能发挥任何因果作用。烟、影子和吱吱声当然是物理现象，因而也有某些物理的结果：烟熏伤了你的眼睛，影子改变了它所在的那块地方的光的辐射，吱吱声则在路过者的耳膜中引起了微小的振动。与之相反，心理现象则没有任何因果效应——不论是物理的还是心理的。副现象论似乎公然违背了日常经验。当你的手过于接近火苗的时候，疼痛的经验一定是促使你把手抽回来的东西。你的前往沃波尔的想法和随后的决定一定会使你进入柏格金的车站。然而副现象论者则认为，在这些情况下，原因的作用完全来自于你神经系统中的事件。这些事件会产生一些作为其副产品的有意识的经验，但有意识的经验是不能作为原因而起作用的。它们之所以会被看成原因，仅仅是因为它们是由那些可以导致各种结果的物理事件所引起的，因而总是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这些事件。假设风扇的皮带变松了，它既使风扇的发动机变热同时又发出了一种刺耳的噪音，而这种噪音虽然伴随着热的出现而出现，却不是热的原因。在副现象论者看来，心理现象也以同样的方式伴随着物理事件的出现而出现。假如上面所说的都是事实的话，那么副现象论的真理便丝毫不会与你感到的你的心理状态仿佛起了原因的作用这个事实相矛盾。在你决定到沃波尔并在随即到达了沃波尔的过程中，你对你的决定导致了你的抵达的事实（或者，它至少有助于这个物理事件的出现）留下了清楚的印象。你的确可以把你的身体运动看做是对你的决定作出的某种反应。因为如果你没有决定去沃波尔，你就一定不会到达那里。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心理事件的你的决定引起了任何作用。如果副现象论是正确的，那么你的身体运动只能以某种神经事件作为原因。这种神经事件引起了一种作为其必然的副产品的决定。

神经科学家有时会发现副现象论很有吸引力。如果我们承认了副现象，那么我们在研究大脑的功能时就可以把心理现象的性质完全忽略不计，而只去关注大脑的物理机制和过程。如果心理现象只是一种副现象，那么它们就不可能被觉察到（除了那些正在经验它们的人） ，而且它们对发生在物质王国中的任何事件也不可能造成任何影响。这样一来，神经科学家们就无须再在有意识的经验的那些棘手细节上劳神费力，而可以放开手脚去探索大脑的秘密了。然而，副现象论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首先，从物质到心灵的因果关系的本质还不太清楚。大多数哲学家都认为事件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副现象论则认为，一些物理事件可以导致心理事件，而心理事件不能导致其他事件。但一个人或许会发现，这种说法并不妨碍他承认心理事件可以引起其他的心理事件。心理事件（在副现象论者看来）不会产生物理的结果，所以心理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不会对物质世界在原因上的完整性构成威胁。不过，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与一个更为宽泛的副现象论的图式有冲突。如果心理事件能够独自引起心理事件，那么某些心理事件便有其独立的生命，然而副现象论的本质恰恰在于把心理事件看成是物理事件的副产品。

3.一元论（monism）

在一元论的理论中，某些理论强调心智，另一些则强调物质。比方说你怀疑是否有真实存在的铅笔，并且下结论说存在的只是有关铅笔的观念或知觉，那么，你就是一个唯心论者。这种观点消除了物质与心智分裂的状况，但是却让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物质的客体似乎有着一些持久不变的特质，并且我们还都一致认为它们具有这些特质；或者说为什么科学是可能的。这样的哲学理论有许多。例如，英国的经验主义者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1685—1753） 就用头脑中的感觉代替了物质。

另一个极端则是物质主义者，他们认为只存在物质，并且那些支配物质和能量之间的交互作用的法则可以解释宇宙中所有的力量。这些理论包括同一论 （identity） 理论，即将心理状态等同于物理状态，和功能主义理论，即将心理状态等同于功能性。在这些理论中，不存在脱离物质的心智或心智能力。有的人发现，物质主义作为一种意识的理论缺乏吸引力，因为它好像否定了它尝试去解释的那种现象本身，即主观体验。尤其是我们觉得我们的意识决定“导致”了我们的行动，这种我们所具有的强烈的感觉竟被还原为纯粹的物理原因。这些理论具有的另一个问题是难以让人理解，为什么那些看似和物质如此不同的思维、感受和心理图像会是物质。物质主义难以让人们找到任何一种方式，使得我们在谈论意识本身的同时又能够证明意识感受的正当性。

一元论在当代心智哲学中有许多变体，典型的有行为主义、同一论、功能主义等。

（1） 行为主义

早期的行为主义者可能会径直否认心智事件的存在，但现在行为主义者的论证则更为精细。心智事件当然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意图、情绪、思考、信念等是真实不虚的。但是它们却并不以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存在。行为主义的基本观念是：所有心智事件不过是以某种方式去行动的倾向。哲学行为主义者赖尔认为心智事件不是“机器中的幽灵”，也不是超自然或神秘的事件。事实上，我们称之为“心智的”东西不过是以某种方式去行动的模式或倾向，为一个心智事件命名其实就是对一个有机体的行为作出预测。这样一来，我们日常称之为饥饿的心智感受不是在为某个看不见的内在事件命名，而是预测他一有可能就会去找东西吃；而说一个人恋爱并不是为一种渴慕的情感命名，而是预言一系列惯常的活动，比如焦躁地渴望与恋人见面，或者在夜深人静时提笔倾诉衷肠。心智事件的存在并没有被否认，但是它们不再被安置在一个被称为“心智”的内在神秘的“空间”，而是被视为对一个有机体行为的预测。

对某些心智事件来说，行为主义的解释是合理的。例如，智商就是一个可通过其行为表现就能加以测定的能力或倾向。一个人的动机也许根本不可能被理解，但我们可以通过它激发出来的行动来判断它是什么。然而对人内心的感受，如痛苦、内心的焦虑、看见美景的怡然心情，尽管行为主义认为这些感受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的行动倾向表现出来，但我们仍然可以坚持说，在这些倾向背后存在着某些不可还原的心智的东西，它们是行为主义没有说明的东西。

（2） 同一论

神经病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具体的心智事件的确是与具体的神经事件相关联（correlation）。这些强有力的证据使得同一论认为，心智状态和心智事件是与具体的神经过程和事件相等同的，即使我们是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两个角度对之进行描述的。这种理论很容易理解：它认为心智状态和大脑状态是同一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身体某处感觉到疼痛，那么在大脑中就会有相应的活动在进行；同样的，爱的感受仅仅等同于某种大脑状态。尽管它们具有不同的性质，并且给予了不同的描述（“它刺痛了我”对应于“C神经纤维的发放”），但两者仍然是一回事情。下面是同一性的另一个例子：水是H2
 O。显然，对水的描述——比如“湿的”、“冰凉的”、“盛满盆子的液体”——完全不同于对氢原子和氧原子的以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分子的描述。然而，说水是H2
 O在科学文化的世界中完全是有意义的，尽管水的性质（像我日常描述的那样）与分子的性质像科学语言所描述的那样）是不同的。

然而对于这种立场仍会有批评质问：什么样的大脑状态与颜色的经验同一呢？如果我们经验看到一片灰色的天空，就意味着大脑状态也是灰色的吗？这很难说得通。此外，其他的动物也经验到了相同的灰色天空，而它们的大脑与我们的却不是同一的。经验与哪一种大脑状态同一呢？基于这样的批评，一些理论家抛弃了同一论。他们认为，水和H2
 O是能够用系统的术语进行描述的，即使我们通常并没有这样做，然而疼痛感却无法用神经科学的语言来描述，而一个神经过程也无法用经验感受的术语来刻画。还有一些被称为取消的物质主义者（eliminativism）提出，被我们分别用来谈论疼痛和神经活动的语言，只不过是从人们对神经系统知之甚少时所遗留下来的奇特残余而已。他们提出，未来我们将抛弃经验感受语言，而会对“C纤维神经发放”这样的语言安之若素。然而，无论这些理论采取了什么样的形式，其核心主张是：我们所言的“心智事件”并不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事件，而仅仅是描述大脑过程的一种特殊方式。

（3） 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

因为不满于行为主义和同一论，也不满于二元论，再加之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一种解决身/心问题的新方案应运而生，即功能主义。行为主义强调了行为的重要性，但却无法说明感受这种普遍的心智现象，也根本不论及神经系统及其功能。同一论虽然强调心智事件与神经事件之间的等同，但却无法说明为什么神经系统具有感受这种如此不可思议的性质的问题。功能主义似乎绕开了这些问题，它不大关心“心智是什么？”（即是一种什么事物？）而更关心“心智做什么？”即心智的功能是什么？例如，考察一座桥。许多不同的事物能够当做桥来对待，连接市区奥克兰到北海岸的复杂结构，或使我们从河流的一边到另一边的由石头组成的一连串支架。这里的重点是功能：桥是由其功能来定义的，而不是其形状，设计或组成物。功能主义指出，心智活动其实就是某种特定的过程，但重要的是功能，而不是使功能得以产生的物质。因此，功能主义者认为，心智活动是由电脑的某些功能构成的，这些功能也完全可以用脑物质以外的东西复制出来，大脑并不必然有任何独特之处。功能主义的考虑可以使我们避免同一论所遭遇的批评，而且功能主义最初确实被认为能解决这种难题。功能主义主张心智状态与其行为的功能是同一的。功能主义并不操心心智状态是什么——它由什么组成或在何处，相反，它认为一个状态之所以被称为心智的在于它所做的——即它完成的功能。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功能主义依然留下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感受的问题。功能主义理论能解释一个人看见红色或听到音乐的那种感受是怎么回事吗？一个坚定的二元论者可能会继续追问：“我同意特定的功能和心智事件之间存在着引人注目的关联，但这又如何解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呢？”

二、“意识研究”中的“难问题”

在当代意识研究中，身/心问题的困难集中于意识的“难问题”（Hard Problem）。

意识现象确实不同寻常——这种不同寻常表现在它所提出的大量问题，以及试图解决它的观点方面。关于意识的观点和理论包括从纯粹哲学的到认知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的。近20年来关于意识现象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在这些研究中，关于意识的诸多方面（如意识的定义、性质、意识的理论）都还没有取得根本的一致。

1.“走向意识科学”

迄今人类依然面临三个未解或未彻底解决的科学问题是：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和意识的产生。（1） 宇宙的起源问题：“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或者说，世界居然存在某些东西而不是根本一无所有；世界是从无而来的吗？世界如何从无而来的呢？在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看来，“世界是怎样的这一点并不神秘，而世界是存在着，这一点是神秘的”。我们必须在宇宙已经是这样的情况下来解释它如何是这样的。迄今没有一个理论在理智上是完全令人信服的。今天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困惑并不比古人少。（2） 生命的起源问题：生命如何从无机的物质世界起源的。尽管人们已经用实验来检验无机物向有机物转化的合理假设，人们也已经在基因中发现了生命自复制的机制，但生命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的起源仍然有待解释——为什么出现了具有自我维持“意愿”的生命呢？（3） 意识的产生问题：为什么我们有意识经验，而不是 zombie（所谓zombie是一个思想实验的构生物，它除了没有意识经验和感受外，我们无法从其他方面辨别出它与一个真正的人的差异）？与宇宙的起源和生命的起源问题相类似的是意识的起源问题：我们居然有意识，而不是根本什么也没有意识到。一个更严峻的问题在于：有意识的主观经验世界是如何产生于无机的和有机的客观物质世界的？此外，这些有待解释的起源问题都是有意识的人类自己提出的。我们所知、所信、所疑、所想、所感受到的一切，都以“我们是有意识的”为前提。如果“我”不存在，那么“为我的世界”（ the world-for-me）也不存在。意识现象显示出一种与其他自然现象有别的全新的独特性：“什么是比知道如何知道更困难的事情呢？什么比认识到正是因为我们有意识才使得我们关于意识的问题成为可能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更让人迷乱的呢？”

如果说宇宙起源和生命起源从思辨进入科学研究已有了不短的历史，那么意识现象只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才作为一个真正的科学主题确定下来。在这个时期，“走向意识科学”（toward a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和“意识的科学研究”（scientific studies of consciousness）中所反映的思维态度受到意识现象探索者的普遍推崇。譬如克里克（F.Crick）一再倡导“现在应该从科学的角度来思考意识问题（以及它与假设上永存的灵魂的关系），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是开始严肃而精心地设计实验来研究意识问题的时候了”。自此，意识研究呈现爆炸性的增长，与詹姆士（W.James）时代相比，这堪称意识研究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的到来。值得一提的是意识研究领域中的几个重要事件：（1） 1994年，“Toward a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 Tucson Conference I召开，这是意识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的事件”。（2） 专业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Consciousness成立。（3） 一些专业性刊物创立，如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Psyche，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等。这些事件的发生标志着意识现象作为一个科学主题的真正确立和意识研究共同体的形成。

2.“难问题”

“意识”一词通常用于日常语言中，但依据使用的语境，它常常表达了不同的含义。“意识”常常和“无意识”相对照，一般来说，当我们醒着的时候我们是有意识的；当我们晕厥或在无梦睡眠时我们是无意识的；当我们在试图改变一个习惯或学习一项新的技艺时，我们可能要付诸更多有意识的努力，而在熟悉之后，我们可能会无意识或自动地做一些事情。意识常常被认为差不多与“有反应的”或“有觉知的”意义相同。此外，意识还经常等同于“主观性”或“个人经验”。

给意识下定义往往是困难的。有人认为所谓的意识就是对周围环境，包括诸如对世界的视觉、听觉、记忆、思想、感情、躯体感受等认知事件的知晓。根据这一定义，意识具有两层含义：

□ 意识是一种对周围环境刺激的反应。例如，你也许忽然变得对鸟叫声很留意，对剧烈牙痛很敏感，或根据视觉辨认出一位老朋友。

□ 意识也是对心智事件的认知——其认识是记忆的结果。例如你可以记起鸟的名字，说出你牙医的电话号码，想起你失手跌落在朋友衬衫上的比萨。

这个定义的确注意到意识的一个重要特性，即觉知性（awareness），但是却没有强调意识的另外一个重要特性，即感受的主观性。正是感受的主观性使得意识现象在科学文化的世界中变得异常难解。当代意识研究的根本的哲学争论都是围绕如何解释意识经验的主观性而展开的。

在行为主义盛行之时，意识、主观体验或内在世界从不在考虑之列，随着行为主义的衰落，主观经验的问题再次变得明显起来。在1983 年，美国哲学家莱文（Joseph Levin）创造了一个概念“解释性鸿沟”，以此形容为“在物理现象和意识体验之间存在的形而上学的鸿沟”。意识重新进入哲学和科学关注的中心。

与传统的意识研究不同，当代意识的科学研究所基于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心智是具身的（embodied），意识是涌现于一定层次生物神经系统的演化的自然现象。在这个前提之下，自然科学的实验研究，特别是认知神经科学对意识现象及其神经生物基础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然而尽管意识是具身的、演化的自然现象，但与其他自然现象相比，它有其自身内在的独特性，即（1）主观性：意识经验（experience）是个体的、第一人称的主观性实在；（2）感受（feeling）和觉知的特性：意识经验是自显现的（self-presenting）和自知自觉的。基于这种独特性，许多意识科学的研究者认为，除了第三人称的科学实验方法所能处理的“易问题”外，还存在一个意识研究中的“难问题”，即一个纯粹物理活动的身体系统如何引起该系统出现了（在第三人称来看是）“额外的”感受或觉知的主观体验？“难问题”实质上还是传统的身心问题，它是身心问题的当代版本。“难问题”表明，一个全面的意识研究不仅要解决“易问题”，还须要解决像身心关系、意识经验性质和结构这类具有形而上和存在论色彩的“难问题”。因此，一个完整的意识理论最终必须提供一个既能解释意识的神经生物机制又能解释其独特性的理论框架。

“难问题”这一概念是澳大利亚哲学家查默斯（David Chalmers）1994年在关于意识的第一届图森大会（Tucson Conference on Consciousness） 上提出的。他将意识的研究区分为“难问题”和“易问题”。所谓“易问题”是那些被标准的认知科学方法所接受和可能解决的问题。例如，通过理解所参与的计算机制或神经机制来解决的问题，它们包括对于刺激的分辨、注意的集中、对心理状态的评估和报告、有意图的控制行为或是在觉醒和睡眠之间的差异。所有这些现象在某种程度上都和意识的观念相联，但是，它们并非那么神秘难解。尽管它们并非真的就很“简单”，但究其本质而言，我们知道如何着手用科学的方法来解答这些问题。相反的是，那个真正的“难问题”是“经验”，即作为一个有机体是什么样子的那种感受，或者说处在某个指定的心理状态下是什么样子的那种感受。查默斯说：“如果任何问题有资格被称为意识问题，那便是这个问题……即使当我们已经解释了与经验相关的所有认知和行为功能的表现，包括知觉分辨、范畴化、内部通达、口头报告，但仍然存在一个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功能的表现会伴随着经验……为什么所有这类信息加工过程没有在‘黑暗中’进行，并且不带有任何内在的感受呢？”

3.成为……是什么感受？（What　is　it　like　to　be....）

与莱文和查默斯一样，内格尔（Thomas Nagel）也认为正是感受的主观性使得意识成为一个难解的问题。但内格尔是从另一个角度凸显出“难问题”的本质。

成为一只蝙蝠会是什么感受？在意识问题的研究史上，这是迄今为止所提出的最为著名的问题之一。它于1950 年被首次提出，而后1974 年因美国哲学家内格尔的一篇论文而闻名于世。内格尔提出，理解心理状态怎么会是大脑中神经元放电的结果这样一个问题和理解水怎么会是H2
 O、基因怎么会是DNA这样的问题有很大的差异。为了让这一观点看上去更为清晰，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成为一只蝙蝠会是什么感受？”

你认为你的猫是有意识的吗？或者说在屋外街道上的小鸟是有意识的吗？或许你会认为，马是有意识的，但虫子没有；或者你会说有机体是有意识的，但石头没有。然而我们来想一想，认为另一种生物是有意识的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你认为石头是没有意识的，那么，你的意思大概是它没有内在的生命，也没有观点，作为一块石头而存在没有任何的感觉和感受。如果你认为，你邻居家那条凶恶的大猎犬，或是你在地铁里擦身而过的乞丐是有意识的，那么，你的意思大概是他们的确有某种观点，有某种成为它们所是的东西。

正如内格尔所指出的那样，当我们说另一种有机体有意识时，我们的意思是“成为那种有机体所是的感受……对于那个有机体而言所是的感受”，相信蝙蝠有经验，就在于相信“存在成为一只蝙蝠所是的感受”。对于意识的定义而言，我们所能有的最直接的答案是：意识就是主体性，或者是“成为……所是的感受”。

“What it is like”这一短语在英语中它至少有两种意思。我们可能会说“吃这种冰激凌的感受如同吃橡胶”，或者说“躺在洒满阳光的沙滩上的感受就如同在天堂一般”。上面的例子传达的是一种事物之间的类比，这不是内格尔所说的那种意思。内格尔的这一短语的意思可从下面的例子中看出：在麦当劳工作的感受是怎样的？在键盘上即兴创作歌曲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成为一个无疑比自己聪明得多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成为一个分子、一个细菌、一只蚊子、一只蚂蚁，或是整个蚂蚁群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简言之，内在的感受是什么？

现在，想象一下成为一只蝙蝠。一只蝙蝠的经验和一个人的经验肯定是有很大不同的。首先，蝙蝠的感觉系统和人的相差甚远，这也是内格尔选择蝙蝠作为他著名问题的主要原因。人类对于蝙蝠的大脑、生活和感官已知甚详。大多数蝙蝠或者使用声音、或者使用超声波来进行回声定位。它们会发出尖锐的高频声波，这些声波遇到附近存在的任何物体会反射回来。通过计算回波返回的时间，蝙蝠便可以探测出物体。自然选择已经为回声定位法所面临的许多有趣的问题找到了巧妙的解决办法。有些蝙蝠巡游时所发出的声波间隔时间较长，以避免浪费能量。但是，当它们带着猎物返回巢穴或是接近可能的危险时，它们就会加速声波的发送。许多蝙蝠具有这样一种机制：使它们能够在出现响亮冲击声波时闭合耳朵不受伤害，而在接受微弱的回声时能够张开耳朵。某些蝙蝠使用多普勒频变计算出它们相对猎物或其他物体的速度。其他一些蝙蝠通过发出向下的迂回声波挑选出来自不同物体的混合回声。来自距离较远物体的回声需要更多的返回时间，而与那些距离更近的物体相比，回声的声音会更高一些。由此我们就可以想象整个蝙蝠世界就是建立在音调较高的声音意味着距离远的物体，而音调较低的声音意味着距离较近的物体之上的。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牛津大学生物学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认为，它大概如同视觉对于我们而言的那种感受。我们人类并不知道，或是说并不关心颜色是和波长紧密相关的，或探测运动的过程是在视觉皮层发生的。我们只不过是看见了面前那些具有颜色和视觉深度的物体。同样，蝙蝠也只不过是知觉到了具有深度的物体，或许也会知觉到某些蝙蝠所特有的声纳版的颜色。在这样一个被构建的世界中生活，就是成为一只蝙蝠所是的感受。

但是，我们真的能够知道成为一只蝙蝠真正的感受是什么吗？正如内格尔指出的那样，这一问题并不能通过试图想象你是一只蝙蝠就可以得到答案。这么做是无济于事的。把你的身体倒挂在一个黑漆漆的房间里，用你的舌头发出细小尖锐的声音，像摆动翅膀一样摆动你的双臂，这种方式对回答这一问题毫无用处。也许如果你能够被魔法变成一只蝙蝠，那么，你可能会知道成为一只蝙蝠的感受。但是，即使这么做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你变成一只蝙蝠，那么你这只蝙蝠也不是一只普通的蝙蝠，你仍然有你的记忆，仍然对于意识这一问题很感兴趣。但是，如果你成为了一只普通的蝙蝠，那么这只蝙蝠就不会懂英语，不会有能力来提出有关意识的问题，也不能够告诉我们成为一只普通的蝙蝠有什么感受。所以，即使我们相信，存在成为一只蝙蝠所是的感受，我们仍然不知成为一只蝙蝠所是感受究竟是什么。

内格尔的思想实验澄清了“意识”这一词的中心含义。这就是美国哲学家布洛克（Ned Block） 称之为“现象意识”（phenomenal consciousness）或现象性（phenomenality） 的东西。他解释说，现象的意识便是经验，使得一种状态成为现象上有意识的，就是说存在成为那种状态所是的某种感受。他将此与“通达意识” （access consciousness） 区分开来，后者是指能够在推理和理性指导的言语和行动中可获得的东西 。

那么，此时此刻，成为你所是的感受是什么？迄今为止，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意味着毫无疑问的确存在某种成为你现在所是的那种感受，而只有当你开始问成为另一个人或另一种物体所是的感受是什么的时候，这个问题才刚刚开始。不过，这个问题本身是正确的吗？一种彻底的怀疑观点将意味着甚至会质疑这个问题的正确性。

4.主体性和感受质（qualia）

让我们假设你现在闻到一阵从厨房散过来的味道，这股气味绝对是新泡的咖啡的香味。你之所以能闻到这股气味可能是因为化学物质进入了你的鼻子，并与鼻腔里的感受器产生了反应。但是，如果你所关注的只是经验而已，那么这和化学物质就毫无瓜葛了，也许你甚至无法向你自己描述这种感受。它就是新泡的咖啡味嘛。这种体验是个人的、难以言传的，并且有着只属于自己的特性。这些私人的特性在哲学里被称为感受质。当你骑着自行车时，风吹拂面的感觉就是一种感受质；每当你听见小调和弦时，你所经验到的那一阵无法言说的轻松舒朗也是一种感受质。虽然感受质的概念一直都笼罩在某种迷雾当中，但是，它基本的意思还是很明确的。这一术语用来强调的是质性（quality） ，它力图脱离对物理特征的描述，而是指向现象本身（phenomenology）。一种感受质便是感觉某物时的感受。我们的意识经验是由感受质组成的。意识的问题可以以这样的方式被重新叙述，即感受质是如何与物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一个客观的物理大脑如何能够产生主观的感受质。二元论者相信，感受质是心智世界的一部分，而心智世界是独立于类似咖啡罐或大脑那样的物质实体而存在的。副现象论者认为，感受质的确存在，但不具有任何因果性质。唯心主义者相信，万事万物最终都是感受质的。彻底的物质主义者则否认感受质的存在。

你可能会认为，感受质的存在是不可置疑的。毕竟，你现在正闻到某种气味、听到不同的声音、看到各种景象，而这些都是属于你个人，并且常常难以用语言清晰表达的感受质，难道不是吗？的确，大多数理论家应该会同意你的看法，但是还有一些人会认为你的观点是错误的。例如，丹尼特就试图说服人们相信，根本不存在诸如感受质这类属性 。他并不否认意识经验的真实性，也不否认我们对自己的经验的谈论或对体验所论断的真实性，他所否认的仅仅是那种特殊的、无法言说的、个人的、主观的“原始感觉”，或是“我们所感知事物的方式”，即被人们称为感受质的真实性。

丹尼特（D.Demett）给出了许多“直觉泵”来颠覆这种非常自然的思考方式。这里就有一个简单的直觉泵。有经验的喝啤酒的人会说，啤酒是一种习得的味道。当他第一次尝试喝啤酒时，他很不喜欢这种味道，但是现在他已经喜欢上它了。他喜欢的究竟是哪一种味道呢？没有人可能会喜欢上初次品尝的滋味——一种苦涩的味道。所以他喜欢的一定是新的味道，但是在这里发生变化的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你认为这里存在两种不同的事物，即真实的感受（他所品尝到的啤酒的真正味道）和他对啤酒味道的评价，那么，你就必须能够决定是什么发生了变化。然而，你真的能够决定吗？丹尼特认为，我们通常都会以一种含糊不清且前后不连贯的方式来思考我们对事物的感受，而在这个例子中，感受质的概念恰好让这一问题变得更为混乱。我们应该完全摒弃感受质的概念，他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感受质。

我们如何确定感受质存在与否呢？我们无法对感受质做实验，至少不能够在这样一种简单意义上来做实验，即首先抓住一个感受质，然后以某种方式对它进行操作和处理。这便是感受质的核心所在——它们没有可以被测量的物质属性。不过，我们可以进行思想实验，即仅仅在头脑中操作的实验。明白它们的目的是十分重要的。在一个一般的实验里，你对某物进行操作处理从而能够得到有关这个世界的某个答案。如果你做了一个不错的实验，那么，你可能会得到一个可靠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答案，这个答案还能够有助于你在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中作出抉择。思想实验并不是用来提供关于某一事物的可靠的答案。它们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澄清我们的思考。

爱因斯坦曾想象过自己骑着一束光的情形，而他有关相对性和光速的理论的某些部分正是脱胎于这个想法。正如爱因斯坦的这个思想实验一样，大多数的思想实验都是无法在现实中实现的，尽管某些实验最终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演变成为了真正的实验。思想实验并没有被真正地实施过，它们无法在此刻被实施，也将永远无法去实施，且没有必要去实施。它们的功能只是让你去思考。

在这类思想实验中，最有名的实验之一正好直指感受质问题的核心。感受质是否独立于大脑而存在？感受质的存在是否如此重要？一种感受质是否包含了超越它所依赖的神经信息之外的信息？

5.关于颜色神经科学家玛丽的思想实验

玛丽生活在神经科学已经相当成熟的未来的某个时期。科学家们已经对有关大脑中的物理过程以及它们是如何产生行为的所有知识一清二楚。玛丽是一位颜色视觉的神经生理学方面的专家，她知道一切有关颜色知觉、眼睛的光学系统、世界上有色物体的属性、视觉系统中有关颜色信息加工的所有知识。她对某种波长的光线如何刺激了视网膜，并且产生了声带的收缩和气流的吐出，从而最终使某人说出“天是蓝的”这一切都了然于心。但玛丽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她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黑白两色的房间里，并且通过一个黑白的监视器观察这个世界。她从来就没有看到过任何其他的颜色。有一天，玛丽被允许从她的黑白房间里走了出来，并且第一次看见颜色。这时会发生什么呢？她是否会大为震惊而倒吸一口气，然后说“哇，我从来都不知道红色看上去是那个样子的！”或者，她只不过耸耸肩，然后淡然地说“那是红色，那是绿色，这没什么新鲜的？”

哲学家杰克逊（Frank Jackson）设计了玛丽这个思想实验用来批驳物理主义（physicalism） 的观点。他认为，当玛丽从房间里走出来的时候，她显然会学习到一些本质上全新的东西，即红色看上去是什么样子的。现在她不仅掌握了有关色彩的所有物理事实，也有了颜色的感受质。这表明，任何有关物理事实的知识或是基于物理事实的推理都无法替玛丽对蓝色的天或绿色的草看上去是什么样子的这种原始感受作准备。换言之，有关世界的物理事实并非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因此，物理主义是错误的。

如果你认为玛丽会感到惊讶，那你是否就会被迫拒绝物质主义，而接受二元论的观点呢？许多人便是那么做的。但是，对于这一结论还存在诸多反对意见。例如，有些人提出玛丽是从一个新的方式或新的视角来理解一个旧的事实，或是用新的方式将旧的事实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她学习了一门新的技能而非一种新的事实。这种类型的观点让你能够想到，当玛丽走出房间的时候，她真的体验到了某些让她感到惊讶的事情，但这并非是因为在世界中存在某些不可还原的主观性事实。另一种选择是否认玛丽会感到惊讶，譬如丹尼特。

这个想象出来的玛丽已经带来了许多哲学上的争论，但是，对我们思考意识的本质所引发的难题是非常有益的。如果你相信，当玛丽走出房间时她会感到惊讶，那么你也会相信意识经验的主体性或感受质是某些除了有关物理世界的知识之外的东西；如果你认为她不会感到惊讶，那么你相信的是，知道所有的物理事实便会告诉你所能知道的一切——包括经验某些事物时所是的那种感受。

6.僵尸（Zombie）可想象吗

设想存在这样一个人：外貌、行为和言谈举止像你一样，并且在任何可分辨的行为上完全和你一样，但唯独没有意识。或许这个虚假的“你”有一个硅脑，遗传了一种怪异的“无感受质”的突变，或者因为一次危险的手术从而抹掉了任何有关意识的痕迹。无论如何，尽管它的行为一切如常，但是却没有成为这种生物所是的任何感受——没有来自内部的观点，没有意识，也没感受质。这可不是什么奇形怪状、满身黏液的半死不活的海地僵尸，而是一具哲学家的僵尸。

这具在思想实验中构想出来的僵尸比那个人生经历奇特的玛丽造成的麻烦还难纠缠。对于许多思考者而言，构想这样的僵尸是非常轻巧的事情，而且显然是可能的，至少原则上是可能的。美国哲学家塞尔（John Searle）就认为，两个系统中可以有完全相同的行为，其中一个是有意识的，而另一个则完全没有意识。那么，其中一个必是僵尸系统。查默斯也承认，一个在逻辑上的可能的僵尸对他而言是显然的。一具僵尸只不过是某个在物理上和我完全相同的东西，却没有意识体验——它的内部一片黑暗。这里没有任何内在的不一致性。当我设想一具僵尸时，我对我所设想的东西有一幅非常清晰的画面。查默斯的孪生僵尸兄弟就生活在僵尸星球上——查默斯认为这是完全可想象的。他建议我们去设想出一个硅版的查默斯，这位查默斯就像是那位真实的哲学家一般被构造起来，行为举止也和真实的查默斯一模一样，只不过以芯片代替了真实查默斯所具有的神经元。许多人可能会预期这种生物是无意识的（无论事实上它是否有意识）。然后，他建议说，再用神经元替代这个生物身上的芯片，于是你便有了他的僵尸孪生兄弟——与真实的哲学家一般无二，但它的内部世界却一片黑暗。他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无论是在硅晶体还是生物化学成分中，从概念上来说两者都不会伴随意识。有关僵尸是可能存在的，或者说意识是一种可选择的额外之物的观点便是“意识的非本质主义”。

僵尸星球是一个像我们地球一样的星球，生活着行为举止和我们完全一样的生物，但是，所有这些生物都是僵尸。不存在生活在僵尸星球上所是的任何感受。在《与僵尸对话》一文中，哲学家穆迪（Todd Moody）使用了这个思想实验来驳斥意识非本质的观点。他想象整个僵尸星球居住着一群这样的人，他们使用诸如“思考”、“想象”、“梦想”、“相信”或“理解”这一类的词，却不能像我们那样理解任何这些词的意思，因为他们不具有任何意识经验。例如，他们或许能够谈论睡眠和做梦，因为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恰当地使用这些词语，但是不会有像我们那样的做梦的经验。最多他们会在醒来时有一种“醒来好像记得什么”的状态，然后他们学会把这种状态称之为“梦”。

在这样一个星球上，穆迪认为，僵尸或许能够勉强使用我们的语言，但是僵尸哲学家则会对我们这些有意识的生物所烦恼的某些东西大惑不解。对于他们来说，有关他心问题，或是我们竟然对感受质和意识如此困惑一类的问题，简直毫无意义。他们永远都不会创造出类似意识或梦这样的概念。所以，僵尸哲学家和我们的哲学家必定有着完全不同的结局。据此，他提出，尽管在个体层面上僵尸与有意识的生物难以区分，但是在文化层面，它们仍然会展现出作为僵尸而存在的痕迹。在这个层面，意识并非是非本质的——它是不可或缺的。

穆迪的思想实验引发了一连串来自哲学家、心理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的反对意见和相关的论证。主要的反对意见之一是穆迪违反了思想实验的规则。僵尸被定义为在行为上和有意识的人类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他们必定是完全无法和有意识的人类区别开来的。如果他们的哲学或他们发明的术语是不一样的，那么就可以把他们和我们区分开来，这样一来，他们便不再算作僵尸了。如果你真的按照规则去做，那么在人类和僵尸之间就不会留下任何差别。

一些哲学家认为，整个争论纯粹就是误导。丘奇兰（Patricia Churchland）把它称为“展现出了思想实验所具有的软肋”。丹尼特认为，这个实验是建立在想象力所具有的虚幻技能之上的。正如他们所指出的那样，说你自己可以想象出某些东西本身不说明任何问题。如果你对科学一无所知，你可能会说你可以想象水不是由H2
 O 组成的，或者炙热的气体分子并不会快速移动。但是，这只不过是更多地向我们展示了你的无知，而并非告诉了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为了帮助我们更清晰地思考僵尸的问题，丹尼特引入了超级僵尸的概念。设想存在一个简单的僵尸，这种生物（某种生物或某种人造产物）可以用一种和它的需要相适应的简单方式四处行走和作出某种行为。现在想象一种更为复杂的僵尸。除了具备简单僵尸的能力之外，这个复杂的僵尸还能够以一种不确定的螺旋式上行的反身性的方式来监控它自己的活动，甚至包括它自己内部的活动。我会把这种具有反身能力的实体称为超级僵尸。一个超级僵尸是这样一种僵尸，由于自我监控的结果，它具有关于它自身低级信息状态的内在（无意识的）高级信息状态。想象和这样一个超级僵尸谈话。例如，我们可能会问这个超级僵尸有关它的心理意象的问题，或者关于它的梦、感觉或信念的问题。因为它可以监控自己的活动，所以，它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且是用在我们看来十分自然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表现出它和我们完全一样是有意识的。正如丹尼特所总结的那样“超级僵尸能够（在无意识的情况下）相信它正处于各种不同的心理状态之中——如果我们问它问题的话，它将精确地报告它所处的心理状态。甚至在它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它也会认为它是有意识的。”因此，丹尼特 才做出了他那个著名的论断“我们都是僵尸。没有人是有意识的——没有人具有能以系统的神秘方式支持诸如副现象论这样的论点的那种意识”。他的意思是说，我们都是进行自我监控的复杂僵尸——超级僵尸，我们能够谈论并且思考心理意象、梦和感觉，能够为日落的壮丽或树影斑斓的美景而惊叹不已。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意识是独立于这一切而存在的话，那么我们便错了。主体性的问题使得对于意识问题的研究不仅困难重重，而且也让它变得引人入胜，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查默斯在意识的“难问题”和“易问题”上所作的区分与内格尔的问题“作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样子”有着直接的关联，并且也直接指向了刚才所描述的那两个思想实验所提出的核心问题“为什么说我们都不是僵尸呢？”“当玛丽从她的那个黑白的房间里走出来的时候，她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第二节　自由意志






越为持久的问题就越发映照出哲学的秉性：在寻常的地方掩藏着艰深的困惑，自由意志问题就是这样一个艰深的困惑。迄今为止，哲学家提出了各种方案来解决自由意志问题，但就问题的解决而言，局面就好像贝克莱在形容哲学的窘境时所说的：“闹了半天，我们虽经过许多繁复的迷洞，可是我们会看到我们仍回到旧日的立场，甚至于陷在绝望的怀疑主义中。”自由意志问题丝毫没有因为人类心智在其中花费的时间而显露出丝毫解决的迹象。面对这个问题，哲学收获的是一箩筐的解决方案和越来越热闹的争论。哲学家们发展出繁复的技术，构思出奇妙的思想实验，所有这些一方面深化了我们对问题的理解，另一方面也用有点戏谑的方式强化了问题本身。对此，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有一段中肯的评论：“在哲学上，自由意志问题由来已久，在我看来，它几乎构成了某种丑闻。在对这个问题作了几个世纪的思考之后，我们似乎并没有取得特别大的进步。是因为存在我们一直不能克服的概念问题，还是因为我们忽视了某些事实，为什么跟我们的前辈相比，我们取得的成绩如此菲薄呢。”

一、自由意志与决定论

没有什么比我们自身的行动更加寻常的，但当我们试图去理解行动发生的本性时，我们却陷入了鱼和熊掌都不愿舍弃，及鱼和熊掌都不能兼得的僵局当中，这个僵局就是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僵局。

对自由意志的确信来自于我们对日常行动的经验。我们总是面临着各种选择，并通过权衡在各种欲望中作出选择。从一种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我们总是能够就作出某个行动进行选择，即使这个选择是在各种阻碍、强迫或者是威胁等情况下作出的，这些情况都无法剥夺我们作出选择的能力。“选择能力”的关键在于，无论一个人的决定是在何种外在环境、内在动机等等因素的影响下作出的，一个人总是能够作出与实际不同的选择。自由意志信念的本质就在于我们深信我们拥有“选择能力”，这意味着我们相信我们是自我决定的存在物，而不是像牵线木偶一样受到其他力量的操控，无论这种力量是古希腊人的命运、中世纪人的上帝还是今天的自然法则或历史规律。

从日常的行动中，我们感受到自身始终是行动的无法被剥夺的创始者（当我们在为自己的行动开脱时，我们所做的就是抹杀我们自身作为行动创始者的这种身份，而寻找各种不在我们自身能力之内的客观原因，由于我们没有能力选择客观原因是否发生，因此我们可以无需为由此所导致的结果受到责备、惩罚，等等），而不是任何异于自身的其他力量的玩偶，正是这种对自身的感受使我们得以理解我们对待自身和其他事物的方式。我们的言行会受到赞扬与奖励或者谴责与惩罚，我们会对他人怀有感激或怨恨，我们会因过往的行动后悔或自豪，也会因自己的行动对未来怀着希望，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对待自己和他人的方式，这些方式既没有在其他存在物那里呈现，我们也不以这样的方式对待其他存在物。如何解释我们在对待自己和对待其他东西的方式上这些显而易见的差异呢？一个常识的回答就是我们是自身行动的无法被剥夺的创始者，即我们拥有自由意志，正是我们自己在各种开放的行动可能性中决定作出何种行动以及怎样行动。

同自由意志一样，决定论同样是我们难以摆脱的信念。尽管有各种形式的决定论，比如神学决定论、物理决定论、心理决定论，等等，但所有这些形式的决定论表达了同一个主题：任何发生的事情都有先在的原因使其发生，一旦给定这些原因，事件就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发生。尽管自从量子力学出现以来，对世界的决定论解释是否为真就一直是争论的话题，但就自由意志信念从中产生的日常的行动来说，我们很难在放弃决定论信念之后还能够理解这些行动。因为尽管我们相信在开启一个行动上我们是自由的，但对于任何一个行动的设想在根基上都依赖于我们相信决定论原则。我们相信是否踩下汽车的油门取决于我们自己，但我们之所以会去作出踩下汽车油门的动作是因为我们毫不怀疑脚步的动作必然带来汽车的加速，进一步的还因为在作出一个决定之后我们毫不怀疑身体必然会以某种方式运动，否则我们要么会去修理我们的汽车，要么会去检查我们的身体，所有这些理解与行动都以决定论为前提。

二、自由意志问题

自由意志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我们从经验中获得了两个对于理解和行动同样根本却又相互矛盾的信念，即自由意志信念与决定论信念。一方面，自由意志将人独立于必然性之外，它表明未来的状态对人而言是开放的，因此人们总是有做出不同行动的可能；而另一方面，决定论将人重新置于必然性当中，它表明在任意瞬间世界都只有唯一可能的状态，因此我们对自由意志的笃信只是一种幻觉。我们似乎必须要在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之间取舍，因为如果我们是自由的，决定论就是假的，因为我们的行动并非必然如其所是的发生；相反，如果决定论是真的，那么我们就不是自由的，因为我们的行动将必然如其所是的发生，对任何一个行动我们并没有作出其他行动的可能。

很明显，自由意志问题的困难来自于如何处理自由意志与决定论这两个信念之间的关系。但自由意志问题的困难并非只来自于这方面的工作，因为任何对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关系作出回答的哲学理论立刻就面临着其他难以解决的问题，或者面临着来自其他回答的严重质疑。正因为面临着这些继发的问题和质疑，使得哲学家不得不不断地重新审视就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之关系已经作出的回答，可以说对自由意志问题的哲学工作就是在这样一种循环中不断发展和深化的，因此实际上在自由意志问题这个名称之下的是相互扭结在一起的侧重点各不相同的问题。当代探讨自由意志问题最主要的哲学家之一罗伯特•凯恩（Robert Kane）认为自从近代哲学发端以来，有四个问题一直占据着自由意志问题争论的中心位置，即

（1） 相容问题（the compatibility question）：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是否相容？

（2） 重要性问题（the significance question）：我们为什么想拥有与决定论不相容的自由意志？

（3） 可理解性问题（the intelligibility question）：我们能够理解与决定论不相容的自由意志吗？这样一种自由是一致或可理解的吗？或者像许多批评者所主张的那样这样一种自由在本质上是神秘和难解的？

（4） 存在问题（the existence question）：这样一种与决定论不相容的自由真的存在吗，如果存在，要向何处寻找？

就哲学的争论来说，受到最多关注的是前三个问题，因为哲学家首先关心的是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前三个问题涉及我们在思考自由意志问题时会涉及的最为关键的概念，比如自由、决定论、非决定论、道德责任，等等。首先是相容问题，即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是否相容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在处理自由意志与决定论这两个信念之间的关系。对这个问题历来有两种回答，其中一种回答认为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是相容而不矛盾的，这就是所谓的相容论（compatibilism）；另一种回答则认为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是矛盾而不相容的，这就是所谓的抵牾论（incompatibilism）。对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之关系的这两种回答在哲学史上都不乏大名鼎鼎的支持者，自近代哲学以来，霍布斯、休谟、密尔等哲学家都持有相容论的观点，而笛卡尔、康德、里德等哲学家都主张抵牾论。

无论是相容论还是抵牾论都面临着各自的困难。对于相容论来说，它完全否认一种与决定论相矛盾的自由意志在人理解其自身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正如抵牾论者理查德•泰勒（R•Taylor）所说，如果持有相容论的观点，那么“我除了是自然界无助的产物，注定了要去做我所做的，成为我所成为的之外，我还能是什么呢”。在我们的自我理解中，将我们自身视为自己整个生活的创造者是一个最为基本和深刻的直觉，正是建立在这个直觉之上诸如生活的意义，道德责任，各种各样的反应性态度等现象才能获得最为自然的理解。可以肯定地说，这样一种理解的确是哲学反思之前的最为普遍的理解方式。如果尽管我好像在不断地作着各种权衡与选择，结果以为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人，但实际上我的整个人生，因此也就是构成我整个人生的所有言行、思想，以至于每一个最细微的环节都早已注定了将按照某个固定的路径完成，那么我们思考人生的意义的这桩事情似乎显得有些荒唐，因为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无疑是为了指导我们应当如何去行动，而“应当”似乎的确蕴含了我们原本也可以不这样去行动的含义。此外如果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是注定的，我们又为什么需要去为注定了要发生在我这里的行为负责，因为我原本并不能避免这个行动的发生，等等。由于相容论者否定了一种与决定论不相容的自由意志，他们也就斩断了我们获得自我理解的自然根基，但所有那些我们需要去加以理解的现象却仍然需要一种理解。因此相容论者的问题就在于如何重建一种理解的根基，并能够保证这个根基是牢固的。

相容论者的问题在于抛弃了自然的理解方式之后如何来理解现象，而对于抵牾论者来说，他们的问题恰恰在于接受了自然的理解方式之后如何来理解根基。确切地说，并非所有的抵牾论者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因为抵牾论本身只是表明了持有一种认为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相矛盾的观点，而在承认矛盾的前提下，根据肯定自由意志因此否认决定论和肯定决定论因此否认自由意志，抵牾论又被分为自由意志论（libertarianism）和强决定论（hard determinism）。强决定论否认任何一种为道德责任所要求的自由，因此对于强决定论者来说并不存在一种我们要去加以理解的与决定论相冲突的自由意志。与此相反，由于否认了决定论，自由意志论者就必须在非决定论的背景中来理解自由意志的可能性。一种与决定论相冲突的自由意志要求非决定论，但非决定论只是对决定论的否定，其本身并没有直接成为自由意志，而仅仅只是表明一种没有原因引起的纯粹随机性。很明显比起行动的必然发生，说行动随机发生并不更有助于理解自由意志。自由意志的根本是对“我”作出的一个肯定性的判断，这个判断表明我是行动的创始者，而非决定论表达的却是一个否定性命题，它只是表明事件并非必然地发生。因此尽管非决定论是自由意志论者在肯定自由意志时所要求的，但困难在于如何从非决定论这样一个对事件的必然性作出的否定性判断进入到自由意志对“我”所作出的一个肯定性判断。自由意志论者所遭到的最强烈的批评就来自于他们给出的连接方案。

1.相容问题

尽管在相容问题，即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是否相容这个问题上有相容论与抵牾论两种回答，但很难说他们的分歧在于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是否相容这个问题上。因为只有当相容论者与抵牾论者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自由意志和决定论概念时，双方在这两个概念相容与否的问题上才可能存在分歧，但事实上相容论与抵牾论各有自己的自由意志概念；当相容论者说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相容时，相容论者所说的自由意志并非是抵牾论意义上的自由意志概念；反之亦然。因此双方真正的分歧在于对自由意志概念理解上的分歧，即自由意志这个概念指的是什么。正如哲学家彼得•范•英瓦根（Peter Van Inwagen）所说：“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什么是自由意志，也就是说能够做其他的事情指的是什么”。

可以说抵牾论者的自由意志概念捕捉到的正是我们日常要求道德责任时所直觉到的自由概念。这个概念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原本能够做其他的事情”（could have done otherwise）或者哲学家所说的“可取舍的可能性”（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只有当一个人原本能够作出其他的行动，或者在作出某个行动的时候有可取舍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他做出一个行动时他实际上还面临着其他的可能，我们才说这个行动取决于这个人自己，这个人才是实际发生的行动的创始者，否则他就只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事件的载体而已。很明显，如果每一个事件都是必然发生的，那么对我们的每一个行动来说就不存在可取舍的可能性，我们原本并不能够做出其他的事情，因此我们也就没有这个意义上的自由概念。

英瓦根为这个意义上的自由概念与决定论不相容提供了一个受到广泛讨论的论证。这个论证被称为结果论证（consequence argument）。英瓦根将其表述如下：

如果决定论是真的，那么我们的行动就是自然法则和发生在遥远过去的事件的结果。但是在我们出生以前发生的事情并不取决于我们，自然法则是什么亦不取决于我们，因此这些事情的结果（包括我们的行动）并不取决于我们。

这个论证看上去是没有破绽的。如果我们并不能改变在我们出生以前发生的事情，也不能改变自然法则，而我们出生以前发生的事情和自然法则一起决定了此后任意时刻所要发生的事件，那么我们对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包括我们的行动是否发生就无能为力，包括我们的行动在内一切都是被决定了的。因此决定论与我们原本并不能够做出其他的任何事情并不相容，这也就意味着决定论与在这个意义上的自由意志并不相容。

英瓦根对上述后果论证给出了更加形式化的表述，但其主旨在于表明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是不相容的。因为决定论排除了“原本能够做其他事情”的可能性，而“原本能够做其他事情”是自由意志的必要条件。但是“原本能够做其他事情”的确切含义究竟应该作怎样的理解呢，决定论排除的是怎样一种“原本能够做出其他事情”呢？在这个问题上相容论者对抵牾论意义上的“原本能够做其他事情”提出了反驳，相容论者认为像英瓦根这样的抵牾论者错误地理解了“原本能够做其他事情”的含义。在抵牾论者看来，比如在英瓦根的结果论证中，“原本能够做其他的事情”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设想某人在时刻t作出了行动A，假设在与时刻t的情况完全相同，比如这个人的信念、欲望、动机与理由等各种心理状态方面以及所有与行动的发生有关的物理状态方面都与作出行动A时完全相同，就好像世界完全回复到了时刻t时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仍旧能够作出其他的行动。不难理解这种抵牾论意义上的“原本能够做其他事情”的确与决定论相冲突，因为这意味着在原因相同的情况下结果却不同。但这种与决定论相冲突的“原本能够做其他事情”本身似乎是难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完全无法知晓为什么在相同的情况下一个人作出的是行动A而不是行动B。换句话说，我们完全无法对行动给出合理的解释。

对抵牾论者来说，自由意志所要求的“原本能够做其他事情”是一个直言命题，在相同的情况下一个人也能作出不同的行动。对相容论者来说自由意志同样要求具备做出其他事情的能力，但在他们看来对做出其他事情的正确理解应当是一个条件命题，即“原本能够做某事”的确切含义是：如果一个人当初有不同的选择或意愿，那么他就会作出与实际情形不同的行动。英瓦根的结果论证取决于对“原本能够做某事”作出无条件的理解。基于这种理解，自由意志与决定论自然是不相容的。但如果对“原本能够做某事”作出相容论的理解，那么结果论证就是不成功的，因为很明显相容论意义上的“原本能够做某事”并不与决定论相冲突，实际上它与决定论观念并没有什么关系，它关心的只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按照我们的欲望或意愿行动。相容论者正是根据我们的行动与我们的欲望或意愿之间的关系来理解自由概念的，对他们来说自由的反面是迫使或强迫，而并非是决定论。“如果一个人并非在强迫下行动，那么他就是自由的。当他能够做其想做的或者当他的行动与他自己的选择或决定相一致时，并且他想做某事或者说他的选择并不是由另外的人、力量或某种像盗窃癖这样的控制他的倾向所决定的，那么他就是自由的……自由并不意味着诸如‘脱离或部分脱离自然法则’或者‘违背因果的连续性’，等等简直难以理解的事态，自由只是在没有限制或强迫的情况下一个人有能力和机会按照自己理性慎思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相容论者和抵牾论者都认为自由意志要求“原本能够做出某事”，而在相容问题上双方关键的冲突就在于该如何理解“原本能够做出某事”。事实上，对于相容论者来说，他们同样不会反对在抵牾论意义上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相冲突，只是他们根本就否认存在这样一种难以理解的神秘的自由，对他们而言相容论意义上的自由已经足够了。同样，对于相信抵牾论的自由意志论者来说他们也同样不会反对相容论意义上的自由的确是我们日常接受的一种自由概念，并且这种自由概念完全与决定论相容，但对他们来说仅仅这样的自由概念完全不足以用来理解诸如道德责任这样的现象。因此对于相容论来说，问题就在于与决定论相容的自由概念真的已经足够了吗？比如并不要求可取舍的可能性的自由概念是否能够解释道德责任？而对于自由意志论者来说，问题就在于他们的自由概念是否能够摆脱神秘难解的指责，比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的按照在这样的自由概念，如何来解释为什么作出的是这个行动而不是那个行动。

2.可取舍的可能性与道德责任

在近代哲学发端之时，有一场关于自由意志问题的重要争论，我们可以将这场争论看做是当代相容论与自由意志论者相互争论的雏形，这就是霍布斯与布兰姆豪（Bramhall）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霍布斯为相容论的自由概念辩护，他也因此成为相容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而布兰姆豪则为自由意志论者的自由概念辩护。在双方几个来回的较量中，布兰姆豪对霍布斯的辩护提出的最重要质疑就是如何能够由一种与决定论相容的自由概念来理解各种反应性态度和道德责任的赋予。比如作为一名主教，布兰姆豪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如果没有真正的自由，而是所有发生的一切都受制于无可避免的必然性，那么在圣经中时常出现的所有那些质问、申斥、责骂和劝告除了是矫饰和虚伪的夸张之外还能是什么呢……上帝会因为一个人做了事先已经决定他必定要去做的事情而斥责他吗？”霍布斯所面对的质疑实际上是相容论者在解决自由意志问题时所要解决的最棘手的问题，因为尽管相容论的自由与决定论并不冲突，但道德责任看起来却与决定论冲突，因此相容论的自由不足以成为辩护道德责任的基础。在自由意志论者看来这个基础就是他们所秉持的自由概念，这个自由概念的核心是主张对任何一个出于自由意志作出的行动来说，一个人都不是只有唯一的行动可能，而是具有可取舍的可能性。

可取舍的可能性，即仅当在一个人原本能够作出其他行动的情况下一个人才对他已经做出的行动负有道德责任。的确是我们日常道德实践的背景性信念，我们以是否具有可取舍的可能性来判断人们是否应当对其行为负责。如果希特勒的恶行并非是他在原本能够不这样做的情况下自己选择这样做，而是早已注定要发生的，那么我们究竟有什么理由要求他对其所作所为负责呢？毋庸置疑，就道德实践的层面来说人们仍旧要对他们的行为负责，但如果可取舍的可能性是赋予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而可取舍的可能性又与决定论相冲突，那么在决定论的框架中就没有空间来容纳道德责任，由此相容论与我们对道德实践的理解就始终是隔绝的，它并不能够为我们理解道德实践提供一个基础。虽然相容论者对相容问题上做出了回答，但他们收获的却似乎是一个无用的果实。要如何在相容论的框架中挽救道德责任，要如何让人们相信即使希特勒的行为是被决定的，他仍旧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相容论者面临的情况是：一方面由于他们肯定了决定论因此也就否定了被看做道德责任必要条件的可取舍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他们并不否认人们应对其行为负有道德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挽救道德责任的最明显的路径就是否定可取舍的可能性是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就可取舍的可能性而言决定论并不对道德责任构成威胁，即使一个人的行动是在原本并不能做出其他行动的情况下作出的，这也并不足以成为他摆脱道德责任的根据。

尽管相容论者的这一方案看似与我们在道德责任赋予上的背景性信念相冲突，但自从哲学家哈里• 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发表了“可取舍的可能性与道德责任”（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一文以后，相容论的这一方案受到了持久的讨论与重视，甚至可以说由法兰克福的这篇文章引发的对可取舍的可能性与道德责任的关系的探讨是此后关于自由意志问题争论的焦点。在这篇文章中法兰克福构思了一个被称为法兰克福范例（Frankfurt-Type Examples）的思想实验，这个思想实验的实质是给出一个可取舍的可能性原则的反例。在后来的探讨中哲学家提出过许多在本质上相同的反例，下面是哲学家约翰•费舍尔 （John Fischer）构思的法兰克福范例。

设想布莱克是一名医术精湛的神经外科医生，在一次为约翰治疗脑瘤的手术中，布莱克在约翰的大脑中植入了一个和一台精密的计算机相连接的装置，通过这个装置布莱克能够监视并控制约翰的活动。在美国总统竞选的投票中，这个装置将以如下方式发挥作用，如果约翰显露出任何要投票给布什的迹象，计算机就会通过安置在脑中的装置启动干预程序以确保布莱克实际上决定投票给克林顿并做出这个投票，但是如果约翰自己就决定投票给克林顿，那么这个装置就只是继续监视而并不干预约翰脑部的活动。

这个例子所要表明的是在这种情境中，即要么投票给布什要么投票给克林顿的情境中，约翰除了决定投票给克林顿并投出这一票之外，他并没有任何投票给布什的可能，因为任何可能投票给布什的迹象都会被安放在脑中的装置纠正过来。如果约翰无论如何最终都要投票给克林顿，那么这是否能够作为约翰不应当为他投票给克林顿的行动负责的根据呢？如果按照道德责任赋予的可取舍的可能性原则，那么约翰就不应当为自己的行动负责，因为约翰原本并不能够作出其他的行动。但法兰克福认为将这一原则不加区分的运用是错误的，因为在上述的法兰克福范例中我们能够区分出两种“原本不能够做出其他事情”。一种情况是约翰显露出投票给布什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约翰最终投票给克林顿是由于受到了布莱克的干预，因此约翰“不得不”投票给克林顿，而不能投票给布什；另一种情况是约翰在没有受到任何干预的情况下自己决定投票给克林顿，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约翰实际上并不能投票给布什而只能投票个克林顿，但他原本就不打算投票给布什，我们很难说约翰“不得不”投票给克林顿。在第一种情况中约翰的行动是布莱克干预的结果，在法兰克福看来在这种情况下约翰投票给克林顿仅仅是因为他原本就不能做出其他的事情；但在第二种情况中，约翰的行动是自己决定的结果，在法兰克福看来在这种情况下约翰投票给克林顿并非仅仅是因为他原本不能做出其他的事情。事实上使他原本不能做出其他事情的环境在第二种情况下并没有发生任何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约翰投票给克林顿是因为他自己想投票给克林顿。对于第一种情况我们或许很容易接受约翰无须为自己的行动负责的结论，但问题是在第二种情况中约翰是否应该为自己的行动负责呢？这个问题正是法兰克福范例对可取舍的可能性原则提出挑战的地方，因为我们似乎很难否认在第二种情况下一个人应该对他的行动负责，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也同样原本不能够做出其他的事情。

法兰克福范例实际上抓住了我们道德实践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我们实际上只是在考虑到一个人不得不作出某个行动的时候才利用可取舍的可能性原则作为道德责任判断的依据。当一个人自己想作出某个行动时，即使此时这个人实际上原本也不能作出其他的行动的时候，我们并不利用可取舍的可能性原则，但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我们在这种时候并不利用可取舍的可能性原则，但当我们说一个人想作出某个行动，而并非是不得不作出某个行动的时候，我们似乎也预设了可取舍的可能性原则，并且我们潜在的是以这个原则来要求一个人对其自己想做的行动负责，即既然一个人原本能够做出其他的行动，那么他就应当为其自己想做的，或者说选择做的负责。而法兰克福论证中的一个重要之点就在于表明我们预设的可取舍的可能性原则在对那些我们自己想做的行动的道德判断中是没有作用的，因为“如果一个人在做出行动上并没有选择，但他并非是因为他并不能够做出其他的事情才去做出他已经做出的行动，那么纵使他原本能够做出其他的行动，他也会做出完全相同的行动”。［11］
 既然一个人是否愿意做出某个行动与他原本能否做出其他的行动无关，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在原本能够做出其他行动的情况下他应对其行动承担道德责任，而在他原本不能够做出其他行动的情况下免除他的道德责任呢？鉴于此，法兰克福提出用另外的原则替代可取舍的可能性原则，“如果一个人所做的仅仅是因为他原本并不能够做出其他的行动，那么他对其所做的就不承担道德责任”。

法兰克福的文章，尤其是通过法兰克福范例所引出的结论引起了哲学家们非常精致的讨论，并且由此得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结论。比如约翰•费舍尔的半相容论（semi-compatibilism）。按照半相容论的观点，有可取舍的可能性，因此也就是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不相容，但这不要紧，因为道德责任与决定论相容。“如果就像法兰克福范例所表明的那样，道德责任并不需要可取舍的可能性，那么就不能说道德责任与决定论不相容，即使决定论与可取舍的可能性不相容。”但是即使法兰克福范例能够否认可取舍的可能性原则是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我们是否因此就能说道德责任与决定论相容呢？因为是否还存在着其他与道德责任密切相关但与决定论却不相容的条件呢？比如即使一个人自己愿意作出某个行动，但如果决定论是正确的，那么在决定论的层次上这个行动与一个人不得不作出的某个行动，甚至是发生在自然界里的任何其他的事件是相同的，即它们都是必然要发生的。因此一个关于道德责任的问题就是人们是否应当为那些他无法决定发生与否，甚至可以说那些就其发生而言与他毫无关系的事情承担道德责任呢？尽管这样的事情在一个人的意识中表现为是他想做的事情。如果决定论是正确的，那么从行动的创始者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责任似乎完全被取消了。因为决定论排除了一个人成为他的行动的创始者的可能。

3.可理解性问题

可理解性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将一个人理解为他的行动的创始者。对于自由意志论者来说正是因为一个人是他自己行动的创始者，所以他才具有了为自己的行动承担道德责任的基础。既然决定论排除了一个人成为他行动创始者的可能，那么剩下的就是到非决定论中去寻找这种可能性。但是非决定论似乎并没有显露出比决定论更大的可能性，因为非决定论所表明的只是一种事件发生的随机性。“如果我们所做的仅仅是一桩随机的事情，那么谁会愿意将其称为自由呢？”对于自由意志论者来说，真正的麻烦，或者说更困难的麻烦并非是论证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不相容，而是来自于论证自由意志如何能够与非决定论相容。一方面自由意志论者主张的自由意志的确在一种消极的意义上要求非决定论，即我的行动并非是必然发生的；而另一方面自由意志论者又无法在非决定论的平台上说明这样一种自由意志的积极特征，即虽然我的行动不是必然发生的，但行动发生与否取决于我，而不是随机的。自由意志论者必须表明行动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随机的，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中间的道路呢？因此自由意志论者处在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中，进被决定论堵住了去路，退又无法与非决定论携手。对于自由意志论者来说，虽然他们在相容问题上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但他们由此收获的却似乎是一个无法下咽的果实。

面对这样的窘境，一些自由意志主义者承认，我们不得不相信自己是自由的，但我们的理解能力却无法向我们表明这样的自由是如何可能的。在对自由意志问题进行了持续30年的研究之后，英瓦根相信围绕着自由意志的神秘性是无法驱散的。“我相信我无法驱散这种神秘，而且我确信没有谁做到了这一点。”但并非所有自由意志论者都像英瓦根这样“悲观”，他们提出了不同的方案试图表明如何可能有一种满足非决定论的自由意志。在这些方案中最早也最受关注的是所谓的行动者因果性理论（agent-causal theory）。早在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里德 （Thomas Reid）就提出了行动者因果关系以反对休谟的蕴涵了必然性的事件因果关系。里德试图通过对因果关系的重新理解来解决自由意志问题。在里德看来人之所以拥有自由意志是因为人是一种拥有能动能力（active power）的实体，每一个人的行动都是作为实体的人的能动能力发挥的结果。在当代对自由意志问题的探讨中，里德的方案重新受到了一些哲学家的重视，他们也将人的行动看做是实体因果关系的结果，而并非是事件因果关系的结果。在相信行动者因果性理论的哲学家看来，要想解释契合于非决定论的自由行动而又摆脱非决定论的纯粹的消极性，我们就必须承认除了通常的由事件引起的事件因果关系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因果关系；我们必须承认由行动者（agent）或实体直接引发行动的可能性。实体因果关系与事件因果关系的区别在于作为行动原因的实体在导致行动这一点上并不需要进一步的原因，因此人是他的行动的创始者，而在事件因果性中作为原因的事件则是前一个作为原因的事件的结果，这样一来总是可以进一步向前追溯一个无限的因果链条。如果人的行动只是这个无限链条上的一个环节，那么我们自然不能将人看做是他的行动的创始者。行动者因果性理论的代表人物，哲学家罗德里克•齐斯霍姆（Roderick Chisholm）在他的著名文章“人的自由与自我”中非常集中地表达了行动者因果性理论家对人的行动的看法，“我们有一种有些人将其归属于上帝的特权：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行动的时候都是一个首要不动的动者（a prime mover unmoved）。在我们的行动中我们引起一些事件，而且没有任何东西或者没有任何人引起我们去引起那些事件的发生”。很明显，行动者因果性理论的用意是既要摆脱因果性导致的必然性，又要摆脱不被任何原因引起的随机性。因此他们在此之外开辟了第三条道路，即出于自由意志的行动虽然是由原因引起的，但他们是由行动者自己引起的。

如果我们在求解问题时所引入的解决方案本身会带来更多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那么这种方案就很难说是一种成功的解决方案，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糟糕的解决方案。提出行动者因果性理论来回答自由意志是如何可能的就是这样一种并不成功的解决方案。虽然行动者因果性概念契合于我们的直觉，即我们自己引起了行动，但理解自由意志概念所需要的恰恰是对我们的直觉给出一种合理的解释。将我们的直觉用一种哲学化的语言表述出来并不是给出了一种合理的解释，而只是将我们需要解释的东西换了一种语言来表述。因此对那些主张行动者因果性理论的哲学家来说，他们的任务就变成了回答行动者因果性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但比起我们需要理解的自由意志概念，行动者因果性、不动的动者、引起却不被引起，等等说法丝毫也不见得更加容易理解。我们所作的只是将问题又推后了一步，甚至引出了更多的问题。

比起相容论者来说，自由意志论者面临着更加令人困惑的问题，因为实在说来由于他们所采纳的立场，相容论者实际上并不面临着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因为他们已经“解决”了形而上学问题，这种解决就是通过否定存在一种与决定论相容的自由而将人完全置于自然界之中。在被决定这一点上，人没有任何的独异性，但也恰恰是因此相容论者面临着如何解释人所呈现的独异的现象这样的问题，正是这些独异的现象构成了我们的自我经验。对于自由意志论者来说由于他们肯定一种与决定论相容的自由，他们面临着艰深的形而上学问题，即如何在肯定了这样的自由意志之后来回答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问题。为了肯定这样的自由，因此也就是为我们的自我经验奠定一个基础，他们似乎不得不将人从自然界中独立出来，但一种相反的强烈的力量又要将人重新放入自然界之中。在今天这种力量因为科学的发展而变得更加强烈。我们似乎找不到通往弥合这种对立的道路，因此一种关于自身的神秘感便油然而生，自由意志论者就是被消除这种神秘感的冲动所驱使，结果使事情显得越发的神秘。面对这样的神秘感或许接受行动者因果性论者理查德•泰勒的说法是有益的，“也许像在形而上学的其他地方一样，在这里（行动者理论），我们应该满足于发现困难，满足于了解什么与我们碰巧拥有的信念相一致，什么与这样的信念不一致，并且从认识到下面这一点而得到我们所能得到的满足，即无论我们从哪里开始，世界都是神秘的，而且，试图要理解这个世界的我们更加神秘。在某种合理的意义上，这种认识甚至能够使一个人在对自己无知的完完全全的认识中感受到智慧”。

［本节由李恒熙和李恒威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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